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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登录全新的HBR.org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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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诸位是那些赏识并认同《哈佛商业评论》的人士，我希望您正在浏览我们的网页。

在布鲁克林数字设计公司Huge的帮助下，我们近期对HBR.org重新改版，增添了一些在我们看来会提升内容相关性的元素。如果您还未曾访问过我们的网站，我强烈建议您去看看。我们的目标是将HBR.org打造成一个顶级的在线内容访问地。线上阅读长篇文章的读者数量正在日益攀升，我们希望借此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更为愉悦的阅读体验。更多解释性图形、图表和视频的注入使得网站页面有所改观；大思路文章间的联系更为突出；HBR旧档文章的搜索也更为简便。

我们同时引入一些复杂的个性化选择，比如，特别为读者量身定制的推荐。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提供那些具有广泛相关性的大思路领域文章，同时，我们也为读者打造出专属的HBR体验。目前，您可以通过主题和行业在网页上进行文章择选，不久的将来，您将能通过作者进行文章搜索。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读者，您有权将网页上的任意一篇文章存储于您的个人库。在个人库里，无论是文章或是图表，您都可以将其整理成阅读清单，并轻松分享给那些你认识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会继续专注于为HBR读者打造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我们的读者群在最近几年呈大幅增长之势，目前的付费发行量已超过25万，月网站访问量突破400万，社交网络订阅用户逾500万。为完善我们的特写栏目，我们会为读者提供一些新内容，包括工具、评估、幻灯片演示以及视频。

我们希望您能满意我们的新网页。无论您在浏览我们的网页时有何种体验，喜欢或是不喜欢，我们都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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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新常态 软实力 硬功夫






20
 15年，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增长速度更慢，结构调整更难，产业升级更快，机遇挑战更多。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企业为了能顺利“过冬”，正在努力探寻各种路径：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市场争夺，加速海外并购……虽然形势复杂，不乏成功范例，比如雷军的小米手机，马云的阿里平台。

凡事都有代价，上述这些举措有着共同的特点——门槛高，需要企业在人财物三方面有强大基础。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并不现实。中国中小企业能否找到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实现自我突破？本期《聚光灯》一组文章就从企业“软实力”的角度出发，从三个层面为企业提升软实力提供思路。

在第一篇文章中，来自英士国际商学院Cora领导力和培训教席教授、组织行为学教授埃米尼亚·伊巴拉，从领导者在变革时期如何提升领导力，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伊巴拉指出，领导者的领导力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自身的领导风格和行为方式，既保持真实自我，也能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

在第二篇文章中，哈佛商学院的大卫·戈尔文和乔舒亚·马戈利斯教授，则针对如何征求（提供）合理化建议这一具体管理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之道。根据他们的研究，很多好的建议会因为建议的方式问题而被忽略。为此他们给出了实现“好建议”的五步指南，以确保员工的建议能够被管理层重视和采纳。

前两篇文章集中于高层领导者视角，最后一篇文章则会给中层管理者以启示。来自是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苏珊·阿什福德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的詹姆士·迪特副教授，通过多年研究，为中层管理者如何向“老板”推销自己合理化建议，给出了七条“锦囊妙计”。

尽管这些文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但其内涵，同样适合当今的中国企业。中国人爱说，“高手在民间”，也就是提醒大家重视看似普通人的天赋和智慧。从实践看，很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建议的确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利益相关者，但此前由于企业的管理架构和领导者强势的家长作风，很多建议都无法见到天日。

本期《大思路》聚焦于企业如何打造自己的软实力——企业社会责任（CSR）。即使在中国，CSR也已是许多企业的必修课，但其目标局限和管理混乱，造成CSR成为不少企业的鸡肋。从我们的观察来看，这主要与企业对于CSR的认知混乱相关。为此，本文给出了企业CSR战略的改革路径。

本期的《对话》栏目则介绍了中国本土企业如何“过冬”的战略，东软集团CEO刘积仁是一员IT软件行业的老将，经历了多次经济和产业的大起伏，仍然存活得非常茁壮，他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公司20多年的持续生存经验——活下去并投资未来。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过30多年，许多企业创立还不到30年，如果说打造百年老店不只是企业家们随口说说的台面话，那么如何持续活下去并活得好，就需要企业拥有远比资产、收入和利润等数字更扎实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能够以更具针对性的优质内容，为中国企业在新常态下更好地生存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官方中文网：http://www.hbrchina.org/






主创者 Contributors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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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埃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刚刚执教MBA时，曾因无法在课堂上树立权威而苦恼。一位同事建议她在教室内来回走动，同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开始，伊巴拉觉得这样做既不舒服，也不自然。但这个方法最终帮她放松自己，并和学生有效沟通。虽然她之前认为那是在演习，但之后她认识到那是成为优秀教师的好方法。伊巴拉在本期聚光灯栏目中探讨了“本真性”悖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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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里斯（James de Vries）
 是《哈佛商业评论》的创意总监，也是本期跨界人生的采访者。他曾和工业设计师马克·纽森一道在澳大利亚的设计学院求学。从那以后，纽森一直是他的灵感来源。詹姆斯说：“纽森能在不损害作品本真的情况下，提高设计的商业价值。他是位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设计家。”（见《马克·纽森：创意有限制，设计无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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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哈尔沃森（Heidi Grant Halvorson）
 是2011年畅销书《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9件事》（Nine Things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
 ）一书作者。她现在正研究“第10大不同之处”，即认识并控制自我形象的能力。霍尔沃森说：“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他所在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用心倾听表情’表示他现在很生气。我当时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她在本期文章及新书《不被人理解，你该怎么做》（No One Understands You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即将出版）中给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建议（见《挽救糟糕的第一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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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罗·佩鲁凯蒂(Mauro Perucchetti)
 是现在伦敦工作的意大利艺术家。他的文章与软技能有关，出现在本期聚光灯栏目中。果冻宝宝是英国人熟悉的糖果，也是他最喜爱的符号之一。他用果冻宝宝来展现当代社会甚嚣尘上的用后即丢与犬儒主义文化。他说：“这个代表消费主义的物品给了我无尽的灵感。”（见《聚光灯》
 ）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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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领导者最常见的指责是缺乏长远眼光，只顾眼前目标。但应如何衡量CEO的长期表现？我们并未受CEO的名声或传闻影响，而是采用科学方法，根据CEO整个任期内的客观业绩数据制作了这份榜单。下面是一些读者反馈。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1月刊，《全球上市公司卓越100人》一文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在此背景下，关于工科领导者优势的分析很有启发性。此外我认为，可以用CEO上任到离任5年后这段时间的公司市值变化，来衡量企业在团队建设、战略视野、企业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以这个指标看，西南航空董事长赫伯·凯莱赫（Herb Kelleher）表现不错，杰克·韦尔奇则表现不佳。这个方法可以更好地量化那些对企业成功非常重要的隐形因素。


——比尔·弗奇


Open-Book Coaching创始人、总裁



我很希望看到乔布斯和韦尔奇等过世或退休CEO的排名。


——古斯·卡拉布里斯


Cinternational.com设计师




编辑回应：
 我们并未计算韦尔奇的数据，不过乔布斯在2010年和2013年的榜单中都排名首位。本次排名仅包括在职CEO。





对CEO表现的评价应包括工作环境安全度、环境影响、员工福利、社区关系、客户体验，还应考察薪酬最高5%的员工与其余员工的收入差。


——迪恩·格罗斯


Cardinal Solutions首席咨询师




编辑回应：
 同意你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别请国际声誉研究院根据企业的综合声誉，对CEO进行了重新排名。





医疗机构、大学和政府机构的高管是否也应进入排名？我认识的几位管理者能力足以进入榜单，他们因持长期主义观点受到批评，但都取得了长期成功。


——罗伯特·格伦宁


Hackensack大学医学中心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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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网络袭击涉及未经授权进入系统的人员，例如供应商、承包商和内部职员等。作者讨论了加剧的内部威胁，并提供了应对之道。




——大卫·阿普顿、赛迪·克里斯，《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0月，《阻击“内贼”》一文







	
本文涉及内部风险和员工所犯的错误，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则完全不同。内贼很难防范，文中建议的背景调查无法推广，因此帮助不大。高级监管技术和大数据开始展露头角，但其成本对于大多数公司依然太过高昂。

发性事件能够防范，但大多数公司的举措也仅限于30分钟的计算机培训和在墙上贴几张海报。我给出的三个有用建议是：（1）将培训融入本职工作流程 ；（2）尽可能简化安全措施；（3）设立奖励制度保障安全。


——杰里米·伯格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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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实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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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传感器和大数据的发展，带动了流程、设备及服务运营的数字化，并使之与网络相连。此外，云计算提供了价格低廉且没有上限的强大计算能力。所有这些形成合力，促使每个行业的老牌公司和初创公司都必须以新方式竞争。




——马可·伊恩斯、卡里姆·拉哈尼，《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1月，《数字物联颠覆商业》一文







发达国家正积极谋划部署，对高端制造业进行再调整再布局，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打造国家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经过国际对比，充分调研和反复论证，我们认识到，智能制造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两化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关键。


——苗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新技术是新产业的灵魂，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产业，发展每一项新产业由研制、设计到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由释放到推广产学研用相结合，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要经历较长的路，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对照德国工业4.0的愿景，中国在精心谋划4.0的时候还须着力打造工业3.0，甚至不得不去补2.0的欠账，这是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在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也要使中低端优化升级。


——李毅中

中国工经联会长、工信部原部长





中国已经拥有超过6亿的网民，但单纯依靠网民数量的增加，已经无法继续扩大市场和获取利润，网民红利正在消失，产业互联时代正在来临。企业只有通过海外扩张和向传统制造领域进发才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何宝宏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标准所副所长





物联网目前的行业应用仍聚集在成本节约而非业务转型，但长期来看商业转变将引领物联网的应用。物联网本身对企业来讲是新兴事物，也是一个全新挑战。企业应该多思考以业务驱动来促进企业数字转型、以及相关运营管理能力等问题，才能在今后如何构建物联网平台中获益。


——王平

Forrester Research副总裁、首席分析师、中国区总经理





构建一个“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系统，是物联网发展的一大趋势。另一趋势则是认知计算。我们倾向于相信数据是有价值的，但很多时候，在数据量极大的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知计算技术为物联网发展做出突破。


——沈晓卫

IBM中国研究院院长





无数据不互联，在万物互联时代，数据是所有连接的核心基础。但简单的数据并不能直接带来价值。整合与创造才是多源异构数据的真正价值呈现。未来大数据产业链将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将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对于数据的掌控能力，对于数据的应用能力和数据变现能力。


——苏萌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百分点创始人





物联网真正的精髓是让生活更方便有效，连接物件其实只是第一步，真正物联网最后的爆发点是让物件变成人们思维的一部分。我预估，到2020年，物联网将达到7.1万亿美元的市场。


——王孝

InnoSpring（创源）硅谷公司CEO





智能互联产品品牌的营销除了从流量上去积累用户，同时还需要很多渠道布局线下体验。其中，供应链是智能硬件营销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供应链风险；而成本影响营销战略，物流影响客户体验，现金流决定团队生死。


——甘涛

丁盯智能门磁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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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尾构建物联网竞争力

刘熹微 | 文　徐明 | 编辑










迈
 克尔·波特教授的五力模型理论是业界广泛运用的战略竞争力分析模型。该模型侧重从中宏观层面分析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基于这一趋势分析行业内企业的可能平均盈利水平。

然而，Serco战略咨询总监鲍勃·塞尔比（Bob Thurlby）等实践者曾指出，五力模型理论对行业的分析是静态的快照式分析，缺乏行业动态变化的因素和基于时间发展的思考，这使其难以适用于市场结构和竞争关系快速变化的市场。

互联网、物联网及被其影响的相关行业市场，正是由技术驱动、市场结构和竞争关系快速变化的市场。例如，移动通讯行业功能手机市场被智能手机市场所颠覆。在这样的市场中，通过夺取对手的份额来分蛋糕并不是企业发展的最主要策略。几乎所有领先的互联网企业都是通过做大某一个细分领域的蛋糕，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这一现象或战略背后，其驱动因素正是前《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的“长尾效应”（Long Tail Effect）理论。我们认为，基于长尾效应来分析物联网挑战，更具独特价值。

长尾本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二维矩阵，纵轴是产品的销售量，横轴是产品的品类，将产品的品类按照销量的高低由横轴的左边至右边进行排布，连接所有产品品类的销量则构成了一条长尾曲线。在传统的经济学语境（稀缺市场）中，处于长尾左边（头部）的产品会获得绝大部分的收入和利润，是所有企业竞争战略的核心；而处于长尾右边（尾部）的大部分产品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效益，会被挤出市场，在企业的竞争战略中，它们是不重要的80%。

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全球数字化产品市场从稀缺市场变成了丰饶市场。以往处于长尾头部的数字化产品更加具备经济效益，而那些处于长尾尾部的数字化产品，在通过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人人都是生产者）、营销成本（高效的搜索与推送、极低的价格和服务化的定价方式）及传播成本（线上、数字化传播）之后，也成为了数字化经济新的增长点。

作为互联网向前演进的最新版本，物联网及基于物联网产生的大量智能互联产品，则进一步将长尾效应从数字化产品延伸到实物产品领域。一些智能互联硬件产品的初创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如GoPro在运动摄影市场上的成功、Nest在家用环境控制器市场的成功。这些传统产业里的初创公司，正试图利用长尾效应，在各自尾端的特定细分市场中准确地把握用户需求，并努力创造出更好的用户体验。



商业模式对比

传统企业在思考自身业务和产品如何向物联网迁移，而新兴挑战者则在思考如何通过物联网快速渗入众多传统产业。在这个互联互通和颠覆共存的年代，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胜出呢？

我们不妨以消费品企业为例，比较传统商业模式与可能出现的智能消费品商业模式的区别。我们从客户细分、价值主张、客户关系、渠道、关键业务活动、关键资源、关键合作伙伴、收入流及成本结构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可以看出，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互联消费品企业和传统的消费品企业，在商业模式的每一个关键领域都存在重大差异。在客户细分上，传统企业更加偏重于根据客户的收入情况和消费行为来细分客户群，而物联网企业更多是根据客户体验的场景和诉求来细分客户群。传统企业重视为客户提供简单的性价比之选，而物联网企业侧重于为客户提供更加完整的客户体验。

传统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偏重交易型的关系，而物联网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双向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内甚至有可能演变为多向生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客户购买的产品实际上是一个使企业不断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的入口。

正如很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一样，未来物联网企业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是产品和内部运作的服务化，并通过这一服务化的过程从长尾尾端开始取得成功。

从企业的价值链来看，传统消费品企业商业模式的价值链设计，侧重于面向大规模用户的大规模产品交付能力，并在这一交付过程中强调成本控制的核心地位。而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互联消费品企业，其价值链运作则侧重于通过整合线上与线下的服务能力，以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其中，软件平台的开发与维护将是价值链运作的核心能力。



构建四大核心竞争力

物联网所带来的产业升级以至颠覆，并不仅限于IT或制造业，能源、交通运输、城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多个行业均面临这一影响。在长尾效应的影响下，未来物联网及相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会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管理和持续提升完整的客户体验，包括场景化的营销、场景化的产品、线上线下打通以及产品服务化。

2、云端运营能力，以支撑线上渠道、双向紧密的客户交互、方便的搜索和推送，以及广泛的在线服务等。

3、应用战略，包括针对长尾细分市场和不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拥有完整体验的应用（如豆瓣应用群），并把应用作为提升用户体验的主要手段，提升应用改善的频率和效果。在应用战略中，更多使用敏捷开发以提高迭代频率并降低开发成本。

4、软件平台，以支撑实现物联网产品更大层面上的互联互通，构建包含多个物联网产品和系统产品体系（System of System），以提供更完整的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

对于置身于变革浪潮的企业而言，应对物联网、构建以上四大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将长尾效应作为企业战略选择的基石，刷新企业对长尾尾端用户的理解和认知，从完整的用户体验出发，建立强大的基于软件的交付和服务能力，并构建基于物联网的线上与线下打通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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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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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熹微是普华永道运营战略咨询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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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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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封面 “聚光灯”


如何校正战略失误


[战略]


红海陷阱

随着市场力量从企业一方向消费者一方转移，以及全球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各行各业几乎都面临着严峻的战略执行问题。然而，对于如何才能发现企业长期成功的关键点，单纯依靠研究竞争力是难以获得的，相反，这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企业创造并获取市场的战略能力。这些新兴市场足以产生出全新需求。当然，目前确实已有企业开始这样运作了，投入巨资创造开发新市场，企业领导人也致力于迎接挑战，但承诺归承诺，很少有企业能破解战略密码。

问题出在哪儿呢？对此，“蓝海战略”理论创始人、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详细访谈了众多参与战略执行的企业高管。两位教授发现，在战略执行的成功与失败案例背后，影响甚至破坏经理人创造并执行市场开发战略的一个共同因素是：领导者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即他们业已形成的、认识商业世界运作的套根深蒂固的假设和理论。两位作者详细分析了其中六大显著假设，将其称之为“红海陷阱”。作者认为，这些因素正是企业及管理者深陷红海难以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

唐·萨尔（Don Sull）、丽贝卡·霍克斯（Rebecca Homkes）、查尔斯·萨尔（Charles Sull）则对组织战略执行的复杂性进行了研究。其阶段性成果也表明，几则关于战略执行的常见认识都是错误的。作者揭穿了五类神话，并提出了更为精准的战略执行方法。




[商业实践]


一流企业如何抵达金字塔底层市场


贫困并不仅仅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标准，美国有超过4500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然而，整体商业世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群体的需求，对他们来说，很多产品和服务仍然是遥不可及。

为此，我们将特别介绍来自法国的商业实践。这一案例由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等学者联合实施。其基本方法是基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普遍运用的社会商业模式（Social Business Model），主要目标是为赤贫人口可持续地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尽管企业必须自负盈亏，但财务利润并非其主要目的。这一模型乍看起来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相当于让一个高端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做超低价折扣供应商，但其实质却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职能、企业家精神等多方面的融合思考。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2.0


对于公司治理来讲，一个固有的、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如何平衡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发展思路差异。但根据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教授古汉·萨博拉曼尼安（Guhan Subramanian）的研究，实现最佳实践的障碍在于，一方面监管体系仍显混杂，另一方面，难有公认指标来确定什么是成功公司治理。作者特此提出“公司治理2.0”概念及一揽子解决方案，希望有助于公司解决当前治理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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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哥伦布学领导力

派屈克·墨菲 德保罗大学管理学教授｜文



后世对哥伦布的领导风格有褒有贬。但是，像1492年发现新大陆这种重大成就，不论在哪个时代都需要非凡的领导才能。这样的领导力值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值得效仿。



让领导力成为“真”科学

Zenger Folkman创始人兼CEO约翰·曾格｜文

领导力课程为何总是失败

战略咨询师彼得·布雷格曼｜文

领导力培养五步法

管理大师马库斯·白金汉｜文

领导力开发三部曲

德勤管理咨询总监刘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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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首席创新官应该做好的七件事

首席创新官有如下七个重要职责：支持最佳实践；开发技能；支持业务部门开发新产品和服务项目；确定新的市场空间；帮助开发创意；支配种子资金；为有前途的项目设计保护方案。



创造价值的核心是“削减浪费”

和其他所有的创新一样，技术创新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你正在创造一个新生事物，另一种则是你在使创造一个好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更加高效。无论是哪种情况，“削减浪费”都是创造价值的核心。



Apple Pay对中国支付格局的影响

目前国内线下支付领域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银联、运营商等推动的NFC支付；二是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公司推出的扫码、声波支付。Apple Pay如果成功引入中国，势必对原有的国内移动支付格局产生影响。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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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明智地对老板说不

约瑟夫·格兰尼（Joseph Grenny）|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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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沙以为有了这份新工作，事情会有好转。6个月前，一个富有而有权势的迪拜人纳吉布雇用了他，让他扭转一家5星级商务酒店日渐衰败的名声和惨淡的前景。哈沙没用多少时间就定位出三个主要问题，他自信能很快改善这家酒店在评价站点的评价等级。首先，他将升级酒店外观；接着，在员工培训方面加大投资；第三，对于这家酒店的绰号“性工作者的天堂”，他会通过加强巡逻和驱散应召女郎等措施来改变。

哈沙的计划起效了。几周之内，他欣慰地看到有评论称这家酒店为“迪拜的净土”。随着酒店名声改善，客房预订数也显著上升。

然而哈沙的满足感在一个周六的晚上烟消云散。晚上他接到老板电话。纳吉布感觉哈沙对顾客的骚扰让酒店失去了生意。纳吉布几乎没让哈沙插嘴就突兀地挂了电话。哈沙惊呆了。挂上电话后，他打算收拾行李走人。他后悔没有为自己申辩，因为明明有证据显示宾馆现在的生意好过以往任何时候。纳吉布成见太深，他只是单纯不想听哈沙说话。

当CEO们苦于没人告诉他们真相时，他们的员工却同时苦恼不敢向老板说自己的想法。结果就是，信息无法向上传达导致了意见分歧和本可以避免的危机。

显然，上级应该做些什么从而听到坦率的意见。但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年来，即使是在最刻板的文化里，也有很多人懂得如何向掌权者说真话。我们研究了这些人采用的策略，发现有很多方式来有效地表达反对意见。下述是4种有效方式。


提前约定心理合约。
 有效率的交流者不会等到反对的关头才表示反对，他们会在风平浪静、上级心情不错的时候分多次与老板商量如何应对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这种心理合约在情绪激动时就成了最有力的参照点。毕竟，一旦老板在一开始允许了这种约定，他/她基本上就不会在意见分歧时发怒。


在讨论内容之前讨论目的。
 老板发怒无非就那么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你的反对对他的目标构成威胁。比起实际内容，老板更容易被潜在目的激怒。如果你与老板有共同目的，你可以更坦率地说出你的意见。如果你做不到，你的老板也许会认为你的不认可是对她的利益缺乏忠诚。


在提出异议前表示你对老板的尊重。
 我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如果你想表示尊重，你就必须弱化你的异议；如果你想做到诚实，就肯定会伤害一些人。但这种二分论是错误的。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让你的老板相信你对她和她的权威是尊重的。当她觉得这种尊重是有保障的，你就可以坦白真诚地阐述你的观点了。


请求并获得许可，确保你可以提出异议。
 请求许可是对上司表示尊重最有力的方式，也能避免无谓地激怒老板。技巧在于如何向老板获得这种允许。这正是哈沙所做的。当他接受这个工作时他就知道纳吉布想要掌握全局，而且不习惯听不同意见。但是哈沙也知道经营宾馆的成功关键就在于能否实施自己的独特管理。所以他与纳吉布的初次会面之时，他就与纳吉布达成了这样的协约：“我知道你我有时会有意见分歧。我需要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是否会允许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有你的保证，我不能充分施展我的才能来完成这份工作。”纳吉布同意了。

挂掉与老板的电话，哈沙花了一些时间试着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显然，纳吉布的一些朋友因为宾馆安保问题在夜间遇到了麻烦，

哈沙给纳吉布打了电话请求开会。在会上，哈沙首先表示他理解纳吉布的立场，然后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设置安保。（在提出异议前表示尊重）他说：“谢谢你给我时间解释。如果你想另请高明我也理解。我惟一的目标只是管理好你的财产。我希望宾馆能够盈利。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在宾馆里过得愉快。（先说明目的）但是，我们的市场调查显示我们设置的安保人员已经改善了宾馆的声誉，也提高了预订人数。这个结果是你一开始雇用我时我们就达成的目的。我认为我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而且我有权利与你用一种互相尊重的方式讨论我的决定以及这些决策带来的后果。（获得反对权）如果不能，我将无法在这儿继续工作。如果你不愿意再考虑，我会辞职。这样你就能找到一个你认为称职的经理。”

纳吉布点了点头，说：“你就是我要的经理。只要你能成功地让宾馆盈利，我乐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东西。”

哈沙领会到纳吉布需要尊重的信号，也乐于那么做。结果就是他保护了自己的尊严，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需求。

另外一种确保异议不被误解的方式就是对比。对比就是简单地使用“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来防止老板错误解读你的目的。比如，一个经理要对老板的决定表示保留意见时，可以这样开始：“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但是我担心会让你觉得我在怀疑你的品行，其实我绝无此意。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不说出来我的观点，会显得我不够真诚。我可以说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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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者让你闭嘴，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反对意见。也许是因为他们将反对理解为不尊重。按照上述策略（提前签订坦率合约，在深入谈话内容之前澄清你的目的，给你老板一个允许你质疑的理由），你会发现你的反对会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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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兰尼曾获四次《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也是企业业绩的主讲人和社会科学家的领军人物。本译文由译言网网友complicatedQ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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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板做朋友？请三思

凯伦·迪伦（Karen Dillon）|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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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年前，我不幸目睹了一段痛苦的分手经历。那并非一对夫妻离婚分道扬镳，而是一段友谊的瓦解，更复杂的是，这段友谊的双方还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他们曾经亲密到老板杰森和他的下属马丁会带上双方家人一起度假。而且因为他们经常一起上下班，我们其他人都认为，正因为马丁和老板有这样的独特的接触机会才坐到了如今的位置。

现在马丁却要徘徊在办公室外的走道上，以期能够在杰森回家时“不经意”地撞见他并且顺道搭他车回家。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段关系分崩离析的真正原因，但是很显然，这对任何一个当事人或是公司来说都不是好事。表面上他们仍维系着勉强的客套，但随着上下级关系在公司组织结构重建下悄然改变之后，马丁最终离开了公司，而杰森看上去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当我回想当时的状况，可以明显看出老板雇员之间的友谊有多复杂。很幸运，我和自己的几任老板关系都不错，尽管它们从未真正跨过友谊这条界线。那么，和一个有权解雇你、有权拒绝给你加薪，或仅仅是让你平时的工作变得很糟糕的人交朋友到底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和老板交朋友当然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尽管我们愿意认为自己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系统工作，但如果你的老板把你当朋友，那么他更有可能放心地把信息告诉你，同意你放假或是允许你灵活安排工作日程。更重要的是，她还可能选择让你接手重要的项目和任务。总之，关照自己更喜欢的人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你和组织里的某些高层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他们或许能提拔你，传播你的美誉，或是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法国EDHEC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穆妮科·法里克说道。

那么你认为什么情况下和老板交友是个好主意，而什么情况下这个做法会太过冒险呢？专家说，答案取决于几个因素。


1. 你们在成为上下级之前就是朋友吗？
 “把老板变成朋友比把朋友变成老板要容易”，本·达特内说。他是一名组织心理学家以及《指责游戏：信用和归咎的潜规则如何决定成败》的作者。如果友谊成形于雇佣关系之前，那么你需要双方偕同努力维持这段关系中各方的角色。对自己的角色有准确的定位是关键。扪心自问：“我和这个人现在是什么关系？”法里克建议，“跟着感觉走，什么是让我舒服的关系而哪些不是。”


2. 你们是自然而然成为朋友的还是你有意为之因为这对你有益处？
 “如果你天生有亲和力，真诚地喜欢对方，并且想建立人脉，那么我认为这是值得培养的，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同事。”达特内说。“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做一些不会对其他同事做的事。那会带来一点钻营的味道，我想这不是你想要的。”一段建立在弄权谋术基础上的关系不会稳固，而且以悲剧结尾的风险更高，尤其当你的老板觉察到你接近她是为了在职业发展上另有所图。


3. 你愿意和你老板就友谊和工作的界限谈一谈，以防两者之间变得模糊吗？
 如果这段关系从朋友同事转变成了老板和下属，那么就如何不使这条线变得模糊来一次直接了当的谈话吧。你可以直白地说：“我是以你的朋友的身份在这里。”或者“作为你的员工，我想告诉你。”这或许显得做作，但确实会有帮助。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在老板和下属的关系中，你所面对的远比其他友情复杂。你可能会向朋友倾吐个人生活中的得意和失意，跟他抱怨哪个同事让你神经紧张，但是你可以做到毫无压力地跟你老板发泄情绪吗？“任何时候当你给老板提供信息时，想一想他既是你的朋友又是你的老板。努力将这段关系保持得越简单越好。”


4. 当你成为老板面前的红人时，你的同级们对你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吗？
 你的同事们可能会对你是否得到老板特殊的待遇而备感警觉，所以你要确保不会为他们所仇视。“密切注意老板是不是将所有好活，容易的任务都派给了你，”达内特说。“听听公司里其他人的反应，看看你和老板私下的关系是否给他人带来了困扰。”如果你们的私交确实招致他人的敌意，那么和你的老板聊一聊。你可以说：“我真的很感谢你给我指派一些相对较易的工作，但是我担心这样会让同事们误会你对我有所偏爱。”努力工作成为一个给力的队员，而非靠你和老板的关系。我聊过的人中有一个回忆说事实上给朋友打工让他在工作中比原先做得更好了。“我们都得花很多精力确保处理工作时是公开且坦诚的。”他回忆道，“我必须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才不至于让别人觉得她是在雇佣她的朋友。”

也有可能你的老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可能会给你一些不讨好的活儿以防止他被指责任人唯亲。达特内指出：“你同样需要从这一角度来密切注意你老板的决策。而且不要担心和你的老板起争执，如果事情真的如此的话。”你可以对你老板说：“我理解你想避免给人造成‘任人唯亲’的印象，但现在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5. 你的年龄多大？
 问一个80后90后的员工她对和老板建立友谊怎么看，她或许会给你一个困惑的表情。因为年轻一代倾向于与父母做朋友，代沟对他们而言并非像前几代人那样明显，塔米·埃里克森说。她是处理代沟的专家并且也是《60、70后：下一步该如何呢？》的作者。“移动技术的崛起使得传统的权威在他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转移，”她说，“老师（和父母）曾经比孩子们知道的更多。但是现在，了解事实的途径是平等的。年长的人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或者教练的角色而非权威答案的来源。这同样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即使真的存在那么一条界限，我们该如何界定它呢？总而言之，和老板拥有一段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互相信任的关系总归是一件好事，埃里克森说，而且每个人都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否该跨过这条线向一段真挚的友谊发展尚未有定论。像埃里克森说的，说到底这都是个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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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迪伦是前《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也是克里斯坦森的畅销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的合著者。本译文由译言网网友苏菲婆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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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领导者前，

先像领导者那样行动

艾米·加洛（Amy Gallo）|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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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你想要成为真正的领导，不要只期待好的头衔和角落的办公室。在晋升之前很长时间，你就要像个领导一样行动、思考和交流。即使你的资质还差很多并且听别人发号施令，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证明你的潜力并且为你想要的职务铺路。

《办公室之主》合著作家缪丽尔·威尔金斯说：“不管你处在职业生涯的什么阶段或者离领导岗位还有多少年的距离，开始准备这场转变也绝不显愚蠢。”迈克尔·沃特金斯也同意这个观点。计划不单帮助你获得所需的技能和领导气概，并且因为别人已经认可你是领导而增加了你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关键是，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任职多久，现在就抓住机会。《办公室之主》合著作家埃米·苏认为：无论你的岗位是什么，你都可以证明自己的领导力。这里有几个奠定基础的方法：



着眼手头的工作并且处理好

无论你的目标多野心勃勃，不要让它成为你当下扮演角色的绊脚石。更多地着眼于当下而不是未来的工作。埃米·苏认为：“你还是要汇报你每天工作的完成情况。”缪丽尔·威尔金斯也补充道：“你要确保你做的事情不被你的同僚、直接汇报对象或者那些在你之上的领导质疑。”这是向前进发的第一步。



助你的老板成功

“急老板之所急”，迈克尔·沃特金斯认为：“让她知道你愿意接手重要项目。”而缪丽尔·威尔金斯也建议：“当老板就新的事情寻求你的帮助时，回答好比不好要来得好。找出领导加班的原因并且提议解决的办法。”



抓住每个领导机会，哪怕很小

确保你和老板相处的关系建立在“让我做吧”这种态度之上。对新的事情采取主动性，特别是那些明显不在你职责范围内的。缪丽尔·威尔金斯认为：“这会让别人感觉到你担任更高职位是什么样的。这些事情不一定需要高强度、长周期的项目。可以像推进一次会议、助推招聘项目或者介入调节争论的同事纠纷。其实，在工作之外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地非盈利组织或者参加志愿活动，这些工作可以激发你的领导潜力。”



寻找“空白处”

另外一个证明你潜力的方法就是着手“空白处”项目——通常是一些别人不愿意处理或者根本不知道存在的问题。缪丽尔·威尔金斯认为每个组织都会有被忽略的需求、或者是故意视而不见。例如：你意识到客户的一个潜在需求，而你的公司产品线暂时没有遇到，于是你提出了新建议。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分析：一个特定的变化可以帮公司省多少钱。当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做而你做了，你就脱颖而出。



不要操之过急

雄心壮志和野心勃勃之间只有一线之差。威尔金斯认为：在没有职权之前不要狐假虎威。“管事的领导”以完成团队任务为先而不是自己的工作。埃米·苏认为要秉持“谦逊的自信”，在确保下一步抵达高度的同时在现岗位上保持谦虚。



分享壮志时多加小心

如果你和你的领导关系可信稳固，那么与你的经理分享你的壮志是恰当的，但也要将它的框架定在如何为公司谋得最好利益上。埃米·苏建议你可以列举过去一年完成的任务，然后询问：“您觉得我哪些方面可以作出更多贡献？”威尔金斯提醒这些谈话的重心不要始终落在自己身上，而是和老板展开双向对话。如果你的老板是那种对你的期望感到威胁感的人，就需要保持低调用事实证明。



找到角色模式

观察那些你向往岗位人们所做所为——怎么做、怎么说和怎么穿。威尔金斯说：“找出你下个等级的人；与你相似的人并且想办法和他们共事。”成为先锋部队委员会的志愿者或者向宠物项目伸出援助之手。模仿那些忠于自己又可以借鉴的，因为你不想假装。研究那些在自己岗位止步不前的例子，了解什么不要做——他们不是谈判专家？他们不尊重权威？还是没能处理好部门间的关系？



建立人际关系

有这样一句俗语：“在这个年代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在考虑你是否应该晋升的时候，你的老板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思索你的潜力。她会借鉴组织当中其他人对你能力的评估，这意味着你需要那些能看见你做了什么的的支持者。缪丽尔·威尔金斯认为：“当你从公司大堂巧遇公司高层领导的时候准备好回答‘你在忙些什么？’的问题。不要轻视任何一个非正式的谈话。”将每个情况都视为证明你带给组织的价值和考验你的业务知识的契机。



需要记住的准则


可以做：


抓住每次在公司内外证明你领导力的机会

支持你老板实现她的目标

找到公司里你期待岗位的工作人员并且学习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不要做：


专注大梦想而忘记眼前的工作

狐假虎威，用影响力证明你的领导力

大胆谈论自己的壮志——“多做少说”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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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加洛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本译文由译言网网友IG_We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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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体验型经济如何激发需求

BOOSTING DEMANDI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万艳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媒体投放费用增加70万美元，结果水族馆的实际收入比预期多了800万美元。这几乎是投资额的12倍，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20
 05年，佐治亚水族馆对外开放。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水族馆，它在800多万加仑水中养育了来自全球60个栖息地的12万种动物。开业头一年，这里吸引的游客逾350万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营销，”负责销售和营销的高级副总裁凯里·朗特里说，“就算你关上门，还是会有人从窗户爬进来。”需求如此庞大，以至于水族馆仅接受提前预定，而预约期则一路排到了半年后。

不过，几年后，一切全变了。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到2008年，情况渐趋平稳，年参观人数维持在200万左右。水族馆的收入也随之锐减。人们依旧喜爱这家水族馆，尽管访问人数在减少，它仍然是全美游览率最高的景点之一。然而，诸如水族馆、博物馆、主题公园之类的体验式项目集体面临着同一个挑战：在历经最初的繁华之后，随着新奇性的丧失，它们均难逃游客人数下滑的窘境。即便引入新的展品、表演等活动，初次游览的访客人数仍在放缓，回头客也越来越少。佐治亚水族馆对全美其他水族馆做了一项调研，确信这是该行业集体面临的难题。于是，朗特里意识到，仅仅增加更多景点不足以解决这样的困局。

当佐治亚水族馆努力改变这一困局时，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克想到了一个主意。贝克是佐治亚州立大学校长，也是位训练有素的统计学家。他建议引入佐治亚州立大学的V·库玛，此人是营销学和提升顾客参与度方面的专家。库玛与水族馆的管理者们会面，与他们一起推出了一项计划，希望借此增加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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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探讨潜在战略时，明确了几个限制。新营销方案必须设法增加收入，但不能通过提高票价来获得，因为佐治亚水族馆的门票已经是美国最贵的水族馆门票之一。其次，新营销手段必须要增加客流量，但不能以降低访客的满意度来换取，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因为这很可能会产生反作用，不断增加的人流会降低单个顾客的游览满意度。此外，这种新手段不能开销过大，因为水族馆的收入平平，手头拮据。

在库玛看来，制定水族馆的解决方案所涉及的流程，类似于其他需要步行浏览的项目。“问题并不仅仅是‘你要如何增加更多顾客’，而应该是‘你要如何吸引到真正的顾客，让他们一再来这里’。”他解释说，第一步需要明确，谁可能成为你们未来最有价值的顾客。一旦你明确了这类人群，就能设计并实施一套媒体投放方案，帮你争取到他们。

库玛的团队包括他在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同事阿玛勒施·沙马和纳文·多恩苏。他们开始设法根据水族馆游客登记的地址，找出集中出现的邮政编码的头50个，以及那些为水族馆带来最高净收入的季票持有者的头50个邮政编码。他们将两组数据进行重合比对，发现了40个共同的邮政编码，并找到了这些人的共性：大都是已婚人士，有至少两个孩子在14岁以下，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喜爱户外娱乐活动。库玛的团队随后又明确了39个邮编，这些邮编所在地区，符合上述特征的居民人数最多。这些区域分布着一些新建住宅，汇集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被证明是水族馆未来的核心顾客，其潜力会远远超出水族馆预期。

库玛团队接下来的任务是，创建一个方案来追踪这些潜在消费者。他们开发一个媒体优选模型，分析每种媒体触达现有和潜在消费者的已知和预估效果。此模型包含媒体表现的既有数据、美国GDP之类的宏观经济因素、票价、游客满意度、当地景点的竞争性，评估出每种因素对参观率和收入的影响。

总的来说，分析显示，像其他很多类似景点一样，佐治亚水族馆严重依赖大众媒体。它提出，水族馆应适度增加总体投放开支；更精准地投放电台、电视、杂志和户外广告；略微降低线上广告的投入，这3种做法会为水族馆带来巨大回报。总之，新计划呼吁增加媒体投放开销，费用应从2011年和2012年的年均200万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70万美元。这或许违背了“不要多花钱”的限令，但董事会对此方案信心十足，通过了该预算。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中分配这笔费用。很多建议截然不同于水族馆的现行做法。比如，库玛的团队建议水族馆撤掉高速路上的广告牌，因为会关注广告的只是那些偶然路过此地的人；然后将它们放置在新确定的潜在客户路经的、车流量相对较小的路段。他们还建议将电视广告从无线电视台，转到广受核心客户喜爱的有线电视节目上，同时将平面广告聚焦于订阅用户是水族馆核心消费者的杂志上。这项计划还考虑到游客的季节性波动，设计了月度预算分配和相应的媒体投放方案，比如，在每年的特定时段增加广告投放，以鼓励游客提前做好游览计划。最后，为了平稳增加游客数量，该方案呼吁在非高峰时段推出打折票。

新方案于2013年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果。游客数量攀升10%，收入上涨12%，首次购买季票的人数上涨12%，实际续订季票的人数比2012年的预期值上涨10%。根据原始数据，该方案促使水族馆将媒体投放金额增加了70万美元，水族馆也因此获得丰厚回报，实际收入比预期多了800万美元，几乎是投资额的12倍。

佐治亚水族馆设想出一系列策略，来确保在增加游客的同时，不破坏他们的观赏体验。比如，在水族馆外围，他们增加了杂耍者、小丑以及一名DJ，来娱乐大众，让排队的人不会感到枯燥。在水族馆内，他们会安排游行和唱歌表演以及其他一些活动，来鼓励游客在中庭位置多做停留，以减少排队观赏的人群。“尽管参观人数增多，但我们过去一年的游客满意度提升了3%。”朗特里称。此外，参观的感知价值、回访率、咖啡店和纪念品商店的收入都有所增加。

佐治亚水族馆所采用的方式，即利用数据分析和营销模型来明确和获得有价值的潜在客户的做法，适用于任何一个以消费者为目标客户的行业。的确，这一原理对许多大型零售商而言，可能称不上什么创新。不过，水族馆的做法表明，这套工具适用于那些着重打造新产品，却忽视以数据驱动营销的重要性的体验型企业。库玛表示：“利用恰当的营销学手段，即便是那些有冲突的项目，比如同时提高游客数量和满意度之类的，都能有效地得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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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生活里的推荐胜过在线好友

[image: ]


MBO Partners公司对美国1790万“独立工作者”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即使生活在领英时代，75%的独立工作者称，口碑或现实中的人际网络是工作的最主要来源。只有2%的受访者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委托。

MBO PARTNERS公司《2014年美国独立工作者状况报告》（2014 STATE OF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RE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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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这些做法在我们行业非常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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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销售和营销的高级副总裁凯里·朗特里向《哈佛商业评论》讲述了佐治亚水族馆近期的营销新战略。以下为编辑后的摘录：




营销学手段普遍适用于营利型企业。你们有哪些新做法？
 讲求体验的行业一直不太明白营销的重要性，只是一味地强调产品本身。眼见一家本地博物馆花费数百万美元筹备展览，却不对其进行任何市场推广，这着实让人懊恼。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来参展。我们使用的营销手段在我们行业非常前沿。




有什么经验可以提供给其他体验型机构吗？
 每家企业都能确认，谁是最宝贵的客户，他们住在哪里，如何购买，使用何种媒体渠道。其中存在大量现成的数据和营销模式。




为此你们聘请了哪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实施这一方案？
 我们请来了一名数据分析师，让他来监测趋势，解答我们的问题，提交月度报告，并帮我们更有效地审视数据。




你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推进方案相对简单明了。我们是非常小的组织，每个人从一开始就很支持这个项目。我们并没有耗资数百万美元启动新项目，而是重新配置现有资金，并少量增投一些资金。可能最难的是决定投放哪家媒体。人们的媒体偏好变化很快，你需要快速跟上变化。




哪些结果是出乎你们意料的？
 我们发现1%或2%的季票持有者是我们真正的大客户，他们在季票、食物和礼物上的花销多达3000美元。我们意识到，他们是潜在的慷慨人士，因此我们将他们的信息交给业务拓展团队。这是我们原本没有料到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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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团建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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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最新的系列实验，那些共同经历过痛苦（比如手放到冰水中的疼痛感）的群体，要比其他群体的情感联系更紧密，也更善于协作。研究者称，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很多文化中，火烧和割礼是重要的社会仪式。

《用痛苦作社会粘合剂》（PAIN AS SOCIAL GLUE
 ），作者是布洛克·巴斯坦、约兰达·耶滕、劳拉·弗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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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不要轻易采用打折策略








对
 大多数B2B企业来说，打折促销是个恶性循环。客户威胁选择你的竞争对手，除非你给出折扣价。于是，销售商削减价格，希望下次能立场坚定些，但此例一开，下一次的谈判只会难上加难。

为了更好地理解打折原理，专注于提升谈判技巧和维护客户关系技巧的Vantage Partners咨询公司，对财富500强企业中11个行业的83位高级销售领导者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打折能快速拉低所有客户的平均价格。因此，尽管在短期来看，企业有充分理由调整价格，但它需要认真思考打折带来的长期后果。



贵公司打折的频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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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贵公司打折时……

打折幅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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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价格多快成为“新常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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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你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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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称，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一份关于药物效果的书面说明加上一个简单的图表，相信书面说明真实性的实验参与者增加近50%，因为图表令信息显得更具科学性。

《盲信科学》（BLINDED WITH SCIENCE
 ），阿纳·塔尔和布莱恩·文森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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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政府资助助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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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使在最好的形势下，创业也充满着风险。多数初创企业都以失败告终，一想到要放弃一份稳定收入，就足以让很多试图创业的人望而却步。

那么，政府资助的保险和补贴能促使更多人开始创业吗？根据哈佛商学院的加雷斯·奥兹（Gareth Olds）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通过分析“1997年美国联邦儿童医保计划”（该计划向那些不具备医疗补助计划资格，但家庭收入低于特定标准（通常是联邦政府制定的贫困线额度的2倍）的家庭，提供政府资助的儿童医保） 实施前后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奥兹比较了那些符合资格的父母和实际得到资助的父母这两类人的创业情况。结果发现，创业率从不足15%，上升至18%以上，增幅超过20%。注册企业数量能更好地反映可持续的和以增长为目的的创业活动，该数字增长更大，从4.3%上升至5.7%，增幅超过30%。

奥兹还发现，在那些会立即向移民儿童发放医保、而不是根据联邦指导原则实施5年观察期的州，移民父母中的自我雇用者比例上升20%，企业所有者的比例上升28%。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奥兹考察了2005年前后联邦政府食品券适用人群激增后的影响，发现符合资格的人群中，20%的家庭因为规则的改变而更倾向于创业。

一切似乎有违常理，尤其是政客总强调，社保计划会降低个体主动性，损害经济发展。然而，奥兹并非惟一一位认为政府补贴会推动创业的研究者。RAND公司也曾发表报告称，65岁美国男性的创业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是什么让这些人在65岁而不是64岁是选择创业呢？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够资格申请公费医疗。

奥兹的研究最终统计出有多少创业者受益于政府补贴。“12%做生意的家庭加入了政府项目。”奥兹写道。他指出，这一数字并不包含那些享受社保、联邦医保和退伍养老金的人群，“单纯以收入判断，似乎享受公费医保的创业者不多；但实际人数多得多”。在创业步伐正在放缓的今天，美国的创业者应该好好利用所有可借助的力量。





研究详情：

《创业与政府医保》（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加雷斯·奥兹著；《食品券创业者》（Food Stamp Entrepreneurs
 ），加雷斯·奥兹著；《以雇用为前提的医保会阻碍创业和新商业开发吗？》（Does Employer-Based Health Insurance Discourage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Business Creation?
 ），罗伯特·费尔利、卡尼卡·卡普尔和苏珊·盖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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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再版F1501A。以上有些文章以不同形式刊登于HBR.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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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档重提

“从薪酬的角度看，过去10年中，美国高管的价值，无论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出现下滑……高管薪酬大缩水显然降低了管理职位的吸引力……并且，假以时日，这种趋势会让高管职位越来越难以吸引到高端人才。”

《美国高管的“贬值”》（THE "D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EXECUTIVE
 ），戴维·克劳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1976年5-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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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比人聪明？

RATS CAN BE SMARTER THAN PEOPLE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采访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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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大脑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在需要信息集成的任务中，老鼠能更快地应用所学。

[image: ]


研究：
 本·维尔马克（Ben Vermaercke）与其在荷兰鲁汶大学的同事将两项认知学习任务指派给老鼠和学生。在这两项任务中，实验对象接受训练，区分“好、坏”两种图案，然后就所学技能进行考试。在第一项任务中，图案只是在方向或间距其中之一有区别，人和鼠的表现相同；在第二项任务中，图案在方向和间距上都有区别，鼠比人的表现更为优秀。




挑战：
 老鼠真比我们认为的要聪明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认知能力真的比人强吗？维尔马克，捍卫你的研究吧！







维尔马克：
 这里的关键词是“某些情况下”。在第二项任务中，老鼠的确比人表现得好。进行第一项任务时，老鼠需要更多练习，才能够在图案中辨别出“好与坏”。但在第二项任务中，它们能更快地应用所学。除了老鼠通过游泳进行选择，而学生用计算机之外，我们尽量保证实验中其他所有条件相同。




HBR：如何解释老鼠表现得比人更好？
 第一个任务强调学习规则，第二个任务则侧重信息整合。上述两种都包括在人类的学习方式中。人类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如何得知一种浆果好不好吃？经验告诉你，小而红的浆果好吃，因此可以选择性忽略其他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浆果。所以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于寻找规则。在学校里、工作中和父母身上，我们学到各种规则，通过应用这些规则作出明智决定。但在其他更为复杂的情况下，简单的规则便不奏效了，这时就需要信息集成的介入。以放射线学者判断X光片为例。如果你问他应用哪些规则来决定癌变病灶的位置，他可能很难说清楚。但凭借其在医学院学到的病例和自己的过往经验，他能靠直觉鉴别出癌变病灶。

另一个我想到的例子是，一位面试应聘者的经理。关于判断谁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并没有一定之规，你必须考虑很多因素，然后根据工作中待人接物的经验，靠判断或直觉选人。遗憾的是，很多证据都表明，人类在集成信息上更有困难，因为即使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寻找规则。




但老鼠不存在这一问题？
 是的，更复杂的大脑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我们的理论是，实验鼠没有考虑具体数据点，也没有试图寻求及应用规则，而是采用了我们称为“按照相同内容进行分类”的策略：这个图案看起来是否与训练中所看到的“好”图案相似。




老鼠的辨别力真有那么强吗？
 从博士论文开始，我就研究这一课题：老鼠究竟能完成多么复杂的任务，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复杂的任务。人们以前认为老鼠几乎没有视力。现在我们知道，它们的视力很不错。我们的研究显示，老鼠能区别画面中有其同类和没有其同类的电影。大卫·考克斯（David Cox）与其在哈佛的同事发现，老鼠能识别大小变化和方向颠倒的三维物体。其他研究结果也显示，研究复杂视觉过程时，老鼠是理想的实验动物。




研究老鼠能做些什么意义何在？
 研究显示，即使老鼠的大脑比人类大脑体积小、也没有那么复杂，但鼠脑和人脑的结构和功能相似度很高，都是由大量联系紧密、能互相交流的神经元组成。对于这种交流背后的主要规律，我们还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先从较简单的哺乳动物神经系统开始入手。就像你不可能从阅读莎翁著作开始学英语，我们从鼠脑开始，同时还能研究那些不能在人脑上进行操作的实验内容。作为哈佛研究学者，我目前的工作内容就包括将活鼠的一小块头盖骨取下，替换为盖玻片。这就相当于为鼠脑打开一扇窗，能在老鼠学习任务时，观察其神经回路的变化，实验可以在数十只老鼠身上反复进行。




善待动物组织（PETA）对该实验有何看法？
 我们一贯遵循科研机构人道对待实验动物的准则。证明老鼠是具有智慧的动物，利用其进行实验的好处之一就是，不需要用猴子进行这类实验。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研究中都可以用老鼠来替代灵长类，但至少在部分实验中，老鼠是可行的。因为可供训练之用的老鼠数量很多，减小了道德和经济上的制约。




还有哪些动物可以用于大脑研究？
 神经科学中使用的实验动物种类不少，每一种都独具优势。比如，斑马鱼的幼鱼完全透明，便于科学家观察发育中的脑细胞图像，解决哪些细胞分子在哪些阶段起重要作用的疑问，这一问题和人类胚胎发育有关。再比如，雄青鸟在发情期会发出一种特定鸣唱，科学家研究了与该鸣唱相关的神经活动，以便更好了解运动模式在不同行为中的发展和逐步优化。通过该研究，能了解幼儿如何在尝试和犯错中学习走路、吃饭和说话。




回到你的实验，“人输给鼠”在你的预料中吗？
 出人意料，最早的研究只针对老鼠，我们仅仅想知道它们如何处理这两类学习任务。但当我们发现实验结果与类似的人类实验不匹配时，便决定在研究中加入人类实验对象，进行直接比对。结果确实使我们大吃一惊。




人类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开总是寻求规则的误区，更好地进行信息集成呢？人如何才能胜鼠？
 具体的一个策略是，让基于规律学习体系的大脑从事另一项任务，为信息集成学习体系发挥作用留出余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文森特·菲洛提奥（Vincent Filoteo）进行的实验与我们的很类似，但因为在训练和测试间歇时，人们执行了一些记忆类任务，需要基于规律的体系起作用，最后的测试结果要好得多。尽管我们对这两个体系已关注了15年左右，但这方面仍有研究空间。如何将其研究应用于改善学校和组织的教育学习，情况依旧复杂依旧，答案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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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业信贷起源

The Birth of Modern commercial credit

腾跃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企业与客户的空间位置越近，信用就会成为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毕竟，商人可以了解每个客户的情况，并依据所掌握的大量信息做判断。但随着美国不断西扩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空间距离的拉大，信用风险逐渐提高。1837年爆发的经济大恐慌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后持续6年的经济萧条以及很多企业的倒闭，驱使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于1841年在纽约创建了第一个信用评级机构。这个商业机构为企业偿还债务能力进行评级，并在一系列指南上发布评级结果。该机构不久便被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收购，他随后与竞争对手约翰·布拉德斯特里特（John Bradstreet）联合。

就像其他希望在美国努力开拓业务的企业一样，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和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在一些领域都是先驱者。他们认识到现代商业需要一个全新基础，所以赋予信用报告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他们搜集、寻找、集中管理和储存数据的方式也预示着未来信息时代的到来。



追踪发展动向的新方式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该商业机构（后来的邓白氏公司）就委派记者实地考察并收集企业信誉信息。这些数据被分类记录在册，然后精简、最终以“参考书”形式出版。只有订阅信用服务的客户才能得到深度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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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概况


最早的信用报告不仅评判公司成员的个人信誉，还要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包括融资渠道、付款方式和债务情况。







个人信息


“克拉克以前是个仓库管理员并且十分具有商业才能。洛克菲勒不算是个商人，但拥有大量资金，据说这些钱都是他从有钱老爸那得到的。他们都是正直的人，被认为能够对每笔交易负责。”——M.B.克拉克（M.B. Clark）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条目，期货经纪商，1863年。







经营状况


“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他们每10天或每30天清账一次，从不会有大量未结款项。公司只做现金交易且资金周转顺畅。他们银行信用纪录良好，从不借钱。”——R.H. Macy & Co.条目，1879年





扩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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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邓白氏公司为1939年纽约世博会委托他人制作了青铜浮雕牌匾，该牌匾将信用描述为商业社会的支柱。







对商业信用的赞美


这个牌匾引用了美国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834年发表的演讲：“商业信用是现代商业体系最重要的要素，这比全世界所有矿产更能让国家富裕千倍。”







对未来的信念


信用评级机构让银行承保西部拓荒者和东部技工的工作变得更容易，这些人奠定了美国经济基础。







关于更多有关个人信用的历史，请登陆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网址：http://www.library.hbs.edu/hc/credit/


来源：R.H. MACY：邓白氏信用报告卷宗，纽约，第215卷700页A/32，贝克图书馆；克拉克和洛克菲勒：邓白氏信用报告卷宗，俄亥俄州，第41卷169页，贝克图书馆；佛里兹：信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1939年，格奥尔格·洛伯（Georg Lober），贝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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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制定一致的CSR战略。通常活动可以划分为三条，企业必须修整每条战线中的已有项目，将其与企业目标和价值协调一致；制定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方法；跨战线协调项目；创造跨领域管理团队引领CSR战略。

这其实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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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许多企业的CSR项目分散混乱，其管理者背景各异，CEO没有积极参与其中。这些企业无法对它们所在的社会和环境系统最大化地施加积极影响。




解决方案


企业必须制定一致的CSR战略。通常活动可以划分为三条战线。第一战线聚焦于慈善；第二战线着力提升运营效率；第三战线变革商业模式，创造共享价值。




步骤


企业必须修整每条战线中的已有项目，将其与企业目标和价值协调一致；制定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方法；跨战线协调项目；创造跨领域管理团队引领CSR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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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以来，大多数企业都在宽泛分散的目标下践行着某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为它们赖以生存并施以影响的社会和团体谋取福利。然而，企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把企业社会责任（下文简称CSR）塑造成企业的一项业务类别，要求每一项举措都要有经营业绩。这对CSR的要求过高，反而会让CSR无法聚焦于必不可少的首要目标——把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活动与商业目标和价值协调起来。如果CSR活动既可以降低风险、提高声誉，又可以提升业绩，那当然再好不过。

但对多数CSR项目而言，提升业绩应该被视为附加收益，而不是开展CSR活动的动因。本文解释了为何企业必须重新聚焦于CSR活动的基础目标，并将连贯性和规范性融入CSR战略。

为了弄清楚企业如何设计并执行CSR，在过去10年间，我们对大量直接或间接负责企业CSR战略的经理、主管、CEO进行了深度访谈，就CSR话题写了10余个案例研究。近期我们又对过去4年间参加了哈佛商学院CSR高管教育项目的142位管理者进行了调查（详见后文《关于本文的研究》

 ）。这两项研究的发现相当一致。

同时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即“共享价值”的理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然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这其实并非常态。相反，大多数企业践行的是多层次的CSR，从纯粹的慈善活动，到环保，再到创造共享价值均有涉及。拥有良好管理的企业貌似对把CSR整合到战略和目标中的做法兴趣不大，更多的是致力于依据企业的目标和价值创建一个强大的CSR体系。

尽管许多企业已经拥有广阔的CSR愿景，但却受制于协调不力，项目缺乏内在逻辑的羁绊。大量调研都宣称CEO们对CSR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但我们却发现无论是CSR项目的发起还是运作，各个内部管理者的合作很不协调，CEO通常也并没有积极参与。

为最大限度提升CSR对企业所在社会与环境体系的积极影响，企业必须制定出统一连贯的CSR战略，这应成为所有CEO和董事会必不可少的工作。调整CSR项目必须从对现有CSR举措的清点和审计入手。我们与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一起研究工作，结果显示：CSR活动通常被分为3条战线。在这3战线上部署相应的CSR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战线：聚焦慈善。企业设计这条战线上项目的初衷并非产生利润或直接提升业绩。比如给公民组织捐款捐物、参与社会活动、支持员工开展志愿活动就属于此类。

第二战线：改善运营效率。这一战线中的项目在现有商业模式基础上进行，采用能够帮助企业跨价值链运营的方式，通常能够提升效率和效果。因此它们可能（但并不总是）提高收入、降低成本，或是二者兼备。比如减少资源消耗、浪费，或是减少排放，这样做可能会降低成本；再比如花钱改善员工工作条件，医疗或教育水平，这样做可能会提高生产力、留住人才，提升企业声誉。

第三战线：变革商业模式。这条战线上的项目专门针对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对该战线中项目的要求，也就是提升业绩，也被设置成达到某种社会或环境目标。印度联合利华的项目Shakti（意为“赋权”）就是很好的例子。该项目没有采用常见的“批发-零售”的分销模式来触及偏远地区，而是招聘农村妇女，帮她们获得小微金融贷款，挨家挨户上门教她们如何销售肥皂、洗涤剂等产品。如今已有超过6.5万名女创业者参与，这一方面增加了农村地区触及卫生用品的渠道、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另一方面，她们的家庭收入平均增加了近一倍。这些社会成果的实现离不开商业目标达成——2012年，Shakti项目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该项目的成功促使联合利华在全球其他地区开展类似项目。

Shakti项目表明，第三战线项目无需面面俱到。它们大多是很细微的举措，聚焦于某一细分市场或是只考虑某条产品线。但在扭转企业的社会或环境影响以及财务表现方面，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力。第三战线的项目几乎总是追求新业务模式而非增量式的延展。

虽然每个CSR活动都可以被划进一个单独的战线，但战线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一条战线中的项目可以影响、支持、甚至迁移至其他战线。比如，第一战线的举措或许能提升企业声誉、不断增加销量。因此，它虽然并非为提升商业产出而设计，最终却可能实现商业产出，进入第二战线。印度塔塔集团（Tata）、墨西哥宾堡集团（Grupo Bimbo），以及美国的塔吉特百货（Target）等企业能够建立起良好品牌声誉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慈善与社会活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战线的活动同样也可能会生成新商业模式，从而进入第三战线。以宜家为例，宜家的“人与地球”计划（People & Planet Initiative）要求整个供应链到2020年时实现百分百可持续，以及销售翻倍。激进的目标推动发展新商业模式：宜家试图让用过的产品实现循环利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未来大幅改变家具设计方式，甚至设计出回收利用二手家具的新模式。



协调一致的实践平台

一旦管理者盘点完企业的CSR活动，就可以着手严格规范和统一所有活动。依据参与哈佛商学院CSR高管教育项目学员的经验，以及研究和企业咨询经验，我们开发出一套4步流程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些步骤往往是交互和迭代的，不需要按次序进行，但缺一不可。试图协调已有CSR行动的企业应当从第一步开始，重点是理顺各条战线的项目；而首次建立自己CSR行动组合的企业，则应从第四步开始，该步骤聚焦于制定跨领域交叉战略。



1 修整协调战线内项目

不同战线之间的CSR项目通常缺乏协调。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即使在一条战线内部，缺乏协调的问题也很普遍。许多企业的第一步是让各个战线中已有的项目具备一致性。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减少或撤销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这类问题应当是符合企业目标、形象与价值的重要社会或环境问题。比如，对快餐企业运营者而言，比起员工献血项目，更好的选择是从供应链合作伙伴那里回收多余食物送到当地的救济食品分发处。

再比如，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型银行PNC整合了众多第一战线的慈善和社区服务项目，跨越多个事业部，有共同的目标。PNC的伟大成长计划（Grow Up Great）从2010到2015年间募集到1亿美元资金，为所在地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入学准备资源。该计划出现前，PNC各个市场中都有自己的CSR预算，按照区域管理者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由此带来许多出于善意但却方向混乱的举措。大约30%的合计资金投向艺术，25%投向体育，20%则投向公民活动，5%投向教育，3%投给了医疗。于是CEO吉姆·罗尔（Jim Rohr）借助伟大成长计划把PNC协调统一。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他本人长期投身于早期儿童教育；许多员工因为所在地的缘故热情参与；项目符合银行“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形象。PNC修整不相关的CSR项目，逐渐取消与早期教育无关的行动，鼓励区域管理者把弹性预算投入到早期教育方向。在这些行动基础上，PNC建立起了资金充裕、更符合员工意愿、给银行所在区域的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项目。

宾堡集团是一家墨西哥的家族企业，在协调第二条战线方面，它是很好的经验。宾堡是墨西哥最大的烘焙企业，拥有近10万员工，经销网络零售商数量也将近10万。宾堡围绕社会福利设置了全面的CSR项目：提供免费教育服务帮助员工读完高中，在医疗保险之外，为员工家属提供更多医药和财务帮助，还建立了强大的小微金融项目帮助小型夫妻店解决运作资金短缺问题，付款帮助他们进行资本增值。这些属于第二战线的项目意图明确，就是为了增进效率和效果，而事实上，这也确实提升了员工表现，留住人才，强化了宾堡的分销链条。

让项目协调一致，并不意味着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有时这种做法也的确有好处。协调过程中留下的活动既要符合企业商业目标，还要具有企业所关心的有价值社会目标。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活动迟早要被取消。



2 制定指标衡量业绩

各条战线中项目的目标千差万别，对于其成功与否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比如，第一战线的项目不是用来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的，而这是第三条战线中的项目的目标，那么收入和成本这两个标准便与前者不相关，于后者则至关重要。

评价第一战线项目是否成功，需要衡量非财务成果。在伟大成长项目中，PNC会记录员工给孩子念书做志愿服务的时间，以及孩子的进步程度，衡量指标还包括项目为研发教学材料拨付的资金、收到教材的孩子人数，以及学校成绩提升的效果。与非营利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可以帮助企业准确评估第一战线项目的社会效果。

由于第二战线项目会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衡量这一类项目业绩需要更熟悉、具体的方法。比如减少能耗和废物排放的举措对收入和成本有何影响，或是对水质的影响。这类衡量指标通常会被收录进企业年度可持续报告中。UPS赞助了一个独立审计公司，评估其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方面的进展，同时汇报降低了多少成本、节省了多少资源。UPS最新的可持续报告包括了该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配送队伍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加仑油耗配送的包裹数量，以及使用新能源的送货车行驶里程。报告显示，企业减排不仅有益于环境，还会因为减少燃料用量而获得更多利润。

然而，第二战线中，并非所有财务收益都能在投资之后很快获得。所以企业在这个领域寻求商业收益需要一个持续的系统来追踪记录净现值。如果收益与预期不匹配，可能就会需要补救措施。无论这些因素影响商业业绩的具体方式如何，企业必须衡量并报告CSR举措的社会和环境收益。这让企业能够判断其投资是否产生了自己想要的社会性收益——虽然第二战线的投资有时考虑的其实是未来监管要求或市场需求变化，通常被简单视为维系业务必须付出的成本。

由于大多涉及新商业模式，第三战线举措的衡量面临特殊挑战。以吉安灌溉公司（Jain Irrigation）为例，这是一家全球滴灌设备供应商，总部位于印度。考虑到印度小生产规模、低收入的农民利益，吉安灌溉专门设计了共享价值的商业模式。滴灌技术不只可以为缺水地区节约用水量，也符合精准灌溉的新潮流，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该公司给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助其购买设备，提供技术指导帮他们提高产量，并保证以一定价格收购农产品。

在这条战线中，创造社会价值不可或缺，因此，企业必须制定指标来衡量新商业模式带来的社会或环境价值以及财务表现，还必须阐明二者的联系。在吉安灌溉这个例子中，作物产量的提升极其明显：通常每公顷需投入500美元，而每公顷产出的农作物带给农民的收入则从500美元上升至6000美元。增加的这部分价值让吉安灌溉在运营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总收入。

第三战线中，企业必须在内部保持甚至提升利润目标的同时，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显著的社会或环境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二者兼得有时需要很长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战线不同于第二战线，其中的举措可能会牵涉商业决策风险。但一旦成功，这类举措可以把企业转变成纯粹的社会福利积极贡献者。每个企业都应当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的核心业务有利于社会吗？我们有哪些产品或活动损害这一目标吗？如果有的话，如何减少危害或转变？




 关于本文的研究


我们调查了过去4年间参与过哈佛商学院CSR高管教育项目的管理者，问他们公司CSR活动的范围、结构和监管。他们的参与反映出其公司对CSR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研究向CSR领域较为先进的企业倾斜。然而仍有60%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对公司的CSR活动和方向不满意，想要进行改善。以下是一些关键发现。



调查人数 142

代表行业：制造业、消费性包装产品、采矿业、金融服务、媒体、电信等

调查对象所在公司CSR项目总数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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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收益

认为以下项目是企业CSR项目最大收益的人数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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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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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战线协调项目

跨战线协调项目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举措必须解决同一个社会或环境问题，而是意味着共同协作，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组合。在组合内部，各个举措彼此强化，且都与企业的商业目标和价值相一致。

瑞士综合性企业 Holcim旗下的印度水泥企业Ambuja，实现了这样的协调。该公司创始人承诺为石灰岩产地和水泥煅烧窑所在地社会作奉献。Ambuja的CSR举措也践行了这一承诺，包含范围宽广的社会福利项目，也包括环境保护项目。项目建立多年来，基本仍属于第一战线的慈善项目，由Ambuja基金会管理。2008年由Holcim控股后，Ambuja开始更加关注社会与环境的综合可持续性。2010年，Ambuja在工厂中启动了一批环境可持续项目，包括在企业电厂，尤其是易干旱地区的电厂改善水资源管理；合作推广使用新能源。这些项目大都属于第二战线的运营范畴，作为企业基金会项目的补充。

运用本文的四步方法，Ambuja于2010年开始主动跨战线协调各项CSR活动，（见图表《Ambuja如何让CSR变和谐》

 ）例如，该公司第二战线中的新能源项目促使了第一战线项目的延伸。第一战线中原有农业生产培训，如今加入了处理玉米杆、稻谷壳等农业废料的内容。该公司收购这些废料用于制造生物燃料。

下面是另一个跨战线协调的例子。Ambuja的后勤管理者把车队视为运营风险。卡车归合同工所有，他们运送石灰和水泥穿过村庄时总是危险驾驶，管理者意识到，一旦出现事故可能激怒村民，还会中断车辆运营，因而要求Ambuja基金会发布一个驾驶安全项目，这个项目随后扩展至健康教育、酒精、烟草和艾滋病防护领域。至此，又一次跨界协调实现了：第二战线中的供应链要求推动形成了第一战线中的教育培训项目。

第三个例子是，Ambuja公司第二战线中与矿石开采运营相关的“水中和”项目，推动形成了第一战线中的“水源再填充”（向蓄水层和其他地下水系统补充水量）项目。“水源再填充”项目获得了当地政府大量财政支持。结果，相邻区域的农场作物产量极大提高；本应休耕的矿石开采区域也因此可耕种。所有这一切让企业得以迈向更具雄心的第三战线——商业模式转变。企业能够用配有优质水源的再次开垦地，附加现金补偿，交换来新的土地用于矿石开采。Ambuja如今致力于把更多塑料废品变为燃料，用于水泥煅烧窑燃烧，从而补偿其塑料消费。该公司正在尝试大幅降低碳排放。




 Ambuja如何让CSR变协调


Ambuja水泥是Holcim旗下一家印度公司。它跨战线协调CSR活动建立了协同一致的组合。在以下例子中，源于第二战线的活动推动了第一战线的活动，或同时推动了第一战线和第三战线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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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交叉领域的CSR战略

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从CSR专业人员那里了解到：高级管理层对CSR举措的一致支持对项目成败至关重要。理想状况是企业应该专设一职，派人专门负责整合三条战线。虽然单个项目的责任依然分散，但该负责人能够定期召集各战线中的关键人员，确保持续的沟通和协调。但这仅仅是理想状态，因为不同战线项目背后的目标各不相同，各个项目的管理方式也千差万别，这些都构成了许多公司面对的主要障碍。纯粹的慈善项目通常归于集团副总裁这一级别的管理者的事务范畴，这些CSR领导们通常对人力资源主管汇报，因此离CEO有两层级之隔。另一种做法是大企业的企业基金会负责人来处理慈善和社会贡献事务。

第二战线项目通常由运营管理者操作（有时是环境专员负责），他可能对负责可持续的副总裁或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汇报。CEO，有时再加上一到两个高层管理者，通常更愿意直接参与共享价值举措。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大约只有30%的企业会有CEO或少数高层管理者参与。有些时候CSO会进行监管，但更多时候，根本没有高管负责。既然责任分散在三个领域、三个不同级别的人身上，企业难以建立持续统一的CSR愿景自然一点也不意外。

在我们研究和咨询工作中，我们发现两个制定CSR战略的方法，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基本是自下而上。先从后者说起：

2010年，Ambuja建立起工厂和全集团两个级别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监管所有社会和环境活动。工厂级别的委员会每月开会，筛选出对全公司都具有重要性的事项，比如驾驶员安全培训、可替代燃料等，报告给企业级别的委员会。两个团队都包括Amubuja基金会的代表，企业级别的委员会还包括监管下属工厂的地区领导；基金会领导、以及企业各项功能的领导比如市场和销售、人力资源、采购，以及土地收购方面的负责人。每次企业级别会议，成员们结合自身需求，讨论工厂级别委员会提交上来的带有重点标注的事务。这一过程让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相协调，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也让Ambuja开始迈向第三战线，转变商业模式。Amuja设置了颇具雄心的CSR目标：回馈社会多于对社会的索取；制造运营中清洁多于污染。这一目标只有在整个Amubuja公司积极参与、三条战线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宜家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画出蓝图。2011年，宜家雇佣史蒂夫·霍华德（Steve Howard）担任CSO时，把他派进了一个七人高管团队。该团队包括所有运营领域的领头人，负责设置企业愿景、制定企业战略。他们的工作同时要推进前文提到的两个目标：大幅增长和激进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该团队还负责一项被称为“宜家之路”（the IKEA Way）的社会福利举措——一组在供应链中拒绝童工和维持其他劳动标准的系列项目。通过这种方式，顶层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得以在全公司范围内展开。

让所有企业践行同一类型CSR项目的想法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逻辑。因为CSR项目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包括企业所在的行业、社会环境，也包括在企业中工作、运营和管理的人们的动机。举例而言，虽然制造业企业可能有着大量减少环境影响的机会，但金融服务企业也可能因为压力不得不做些环境保护项目。其实对社会而言，如果金融企业做些有效的支持普惠金融和初级金融教育的行动，效果会更好。在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的国家，企业慈善基金支持净化水质和改善环境卫生项目，可能会比通过降低碳排放来减少环境损害更具价值。而对于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而言，环境保护项目的重要性可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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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企业的CSR项目，协调一致、相辅相成。其中一部分举措确实能创造共享价值，另一些虽然也试图创造共享价值，其实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于为企业；还有一些从一开始就主要致力于为社会创造价值。不过，所有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符合企业的商业目标，维护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满足企业所在的社会所需。毫无疑问，这些企业与只专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企业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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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图里·兰加是哈佛商学院马尔科姆·麦克耐尔营销教授，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计划联合创始人、联合主席。丽莎·蔡斯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兼职顾问。索哈·卡里姆是社会企业咨询企业Socient联合公司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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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是做“真我”还是做“变色龙”


“本真性”悖论

The Authenticity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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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毛罗·佩鲁凯蒂


艺术作品：Jelly Baby Family
 　彩色聚氨酯树脂，花岗岩底座。

巴黎卢浮宫外公开展出　年代：2010年





埃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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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有的领导者崇尚“保持本真、靠实力说话”，但若把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全部公开，反而损害自己的威信。当面临环境变化时，如果仍然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领导者将举步维艰。变则通，通则久。领导者须不断突破自身边界，尝试不同领导风格和行为方式，既保持真实自我，也能适应组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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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当面临新挑战、承担更重要职责时，如果执着于原有的自我认知，领导者将举步维艰。实际上，身份的形成是主体在经验中学习和自我改变的过程。




解决方案


通过尝试不同领导风格和行为方式，我们会更快成长，而这仅凭反思是不可能的。领导者应不断探索和塑造个人身份，既保持真实自我，也能适应组织需要。




关键点


在培养“适应性本真”的过程中，我们有时需要刻意做一些事情。这可能让我们感到分裂；但只有脱离舒适区，我们才能真正学到如何高效领导。






“本
 真性”（authenticity）已成为领导力的黄金准则。但对本真性的简单化理解，可能有损领导者的个人发展和在团队中地位。

辛西娅刚刚升任一家医疗企业的总经理，直接管理的下属是原先的10倍，负责的业务范围也扩展很多。对这次重要的职业跃升，她感到底气不足。辛西娅信奉透明、协作的管理方式，因此对新下属袒露心声：“我想做好这份工作，”她说，“但我有点害怕，需要你们的帮助。”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下属期待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份坦诚让她失去威信。

乔治来自马来西亚，是一家汽车配件生产商的高管。这家企业上下级关系明确，做决策时尊重共识。但该企业被一家矩阵式结构（对职能部门化和产品部门化两种形式相融合的一种管理形式，可实现纵向与横向联系——编注
 ）的荷兰跨国企业收购后，乔治发现新的组织文化重视个人观点、鼓励充分辩论。乔治所受的传统教育提倡谦卑低调，这使他对新环境非常不适应。在360测评中，上司要求他更主动地表达观点、展示成绩。乔治感到面临两难处境：要么被淘汰，要么失去自我。

违背自身性格和固有倾向会让人感觉失去自我，因此我们常常以“保持本真”为借口，心安理得留在舒适区。但在职场，这并非长久之计，如果你获得升迁或岗位发生变化时就更如此。辛西娅、乔治和其他无数例子都证明了这点。

笔者对领导力转型的研究表明，要想获得职业发展，我们必须走出舒适区；但这会触发我们保护自己身份和特质的本能。在新环境中，如果我们对自身身份和适应能力产生怀疑，我们常会自动退回习惯的行为模式。

但那些动摇自我认知的事态，恰恰最能帮助我们提升领导能力。如果将“自我”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并不断尝试新的职业身份，我们就能确立合适的个人风格，在保持自我的同时适应组织不断变化的需要。

这需要勇气，因为在身份转换初期，我们会感觉自己的行为做作、不自然，似乎总在小心翼翼地盘算。但若想成为更全面、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我们必须突破对“真实自我”的狭隘认知，不断尝试新事物。



保持“本真”有多难

“本真”（authentic）一词原指某件艺术品是原作而非复制品。在领导力领域，这个词当然另有所指。但一般归于“本真性”名下的理念可能相当成问题。例如，本真性要求领导者保持“真实自我”；然而大量研究显示，外部经验会不断塑造个体，使其从不同角度认识自身，而仅凭自省反思无法实现这种认识更新。再如，本真性要求领导者保持思想和情感完全公开透明，这不但不现实，而且有风险（见后文《什么是“本真性”》

 ）。


 [image: ]

什么是“本真性”

如右侧3个例子所示，对“本真”的狭隘理解可能会妨碍高效领导。


忠于自我


哪个自我？根据在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有多重自我。随着我们面临新任务、积累更多经验，我们会改变甚至重塑自我。你无法对尚待成型的未来自我保持忠诚。


表里一致


如果把想法和感受全都暴露在外，你作为领导者的威信和统摄力会受到损害，在能力还未得到认可时就更如此。


坚持原则


承担更大职责后，在过去经验中形成的原则可能不再适用。例如，在面对新挑战时，如果领导者还坚持“严格控制运营细节”，就可能失于固执。

（返回阅读原文
 ）





对今天的领导者而言，“保持本真”已成为令人困惑的命题。这有几个原因。首先，领导者如今更经常面临工作类型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领导者需要明晰的身份感来指引航向、做出正确选择，逐步接近目标。但如辛西娅的境遇所示，过于类型化的自我认知像锚一样阻碍我们扬帆远航、实现自我变革。

其次，跨国企业管理者要与很多文化背景和行事风格不同的人共事。像乔治一样，我们似乎经常只能在适应环境和保持自我之间二选一。

再次，在一切互联互通的社交媒体时代，个体正变得透明。如何管理自身形象、分享作为普通人的兴趣和癖好，已成为领导力的重要方面。但精心打造的人格面具和内在自我间可能存在冲突。

笔者访谈了几十位很有能力、面临转型的企业高管，发现在下述情境中，他们尤其容易遇到与本真性相关的困难。


就任新岗位。
 新领导上任的头3个月非常关键。团队会快速对你形成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事关重大、影响深远。面对曝光度和绩效压力的增加，不同性格的领导者应对方式差异很大。

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将领导者分为两大心理类型，这两类领导者建立个人风格的方式截然不同。“高自我监控者”（high self-monitors）或“变色龙”型领导者能自然地主动根据情势需要改变自身，而不会感觉自己在伪装。“变色龙”注重维护公共形象，常常虚张声势来掩盖自身的脆弱。他们未必一上来就能找到合适的风格，但会不断尝试披上新外衣，最终让自己和环境契合。由于具备这种灵活性，“变色龙”型领导者通常晋升很快，但可能会被周围人认为不真诚、缺乏原则——尽管他们的原则就是“变”。

相反，“低自我监控者”（low self-monitors）或“忠于自我”型领导者则会表达真实想法和情感，即使在情势不利时也如此。辛西娅和乔治这类忠于自我型领导者的危险在于，他们可能固守舒服的行为方式，而无法随环境变化调整领导风格、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辛西娅的经历曾登载于《华尔街日报》（作者是卡罗尔·海默维茨（Carol Hymowitz）），之后笔者拜访了她。辛西娅就是这样不自觉地踏入陷阱。她将此前的职业成就归功于高度个人化、公开透明的管理风格，因此这次也向新团队表示自己对新岗位有些不适应，希望得到支持。上任后，她努力学习不熟悉的业务、不知疲倦地参与每一项决策和问题解决。数月后，辛西娅已几乎筋疲力尽；更糟的是，过早将软弱一面示人损害了她的地位。几年后回顾这次经历时，辛西娅说：“保持本真并不意味展现全部内心、让别人一眼望到底。”但当时，她恰恰就是这样理解“本真”，结果非但没能建立信任，反而能力遭受质疑。

在类似案例中，赋权和沟通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关键是领导者需要在管理新团队的过程中把握距离感和亲和感的平衡。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黛博拉·格伦菲尔德（Deborah Gruenfeld）认为，领导者须有效管理权威感和亲和感间的张力。为树立权威，领导者须凸显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并与下属保持适当距离；为培养亲和力，领导者应主动与下属建立关系、尊重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个性，做事要有同理心和人情味。追求本真的领导者倾向于走极端，难以在这种张力中保持平衡。辛西娅对下属过于亲切，软弱一面暴露无遗，严重损害了她的工作效率和地位。随着管理职责扩大，领导者需与下属保持距离，以树立威信、增强团队执行力。


推销理念与自我推销。
 从有好的理念，到说服各利益相关方接受你的想法，这是领导力提升的重要一步。很多缺乏经验的领导者、尤其是追求本真的领导者厌恶游说行为，视之为虚伪造作、拉帮结派；他们相信完全可以用实力和业绩说话。

安妮是一家运输公司的高级经理，她彻底重塑了所领导业务单元的核心业务，实现营收翻番。虽然安妮业绩卓著，上司却认为她不擅长激励下属。她还清楚，自己在母公司董事会上的发言效果不佳。董事会主席喜欢宏大叙事，常常对她注重细节的倾向不耐烦，并要求她“站得更高，学会战略思考”。但安妮认为这其实是哗众取宠。“我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操纵，”她说，“我不是不会讲故事画大饼，但我不愿玩弄别人的感情。我不能容忍自己使用这种伎俩。”和很多追求卓越的领导者一样，安妮在管理中更依赖事实、数字和分析表格，而通过调动他人情绪施加影响力的做法让她感到做作。结果，由于一味强调客观事实、缺乏友善互动，她与董事会主席话不投机。

很多管理者其实都清楚，如果不更好地推销自己，他们的好想法和巨大潜力可能会埋没。但他们仍然做不到。“我相信职业发展的基础是专业水准，我希望凭借对组织的贡献而非人脉得到提拔，”一位管理者说，“也许这对我个人发展不是最有利，但我不能放弃信念……所以我‘打入高层’并不顺利。”

职业发展会扩大我们的接触面和影响力，这并非追求一己私利，而是个人和组织的双赢。如果不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真诚地向有影响力的人物自荐。当能力尚未得到认可时，管理者最需要向高层推销自己，而追求本真的人此时恰恰最为犹豫不定。不过研究显示，随着管理者不断积累经验，并更了解他们做出的贡献，这种犹豫会消失。


处理负面反馈。
 很多成功管理者晋升到一定级别后才第一次真正遭遇负面反馈。由于管理者在这个阶段拥有的东西更多，即使没什么新意的批评也似乎威胁大増。但领导者通常说服自己，只要达到业绩目标，他们“本真”领导风格中的缺陷就应被容忍。

雅各布是一家食品企业的生产经理。在360评估中，下属在情商、团队建设、赋权等项给他打分较低。一名团队成员写道，雅各布听不进批评；还有人提到，在大发脾气后，他会突然像没事人一样开玩笑，让周围人很不安。雅各布真心认为自己和下属相互信任，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最初的震惊过去后，雅各布记起几年前也曾受到类似批评。“我觉得我改变了风格，”他反省道，“但也许本性难移。”不过在上司面前，他快速找到了说辞。“为完成任务，有时不得不狠一点，大家就会有情绪，”他说，“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显然，他在避重就轻。

由于负面反馈通常针对领导风格而非专业技能，领导者会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受到挑战，似乎不得不放弃个性中最独特的部分。雅各布就是这样，认为正是他“不好对付”，团队才能年年完成任务。但实际上，他迄今为止的成功另有原因，而领导风格一直在给他减分。承担更大职责后，雅各布对下属的严苛越发成问题，因为这占用了他本应用于战略思考的时间和精力。

处理负面反馈不力的一个著名案例来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和撒切尔共事的人都了解，如果不像她一样凡事做好充分准备，绝对会遭到残酷对待。撒切尔可以公开羞辱下属，出名地不善于倾听，还相信妥协就是懦弱。以“铁娘子”形象闻名于世后，撒切尔对自己的理念和强硬风格更加自信，她能用话语和意志让任何人服软，而且越来越精于此道。但她最终为此付出代价，被自己的内阁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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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培训为何流行

大量书籍文章和领导力课程都在谈论如何在工作中保持本真。本真性概念的突然流行和相关培训产业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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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

《经济学人》《福布斯》《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





首先，根据201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众对商业领袖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2013年这项数值有所回升，但仍仅有18%受访者表示相信商业领袖的诚实度，不到一半受访者相信企业会正直行事。

第二，员工忠诚度也处在历史最低。2013年盖洛普调查显示，全球只有13%雇员在工作中充分投入。此次对约1.8亿名员工的调查表明，平均8个人中仅有1个人内心忠于本职工作。众多研究表明，失意、疲惫、幻灭和个人价值观受威胁是职业变动的最大原因。

在此背景下，企业很自然会鼓励领导者发掘他们的“真实”自我。





建立灵活的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僵化的原因可能是反思过度。如果总是向内寻找答案，我们很容易加深已形成的世界观和脱离现实的自我认知。如果不去尝试新的领导方式并建立外部视角，我们就会受制于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培养领导者思维，首先要行动起来：投入的新的项目和活动、和各种人交往，并尝试新的任务管理方法。反思应在行动之后而不是之前，在职业转型和过渡期尤其如此。行动会塑造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

领导者可通过多种方法培养外部视角，并找到“适应性本真”的领导风格。但前提是，领导者必须以灵活态度看待“真实自我”。领导力发展是一个发现多重自我的过程，而非无聊的内心斗争。如果采取灵活态度，我们就能对更多可能性保持开放。今天的行为方式和昨天不同，这不是表演或分裂，而是在探索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和新挑战。

领导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尝试建立灵活的自我认知：


借鉴不同领导风格。
 学习过程大多包含模仿行为。学习的前提是认识到绝对的“原创”并不存在。领导者获得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意识到“本真”并非一种内在状态，而是对不同领导方式兼收并蓄、建立自身风格的过程。

领导者不应只模仿某个人，而应借鉴多种不同风格。机械模仿某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有选择地借鉴多种行为方式并按自己的需要组合起来、不断调整完善，这两种方法有本质区别。如剧作家威尔逊·米茨纳（Wilson Mizner）所说，抄一个人是剽窃，抄很多人是研究。

笔者曾研究过投资银行员工和咨询师从做分析和项目到做客户咨询和业务拓展的转型。大部分人在新岗位上都会不自信，但“变色龙”型员工会有意模仿成功资深领导者的行事风格和技巧，如在会议上用幽默缓解气氛、巧妙引导共识形成等，在找到有效方法前大胆尝试。这让他们的上司愿意私下传授经验、解释隐性规则。

因此，“变色龙”能更快形成“适应性本真”的工作风格，而“忠于自我”型员工还停留在专业至上阶段。追求本真的员工大多认为领导的“假大空”不值得效仿。由于没有“完美”的榜样，他们觉得模仿和学习过于做作。结果，上司将这些员工适应能力不足理解为不够努力，因此不会给予太多指点。


持续努力自我完善。
 除绩效目标外，领导者还应设立自我完善目标，不断探索自我的不同侧面。自我认知是一个渐进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尝试转换身份并不是背叛自我。领导者不应固守已形成的自我认知，而应积极拥抱变化，以开放心态塑造自己的领导风格。

我们当然都希望在新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制定正确战略、果断执行，并做出组织需要的成果。但如果只关注这些，我们就会害怕风险，而自我完善恰恰需要冒险。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关注自身外在形象会妨碍人们完成新任务。绩效目标会驱动我们向他人展示、向自己证明自身优势，如智力和社交技能等。相反，自我完善目标会驱动我们开发新的优势。

当专注业务表现时，我们会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而专注自我完善时，我们能把对本真的诉求和强烈的成长意愿融合起来。某位管理者在小组工作中非常高效，但在参与者众多的会议上，他很难做到对不同观点保持开放。由于担心被同事的评论带跑，他讲话经常长篇大论。为培养即兴交流能力、改善与同事沟通，他禁止自己使用幻灯片。结果他的性格和工作方式都有所改变，这让他本人都很惊讶。


不断改写身份叙事。
 很多人都有一套关于自己的叙事，其中包含着从重要事件中总结出的信念。在新环境中，我们会有意无意地用过去的经历，以及在其中建构起来的自我认知来指导行动。但随着我们不断成长，原先的身份叙事可能会过时，需要大幅修改甚至彻底重写。

玛利亚就是如此。她曾认为自己的领导风格就像“罩着一群小鸡的母鸡”。她的导师、奥美广告前CEO夏洛特· 比尔斯（Charlotte Beers）在《I'd Rather Be in Charge》一书中写道，玛利亚自我认知的形成，可能源于她曾为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梦想。这种自我认知最终开始拖累玛利亚的职业发展：她待人友善、忠于团队，善于维护秩序和平衡，但这并不能帮助她得到更高职位。为成为理想中的自我而非重复过去，玛利亚与导师一起尝试重新定义自己。玛利亚曾离家18个月周游世界；在导师的帮助下，她决定以这段经历为基础建立新的自我认知。在新的身份叙事支持下，她更加勇敢地行动，最终赢得了此前看似不可能的晋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专门研究“人生故事”，在他看来，身份即是“个体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性认知的基础上内化并不断修正的叙事”。麦克亚当斯并不是在卖弄修辞；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需要身份叙事，但当面临人生的新任务时，也应接受这种叙事的变化。正如不断丰富和修改简历一样，领导者也应改写和创造身份叙事。

改写身份叙事同样既需要内省也需要外部视角。我们选择的个人叙事应不仅包含我们的经验和努力目标，也应反映他人对我们的要求，并打动我们想要征服的听众。

无数书籍和专家都告诉你，领导力旅程一定要从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和个人身份开始。但这可能使你满足于停留在过去。随着舞台不断变大，你的领导力身份和领导风格可以、也应该发生变化。

领导者成长的惟一方法就是不断突破自身的边界。虽然尝试新事物可能让人不适，但从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能够塑造我们的理想自我。这并非要求你彻底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行为举止和沟通方式的微小改变，就可能让你的领导能力发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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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


无论是就任新职位、推销理念和自我推销，还是处理负面反馈，在达到目标的同时还能保持本色，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跨文化环境中尤其如此。




我在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同事艾琳·迈耶（Erin Meyer）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文化中，由于哲学、宗教和教育传统的差异，人们说服别人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话语说服力的判断标准也不同。但现实中，领导者的行为举止和说话方式却有相对固定的规范。尽管企业都在主张尊重文化差异、增进多元化，但在一般观念中，领导者都应强势、有说服力，且能以个人魅力激励下属。

本真性理念主张领导者保持本色，而非顺应他人期待，因此本应促进管理风格的多元化。但讽刺的是，“本真”成为流行概念后，人们对它的理解方式反而加剧了公共话语的一元化。例如，很多培训课程和书籍都教导，为发现和展示本真性，领导者只需向自己和别人讲述一个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故事。这实际上仍在鼓吹坦诚、谦逊和个人奋斗等典型美国式价值观。

这就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对权威、团队的观念和沟通方式都不同的管理者陷入悖论：为了表现得“本真”，他们恰恰必须放弃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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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了解更多关于领导力、人脉拓展与本真性的观点，可访问hbr.org
 阅读以下博客文章：

“Becoming a Leader”

　Linda A. Hill

“How Leaders Create and Use Networks”

　Herminia Ibarra, Mark Hunter

“Discovering Your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rew N.McLean, Bill George, Diana Mayer, Peter S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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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尼亚·伊巴拉是英士国际商学院Cora领导力和培训教席教授、组织行为学教授。她的新书《像领导者一样行动和思考》（Act Like a Leader, Think Like a Leader
 ）将于2015年2月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





聚光灯 Spotlight



五步实现“好建议”

The Ar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Advice

大卫·戈尔文（David A. Garvin）

乔舒亚·马戈利斯（Joshua D. Margolis）|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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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建议或提供建议是管理工作的常态，但效果会大相径庭。许多人特别在意建议的内容，而建议的方式，包括双方的互动也很重要。“建议”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提炼出一套实现“好建议”指南，具体分为五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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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毛罗·佩鲁凯蒂


艺术作品：Jelly Baby 1,2,3,
 年代：2004年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为做好工作，领导者需要掌握如何有效地给予和接纳建议。但寻求和给予建议的互动对双方而言都是挑战。互动不畅会导致决策出错，以及关系紧张和事业停滞。




解答


所幸本文提供了基于大量研究的最佳实践系列，能够帮助你掌握“建议”这门艺术。




益处


通过找到合适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寻求建议，你能发现更明智的解决问题方案，思考更深入，决策更果断。通过成为更好的顾问，你能施展更大影响力，还能从寻求指导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征
 求和提供建议对高效领导及决策至关重要，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建议”也是一项技能，可以不断学习和提升。因为人们通常认为：采纳建议是被动地接受他人智慧成果；提供建议则体现的是个人的判断力，或者强或者差，都不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

如果征求和提供建议的互动顺畅，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真正虚心纳言，而非寻求安全感，就能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胜过独断专行。接受建议能使人们考虑更周到，思维更缜密。研究显示，听取建议有助于克服认知偏见、避免出于一己私利的借口和其他逻辑谬误。而给予建议的人则获得了无形的影响力：帮助他人做出重要决策，推动他人付诸行动；同时认真聆听别人的问题，自己也能从中有所得。互惠互利的关系具有强大粘合力：给予专业提议，通常能让采纳者心怀感激，甘愿投桃报李。

欲达到显著效果，寻求建议方和给予建议者都需要扫清很多障碍，比如：明明对自己不利，但人们特别容易犯固执己见的毛病；更何况，认真倾听费时又费力，也不是件易事。所以说，互动是一门精妙的艺术，每一方都需要情商、自我认知及克制、得体的交际手法和耐心。值得注意的是，互动过程极易出现差错，导致严重后果，比如：产生误解和沮丧情绪、决策陷入僵局、退而求其次、人际关系受损和个人发展受挫，个人和组织往往付出沉重代价。

人们总以为，这些技巧自然而然地形成，无法言传身教。但我们发现，寻求和给予建议的技巧可以经过习得发挥出最大效果。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大量研究，我们发现了最常见的一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实用方法。本文中所有的案例虽经过模糊处理，但均来自不同场合中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见后文《了解所需》

 ）。训练和辅导另有文章详述，这里重点讨论重大、高风险或具有情感冲击的决策情况。这类问题通常需要寻求多次建议才能解决，因为它们让领导者挣扎纠结，须小心应对。




了解所需



通过了解不同类型的建议，求助者能够更准确地提出要求，提议者也能给出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我们在文中将几类建议进行了清晰区隔，但实际操作时，不同类型的建议往往有重复之处。例如，一次性的建议可能演变成多次咨询。尽管在本文中并未涉及，但为使寻求和给予建议的表述完整，我们将培训指导也算作建议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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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

为何看来容易做来难

无论接受还是给予建议，逻辑瑕疵和信息受限只会让该过程更复杂。寻求提议者需要认清自己的盲点，选择合适的求助时机与方法，确定该向谁求助，千万不要固执己见。提议者为了弄清乱局、解决看似根本无解的难题，也面临无数挑战。我们在下文中描述了双方分别遇到的最大障碍。这些绊脚石之所以如此常见，是因为它们都是最本质的问题，人们往往想不到这是自己栽跟头的原因。我们建议读者可以将自己的言行与之一一比对，在寻求建议时小心以下障碍。


认为答案已知。
 在人们决定是否需要帮助时，往往对自身能力认识不足，十分依赖自己的直觉。因此，他们容易过于自信，往往凭借之前的见识独断专行。另一种情况是，与其说人们在征寻建议，不如说他们在寻求赞同或表扬。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已经找到答案，但还是想获得老板或同事的认可。这种做法很危险，一旦被提建议者发现，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


找错提建议者。
 有意无意间，决策者总会向和自己思维方式类似的人求助。在一项对CEO的研究中，与公司业绩优良的CEO相比，那些公司不景气（依据市场账面价值）的CEO更愿意向来自同一行业、职能背景类似的CEO寻求建议。但由此得来的建议并不能带来很大的战略改变，只会让产品市场同质化和地理位置重叠更严重。此外，若干现场研究也证明，人们更愿意向朋友和其他相似的人寻求建议。尽管友情、平易近人的性格等因素意味着较高的舒适度和可信度，但和建议好坏及审慎程度并无关系。

求助者的思维或考虑范围也可能受到局限，在所需专业知识方面考虑欠周全，比如哪些人的知识更相关，哪些人的经验最合适。遗憾的是，为了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环境，领导者常常将员工囿于狭隘的职能范围，使他们无法发挥出全部聪明才智。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处理猪湾事件时，就犯了类似的错误。他认为前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缺乏军事背景，因此没有向戈德堡寻求建议。但正如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最好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一书中所写，戈德堡在二战中指挥过游击战，因此他明白，游击队并不适合对抗常规部队。他曾提醒肯尼迪：“只要那么做，我们就会损失人马……但你却不这么想，只把我的建议当成一名劳工部长所说的外行话。”


无法有效地定义问题。
 由于不准确的低效沟通，或者认知及感情盲区，求助者经常无法和提议者达成共识。求助者可能讲述冗长繁琐的故事，造成沟通效率低下，使聆听者失去耐心、走神，让后者抓不住关键问题。聆听者还可能忽略一些对解决问题十分重要的细节。很多求助者还容易忽略关键的背景内容（往往和背景事件或组织政治有关），让聆听者获得不全的信息。双方也可能随意设定问题范围，没有将重要数据包含在内，从而扭曲了自己和提议者的判断（决策专家马克斯·巴泽曼和多里·丘夫将这一陷阱称为“边界意识”）。


轻视建议。
 一旦求助者获得了建议，轻视或忽视建议是最常见的错误。组织行为学中的此类发现太多了，可将其视为所有人都易犯的错误。一来“自我中心”常会蒙蔽寻求提议者的视野，即使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和别人的观点相比，他们也更愿意信赖自己的意见。二来求助者很清楚自己的思维逻辑，却并不了解提议者的思考论证过程；或是求助者墨守其原有判断，在收到反馈时很难修正想法。长此以往，轻视建议会破坏重要关系。提议者终究会发现，他们的声音反复被忽视，导致不信任和怨恨情绪。

轻视建议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最容易犯的严重错误。一项实验研究表明，高管们在得到专家的建议时，会感到某种压力而自己又信心满满，很容易忽视这些意见。位高权重的参与者会忽略掉约2/3的建议，其他参与者（对照组和职位较低组）会忽略掉一半的建议。


误判建议优劣。
 很多求助者虽然接纳了建议，但很难判断建议的优劣。研究显示，只要提议者自信度高，不管信心与建议水平高低有无关系，求助者就重视该建议。相反，如果建议标新立异，或来自那些经常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求助者更易认为这些建议无价值（实验研究显示，这些建议并不见得错误）。如果提议者之间意见不统一，求助者也不会采纳建议。建议的价值被歪曲是由于利益冲突，他们双方也很难进行矫正，哪怕提议者已经承认存在这类冲突和潜在的利己动机。

当你提供建议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以下五个问题：


越界。
 很多人喜欢主动给别人提建议，却往往被认为不合时宜，得不到认可（原因很简单，所有人都明白，当你不希望听到别人建议却得到所谓“热心人帮忙”时的感受）。另一种越界的情况是，提议者没有资格提建议却乱插嘴。这么做可能会一时满足他们的自信，但之后却代价惨重。随意提供毫无凭据建议的人在组织中的影响力和信誉会急剧下滑。哪怕只是一个糟糕的建议，也会严重削弱提议者的地位。


误判。
 提议者必须充分收集信息，才能弄清需要解决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艾德佳·沙因（Edgar Schein）指出了两个分析问题时容易出错的地方。第一，提议者发现当前问题和以前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因此过早对当前问题下结论（等到问题被和盘托出时，这些相似之处便不成立了）。第二，他们有时会忽略一点：出于自己利益考量，寻求提议者可能有意或无意中提供片面或不实信息。如果仅听取一面之词，会导致评估不准、建议有误。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害怕被认为不专业和能力欠缺，提议者为了不希望自己的专家形象受损，往往会忽略探询最基础的问题。


所提建议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提议者的建议方式通常为：“如果我遇到这件事，会怎么做。”但这种方式既引人反感，又收效甚微。显然，他们没有考虑到求助者的感受、对情况的判断以及对面临选择的理解，只有综合考虑各要素，才能和求助者感同身受，提出有用建议。求助者不买账的另一原因是，无论就权力、谈判技巧、组织专业知识或是情景约束因素（Situational Constraints）而言，提议者所分享的个人经历和故事根本和求助者具备的条件不符。


建议表述不清。
 这一类问题有很多表现形式：一是提议者可能语焉不详，容易导致建议被曲解（如“让言行与目标一致”，可能说的是部门目标，也可能是公司目标，而且具体指哪些言行也不清楚）。二是在提供具体专业意见时，提议者使用行话或他人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三是提议者提供了太多意见、选项、行动计划、愿景或不同解释，让求助者难以招架。一长串意见清单让人不知所措，很难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


对结果处理不当。
 尽管提议者不是最终决定的人，但如果建议没有被全盘接纳，很多人会气恼不已，致使后续讨论中断，带来严重后果。从近期看，提议者可能不赞同求助者的某些选择，但失去了为其指点总体大方向的机会；从长远看，求助者和提议者渐行渐远，会降低建议互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互信度和亲密度。事实是，很少有求助者会原封不动地接受一个提议者的所有意见并完全遵照其行动。常见情况是，他们修正建议，将之与他人的反馈结合，甚至全盘否定该建议。但提议者通常无法正视这些回应，不能在未来沟通中吸收这些经验。



五步实现“好建议”

作为领导和决策者，你必须懂得“奉献即索取”的道理，反之亦然。但如何克服上面这些障碍？结合学术研究和顾问技巧高超的专家实战经验，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建议”指南。尽管这些专家顾问来自技术、金融服务、法律、政治、教育管理、咨询和非营利机构等不同领域，但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行和“好建议”五步法有惊人的共通之处。（见后文《“好建议”五步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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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建议”五步法


第一步 找对人



你是求助者


●事先准备好多元互补的“顾问委员会”

●决定你需要何种建议

●选择一名或多名适合你目前需求的顾问




你是提议者


●是否合适：你的时间、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否派上用场？

●找到其他可能有用的资源




第二步 达成基本共识



你是求助者


●提供适量信息

●承认不愿面对的真相




你是提议者


●为有效建议做好铺垫：准备充裕的时间，选择不受干扰和保证隐私的场合

●认真倾听，防止过早判断

●开放式提问，拓宽思路，再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

●一旦掌控了问题全局，就需要何种建议达成一致




第三步 提供其他选项



你是求助者


●积极提供多种选项

●询问以了解：

-每个选项的成本、益处、背后逻辑

-建议的相关度和应用性

-如何执行




你是提议者


理解并澄清，你的角色是提供指导，而非做出决定

●努力达成若干可行选项

●说出所提建议背后的逻辑、利用的经验和遵循的原则




第四步 汇总决定



你是求助者


●不要随意轻视选项

●再多考虑1到2个选项

●拿出综合解决方案




你是提议者


保证评估所有选项，不要急于下结论

●经常暂停，听取反馈

●表示如有需要，可对提议进一步澄清和解释




第五步 将建议付诸行动



你是求助者


●对情况或背景变化保持敏感，为中途纠正建议做好准备

●进行跟进，必要时寻求额外指导




你是提议者


再次确认，决定和后果由求助者做主

●表示愿意提供额外指导和支持



（返回阅读原文
 ）






第一步：找对人。
 每项建议的需求都是独特的，包含不同的情景、性格、事件等要素。鉴于时间宝贵，你不会希望在每一次寻求建议时，都重新搜寻一遍合适的顾问。因此可以事先组建“顾问委员会”，选择标准不仅包括判断力强、可信度高，还要集合具备不同强项、经验和观点多元的人。此外，所有顾问必须充分为求助者的利益着想，而且也需要有记录证明，他们敢于提出逆耳忠言。至少要找到一个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帮助你的“万能顾问”，这样一来，他能针对你遇到的各类问题，以及你个人的倾向和偏好，全方位发挥作用。

需要立刻求助时，你可以从顾问委员会中选择一名或多名顾问，决定希望他帮助你的方式和原因（见后文《顾问能做什么》

 ）。有时候你寻求共鸣，需要一个能仔细聆听你的诉求、使你想法更明晰的人。而另一些时候，你需要不同类型的顾问。或许你需要一位能扩展顾问资源的建议者，利用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发现那些你没考虑到的问题。你也可能寻求流程方面的指导，助你安然解决棘手情况，或激发出你自己的想法。对自己的需求越明确，就越容易选对顾问，而顾问也能为帮助你而准备更充分。

一位医疗器材公司的地区供应链经理接到首席采购官（CPO）的命令，对经常迟付货款的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随着应付账款越积越多，CPO建议停止给当地政府的供货。但经理担心，当地政府官员会闹得满城风雨。此事关系重大，急需高人点拨。在考虑顾问人选时，他知道自己需要能提供调解方案的人。经理的担忧有道理，还是杞人忧天？他决定向负责另一类似敏感地区的供应链经理求助，还咨询了一位具有跨境风险分析经验的同事。事后他向CPO提出了折衷意见：经过他们和数名区域经理的仔细讨论，断货行动应慎重。听到各方反馈，CPO决定放弃断货计划。

正如供应链经理所意识的，没有任何一位顾问能自如地应对所有状况，而最容易找到的顾问不一定是最佳人选。你应该尽量找出自己缺乏了解的重点内容，再有侧重地选择具备对应知识和经验的顾问。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罗兰·克里斯坦森（Roland Christensen）所说：“你所选的顾问，决定了你收获的建议。”你的具体目标是，针对自己的缺陷、局限和不确定因素，匹配具有相关经验、专业知识或知识库的顾问。如前文所提到的，千万不要以自信度、个人好恶、友谊和观点偏好为标准选择顾问，这些因素都代表不了建议的优劣。

反过来，当有人征询你的建议时，应先自问适不适合担任顾问。你的背景是否适合这次的具体情况？你有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解决求助者的问题？拒绝求助总好过给别人无效建议、催促求助者、在开会时精力分散，或咨询到一半发现自己根本帮不上忙。你最好先问问求助者为什么选择了你，但也要明白：只有你最清楚到底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懂得拒绝，也是一种建议，而且你还可以向求助者推荐其他合适人选。即便你有资格为求助者提供建议，不妨考虑推荐其他人。这样做能使求助者从不同角度了解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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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
返回阅读原文

 ）




第二步：达成基本共识。
 在本阶段，求助者的主要目标是：告知提议者适量信息，让他抓住问题的重点，以及你想要的结果。这样他就能免受细枝末节干扰，提出有价值、客观的建议。描述问题时，一定要提供有力细节和背景信息，但要避免过于冗长的铺垫、罗嗦的解释和预设太多可能的结果，否则提议者会分不清问题主次或对描述失去兴趣。

你可能需要大方承认一些自己不愿面对的真相，比如某些言行或短处。实际上，坦陈这类信息能让你的描述更为生动翔实。个人或组织的表现能够决定顾问表现的好坏，因此不要吝惜分享关键的细节，哪怕这些内容让你很没有面子或难以启齿。如此一来顾问才能了解你的偏见和盲区所在。

从提议者角度看，在了解全局的同时，你还需要在合理时间内，扩展求助者看问题的广度。为了能坦率且高效交流，铺垫也要做好。你可以选择一个没有足够干扰的地点，为深入交流留出足够时间。隐私保护和保密工作也很重要，须创造出让双方均能开诚布公的“安全地带”，使求助者能不受干扰地讲述问题。你还要防止过早下判断，克制住中途打断求助者的冲动；避免在尚未得到完整信息时，过早进行反馈和得出结论。妄下论断或匆匆给出建议通常意味着错误或不全面的结论，因此要多搜集信息。可以从宽泛的开放性问题开始，比如“这让你感觉怎么样？”开放式发问能传递善意，打开求助者的心扉，让你直达问题重点（人类学家将该问法称为“游学式提问”，并建议将之作为访谈开场白）。接下来，你可以通过循循善诱获得更多支撑细节和背景信息，让求助者能跳出个人得失看问题。

在我们对提议者的访谈中，两位受访者分享了类似经验：求助者已经有了行动计划，找到他们是为了获得支持和确认。两位顾问当时都表示，对该问题的了解还比较片面，须耐心问清所有来龙去脉后，才能给出有效建议。这让求助者改变仅仅想获得确认的心态，真正意识到面临的挑战所在。

了解求助者的个人志趣目标，将之与组织目标对照。我们研究中的一位专家说，你可以给求助者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拓宽他们的思考。例如，“下周会面时，请给出5个支持搬到达拉斯的理由”。作为求助者，你也要追根溯源，找出可能后果，善于发现不明显的蛛丝马迹，加深自己对问题的思考。一旦你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求助者就会滔滔不绝，但这些陈述可能只是表象，需要挖掘背后潜在原因。只有万事俱备，你才能决定，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予求助者建议？很少有顾问能想到这一点：作为顾问，你该起什么样的作用？你应该赞同求助者的做法，让他放心？还是应该为求助者的处境提供更多信息？或是提供新视角和其他选项？得出结论后，一定要和求助者分享，保证双方就所需行动达成共识。


第三步：提供其他选项。
 因为增加更多选项能够有效改善决策，求助者和提议者应共同努力，开发多种可能性。哪怕只是微妙的差别，也能改善那些非黑即白的决定。

我们的访谈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为加快产品开发，鼓励所有员工思考如何拿出更有针对性的产品，一位电子公司的消费品部门负责人决定改变市场营销团队的办公位置，以便改善和工程师团队的合作。但其市场营销副总认为，搬迁会让她的员工跟销售团队距离过远。

这位负责人向他信赖的同事——首席运营官（COO）求助。COO认同了他的想法，并与他合作，设法让营销副总参与到计划中，避免直接对她下命令。例如，部门负责人可以在小规模跨职能会议上提出这一计划，让营销副总能直接听到报告，了解营销团队和工程师团队靠近的优势。他们还可以一起与主要零售客户或华尔街分析师会面。同时让营销副总从不同侧面了解到，对手公司已经从这一做法中获益。与COO的一席话拓宽了部门负责人的思路，让他知道，除了和营销副总单独谈话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沟通方式。

如果你是求助者，应以探究、分析的心态确定并权衡多种选择。在给出自己选择的同时，也要听取提议者的意见，尤其是那些与你思考方向不同的选项。你可以预设如何应用这些建议，也可以对其加以调整。在真正行动之前，一定要进行沙盘推演，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比如考察成本和优势、潜在逻辑、建议与实际情况的相关性（确保提议者没有强行推销并不适合你现实处境的原则和经验）、落实建议的策略、可能出现的意外以及其他需要有所准备的相关事件等。总之，要像提议者认真分析你所描述的问题那样，尽可能仔细考察他给你的建议。考察之后还要进行讨论，能助你克服执行建议时可能产生的种种阻碍。

如果你是提议者，不妨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驾校教练。无论是指出疏漏还是提供指导，最终目的是让学员能单独驾驶。这点得到了我们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致认同：“归根到底，求助者还是需要自己选择走哪条路。”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你毕竟不是求助者，不可能完全替他做决定。在你为求助者提供可行选择的同时，也要向他说明每个选项背后的思路。描述你给出建议所基于的原则，以及你利用的经验和相似的过往经历；说清你的思考过程以及你可能带有的偏见——能让求助者决定，你的这套逻辑分析和观点是否适用于他的具体情况。如果你比求助者资深，应淡化双方的权力差距，可以直接询问求助者认为建议有何不妥，从而改进建议，使其发挥更大效用。


第四步：汇总决定。
 到了缩小选择范围和确定行动路线之时，求助者通常会受确认偏见（指人们总在寻求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而忽视那些与他们观点不符的证据——译者注
 ）影响，选择“最省事的办法”或犯其他的逻辑错误。可以通过回顾那些被放弃或暂时考虑到的选项，以及让提议者表达相反意见，来检测你的想法是否明智。特别在你犹豫不决时，在这一阶段完全可以多听听一两个不同建议。多方寻求建议能抵消顾问们可能具有的偏见和利益冲突的影响。实验证明，向多名顾问提供两个选项，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们的作用。但对于复杂、不确定、备受关注、角逐激烈或执行困难的问题而言，多一些选项总归没有坏处。无论情况多么紧急或令人不安，一定要避免草率选择最简单最易行的方法，因为它不见得是最好的。

你可以博采众长，把多位顾问最好的点子和自己的观点结合。一名咨询公司的领导在解决项目会议难题时，采取了这一策略。该公司的新老员工总是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两拨人都坚称“对牛弹琴”。但该领导在一对一员工交流时并没有任何困难，于是她决定，减少团体会议，以一点对多点的方式管理项目。

这位领导的顾问们对此反响不一。其中一人认为重点在于，在争论解决方案之外，团队更需要讨论客户面临的挑战。另一人说，两拨员工应多倾听对方意见，开阔自身眼界。第三人则建议，公开讨论目前团队存在问题。该领导吸纳了上述三个观点。首先她一对一向每名员工解释了下次会议的召开方式及其原因；然后召集全员，让具有不同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员工分别阐述他们所认为的客户挑战。尽管辩论依然存在，但极富建设意义：团队成员就该解决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会议应该多开。

如果你是一名顾问，本阶段的目标是，与求助者合作尽可能找出所有可行选项，再做决定。讨论透彻每个选项最可能产生的结果，评估与之相关的优缺点，保证双方积极互动，而非只有一方唱独脚戏。可能提出的假设有：“如果真的解雇了那位能干但不好相处的经理，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进行讨论规划出行动路线。当然，采取行动可能意味着你需要认准一个选项，但你也可以多尝试几种选项。

你在咨询过程中应经常暂停，评估求助者是否对目前交谈满意，以及他对阐述背后逻辑的接受度；此外还应挖掘那些没有说开的想法、残存的猜测以及尚未解决的疑难。同时你要懂得，在无法预估某些选项影响时，最好诚实回答“我不知道”，尤其是在你清晰地建议了应如何更多了解这些选项的时候。

后续会议对求助者坚定他们的选择和规划详细行动路线至关重要，因此应告诉他们，自己很愿意进一步详细解释和澄清。即便如此，求助者有时还会反复来找你谈话，延迟决定时间。为防微杜渐，你可以直接说出疑虑，或征询求助者采取行动的做法，也可以鼓励他尝试某一选项，再来告诉你进展。


第五步：将建议付诸行动。
 求助者终将把建议付诸行动，并做出实时调整。建议并非固定不变，而具有暂时性和偶发性，应将之视为指导、行动、学习和进一步指导的循环。尤其当建议过程占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你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情况可能已经有变。

如有需要，你应该跟进情况然后进一步调整建议。多开几次会有好处，尤其是在你为行动的第一阶段收集了新情报，或有一系列决定需要考虑的时候。此外告诉你的顾问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也是考虑周全的有益之举。这样做能表达你的谢意，巩固你与顾问的关系，也能让顾问有所收获。

如果你是顾问，在这一阶段里应保持旁观。你应再次告诉求助者，如何推进应由他做主。无论他如何决定，结果怎样，都是他自己的事。就这点达成共识，能划清权责界限，万一进展没有预想顺利，还可防止你受到不必要的指责。但随着行动展开，你还应表示乐于继续提供指导，尤其是当情况处于快速变化的时候，即便是最好的建议也会过时。只要你在中途还愿意帮忙，就应该说明自己愿意继续对建议跟进和修正。

尽管求助者和提议者合作解决问题，但他们具有不同优势。最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提议者往往聚焦于首要目的（进行该行动的原因何在）；而接受者面临抉择，更注重策略（具体行动的技巧）。理想状况是，面对同样挑战时，一个人能像顾问一样思考，像求助者一样实际行动。

假设招聘经理必须决定：从公司外部选择关键职位候选人，还是从内部晋升有为员工。你作为招聘经理请来的顾问，可能会看到引进新鲜血液以及带来良性革新的益处，但如果你是招聘经理本人，更多注意到的是空降兵可能引发的挑战，以及内部晋升无需鼓舞士气所节省的时间。不分彼此，换位思考，能助你达成共识，找出促成决策最紧迫的关键（是节约整合的时间精力，还是引入新鲜血液），为任何选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给求助者和提议者的种种指导，从本质上改变了建议方式。尽管人们一贯关注建议的内容，但咨询经验更丰富的人士给予建议方式同样的关注。咨询并非一次可以完成；熟练的咨询不仅关乎传播和吸纳智慧，也是极富创意、需要合作的过程。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断沟通，才能更好理解问题，规划出解决问题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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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建议提建议



威廉·李（William Lee）


是美国最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之一，是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的前业务管理合伙人，以及哈佛大学理事会资深会员。提供建议成为他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因为他以高超的顾问技巧闻名，在本文中两位作者将他作为研究样本之一。以下是HBR对李的访谈，涉及他的咨询方式以及他在顾问生涯中的经验与收获。






HBR：你如何描述自己的咨询风格？



李：
 我试图理解对方面临的处境，从对方的角度提供建议。我的公司接待苹果和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但在为这些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我们也接待它们的员工。他们不仅要谨记公司利益，还要兼顾上司的要求、自己个人的目标和生活，以及各种事业起伏。因此我们的建议既要适用于他们个人，也要适用于他们所在的公司。如果我们要说的话是客户公司CEO不爱听的，后果由我们担当。如果我们说的话所有人都爱听，就会在业内进行推广。




HBR：偏非正式的咨询方式如何？比如如何指导某人？



李：
 在我看来，指导是最重要的建议方式之一。你一定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一般我会从一个简单的开放性问题开始：“最近怎么样？”这么问能让你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你就能更好了解问题所在，以及如何更好帮助对方。




HBR：建议者应具备什么特质？



李：
 开放与坦率，提出让求助者可以行动的意见（不是那种让别人：“长高点儿”或“变聪明”的意见）。建议者还须知道，每种情况都不尽相同。我为客户提供咨询，也为各行各业的人进行职场规划，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我年轻时，经常处于求助者的位置，那时我总觉得看问题的方式只有一种。时过境迁，我才意识到，现实往往复杂得多，也明白了倾听的重要性。




HBR：倾听是本文的一大重点，但如何落实具体细节？



李：
 倾听时，需要适时对交谈加以引导。你可以问：“你试过从这种角度思考这件事吗？”“这么思考这个问题，你觉得如何？”这类问题能改变对话的方向。最困难的是：耐住性子，不要简单粗暴地打断离题甚远的冗长叙述。通过发问，让对方自己得出结论。如果他们成功做到了这点，会在交流中感觉更自信，对自己的选择满意。




HBR：有哪些最艰难的经历？



李：
 25年前我是一起大案的首席出庭律师，我的二把手更年轻，业务优秀，人品也不错。我们合作很愉快。当他向我提出合伙要求时，我们都明白，这件事主要由我说了算。他的口碑很好，但专长并非最符合公司的方向。某天午饭时，我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其他领域他可以发展很好，但并不适合本公司。后来他去了其他地方，事业有成。那是我工作中经历过的最艰难对话，他后来告诉我，自己也有同感。但他也说，那是他经历过最棒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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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戈尔文是哈佛商学院C. Roland Christensen工商管理教席教授。乔舒亚·马戈利斯是哈佛商学院James Dinan及Elizabeth Miller工商管理教席教授，克里斯坦森教学中心主任。





聚光灯 Spotlight



七招让老板言听计从

Get the Boss to Buy In

苏珊·阿什福德（Susan J. Ash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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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毛罗·佩鲁凯蒂


艺术作品：Notre Dame
 　年代：2003年

[image: ]

向老板推销出议题的人会利用7大策略，选择最佳方法、地点和时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关注的问题。他们会利用修辞技巧、政治敏感话题以及人脉，使上司接受自己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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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中层管理者能够直接接触到顾客、供应商及同事，因此汇总了各路宝贵意见。但他们很难把自己的想法展示给上层决策者，导致公司不能抓住机会解决问题。




解决方案


研究表明，相比没能推销出议题的中层管理者，成功说服高层领导的管理者更常用到7大策略。




好处


这些策略构成一个强大的框架，令中层管理者能引领改革。如果你在议题推销的大型活动中用到这几种策略，就可以说服高管采取行动，达成你的目标。






一
 家能源公司的工程经理，姑且叫他约翰·希利，想向老板介绍一项更安全、便宜的天然气净化技术。如果他的老板，也就是公司总经理没在一年前选用现行的净化系统，希利的推荐本该不会太难。可事实是，用希利的话说，这一过程需要“十分小心”。幸好，在过去几个月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新技术的正面用户评价，于是希利给总经理和其他几位高管作报告的时候巧妙提到了这些评价。他还详细比对了两种系统，并以两者在同类工厂中的实施情况为例，进一步阐明新系统可以更高效地去除污染物，而且每年能节约70万美元的成本。但总经理仍持保留意见，于是希利请了一位老板信任且尊重的清洁能源专家，来讲解新技术的优越之处。公司最终投钱采用了新系统。

如果像希利这样的中层管理者无法建立并推广革新理念，组织就不能蓬勃发展。中层员工能够直接接触到顾客、供应商及同事，因此汇总了各路宝贵意见。他们所处位置利于其判断某种产品的市场成熟与否，或者提早觉察出某合作项目可能不会成功。但在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下，他们担心自己的提议一旦效果不理想，反而引火烧身。出于太多苦衷，他们不得不屈从于上级，并对其想法和关注的问题只字不提。不算最近的新闻报道，就本研究和这一领域的其他调查显示，这种沉默像银行业的“监管俘虏”（监管过程中，监管主体被监管对象收买，串通伤害公众利益，降低行业效率——编者注
 ）和产品安全不受监管问题一样，会造成严重后果。

即使中层管理者敢于直抒己见，仍有大多数人对如何向上司推销其提议感到困扰。他们很难在公司决策制定初期就将自己的提议上升到“战略”层面；他们甚至无法参与到此类讨论。研究表明，高层领导常常摒弃下级所提宝贵意见，大部分原因为：如果高管认为这些意见与公司业绩关联不大，就不会给予其足够重视。中层管理者不得不想方设法改变高管的成见。

如果他们劝说上司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比如提供个人能力的有力证明，增强自身可信度，或者处于能够直言不讳的文化氛围中，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尽管说服上司仍需多方努力，但通过一些劝导方法，中层管理者能够提高成功的概率。以约翰·希利的方法为例：他情商很高，既展示了自己的方案，也没有公然指责总经理对现行系统的投资失误，让其难堪。此外，他还援引同类公司案例作为强有力的佐证，并巧妙借助外部专家来支撑其观点。

20多年前，简·达顿（Jane Dutton）和本文合著者苏珊·阿什福德将“议题推销”（issue selling）概念引入学术讨论。自此之后，大量研究都在关注新议题应如何赢得更多支持。我们最近调查了不同行业中的多个职位，以了解何种因素能有效促成议题推销。调查对象所讲的议题推销基本可分为三类：1）关于新产品、新流程、新市场或潜在客户；2）对现有产品或现行流程的改进；3）更好地满足员工需求的方法。

我们发现，成功推销议题的人会选择最佳方法、地点和时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关注的问题。他们会利用修辞技巧、政治敏感话题以及人脉，使公司决策者接受自己的方案。他们特别会运用到7大策略，而且运用频率比未能成功推销议题的人要高很多。在本文中，我们用实例讲解这些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实践框架，供中层管理者推销其观点时参考。每一项策略都旨在让他们的议题赢得更多关注，并获得更广泛资源。




中层管理者倾向于在以下情况下提出建议：

认同本公司

与上司关系良好

在公司中有安全感

认为上级会采取行动

足够重视议题，并愿投入精力推销它





策略1

定制推销方案

相比本研究中其他策略，定制推销方案对能否成功说服决策者起决定作用。议题推销者首先应熟悉并综合考虑上司的价值观、学识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然后定制特色推销方案。

一家跨国石油公司加拿大分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就通过这一策略，说服了公司高管重组销售部，同时改变了公司吸引及激励人才的机制。在石油领域，石油公司的销售团队因顾客而创建，但这家公司却按区域组织销售团队。因为很多顾客在多个区域都有办公室，一个区域销售团队的客户会与另一支团队的重叠，因此常会有团队将其他团队与同一客户谈好的议价压到更低，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组织结构混乱导致公司赏罚不明、员工与顾客沟通不畅。此外，大多数销售代表只有固定工资，没有提成，进一步加剧了公司困境。“我们的对手因此挖走了本公司过半销售员。”这位区域经理感慨道。几乎所有的顶尖人才都离开了公司，而考虑到销售部门工作低效且不规范，如此严重的人员流失不足为奇。虽然构建起这套销售体系的高管能力足够，但缺少销售经验。仅存的销售团队也只是专业知识扎实，但实际经验不足，而且由于团队人数过少，销售业务难以为继，更不可能壮大。

但这位区域经理最初向上司和几位高管反映这些问题时，遭到了拒绝。上级认为他的方案只会让员工更辛苦。“公司已经流失了大半销售团队，我觉得这是个危险信号。”他向我们解释道。后来，他选择去询问决策权更大的领导对销售业绩有何期望，答案给他带来了希望。其中有一位是加拿大分公司营销和销售新任副总裁。他回应称，希望销售团队停止厮杀，不要破坏公司在客户心目中的诚信度。

这位区域经理根据他收集的意见反馈，起草了一份建议书，阐述了他的建议将如何兑现公司CEO对股东的承诺，即让公司在4年内收入翻番。他指出，按客户而不是按区域设置销售团队可以防止销售人员同室操戈，从而解决副总裁所关心的问题。他还提出，要在CEO指定的时间内实现增收目标，公司应吸引并留住资深销售员。他强调，每年销售代表流失率高达40％，他就此给出了解决方案，即引进本行业内招聘及管理人才的最佳体制，比如提成制就能够吸引并留住有经验的人才。组织培训则可以帮助不成熟员工学习维护客户关系的重要技能。

加拿大分公司副总裁批准了这份建议书，并提供资源确保方案得到实施。这位区域经理说：“我们增加了一些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之后，销售部在4年内只有一人离职。”这使曾经居高不下的离职成本几乎降为零。公司还在员工培训上投资了7.5万美元，而员工会就所学开展销售竞赛，带来每周270万美元的新业务收入，所以公司所得回报远超其投资额。尽管公司没有实现其4年营利目标，但在5年内收入翻番。

新措施取得成效后，高管不再认为员工太懒导致销售部问题重重。同时，优秀员工不再成批离职，一半是因为领导层思维模式的转变，一半是因为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人才受到重视。

这位区域经理将此次改革成果归功于精心定制的建议方案。这份方案不仅针对加拿大分公司副总裁和其他领导所关心的问题，还涵盖了这位经理对“实现公司预期收入目标的建议”。一份书面方案和一次报告既让他省去了召开各种会议之苦，又让他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讲出自己的主张，并赢得该有的支持。



策略2

美化表述方式

你的议题能否出现在公司的重要任务栏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包装它。如果你不充分说明一项新技术如何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比如如何更及时回应客户需求，那这个方案就显得无足轻重。因此，议题表述方式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你的提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就会得到人力和物力支持。

同样，如果你是某个事业部负责人，准备开会推荐你的一个下属进入最高管理层，你就应该赞扬她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并指出她将如何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你可以假设她职权扩大后会有何作为，比如她可能让业绩惨淡的部门起死回生，或让部分表现平平的业务重获生机。相比只用她的成绩说话，用这种方式表述她的重要性更能让决策者感到，公司急需像她这样的人才。你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她业绩突出、理应晋升，更要表明她有能力改变现状，解决公司当前问题。

以上例子说明，着重指出议题能给公司带来多少效益，是说服上司的有效方法。在本研究中，成功的议题推销者使用这一方法的次数明显多于未推销出议题者。以一家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为例。他希望公司申请加入一个定制化的房产数据库，并成功让公司认识到这一做法的必要性。为此，他在5年时间里，大概每隔半年，只要一发现数据库能派上用场，就会提议申请加入数据库，而且每次他都会得到精通技术的资产管理部门的支持。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提议只会带来不必要的花销，所以他们还需要更多支持。这位首席投资官分析道：“我们公司精益运营多年，很难接受并采用新技术。”但他最终发现，会计部也需要用到这个数据库，因为它能让会计部所做的工作符合公开报告和审计要求。这个案例的关键点就是，这位高管指出了他的建议能给多个部门带来效益。最终，公司同意订购数据库信息。

用公司效益打动人心比道德约束有效得多。在本研究中，仅有的几例推销为教条式提议，而且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得不到长久支持。如果议题推销者想用道德筹码推广其方案，那上司就会觉得他们在评判自己的品格，因此反应冷淡。

议题推销者不仅要强调公司效益，还应指出议题的紧迫性，比如可以将自己的方案比作转瞬即逝的机会。成功的推销者更倾向于强调公司会因接受其提议而获得什么。着重介绍议题的正面效应可以让上司感到自己能够处理所议问题，因此会积极接受这一方案。

向上司强调不采纳你的方案所导致的负面后果，可以迫使他们实施你的方案，但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决策者发现面临的潜在风险后，有时会产生鸵鸟心态，对你的提议置之不理。采用威胁手段迫使上司接受提议的成功几率与失败几率相当，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方法利弊参半：你很难判断向上司施压后，他们反响“强烈”，还是“强烈”反对。

最后一点，议题推销者可以对相关议题采取捆绑式宣传，提高成功率。比如说，如果你呼吁为家有病患或老人的员工增加假期，那么可以同时倡议增加亲子假。因为影响面扩大后，即使议题不大，也能引人注目。改变表述方式后，赡养老人的议题就上升为要求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倡议。




议题推销窍门

以下问题能帮你有效运用7大策略：




定制推销方案


上司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什么最能说服或施压给上司？




美化表述方式


怎样将议题与公司工作重点联系起来？

怎样描述议题带来的好处？

怎样结合其他热点话题？

怎样强调议题是公司面临的一个重要机会？




控制自我和听众情绪


怎样感染上司，并激发正面情绪？

怎样控制上司情绪？




看准时机


何时是提出议题的最佳时间？我可以紧随潮流，或联系当前社会热点见机行事吗？

制定决策时，何时是提出问题的最佳时间？




结盟


我的人际关系网中，谁能帮我推销议题？怎样有效地让他们参与其中？

谁是我的潜在反对者，我应怎样劝说他们支持我？

谁是中立者，我怎样说服他们重视我的议题？




照章办事


我应该用正式手段，比如给高层作报告，公开推销我的议题吗？

或者我用非正式手段，比如一对一谈话，私下推销吗？或二者兼用？




给出解决方案


我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了吗？

如果没有，我除了强调问题外，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了吗？





策略3

控制自我和听众情绪

由于议题推销涉及人际往来，而且议题争议性往往很大，所以推销者推广议题时，难免会情绪波动。如果他们的激情表现得恰如其分，就很有可能引起关注，并带动更多人行动。但激情与愤怒只有一线之隔。人们提出倡议，往往正是因为受够了现行制度或某些行为，而且为推销议题所做的努力一旦受阻，他们会更恼火。

尽管议题推销者的强烈情绪可以激发上司有所行动，但不加控制地释放情绪反而会导致事倍功半。如果决策者发现下级的方案中含一些负面情绪，就会认为这些员工只是爱发牢骚，而不是革新者。沃顿商学院的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的最新研究表明，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或者起码能控制自己不把情绪摆在脸上的人，可以更从容提出倡议，也往往易于获得更高评价。

本研究也支持格兰特这一论点，即成功的议题推销者比失败的推销者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后者有时也会发现，他们的确是因情绪失控导致推销失败。

议题推销者不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还要留意并控制决策者的情绪；二者都决定了你能否推销成功。在这方面，本文开头提到的约翰·希利就做得很好。他预料到当众指出老板选择了一个低效、昂贵的天然气净化系统，会令老板难堪，因此他谨慎地为老板辩解为：老板做决策时，新技术的用户评价尚未出现。如果推销者想说服决策者，就要激发他们的正面情绪，比如强调议题将带来的效益或可行性。本研究表明，成功的议题推销者比其他推销者用到这一策略的次数要更频繁。



策略4

看准时机

看准时机后再提出议题也很关键。时机可能出现在公司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可能出现在公司员工变动的时候，也可能出现在上司关注点转变的时候。本研究中的成功推销者比其他推销者对机会的敏感度高出一大截。顶尖推销者可以观察到自己的议题能联系上哪些大众日渐关注的话题或潮流，并“顺水推舟”，让议题向受关注的热点靠拢。

举例而言，一家厄瓜多尔股份公司奢侈品子公司的执行董事，就选对了时机，成功说服公司首席财务官和董事会到秘鲁开拓新市场。他在2007年就想到了这一方案。但当时秘鲁刚发生内乱，加之他的公司在本土市场还有发展空间，他觉得实行这一计划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只字未提。到2009年，他认为经济危机后，“秘鲁股市在全球范围来看表现优异”，所以他的团队飞到秘鲁去评估当地市场潜力。他表示：“我们察看了新建工程施工情况，发现当地简约风格的新建筑与游击队和恐怖分子曾建的碉堡格格不入。”秘鲁的经济似乎不只是良好，而是在腾飞。他介绍说：“当时这里只有一家高级商场，而且像一些大牌手提包、名表、墨镜等‘硬性’奢侈品很少见，有些则被私下倒卖。但星巴克的顾客每天都爆满，门店也在扩张。”

这位董事及其团队最后断定，公司应开发的项目是设立以名表为主的奢侈品门店。他们认为在商场里设店面无法满足秘鲁顾客的需求，因为他们更想要一种奢华体验。他说：“我们觉得可以进军秘鲁了。”这一时机把握之准还在于：厄瓜多尔的奢侈品市场当时已经饱和。

这位董事的提议得到批准，于是公司在2010年11月开设了两家奢侈品门店。他说：“开业第一天，我们卖光了从隔壁药妆店买来的所有香水存货。一个顾客在店内找到了其昂贵文具的专用墨水，因为担心再也找不到，就买下了所有库存。”这家门店的盈利连续3年都占子公司全部利润的40％。到2011年，几乎所有最知名的奢侈品牌都进入秘鲁市场，而这家公司已抢占了先机。

议题推销者除了要警惕大趋势和大事件外，还应考虑到议题的紧迫性。如果你的议题与即将上市的产品或软件紧密相关，那时机就到了，你无论如何也要提出来。但最新研究表明，如果提出某项议题的时间并不紧迫，而且决策者还在探索阶段，开放式询问就比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更有效。当然，议题推销者不可能总了解到上司所面临问题的紧迫程度。但如果你观察到公司有急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试着在建议书中仅就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以吸引更多人加以思考。



策略5

结盟

如果议题推销者能够联合更多人发起倡议，效果比单打独斗要好得多。如果有很多人不遗余力参与进来，那企业就不得不尽量且尽快接受联合方案。方案支持者中，有人可能掌握重要数据，有人可能和你要劝说的高管有私交。因此，为集合更多优势，成功的议题推销者往往会联合同事，一起推销新方案。

谈判专家建议，你可以动员盟友、劝说反对者支持你的提议或至少不要干扰议题的提出，同时还要采取行动来赢得中立者的支持。如果你准备结盟，可以联合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增强你的可信度。此外，最新研究表明，联合上司信任的人也同样重要。议题推销者既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也可以联合没有交集的人，这会帮你吸收到更多可能支持你或给你专业帮助的人。



策略6

照章办事

以上所讲策略可以归结为两大特点，即战略性和关联性。前者指推销者须清楚组织目标、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决策者所起作用；后者指推销者须明白谁会关心其议题、谁会受到影响、谁会反对等等。成功的议题推销者还需要掌握第三点，即了解组织规则。举例来说，议题推销者须清楚领导一般根据什么数据做决策、他们喜欢以何种方式接收信息以及他们是否倾向于支持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提议。弄清楚这些规则，你就会明白本文中其他策略将有何效果，比如研究表明，推销环保议题的员工如果想通过煽动上司情绪来达到目的，就要先确定上司是否积极支持环保，否则，成果甚微。

推销者须弄清一项重要规则，即应使用正式还是非正式手段推销议题。推销者可通过闲谈表达个人意见，并避免让上司在公共场合感到难堪。但正式手段更有威慑力，能给决策者施压。议题推销者在明确公司目标后，应权衡使用哪种手段更为恰当。在我们研究的一家公司中，虽然高层领导称公司需要创新思维，但实际上，即使在非正式会议上，那些不用公司模板做幻灯片的人也会遭到严厉斥责。结果是员工只得用正式手段推销议题，心里却明白此举并不利于创新。

成功的推销者比未售出提议的人用到正式策略的次数多，并较少用非正式策略。因此可以看出，多数商业组织都强调规矩和礼节。议题推销者会顺应规则，调整办事作风。但我们收集的定性数据表明，排序也很重要。成功的推销者常先以非正式方式说出自己的提议，如果关注度高，再正式提出议题。



策略7

给出解决方案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要是提出问题，最好也要给出解决方案，而议题推销者最常利用这一策略。成功的推销者用到这一策略的次数更多。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很具体，比如为解决制度疏漏，增加运营团队。提议尝试新领域时，他们还常会给出资金方面的建议。

推销者给出解决方案，能证明自己认真思考了议题，并尊重领导的时间。最新实验结果表明，给出解决方案的议题推销者能获得更高评价。

但弊端是：如果员工没有想出解决方案，就很可能不提出问题。本研究数据表明，这对解决方案速度跟不上问题出现速度的公司来说，非常不利。此外，有些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要通过集合多人智慧、经验及专长，讨论出对策。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要求议题推销者事先给出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

推销者若认为很有必要提出某个议题，却没想到解决方案，可以先给出解决此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样做既遵循了规则，给出了解决思路，同时也让更多人及时并积极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



运用策略，展开行动

在判断是否要投入物力和人力推销某个议题前，先问两个问题：这个方案对公司有多重要？对我来说，又有多重要？

你在推销议题时，应留意一些不显眼的细节，不能只专注于做大型报告和争取决策者支持。那只是你议题推销过程的最后一步。在此之前，你要先打好基础，然后使用多种策略循序渐进，不断获得更多支持和经验。以下3条原则可以帮你充分利用本文提到的7大策略。


选择议题。
 有些议题就是很难推销，比如让上司很难理解，或违反了组织规则，特别是那些像在谴责组织现状，甚至贬低听众智商、判断力或道德素养的议题。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不管你如何美化表述方式，情绪控制得多好，还是要打一场硬仗。

即使是顶尖推销者也不一定每次都成功，而且有时回报和付出不成正比。因此在判断是否要投入物力和人力推销某个议题前，先问两个问题：这个议题对公司有多重要？对我来说，又有多重要？这些问题可以帮你评估风险。相比呼吁提高产品性能或改善生产流程，要求公司给外国劳工改善待遇或让管理层改进对待员工的方式等，遭到拒绝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不过，如果后者对你所在公司的长久发展和你本人的职业身份意义重大，可以酌情争取一下，虽然你清楚短期内不太可能成功。


组合策略。
 我们作回归分析时发现，使用多种策略推销议题比使用单一策略的成功率高。综合使用全部7种策略可以将成功率提高40％。本研究中的个人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位在能源公司任职的工程经理，不仅成功照顾到总经理的情绪，还给出有数据支撑的解决方案以及寻求外部专家支持。厄瓜多尔的执行董事运用到两大策略：选择正确时机，设立奢侈品门店；按公司项目申请流程办事，即先展开非正式讨论，再察看其他行业的代理业务状况，比如星巴克。接下来，他又同客户及合伙人谈话，寻求意见。最后，他通过传统金融工具及外包市场研究得出结论，进入到正式审核阶段。


找对听众。
 议题推销者常会陷入两难：向上级汇报会有风险，因为他可能权力有限或对你的议题不感兴趣。但直接向决策者推销议题的话，你有可能因越级而得罪上司。因此为避免冲突，很多推销者会先游说上司，以便议题能被移交到更高管理层。但他们的议题往往很快就遭到拒绝或被搁置，直到高层领导者发现问题时才会再次被提起。有时推销者的直接领导甚至懒得推广拿到的方案，或传话的水平有限，无法完整有效地表述推销者的方案。

所以，你可以申请陪同替你推销议题的上司或在决策层有话语权的同事。如果你无法陪同他们，就尽一切努力帮他们做好准备：告诉他们议题的细节，何时何地最适合提出议题。如果你决定直接向决策者汇报，就要随时告知上司你的进程。否则，一旦高层领导问你为何不找直接领导，却越级向他们汇报时，你就很难回答了。

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让你在推销议题时，化解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或者能让你不冒风险，不遇挫折。但熟练运用以上策略的推销者往往成功的机会更大。

议题推销过程环环相扣，中间不能脱节。要做到这点，推销者必须打好基础、把握节奏并有足够耐心。如果中层管理者可以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他们的提议就能获得决策者关注，并改变现状。




研究介绍

我们调查了77位男性和24位女性，他们的年龄在24岁到52岁之间。在助理研究员埃文·布鲁诺（Evan Bruno）的协助下，我们还采访了其中10人。调查对象平均有14年的工作经验，其中6年左右供职于当前公司，2年半处于现在的职位。他们的职业形形色色，有业务分析员、营销总监、首席工程师等；所在行业也很广泛，比如软件开发、生活用品、律师界等。

我们随机挑选了约一半调查对象，请他们描述一次向决策者推销出自己想法的经历。我们请另一半调查对象描述一次失败的经历。他们都讲述了自己如何知道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并分别指出运用了多少次本文中的7大策略。

我们检查了成功案例中，是否每种策略出现的次数都比失败的案例高，并据此找到两组案例在数据上的显著差异。我们还检测了哪种策略对成败的决定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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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阿什福德是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教席教授。詹姆士·迪特是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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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东软集团CEO


刘积仁：持续打造生命力

王丰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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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键是要做好两个选择：选择一个适合自身生存的路线，同时选择一个有前景的路线去投资。说白了，先要保证能活着，同时投资于未来。






23
 年前，中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博士刘积仁凑了3万元人民币创办东北工学院开放软件系统开发公司（东软集团前身）。去年，东软集团（以下简称东软）实现营业收入75亿元，连续多年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业务最为全面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在通信、社保、汽车、金融等领域保持着市场第一份额。

在软件行业，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微软只是一个特例。其实，软件行业在业内被称为个短命行业，存活10年以上的企业并不多。日本软件企业中，活过10年的只有30%。超前的战略意识以及强有力的战略执行能力对软件企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纵观东软23年发展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况东软在战略上的与众不同：以2008年为界，之前是“软件制造”，之后是“超越技术”。

刘积仁从创业第一天开始，每天思考的问题有四个：战略、资本、市场、人才。刘积仁认为，上述四者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而能力之外，真正的隐形挑战则是企业在每个阶段对自身的清醒认识。

“客观的自我评估决定这个战略是不是真正属于你。”刘积仁说，“企业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选择一个合适的战略，外界之所以经常错误做出评论，原因在于，外界很难完全地了解一个企业以及它当时所处的环境。”

基于上述逻辑，刘积仁总能超前做出与众不同的战略。1996年至1999年，东软推进“数字圈地”战略，不惜代价地占领社保、电信等解决方案市场。当时，外界却认为东软将因管理不善而财务失控；1999年至2008年间，东软全力拥抱国际市场，大规模开始外包业务。当时，外界反对声一片，很多同行认为，外包没有技术含量，不是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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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积仁用“软件制造”的理念升级了外包模式，不但把东软做大了，全方位实现了企业的国际化，还持续补给了国内解决方案市场的“第一”战略，再造了企业的科学管理体系，为实现创新发展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软件行业一直因循着“卖人头”为特征的B2B模式：即软件公司根据客户具体需求完成软件开发和交付，双方以人头或工作量来计费。从2008年开始，刘积仁决定从B2B转型为B2C，这是东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转型。

以前，东软做软件外包，签下一笔单子，按人头计算拿到开发费，B2C下，东软要逐步从幕后走到前台，先行投资开发产品，再与下游合作伙伴按销售分成，收取不再是“人口红利”，而是“知识产权红利”，知识产权复用率越高，东软的利润率越高。

商业模式大转型的决策确定之后，刘积仁在纸上写出了三个核心挑战：一，我们能否选择到正确的战略？二，现有的企业文化和思维方式支持这种转变吗？三，现有的领导力、组织能力适合这个转变吗？

与美、欧软件企业普遍采取聚焦战略不同，刘积仁将东软的转型战略称之为“超越技术”：以东软在国内解决方案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为基础进行跨界融合，通过实现不同行业的组合，实现创新产品和服务。他说：“没有长线，绝无短线，没有长期的积累，就没有短期的幸福”。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先生曾对此做出评价：“超越技术营造了一个能达到共赢的生态系统，这是我在任何一本商业书籍中都不曾见到过的创新理念。”

卓越的远见之所以是企业家必备的技能，因为它可以在困境到来之前消除困境。当2012年文思软件和海辉软件迫于激烈的竞争压力合并成中国规模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时，东软已经初步摆脱了对外包的依赖，走在了软件产品化、服务化的转型之路上，刘积仁用事实再次证明了他超前的战略眼光以及东软团队的战略执行力。

2014年9月24日，东软集团沈阳总部，HBR中文版独家专访了东软集团CEO刘积仁。在公司，人们都叫他刘老师。一位员工说：“他一点儿也不神秘，没有距离感，经常会在园区散步，离得很远就会向你微笑示意。”在与记者两个半小时的交谈中，有问必答，简单直接，当你反复从不同角度问同一个问题时，他不会厌烦，而是会回答得更详细。其中，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采访花絮是，当谈到朋友大前研一时，他突然兴高采烈地一口气讲了一大通故事，那种对朋友的信任感和欣赏感正是他作为杰出企业家的魅力之一。



创业期：做好两个关键选择


HBR中文版：
 1991年创业时，东软面对的是怎样的环境？


刘积仁：
 1986年至1987年，我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做论文研究，当时看到很多成功的软件企业，软件的商业模式特别好，开发一次，卖无限次，微软、Oracle都是这样，当时美国已经有很多风险投资以及产学研合作体系了。而我回国创业时，环境完全不一样：首先，没市场，没人买软件，因为你做出来了，别人就盗版；其次，没资本，也没有VC；其三，没人才。年轻人“孔雀东南飞”，他们向往的是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不愿意留在沈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要诞生一条新生命，而无论是产业环境、市场环境、资本环境还是人才环境，都不支持这个生命活下去。




HBR中文版：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你如何实现突破？


刘积仁：
 饥饿能使一个人的头脑更聪明，你要无时无刻地琢磨下一个面包在哪里。对于创业者来说，不但要善于发现市场，还要懂得选择市场，你的东西在这个市场不值钱，可以拿到另外的市场。既然软件在中国不“值钱”，我们就选择做国外的项目，通过将软件与产品工程相结合，我们将软件植入日本的汽车音响、相机乃至家电产品中，打开了国外市场，当时能做国外软件项目的企业很少，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30万美元。




HBR中文版：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下一步如何做战略选择？


刘积仁：
 东软在管理上有一个传统：通过研讨会决定未来做什么。有了资本，大家一起研讨下一步的活法儿，形成的一致意见是，凡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我们就去要做。体现在产品上，我们最开始做的是产品软件，然后过渡到应用软件，应用软件是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解决了盗版问题，能够使客户产生依赖。之后，我们又开始做系统集成，当时硬件利润率比软件高得多，系统集成就是把软、硬件打包卖给客户。体现在市场上，我们1991年进入电信行业，1993年进入电力行业，1995年进入社保领域，深耕行业的市场策略为我们日后向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HBR中文版：
 1991年至1996年是东软的创业阶段，回头来看，公司在创业期要完成的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刘积仁：
 关键是要做好两个选择：1，选择一个适合自身生存的路线；2，同时选择一个有前景的路线去投资。说白了，先要保证能活着，同时投资于未来。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你会碰到许多问题，选择好重点，然后简化它，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还把简单问题变得很有想象空间，这样，你就可以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构造出你的核心竞争能力，创业过程中，不要老想着做伟大工程，练好基本功，从长远来讲，这样更容易达到目标。




HBR中文版：
 你是如何做到的？


刘积仁：
 从创业第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有四个：战略、资本、市场和人才。这四个要素的结合和匹配，决定着企业是否可以活下去，是否可以有未来。1996年，东软实现了上市，使我们有了资本实施新战略，即成为中国主要行业的IT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迅速在全国建立了营销网、服务网以及分布式的开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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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成长背后的数字


创业时


3个人

3台电脑

3万元科研经费

2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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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数据来源：东软集团




今天


在中国

8个区域总部

10个软件研发基地

16个软件开发与技术支持中心

60多个城市的营销与服务网络

3所东软信息学院



在海外

8个子公司：

美国、日本、瑞士、芬兰、

罗马尼亚、德国、迪拜、秘鲁





发展期：战略执行要坚决


HBR中文版：
 从以硬件为主的系统集成商转型为以软件为主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战略变化？


刘积仁：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我们筹备上市时，经常被问到，东软哪个地方最强？这说明，当时东软虽然在很多行业里头有产品体现，虽然有营业额、有利润，但核心竞争能力体现得并不充分；二，市场发生了变化。1996年，硬件价值开始下降，如果我们仍然沿着老路一直走下去，未来就是死路一条。同时，我们洞察到解决方案市场即将进入发展期，大势来了，你获得的份额越高，分到的蛋糕就越大，所以，我们把追求份额第一作为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追求份额的过程，也是核心能力构造的过程，如果目标达到了，就意味着核心能力形成了。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把硬件业务外包了出去，全力转向解决方案业务。




HBR中文版：
 当时全国各地兴起了“数字圈地”，最后大多数企业还是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东软成为了赢家？


刘积仁：
 “数字圈地”包括两个内涵：一，体现为软件园建设；二，体现的是公司战略，内外一定要互相支撑，否则，很容易演变成纯粹的商业地产模式，就不太容易持续。我们的战略是做市场份额第一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本地化就特别重要，中国市场的差异性很大，区域文化各有不同，而数字圈地的核心就是建立本地化的营销、研发队伍。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快速确立起东软在电信、电力、社保等主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为解决方案及服务业务非常有粘性，当获得了第一的市场份额，就意味着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机会，而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则意味着很难再有机会。




HBR中文版：
 1996年至1999年是东软第一阶段的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你的核心管理心得是什么？


刘积仁：
 发展期的战略执行一定要坚决，做好资本、业务结构与战略目标的匹配。为了执行既定战略，我们在社保、电力等多个行业连续多年亏损经营，我们把这种亏损看做是基于未来的投资。现在，东软在电信领域占有了近1/3的份额，社保领域有50%的市场份额，在汽车、金融、烟草等领域，都占有行业数一数二的份额，份额的优势一直是东软持续成长、创新的核心支撑。




HBR中文版：
 为什么在1999年开始大规模拓展国际外包业务，目的在于分担国内业务的战略性亏损？


刘积仁：
 数字圈地实施到1999年时，财务报表已经不好看了，营业额在增长，利润率在下降，客户付款迟缓，应收账款高企，三角债缠身，在这种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需要把生命力锻造得更强，现金与利润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很难撑到胜利到来的那天。东软急需的是稳定增长的利润来源，我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用国际化战略为东软“开源”，当时国际业务占比不到7%，我们希望通过全面拥抱国际市场，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走通这步棋，意味着高质量的回款，意味着财务质量得到优化，意味着深耕解决方案市场战略能够得到资源上的保障。




HBR中文版：
 东软从创业期就非常擅长国际化，每到国内市场遇到困难时，总能得到国际市场资源的支撑。在国际化战略方面，东软的核心实践有哪些？


刘积仁：
 东软的国际化战略包括四个维度：一，市场维度。东软从很小的时候就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市场，寻找市场。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的区分，只体现为不同阶段的各有侧重。二，产品维度。很多人认为，外包业务技术含量低，不是核心创新，但我们认为外包对于一家发展中的软件企业来说，可以提供健康的收益来源，对打造队伍的成熟度有很大好处，还能支持我们提前做某些领域的研发，在国内市场形成之前做好技术准备。比如，我们给国外做“环保”解决方案时，国内市场还没有形成，我们给国外做“智能交通”方案时，中国也没有形成市场。我们通过国际外包业务，可以提前储备相关能力，为国内市场做好准备；三，管理维度。在执行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引入各种国际标准、管理工具来优化我们的管理体系，这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四，公司治理维度。我们一直注重推动有效的股权多元化，1996年到2006年，先后引入了东芝、上海宝钢、飞利浦、SAP、英特尔作为投资股东，在东软的股东结构中，国际股东占比达1/4左右，国际股东不但对东软国际化战略提供了很多帮助，还促进了东软开放、合作的文化。




HBR中文版：
 1999年至2008年，国际化战略令东软受益很大，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刘积仁：
 主要有两个：一，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份额都形成了，现金流得到补充，财务状况发生很大改观，确立了东软在国内解决方案市场中的领导地位。东软连续多年成为中国软件出口第一的企业，出口占比达到30%，其中，20%是外包，10%是原创。二，管理理体系走向成熟，企业进入了精细化管理的状态。




HBR中文版：
 什么原因促动东软2008年实施大变革？


刘积仁：
 企业家要管理未来的风险。从2002年开始，国内软件工程师的成本上涨速度持续领先于外包业务报价的上涨速度，利润空间呈逐年下降趋势，从最高时的50%一路下降至10%左右，从全球来看，除印度、中国外，中东、东欧、亚洲其他国家成为新的外包目的地，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2008年时，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东软不转型，5年之内就会无利可图，甚至死掉。



成熟期：洞察未来，勇于变革


HBR中文版：
 2008年，东软决定从B2B转型为B2C，这是东软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转型？


刘积仁：
 是的，2008年之前，东软虽然走过了3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的商业模式都是B2B，变化主要体现为技术、产品、市场区域。而2008年之后，东软要从B2B转型到B2C，商业模式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转型为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司，软件产品需要向日用品、消费品的方向演化，需要融入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和文化，要求我们近距离了解消费者，向消费者学习，否则，就很难创造出迅速普及的产品。




HBR中文版：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积仁：
 有三个核心挑战，一，企业文化和思维方式支持这种转变吗？二，领导力、组织能力适合这个转变吗？三，能否选择到正确的战略？




HBR中文版：
 然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刘积仁：
 我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提出新的目标：从以人力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产品、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次转型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始终沿着这个方向在走。




HBR中文版：
 宣誓目标之后，战略上你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刘积仁：
 我们的战略是超越技术（Beyond technique），我们力图通过这个战略，实现技术与行业的融合，向顾客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次转型的难度远非往次可比，这次转型的时间跨度会很长，你已经不可能像历次转型那样，一喊冲锋，企业就能变轨，我们需要构造出创新型企业的能力，要一边生存，一边为转型积累资源，一边转型。




HBR中文版：
 你是如何制定战略的？


刘积仁：
 我们追求一种持续性的创新，不追求颠覆性的创新。制定战略时，我们不断追问：这个战略真的适合我们吗？我特别强调不要牺牲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这需要我们对自身能力、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进行准确的评估。我通常用三个维度来确认一个战略是否适合我们：一，时间积累。我们强调在既有基础上进行创造，从而保证持续赢得竞争优势，而不是去做一个你自以为能成功，但目前自己没有基础的东西。二，市场基础。我之所以做这件事，因为它是在既有基础之上的一个创新，建立在既有市场份额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个份额，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个基础，这保证了我们能够做得比别人好。三，这个创新本来就是我取得成功的领域，现在，我只是更进一步，改变了商业模式，相比于其它对手，我仍然更有机会成功。




HBR中文版：
 超越技术战略符合这个战略制定方法吗？


刘积仁：
 超越技术战略，当然是以此前的行业解决方案市场为基础，这个事，我做了10年，其他人要做它，不花10年也得花3年，比如面向汽车行业，以前，我们只是按照汽车厂商的要求开发软件，超越技术战略下，我们把自行研发的汽车信息系统安装到国内外合作厂商生产的新车上，最终双方按照汽车销量进行利润分成，虽然商业模式完全改变了，但它所要求的能力基础是延续的，这保证了我们的胜算。



超越技术：实施大融合


HBR中文版：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曾评价说：“超越技术营造了一个能达到共赢的生态系统，这是我在任何一本商业书籍中都不曾见到过的创新理念。”


刘积仁：
 大前研一就是超越自身的典范。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发表了170多本书，他的书不拘一格，有2/3是经济类的，其余都是五花八门的有关玩的体会。他认为，人必须把玩和工作联系在一起。60岁生日时，他在东京开了一场音乐会，全世界去了2000多人，都是他的朋友。他和老伴演奏了一场音乐会，他吹萨克斯，太太吹笛子。现在，即便60多岁了，每一年他都会去滑雪，生活特别多元化，他一直把生活与事业融合在一起。




HBR中文版：
 你从大前研一身上感知到了“超越技术”的意义？


刘积仁：
 他超越了自身的专业，把工作、玩、生活融合在了一起，使他对任何事情的看法保持着客观性和系统性，他善于从整体去感知事物，而不是孤立看待事物。所以，不管做什么行业，都应该对别的行业充满热情，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工作之外的事，不但要好奇，还要认真，不要以为这会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恰恰相反，这会对你的事业带来很大帮助，我们是做技术的，所以要超越技术。所以，你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超越自己的社会分工，超越自己的圈子和网络，这样一定会受益匪浅。




HBR中文版：
 落实到业务层面，超越技术战略为东软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改变？


刘积仁：
 当时我们描述了3个目标：一，更多的医生、会计师、顾问师、保险专家加盟东软；二，超越区域和文化展开多方合作，形成战略联盟，组成新的生态系统，走出了完全靠自身力量发展的状态；三，产品形态服务化。




HBR中文版：
 从执行的角度上看，“超越技术”的关键是什么？


刘积仁：
 关键是通过融合实施创新。我告诉大家，如果不能把技术与外部其他要素融合到一起，东软就没有价值，我们要实现三个层面的融合：首先是技术和应用的融合，以后不能只谈技术了，需要把技术放到应用的场景中去，把它们融合之后，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然后放到市场中去；其次，技术要跟资本融合，持续与资本互动。没有资本的推动，技术不可能迅速转化为产品；其三，技术要与市场融合。比如做社保行业，如果技术人员只懂技术是不行的，他需要理解客户的真正需求，我们要有能力告诉客户做什么，而不是让客户告诉我们。所以要超越既有的知识范畴，要了解客户的专业，最终理解、洞察、创造客户需求。




HBR中文版：
 基于融合，组织方面做出了哪些改变？


刘积仁：
 其一，人与人的融合。以前，我们的员工都是IT人，实施超越技术后，纳入了更多的非IT员工加入，东软旗下的健康管理平台熙康公司的1000多名员工中，有500个是医生和护士，软件工程师和医务工作者就要进行充分的融合，我们称之为从IT到IP（internet people）的转变。其二，与外部组织的融合。积极与国内外相关机构跨行业合作，与医院、医生成为合作伙伴，通过战略联盟的形式实现融合。相反，如果不实现融合，结果是，要么发展速度太慢，要么无法学到真正想学的东西。




HBR中文版：
 融合的目标是创新。基于融合和创新，CEO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刘积仁：
 作为CEO，首先要承担风险。熙康项目，刚开始是最艰难的，我们向医院和医生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图画，但他们处处怀疑，这图画能够落实吗？而这种来自外部的不认同也会传导到团队中来。这时，领导者要发挥破冰的作用，要支持大家去做，同时领导者要承担风险，为他们铺出一条路来，否则，风险随时会把创新项目吞没。其二，创新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我十分注重“参与”，和大家一起做，我会以一个工程师的身份参与到每个环节的工作中，招人，面试，项目讨论，市场营销，等等，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参加，我甚至还给大家写PPT。



CEO角色：领导与参与


HBR中文版：
 亲自“参与”到业务层面，你如何解决分歧？


刘积仁：
 刚开始，大家难免纠结，CEO和大家在一起讨论业务，遇到分歧，大家可能本能地认为应该按照CEO的想法去做。这时，我会告诉大家，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局面，我要求大家以问题为导向，就事论事，做对做错没有关系。慢慢地，大家完全接受了我的“参与”。这样的好处是，在创新过程中，我能够真正倾听到大家的想法，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与他们一起面对挑战，一起商议办法，有利于与员工高效达成共识，保证战略执行的有效性。




HBR中文版：
 在创新最前线，你作为CEO的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


刘积仁：
 我在前面，就等于为创新开了特区。创新项目烧钱很猛，来自高层以及不同部门的怀疑很多。我在项目里头，真实地了解到项目进程，随时与大家保持多层次的沟通并答疑解难，一旦生死攸关时刻，我还可以成为最后一道防火墙。拿熙康案例来说，前期投入非常大，一直亏损，看不到成果，如果按照东软已经成熟了的考核标准，熙康随时可能被拿下，我的作用就是保障它，支持它。




HBR中文版：
 一个创新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时，你可以退出“参与”？


刘积仁：
 创新组织需要创新文化，在大企业里头搞创新，通常会面临内部文化冲突，一个普通员工或者一个部门很难承担创新文化的建设，因此，需要CEO建立一支别动队，用特殊方法承担特殊使命，一旦完成突破，新的组织体系也就成形了，会有一个新模式出来，创新项目也就进入了正常的轨道，这时，CEO就可以离得远一点，没有必要事事参与了。




HBR中文版：
 你如何把握“参与”与“授权”的平衡？


刘积仁：
 对于东软整体的管理，我一直都很注重授权，给部门负责人权力和空间，对于我参与的创新项目，一旦它进入轨道，我也会适时放手。在东软，我的权力始终保持在有限状态下，我们把公司定位为员工的平台，让大家永远有创业感。授权的同时，我一定会把压力和责任传递给大家，我与大家讲，创办东软时，第一年只有3万元的预算，照样可以制定出发展战略。现在，东软每年有上亿元的预算，还有团队、市场和品牌，这么好的条件，如果你不能创业成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




HBR中文版：
 如何通过授权机制激发基层组织活力？


刘积仁：
 东软走到今天这一步，核心要务就是激励基层，让基层组织更有活力。公司达到2万人以上了，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如果基层失去活力，整个公司的创新动力就会丢失。我们每一年举行一次项目答辩会，各个部门提出新项目和项目预算，我们统一进行审核，一旦通过，预算怎么花，战略怎么定，都是部门的事，我给部门足够的权力和空间，部门需要对结果负责。我们还会加大力度，让组织越来越简化，使整个公司平台化。




HBR中文版：
 如何在项目实施之前管控风险？


刘积仁：
 在决定一个项目时，我有一个习惯，至少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没人想到做这件事吗？你比别人钱多？你比别人动作快？你有技术，别人根本超不出你？把这几个问题写在纸上之后，然后一个个回答出来，如果回答不出，这个项目就不做了。因为它如果真是你该做的，一定是可以写下来的，在写的过程中，就会把虚假的东西去掉。比如，对于上面的问题，你打的是√，就肯定是虚假的，因为总有别人能想到，只是你不知道；总有别人比你更有钱；你有人才，这可能不完全虚假，但人才是移动的，你无法独占；只有你能做，别人不能做，这也不可能，你能做的，别人也一定能做到。




HBR中文版：
 在充分授权过程中如何管控风险？


刘积仁：
 第一，是用人的风险。作为领导，首先要准确地对人作出判断；第二，是战略的风险。战争正式打响之前，得先把整个战役的打法给我说清楚，我同意之后，你才可以去打，也就是说，我事先要非常细致地审查你的战略和计划，在答辩会上，我会花很长时间与你进行讨论，战役一旦打响，我就变身为观战者，只要正常推进，我绝不干涉；第三，意外管控。如果出了意外，我会用一整套的风险管控机制加以干预。




HBR中文版：
 东软事业部一级的管理者，多数都是从东软创业开始加入一直干到现在的，这在中国的IT企业中非常少见。你们核心管理团队一直保持稳定的秘诀是什么？


刘积仁：
 其一，我始终认为，我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让团队成员有权力，有施展空间。其二，我会给他们充分的信任，也要给他们约束，这与董事会、股东大会给我的约束是一样的。其三，如果人没有了，就谈不上有技术了，资产也无法保持，所以对人的理解是最关键的。一定要以人为核心，了解人的需求。我经常要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工作？你给他带来了好处了吗？如果我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的组织能力已经在打折扣了。




HBR中文版：
 从2008年实施超越技术战略以来，东软的国际化战略是弱化了还是增强了？


刘积仁：
 东软的国际化从来没有弱化，而是始终在增强。目前2万员工，有6000人从事国际化业务。未来10年之内，国际业务的营业额要从目前的30%提升至60%，届时，东软会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全球性软件企业。




HBR中文版：
 超越技术战略还需要多久可以明显爆发出力量？


刘积仁：
 未来5年吧。




HBR中文版：
 东软23年，你最核心的管理体会是什么？


刘积仁：
 企业在不同时期要有不同活法，一边生存一边寻找下一个阶段的活法，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所以要持续打造生命力，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为与环境之间的争斗。企业无法选择环境，看一个企业能不能生存好，实质是看在它所处的环境中能否成长起来。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市场，环境变化如此之快，企业需要不间断地打造出新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对环境始终保持敏感，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始终保持敏感，同时，对自身资源和弱点始终有清晰的认识，还要始终用理想主义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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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刘积仁

东软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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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时间：
 1955年8月


毕业院校：
 东北大学


社会职务：
 兼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世界经济论坛新兴跨国公司议程理事会成员，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等职。


简介：
 1988年刘积仁留美学成归来， 33岁即获破格提升，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1991年，他创办了东软。在中国，教师出身的成功企业家不在少数，但能够始终将教授、企业家两种角色统为一体的人并不多见，刘积仁做到了。他认为这两个角色有十分雷同的地方：都要对难题感兴趣，都有极强的好奇心，都善于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认为，所有的成功都产生于克服困难的过程之中，而一个人的能力高低与他所遇到的困难数量和程度是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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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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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购物时，他所属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会购买哪种商品。通过强调某种身份，然后重新定义或改变这种身份，用户行为能够得以重塑。公司可以引导甚至为用户创建新身份，得到所期望的用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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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用户行为常与市场营销研究预测大相迳庭。




原因


用户对某种产品或品牌的反应受其所属社会群体影响。情境的微妙变化都能让用户迅速转换其社会身份，并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解决方法


市场营销研究及用户体验设计应更多利用社会身份。通过强调某种身份，然后重新定义或改变这种身份，用户行为能够得以重塑。公司也可以迅速为用户创建新身份，从而得到所期望的用户反应。






用
 户为何言行不一？以家电制造商伊莱克斯为例，这家公司根据用户反馈，曾决定免费提供洗衣机给用户，但洗衣机内置智能装置，能够按用户洗衣次数收费。

在方案实施前公司通过调查得知，这个模式大受用户好评，原因是：伊莱克斯洗衣机没有预付成本，用电更少，可以免费升级更新，同时因为洗衣机有诊断自身故障的功能，能进行更快、更精确的维修。所以这就是未来洗衣模式？然而，方案在瑞典试运行时，几乎无人申请使用免费洗衣机，这个项目最终被搁置。

很多营销人员认为，这类事件就是在警示他们不要仅凭臆想做决定，否则就会遭遇同样的挫败。但这不是项目失败的全部原因。另一诱因是社会身份。

人类是高度社会化动物，隶属于多个社会群体，而且每个群体的身份都截然不同。你可能是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印度教徒，可能是美国人或俄罗斯人，还可能是教授或音乐家等。但人不会同时使用所有身份，比如你在教堂做礼拜时不太可能展现红袜棒球队球迷的一面，或者你在芬威球场（Fenway Park）看球时，不会特别想起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用户的社会身份对营销人员来说很重要，因为在某个特定时刻，它可以左右人的行为。有些行为与用户所属的群体行为一致，有些则相悖。职位相同的人，比如成功的运动员或首席执行官，很可能买相似的车，读相似的杂志，那并不是巧合。当你购物时，你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判断有可能决定你购买哪种商品。

如果营销人员想凭售前或售后调查问卷了解用户在购物时的社会身份，那会非常困难。社会情境的些许变化都能瞬间改变我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判断。比如，我们在头等舱旅客休息室候机时，也许会想找一本《哈佛商业评论》看，不仅是因为想读杂志内容，还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想强调自己成功高管的身份。但如果我们在休息室里和邻座碰巧对上话，还谈到了休息室的背景音乐，我们可能就会挑一本音乐杂志，以强调自己摇滚乐迷的身份。

这充分解释了伊莱克斯的试验为何失败。人们在回答用户调查问卷上的问题时，会将自己归类于“市场调查对象”，并以此身份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持开放态度，同时尽量客观地评判新服务方案。但实际上，出租洗衣机模式与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不符：中产家庭不需要租赁家用电器。他们也不需要按洗衣次数付费，那会显得他们像低收入家庭，因为有些低收入家庭就是按次付费。洗衣机的目标用户不想让别人质疑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

我们在过去5年中研究了社会身份如何影响用户行为，并和各界组织都有合作，涉及领域包括消费品行业、零售业、专业服务业和慈善业等。我们会在下文说明，公司如何影响目标消费者对其社会身份的认同，甚至轻松让消费者接受一个新身份。现在我们先仔细研究一下社会身份的动态变化。



社会身份如何转换？

我们都清楚自己的模样，或者自己是谁，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概念。社会身份是我们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判断自己隶属于哪一群体来认定自己的社会身份。

这个概念听起来比较抽象，我们可以分两部分理解。首先，我们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些群体。在任何时刻，我们的行为和所处环境都让我们联系到自己所属的某个群体。举例而言，我们在健身房锻炼时，也许会认定自己属于身体健康的群体，而不太可能认为自己和爱喝酒的人是同类。

其次，我们认为每个群体都有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所以在健身房的时候，我们买健身饮料佳得乐，不仅是因为饮料味道好，营养高，还因为我们潜意识想表明，我们属于关注健康的那类人。我们根据社会情境选择社会身份，并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彰显出我们的独特性与社会地位。

关于人为何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的最新研究，进一步说明了社会身份的作用。你也许认为，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约能源成本或保护环境。但实际上，根本原因是他们的邻居装了太阳能板。你所住的社区有力凸显了一种社会身份，并左右了你对家居装修的看法。如果你发现周围的房子都安有太阳能板，就会觉得自己家也该装上太阳能板。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实验得出惊人发现：社会身份可以被轻松、快速地调换。他们召集了一些曼联队球迷并告诉这些人，他们想了解当一个球迷意味着什么。研究对象一分为二，分别以曼联球迷和普通球迷身份接受访谈。

这些球迷接下来被分批带到另一地点。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不小心从楼梯上跌落，但其实那是一个特技演员假装的。特技演员有时穿曼联队球衣，有时穿曼联劲敌利物浦队的球衣；其他情况下，他穿的是普通T恤衫。研究人员想知道这位“跌伤者”对球队的偏好，会否影响到研究对象提供帮助的意愿。

结果很清楚。若研究对象以曼联球迷的身份受访，他们更愿意帮助穿曼联队球衣或普通T恤衫的跌伤者，而不是穿利物浦球衣的人。以普通球迷身份受访的研究对象则更愿意帮助穿球衣的人，而比较不在乎这个人所穿球衣是哪一队的。

这个实验清楚地反映了我们的社会身份随情境的变化而转换；谁在我们身旁或我们被告知什么，都能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判定。我们可以把社会身份想象成无线电台：每个人都在潜意识里转动收音机按钮，直到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和所处环境的电台。这个电台帮我们最大程度地理解社会环境。但不管有多少个电台在运行，我们在同一时间只能选择一个电台。但在不同时段，我们可以转换电台，或者说转换身份。



操控社会身份

一名超市购物者可能有多重社会身份，比如厨师、负责预算的家庭成员、好客的宴会主人等等。这些身份都会影响他的购物决定。

对营销人员来说，社会身份的利用价值不言而喻。如果社会身份可以影响用户的决定，公司的营销策略就应鼓励用户认同一个能激发他们以下行为的身份：浏览网站、购买及向他人介绍产品或服务、关注产品或服务价值、帮助设计更佳产品。

公司首先要做的是，将关注点从消费者的态度转移到消费者的社会自我上。一旦你作出这个改变，就容易判断出消费者购买某品牌商品时选择的是哪个身份。举例来说，一个超市购物者可能有多个社会身份，比如厨师、负责预算的家庭成员、好客的宴会主人等等。你可以运用访谈和其他研究技巧，找出可能影响目标消费者购买决定的社会身份。

但回顾访谈无法弄清消费者在何时选了何种身份。要想了解这一点，营销人员应观察消费者一段时间。具体方法可以是在用户购物时，你可以利用技术或亲自跟随他们一同购物。在某些领域，通过仔细分析社交媒体信息，你可以对不同社会情境有一定认识。另一做法是实时追踪调查，即要求消费者每碰到一个品牌，都要用短信向调查者汇报。（请见《即时直观的消费体验》一文，《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9月刊。）

联合利华为其止汗剂产品Axe（在一些国家名为Lynx）做市场宣传时，就采取了实时追踪法。产品广告侧重于宣传Axe如何能让目标消费者——年轻男性更能吸引女性。广告发布后，除了在意大利反响不大，在其他国家都很成功。公司高管起初感到很困惑，但通过实时追踪调查，他们发现症结所在：很多意大利年轻男性还和父母一同居住，所以他们在家里看到电视上的广告时，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孝顺儿子”，而不是“单身男性”。因为广告宣传的内容不宜同母亲一同观看，所以他们很抗拒这个广告。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当年轻男性晚上出去和同伴玩时，让他们在广告牌上看到Axe广告。另外，公司雇年轻妖娆的女性，让她们打扮成“Axe警察”，往年轻男性身上喷Axe。于是，同样的目标消费者和同样的信息就在不同的社会身份情境下传递出去。

营销人员确定了消费者在不同情境下的社会身份后，就可以制定战略，从而实现以下目标：


增强信号强度。
 若消费者认为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形象健康、良好，他们就会选择最能表明其群体成员身份的产品。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的营销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2014年9月，普锐斯销量已经占全美混合动力车销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普锐斯在美国累计销量是其最大竞争对手本田思域销量的7倍。

这两款车最主要的区别是：普锐斯只有混合动力车型，而且外观与丰田传统汽油动力汽车截然不同。相比之下，本田混合动力车的生产线还出产外观相似的传统汽车。如果你驾驶普锐斯，那你的车只能是混合动力车；但如果你开的是思域，别人无法知道你的车是否是混合动力车，除非他们能瞄到汽车尾部的混合动力标识。换句话说，普锐斯给自认是环保人士者更多机会，展示自己的环保信誉，也让这一群体更加稳固。


迎合用户身份。
 有些情况下，公司的产品宣传理念可能与用户所属群体的行为模式相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改变宣传措辞。

雀巢在20世纪50年代推出第一款速溶咖啡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产品最开始打出节省时间的旗号，宣称用户再也不用花10分钟煮一壶咖啡了。但速溶咖啡并没有流行起来，原因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说法与大多数女性的身份概念冲突。在那个年代，多数女性为了当辛勤工作老公的完美主妇，感到压力很大。因此，雀巢改变了营销策略。新广告没有宣扬产品可以缩短主妇为丈夫泡咖啡的时间，而是声称产品能帮主妇省出更多时间来照顾丈夫。也许在今天，这个口号听起来既老套又无礼。但在当时，这种措辞非常有效。雀巢速溶咖啡销量在20世纪50年代涨了两倍，到70年代，销量涨了12倍。


添加新行为。
 只靠一种行为并不能断定消费者的社会身份；确定身份需要一组行为。因此，营销人员可以尝试添加新行为到已知行为组中，比如给一个群体提出新目标。

举例来说，Jeep的全地形车让车主能应对各种复杂路况，自由驰骋。Jeep一直都是“友好的生态越野”（Tread Lightly）计划支持者。这个计划号召人们尊重、保护、享受野外环境，而Jeep也鼓励车主在野外负责任驾驶，比如尽量不在荒野地区留下车痕。在车主周末聚会时，Jeep还特别邀请最热衷于野外驾驶的车主教授越野道路驾驶技巧。

Jeep通过这种方式给Jeep车主所属的社会群体设定了保护自然的目标，并请群体成员照这个目标约束自己的行为。有经验的Jeep用户自愿教授培训课程，并借此提高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新手会参加培训，学习新技能。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对环境的尊重，也是为了让自己更融入这个群体。Jeep通过开展这个培训项目，以最低成本提高了品牌口碑，并因此抬高了用户推荐率和重复购买率。


引导身份认同。
 产品的价值主张有时会与目标用户社会身份的行为模式相悖。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公司会利用多种方式，激发或引导用户选择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身份。

联合利华为提倡减少全球用水量，推出一款名为“一洗柔顺”（Comfort One Rinse）的衣物柔顺剂。这种产品耗水量比大多数柔顺剂都少。客观来讲，在一些水资源缺乏的亚洲国家，像印度、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一洗柔顺”有一定优势。在产品试销阶段，它的反响良好。但“一洗柔顺”品牌营销团队之后发现，产品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用水量也没有变化。

这是因为在很多“一洗柔顺”的销售地区，女性在公共区域洗衣。当女性从事这项工作时，她们的预定社会身份是“勤劳的母亲”。如果她们只用一桶水洗衣服，就好像在偷懒；相较之下，三桶水更能强调她们的身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利华尝试引导用户选择另一种“聪明的、有见识的主妇”身份，并制定一系列推广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发放实用的家政手册，里面介绍了节省金钱和时间的小窍门。另一方案是在当地女性洗衣时，提供让她们学习节水的课程。此外，电视广告减少了对产品配方的宣传，侧重于描绘聪明女性在一起洗衣服，用水少是可取的。这些方案似乎取得一些效果，因为“一洗柔顺”的销量在过去3年里涨了66％。

有时候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用户很难被归属到一个特定群体中。或者这个群体可能是由负面经历塑造的，航空旅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旅客，包括商务舱旅客都认为，自己坐飞机时吃了不少苦；即使有时不难受了，还是觉得无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让航空旅客选择一种更正面的身份。

达美航空的创新项目“Innovation Class Program”引导用户选择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高端身份。具体做法是：如果企业家乘坐达美航空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和某位商界领袖在商务舱相伴而坐。商界领袖和企业家都代表杰出商业人士，乘坐达美航班的旅客乐于接受这个新身份。该项目还改变了乘客对航空旅行的看法，认为它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而是一个学习机会。

营销人员不仅可以利用社会身份了解用户当前社会行为，还可以创造新的社会身份，从而加深与现有用户的关系，同时吸引新用户。以下我们来看详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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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新身份

公司利用既有用户的社会身份，建立社群获利的想法不算新颖。摩托车制造商哈雷创立的哈雷车主会就是一个聚集忠实用户群的典型例子。还有麦肯锡组织的著名“校友会”，对这家咨询公司业务拓展起到重要作用。公司早就意识到围绕公司产品、服务和品牌，为用户创建共同身份的可行性，而且对这类项目投入重金。

但以上方法都只针对既有用户。实际上它们是管理用户忠诚度及扩大现有用户群的工具。大多数情况下，社群对应的是既有社会身份。因此为还没打出品牌或未发行的新产品建立潜在用户群，就显得不太实际。

但是在商业范畴外，还有大量针对身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对群体形成的实验表明，社会身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瞬间被创造出来。一些实验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所做的实验（见后文《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的启示》

 ）。由此可见，创建新社会身份并不需要大量投入。

全盘考虑后，我们想知道：营销人员是否可以迅速建立临时群体，并引导他们接受全新社会身份和独特行为模式。如果可以，那营销人员就拥有了一种强大工具。不仅仅是拥有大量资金的成熟企业营销人员，一切公司的营销人员都可以利用这一工具来宣传没有任何用户关系的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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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的启示

菲利普·津巴多在1971年进行了一项实验。该实验后来成为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实验征募了一批大学生，并让他们参与角色扮演练习。练习道具和资金由美国军方提供，因为他们想通过这个实验来了解狱警与犯人发生冲突的原因。

津巴多随机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为狱警，另一组为犯人。他惊讶地发现，两组受试者都很入戏。狱警很快就变得非常权威，而犯人在经历最初的反抗后，也以相同的速度，被动或者说几乎无助地接受了自己的角色。但狱警行为迅速变得过于极端，组织者担心扮演犯人的受试者受到严重伤害，突然中止实验。整个实验只持续了6天。

起初，评论家指出，这个实验说明了暴民统治的危害。但我们应考虑到，在那个年代，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从社会身份角度考虑，给出的解读是，受试者的行为受制于新的社会身份，即狱警或犯人。此外，群体成员还企图以新身份超越他人。比如在本实验中，狱警对犯人残酷的身体和心理折磨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实验戛然而止。

这项实验的另一个启示是，受试者的行为变化非常快，而且让他们接受新身份并不需要太多投入。这说明人类可以很快找到并认同新社会身份。

（返回阅读原文
 ）





20分钟创建新身份

如果我们要促成某种行为，不一定非要找到已有对应态度的消费者。我们“制造”的社会身份会促使他们做出这些行为。

为测试这个想法，我们虚构了一个水果冰沙品牌。这个品牌打出的旗号是健康与方便。我们请消费者帮忙设计营销方案，并对一些草拟方案作出评估。

消费者被随机分成3组。我们告诉第一组受试者，他们拥有卓越的创意技巧；告诉第二组组员，他们就是市场营销研究的普通受试者。我们的目的是为第一组创建一个更独特的社会身份，并且在实验中不断地强化这个独特身份。举例而言，我们给第一组取名为“创造性视野小组”，并不断向小组成员展示这个组名。在比其他组成员更具创造力的名义下，第一组成员表现得更有创意。

我们给第三组创建的是另一种独特身份。我们告诉组员，公司的目标是推出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品牌。这个品牌主张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但第一组和第二组则被告知，公司的目标就是推出一个成功的品牌。最后，我们建立了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一个与产品质量（创意）有关，另一个与公司目标（可持续发展）相关。

营销团队规定了所有受试者的行为，比如仔细审阅营销资料，承诺买这款产品，答应担任品牌合作的慈善组织志愿者以及捐款给这些组织。研究快结束时我们追查了这些行为，并衡量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强度。

结果很明显：行为更符合公司规定的受试者是那两个被设定了独特社会身份的小组。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出现得非常迅速。受试者评估新产品市场营销资料的时间不受限制，他们平均花27分钟完成整个测试。测试流程为：先审阅两份营销方案，然后回答一系列问题，最后检查答案。我们发现，通常在15分钟内，我们就可以在有独特社会身份的小组中，观察到符合规定的行为。整体来看，只要20分钟就能创建一个有特定行为模式的社会身份。

此外，不管受试者此前态度如何，他们都会按规定行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组的组员为例，不论他们之前是否关注过环保，都接受了支持环保的行为规定。社会身份是激发某种特定行为的惟一动力。不借助社会身份，很难让消费者做出这些行为。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促成某种行为，不一定非要找到已有对应态度的消费者。我们“制造”的社会身份会促使他们做出这些行为。如果一个20分钟前还不为人所知的品牌都能得到这种结果，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每个营销人员都能实现以上效果。

一些公司已经采取类似于上述实验的做法。菲多利（Frito-Lay）公司的创新项目——“冲击超级碗”（Crash the Super Bowl）大赛自2007年起，就邀请消费者为多力多滋玉米片（Doritos）制作自己的广告，并传到网络上。网友通过投票评出最好的广告，然后这支广告就可在橄榄球比赛期间播出。冲击超级碗大赛通过给参赛者群体设定目标，即当选《今日美国》“广告风向标”评选的晚间段最有效广告，将昂贵的橄榄球比赛广告高效众包出去。冲击超级碗大赛的广告已有3次在“广告风向标”的评选中夺冠。

这项大赛是通过创建新身份来进行市场营销的典型例子。连续7周，大赛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参与品牌的网上互动。他们上传了上千条广告，并对其进行投票。大赛还获得了大量媒体的正面报道。

菲多利公司建立了一个有独特社会身份的群体。这个群体标榜创新，并与公司紧密互动。群体成员与广告公司的直接竞争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的地位与独特性，从而加强了身份认同感。谁不想说自己比世界顶尖广告公司更具创意呢？此外，这一身份还改变了成员对多力多滋的看法。

为让消费者认同某一产品，营销人员通常选择建立一个社群，并斥巨资维系这个社群。这当然是很好的战略。但其他方式能带来更多机会。我们此前介绍的实验表明，让消费者更换身份，甚至给他们创造新身份都并非难事。

我们认为，用户的社会身份变来变去，导致他们在交流想法及品牌体验时受到干扰。面对这种状况，营销人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控制用户的身份转换频率，创造新身份供其选择，并缓解与用户沟通不畅的问题。这既能让用户和公司受益，又能让营销人员顺利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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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IT、财务和人力等职能部门饱受诟病。通过分析这些职能部门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或变革期），企业能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令它们重回正轨，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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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职能部门地位不断提升，但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职能部门贡献不足。




原因


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职能部门面临不同挑战。早期，职能部门管理者可能对职责范围不够明确；之后，职能部门可能扩张过度、机构冗杂，无法满足所服务的业务部门需求。




解决方案


本文针对职能部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提出建议。早期，管理者应限制本部门规模，先向公司少数几个部门证明自身价值；之后，管理者应明确其业务价值，并与直线管理者加强合作。






随
 着事业部制大型企业运营标准化和集中化程度的提高，财务、人力、IT、营销和战略等传统职能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在扩大。

同时，风险管理和合规等新型职能部门应运而生。我们与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柯利斯（David Collis）对北美和欧洲761家大型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2007年至2010年，近1/3企业的职能部门数量上升，只有不到10%下降；3/4企业的管理者认为职能部门影响力上升。

但对职能部门绩效的批评和质疑也在增多。只有不到10%的企业对总部效能非常满意；直线管理者意见最大，认为职能部门干预过多、官僚主义和服务意识差。2013年对一家企业职能部门和业务单元领导者的调查显示，10位业务管理者中只有两人认为职能部门贡献很大。“某职能部门认为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从总部发号施令，”一位业务领导者说，“这差点毁了公司。”

职能部门为何表现不佳？解决方案何在？为找出答案，我们对30家欧洲事业部制企业的50位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访谈。样本企业主要来自英国、瑞士和德国，包括ABB集团、安联保险、瑞信、戴姆勒、摩根大通、西门子、瑞银和联合利华等财富500强企业。通过分析访谈及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企业职能部门的生命周期可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面临特定困难和挑战（见后文《企业职能部门的生命周期》

 ）。下文将详解每个阶段的挑战，并分别给出解决方案。



阶段1：初创期

企业设立新职能部门，如IT或风控部门，一般是为业务运营提供指导、创造规模效益或提供其他便利。例如，德国工程巨头西门子公司2008年决定采取集中化供应链管理。当时公司全球总采购额为420亿欧元，其中仅30%为集团统一采购。公司预计集中管理采购可节省30亿欧元，使成本与主要竞争者基本持平。

但管理者如果急于抓住这类机会，就将忽略新职能部门可能遇到的问题：新部门未必能服务于所有业务部门，职责范围往往不够清晰，人手也可能成问题。新成立的职能部门通常从其他职能部门调人，再新招聘一些人；但内部人可能缺乏相关经验，外部人则对公司不够了解，不易被老员工接受。开始时所有人都将举步维艰。

新设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面临压力，需要证明本部门存在的意义，并在职责和可用资源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让部门迅速运转起来。新职能部门在创造价值之前会给其他部门增加负担，且难免犯错。这都会使业务领导者视之为累赘而非帮手。一旦不信任形成，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对来自业务部门的阻力感到不满，形成恶性循环。

职能部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研究显示，如果新设职能部门先有意识地收缩阵线、控制规模，而非一上来就全面出击，会更有可能取得长期成功。下面来看具体做法。


缩小职责范围。
 明智的新职能部门领导者不会试图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业务部门容易接受的角度，尽可能先完成难度不大的任务。罗杰·康拉斯（Roger Camrass）曾受富士欧洲委托，组建销售支持部门，任务是帮助各国业务团队提升技能，拓展业务。康拉斯发现这份工作自由度非常大，可选择的工作内容很多，如帮助各团队招聘能力更强的员工、培训现有人员、为零售或能源等部门制定战略、设计竞标流程、拓展大客户和拟定营销方针等等。

康拉斯并未选择同时探索几项工作，而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集中精力进行客户拓展。为此，他邀请几家大公司参加“分享活动”：几位客户企业管理者提出需求，几位富士管理者分享技能和经验。康拉斯曾从事咨询业，对此经验丰富。这些活动收效不错，为公司带来几个重要客户。康拉斯的团队迅速在公司内赢得信任。


限制团队规模。
 运转良好的职能部门初期通常规模不大，仅由几名能力强的成员组成。康拉斯开始仅邀请几名以前共事过的资深咨询师和企业高管加入团队，他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有足够能力帮助各国业务团队揽到客户，并与各事业部建立建设性关系。此后，康拉斯开始慢慢让团队参与更多工作，但只有找到能力匹配的人选时才扩充规模。

有些新设职能部门只有获得公司认可后才继续招人。刚成立时，部门负责人会请公司高层推荐条件符合的管理者暂时加入。


选择合作对象。
 在很多大型集团企业，新设职能部门同时与太多业务部门打交道，精力过于分散，对哪个部门的需求都不够了解。职能部门应集中力量，先与一两个业务部门合作，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投入的业务部门，这样更容易了解对方需求、建立合作关系。康拉斯先与他在加入富士之前就打过交道的部门合作，并且该部门对客户战略的重要性已有了解。虽然其他部门更需要康拉斯部门的帮助，但它们对此认识不足。因此康拉斯等到先帮一个部门赢得重要客户后，再开始接触其他部门。



阶段2：成长期

职能部门取得初步成功并与业务部门建立良好关系后，管理者会想做更多事情。例如，人才管理部门可能想扩大业务范围，为中层管理者制定职业规划；战略规划部门可能想为业务部门提供咨询服务。职能部门取得初步成功后，公司CEO会减少干预，并赋予其更大发挥空间。一般来说，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利用扩大的自主权开展更多业务。

这种扩张的结果是，职能部门开始拓展一系列不同业务，而每种业务需要与业务部门建立的关系都不同。例如，一种业务可能涉及制定政策、规范流程，另一种业务可能是提供服务，还有的业务涉及与其他部门合作改善工作方式。这些任务需要不同类型的管理者：善于制定政策的人很少善于服务，反之亦然。此外，随着职能部门职责扩展，业务部门负担加重，双方关系复杂化，合作初期的友善气氛可能一去不复返。

如何限制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明确其角色定位并防止与业务部门冲突？我们的研究显示，最佳做法是对新业务严格论证，以此限制职能部门的业务范围。


明确业务价值。
 公司战略通常更关注资产的买卖和业务的进入及退出，而非如何为已有业务增加价值。职能部门领导者应更加明确如何提升已有业务的价值。丹麦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负责人和其他高管明确了3种提升价值的途径：即使在景气时也设法降低成本；做有关资产的决策时把握正确时机；建设本行业最好的管理团队。这位负责人随后逐一评估人力部门的业务是否从这3方面提升了公司竞争力，并作出必要调整：例如领导力发展培训更着重围绕上述3种价值进行，对各部门管理者的评估更注重考查他们对这3方面的贡献。他还完全取消了某些业务，将部分人才管理和组织建设职责转给业务部门。

业务领导者时常抱怨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协同。一个解决方案是，用表格清晰标出每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对应哪种价值，以及每位职能部门管理者如何支持其他职能部门。在这家丹麦公司，人力与财务部门合作设计绩效评估指标，即使利润率高时也关注成本控制。


评估绩效并论证新项目。
 公司总部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通常只采取员工和负责人对话的形式，内容不外乎评估员工是否完成预先规定的任务。较好的做法是，职能部门负责人请业务部门管理者参与绩效评估。一家荷兰运输公司要求每个职能部门向业务部门报告其战略，并解释其工作如何增加价值；业务部门可以延迟采纳甚至拒绝职能部门提出的方案。例如，战略部习惯做经济形势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做战略规划；但事业部认为这对其规划工作帮助不大，于是下一年这项业务就取消了。


保持精简。
 如果职能部门规模受限，它会把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工作上。西门子中央研究院技术组合战略负责人乌尔里希·沃尔（Ulrich Wöhrl）告诉我们：“中央研究院希望巩固其核心地位，参与方案设计、项目合作、工作坊、指导委员会、关键战略咨询、流程重塑和招聘等各项工作，但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对公司影响最大的核心工作上。我们致力于为关键问题提供答案，如‘西门子各业务单元在创新方面竞争力如何？’、‘对我们业务的颠覆性威胁和最重要的机会在哪里？’。在这些工作中，我们的固定合作对象是各事业部首席技术官；由于资源有限，我们只能偶尔与研发负责人和事业部CEO沟通，而无法建立并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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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
返回阅读原文

 ）

阶段3：成熟期

职能部门走上正轨、职责范围明确后，领导者会更关注提升绩效。由于制定绩效评估标准比较困难，职能部门领导者一般与卓越企业类似部门对标，开始寻找最佳实践。

参考其他企业职能部门的实践会激发创意、提升效率，但如果只是模仿同行，职能部门就可能对本企业业务部门的具体需求关注不足。上面推荐的管理原则能帮助成熟职能部门的管理者避开这个问题；最卓越的管理者会采用以下方法满足业务部门需求。


巩固与业务部门关系。
 如果职能部门管理者自视为专家、认为无须深入了解业务部门需求，注定会激起不满。曾任ABB集团人力资源负责人的加里·斯蒂尔（Gary Steel）告诉我们：“我刚上任时，人力部门很多人都不熟悉公司业务，甚至有人对我说，在人力部门工作就是为了不和数字打交道。这完全不能容忍。如果不了解你对公司盈亏的影响，你就毫无用处。”

人员交流是强化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关系的一个途径。来自业务部门的员工可以帮助职能部门树立服务意识，并成为连通双方的桥梁。斯蒂尔说：“我们定期有业务部门做人力工作的员工加入集团职能部门。集团人才和培训部门现任负责人之前是北美地区人力负责人，几位业务部门人力管理者也曾在职能部门工作过。关键是管理者需具备两方面经验。”

巩固关系的另一种方法是让职能部门管理者承担一些业务部门的职责。“我们的首席财务官有双重角色：他是职能领导，区域负责人要向他汇报；但他也是全球市场负责人，作为直线管理者负责业务运营。这种职责和角色的融合对解决实际问题很有帮助。”


跟踪满意度。
 优秀企业的职能部门将业务部门反馈纳入内部评估流程，使其更好地为业务部门需求服务，从而获得更多支持。有些企业会调查业务部门对职能部门的满意度。例如在富士欧洲，业务部门每月按1－10分对康拉斯的销售支持团队的每个经理评分，这使康拉斯能直观了解谁在满足业务部门需求方面做得更好。


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应分开。
 成熟的企业职能部门至少有两类截然不同的任务：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制定政策的工作包括为业务部门制定特定标准并监督标准的实施；服务工作则要求职能部门把业务部门视为客户、达成合作协议，并依据协议与业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评估本部门绩效。由于这两类工作有根本性差异，职能部门应将其分开管理。

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在职能部门内部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小团队，专门负责服务工作。斯蒂尔解释了ABB集团人力部门的结构：“其中一半人属于各区域人力资源中心，负责所有人力管理工作；另一半则作为业务合作伙伴，由业务部门支付报酬，但仍向我，即集团人力负责人汇报。”瑞信集团的人力、IT和财务部门的跨部门服务工作，被单独设成一个共享服务部门。

这两种解决方案都能简化职能和业务部门间的关系。负责制定政策的管理者能专注于结果，负责服务工作的管理者能专注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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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4：变革期

到某一阶段，由于战略变化、新技术出现、财政困难或职能部门使命完成，企业对职能部门的需求可能锐减甚至完全消失。例如，随着IT技术的发展，很多企业将部分人力管理职能去中心化。

但由于担心地位、声誉和影响力下降以致丢掉工作，职能部门管理者通常抗拒变革，因循守旧，寻找机会重新施展已有技能而非学习新技能。职能部门为替换被取消的业务而增设的新项目，通常不会带来价值。例如，某公司战略部门由于业务部门对其需求减少，将闲置资源投入并购和收购，占用业务管理者大量时间，却未达成任何交易。

上文给出的很多管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可以帮助职能部门管理者适应本部门的角色转变。与业务部门加深合作，职能部门将更准确地评估自己贡献的价值；对公司战略多加关注，职能部门能更敏锐地察觉变革的需求；职能部门进行自我评估、绩效考核并采纳业务部门反馈有助于加强双方关系。但这些措施通常还不足以促使职能部门自我变革。为克服自保心态造成的阻力，公司高层还可采取以下措施。


撤换领导者。
 职能部门现任领导通常是问题的一部分。任命新领导者不仅能增强变革动力，还表明变革已实际开始，使新领导者更容易精简编制、裁撤机构并进行人员换血。例如，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决定将重心转移到核心业务上，重新任命了战略、合作和业务拓展部门负责人。部门前任负责人主要推动非汽车业务增长，其继任者马丁·齐默尔曼（Martin Zimmermann）则缩小部门职责范围，大幅缩减人员规模。“公司重心逐渐回归传统汽车业务，”他解释道，“战略部门却未能做相应调整。为此，我们整合集团、事业部、业务单元的所有战略资源，对部门进行了彻底的结构调整和精简，使人员数量和领导岗位减少50%，同时效率和灵活度大幅提升。”


“零基”评估。
 机构精简是困难的；如果只有一个职能部门面临精简就更是如此。领导者需要建立严格流程，排除各类求情、裙带关系和维持现状的惯性。有些企业对职能部门进行“零基”评估：除非获得业务部门明确支持，或在某方面贡献显著，某项职能即默认可以砍掉。有些企业的零基评估流程要求管理者以降低40%成本为目标提出精简方案；高层随后审议这些方案，并批准其中约一半。


单独管理有价值的新业务。
 衰落中的职能部门努力寻找为企业贡献价值的新方式。明智的企业管理者应为能提升价值的新职能单独设立部门，并将其整合进组织框架中；原有职能部门应以精简为主。如果老部门同时做两件事，它可能更关注拓展新业务而忽略精简任务。另一个方案是在老部门内辟出独立团队负责新业务。

为整合全球业务，富士欧洲进行了战略变革，总部在伦敦的销售支持部门也面临重大变化。一个选择是转变角色，在全球层面上为各业务板块制定战略。但康拉斯认为本部门使命已告结束，鼓励团队成员转投负责制定业务战略的总部营销部门，或加入业务部门直接面对客户。他本人和其他不选择这些岗位的同事则离开了公司。

企业职能部门不断在变化。新部门建立，已有部门逐渐发展，成熟部门因落伍而需要自我变革。职能部门在生命周期各阶段面临不同挑战，管理者须对这些困难保持警觉、预判问题并采取对策，让职能部门为企业贡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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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库尼什是瑞士圣加伦大学研究员，曾任哈佛商学院客座研究员。君特·穆勒－史蒂文斯是圣加伦大学教授。安德鲁·坎贝尔是英格兰阿什里奇战略管理中心主任。





特写 Feature



佳沃：无关多样化

如何优势迁移

熊静如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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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拓展到不相关的行业，即“无关多样化”，是风险极高的商业行为。佳沃的创始管理团队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试图用联想时代的管理经验，在零相关的农业中建立完整而可控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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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农业现实错综复杂，生产者和生产过程高度不可控

陈绍鹏及其管理团队需要在没有农业经验的情况下边学习的同时立即开始作决策




分析


主要症结在于：

一、人的层面：佳沃急需从农业经验和工业标准化思维两个维度，将农事和农商两拨人迅速培育成符合佳沃需求的新型农业从业者

二、制度层面：产地分散管控难；产品质量难统一；配送体系效率提升

三、价值链：季节、产量以及需求的波动性大，难以匹配；配送新鲜度难以管控




解决方案


一、人才层面：1、引入全球化农业管理专家；2、结合联想经验独创佳沃的“入模子”班，培养符合佳沃需求的农事、农商人才（双向入模子，独特的情境演示方法与“农民语言”）。

二、制度层面：1、从ODM到企业化家庭农场；2、农事分级问责制；3、标准化品质衡量指标，与激励制度挂钩；4、决策权下放，陈以“投资者”的位置来考量全局，会诊+首席科学家决策制

三、生态圈层面：1、开放工程研发中心、组织蓝莓协会，促进行业发展；2、投资国外种植园，拉长供应期，全球化的产量调控，使之与需求匹配






“坦
 白讲，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佳沃集团总裁陈绍鹏如是说。

从2012年8月正式成立至今，以水果为主业的佳沃面世已逾两年。联想集团以市场营销见长的高管、曾放言“联想杀到哪里，就让哪里的戴尔销售失业”的陈绍鹏，受命领军联想控股商业新版图中的现代农业企业时，并不具备农业行业经验。他带领的脱胎于联想集团的管理团队也大多来自联想集团原有的个人电脑、投资等业务部门，与农业相距甚远。

农业在中国是一个分散、利益相关者众多，且规范程度较低的行业，生产与销售受到作物生长周期和地域限制。面对错综复杂的行业现实，陈绍鹏及其管理团队须在没有农业经验的情况下，立即展开管理工作。

到2014年末，佳沃已经建立起初步完善的管理架构，以低成本在一个极度分散的行业中建立高效控制体系，实现对农产品生产与配送的标准化生产管理。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佳沃将联想原有的工业管理经验加以调整，在合作模式、品控制度和人才培养三方面展开了无关多样化中的优势迁移。佳沃总结出的这些经营，对于那些正在或想要投资农业的企业或者投资者来说，将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佳沃诞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2012年，联想控股成立专门从事现代农业投资和运营的佳沃集团，高调推出现代农业品牌，并宣布了“全产业链、全程可追溯、全球化”的“三全”战略理念。

那一年的高频词汇是“食品安全”。塑化剂、地沟油、勾兑白酒、毒胶囊……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丑闻把消费者对食品类行业信心拉到前所未有的低谷；同时，农产品价格飞涨，制造业相对饱和，工业领域相对过剩，致使产业资本将目光投向可持续性强、相对短缺的生物产品。

从投资环境角度观察，农业迎来大发展的契机。同年，德勤在其《中国新农业行业投资研究报告》中写道：“中国农业哺育工业的历史使命暂告一段落，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已经到来。”

尽管有外在的发展契机，内在的多样化拓展动力，但佳沃初期的管理者从原有科技、投资基因的企业，转到农业行业开展无关多样化，仍然是一次风险巨大的尝试。它将遭遇所有无关多样化都必须要面临的障碍——管理者缺乏新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多样化业务之间无法实现支撑与互补；品牌优势难以转移。为此，陈绍鹏的团队设定了分步走的长期规划：农事－农商－营销。这种安排主要是基于补缺的考虑，也就是首先让佳沃的团队快速弥补在农业方面的短板，而将其熟悉的营销放在最后，先难后易。

此后，佳沃开始了在农事方面的尝试。佳沃曾在陕西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如何拿地、与农民合作形式；探索冷链、分选技术。这两年的实验得到的基本都是教训：缺乏对农村、农民的深入调研导致合作纠纷；流转土地付出高昂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尽管已经阐明操作流程和品质标准，禁止使用农药，而最终农残不合格率却高达三分之二。土地和农户的极度分散令管理成本远超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管控。

佳沃的前期实验最终给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加强管控力度保证品质，就意味着极高的成本；而放松管控，放权于农民，就意味着参差不齐的品质和随时可能崩塌的信誉。佳沃面临在极度分散化行业中如何提升管控效率的难题。

具体而言，问题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资源层面：现代种植业离不开土地和农资，土地在中国是严格受控的资源，佳沃需要探索如何建立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利用模式。

二、制度层面：产地分散管控难；产品质量难统一；配送体系效率控制制度尚未建立。

三、人的层面：对佳沃而言解决难度最高的是人才的匮乏。一方面，从联想过来的佳沃管理层不具备农业经验；另一方面，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没有融入规范、统一的企业制度和文化。佳沃急需从农业经验和工业标准化思维两个维度，将农事和农商两拨人迅速培育成符合佳沃需求的新型农业从业者。

佳沃用了两年时间，在合作模式、品控制度、人才培养三方面实现原有行业经验的迁移运用，结合中国复杂的农业现实，初步建立起灵活且可控的现代农业管理新模式。这三方面的优势迁移，奠定了佳沃迅速成长的基础。



合作模式：ODM-企业化家庭农场

农业与工业的重大差异之一是其分散性。佳沃在涉足农业之初，试图通过自己流转土地，集中经营来跨越分散性难题。然而，陕西实验中，佳沃发现流转土地极为困难。佳沃曾选定一块土地决定流转所有权之后，第二天发现那块地被人连夜插满了筷子，流转土地的农民把筷子算作“地上附着物”来抬高流转合同价格。这让佳沃的管理层意识到，农业资源流转过程繁复程度远超工业资源交易，原来联想时期面对的资源买卖方式，并不能适应农业资源购买。

现代农业种植通常都是“公司+农户”。但是按照两者的权责分配差异，可以划分出非常多的具体合作方式。佳沃曾分别在“企业主导”和“农户主导”两个维度上分别做了尝试：

第一种方式是企业流转土地使用权，自主建示范园。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种植可以统一管控。

第二种是与大户合作托管，土地权益归农户，通过契约方式委托给佳沃来管理。佳沃制定的流程标准、包销路，产生的收益大部分归农户所有。这种方式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同时佳沃可以集中力量做销售和配送。

第一种方式偏重“企业主导”，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复杂的土地流转制度下，挨家挨户流转土地成本极高，同时，尽管佳沃按照流程制度操作，由于合作中小户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发生合作纠纷，企业品牌声誉及未来合作空间将遭受巨大打击。第二种方式则偏重“放权农户”。但一家一户的农民生产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几经周折后，在PC行业多年的工作经验让陈绍鹏想到，或许可以用联想集团PC生产中常用的原始设计制造商，即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模式融合农业现实，形成第三条道路。

陈绍鹏带领佳沃管理者找到“本乡本土”热爱农业的企业家，用两三百万元少量入股，然后进行品牌授权，利用佳沃的信誉助推其发展。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因此，与当地农业企业家合作的方式，能够大大降低土地流传的复杂程度。

佳沃按照能力互补匹配的原则，对合作伙伴进行筛选。首先，无论是家庭农场还是合作社，必须注册成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企业化的家庭农场”，才能获得合作资格。这相当于把一些创业企业纳入佳沃的体系中，为其提供管理、技术和品牌支撑。其次，佳沃希望加入佳沃体系的农业企业家热爱农业，必须亲身参与农业活动。陈绍鹏说，只要符合以上几点要求，就解决了佳沃在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管理上的障碍，这是佳沃需要补足的能力，至于其他的问题，“佳沃有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

在这种相对分散的合作模式下，佳沃用来管控生产活动的是“六个统一”，即统一品牌授权、统一农事标准、统一农资农具供应、统一全程品质管理、统一包销、统一协助融资。六方面的管控不仅形成对产品的保障，也能够为合作伙伴的发展提供支撑。



品控制度：基于数据的问责与激励

农业与工业的另一个巨大差异是具有不可逆性。生产操作流程上一旦出现失误，带来的是大范围不可逆转的损失，这就把产品制成的质量控制推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现代农业区的一个重要要求在于精确的产品品质管理，但是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农民的生产管理意识较为薄弱。佳沃通过企业化的家庭农场建立了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数据的问责和激励制度则在此基础上形成农事的管理模块，是解决生产标准化问题至关重要的一步。（见图《陈绍鹏手绘佳沃战略布局图》

 ）

佳沃采用的品控制度分三级。分别是：大区、小区、地块。依据农业的地域特殊性，划分不同区域时除了考虑地理半径，还要考虑统一区域内是相对统一的气候环境。综合考虑土壤条件、微气候、管理难度、地理半径划分这三个级别的区域。大区平均规模约1000亩，通常下设5个小区，每个小区约200亩，小区下设5个左右的地块。大区、小区、地块对应三个级别的管理负责人，分别是经理、主管、技术员。最基层的技术员负责的管理范围大约是30－50亩，由几家农户承包耕种。

问责制结构层级的最终确定是综合权衡管理幅度和管理难度设定的结果，蓝莓、猕猴桃的三级区域划分也会因种植需求不同而有所调整。但整体保持的基本是三级分区、三级管理的结构。佳沃三个级别的管理者的业绩衡量指标，同样按照品种、区域等要素详细规定了细分项目。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单产、商品化率、A级果率，以及水果作物的理化指标。产品的品质直接与管理者的奖金挂钩。“用操作规程把食品安全问题解决掉，所以规程是不能碰红线，”陈绍鹏说，“剩下的是每个人的差异，用清晰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与奖金分红挂钩。”

依据农业行业的现实状况，陈绍鹏在佳沃的农业管理的激励措施中融入了一些独特的人文元素。比如，佳沃内部曾经组织过多次相亲大会，解决农事部门一线人员的婚恋难题。这在陈绍鹏看来是对弥合农业人才社会认知差异的有效手段。因为“虽然农业的魅力已经被精英人群认可，但高素质人才依然不愿从事农业，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婚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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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鹏手绘佳沃战略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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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沃管理团队设定了分步走的长期规划：农事－农商－营销。“农事”端是佳沃面临最大挑战的部分，“营销”则是佳沃优势明显的一端。初期佳沃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强化“农事”端；“农商”部分采用外部伙伴合作的形式进行配送；在联想原有优势明显的“营销”部分反而着力较少。


农事部分
 佳沃经过试验摸索出了结合制造业ODM经验的“企业化家庭农场”：1、组织架构上按照地理半径和微气候条件划分出大区、小区和地块，分设不同级别、不同权责的管理者；2、产品供应方面，佳沃从品种和产区两个角度着手，实现全时段稳定供应；3、问责和激励制度上“软硬结合”，一方面统一生产规范，按照量化标准进行分红，另一方面提供农具设备、住宿场所、融资支持，开展文娱活动甚至组织相亲活动解决农业人才的现实困境。农商部分
 佳沃采取“产区自建－干线合作－落地配送外包”模式快速建立起全程保鲜配送。销售渠道中70%的销量来自现代商超，30%来自电商渠道。营销部分
 将是佳沃未来将补足强化的部分。这种安排主要是基于补缺的考虑，也就是首先让佳沃的团队快速弥补在农业方面的短板，而将其熟悉和擅长的营销放在最后，先难后易。

（返回阅读原文
 ）





人才培养：双向“入模子”

联想的人才培养以“入模子”最为外界津津乐道。按照柳传志的描述，公司应当成为一个坚硬的“模子”，由联想的理想、信念、情操、制度、规范和礼仪构成。其目的是要打造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

佳沃成立之初，沿用了联想的“入模子”方式，但农业基层人员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到北京来“入模子”。让没有成为“企业人”的农业基层人员和合作伙伴入模子的难度也远高于原联想班子。从2013年起，佳沃开始研发自己的“模子”。

联想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强带领团队对佳沃做了多次培训，把联想的“根模子”带入佳沃。这一过程中，高强的团队与联想团队做了多次研讨，双方都注意到佳沃具有“行业特殊性”和“创业属性”，应在保持文化纽带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才能实现最优效果。在研讨、磨合的过程中，佳沃在联想历史文化培训内容中加入了自己的“五项核心价值”。以食品安全意识培育为首。“每次培训都把食品安全放在企业文化最最重要的位置上，”高强说，“从内部员工把安全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在社会上进一步把诚信形象树立起来。”

佳沃在实验的过程中，结合农业对联想的“根模子”所作的调整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文化和价值观部分。这部分内容致力于用几天时间，把员工从非企业人变成企业人，建立守时观念、团队协作意识，传播集团历史、文化、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佳沃在联想“根模子”的基础上增加了以食品安全为首的五项价值；第二部分为行业独有内容，关于农业操作规范、食品安全指南。佳沃依据农事与农商人员的差异，定制了不同的双向入模子班。

一线农业人员入企业化模子。作为反馈，联想传统的入模子班学员在学习阶段结束后要以PPT的形式进行演讲总结，但佳沃管理层没有想到的是，沟通语言的巨大差异，让精心设置的“入模子班”在深入基层时几乎成为形式过场。成都猕猴桃产区的农民学员有极重的口音，性格又大多内向不爱表达，对种植专业词汇的解释也耗费大量沟通成本。

于是第二部分独有内容的传播采取了与“根模子”建设完全不同的方式——情景模拟。第一步是内容转换，由人力资源总监牵头，把包括大量专业语汇在内的教学内容转换为“农民语言”；第二步是表达转换，所有的规范全部让学员表演出来，再由其他学院判断表演的方式是对是错，并加入评委点评。佳沃管理层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让联想根文化得以植入、科学种田方法得以灌输，学员思维也能实现两个转变：从定性思维转向定量思维；从经验主义转向实证主义。



农业管理者入农业现实模子。

佳沃最初的管理层主要来自于联想集团，他们有管理经验积累，但却几乎没有接触过农业。佳沃最先布局的产品类别是蓝莓，而蓝莓的商业化种植历史也只有短短的七八年时间，对于蓝莓种植基础知识的系统培训难以成型。为了让管理者尽快了解农业现状，佳沃的主要依赖“让管理者到田里去”。公司从智利聘请技术专家教授管理层基本农业技术。管理人员下田疏花枝、采摘蓝莓。管理者入模子班的目的虽不要求农商人员成为农业技术专家，但要求他们成为农业的内行，具备与农事人员合作的基础。陈绍鹏认为“只有在田间真正劳作过，你才能知道管理如何优化”。




工业经验碰撞农业现实


优势迁移利用的经验


工业定制化生产ODM

联想入模子班

工业品控体系

标准化制造

通过并购实现国际化提升研发




结合农业现实演变


企业化家庭农场+自建

佳沃独特入模子班

生鲜品控（理化指标测定）+行业自律

种植操作规程设定为红线

通过入股和全资收购海外种植公司实现产量

稳定和经验引进





未来布局中的优势延展

无论是合作模式的实验、品控制度的设定，还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佳沃管理层都试图贴近自己不熟悉的农业行业的具体情境，在农业语境中思考问题；不仅如此，佳沃管理层明确划分出了自己的优势能力与匮乏能力，在操作过程中才能够确立哪一部分事务交由合作伙伴完成，以及自身应在哪些领域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决策权向行业专业人才的分配。佳沃虽然大致分为农事与农商两个领域，决策主要集中在农商领域的人手中，但实际上农业专才对决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佳沃目前实行首席科学家决策制，即在管理层决策者与科学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首席科学家对决策具有最终决定权。在无关多样化过程中，这三点能够帮助欠缺行业经验的管理者弥补短板，同时更好地发挥所长。

在佳沃构建的“农事——农商——营销”布局中，“农事”端是佳沃面临最大挑战的部分，“营销”则是佳沃优势明显的一端。是两年多的时间里，佳沃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优化“农事”端；农商部分主要采用与顺丰快递合作的形式做冷链配送；在联想原有优势明显的“营销”部分反而着力较少。陈绍鹏计划在未来几年，佳沃的发展在稳固农事端的基础上，加强农商与营销部分的构建。PC领域中的优势，加上农事端初步的基础，能否实现在农商、营销层面优势拼接，推动佳沃整体升级？我们拭目以待。





特写 Feature



陈绍鹏：跨业管理可以急转身




HBR中文版：
 你此前并没有多少农业相关经验，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习并运用到决策中，如何做到这一点？


陈绍鹏：
 坦白讲，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一是和团队一起学习一切跟农业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有试错。边学习边决策的过程，我只能保证不犯大错，小的教训断不了，也是一路摔打过来的。比如我们在陕西做过一些实验，关于如何拿地，如何与农民合作，以及冷链、分选是怎么回事，这方面的实验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教训。主要是因为事先研究工作不到位，拿地的时候有很多的规律没有把握，所以出现了选址失误、合作纠纷等等。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涉及土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作为一家企业，面对村民时我们是强势的一方，一旦出现纠纷，对方容易得到更多同情，可能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最后得到的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HBR中文版：
 农业合作上具体出现了哪些问题？


陈绍鹏：
 农业本身确实错综复杂。身在中国，知道国情，你都难免选错合作伙伴。比如，现代农业要求地块连成大片才能实现规模效应，有一些插在中间的小地块所有者无论如何不肯流转给我们。还有一些人在流转土地前夜，迅速在田间插满树条。作为“地上附着物”，迫使我们不得不为一小块地赔付很高的价格。再比如，在生产中，我们要求农民不要打农药，不能有农药残留。但是到最后收获果实进行检测时，可能三分之二都不符合要求。




HBR中文版：
 企业化家庭农场模式让合作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陈绍鹏：
 是的。我们会对合作伙伴做更多的前期沟通和了解。双方都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企业化家庭农场的主人大部分是回乡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在城里赚了些钱又想回来做农业的。很多想投身农业的企业需要研发、全产业链以及品牌支持，我们会入股并提供支持，但并不是全部。我们在规模发展上希望压着节奏、不能太快。不然培养人的速度、品种培育的速度跟不上，会出现问题。




HBR中文版：
 作为管理者，要了解农业生产经验到何种程度？


陈绍鹏：
 真正在田间劳作过，你才知道管理体系怎么优化。我现在出差都随身带两套衣服，一套会客用的西装，一套田间劳作用的农服。管理者并不需要成为专家，但要成为内行。比如，我自己最初就是个农业外行。以前外行看热闹，去田间观察也只是看到树长得茂盛就觉得很好，看不出问题。但是如今我会通过观察根系、枝干、叶子，知道植株是否缺营养。所谓农业外行与内行的差别，就像电脑使用者和电脑制造者的区别。实现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亲身体验，亲自去田间，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实践。在田间看10遍都不如亲身操作一遍有用。




HBR中文版：
 作为一个跨行业的管理者，对农业这个新领域有何期待？


陈绍鹏：
 IT行业早已成为一个现代工业，而中国的农业远没到这个阶段。目前行业里的问题是上游种植环节与下游销售商的割裂。上游只管种植，下游收购后大部分到批发市场售卖，没有品牌建设与渠道管控。我们整合的思路很受IT业的影响。IT行业高度细分，重视在每一个环节上深度耦合战略合作伙伴。而农业现在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较成熟的供应商，我们就必须先垂直打通，每个龙头企业在单品类里垂直培养几个“小气候”，10年过去可能整个行业就会有大改观。




HBR中文版：
 说了这么多困难，做农业与做电子制造相比有不一样的优势和机会吗？


陈绍鹏：
 农业的行业生态环境与电子制造相比更为分散。PC制造领域，CPU的生产销售只掌握在极少数国际大公司手中，中国企业难以拥有核心元件技术，而在农业领域，企业可以买断某一优质品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HBR中文版：
 这两年多来，佳沃做得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未来计划加强的部分呢？


陈绍鹏：
 两年多最成功的一是搭建了全球化布局，二是IT和高科技思想带入农业行业，用科技思维改变农业，这两个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初期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农事部分，因为这部分是最大的难点，在农事部分基本成型后，未来佳沃会加强农商部分的建设，把我们在营销上的经验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特写 Feature



数字时代颠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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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崛起，数字融合市场已成大势所趋。新企业纷纷打破行业界限，突入新的行业，传统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中国的数字融合市场主要在支付、购物、视听和出行四个领域兴起和发展。企业要想在数字融合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必须培养一流的数字化能力，建立跨越多行业的数字竞争力，进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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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研究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数字化转型。随时随地的网络互联、无处不在的商业数据、如影随形的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社交网络、移动性、分析法、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它们正在改变市场格局，驱动融合发展，塑造新的未来。



发现

在新的数字融合市场，企业必须培养一流的数字化能力，建立跨越多行业的数字竞争力，具体有6条策略：打造一流的数字能力，驾驭数据的商业价值，通过消费者洞察创造最佳体验，培养初创心态，更善于跨行业工作，融合传统管理能力和数字技术。






一
 如蒸汽机从根本性上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程，以数字技术引领的数字化正在颠覆旧世界、塑造新世界。

这场数字化转型主要由消费市场推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从产品的设计、生产直到销售全过程），表现形式是分享、塑造、资助、生产和共有。这种新变化背后的驱动力是大众的热情和能量，是人类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一直存在，只是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才得以实现。这是数字时代颠覆力量的根源。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成为了全球消费者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基于埃森哲对32个国家的消费者调研分析，在涉及消费者在线渠道使用、移动互动、社交媒体应用等领域方面，中国不仅领先于多数新兴国家，也领先于多数发达市场。

截至2014年6月，中国有超过6.32亿互联网用户和5.27亿手机上网用户，远远高于美国。数亿人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互动互联、获得与共享信息，做出决策并完成交易。由于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企业通过数据分析获得消费者和市场洞察，重组供需配置，优化价值链结构。商业模式和市场格局都在数字化推动下发生变革。

数字时代带给企业的一大变化是，行业边界变得不再明显，跨界经营成为趋势。数据显示，通过跨行业并购实现跨界经营的案例逐渐升温。例如，传统上活跃于运输、房地产、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等行业的企业开始频频收购消费品及零售企业。此类并购交易的数量仅2013年就增长了46%；2014年上半年就基本达到了2013年前的全年水平。

在此趋势下，数字能力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埃森哲的一项调研表明，中国企业相信数字技术能够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带动销售增长、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提升客户体验，它们认为社交媒体、移动、数据分析法等数字技术将对业务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中国企业开始通过并购来获取数字能力，借此实现跨界经营。



数字化改变了什么

数字化不仅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模式，还在重新定义行业界限，新型市场生态和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兴起。

数字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重组了市场的资源要素。因为数字化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让企业跨界经营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在坚如磐石的银行业攻城掠地。数字化还明显降低渠道成本以及研发成本，让新颖营销手段层出不穷，让创新更加便捷。在消费者方面，数字化让企业能及时洞察消费者需求，不断改善消费体验，为供应和需求搭建更直接的桥梁，从而提供新产品和服务。比如租车服务应用Uber和易道，以及各种打车软件的涌现。

那么数字融合市场到底是什么？埃森哲认为，通过数字技术，不同行业的竞争者直接建立与消费者的关系渠道，减少中间环节，基于消费者洞察提供价值服务，最终实现跨界经营，抢占新市场制高点。埃森哲将这种数字化促生的新市场生态和行业融合称为“数字融合市场”。

在数字融合市场，新兴企业不断出现，传统企业也随之应变。它们既竞争又合作，原有价值链被打破，新价值组合在演进，共同围绕消费者形成了比原来更大、更复杂的生态圈。



四大数字融合市场崛起

中国的数字融合市场至少已在四个领域兴起和发展：

● 支付：除金融服务机构以外，第三方支付机构这类非金融服务企业通过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数字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多种多样的支付手段。

● 购物：中国已成为最大的网购市场，很多非传统零售企业都能直接参与到零售市场；零售商则通过数字技术提供无缝购物体验。

● 视听：围绕消费者在多种屏幕上的收看收听习惯，传统内容提供商和数字内容提供商都试图通过互联网粘住目标受众。

● 出行：交通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人们通过数字技术安排旅行和使用交通工具变得越来越轻松容易。

在这四个融合市场中，传统的核心行业依然是市场主导者，但是借助数字技术进入这个市场中的生态链行业，正在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取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生态链行业中，有作为数字化使能行业（以技术能力驱动数字化进步的行业）的高科技、电子、电信等行业，也有借助数字化使能行业而进入到该市场的其他行业。以支付市场为例，金融服务依然是支付领域的核心行业，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但是来自互联网、电信、零售等多个行业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正在分享支付市场的份额。

这些新市场的规模有多大？它们的增长是否比核心传统行业更快？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市场规模更为接近，我们对两国的购物和金融服务的总产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是，数字融合市场将出现较其核心行业更快的增长。生态链行业比其所对应的核心行业增长更快，刺激数字融合市场的扩张。虽然中国市场总产值仍将小于美国，但数字化对中国的购物和金融市场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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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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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埃森哲





数字融合市场 1．支付

在新消费市场中，所有交易都要通过支付来完成，所以支付是数字融合市场重要的一环。支付数字融合市场是随着网络购物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从2011年中国央行开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发放到2014年8月，共有269家企业获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随着第三方支付公司凭借数字技术进入传统的支付市场，新的支付大生态圈已经逐步形成。

相对之前银联和银行两大阵营独大的情况，新的支付生态圈涌入更多的参与者，包括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零售商、智能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金融行业的企业。如互联网三大巨头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均成立了自身的支付机构，即支付宝、财付通和百付宝，三大电信运营商、北京上海等地的公交IC卡公司均获得了支付牌照。同时，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也竞相成立，易宝、快钱、汇付天下等均是典型代表。

这些新的竞争者采用数字化支付手段，通过创新的业务模式，实现了全新的消费者体验。消费者们现在不仅可以通过银行卡、网上银行等通常的电子渠道进行支付，还可以通过短信、条形码、二维码、预付卡、非银行账户、声波支付、虚拟货币等多种工具进行支付，实现了消费体验的飞跃。

对于传统的银行而言，支付相关业务收入占中国内地上市银行总收入的比例从2007年的4.9%上升至2013年的7.5%，2013年支付相关业务收入占银行手续费收入的36.4%。在未来银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支付收入的稳定增速对于银行保持持续的增长来说弥足珍贵。因此，传统的银行和银联都在努力转型，避免支付收入落入新进入者手中。

作为支付市场的新进入者，第三方支付的总体规模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支付体系而言仍然较小。然而，第三方支付对银行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客户的支付消费业务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数据表明，银行传统支付工具的市场份额从2009年的60%下降到2013年的54%。

从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结构上看，目前互联网支付、银行卡收单和移动支付是最主要的三种类型，分别占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的59%、33%和7%。从近几年的趋势上看，前两者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而移动支付则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增速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3年的694%。现在，移动支付正在迎来新的市场变革。苹果公司最新推出的iPhone 6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近场支付（NFC）功能，该功能使得苹果公司一举进入金融服务市场，预计也将会对国内移动支付的竞争格局带来新的变化。未来，移动支付将为金融服务市场带来从产业形态到商业模式的巨大变革。（见后文《易宝：开辟数字化支付新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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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宝：开辟数字化支付新市场

易宝支付是一家拥有支付全牌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成立于2003年。易宝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是因为它首创了“行业支付”的新模式。易宝通过市场调研发现一片蓝海市场——为行业交易链条的上下游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支付结算和相关金融及营销解决方案，即“行业支付”。

从2005年开始，易宝陆续为目标行业推出了网上在线支付、非银行卡支付、信用卡无卡支付、POS支付、基金易购通、一键支付等创新产品。这些创新的支付方式将传统支付时代的制约远远抛在身后，并在航空旅游、游戏娱乐、行政教育、保险等行业得到了广泛运用。易宝首创的支付模式扩展了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空间，许多支付企业也开始采用这种模式。

2013年，易宝开始采用“支付+金融+营销”的升级战略。在金融方面，易宝面向企业客户推出的“安易宝”类似企业级的余额宝。在营销领域，易宝2013年推出针对餐饮行业的营销类产品“哆啦宝”。通过在商户POS机中内置一套系统，凭借其采集到的支付数据反向尝试客户管理和精准营销。这也标志着易宝支付将从消费后端的支付环节正式涉足消费前端的营销环节。

未来，随着更多行业采用易宝支付，这些信息将能够聚合为大数据，让易宝基于数据分析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最终构建开放的交易平台。



注：案例和访谈由埃森哲和HBR中文版联合完成。（下同）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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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融合市场 2．购物

购物数字融合市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较低的市场进入壁垒、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环境。随着中国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国零售市场未来规模非常可观。中国城镇消费市场规模已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中低端消费群体占近2/3，是数字购物市场的主力军。埃森哲分析预测，这些中低端平民消费者的总支出到2020年将翻一番，达到4万亿美元。

传统的购物生态链呈单向的链状结构，边界分明。然而，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以淘宝和京东为代表的各大电商平台不断成长，并通过平台开放策略，推动了线上购物不断增长；同时，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团购网站、地图导购、社交媒体等数字购物入口服务商也纷纷涌现。整个购物市场已经形成新的生态圈。

观察新的购物生态圈，主要有3个特点。1.零售圈内的跨渠道线上线下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中国传统零售商已全面转向全渠道零售。2.非零售企业与零售企业呈现相互渗透的趋势。3.在新的购物生态圈内，消费者价值主张是核心。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从不同渠道和入口进行购物，购物行为碎片化且多变。

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不断创新，零售企业和生态链企业将进行全面的数字化改造，从数字化销售到企业运营，从供应链到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的数据整合和运用能力将再上一个层次。随着市场融合趋势逐渐形成，数据掌握者将获得更多力量。（见后文《京东：利用大数据提升客户体验，构建生态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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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利用大数据提升客户体验，构建生态圈

作为国内领先的网络零售商，京东一直坚持“客户体验至上”的战略，并且重视通过技术手段和数字化方式来实现。其中，京东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具之一就是大数据。京东在电商运营的核心环节——进货和销售——对大数据进行了充分使用。如通过大数据对客户进行分析，进行个性化营销；在存货管理方面，系统依据数据和模型，进行销量预测并自动下单。这些方式都有效提高了京东的运营效率。

为了将客户体验做到极致，京东积极围绕电商的产业链，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生态圈。如广告、物流配送、供应链金融、支付等环节，都是京东近年来逐步涉足的跨界创新行为。同样，大数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最早投入物流建设的电商企业，京东用7年时间打造了庞大的自建物流网络。系统能够分析物流人员、仓库以及用户之间的地理关系，为物流人员提供最优配送路径，提高配送速度。物流体系建设使得京东实现了极速达、夜间配、211限时达等一系列特色服务，赢得消费者的认可。2013年京东还上线了其物流服务的官方网站，向第三方商家及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的京东物流服务，将其物流体系的优势渗透给合作伙伴，进一步提升卖家和消费者的体验，推动三方共赢。

京东近期引人注目的跨界创新则是在金融领域。2012年开始，京东与多家银行合作，推出了“供应链金融服务”。供应商凭借其在京东的订单、入库单等向京东提出融资申请，核准后递交银行，再由银行放款。目前合作伙伴已经累计获得了数十亿元的贷款。2014年，京东利用自有资金，推出“京保贝”服务，通过大数据将以往需要人工进行的判断、审核等流程直接在系统中实现，从供应商申请融资开始，全部由系统实现对放款审核的判断和放款过程，全程自动化，3分钟便可融资到账。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京东帮助供应商解决了银行授信难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整个供应链生态圈。

除了供应商，京东也对个人消费者开展金融服务。2014年推出个人消费贷款服务“白条”，根据消费者过去10年的消费记录决定具体的贷款额度。京东还推出了理财产品“小金库”，用户把资金转入“小金库”，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产品，也可以随时用“小金库”里的资金在京东商城购物。京东相信依据自身平台所积累的在线零售数据能够较好地为平台供应商、客户以及整个京东生态圈开展融资、理财服务。未来京东也会面向京东生态圈之外的企业提供类似服务。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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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融合市场 3．视听

视听数字融合市场的出现主要受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设备发展的驱动。2014年中国居民每日在不同的数字化设备上花费的时间达479分钟，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在多屏之间不断切换，注意力碎片化。

传统视听产业的结构是链状的，视频、文字、音乐等内容被创作出来之后，需要经过内容集成/播控/分发商渠道，才能到达消费者。而数字化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高速宽带和联网设备的普及推动了OTT（Over The Top，在广播电视和内容发送领域，OTT意味着通过宽带发送视频和音频内容，网络服务供应商不参与内容的控制或分发）的发展，不同的内容都开始以数字化的方式来展现和传播，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智能设备供应商涌入视听行业，原来产业链上的企业也开始与消费者建立直接的联系，传统的中间渠道则逐渐被取代或被边缘化。

OTT也改变着消费者的视听习惯。不论他们想看什么、听什么，都会到互联网上寻找，并通过多屏设备随时欣赏。消费者对视听产品的主导性不断增强，使得个性化和消费者体验成为竞争的核心内容，促使媒体娱乐产业的数字化内容与服务的整合和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

视听市场的新进入者，特别是互联网企业，采取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运营抢先布局视听行业上下游，其中最典型的是乐视。乐视抢先布局上游的内容生产环节，终端方面则进军智能电视，打造垂直整合的生态系统。这些市场的新进入者的创新举措促使传统行业里面的一些龙头机构，也开始按照互联网的生态来构建它未来的商业模式、产品构架、组织方式和传播体系。数字化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视听产业的价值链。



数字融合市场 4．出行

传统的出行市场中，基础设施提供者、公共交通运营商、汽车厂商、餐饮酒店等各方彼此关系松散，按照各自的运营模式独立运作，消费者则面临诸多不便。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出行的习惯，形成新的市场力量。

数字出行服务提供商大部分不与传统出行企业进行直接竞争，但他们深谙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白新一代消费者在出行方面的迫切需要，如更多更详细的出行信息、方便的价格比较、出行安排规划、随时随地分享出行体验等等，因此，它们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于在线预定（机票、酒店等）、出行共享（出行工具或活动共享等）、互联驾驶（地图、导航、汽车远程服务等）、移动支付等能够提升全程端到端数字化出行体验的服务。它们围绕“一站式出行”的理念，在移动战略和商业模式方面不断创新，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客户基础。

未来，人们出行将变得更加智能、安全、轻松并富个性化。丰富的出行App使个人出行变得前所未有方便和快捷。各种网络短租、共享、拼车拼游在降低人们出行成本的同时将成为风尚。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实现渠道间的无缝衔接，从而提供更顺畅和有效的出行服务，将成为数字化出行服务提供商需要重点思考的课题。（见后文《去哪儿网：整合预订，通畅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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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网：整合预订，通畅出行

“去哪儿网（Qunar.com）”成立至今不到10年时间，在旅行类网站月度独立访问量排行中高居首位。去哪儿网移动客户端“去哪儿旅行”已经成为手机旅行信息查询用户安装最多且使用最多的移动客户端。目前，去哪儿网在在线旅行预订市场的市场份额为22%。

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认为，消费者需要的是“便宜的好东西”。去哪儿网的目标是“价格做到最低，产品做到最全”，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实现了产品全面性，通过技术实现了低价格，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在线旅行预订市场的竞争格局。


差异化战略：垂直搜索，深度整合出行信息。
 与携程、艺龙等相比，去哪儿网采用了与之不同的“媒体模式”，即不涉足具体的机票、酒店等业务，而是作为一个第三方的搜索引擎，对网络上已有的各项旅游服务，如机票、酒店、签证以及度假产品等，进行分类展示和排序，让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相关的产品或服务。

利用自主研发的垂直搜索功能，去哪儿网实现了对大量中小型代理商的旅游信息的整合，提供全面、实时的报价。截至2014年3月底，去哪儿网可实时搜索约2600家旅游代理商网站，搜索范围覆盖全球约73万家酒店、10万条航线、20余万条度假线路，产品的全面性非常明显。通过这种方式，去哪儿网促进了在线出行预订市场的信息融合，提高了消费者智能出行的效率。


以消费者为中心，用技术实现“最低价”。
 在价格方面，去哪儿网的搜索比价系统使用户能够“货比三家”，找到价格最低、最吸引自己的产品。为了实现低价，去哪儿网非常强调低成本运营。它通过技术研发增强自动化服务能力，使客户服务这个人力密集型业务尽可能自动化，以最少的步骤解决客户疑问，从而维持较低数量的客服人员。目前，去哪儿网每天出票30余万张，预订酒店量10万间，客服人员仅500名。

维持低成本运营另外一个关键是尽量减少消费者投诉与纠纷。去哪儿网研发了在线旅游产品销售系统交易平台SaaS系统。用户预定产品行为在SaaS系统上完成，去哪儿网再将生产的订单传给代理商。该系统使得去哪儿网直接拥有了客户信息，再次预订时更加便捷。用户与代理商发生纠纷时，去哪儿网能利用这套系统进行仲裁。在使用SaaS之后，退款与投诉的发生大幅下降，这不仅仅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提升了客户体验。

（返回阅读原文
 ）





制胜数字融合市场6策略

要想制胜数字融合市场，企业必须深刻理解数字化如何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和所在市场的生态。根据调研，埃森哲总结了中国企业制胜数字融合市场的6条策略，希望帮助中国企业制定战略方向，在新市场上牢牢把握住价值，确保竞争优势。


策略1：打造一流的数字能力。
 要想在竞争中胜出，企业需要培养一流的数字化能力——不仅是在现有行业，更需要培养跨多行业的竞争力。无论是创新型老牌企业，还是技术型初创企业，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对企业的原有业务构成威胁。此外，来自其他行业的传统企业靠着客户的大数据洞察挤进来，对企业构成威胁。


策略2：驾驭数据的商业价值。
 大量数据将在企业间流动起来，无论哪家企业，只要有能力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合理决策，便会受到数字融合市场的青睐。同样，应用数据的速度也非常重要。用最短的时间把数据交到决策者手中，并且建立支持快速执行的后端流程，将是制胜的关键。


策略3：通过消费者洞察创造最佳体验。
 消费者洞察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差异化因素。现如今，中国消费者最期待的就是超凡体验，至于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则并不重要。他们普遍缺乏品牌忠诚度，这就为寻求进入新市场的企业提供了绝佳机会，但同时也对力图维护自身行业地位的企业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企业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获取消费者洞察，围绕消费者的价值主张提供高预期服务。


策略4：培养初创心态。
 老牌企业必须在行动方面向初创企业学习。随着新的竞争环境逐渐铺开，固守传统业务模式的中国企业很可能面临收益下行的风险。因此，创新思维和敏捷反应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将消费者的数字化需求转化为切实的企业价值。


策略5：更善于跨行业工作。
 活跃于数字融合市场的中国企业一定要比竞争对手更擅长跨行业工作。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围绕数字化消费者的需求组织运营时，企业随时有可能需要多个行业的全方位运营能力，才能实现对消费者的价值最大化。


策略6：融合传统管理能力和数字技术。
 一直以来，非数字化能力都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今后亦将如此。随着数字化技术变得越来越易于获取，未来的赢家必须使传统技能和数字技术无缝融合，并且将整体技术优势与人力资本和组织能力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企业还必须主动把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从根本上重塑现有的工作流程和组织边界。

中国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消费者对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体验的需求推动了这场数字化革命，也推进着企业开展跨行业的创新行动。中国企业要想赢得数字融合市场，就必须先成为数字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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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是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陈旭宇是埃森哲大中华区咨询业务市场总监，高爽怡是埃森哲大中华区研究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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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INTUIT公司CEO：

设计为核，驱动商业

Intuit's CEO on Building a Design-Driven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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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Intuit公司在美国保持个人财务软件领军者这一地位长达30余年。它调动每位员工思考如何将设计融入日常工作，开发出一些有创意、设计精良的产品，帮助用户与公司建立情感联接，而且成功扩大了市场份额。






19
 83年，当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与人合伙创建Intuit的时候，市面上已有不少公司提供个人财务跟踪软件。事实上，至少有46种类似产品先于库克开发的Quicken面世。我们有时开玩笑说，Intuit没有“先发优势”，它拥有的是“第47发优势”。Quicken原始版本具备的功能只有竞争对手产品的三分之一，但它有一点与众不同：设计精良。它的界面看起来类似支票登记簿或个人支票，而非一张电子表单。这种设计让产品使用起来非常直观，因此Quicken迅速成为个人财务软件的领军者，并保持这一地位长达30余年。

然而，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曾偏离过对优质设计的追求。比如，2008年初我出任CEO的时候，设计就并非公司的核心。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用户推荐Intuit产品的头号理由是“简单易用”，但这也是人们不愿意向他人推荐的首要原因。“简单易用”与“有设计感”略微有些差别，当时我们过于注重增加功能，这些功能或许使用简便，但不一定令你愉悦。我们需要考虑用户情感——也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什么想法，以及在使用中是否感到享受。因此，我们开始探讨“设计为愉悦而生”（design for delight，下文简称D4D）的概念。说到最具创意的公司，大多数员工都会想到是苹果、Facebook和谷歌，我希望通过提升设计感让Intuit进入这个名单。早在任职初期我就立下长期目标：Intuit将在2020年跻身全球最具“设计驱动力”的公司。

我们朝着这一目标已取得不少进展。Intuit的设计师团队扩大了近6倍。如今，我们召开季度设计大会，定期邀请那些设计过精美作品的设计师与员工分享心得——他们的作品包括Nest恒温器以及Kayak旅游网站。无论你是会计还是律师，我们调动每位员工的头脑，思考应该如何将设计融入日常工作。我们开发了一些有创意、设计精良的功能，帮助用户与公司建立情感联接，而且成功地扩大了市场份额。



愉悦驱动力

我极其重视设计，但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设计训练。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市长大，毕业于马歇尔大学（Marshall University）工商管理系。毕业后我在百事和七喜这样的包装产品领域工作了7年，之后在密歇根阿奎奈学院（Aquinas College）的夜校取得管理硕士学位。然后，我进入一家名为Advo的广告公司，后来就职于薪酬外包公司ADP，负责创建公司的首个网络部门。我于2003年加入Intuit，在接下来的3年中我负责运营它最主要的3部分业务：会计部门（与会计领域专业人士建立联系），消费税部门（其旗舰产品是TurboTax）以及负责销售QuickBooks和其他薪酬产品的小型企业部门。

在成为CEO之前，我就竭力帮助团队理解什么才能让产品拥有完美体验。“简单易用”很重要，但它并非全部。我们逐步开始讨论在购物、支付以及客户服务方面，端到端用户体验的重要性。我让员工回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产品与服务，为什么喜爱某个产品？是什么造就了令人愉悦的体验？此外我们提出D4D理念，详细阐述了Intuit如何通过洞察用户同理心、激发创意以及实验，将设计思维付诸实践。D4D对公司至关重要，它为整个公司提供了构建伟大产品的框架。

当时，Intuit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设计思维”融入公司。2007年公司召开管理层大会时，我们利用一天时间动员大家展开对设计的思考。我们要求参会者带来一件令自己愉悦的产品，然后轮流向其他成员介绍手中的物件。有人带来一个有创意的背包，还有人提到了孩子用的吸管杯。我带来了一个二氧化碳气缸提供动力的红酒开瓶器，当你把针戳进软木塞后，这个设备就会将压缩气体注入酒瓶，把软木塞顶出来。这一练习增进了员工对设计的意识，但并没有像我们预期那样转化为行动。

我们不断寻找融入设计思维的新方法，甚至为此尝试过改变办公室布局。我们减少了格子间数量，增加了合作空间及临时工作空间。我们还开始密切关注竞争对手如何用设计取悦用户，许多最好的创意都出自那些诞生于车库与大学宿舍的初创企业，例如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在线理财公司Mint和薪酬管理公司ZenPayroll。

个人财务软件Quicken从设计伊始，就要求用户输入很多数据。只有用户耐心输入完成，才能看到详尽美观的个人预算以及饼状图。Mint早在2009年就找到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用户在输入银行密码后，产品将自动下载全部消费信息，排除手动输入数据的麻烦，能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展示个人财务状况的饼状图。我们十分欣赏Mint的设计，最终收购了这家公司。当然，我们一直了解“延迟满足”所带来的兴奋，如今我们用“饼图时间”这个词来测算延迟——也就是用户从开始使用软件到生成第一份结果所用的时间。

此外，ZenPayroll启发了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许多人认为薪酬发放职能不过是讨厌的管理流程，ZenPayroll意识到，发薪日是一个向员工表示感激、增强参与度的好时机。ZenPayroll系统给员工发送工资通知时会附上一句“哦耶，又到发工资的日子啦！你太棒了！这是你的工资支票！”这种表达方式没有那么正式，为传统的薪酬日增添了一丝幽默感。目前，这家公司是QuickBooks网络平台活跃的合作伙伴。

渐渐地，设计思维开始在组织内生根发芽。我们的领导团队在2012年又做了一次物件展示练习，之后我们探讨了大家所展示物件的共性。它们是否实现了既定功能？它们的功能是不是比预期的更简易？使用时你有何感想？无论我们在公司里扮演哪种角色，所有人都能轻易辨别出赏心悦目的设计，我们意识到自己也应该把同样的体验带给用户。

不可否认，多数人认为财务软件不需要以情感或设计为核心。我们有时候说Intuit的产品是“必需但非热望型”产品。一位团队成员曾质疑，做一款设计精良又能引起情感共鸣的财务软件根本不可能。我们最受欢迎的产品拥有两极分化的用户评分与留言。可见我们能够激起用户的情感，但问题在于：“这种情感是不是我们期望他们产生的？”

每年，美国纳税人都会花费60亿小时用软件报个人所得税，如果我们能够减少人们使用软件的时间，那可真是件造福大众的事。我们的TurboTax税务软件就是这样的产品，它在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许多纳税人最后都能收到一笔退税——对于70％的纳税人来说，这张退税支票是他们全年收到的最大一张支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始将注意力从单纯的产品功能转移到用户情感回报——如何缩短枯燥的报税过程，使用户更快获得这笔“意外之财”？



好设计靠团队

如果不能把好的设计融入产品，所有的谈论和思考都无济于事。

我们并没有把这些讨论局限于产品开发团队之间，而是鼓励所有人进行设计方面的思考。我们询问财务部门，提交支付订单是否轻而易举？这个过程能否再简化？我们与人事部门探讨，应聘者从首次看到网站的招聘信息到被录用，如何加强工作申请与面试流程的整体设计？目前Intuit拥有8000名员工，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思考如何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设计感，哪怕这些功能只为内部支持所用。

当然，如果不能把设计融入产品，所有的谈论和思考都无济于事。2010年初，我们向用户推出一系列功能升级。比如，我们增加了TurboTax的功能，允许用户对比不同年份的数据，并可直接导入曾经输入的信息，减少了程序指令。

由于用户逐步改用智能手机，我们顺势开发了一款名为SnapTax的应用app。报税工作需要用户录入大量信息，我们认为没人愿意在手机上做这件事。因此，我们的团队想出了给报税表格W-2拍照的主意，避免用户手动输入的麻烦。这一应用能自动识别信息，并且直接把信息输入到TurboTax中。SnapTax是第一款能让人们在智能手机上完成并提交联邦与州退税表的工具，从用户收到的反馈令我们格外惊喜。这款应用上线两周时间就取代了“愤怒的小鸟”，在苹果应用商店中位居榜首。用户评价出奇地好，有人称他终于能在浴缸里完成退税了，许多人给出了5星评分，D4D愿景大获全胜。

Intuit还做了许多细微变动，我们开始在用户界面上使用表情符号，简化软件的客服及帮助功能，使它们更加直观，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客服接到用户的求助电话减少了24％。我们还用了上万小时观察用户如何操作产品，在进行这项任务时，我们会在用户喜欢的元素旁边标注笑脸，在用户碰钉子的功能旁边标注哭脸——这也是我们用设计简化反馈的一种尝试。我们不断向工程师、产品经理以及设计师强调，功能性并非一切。我们必须把情感注入产品。

2006年，我们的领导层中有6位设计师，今天这个数字是35位。现在公司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设计力量，这些设计师直接向产品部门的总经理汇报，他们和工程师及产品研发人员的地位相当。

好设计能够获得商业回报。2014年，TurboTax的收入增加了7％，而且该产品从竞争对手手中抢来了2％的市场份额。2000年初，我们利用设计优势抵御了“免费增值模式”热潮。当时，许多竞争对手向用户提供免费、简化功能的版本，希望能说服用户付费升级从而体验更多功能。我们抵挡住这一诱惑，并没有推出一个平淡无奇的免费版本。如果说我们要推出一款免费产品，那么它一定是市面上设计最精良的免费产品。我们的座右铭变成了“愉悦，永不打折”，这一战略卓有成效：在自助税务软件分类中（包括免费产品），Intuit拥有超过60％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只有18％的市场份额。

我想，许多公司今天都身陷我们当年所处的困境，我们的产品研发太过渐进式，只专注于功能性和便捷性。我们需要觉醒，获得更开阔的视野。我们要让所有员工理解，设计一款伟大的产品和超高用户体验得靠团队努力，它不仅事关设计师与产品经理，还关系到团队其他所有成员，甚至是CEO。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成为一家真正以用户为核心、以设计为驱动力的技术公司，我相信到2020年Intuit会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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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够利用自身核心能力的企业不仅是在搭建自己的竞争优势，还将改变整个行业演进态势。



在后工业时代，超级竞争者们所拥有的独特核心能力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其他类型的竞争优势，比如庞大的规模，却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


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企业的竞争优势一直在变化。过去领先的公司总是多元化经营的集团型企业，它们的竞争战略主要建立在资产、市场地位以及经济规模的优势基础之上。相比之下，今天的市场领先者更多是经营战略集中的企业。它们不会运用传统的组合战略，即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寻求短期的盈利或增长机会；相反地，它们认为自己的价值是由独特的、长期突出的核心能力所决定。这类企业的战略方针，基于一种强大的价值主张，加以几个相辅相成的能力，使得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

亚马逊的销售额在2013年就已经接近750亿美元，是整个图书出版贸易行业销售额的4倍多。亚马逊从一个网络售书商发展起来，尝试对线上零售的网页页面进行重新组织，达到能够通过一种清晰的、直观的方式将复杂的信息呈现出来。亚马逊将自己世界级的IT技术和供应链能力以及独特的销售策略（根据销售和偏好数据向客户自动推荐合适的产品）结合起来，这些互相补充的能力使得亚马逊扩展了所覆盖的产品种类，包括家用品、服饰，以及基于云计算的计算机服务。

我们将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称为“超级竞争者”，专指那些利用自己独特的核心能力成功参与市场竞争，并最终改变了商业运行环境的企业。其中所谓的核心能力是指能够持续实现与业务相关的特定目标的能力，这通常需要跨职能部门将业务流程、工具、知识、技能以及组织架构进行整合。超级竞争者能够在今天涌现是因为，在后工业时代，它们所拥有的独特核心能力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其他类型的竞争优势，比如庞大的规模，却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参见后文“超级竞争者和其独特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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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阅读原文
 ）

超级竞争者如何形成

由于竞争优势的寿命越来越短，成功的公司不能再依靠规模较大这样的优势来赢得竞争了；同样，它们也不能再依靠一到两种资产、产品或服务上的优势了。企业需要一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竞争优势，而这只有核心能力可以做到。这样的能力并不容易建立，许多成功的企业只能支持一些（通常是3到6种）核心能力的建设，付出大量精力，进行高额投资，对管理额外关注。

对核心能力按重要性排列之后，这些领头羊们大量投资在最重要的能力建设上。由于这些与众不同的能力具有固定的成本并且可以跨领域运用，人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会有巨大的动力去广泛运用它们。这些着手建设核心能力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为客户提供价值，因此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对客户，有更大的吸引力。

大部分的超级竞争者也通过企业并购来实现成长。根据思略特咨询公司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成功的并购者选择并购的动机不是继续提升现有能力，就是更好的发挥现有能力，或者两者兼得，这些公司的股东回报率年复合增长率比同行业同地区的并购案平均高出12%。许多超级竞争者利用并购，吸纳那些在行业里受冷落但却能够与自己一起成长并带来好业绩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寻求那些可以对自身能力形成互补的企业进行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经营战略集中型企业的偏好在各行业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使得这些注重核心能力的公司得以重新排位。许多行业因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一些具有独特价值主张和能力体系的超级竞争者通过互相匹配补充，瓜分了它们之间的市场。

这种能力驱动的变革在行业里非常典型。联合利华停止了在医疗和化学产品领域的业务；宝洁卖掉了它的食物和饮料部门；金佰利停止了纸类业务。随着这些企业越来越关注自己核心业务上的能力建设，它们在精简后的那部分业务变得更强大，也占据了更主导的地位。这些企业成为了大卖场货架上的超级竞争者。



超级竞争者如何茁壮成长

超级竞争者现在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涌现，行业对于超级竞争者们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潜在的竞争逻辑。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的行业一般具有两种基本的特点，首先是这种超级竞争者所具的核心能力具有可扩展性。一个潜在超级竞争者的能力体系必须有强大的适用性，能够在广泛的（或者扩大的）产品、服务和客户范围中进行推广，那么为建设核心业务能力（如IT、供应链和人才体系）而花费的巨大的固定成本可以收获更大的效用。

一系列相对新的研究，都指向了行业里这种可扩展能力的重要性。这类能力的建设一般会涉及沉没成本（即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成本），这项研究显示，当企业基于这种核心业务能力进行竞争，只有超级竞争者可以茁壮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该市场的规模很大，行业的竞争压力仍然会使得那些具有核心业务能力的企业获得更大利益。那些无法建设自身核心能力，或者无法通过创新或其他方式扩展这些能力应用范围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

宜家利用了它可扩展的能力取得了市场领导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企业。对宜家来说，它的竞争者们对它几乎无法构成威胁，以至于企业的战略领导者甚至都不会持续追踪竞争者的动向。有些竞争者，比如高端的家具制造者，不具备可扩展可复制的能力；而其他的一些竞争者，例如那些制造或者进口传统风格家居用品的企业，与宜家所面对的不是同一种客户类型。有些竞争者在本土市场与宜家会形成直接竞争，但是它们和宜家在能力体系的建设上存在太大的差距以至于很难追赶上。

第二个影响行业对超级竞争者接受程度的因素是与客户相关的差异化相关性。差异化是指企业在顾客广泛重视的方面，力求在行业中独树一帜。这种策略可以通过提供更高的价值（如沃尔玛和亚马逊），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如苹果和星巴克），或者双管齐下（如麦当劳和宜家）来实现。潜在相关性并不只取决于能力体系，它还取决于客户的兴趣和需求。



中国新超级竞争者的身影

毋庸讳言，在全球经济大舞台上，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比较弱。但在过去10年里，中国还是涌现出一批表现比较突出的明星企业，这些企业要么在其长期服务的传统行业里锐意进取成为“传统行业的领导者”，比如华为科技和海尔集团等；要么通过业务模式或管理模式的创新，一跃成为“新兴行业的推动者”，典型的企业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等。我们姑且将这些企业称之为“中国的新超级竞争者”。

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来看看这两类不同模式中的中国企业如何成为超级竞争者的。


传统行业的领导者：
 华为科技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早期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到IT服务提供商，到今天全面推行的云计算战略，每一个阶段都是基于其对所在行业的核心能力的研究和掌控，从而发展成为通信行业的全球领导者之一。华为一直以来都关注创新能力的建设，公司总裁任正非早在1998年就提出“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并将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写入1998年的《华为基本法》，可见华为对于将创新打造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决心。

海尔集团也是中国超级竞争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是一家曾经窘迫到CEO必须借钱给工人发工资、很多产品需要维修后才能使用的公司，如今已然是全球商业创新的领导者，是全球“白电”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如今，海尔的生产线会为消费者独特需要进一步定制，由消费者指定颜色和功能，然后订单从互联网直接传递到工厂。海尔不再关起门来设计产品，而是要求所有产品的前端设计就必须让用户和消费者全程参与。比如海尔在2014年推出的一款由智能手机控制的智能设备空气盒子就是在很多用户建议的基础上开发的。


新兴行业的推动者：
 相比传统行业的领导者，阿里巴巴等新兴行业的推动者在模式创新方面则远远走在了其他大多数企业的前面。阿里巴巴过去15年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的平台提供者，到综合的平台服务者，最后演绎成为平台的资源整合者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阿里巴巴又打造了独特的企业能力来满足这个阶段企业发展的需要。从最初的商户资源积累，到推出支付工具支付宝，再到天猫商城的建立，一系列围绕着核心能力的建设，让阿里巴巴的业务范围从早期以运营一个让中国的小型出口商、制造商及创业者接触全球买家的首个网站，发展成为一个网上及移动商务的全球领导者。

腾讯是中国超级竞争者的又一个例子。这家通过即时通信工具QQ起家的公司，最初被认为有着强大的技术模仿能力。利用自身海量用户的“依赖绑定”，不断向处于其关系链网络里的使用者们兜售着各种各样的服务。这样的描述也许对网络时代的腾讯适用，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微信这一款杀手级产品的出现，腾讯转而成为了移动互联网的超级入口和服务平台。所有在腾讯社交网络内积累下来的用户关系和使用习惯，都让用户未来在平台和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更加高企。这让企业的竞争边界从可见的模式、技术、人才、流程与方法等，转变成为用户之间看不见的互动互联的社交纽带。这样的企业核心能力让模仿者们难以学习和复制。

不管是传统行业的领导者，还是新兴行业的推动者，在其迈向成功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强化其已有核心能力并通过建立一些适应战略发展要求的新能力，帮助其取得竞争优势。在上面提及的4家企业中，有的围绕着创新和人才集聚，有的则体现其对于外部不断变化环境的应变力和韧性，总之，就是要打造一个能力型公司，并通过将这种能力体系不断向其它业务领域复制，最终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企业集团。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程度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会脱颖而出成为“超级竞争者”。



如何在变化的行业中取胜

在思考战略问题时，高管们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完善的竞争地位和传统行业的限制和约束上。由此可以想见，超级竞争者的出现很可能是对您企业的一个新威胁。但是，展望未来行业即将发生的变化，企业可以以更加变革的方式重新考虑投资组合。为了探究所在行业潜在的超级竞争者，并且理解它将如何改变您企业的战略，我们需要了解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您所在的行业将会如何演变。思考以下的问题：


● 行业中的领袖与10年之前是否不同？是否曾经的行业领袖深陷困难，而后起之秀获得了巨大的行业影响力？

● 企业是否纷纷选择了不同的竞争方式，而每种类型中只有少数几个企业成功？

● 当今的行业领袖和后起之秀是否采用和以前的行业领袖不同的方式进行竞争？综合型、集团型企业是否面临解散？

● 行业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成功是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并非其资产或者产品组合？

● 行业领先的公司的核心能力是否可扩展？它们是否能在不大幅增加成本的条件下扩展？

● 差异化相关性高吗？差异化相关性，是指有大量的消费者将看重从能力中衍生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差异。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部分都是肯定的，您所处的行业很可能已经准备好迎接超级竞争者了——不是已经存在就是即将诞生。此时，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行业中定位来取胜。如果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部分是否定的，您可能会疑惑：我们行业中的企业都错过了哪些机会？我们应该如何探究这些机会的可行性？


第二个因素：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超级竞争者及其能力。
 这个问题的要素在于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您相信超级竞争者即将出现，它们将会是什么模样？请不要以某个具体企业为参照，而是考虑竞争对手的类型或者典型。比如在航空业，成功的企业有些以低成本生产商定位（类似美国西南航空和易捷航空），有些以高端竞争者定位（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有些以目的地和航线综合者定位（英国航空、达美航空）。另外一些常见的超级竞争者类型有声誉享有者（丰田）、快速追随者（LG），以及体验提供者（迪斯尼）。


第三个因素：您的致胜能力。
 您的目标是识别出潜力最大的成功路径，根据您公司已经拥有或者可能发展的能力，寻找最合适的超级竞争者的类型。暂时不考虑当前现实中的其他限制（例如，在投资组合中的业务数量和类型，或者需要快速交付的财务业绩）。而是努力设想出您公司未来利用现有的优势已经成功的图景，然后思考现在该如何建设以达到目标。怎样的竞争方式能在新的行业环境中给您的公司带来制胜能力？公司会需要什么能力来实施这样的竞争战略？哪种潜在的致胜方式对您来说是最有可实施性的？

同时预测您的竞争对手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鉴别出那些试图和您用同样的方式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公司，它们是您真正的竞争对手。因为超级竞争者会是行业中某个细分领域价值创造的主导者，它们不会允许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与其竞争，所以这些竞争对手是您必须击败的。


第四个因素：您的转型线路图。
 制定出一个可以投入并且加强核心能力的计划。您应该如何去扩展最重要的能力，然后把它们同一个不可击败且相辅相成的系统连接起来，并且把这个系统成功应用于您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之中？您会需要哪些产品、品牌和业务，而哪些需要被放弃？您应该如何防止其他公司抢占相同的能力？

这样的战略评估可能需要持续好几周时间，是战略选择中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如果能够有效地进行，它可以让您改变定位不明的状态，谨慎选择出精力和资源应该集中的领域。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成为超级竞争者的野心会改变一个企业定位的核心。当企业明确了它们最强的潜在能力，围绕其制定竞争策略，它们不仅仅在建设自己的竞争优势，还将改变一个行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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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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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效管理和公司绩效管理（EPM/CPM）不是一道简单的“ 工序”，而是诸多管理方法的“协奏”。这些方法包括战略管理、收益与成本计量、规划、质量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很少有组织能够恰当地应用这些方法，更不用说完美融合了。但是，卓越的企业懂得如何演奏好EPM/CPM这首交响乐。






核心观点


现状


所有组织都存在一些不愿公开讨论或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首先是高管人员未能充分、成功地实施其战略；其次是组织无法足够准确地了解其产品、服务和客户的盈利性；再次是很少有组织具备熟练的总体预测和预测分析技能。




方法


企业绩效管理和公司绩效管理（EPM/CPM）不是一道简单的“工序”，而是诸多管理方法的“协奏”。这些方法包括战略规划与实施、成本可见性和驱动性、客户情报、预测分析、企业风险管理和流程改进等6类方法。




解答


在开始应用或扩大使用EPM/CPM方法时，组织需要制订两份计划：实施计划和交流计划，交流计划要重要得多。推动他人的变革是可以做到的，这需要有强大的动力去提升组织绩效，并为别人提供洞察力和远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出决策。






组
 织中的每个人是否都能正确描述战略？组织是否采用了最佳考核指标来确保能够按照战略要求调配资源？组织了解客户的盈利性并能预测他们的利润率吗？是否有预测结果不够准确的情况？组织有足够能力应用先进的分析方法吗？所有组织都会存在一些不愿公开讨论或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首先是高管人员未能充分、成功地实施其战略，因此感到失望和沮丧；其次是组织无法足够准确地了解其产品、服务和客户的盈利性；再次是组织需要更频繁地更新各种预测和计划，但很少有组织具备熟练的总体预测和预测分析技能。

出现战略实施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管人员未能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递其战略意图，他们也没有合适的绩效指标来监控战略实施进展。不清楚产品和客户的盈利性，原因在于使用了薄弱、不完善的管理会计方法。预测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使用递进预测的方法，也没有利用能提高预测准确度的有用数据。在美国，一些曾经辉煌的公司，譬如百视达（Blockbuster）、柯达公司（Kodak）等，已经破产或不复存在，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就是主因。

许多组织会过高评价其绩效管理方法和辅助软件系统的质量，甚至很多高管会自豪地夸耀它们。但通过匿名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层管理者则会坦诚选择“需要许多改进”这个答案。



如何成为优异系统

企业绩效管理和公司绩效管理（EPM/CPM）不只是一个系统或一个过程，而是多种管理方法的融会贯通。EPM/CPM也不只是一份使用许多记分卡和刻度盘的财务总监计划，其涵义要广泛得多。优异的EPM/CPM系统能够完美地融合使用各种管理方法，同时还结合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包括细分、聚类、回归、相关分析等。高管层要培育、探索、试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和变革的文化；要建立量化分析的文化；领导者需要获得全体员工的支持。培训和教育是遵守这些原则的有效途径，而获得专业资格认证是管理者越来越流行的做法。

我把各种EPM/CPM方法比作交响乐团里的各种乐器。乐队的指挥者不会举起手中的指挥棒，向乐队的弦乐器组、木管乐器组、打击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说：“现在大家演奏！”他要做的是引导和协调交响乐节奏与音调的起伏变化。EPM/CPM的“乐器组”主要有6类：

1．战略规划与实施──适合使用战略地图及其相关的平衡记分卡。战略地图和平衡记分卡一起用来指引组织完成自己的使命、愿景和战略。高管人员要回答“我们要去哪里？”的问题，指明战略方向。正确定义关键绩效指标（KPI）并确定要实现的目标指标，然后就可以根据高管所制定的战略，调整员工的优先事务、措施、方案和流程。

平衡记分卡与仪表盘的区别在于，记分卡的表盘是由管理团队在战略地图中确定的，且关键绩效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仪表盘呈现的是运营绩效指标。实施关键绩效指标的目的在于监测战略目标进程，保证员工的行为和工作重心与管理团队制定的战略进度一致。

2．成本可见性和驱动性──商业公司需要对产品、标准服务、渠道和客户进行盈利性分析，公共组织需要了解其使用各种流程和资源的工作开支。作业成本核算法（ABC）是基本的方法，其根据业务动因和成本动因，对因果关系进行建模，采用渐进式管理会计而非传统管理会计进行核算。

通常人们会误认为，构建一套渐进的成本核算制度是一项艰巨且漫长的任务，需要员工填写考勤表、完成源信息系统的大批整合工作。但是，通过迭代重新建模进行的快速原型设计是目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执行方法，这个方法能让6名不同职能部门的员工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完成首个作业成本分析法模型的初步设计，他们能迅速确定高水准活动、确定产品及客户类别并估计成本动因数量。设计ABC模型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对成本核算方法有所了解，并开始思考在下一个成本精确性更高的迭代模型完成后，如何使用这些信息。需要牢记的是，管理会计用于内部支持，而外部财务会计则用于监管机构和投资界。

3．客户情报──运用强大的营销和销售渠道来挽留、发展、争取及赢得可获利的客户。这些工具通常被称作客户关系管理（CRM）。但CRM数据仅是基础，需要利用软件分析数据，制定并采取相应措施，能够从客户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为确定客户盈利水平，必须将上述的渐进式管理会计系统扩展至总产品毛利率线以下。分销、销售、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等“服务成本”同样采用作业成本分析法。“服务成本”来自客户而非产品。这些措施相互关联，因为高额维护型客户（如要求特殊服务及改变日程安排）会使销售利润减少。销售和市场人员的思维必须发生转变，不能只专注于增加市场份额和销量，而要关注可获利的销售额。

4．预测、规划和预测分析──挖掘数据就是“通过后视镜”来考察历史数据，而EPM/CPM专注于通过“挡风玻璃”来预测、精确预测，减少不确定性。对未来产品品种和数量的预测均为核心的独立变量，与诸多因变量相互关联，未来劳动力人数及消费水平等都属于因变量。CFO应该越来越关注基于驱动因素的预算及基于作业成本分析法的滚动财务预测，滚动预测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增加采取相应措施的信心。

5．企业风险管理（ERM）──这类方法不容忽视。当其他方法“用力猛踩油门踏板”时，ERM方法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风险缓解计划和安全保障措施都需要一定的开支从而减少了利润，但同时也能控制高管团队喜欢用资产支付给自己更多报酬奖金的做法。EPM/CPM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机构运营得更好、更快、更省钱、更明智，多种方法结合使用，组织就会变得更安全。

6．流程改进──这类方法适合采用精益管理和六西格玛质量计划。其目的是要消除浪费并精简流程，从而缩短生产周期，这类方法能够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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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持续改进对任何组织都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即使流程有效，但由于员工未遵循战略指引，也会导致实施效果很差。因此，理想情况下，应完美融合使用各类EPM/CPM方法。综合运用这6类最重要的方法并结合使用各种分析工具，组织才有希望脱颖而出。



如何打破实施障碍

我们要分析的不仅仅是数字、刻度盘、滑轮或杠杆，人的因素更为重要。

让组织采用EPM/CPM方法帮助管理者和员工更好地决策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这让人感到沮丧。各种EPM/CPM方法及其辅助软件技术，例如商业情报、分析方法和平衡记分卡的确能够提升组织迅速准确决策的能力。但为何组织在采用EPM/CPM方法时仍然犹豫不定？

大多数组织错误地认为，应用EPM/CPM方法意味着90%的数学工作和10%的组织管理变更与员工行为改变。实际情况正好是反过来的──只有5%是数学工作，而95%取决于人。

事后来看，我们意识到过去阻碍EPM/CPM应用的障碍其实都可轻松消除，如数据源不同或“脏”数据等可通过提取、转换和加载（ETL）的软件解决，分析模型的设计缺陷可以通过咨询经验丰富的顾问或参加优秀的培训课程轻松解决。其他障碍诸如EPM/CPM技术过于复杂，或试点项目的初始故障等都是可以解决的，并不会影响进程。

那么，组织不愿采用EPM/CPM方法的真正障碍在哪里？这些障碍实际上来自社会、习惯和文化之中，包括人们天抵制变革；害怕知道或者害怕别人知道真相；不愿共享数据或信息等等。人们天生喜欢安于现状，千万不要低估人们抵制变革的力量。然而，在努力打破习惯障碍，实施EPM/CPM方法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管理者几乎都没有组织变更管理方面的培训或经验。管理者需要的是进一步学习，成为像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那样的人，因为如何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一个重大挑战。

如何消除文化障碍？首先得承认现状，所有企业都在为重视健康发展还是理智发展而苦恼。大多数企业过分强调理智发展，他们雇用MBA和管理顾问，企图从数量上获得好的管理风格。这种企业忽略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那就是确保高涨的员工士气和较低的人员流失率。要获得健康发展，还应确保管理人员和员工能准确理解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和方向。健康发展能够增强员工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我们要分析的不仅仅是数字、刻度盘、滑轮或杠杆，人的因素更为重要。

在开始应用或扩大使用EPM/CPM方法时，我认为组织需要制订两份计划：实施计划和交流计划，交流计划要重要得多。推动他人的变革是可以做到的，这需要有强大的动力去提升组织绩效，并为别人提供洞察力和远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出决策。

企业财务总监经常将财务规划和分析（FP&A）当作EPM/CPM的同义词，我觉得最好还是将FP&A看作EPM/CPM的子集。虽然优化成本管理和改进流程是组织崇高的目标，但不可能无休止地降低成本去实现长期繁荣。需要注意的是，EPM/CPM不仅是财务总监的事情，而且应该整合组织内的全部职能，包括营销、作业、销售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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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情感联接


提升客户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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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客户在扮演消费者角色的同时，也是企业的合作伙伴和领路人。企业需要使用灵活、有效的沟通方式和节奏，与客户保持良好的亲密度，这样有助于企业重新审视内部的相关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及责任分配，进一步完善客户管理战略。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在享受信息技术革新带来工作效率提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逐渐疏远了与客户的情感联系。




分析


建立客户亲密度，其实就是要建立与客户的情感联系，保持竞争对手难以达成和企及的客户信任关系，进而树立具有深远影响的品牌影响力。与客户情感联系的建立，须把有效的沟通作为必要前提，在明确客户需求的前提下，清晰明确地向客户传递价值和服务。




解决


德勤认为，为保持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增强与客户的情感建设，提升客户亲密度，在与客户沟通中应注重三方面事宜：1.沟通的及时性；2沟通的可持续性；3.沟通的频率与渠道。此外，有效利用现有客户信息，建立一种顾问式销售所提倡的长期而富有回报的客户关系。






在
 生活节奏加速的现代社会，企业与客户的交往也逐渐变得简单、快捷，甚至是标准化。以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正在被日益发展的技术和完善的流程取代。企业在享受信息技术革新带来工作效率提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逐渐疏远了与客户的情感联系。因此，在技术手段差异化难分伯仲的今天，情感联接和亲密的客户关系是加强客户粘性的最强催化剂，也是让企业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锁定客户资源的关键。

据德勤调查显示，在豪华汽车市场中，维系一个现有客户的成本，大约是开发一个新增客户成本的1/6到1/5；同时，在成熟的汽车市场中，大约30%－50%的销售都是由现有客户再次购买贡献的。另外，一个现有客户还代表着具有同样消费潜力的社交圈子，以及可以扩大化的社交影响力和推荐力。由此可以看出，良好的客户亲密度，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客户忠诚度及满意度、增强企业品牌核心竞争力，还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客户服务成本。

实际上，客户亲密度是一种基于顾客为本的销售手段。企业在整个营销过程中通过对客户信息的收集及统计分析，发现客户的购买行为规律，充分理解客户需求，对客户的购买倾向及偏好进行预测，适度地引领客户，并通过提供优质的定制化客户体验，持续创造与客户的多触点沟通机会，进而建立亲密的客户关系。在客户资源成为市场竞争焦点的今天，客户亲密度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建立紧密的客户关系，还有助于企业收集客户反馈的信息，了解目标客户的真实想法，并利用这些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开发、服务改善、营销资源投放等一系列动作，以提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广告营销的回报率。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将客户放在核心位置，有助于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的相关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及责任分配，进一步完善客户管理战略。



合理把握客户沟通节奏

建立客户亲密度，其实就是要建立与客户的情感联系，保持竞争对手难以达成和企及的客户信任关系，进而树立具有深远影响的品牌影响力。与客户情感联系的建立，须把有效的沟通作为必要前提，在明确客户需求的前提下，清晰明确地向客户传递价值和服务。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客户拥有更多、更便捷、更快速的渠道和手段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通过这些渠道，客户可以获取各种来源的信息和产品知识，并通过自己独有的影响力，在周围的朋友圈或相同爱好的人群中进行传播。换句话说，客户在扮演消费者角色的同时，也是企业的合作伙伴和领路人。企业需要及时调整自己在与客户沟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使用灵活、有效的沟通方式和节奏，与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

德勤认为，为保持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增强与客户的情感建设，提升客户亲密度，在与客户沟通中应注重以下三方面事宜：


1．沟通的及时性：
 客户投诉是客户亲密度管理的一个最佳反例。导致客户投诉的直接原因，是客户的需求没有得到及时响应，客户感受到被忽略、未受重视的待遇，进而这种感受伤害企业与客户的情感联系，造成客户投诉。以汽车业为例，除去产品质量造成的客户投诉，目前4S店观察到的大部分投诉都属于沟通解决不及时或是由于这种不及时造成的“蝴蝶效应投诉”。例如，客户在新车使用初期，对导航仪的使用出现了一些疑惑，而销售顾问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跟进回访处理，导致客户拨打4S店客服电话咨询，其实这是公司与客户的第一次沟通不及时；客户在致电后，由于客户关系管理和售后部门的衔接问题，或是售后的工作人手有限，客户没有在承诺时间内收到满意回复，这是第二次沟通不及时；客户在无可奈何下，驾车前往4S店进行查看，经历反复陈述后仍需漫长等待，这就造成第三次的沟通不及时。如果此时客户发现售后服务顾问其实可以十分容易地解决他的问题，那么客户累积已久的委屈情绪就会爆发，进而产生情感上的负面影响，甚至会投诉。因此，及时的客户沟通不仅可以帮助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增强客户亲密度，还可以防微杜渐，将潜在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此外，明确的分工、清晰的处理流程和完善的监控机制，也是有效沟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2．沟通的可持续性：
 一般认为，目前在汽车行业的豪华车市场，中国消费群体的购买周期为90天左右。换言之，在90天内，销售顾问需要对未成交的潜在客户持续地跟进及关注，以促进最终成交。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德勤辅导过的汽车经销商中，销售顾问在客户创建30天后放弃跟进的比率高达70%以上；就销售转化率的平均水平而言，从30天到90天，新增客户的销售转化率至少是25%。也就是说，客户在创建后30到90天的过程中，销售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而保持有效沟通是此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销售顾问能够保持在客户购买周期中跟进的连续性，持续关注客户购买周期内的需求变化，定制化推送促销信息，针对性消除客户购买障碍，积极保持情感关联，增强和客户的亲密度，就能够进一步提升最终的销售转化率。


3．沟通的频率与渠道：
 及时、可持续的客户沟通，并不代表可以不停地对客户进行信息轰炸和骚扰。不合时宜的沟通，反而对于建立客户亲密度有害无益。在科技手段和社交媒体日益成熟的今天，聪明的企业会选择不同沟通渠道，用不同的时间频率，与客户进行沟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体验和有效的互动。例如，对于在垂直网站留下信息的客户，汽车经销商目前会分类跟进：邮件咨询客户，信息员会记录问题，并转交销售顾问进行邮件跟进，确定意向后，邀约来店看车；询价及邀约试乘试驾客户，网站会实时推送厂商指导价格和经销商地址短信，销售顾问2小时内会致电客户，邀约来店看车，并在48小时内进行电话二次跟进，以确保维持该类客户的高热度。许多经销商开设微博账号、微信公共账号、二维码促销信息等沟通渠道，也是为了迎合客户消费习惯做出的营销手段改变。



有效利用现有客户信息

根据德勤调研，中国首次购车的用户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逐渐减小，中国消费者在换车时更倾向于更换不同品牌的车。由于中国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豪华车市场增长很快，64%的豪华车主都是因为给车升级换代而产生的，并不是首次购买者。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上中国汽车客户较低的品牌忠诚度，使得客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现有客户很容易流失到竞争对手手中。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同的市场特点，促使中国整车企业运作以客户为中心，于是企业关注的焦点日渐集中在客户上。虽然目前许多整车企业已经建立了以客户导向的竞争战略，但要真正的吸引、取悦和保留客户，进而提升顾客亲密度，就必须了解客户，充分利用客户信息，提供给客户真正需要和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在现有整车企业的客户信息中，收集和管理包括车型、客户和潜在客户等表示客户“基本状态”的信息来帮助企业完成消费者分析、确定目标市场以及跟踪汽车市场竞争对手以及销售管理等功能。但目前这些客户信息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客户与企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也无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得到进一步修正和扩充。

整车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根据大量的客户特征、需求信息等，识别潜在客户、客户需求以及客户价值，并以这些客户作为重点。对于经销商来说，在识别客户的时候要把销售部门的购买情况，售后服务部门的投诉和维修的记录等信息进行整合，并通过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来进行调节，以达到各个部门都能共享企业客户的各种信息。

对客户信息的不了解或不恰当使用，一方面使整车企业无法充分了解客户需求，无法提供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则使客户对整车企业乃至品牌期望值降低，影响客户亲密度。如何有效获取客户信息，并恰当使用成为制约中国整车企业客户亲密度提升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客户行为的描述以及销售节点，可以将客户体验分成三个阶段：销售前、销售中及销售后。下文将针对不同的销售阶段，结合跨行业的实际案例，提出利用客户信息提升客户亲密度的可借鉴的方向。


销售前。
 销售人员在这一阶段需有选择地联系老客户，挖掘新的潜在用户，特别是对重要的大客户要定期走访，向客户介绍新产品、新款车型和新政策，认真了解客户的具体需求，听取客户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意见，购买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积极为客户出谋划策。在此过程中，汽车销售商不仅可以拉近与客户间的距离，更可以在无形中影响客户后期评估阶段评估标准的形成。如果自身所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比竞争列手更接近客户的评估标准，获得更大的胜算是必然的。


销售中。
 这一阶段要求销售人员对客户热情接待，并对产品技术性能、使用特点、价格构成、一条龙服务、贷款方案、售后服务项目以及质量担保和索赔等进行介绍；同时设立购车咨询热线电话，为不方便上门的客户提供购车咨询服务。特约销售服务中心应免费为用户提供代办工商验证、车辆检测、临时移动证，代缴购置附加赞、保险费、上牌费等服务；销售人员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试乘试驾服务；在交车前对车辆进行PDI（售前检查）检查，并且在交接过程中销售人员要提醒、帮助用户填写用户档案卡，及时向用户解释今后的服务范围和优惠条件，提供用户售后服务的联系方式。


销售后。
 销售人员要定期与用户联系．提醒用户对车辆进行必要的保养和维修，并为用户提供免费代办保险理赔等各项服务，因为80％新开拓的业务是从20％的已有业务中开发的。这就是顾问式销售所提倡的“建立一种长期而富有回报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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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马克是德勤咨询中国汽车行业主管合伙人。托马斯·席勒是德勤咨询德国汽车行业主管合伙人。德勤·摩立特总监陈宁，项目经理张映铮以及咨询员张凯、孙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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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年前，我的朋友戈登在一所著名大学申请了职位，并前往校园进行面试。其间，他和鲍伯共进午餐。这位鲍伯是系里的大人物，对聘用有最终决定权。食物上桌后，鲍伯指指自己那份：“非常美味，你应该试试。”戈登虽然不喜欢那道菜，但觉得不尝一口会冒犯未来老板。随后，双方相谈甚欢，戈登历数自己的成果，鲍伯也欣然配合。谁知戈登最后没拿到聘书，这让他很意外。

过了几年，戈登在那所大学得到了另一个职位，当年的疑惑终于解开。原来鲍伯当时的意思其实是“你以后应该试试”，或只是“我的午餐味道不错”，而应聘者竟敢从自己的盘子里夹菜，这让他非常不爽。鲍伯绝对不想和这么一个不懂事、缺乏教养的人共事。

很多人都曾像戈登一样，不明智地给别人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

糟糕的第一印象可能会带来大问题，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职场中都如此。有时你能意识到是自己搞砸了；但更多时候，糟糕印象其实源于认知偏差。研究证实，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自我认知和他人对我们的认知相关度很低。所以如果你猜测自己被低估，或可能无意冒犯了别人，或由于被误解而遭敌视，你的感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片面、固化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

客观地说，准确认识他人很难。没有谁是一本“打开的书”。研究显示，虽然惊讶、恐惧、厌恶和愤怒等基本情感较容易辨认，但日常生活中的微妙情绪并不易识别。所以，当你有点郁闷时，你的外在表现可能和你有点担心、困惑、失望或紧张时区别不大。当你心想“你的话有点伤到我了”和“你的话对我根本没影响”时，你的表情看起来可能差不多。此外还有心理学家称为“透明性幻觉”的现象：当你觉得“我的态度应该很明显了”或“他们知道我要说什么”时，实际情况大多并非如此。

要知道，他人会对我们的话语和行为作出各种解释。比如在会议上，同事发言时你却目光呆滞。你可能觉得无聊了，也可能在认真思考，也可能在想是不是忘了关咖啡壶开关。同事不会知道你实际在想什么，但他会自己作出解释——这就是大脑的工作。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可以归纳和预测人际认知的规则和偏差，预见人们在解读他人时会犯的错误。因此我们有可能更有把握给他人留下不错印象，并及时消除误解。



人际认知原理

无论是未来老板、潜在客户，还是新同事，初次见面的人会通过两个阶段对你形成印象。在第一阶段，对方会无意识地对你进行初步考察，依据的主要是一系列直觉、刻板印象，以及你的外表、地位和肢体语言透露的信息。这种认知方法虽然比较省事，但也有其必然性。在很短时间内，初次见面的对方要处理太多信息，并与你互动，很难完整、全面地认识你。在第二阶段（如果有的话），对方要付出更大努力，收集分析各类信息，并据此形成较全面的结论。衡量影响你行为的各种因素，并修正第一阶段中的粗略印象，这需要大量脑力劳动，所以对方必须有意愿且不受外界干扰，才会进入第二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尤其是第一阶段，对方并不只是在被动观察。在形成印象的过程中，对方可能会对你抱有特定的疑问，并尝试寻找答案，虽然他自己对此不一定有所认识。对方仿佛在透过一系列不同透镜观察你，这些透镜会左右他对你的印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信任、权力和自我透镜。（参见后文《其他认知透镜》
 。
 ）

当对方想判断你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会使用信任透镜，并特别注意两方面：你的友善度，包括你表达出的友好、尊重和同理心；你的能力，包括你的智力、技能和行动力。对方会根据前者判断你态度是否友善，根据后者判断你能否将态度化为行动。

当双方地位不对等时，尤其如果对方地位更高，他会使用权力透镜，并着重评估你的利用价值：“证明你对我有用，否则靠边站。”

当对方希望自己的地位得到承认时，他会使用自我透镜。人们经常无意识地想要确信他们或他们的团队比其他人或团队更优越。

在戈登的例子中，鲍伯的认知透镜无疑从几方面决定了午餐面试的结果。戈登历数过往成绩，自信地展示了能力，但没能表现出友善：由于领会错误而去品尝了鲍伯的食物，这让对方觉得没受到尊重。有能力但不友善，这种组合非常糟，因为它暗示你可能成为未来的敌人。再者，戈登在与更有权力的人物对话时，只是一味谈论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强调对对方的利用价值。如果他表明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助鲍伯推进工作目标，局面会完全不同。现实是，透过信任、权力和自我透镜观察戈登后，鲍伯可能想，何苦招进来一个可能和我作对、让我难堪的实力派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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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认知透镜

在对他人进行判断时，人们最常使用信任、权力和自我透镜；根据观察者的不同人格类型，另外两种透镜也会影响人际认知。




进取/审慎


对方愿意冒险还是规避风险？使用进取透镜的人希望最大化利益、避免错失机会，而使用审慎透镜的人则倾向于最小化损失、维持现状。


建议：
 判断对方的风险偏好，并使用合适的语言激励对方。




焦虑/回避


对方的心理状况是否有问题？部分人有焦虑表现：情感需求强烈，或操心过度，或害怕被拒绝。还有些人采取回避态度，表现为冷漠、难以建立关系。


建议：
 如果对方有焦虑或回避表现，要有同理心、耐心，并表现得可靠。



（返回阅读原文
 ）





让他人正确认识你

如何运用人际认知原理在人际交往中获益、提升沟通效率？显然，你可以根据认知透镜的原理调整自己的行为，帮助对方正确建立对你的印象。为让对方在信任透镜中对你留下好印象，要表现得友善，同时展现实力。应运用合适的肢体语言：进行目光接触、适当微笑、同意时点头、仔细倾听而不打断对方、保持良好坐姿和站姿。如果和对方建立长期关系，要言而有信。如果对方认为你有原则、可靠，那么很可能视你为可信赖的盟友。

为让对方在权力透镜中对你留下好印象，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对方表明你的价值。要强调你愿意帮助对方实现你们的共同目标。

为让对方在自我透镜中对你留下好印象，要谦逊包容。主动肯定对方的长处，并试着创造出同盟的氛围，这样对方也能赞赏你的成就，而不是将你视为威胁。

如果你出师不利，未能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那么你需要拿出足够充分的、能吸引注意力的表现，才能促使对方进入认知的第二阶段，从而有机会调整对你的印象。你的行为方式一定要与此前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不同；要坚持让对方看到你的表现，让他无法忽略。假设你没能按时完成新主管布置的第一个任务，仅仅是按时完成下个任务，这可能不足以让他扭转对你的印象。但如果你之后连续5次都提前一周完成呢？这肯定会奏效。上司一定会留意你的转变能否持久，这样你就成功把他拖入了第二阶段。

你还可以参考以下方法，让对方主动想要修正对你的印象，从而更快更有效地提升你的形象。


激发对公正的诉求。
 大部分人都会说他们在评判和对待他人时，会努力做到开放和公正。这在心理学中称为“平等诉求”。研究显示，如果人们真诚希望公正看待别人，且头脑中的公平观念受外界影响得到强化，他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自发且无意识地避免认知偏差。这差不多像是跳过认知的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对他人的认知更精确、更能准确判断他人意图。

为激发对方的平等诉求，你可以称赞他看人的水平，如“公正”、“不带偏见”、“敏锐”、或“惊人地准确”。如果你和对方不熟，切勿不着边际地夸人，你可以指出对方的职责和地位要求他能准确评判他人。你不会说错：为获得职业成功，大部分人的确需要掌握读人之术，对同事和客户都如此。你还可以现身说法，和对方分享自己曾因某些偏见误判别人的经历。（我在这方面倒是经验丰富。比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头发蓬乱、身着破T恤和运动裤的男人在哥大校园里游荡，差点叫了保安。下个月再见到他时，他正给全系讲解他刚刚设计的复杂统计模型。此人原来是有名的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后来成了我的导师。）


让自己不可或缺。
 很多时候，要想让他人觉得有必要进入认知的第二阶段，正确认识你，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对方需要你。这在心理学中称为“结果依赖”。简单说就是，他人如果没有你的配合就不能达到目的。正因此，没有权势的人总会用心观察有权势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借助别人才能达到目标的人，会费神研究对方的性格、意向和习惯。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你能让对方感到有必要预测你的行为和需求并加以配合，那么对方必然会直接进入认知的第二阶段。

为制造结果依赖，你可以试着寻找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如果你的领导低估了你，你可以主动申请加入某项需要双方密切配合的工作。躲开不喜欢自己的人，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你想让对方转变观念，就必须克服这种本能，强迫自己黏上他。如果能让对方认识到你没那么差，事情就好办多了。


把握正确时机。
 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控制欲。在职场中，不确定性、选择受限、高压管理或管理过细，都可能导致无助、冷漠和抑郁。当人们感到失控，会很自然地想重获控制感。研究表明，如果无法正面解决问题（比如告诉烦人的老板，“我不干了”），人们会对其他事情更为警觉、更关注细节，包括对别人的观察。

当你发现对方正处于无助中，比如正为年度目标疲于奔命的上级、正在赶工或刚刚丢掉重要客户的同事，你的机会就来了。人们有时能通过修正对他人的认识重获控制感，所以你只需在恰当的时间出现，或者再搭把手，就很容易让对方认识到你的能力。

你是不是在想，戈登最后成功让鲍伯转变印象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是他采用的策略。首先，他深入了解已升为系主任的鲍伯的工作，并抓住一切机会主动为他效力。他和鲍伯交流时特别注意态度，说到自己时非常谦卑。过了大概一年，鲍伯让戈登进入了几个重要的委员会，他感到双方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现在，他们已经能偶尔愉快地共进午餐了——当然是各吃各的。

我们都想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给别人留下印象。研究显示，如果人们相信别人认识到了真实的自己，他们会更开心、更满足、人际关系更好，且更有目标感。如果能让别人懂你，并恰当地为你提供机会和支持，生活会更简单、更令人愉悦。

但你不能只是坐等周围人来正确认识你。你需要用心谋划一下，如何引导并激励他人用最善意的眼光看待你。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能让别人看到一个更好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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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一项道德实验前，一组参与者用15分钟解数学题，另一组参与者则做了词汇测试，结果前一组参与者在实验中为个人获益而撒谎的比例比后一组高4倍。


《计算性思维的社会和伦理后果》Long Wang、Chen-bo Zhong、J. Keith Murnigha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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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哈尔沃森是哥伦比亚商学院动机科学中心副主任，著有《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9件事》（9 Things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不被人理解，你该怎么做》（No One Understands You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5）。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卖还是不卖，这是个问题

Should You Sell That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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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费尔柴尔德（Gregory Fairchild）| 文


蒋荟蓉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出版方计划制作一套描绘暴徒生活的电子书，由此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奥
 利维娅·托里斯（Olivia Torres）在金门公园晨跑，这种时候她一般不去想工作的事，可是今天，公司事务一直在她脑海中萦绕不散。奥利维娅是查托夫出版公司（Chartoff Publishing）的新产品开发及市场营销主管，之前她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一条电子图书产品线“《恶人艾尔》（El Diablo
 ）系列”的构想，大家都觉得好。那天散会时，她很是高兴，下班之前又收到公司创始人兼CEO哈里斯·查托夫（Harris Chartoff）发来的邮件：“奥利维娅，今天的演讲真不错。请转告你的团队成员，他们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这让她更高兴了。

哈里斯在1978年创建了查托夫出版公司。他先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后来辞职去写小说，讲述商界白领放弃工作加入飞车党的故事。小说本身写得平淡无奇，但哈里斯凭着自己出众的营销能力让这套书红极一时。20世纪80年代，查托夫出版公司引进了几部最新的畅销小说，目标读者是较为边缘的群体——遭遇中年危机的男子，还有同性恋和有色人种——查托夫公司借此迅速发展壮大。《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位记者在该出版公司25周年之际发表评论：“他们专做那些格调不高的小说。”不过如今纸书式微，哈里斯也正在为公司寻求出路。于是他雇用了以前做过技术主管的奥利维娅，力推数字产品线。

《恶人艾尔》系列的创意出自奥利维娅团队的新成员卡尔文·哈特（Calvin Hart），他在一家非裔美国人的有线电视公司做过媒介经理。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非裔和拉美裔群体的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使用率远远高于白人，卡尔文从中得到启发，想到可以制作电子微型小说，面向大多数出版商未曾涉足的少数群体青少年市场，让这些年轻人得以在手机上阅读，无需购买昂贵的电子书阅读器。为了“方便在地铁或公交车上阅读”（卡尔文语
 ），这个系列的每一节都很短，售价仅99美分，相当于购买一个手机铃声的价钱。卡尔文说：“连载小说这种老派的写作形式一度备受推崇，现在我们以一种现代化的崭新方式将其重现。”

故事的主人公恶人艾尔是个暴徒，小说以年轻一族所熟悉的都市街头生活用语写就，内容充斥着昂贵的美酒、视野开阔的摩天大楼、飞车和成群结队的美女。

卡尔文从电视行业转向纸书出版，从一个大部分是黑人的公司跳槽到这个只有他和奥利维娅两人是有色人种的地方，这样的经历实属罕见。但奥利维娅许诺给他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力支持新产品起步。她简直迫不及待地想看着新产品成型，然后兑现自己的承诺。

慢跑途中，奥利维娅停下来喝水，顺便看了一眼手机。她看到哈里斯·查托夫发来的邮件，标题是“我们得谈谈”。邮件内容简洁明了：“是关于《恶人艾尔》的事。收到请回电。”

她拨通了哈里斯的电话，他立刻就接听了：“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恶人艾尔》。”

“怎么了？”奥利维娅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吗？”

哈里斯解释道，前一天晚上他去参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北加利福尼亚的资金募集活动，遇见了非裔美国人媒体形象学会（IAAM）会长特里萨·库珀（Theresa Cooper）。“她很不满。”哈里斯说。奥利维娅看过特里萨在CNN的访谈，《旧金山纪事报》也引用过特里萨反对媒体中出现非裔美国人负面形象的言论。

“这跟《恶人艾尔》有什么关系？”

“她听说了我们这个项目，”哈里斯的语气里带着苦恼，“她认为这个系列有损非裔美国人的形象，美化暴力、毒品和女性虐待。”

奥利维娅大吃一惊。这个项目甫一开始，她和卡尔文就有过相似的顾虑。当时他们告诉自己，等到成功吸引了消费者之后，再来考虑传达一些正面信息，扭转形象。

“卡尔文考虑过这样的风险了，”她说，“我们知道像IAAM之类的团体会提出抗议，但这些都抵不过这条产品线带来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收益。”

“我们得小心应对，”哈里斯答道，“我相信你的判断。不过，我希望你再想想这个问题，跟卡尔文谈谈。既然外界开始关注了，我们就需要再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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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争议

“多大的事儿，”几个小时后，卡尔文坐在奥利维娅的办公室里说，“让特里萨·库珀找媒体去吧。正好能帮我们的书做宣传。”

销量正是奥利维娅所需要的。如果想让查托夫达到今年的利润指标，她必须拿出热销产品来，目前所有迹象都表明，《恶人艾尔》将会大卖特卖。试读章节经过200多个美国非裔和拉美裔年轻读者的检验，在目标受众中得到了高度好评，市场调研结果也相当好。

“况且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争议，”卡尔文接着说，“特里萨·库珀尽可以嚷嚷着说《恶人艾尔》系列含有暴力色情内容，可是跟那些面向青少年的电子游戏和手机应用比起来，尤其是做给黑人和拉美青少年玩的那些，我们的产品要温和得多。”

“是啊，而且我们的产品至少能让他们读下去。”奥利维娅说。

“没错。我们的书里面的确有暴力，还有性，可孩子们又不是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东西。他们想看能够反映自己周围世界的故事，还需要一个英雄主人公来供他们崇拜。”

“别把恶人艾尔说成是英雄，”奥利维娅说，“他在第一章里就杀了3个人。”

“玩《迈阿密热线》的时候开头30秒就能杀那么多人。”卡尔文回答。做为产品调研的一部分，他们考察了几个能找到的含有更多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其中的某些画面仍然在奥利维娅眼前挥之不去。

“这么说，你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她问。

“我当然觉得有点儿糟糕，可是关于正派的黑人会计和医生之类的故事卖不出去。我们的工作不是为少数族群树立正面形象，这事儿归特里萨管。我们是商业出版社。我们得再跟哈里斯见个面，给他看几个数据。这个系列一上线，第一年的销售额就有望接近30万美元——这还是保守估计。之后还有无穷的潜力，可以扩张产品线。昨天他还觉得这个主意特别棒呢。”

奥利维娅知道哈里斯并不害怕引起争议。查托夫公司创立之初就是靠着“非主流”受众起家的，对于针对公司图书内容的批评，哈里斯一向十分从容。但她同样知道，哈里斯真正担心的是公司的未来，踏错一步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不想冒这个险。

“今天下午就去找哈里斯吧，等他跟特里萨·库珀打完电话，”奥利维娅说，“特里萨显然是想跟他详谈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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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而已

“‘电子烈酒’？”卡尔文重复了一遍，“她这么形容我们的产品？”

哈里斯在转述方才特里萨跟他的对话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发行了这个产品，IAAM就会提出抗议。”

“好啊，随他们去。”卡尔文恶狠狠地说。奥利维娅警告性地瞪了他一眼，提醒他在哈里斯面前别太嚣张。她是公司惟一一个拉美人，她觉得每时每刻都要表现出沉着冷静的专业素养，这很重要。

“特里萨说了，这次又是主流团体开办的公司想从黑人男性身上赚钱，还打出满足他们需求的幌子。不是头一次了。”哈里斯读着自己匆匆记下的笔记。

“这么说，她不关心拉美人？”卡尔文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啊，她暗示说拉美族群中的积极分子也一定会抗议的，”哈里斯说，“这让我想起了大约15年前大路出版社（Street Publishers）的那件事。”他解释道，大路出版社曾经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之一，以前做过一部面向市中心贫民区年轻读者的书，随书附赠一张黑帮说唱CD《趁早回头》，在当地一座监狱分发了1000套让犯人们试读。

“消息一传开，立刻招来了抗议，”他说，“这家出版社被控煽动暴力。”

“书卖得怎么样？”卡尔文问。

“没能出版，”哈里斯答道，“大路出版社败给了舆论压力。”

奥利维娅插嘴说：“哈里斯，我们不太明白。卡尔文也说过，公众关注有助于我们宣传产品。查托夫的不少图书一开始都引起了众说纷纭。这次你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我们是站在弱者这边的。为他们而写的书太少，我们就做这个市场，写他们自己的故事给他们看，”哈里斯回答，“我很高兴站在他们这边。但这次感觉有些不一样。”

“我想，我们都有所顾虑，的确如此，但我还是看好《恶人艾尔》项目。”卡尔文冷静下来了。

“这话从你一个黑人嘴里说出来，是很有说服力，”哈里斯说，“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含沙射影地指责我们的哪本书会祸害整个少数族群青少年群体。”

“只不过是电子书而已，”奥利维娅说，“你知道那些故事都是编的。”

“真有这么简单吗？”哈里斯问。



多一些良知

那天晚上，奥利维娅的伴侣萨拉买了她们最喜欢的外带晚餐回家，但奥利维娅却没有胃口。

“心情不好？”萨拉问。奥利维娅跟她说了特里萨·库珀对《恶人艾尔》的反对意见和哈里斯的态度。

“他想撤销这个项目？”

“不，他想让我来做决定。”

“至少他信任你，”萨拉说，“你不会动摇的，对不对？你都为这个项目忙活了好几个月。”

“是啊，”奥利维娅答道，“起初我也有顾虑，担心内容不妥，但我说服自己，心想这样正好打入细分市场。现在特里萨·库珀这个多事的家伙搞得我又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这个系列带来的害处是不是比好处更多。也许查托夫出版公司需要的是多一些良知。”

“你们怎么没良知了？好莱坞和做电子游戏的那些人怎么算？他们才不在乎男孩子的心智健康呢。你们不是罪人。而且美国暴力文化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码事，跟你的工作没关系。你喜欢现在这份工作，因为你想做出最畅销的图书，在纸书低迷的时候设法让人们阅读。”

“嗯。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让梅尔文看《恶人艾尔》，”奥利维娅说的是她13岁的侄子，“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想给侄子看，这种东西能卖给别人吗？”

“让那些孩子的阿姨去担心他们在读什么吧。你该考虑的是如何推出产品取得成功。市场调研的结果都很好，对吧？”

“对，我有自信，这个系列一定会畅销，给查托夫带来收益。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热卖，而是我们该不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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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基于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恶人艾尔：扫清阴暗的角落”（“El Diablo: The Corner Cleaner Affair
 ”，编号UV1924-PDFENG），作者是格雷戈里·费尔柴尔德，hbr.org
 提供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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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hbr.org
 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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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费尔柴尔德是弗吉尼亚大学达登商学院（Darden School of Business）工商管理学E. Thayer Bigelow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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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奥利维娅应该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这块市场尚未有人涉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且极有可能推动其他产品线多元化发展。至于IAAM方面提出的抗议，查托夫可以尝试举办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教育和引导少数族群，帮助他们过得更好。这样可以塑造协助社会打击犯罪的企业正面形象，与此同时创造出庞大的消费者基础。


SalesProGlobal公司业务拓展专员

阿比曼纽·辛格（Abhimanyu Singh）






责任错位


这里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政治正确以至泛滥：对青少年实行监护、规范行为的责任从消费者转移到了企业头上。社会有充足的法律、法规和公理用来保护我们远离不适合我们的产品，如果公司并未触犯法律法规，也没有违背公理，社会道德感就不应干涉该公司如何实现其收益目标。


IT行业高级技术经理

亚瑟·韦斯（Arthur Weiss）






要加上年龄警告标识


我们能把《黑道家族》从头看到尾，是因为这种电视剧将那个我们只能好奇一瞥的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如果奥利维娅不让侄子阅读《恶人艾尔》的原因是孩子太小，那么她应该加上年龄警告标识；如果是因为不值一读，那就撤销这个项目。


自由建筑师

莉斯尔·马戈林（Liesl Margolin）















经验 Experience



专家点评



	[image: ]

	

约翰·莫雷尼斯

（John Morayniss）


美国Entertainment One Television

电视公司CEO






奥利维娅也可以主动出击，明确表示这个系列的出发点是记录（而非宣扬）暴力行为，鼓励各界人士就各种城市问题进行交流，展开辩论。


在
 这个充斥着信息的数字世界，企业力求博得关注，如果没有太多营销预算，脱颖而出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引起争议。查托夫出版公司显然陷入了困境，需要打出一个重磅产品来扭转局面。《恶人艾尔》承载着拯救公司的希望。奥利维娅应当冒险推出这个产品。

不过，哈里斯和奥利维娅必须有能力为这个系列辩护，应对特里萨·库珀等人的谴责。妥当的方式是强调自己产品的价值，不要把矛头指向含有更多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要想打入少数族群青少年市场，该怎么做？讲述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故事，塑造真性情的角色，让他们产生代入感。如果哈里斯和奥利维娅对这个系列的质量和真实性有信心，引起争议并无害处。实际上，争议是利大于弊的。

这个案例让我想起几年前我们Entertainment One面临的挑战。当时我们为MTV台制作了一档名叫《Skins》的节目，改编自大受欢迎的英国同名电视节目，展现真实的青少年生活，包括嗑药和性。英国版尺度很大，我们引进时做了一些修改，迎合美国观众的口味，但还是引发了争议。美国电视家长协会说这个节目是“儿童色情片”，协会主席表示：“此片可能是有史以来对孩子危害最大的电视节目。”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认为这个节目极具表现力，还原了真实的青少年生活，于是我们努力强调它的优点。遗憾的是，协会对广告商施压，勒令他们退出，导致MTV最终停播了这档节目。

所幸查托夫的情况不同。这家公司无须担心广告商不愿承担风险，电子书产品是直接向终端用户销售的。产品能否畅销只取决于用户是否喜欢。

《恶人艾尔》系列无疑会大受欢迎，但争议也会逐步升温。只要查托夫认定这个系列宣扬的观念正直、内容真实，就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反对的声音，并且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假如这个系列只是昙花一现，争议便会随之冷却，迅速被人们忘在脑后，不会对公司的名声造成什么负面影响——但愿如此。当年《Skins》之所以引发了强烈反对，正是因为这档节目红极一时，可是由于我们公司无法控制节目向终端用户播出的整个过程，只得听任广告商和电视网摆布。

并不是说《恶人艾尔》系列完全没有风险。哈里斯应当仔细考量这个项目对公司名誉的损益。有人会说受关注一定有好处，但是凡事没有绝对。会损害自己形象的曝光度你一定不想要。不过，查托夫出版公司正是在争议之中发展壮大的，此次事件非但不会抹煞公司原本的形象，反而会使其形象变得更加鲜明。

奥利维娅也可以主动出击，明确表示这个系列的出发点是记录（而非宣扬）暴力行为，其目的不仅仅是给被出版商忽视的少数族群提供读物，而且鼓励各界人士就各种城市问题展开讨论。她提醒卡尔文别把恶人艾尔称为英雄，这样做是正确的。一本书或一部电视节目里不必全是正面角色，有时候反英雄形象同样可以写得扣人心弦，比如《绝命毒师》。而且很多有识之士也并不赞同影视图书中的暴力描写就是宣扬暴力这一偏颇观点。

对于查托夫来说，与其一味逃避该系列引发的争议，不如坦然面对。出版业日益衰落，买书的人越来越少。《恶人艾尔》也许正是查托夫公司现在需要的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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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赖斯

（Michelle Rice）


Yashodhara Shroff TV One分公司销售市场执行副总裁。






我建议奥利维娅和卡尔文对方案进行修改，让新产品更平衡。不必放弃现在的创意。与此同时抓住新的受众群体，为公司赢取利润。


对
 奥利维娅来说，幸运的是她面前并非只有放弃和继续这两个选择。

我建议奥利维娅和卡尔文对方案进行修改，让新产品更平衡。不必放弃现在的创意。可以塑造正面的美国非裔形象，与负面形象相互映衬，解除特里萨·库珀提出的顾虑。主人公仍然是混黑帮的恶人艾尔，但作者还可以展示其他的主要角色选择了更为正派的人生道路，描写遵纪守法的成功人士，来平衡对于“帮派生活”的美化。

负面形象在电子游戏和其他媒体中十分常见，问题在于不能只刻画负面形象，扩大负面影响，特别是面向青少年读者的作品更不应如此。

如何在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奥利维娅面对的也是许多媒体公司共同的难题。犯罪故事紧张刺激，无疑能吸引很多受众，由此产生更多的利润。奥利维娅坚信《恶人艾尔》系列能带来利润，但她也承认自己不会让13岁的侄子看这种东西。

我供职的电视公司专为美国非裔提供积极正面的高质量娱乐节目，填补这块市场的空缺。我们的节目反映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力主贴近现实。要把握平衡、找准定位，有时并非易事。被人指为太过热忱，或者太有争议性，都会带来财政危机。不过话说回来，我相信最有竞争力的还是引人入胜的内容，内容为王不会变，低级趣味终归难登大雅之堂。

卡尔文认为争议有助于提高销量，但他的理论并未权衡这个项目带来的短期利益和可能让查托夫公司名誉受损、反过来影响收益的长期风险孰轻孰重。查托夫可能无力承担触犯众怒的风险，原因有二。

其一，公司运营方并不是少数族群，在产品中表现少数族群的负面形象，可能引发强烈不满。哈里斯和其他高管也许会被斥为冷漠无情，更有甚者，公众会认为他们利用奥利维娅和卡尔文这两名少数族群雇员作为筹码，掩盖产品暗含的攻讦本质。

我的意思不是说换成哪家少数族群运营的公司在这种境地就可以少承担一些责任。我想请身属另一少数群体——同性恋群体的奥利维娅设身处地考虑一下，一个展现拉美女同性恋负面形象或刻板印象的产品，她是否愿意制作并发行。

其二，争议所带来的风险可能大于其利益，因为目标受众是年轻人。掌握绝大部分购买权的不是这些青少年，而是父母。如果父母对书中的负面形象有所耳闻，他们还会让孩子购买阅读这个系列吗？争议非但无法提高这个系列的人气，还可能会将其置于死地。更糟糕的是，父母的激烈抗议也许会波及整个公司。

哈里斯说，公司的目标，容我称之为使命，是为少数族群这一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新顾客团体提供有益的产品。

然而，如果他们提供的产品同样有害，获益的究竟是谁？假如我是奥利维娅，我会慎重行事。她没有必要完全放弃这个产品，让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她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减轻产品的争议性，避免损害查托夫公司的声誉，与此同时抓住新的受众群体，为公司赢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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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游的启迪

What Board Games Can Teach Business

安德鲁·英尼斯（Andrew Innes）| 文

蒋荟蓉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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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商业主题桌面游戏，……，应该让玩家相互竞争，……，在政府控制或废除垄断的情况下生产质量更优、价格更低的产品。”

——玛丽·皮隆《大富翁》






一
 套桌游就是一个微型宇宙：游戏规则是这个宇宙的物理定律或社会准则，棋盘是物理环境，卡牌往往起着资源和催化剂的作用，骰子则提供一定的随机性。至于那些小小的棋子，就是像你我这样在社会中活动的人了。

我会步步紧逼，让你流血不止，而且……“嘿，你站起来的时候顺便给我拿罐啤酒好吗？”

好的游戏千变万化，极富挑战性，玩起来是很累人的。我有时觉得，游戏几乎是在满足我们对紧张刺激感的原始需求。如果我们真的整天惦记着寻找容身之处、打猎获取食物、保护自己的家人免受敌人或其他捕食者侵害，就不会也不用再去玩游戏了。在现代生活中，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惊险刺激感的就是那些桌面上的求生游戏。我们可以在游戏中用尽卑劣的手段，变得富可敌国或是悲惨败落，玩完一局，然后再回到平淡的生活。

在为《哈佛商业评论》开发新产品之余，我还是桌游制作商，因此我对桌游带来的启迪很感兴趣。桌游能否帮助我们学习现实世界中所需要的技能？除了一以贯之的竞争意识和逆境反弹能力，还有什么可以发掘的？

就拿有史以来最畅销、与商业关系最紧密的桌面游戏《大富翁》来说。玛丽·皮隆在她的新书《大富翁：经典桌面游戏背后的执迷、狂怒和丑闻》中揭示，这个游戏原本是一种教学工具。《大富翁》最早的版本出现在20世纪早期，名叫“地主游戏”，发明者伊丽莎白·马吉（Elizabeth Magie）用它来让参与者了解垄断和土地私有制的罪恶。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游戏流传开去，不同地方的人们按照本地情况对棋盘加以修改，重点便不再是政治革新。游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垄断地产、设法使对手破产。经过查尔斯·达罗和帕克兄弟的先后改进，地主游戏最终演化为今天广为人知的经典桌游《大富翁》。

现代的《大富翁》能让我们学到什么呢？投资收益率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此外还有交易买卖的艺术：很少有人能一跃成为地产垄断大亨，你要尽量把自己路过的地产全部买下，并与其他玩家协商，稳固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但需要学习的技能远不止以上这些。创造力、革新意识、团队协作能力、共情能力和资源管理能力从何习得？实际上，许多别具一格的游戏不仅涉及这些能力，而且更突出强调了类似于合作共赢的成果。而在今天，共赢正是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合作所需要的。





	
[image: ]




《大富翁》


玛丽·皮隆著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美国分部

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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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翁》


大富翁游戏公司

2010年发行














在那些为人熟知的游戏当中，“你画我猜”十分注重观察力和共情能力：你要如何用图画来向队友传达信息？经典侦探游戏“线索”帮助我们锻炼演绎推理能力。孩之宝公司的Cranium传达出的信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位玩家都有机会发挥长处。就连问答游戏TrivialPursuit也能让我们明白知识广博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在组队游戏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冷门的游戏。

Morphology与“你画我猜”相似，让玩家利用木块、绳子、石头和雪糕棒向别人传达信息。用这些材料让别人猜“狗”这个词当然是不难，但“睡觉”或“痒”这种词语该怎么表达？这就需要有高明的创造力。

桌游《禁闭岛》是让4人合力完成游戏，而非彼此对抗。每位玩家扮演特定的角色，拥有特定的能力，结合他人传来的信息，尽力做出对团队最有利的决定。大家齐心合力，才有得胜的希望；如果在岛屿沉没前未能收集到所有的财宝，那么整个团队都会输。

桌游《The Extraordinaires》更为新颖。这个游戏不是在棋盘上移动棋子，而是让玩家参与产品设计工作室。玩家会得到千奇百怪的虚拟角色卡牌——焦躁不安的吸血鬼少年、爱玩悠悠球的机器人、在水下寿司店打工的人鱼运动员等等，任务则是遵循经典设计原则为这些“顾客”设计产品。游戏还提供了锻炼迭代思维的绝好机会——你提出的产品概念要如何改进？

《电力公司》为商业向桌面游戏增添了亮丽的一笔。这套桌游注重的是，在维护电站现有基础设施和投资游戏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更高效的新技术这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游戏目标仍然是胜过对手，但这个游戏里复杂精微的小问题要比《大富翁》多得多。

这些新游戏比经典老游戏更好玩吗？我给出的答案恐怕不够客观。我从小到大一直不喜欢《大富翁》那种相互对抗、胜者为王的风格。（原因之一是我经常输给侄子。）但以我玩过了几百个桌游（为了研究！）的经验来说，答案是肯定的。新的桌游迫使我们成为人群注意的焦点，让我们用又古怪又别扭的方式进行沟通，抑或鼓励我们剑走偏锋、转换思路，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增进我们与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有效帮助我们锻炼心智。

也许《大富翁》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业题材游戏，可以满足某种对你死我活的竞争的渴望。不过，要想磨练管理能力，学习当今商务世界中所需的技能，《大富翁》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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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闭岛》


Gamewright

2010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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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traordinaires


The Creativity Hub

2013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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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公司》


Rio Grande Games

2004年发行








[image: ]


我在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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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领导善于问问题》（Good Leaders Ask Great Questions
 ），约翰·麦克斯韦尔著，Center Street出版社2014年出版。

“麦克斯韦尔严密地论证了问题是如何将你与别人联系在一起、如何让你更高效地学习和领导他人。”

卡拉·哈里斯（Carla Harris）是美国全国妇女商业协会主席，著有《制胜策略》（Strategize to Win，Hudson Street Press
 ，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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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英尼斯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产品经理、Anomia Press桌游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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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ship success depends as much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strategic savvy. This package looks at the importance of trying on new behaviors, the unspoken rules that govern giving and receiving advice, and ways to sell your ideas up the ladder.











LEADERSHIP


The Authenticity Paradox


Herminia Ibarra



Authenticity has become the gold standard for leadership. But as INSEAD professorHerminia Ibarra argues, a simplist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authenticity means can limit leaders' growth and impact. All too often, we tend to latch on to authenticity as an excuse for sticking with what's comfortable. But few jobs allow us to do that for long. In this article, Ibarra explains how leaders can develop an "adaptively authentic" style by experimenting with many different leadership approaches. It's OK to change tactics from one day to the next, she says. That's not being fake; it's how we figure out what's right for the challenges and circumstances we face.

Three strategies can help you break free from a self-concept that's too rigid:

Learn from diverse role models.Growth necessarily involves some form of imitation, but don't copy just one person's leadership style. Borrow selectively from various people to create your own collage. Work on getting better.

Set learning goals—not just performance targets—to focus on the value of experimentation. Stretch the limits of who you are by doing new things that make you uncomfortable but help you discover by direct experience whom you want to become.

Don't stick to "your story."Jettison outdated self-concepts and draw on personal narratives that fit your circumstances as you're taking on new challenges.


HBR Reprint R1412C







MANAGING YOURSELF


The Ar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Advice


David A. Garvin and Joshua D.Margolis



Seeking and giving advice are central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they requir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elf-awareness, restraint, diplomacy, and patience on both sides. But managers tend to view these competencies as "gifts" that one either has or lacks. The authors argue instead that they arepractical skills you can learn andapply to great effect. They draw onalarge body of research to identify the most common obstacles to effectively seeking and giving advice—such as thinking one already has the answers, defining the problem poorly, and overstepping boundaries—and offer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getting past them.

The authors define the five stages of advising: (1) finding the right fit; (2) developing a shared understanding; (3) crafting alternatives; (4) converging on a decision; and (5) putting advice into action. Each stage includes suggestions for seekers and for advisers. Example: At stage 4, when it's time to narrow down the options, a seeker might review discarded or briefly considered ideas, and his adviser might play devil's advocate—to check for confirmation bias.

Overall, the authors' guidelines amount to a fundamental shift in approach: a creative, collaborative way of understanding problems and crafting promising paths forward— which often requires an ongoing conversation.


HBR Reprint R1412D







MANAGING UP


Get the Boss to Buy In


Susan J. Ashford and James Detert



For organizations to prosper, managers in the middle ranks must feel empowered to identify and promote the need for change.

People at this level gather valuable intelligence from direct contact with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colleagues; they can often see when the market is ripe for a certain offering, for instance, or spot signs that a partnership won't work. But for many reasons, ranging from a fear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compliance with a top-down culture, they may not voice their ideas and concerns—and even when they do, they often struggle to persuade the people at the top.

The authors studied "issue selling" in a range of organizations, roles, and industries, identifying seven tactics associated with success. Managers should tailor their pitch to the goals, values, and knowledge of decision makers; frame the issue to show how it supports a strategic goal; manage emotions (their own and their audience's); get the timing right by, say, attending to a boss's preoccupations or watching larger trends; involve others, both in and out of their networks; adhere to organizational norms, such as how leaders prefer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suggest solutions, or at least propose ways to find one.

Issue selling is an ongoing process that requires groundwork and patience. Midlevel managers who do it effectively get decision makers' attention and make a real difference in their organizations.


HBR Reprint R1412E






THE BIG IDEA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Truth About CSR


KasturiRangan, Lisa Chase, and Sohel K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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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widely accepted ideal of "shared value," research led b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s KasturiRangan suggests that this is not the norm—and that's OK. Most companies practice a multifaceted version of CSR that spans theaters ranging from pure philanthropy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o the explicitly strategic. To maximize their impact, companies must ensure that initiatives in the various theaters form a unified platform.

Four steps can help them do so: Pruning and aligning programs within theaters. Companies must examine their existing programs in each theater,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those that do not address an important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keeping with the firm's business purpose and values.

Developing metrics to gauge performance. Just as the goals of programs vary from theater to theater, so do the definitions of success.

Coordinating programs across theater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ll initiatives necessarily address the same problem; it means that they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form a cogent whole.

Develop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CSR strategy. The range of purposes underlying initiatives in different theaters.Strategy development can be top down or bottom up, but ongoing communication is key.

These practices have helped companies including PNC Bank, IKEA, and Ambuja Cements bring discipline and coherence to their CSR portfolios.


HBR Reprint R1412B


 How We Did It


LEADERSHIP


Intuit's CEO on Building a Design-Driven Company


Brad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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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46 similar products were on the market when Intuit launched Quicken, in 1983, it immediately became the market leader in personal finance software and has held that position for three decades. That's because Quicken was so well designed that using it is intuitive.

But by the time Smith became CEO, in2008, the company had become overly focused on adding incremental features that delivered ease of use but not delight. What was missing was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customers. He and his team set out to integrate design thinking into every part of Intuit. They changed the layout of the office, reduced the number of cubes, and added more collaboration spaces and places for impromptu work. The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designers by nearly 600% and now holdquarterly design conferences.

Although most people don't think of financial software as a category driven by emotion or design, Smith writes, Intuit's D4D ("design for delight") program has paid off. For example, its SnapTax app, inspired by consumers' migration to smartphones, led one user to write, "I want this app to have my ba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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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ing Yourself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the Right Impression


Heidi Grant Halvo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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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oo often, when we think we're projecting a certain image to others, they perceive us very differently. This happens in part because people tend to make judgments unconsciously and automatical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biases. But research from social psychologist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flaws in human perception and make sure we're judged fairl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someone meeting you for the first time—or reassessing you later—is likely to be viewing you through various lenses: the trust lens, to decide if you are friend or foe; the power lens, to assess your usefulness; and the ego lens, to confirm a sense of superiority. Halvorson suggests specific ways you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To be trusted, project warmth and competence. To appeal to someone more powerful, demonstrate your instrumentality in reaching his or her goals. And to be seen positively through another person's ego lens, be modest and inclusive. If you need to overcome a bad impression, you can complement these strategies with others that will make people want to revise their opinions of you.

By 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how we all form our impressions, you'll find it much easier to come across as you intend and be seen in a favorabl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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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纽森
 起初在其祖国澳大利亚学习的是珠宝设计，然而如今他的作品已涉及多个领域。他为一些世界知名大公司设计产品，譬如澳洲航空公司Qantas空客A380飞机的内景设计、丽娃（Riva）游艇，还有Dom Perignon香槟的酒瓶。他是个漂泊的人，如今在苹果公司做兼职工作，他的朋友乔尼·艾夫（Jony Ive）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






HBR：
 您是如何进入与大企业合作这一领域的？


纽森：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常有人问我突破口在哪里，坦诚地说，于我而言并不存在突破口，只有循序渐进的每一小步。我是一步一步努力摸索的。我心里清楚，如果想要成为设计师而不是手艺匠人，我就需要这些大客户。当然，这是“第22条军规”（意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条件或规定，将人引向进退维谷的困境——译者注
 ），这种企业大客户一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除非你有过与公司企业合作的经验。而讽刺的是，企业作为客户想来是最难应付的，因为跟你共事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家公司。换句话说，如果你与个人合作，可能过段时间就联系不到他们了，你能依赖的只有对方的诚信。与大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我跟CEO有私交，可以直接找他。



现在很多公司在讨论“设计驱动”的价值，但这一理念很难实现。从您的经验来说，公司要怎样才能实现“设计驱动”？

还是需要公司里有一个人，比如CEO，坚持追求设计主导。要有眼光长远的人去提倡这个理念。最广为人知的典范大概就是苹果公司，能有那样的同步性、让所有产品保持同步发展，实属罕见。“设计驱动”无法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消费者调研来实现，而且往往有悖常理。有些人对设计不甚理解，抑或心存怀疑，设计师要向这样的人们提出他们自己可能想不到的解决方案。



如果公司里有人质疑您的作品，您会如何回应？

要看提出质疑的是什么人。如果有人给我一项任务，让我解决问题，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往往难以窥得问题之全貌，所以很难来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讲，找我来解决问题，就相当于把整件事托付给我。



谈谈您的创作过程吧。创意构思耗时耗力，您是怎样腾出时间进行这一步的？

这真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现在我手头的项目比以前多，还在运营一家小公司，用于创作的时间就比以前少。不过我现在可能也比以前效率更高，解决问题需要的时间少了。现在的工作方式与10年前相比大为不同。怎样腾出时间？就是闭门不出，排除电子邮件和一切争议问题的干扰。要学会把那些干扰因素排除在外。我的工作室里有85%的产品是我亲自设计的，因为在这份工作中我喜欢的正是设计。

我原本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比方说组建一个大的建筑公司，招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让整个公司来做这些工作。可是这种公司的负责人多半并不亲自做设计。现在我的小团队里面都是技师，帮助我完成作品。听上去很自私，但我的工作并不是培养年轻一代的设计师，而是创造出一种环境，让自己身处其中可以有能力做出产品。客户最终想要的是产品。之前我试过让其他设计师来做，但客户还是希望委托给我，我的作品也标志着我的一种工作风格。这样确实有点儿像是断了自己后路，但设计工作就是这样的。



您可以使用现代技术，但却仍然坚持手工制作，这是为什么？

跟我的出身背景和家族传统有关，此外还有，我觉得人和物件之间要有实质的联系，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也像现在的所有设计师一样用电脑工作，不同之处在于，我学过手工制作，也亲手做东西，这门手艺放在今天大概被认为是过时了。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可以激发创意。如果电脑上的3D模型能够完全变成现实，没有任何局限，那就开启了过多的可能性。许多作品的灵感都源自这种利用手头可用的资源在某一特定阶段做出某种特定成果的能力。



您出生在悉尼，后来在东京、伦敦和巴黎都生活过。您从旅途中学到了什么？

我想，漂泊的人是天生如此。有的人乐于体验旅途，有的人则完全不感兴趣。我在旅行中长大，所以热爱旅行。身属不同文化族群的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各自不同，这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我的感触非常深刻，看得越多就越觉得设计是跨越国界、没有边界的创意职业。设计与音乐和电影不同，在手法、造型和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没有地域特殊性。我无法想象，如何能够仅仅针对某一个地区做设计。许多所谓的特性其实都是因为隔绝造成的。



您是怎样跟乔尼·艾夫合作的？

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没觉得是在工作，只是像平时一样促膝长谈。我们坐着聊天，说说大概的构想。我们跟得上对方的思路，而且驱使我们的动力有一大部分来自不满。用“愤怒”这个词可能过头了，但如果我们对一切都很满意的话，就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其实不必有多么长远的眼光就能认识到，一件东西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没有做到那么好是因为之前都没有人考虑到，或者眼高手低，考虑过了却还是做得很糟糕。



您的早期设计作品“洛克希德休闲椅”至今仍为人称道。此事是否让您困扰？

感觉像上辈子的事了。我看着那件作品，就像看着一个暌违许久的孩子。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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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好员工的梦想之地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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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管理这门学科中，最早也是最多涉及的，当数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文化打造。1966年，彼得·德鲁克就告诫管理者：企业的资源包括很多，但真正的资源只有一项——人力资源。在所有如何提升组织绩效的研究中，通过文化建设来激发员工创造力的观点从未缺席，本期的聚光灯，我们重新聚焦这个“老”话题。

人才战略和组织文化虽然听起来老套，但在实践中从不缺乏创新。就像其他管理真知不断被挑战和颠覆一样，随着商业环境和竞争模式的变化，那些曾经被认为是HR管理的金科玉律也经历着不断的创新。在Netflix创立早期，其创始人兼CEO里德·黑斯廷斯与公司的前CHO帕蒂·麦考德（Patty McCord）一起制定了解释公司文化的文件，这份文件因其在HR领域的超前观念而备受推崇，谢莉尔·桑德伯格称其为硅谷产生的最重要文件之一。

帕蒂·麦考德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本期聚光灯中，他撰文《Netflix颠覆传统HR》
 解释了这份127页文件的精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Netflix打破了很多HR领域公认的“最佳实践”。这些突破性的创新让Netflix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同样在文化建设上推陈出新的还有IDEO公司，这家设计界的翘楚通过打造“合作型互助”文化，让公司的创造力大放异彩。

另一篇文章，则着重讲述了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实践。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被归因于它的“秘密武器”——卓越人才战略。

这些公司的一切努力不仅提高了业绩，也让公司更具人才吸引力。伟大的企业从来都是好员工的梦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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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测试可以有效地剔除最不适合的人选，留下一小部分更合适的应聘者，进入更为耗费成本的具体面试中。作为招聘者初步筛选的参考依据，这种做法降低了简历的作用，能有效地反映出应聘者的真实水平。同时，更为便利的网上心理测试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测试成本，合理化了招聘流程。






——约翰·贝特森、约亨·沃茨、尤金·布尔克、卡尔利·沃恩，《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先测试，再面试》一文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践行“先测试，再面试”这一方法，并且发现，招聘评估特别适用于筛选海量应聘者。这不仅有利于节省时间，也有利于找到那些更匹配的应聘者。不过，在线测试无法传达我们的价值观，除非你真的清楚需要招什么人，并且能够把对该职位的想法融入到问题之中，再对应聘者进行测试。


——加雷斯·约斯


The Chemistry集团合伙人兼首席解决方案设计师





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那些经验丰富的应聘者会拒绝参与测试，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尴尬和受辱。


——阿沛·马图尔


MeritTrac Services高级产品经理





要做出改变很难。一方面是因为旧习难改，另一方面，要让招聘者放手、交由在线测试来筛选应聘者，这也出奇地难。传统做法虽有些老套，但毕竟广为人知，招聘者早已适应了这一套方法。而在招聘网站上过滤简历虽然让招聘者疲惫不堪，但是大多数招聘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到最匹配的应聘者。


——约翰·霍斯金斯


SalesGenomix联合创始人兼首席销售官





我发现，测试应聘者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在跨职能团队的经理面前做演讲。这能看出他们的准备程度，并且判断出以后在销售复杂解决方案时，他们会如何表现。有的人从简历上看非常优秀，可一到情境测试中就彻底崩溃，真令人吃惊。


——格里·巴伦


Diligent eSecurity International业务拓展总监





测试只能一时有效，假以时日，人们就会适应它。教授们会教学生如何答题，昂贵的“应聘测试通关”课程也会在网上出现，全新的应聘书籍也会在一个月内出现。标准化测试一再证明，它们无法预测大学生们谁会成功。既然如此，把它放到职场里，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亚历克斯·曼纽尔·加约诺


Skypatrol追踪解决方案全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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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更宏大的目标及新的激励手段，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商业。商业领袖们须具备强有力的“道德肌肉”。






——南希·克恩，《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资本主义的头脑和灵魂》一文







每家企业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做出贡献。在很多方面，要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能带来真正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自愿的方式，公司并不是迫于压力才不得不这样做，而是由于内心驱动的一种自愿的意愿、想法和向往。


——阿瑟·诺斯卡林


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





一个品牌如果只是将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促销理念或是宣传的辅助手段，该品牌将很快被遗忘，只有在价值和产品之间建立起清晰且牢固的纽带，品牌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桑德拉·皮克林


OpenTo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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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定销售行为与特定销售结果之间的耦合关系正逐渐消解；按部就班地采用规范的销售技巧，如今也无法保证可预期的进展。管理者要做的不再是要求销售人员遵循销售行动守则完成规定动作，而是专注于客户行为，给予销售人员决胜新环境所需的支持和自由度。





——布伦特·亚当森、马修·狄克逊、尼古拉斯·托曼，《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拆除“销售机器”》一文







见解式销售的核心是以顾客为中心，用提问的方式引导顾客购买。当然，你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销售在进化，目前的销售中有些顾客已经超越了解决方案，他们开始自己制定解决方案。因此销售要变革，要给顾客提供启示，满足顾客的潜在需求。


——张耀鹏


销售培训师





所谓见解式销售，不算是创新，而是一种包装，文章只是做了一个实证研究而已。在大客户销售中，思路比套路更重要，套路把人僵化，思路给人活化！


——李国群


实战营销培训师





现如今客户的采购流程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解式销售是否有所创新，关键还得看其销售流程是否源于当今客户的采购流程，是否能突破之前以事为主的、过于僵化的线性流程！

人才市场过分强调情商的重要性，青睐情商较高者，而如今的销售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判断力，对销售人员的认知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只有高情商已经远远不够了。

管理者除了可以使用选择和评估工具来发现这类人才，还可以考虑在销售领域以外，寻找具有出色的思辨能力且愿意从事销售的人才。


——齐围空


销售及营销咨询师





文章很大篇幅都在讲销售流程“不好”，但我认为最好是把它视为不再适应最新需求的方式。这些过时的流程是墨守成规的做法，曾用来管理员工的操作细节，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处理好细节问题，还制造出了一群只懂服从、不会思考、不承担后果的“销售机器”，令流程变得更糟。

如果我们教会员工利用核心流程，让他们在流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容忍一定的错误，给予其学习的过程，那么，员工的投入度和业绩表现将会更好。


——戴夫·布洛克


Excellence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认为，如今大多数销售员实际上已经在遵循自己的判断、而非遵循最佳操作流程——这正是造成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重点不是销售人员的自主权，而在于做到组织结构和自主权的平衡，始终想着如何为客户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乔治·布龙特


Membrai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作者回应：
 出色的销售代表总是能找出最有效的方法达到目标，他们可能不会遵循既定路径，不过，只要他们能实现目标，管理者就不太会追究。

这群人的成功靠的不是组织的支持，而恰恰得益于摒弃组织的支持。虽然流程规范、汇报结构、进度报告以及预测工作在复杂销售工作中非常重要，但强调服从性会极大地限制销售代表的判断。

销售人员需要公司给出建议、培训、运用判断的工作框架，更需要一个可追踪顾客行为而非销售员行为的环境。





纪律仍然重于创造性，见解式销售并不必然取代流程式销售，它们可以互为补充。销售代表们可以通过试探，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客户对解决方案的预判，然后再决定是落实还是颠覆客户的想法。


——埃德温·艾德考利


庄臣公司国内运营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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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重在预防

曹樱乔 董祺 | 口述　徐明 | 采访整理












现在我开始相信，如果一家公司对我反击得越激烈，它就越有可能是在说谎。所以我的仓库里总是备有很多“弹药”。我知道的内幕总比我公开发表的要多得多。我等着看这家公司如何回应——我让它们采取主动。如果他们起诉、调查或者指控我，我随他们。






——苏拉·斯里尼瓦桑，《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危机公关：沉默还是反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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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机公关：沉默还是反击》一文所反映的案例中，CEO的优柔寡断和毫不重视，是危机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

在现代商业环境下，危机管理是应对商业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主动积极地发现并预防突发性、未知性因素，消解其破坏力，保证企业业务的正常运行，尽可能减少商业损失和品牌损耗。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随着消费者、竞争对手、媒体等力量的自由发展，企业对信息的传统控制力、对消费者的传统影响力正逐步弱化，危机管理问题愈发显得重要。



“并不是所有负面都叫做危机”

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某个负面信息被媒体报道的时候，危机管理小组开始精神紧张地进行各种准备。有时候，这些负面信息犹如昙花一现，在经过短暂的集中曝光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并没有演变成危机；而有些时候，明明一个很小的负面信息，却迅速地在社会化媒体中传播，并演化成危机，令企业声誉甚至经营受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如何把握负面信息向危机演变的脉搏？

通过总结长期客户服务经验，我们将常见的社会化媒体性危机分为以下三种：真实危机、慢热危机、瞬时社会化媒体爆发危机。了解并熟悉不同种类的危机，高效判断其类型与来源，才能使我们更快速地预警和处理。


真实危机。
 其起因往往是已经发生的负面事件，并且初始爆发点是影响力较大的传统媒体。大家熟悉的3.15晚会曝光就属于此类危机。通常，此类曝光会直接在各个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与讨论，并在接下来的8－12小时达到传播峰值。此类危机如果应对及时，后续处理得当，通常可以避免二次负面曝光与传播。


慢热危机。
 这类危机并非在短时间内爆发，而是前期已有少量但持续的社会化媒体讨论，且在爆发之前一般有传统媒体介入。此类危机前期预热通常为几天、甚至几周，是最容易预警并进行管理的危机。同时，它也是风险最大的危机，因为关于事件的信息和内容更全面、混杂，观点多层次、多角度。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并处理，通常会对品牌造成比危机本身更深远的长尾负面影响。我们熟知的“郭美美”事件正是此类危机的代表。


瞬时社会化媒体爆发危机。
 此类危机完全由社会化媒体引发，内容大多是网民原创的社会化媒体内容，如PS图片、视频、漫画、甚至是某种句式。微博上曾爆发的领导“PS门”事件就是此类危机的典型。

决定这三类负面事件向社会化媒体危机转化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一个：关注度。这既包括产品及服务的直接消费者，也包括负面事件因涉及公众利益而引起大众关注。如果涉事品牌或产品具有广泛知名度，或在垂直领域内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初始传播覆盖了相对广泛的消费者或用户，或者负面事件导致人身伤害或潜在人身伤害，那么，事件就很有可能由“消费者关注”向“公众关注”转化，进而形成社会化媒体危机。因此，实时动态的社会化媒体监测至关重要，只有准确识别危机类型，才能为处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奠定基础。



功夫在平时 功夫在细节

在现实中，企业往往过于注重危机爆发后的事后处理，而较少关注危机信号的日常管理分析和预警反应，既往危机案例的总结复盘则更是少之又少。后二者恰恰才是危机管理的本质和终极追求。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危机管理的本质，相反却强化了日常监测预防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传统危机公关和新型危机公关的明显区别，其差别只在于信息传播的渠道、事件发酵所借助的力量有所侧重，以及对及时有效沟通的更高要求。无论是善后处理还是监测预防，须知“未雨绸缪”和“居安思危”才最有效。鉴于此，企业应在日常管理中纳入危机信号的监测和预警。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决策层应充分重视危机信号的日常管理。
 决策层的危机意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危机应对。在危机尚未发生时，决策层就应该表达出重视度，结合企业的组织架构，向下属传达危机管理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尽早完善日常管理体系，尽可能缩短决策链，进而缩短危机处理的决策时间。

在处理危机时，决策层应与企业内危机管理团队、新闻发言人进行深入分析和沟通，推动企业评估现有的危机处理体系，确保危机处理小组、企业新闻发言人、企业声明及Q&A、沟通渠道等环节就绪，审慎细致地应对危机。


实时聆听，做好企业分析和潜在危机分析。
 企业需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日常聆听”机制，除了监测关于本企业、品牌、产品等方面的网友评论反馈，还要聆听整个社交媒体环境下网友自发讨论品牌的舆情分析。一套优质的潜在危机分析应该全面囊括：从广域的社会关注问题到垂直的消费者关注问题；从公司层面的投资人关系问题到产品层面的单一消费者抱怨；从全局的政策变化影响到局部的产品标准或质量问题；从行业层面的上下游产业链问题到企业层面潜在渠道问题。

这些分析不仅可以了解用户所需所求，找到品牌提供和网友需要之间“社会化媒体心跳”，对于社交媒体营销至关重要，更能及时了解客户投诉、负面反馈等情况，与用户进行最有效的沟通，尽早消解危机信号。


搭建危机预警演练系统平台，建立危机处理预案。
 仅仅知道“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不够的，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提前准备对应之策。危机预警演练系统具体应包括：建立危机管理团队、培训新闻发言人、明确职权范围和汇报体系、明确工作流程和基本原则、预测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并针对每种危机撰写企业声明、Q&A和行动方案、梳理企业需要借助的外部资源等。

除了这些流程、文档、平台的准备，要通过情景演练让每个关键角色能把危机处理的理论和公司规定运用到实际案例中，才能确保当有危机发生时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


深入细致总结危机案例。
 从我们实际接触来看，除了诸如食品、饮料、零售、消费电子、服务业等“高危”行业，一般企业都鲜有储存并分析既往危机案例。很多管理者忙于业务扩展、日常运营，却疏于“居安思危”，对已经形成的危机信号也多有忽视。一些过去的经典案例，没有进一步提炼上升为制度化、常规化的管理框架，这样，下一次危机到来时，企业及管理层都需要重头做起，应对效果自然难有保证。及时复盘总结危机案例，不仅关乎下一次危机的处理，也关系到产品和服务的完善，甚至关系到渠道、物流等其他业务范围。


落实整改，彻底杜绝危机诱因。
 危机处理绝不只是公关部门的事情，否则只是把问题表面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技巧把问题掩盖过去。解决危机的过程是企业改善管理问题的过程，但不少企业并不真正重视，只是希望负面报道赶紧过去。虽然不少声明中写道“我们将严格自查、改善管理、加强员工培训”，但其实并没有做什么，或者只是把员工集合起来批评教育一下，让大家引以为鉴就完事了，而没有勇气和决心深挖问题的根源。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不少企业相同的问题周而复始被曝光。

综上所述，日常化的潜在危机分析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分析工作，也是在危机处理中最能够提升危机响应速度的准备工作。

企业想要在面临危机时获得消费者和公众的理解、原谅、支持，就应该在平时严控产品质量和业务流程，同时增加媒体、意见领袖、消费者对企业的认识和理解。然而，解决危机的根源是不断提升并改善企业自身的管理问题，只有自上而下地意识到危机管理给企业自身提升带来的机会，并将之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才有机会进一步的减少危机，降低品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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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樱乔是明思力中国总监；董祺是明思力中国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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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危机公关的基本原则

吴卫华 | 口述　万艳 | 采访整理












危
 机管理是企业领导者必备的重要素质。《危机公关：沉默还是反击》一文所反映的案例，很真实地说明了这一能力的必备性和重要性。

在案例中，特拉诺拉公司一味地沉默只会让外界认为，它默认了休斯的指控。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企业真的存在问题，即便不是休斯，也会有其他人出面戳破这些泡沫。实际上，说与不说，已经由不得特拉诺拉公司。不过在具体做法上，特拉诺拉还需要讲求一些技巧。


首先，保持冷静。
 特拉诺拉需要清楚地分析事态的严重性，判断是大危机还是小问题。如果反应过度，反而会酿成大危机。特拉诺拉需要根据攻击者的历史记录和表现等因素，分析势头会不会朝恶劣的方向发展。如果抨击特拉诺拉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它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行动。可休斯是著名的职业空头，他一旦发起进攻，目标一定是要打倒特拉诺拉，从而盈利，所以产生恶果的必然性很大，因此，特拉诺拉从一开始就不能采用鸵鸟政策，一味地闪躲。


其次，实事求是。
 所说的内容一定要真实，不要掩盖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用虚假的证据攻击对方。如果确实违反了法律法规，特拉诺拉需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战略调整。如果只是涉及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讨论，那就要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比如收购别家公司。


第三，找到支持者、声援者为自己说话，而不是一味自辩。
 危机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自辩总是在讲自己好的一面，外界不太容易相信企业的话。而第三方的讲话通常会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因此，企业可以让消费者、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意见领袖、研究商业模式的管理学家、对做空公司了解的“深喉”来为自己说话。当他们形成一个传播组合时，形势就会非常有利。

做空机构香橼（Citron Research）2012年指责奇虎360财务造假时，奇虎360采用的就是这种应对办法。奇虎360当时找到意见领袖李开复，后者通过连续发表文章，联合60多名CEO、高管和投资者，公开质疑香橼究竟是在打假还是造假。他们还搭建了一个网站citronfraud.com，把香橼过去所有的漏洞、问题都汇集到该网站上。李开复还运用其个人影响力，在海外网站LinkedIn上公开指责香橼。整体而言，奇虎当时的股价并未受影响。


第四，设法转移话题。
 发生危机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被牵涉到某一个话题中，特拉诺拉可以把话题转换到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或跳出问题之外讨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特拉诺拉CEO亨利·桂特拉所担心的问题，其实也正是企业盈利的方式。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商业模式，正是基于此，公司的业务才会更好，从而让股民、投资者受益。如果特拉诺拉能从这个角度入手，强调这一商业模式好的一面，就能传递出正面信息，并且能把话题转移到可以探讨的范畴里，做些技术处理。


第五，不要说“雷人雷语”。
 当事态发展时，一两句“雷人雷语” 足以摧毁之前的矫正措施、恶化传播效果。比如“躲猫猫”、“很傻很天真”等。这种随意性的表态，不仅不符合上述几项处理原则，也会暴露出企业日常管理的短板，反而给对手可乘之机。


第六，下放权力。
 每个人的能力都只存在于某些方面，每个人都应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才能让企业良性发展。CEO亨利或许在商业洞察方面能力很强，但是在处理危机时，就该交给公关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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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卫华是宣亚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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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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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月 聚光灯


客户体验的真相




超越接触点 服务全程化


客户在购买产品或服务前后与企业的直接互动称为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企业一直非常重视接触点管理。但如果孤立地关注接触点，就有可能高估客户对公司产品、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来自麦肯锡的研究表明，为获得客户体验的真实图景，企业必须关注客户体验的完整过程。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全程服务的企业，不仅客户满意度、客户忠诚度、营业收入、员工满意度都明显胜人一筹，其内部不同部门和层级间的配合也更高效。

实际上，大多数用户对电话、网站、上门服务并不反感，也并不在意这些接触点本身，他们寻求的是跨接触点、跨平台的完美整体体验，然而，大多数公司对此却力不从心。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往往在于，如何指导用户在名目繁多的产品选项中做出选择，完成购买，但却对后续进展几乎一无所知。对促销的疑问、使用的困难、维修及保养……用户常常遇到的这些问题，销售人员很少得到反馈，无法调整原先的销售策略。

为实现对客户的全程服务，企业不仅要在接触点上下功夫，更要洞悉自身服务中的根本性缺陷，创建反馈循环，并不断改进接触点前后的各个环节。具体而言，企业可参考以下步骤，将客户体验纳入运营管理中：找出需优化的服务环节；评估现状；设计跨部门合作流程，更新服务方式；推动企业文化转变，追求持续进步，推广已取得的成果。




［领导力］


驾驭领导力角色变换


为什么许多管理者能够在一个岗位上获得成功，而担任其他岗位时则会失败？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岗位的缘故？管理者要怎样做才能避免此类问题？通过对600多名高管人员的调研，合益集团描绘了不同类型的岗位角色及其能力要求，并提出领导力角色矩阵，指导管理者进行角色转换。




［转型］


重塑产品和服务的关系


能否高效地制造出优质产品，是制造商能否赢得竞争的关键。然而，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战略正在弱化，制造商需要重新根据优先级排列各项活动，以此在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内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这种观念通过单一的销售交易，为价值交换创造了许多机会，并改变了制造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新兴商业模式下，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界线变得很模糊，两者的概念将被重新定义。




［营销］


SodaStream超级碗争夺战


SodaStream气泡机能将饮用水加满气泡，变得和汽水一样方便有趣，让喝水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变得更有意思。这种更为环保的方式，似乎能够挑战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然而，数十年来，普通大众对SodaStream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都不高。如何开创发展新局？在2013年超级碗赛事期间，SodaStream的一轮营销战巧妙地改变了这种状态。CEO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将为大家复盘这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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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如何加快变革

约翰·科特 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科特国际联合创始人 | 文












微软经历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时期，但之后却出现了傲慢的企业文化，竞争的能量转而朝内，创造了相当政治化的环境。CEO史蒂夫·鲍尔默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要使微软进入一个新时代，最佳的方法就是让一位会加快变革的新领导人来带领这家公司。”如果要打造一套促进变革的双重运作系统，微软究竟应该怎么做？






变革加速度

约翰·科特 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科特国际联合创始人｜文

什么时候需要变革？

迈克尔·图什曼 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领域教授 | 文

企业变革要内呼外应

马蔚华 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 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IT组织的新模式：赋能模式

IT传统角色，是扮演所有数据的中心控制点，但如今它们不再可能解决每一项商业要求，不再能够对使用者提供精确衡量和预先决定的数据观点。从服务模式转换为赋能模式后，IT将有效促使使用者根据特定问题的要求，自由探究分析数据，并得出更为精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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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崛起浪潮仍强劲

新兴市场空头忽略了这些国家持续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动力：那就是它们日渐强大和活跃的公司。如今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不再只是新兴消费市场和充足劳动力的集合体，它们同样集中了成千上万家新兴企业，其中不少企业正迅速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全球领袖。



苹果是否该倾听iOS 7的批评意见？

对于像苹果这类公司，在推出新计划之前，不是非常仰赖使用者分析，而总是根据自己对人们会喜欢什么的假设而设计新产品。因此产品推出之后，就该好好倾听使用者的意见。但重点在于面对顾客的批评，该如何行动。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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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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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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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你内心的“曼德拉”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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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南非橄榄球队击败新西兰队，获得世界冠军。曼德拉身着这支全部由白人组成的球队队服在现场助阵，展现出化解隔阂的姿态。


不
 仅要缅怀曼德拉，更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曼德拉是一个完美的转型领导者。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作为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他把每况愈下的南非从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每一个衰落中的组织或团体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们只不过在南非被放大）：信息受抑制，群体之间相互抗争，孤立与自保，被动与无助。为了扭转时局，他首先向大众散播了乐观与希望的信息，掀起了国家领导层的新变革（他甚至自减薪水）。他创建了新的公众机构，旨在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与信任。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他制定参与性流程，吸纳每一位公民的意见。他向宿敌伸出善意之手，与一位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领袖的遗孀喝茶。他确保国内各种团体都展现出对多样性的包容。他将海外投资银行引入南非，鼓励曾被剥夺基本公民权益的黑人在这些企业任职。

作为时代的符号，曼德拉一手塑造了南非人的文化。他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仅仅改变法律，而是改变人们的行为。种族隔离结束后，当时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裁返回南非，面对他的是充满敌意，生产力低下的黑人员工。这位高管以“为曼德拉造一辆奔驰车”为口号，扭转了工人的对抗意识，激发出他们的工作热情。因为曼德拉，人们的斗志被唤醒。

曼德拉深暗宽恕的力量。27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消磨他的正义感，怨恨从未蒙蔽他的双眼。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他对自己的公民始终充满信心，他相信人民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他发起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一项伟大的组织创新。通过这个组织，人们有勇气指出当局的暴行，投身到建设全新未来的事业中。曼德拉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华丽转身是历史中极少见的，他拒绝从受压迫的角色简单地转变为压迫者，而是专注于培养每一位公民对祖国的自豪感，鼓励大家携手向更伟大的目标努力。1995年，南非橄榄球队击败新西兰队，获得世界冠军。他身着这支全部由白人组成的球队队服在现场助阵，展现出化解隔阂的姿态。

曼德拉并不痴迷于强权。他赋予人们权力。他在竞选时曾表示，自己只会做满五年任期。这一举动在非洲可以说意义非凡，不仅仅因为在这块大陆上，充斥着拒绝移交权力的腐败的领导人；更是因为，为了获得这一位置，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些人为此责备他，质疑他的继任者不能达到他的水平，但他让大家明白，一个人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服务于国家，每个人也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权利。

在离任后，曼德拉对国民服务的倡导仍在继续。他请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把AmeriCorp这样的国家服务组织带到南非，这个对话开启了约翰内斯堡的City Year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年轻人在学校做志愿者，提升贫穷学生的生活水平。作为City Year项目的理事，我亲身感受到了曼德拉所释放出的正能量。

在短暂的五年任期内，他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一切。但是，他构建的项目与制度开启了对话，把人们带到效率更高的路上。通过自身行动和语言，他传达了代表新南非的举止、文化与特征，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楷模。

曼德拉为人类留下的遗产无远弗届，超越了种族平等的范畴。尤其在领导力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作为向他致敬的最佳方式。在事与愿违时，你是否会感到泄气？想一想曼德拉27年的牢狱生涯。舍不得放弃力带来的好处？想一想他发下的五年任期的誓言。想要置竞争者于死地，报复仇人，或者公开地羞辱犯过错误的人？试着唤醒你心中的曼德拉，宽恕他人，然后继续生活。

很多人在孩童时期就读过艾伦·佩顿（Alan Paton）所著的小说《哭泣的大地》，讲述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罪恶与悲剧。而今，这片土地因为这位结束种族隔离的领导者的离世而落泪。试想一下，如果中东地区出现一位曼德拉，美国议会中出现几位曼德拉，那么世界上就会充满更多合作，更多真相，更多和解。人们能够更专注于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分裂。这将是给全世界的礼物。因此，祭奠曼德拉的最佳途径是，掀起一场运动，改变领导力文化，改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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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是哈佛商学院教授，此外她是《信心》（Confidence
 ）和《超级公司》（Super Corp
 ）两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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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大战的三个战略启示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 文

李茂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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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年，哈佛商学院将两年前游戏主机PS3的发布写入案例，当时的疑问是索尼是否面临着“Game Over”的局面。当任天堂Wii这匹黑马成功抢去更强大也更为昂贵的PS3的风头时，这家电子巨头似乎已经丧失了游戏主机市场领域的主导地位。

鲜有新产品发布能匹敌游戏主机大战的惨烈程度和媒体关注度。上周索尼和微软发布了各自的新款主机，争夺玩家的新一轮战役正式吹响号角。当然，目前宣布谁是第八代游戏主机的大赢家还为时尚早，但是写在上次战役之后的两篇案例会帮助我们洞察游戏行业的动态，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战略上的经验教训。



微软先入为主，索尼知错能改

要想了解索尼PS4的战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顾它在上一轮战役中的失误，首先是价格失误。PS3的定价在499到599美元之间，远贵于前面的几个系列，也比Xbox360（299－399美元）和任天堂的Wii（249美元）贵。与其他两款主机相比，Xbox360的优势在于它提前一年上市，而Wii的优势在于它引进了全新的动作感应无线控制器，给游戏体验带来重大创新。案例中说，尽管PS3的性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它的价格被普遍认为太高。

PS3（据索尼称上市时亏本出售）的高价位和发布时间选择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其内置的蓝光播放器。当时索尼与东芝在高清格式上的争夺正进入白热化阶段，蓝光正是索尼对抗东芝HD-DVD的新技术，索尼期望蓝光格式能够成为高清播放器的新标准。在基础型号的PS3中添加蓝光播放器会给玩家带来更优质、更快速的体验，而且PS3不仅是新一代的DVD播放器，还是一款游戏主机，它是终极版的家庭娱乐设备。（相比之下，Xbox360提供的HD-DVD仅仅是高端型号的一种配件选择）

哈佛商学院案例中引用了霍尔曼·詹金斯（Holman Jenkins）2004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讨论索尼战略的一段话：……可能未来消费者需要某种设备来集中管理生活中所有的数字娱乐设备。索尼相信它们的超级大箱子会像一台没有侵略性的家用电器一样溜进消费者的客厅。眨眼间，索尼就会把一台超级电脑装进一台看似无辜的娱乐硬件中，然后丢进家里，带给沙发土豆们一场毫无痛感的数字化涅槃。


但是索尼很快就发现，玩家最看重的，毫无疑问，是游戏本身。PS3发布之时，索尼的游戏阵容疲软，再加上主机价格高，结果索尼在2006年的圣诞购物季表现非常惨淡。

“他们将两个想法放在一起兜售。”PS3案例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埃利·奥菲克（Elie Ofek）说。索尼谈它的游戏平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它又接着说“想成为消费者室内活动的中心。”在奥菲克看来，它传递的信息“很混乱”。

索尼很快就对自己的过失做出了反应，其中显而易见的表现是它们随即下调了PS3的价格，最终卖掉了8000万台主机，跟Xbox360的销量大致打平。从上周PS4的发布中，我们可以看到索尼学乖了。这一次，索尼的主机比微软提早一周上市，并且它将售价定得比新Xbox One便宜100美元。同时，索尼小心翼翼地将PS4定位为终极版游戏平台，生怕再次传递混乱的信息。

换句话说，索尼从它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是问题是，它可能矫枉过正了。



索尼生不逢时，微软重蹈覆辙？

《华盛顿邮报》总结道，索尼在PS4的宣传时坚持“游戏高于一切”，而微软在推出Xbox One时则换了一种态度。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微软想把Xbox打造成一个集大成的娱乐系统，而索尼则坚持把游戏作为主机的特色。

美国游戏媒体Polygon评论道，尽管上次游戏群体对这一概念非常抵触，但是微软并没有放弃这一定位，继续宣传Xbox One的电视集成功能。

微软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招徕Xbox的视频内容提供商加入战团。它的计划似乎是利用Xbox One的电视集成功能，让玩家无缝连接到客厅里所有在用的娱乐项目，让玩家无需再关闭系统，而游戏本身转到背后，天衣无缝地成了电视体验的一部分，直到玩家准备开玩，或者接到游戏邀约和Skype电话时，它才会从背后现身。

乍一看，微软似乎在重蹈索尼的覆辙。它的主机价格最高（任天堂的Wii U去年面世，销量并不好），而且内置了最新最好的非游戏类娱乐项目。现在我们还无法评判微软的战略如何，但是大家普遍认为作为娱乐中心的主机时代已经来临。

“2000年我们讨论第六代主机时，已经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主机是否应该成为娱乐中心，”奥菲克对我说。索尼在第七代做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是随着娱乐活动在多种设备和应用程序上的扩散，娱乐中心会变得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处于第八代，数字娱乐融合的需求比以往越来越迫切了。”

PS4和Xbox One的定位不同，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PS4虽然没有同等水平的电视集成功能，但是它也提供一些流媒体视频服务，比如Netflix、Hulu和亚马逊即时视频等。

“这些主机到最后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互联网数据中心分析员路易斯·华德（Lewis Ward）说，“玩家已经完全接受了在主机上看视频流和电视的概念。游戏主机正在从游戏的桥头堡变成一个综合的多媒体平台。”

游戏主机终将竞争扩展至游戏之外，但在探索新机遇的同时，它将会面临很大的威胁。



索微相争，手游在后。

索尼和微软之间的肉搏战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但是2012年哈佛商学院的一篇案例《游戏：地平线上的云计算？》认为主机制造商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行业之外。安德烈·哈古（Andrei Hagiu）和凯里·霍尔曼（Kerry Herman）认为游戏行业面临来自手游、平板电脑游戏以及云计算游戏的挑战。

“云计算游戏、平板电脑游戏和手游正在侵吞主机游戏市场，”哈古告诉我，并说“其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是任天堂”，因为它的用户群主要是休闲玩家。

基于云计算的游戏给休闲游戏市场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因为它可以让玩家在更简易、更便宜的设备上玩到相对复杂的游戏（游戏运算在云上完成，主机性能的重要性减弱）。

“索尼和微软都不乐意接受云计算游戏，”哈古说道。“如果能够推迟它的到来，它们会很开心。”他说，原因在于如果云计算游戏被广泛使用，就会降低游戏行业的进入壁垒，增加竞争，并且降低现有的利润空间。

“云计算是那类‘迫在眉睫’的技术，”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华德说。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机遇面前，索尼去年耗资3.8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云计算先驱Gaikai公司。现在，索尼计划把PS3游戏下载放到PS4上，并且提供游戏预告片视频流。

现在，索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做娱乐中心的事情，微软则走得更快，那么它们必须要跟Roku、苹果电视和类似的娱乐设备进行竞争，特别是当云计算游戏流行起来的时候，这些竞争对手都会争夺休闲游戏市场。

索尼和微软都有一套主宰客厅的战略，在这个圣诞购物季，它们将展开面对面的惨烈竞争。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PS4和Xbox One可能不是对方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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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博客 @HBR




别再相信自己的判断

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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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正处在第二个机器时代，这个时代有一条简明法则：随着数据量增长，人类判断的重要性应当降低。

这个论断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对吗？如今的管理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教人们如何判断：通常是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和其他实例展示，让他们能够在成为领导之后按照案例中得出的经验，胸有成竹地为企业领航。在商学院内外，我们都被告知要相信自己的本能直觉，相信自己能够在眨眼间作出精确的评判。

这是当今商业世界（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界）中为害最大的谬见。正如我从前写过，人类相信直觉有道理，但也确实常常出错。在决定囚犯能否获得行动自由方面，由人组成的假释委员会远远比不上简单明了的方程式；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诊断乳腺癌的能力，比不过图像分析软件；采购专家挑选供应商的能力不如直接的计算规则；预测最高法院某一年案件投票结果时，美国顶尖法律学者败给了一套靠数据作判断的决策规则。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心理学家保罗·米尔（Paul Meehl）对人类专家和算法进行比较研究已有近60年，他的一句话可以总结这些无处不在的例子。他在职业生涯的终点总结道：“社会科学展现出如此大体量的多样的量化研究，得出的观点空前地一致。当你纵览上百项预测调查，从足球比赛结果到肝病诊断无所不包；当你已经几乎想不出几个能证明人类医师具有微弱优势的研究结果时，是时候作出一个面对现实的结论了。”

所谓“面对现实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把许多琐碎且间接的决定、预测、诊断和判断交给算法，对于这样做是否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答案已经无可争辩。

面对这些证据，当代专家的典型回应是“我知道数据和分析的重要性，所以我作决策的时候参考了它们。”听上去很对，但实际上错得一塌糊涂。再强调一次，研究结果很清晰：当专家将自己的判断用于数据驱动的算法或数学模型（换句话说，当他们再猜一次时），他们做得比单用算法决策糟糕得多。社会学家克里斯·斯尼德斯（Chris Snijders）说：“你通常会以为，专家有了数据和分析作辅助，这种情况介于算法模型和专家个人判断之间，应该能取两者之长。但其实这样还是远不如单独用数据模型作出的判断。”

如果我们将辅助关系翻转，让专家辅助数据模型，而不是让数据模型服务于专家决策，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如果我们把专家的主观看法量化、输入数据模型，判断质量通常会有所提升。因此，病理学家估计，癌症发展阶段的信息可以被输入图像分析软件，法律学者对于最高法院会如何判决下个案子的预测将会提升模型的预测能力，等等。如伊恩·艾瑞斯（Ian Ayres）在他的著作《超级咀嚼者》（Supercrunchers）中所言：“不是让数据服务于专家的选择，而是让专家服务于数据机器。”

毫无疑问，对多数组织来说这将是一项艰难的转变。如今大多作决策的人都认为自己非常善于决策，至少肯定比冷冰冰、一根筋的算法做得好。他们还认为，将大部分决策权转交给机器，将削弱自己的权威和价值。第一条看法很明显是错误的，第二条错误的程度大幅度降低。

那么，如果进行改变，专家和算法之间的大反转真的会实现吗？我们的机构、经济和社会能从中获益吗？这需要透明、时间以及我们需要承担的后果。透明能够让人们看清“专家”的判断有多差；时间让这一新鲜事物传播、沉淀；承担后果让我们极度小心，避免决策失误，度过痛苦但又必不可少的转变期。

上文中假释委员会的例子已经具备了上述三点。艾瑞斯说：“过去25年，18个州改变了它们假释制度中的量刑指南，那些保留了假释委员会的州也调整了系统，越来越依赖于对再犯罪风险的评估计算。”

假释决策失当会给公民带来不良后果，因此，由人进行裁决的假释委员会逐渐被淘汰，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商业世界中的竞争，尤其是来自用数据武装自己的对手的竞争，会让较差的决策者品尝决策失当的苦果。我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我非常确定，由数据主导的企业，将从依旧仰赖人类专家的企业手中赢得市场份额、顾客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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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麦卡菲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数字商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他著有《企业2.0》（Enterprise 2.0
 ）。与艾瑞克·布伦乔尔森（Erik Brynjolfsson）合著有《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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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颠覆“妥协效应”

伊塔玛·西蒙森（Itamar Simonson）

伊曼纽尔·罗森（Emanuel Rosen） |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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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产品评价对潜在购买决策影响甚大，企业必须找到真正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彻底重塑营销战略。






华
 硕董事长施崇棠决意打造自有品牌笔记本电脑时，大部分同事都认为他疯了。1989年，华硕成立于台湾，依靠零部件制造和整机代工业务在IT界占得一席之地，却不为消费者所熟知。它如何能与戴尔、惠普等行业巨头竞争？然而在施崇棠的领导下，华硕最终大获成功：2007年推出的明星产品“易PC”广受好评；到2012年，华硕PC销量全球第五；到2013年初，平板电脑销量全球第三。施崇棠的直觉是正确的：随着专业人士和消费者给出的实用性意见不断增多，传统品牌的品牌效力就会削弱。

华硕的成功并非个例：HTC（智能手机）、现代（汽车）、Euro-Pro（吸尘器）和Roku（机顶盒）在各自行业的崛起，均受益于产品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过去，消费者容易被品牌商家宣传左右，或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现在，网上用户评论和社交媒体丰富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通过朋友建议和专家点评，消费者可以对产品做出准确预判。

虽然意识到这种新趋势的崛起，但大部分企业对此依然无动于衷，还在沿用十年前的老套路。产品评价对潜在购买决策影响甚大，企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彻底重塑营销战略。我们为此设计了两种工具：影响力组合（influence mix）和O连续（O continuum）。



评估影响力组合

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有三个：消费者固有喜好、观念和经验（P），商家的营销活动（M），及他人和信息服务机构提供的信息（O），这些合称为产品的影响力组合。它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对其中一个因素的依赖性越强，对其他两个的依赖性则越弱。比如说，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一款食品加工机时更依赖O因素，那么M因素和P因素对其的影响会减弱。

近年来O因素影响力可谓风头日盛，但也有例外：比如购买牛奶等习惯性消费，P是最重要的影响力；购买牙刷时，消费者则最看重包装、品牌、价格和现场宣传等M因素。

想了解消费者在购物时对O因素的依赖程度，企业可以参考我们设计的O连续：你的产品越靠近渐变轴上“O相关”一端，消费者卷入产品信息传播变革的程度越深，越易受O因素影响（参考图表《舆论的力量有多大》

 ）。

企业可以根据产品在O连续上的位置，从下述四个角度重塑战略：


竞争地位。
 施崇棠的故事说明，在消费者高度依赖O因素的领域，品牌效力不高，壁垒较低。餐饮业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哈佛商学院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研究表明，在点评网站Yelp影响力大的城市，独立餐馆生意红火，连锁餐厅则营收不佳。在O因素影响力大的市场，全新对等信息颠覆了传统固有观念，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更易成功。LG和三星正是利用这一点，成功进入技术产品领域和家电市场。

消费者决策依赖O因素的领域，市场份额变动更快，如诺基亚和黑莓销量的迅速下滑。反之，品牌资产高的企业比较有优势，如高乐氏（Clorox）和百威Bud Light等主要依赖P和M因素的品牌相对稳定。高端品牌如灰雁伏特加和爱马仕等，产品质量已无需多言，身份象征和情感因素才是重点，因此O因素影响很小。


品牌传播。
 我们再来探讨购买决策依赖O因素的品牌传播策略。近年来，人们在购买相机时越来越重视产品得分和用户评论，名人和横幅广告等传统营销方式不再奏效。显然，真诚的评价比一闪而过的广告更有效。因此尼康和佳能等公司既要生产出用户感兴趣的产品，又要在购物网站上持续发布积极、可信的产品评价。

那些不太重要的商品，消费者不会依赖O因素：很少有人会在Facebook或Twitter上问“哪种牌子的纸巾好？”，或“你们用什么牌子的洗涤剂？”。对于这类产品，广告和卖场布置等传统M营销方法比较有效，比如宝洁公司的Bounty纸巾和汰渍洗衣粉。


市场调查。
 在对O因素不敏感的领域，企业可以继续使用传统市场调查方法；反之，则另当别论。市场调查通常主要研究P因素，通过了解消费者的喜好，预测他们会购买的产品。如果购买决策主要受O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很难把握。2007年初，iPhone上市前，一项市场调查表明：美国消费者对融合了手机、MP3播放器和相机功能的“综合设备”不感兴趣。事实与之恰恰相反。这项调查只考虑了P因素，随着iPhone的问世，早期用户的溢美之词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购买者，O因素开始起作用。营销者不能只盯着消费者个体喜好、满意度和忠诚度，应对点评网站、用户论坛等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跟踪、归纳和量化。


产品细分。
 同一种产品，不同消费群体的认知模式不尽相同：有的消费者可能更依赖O因素，有的则更看重M因素。分销渠道也可能放大或缩小某一因素的影响力，例如和电商相比，实体销售受M因素影响更大。因此产品对O因素的敏感度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应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制定不同营销策略。对易受M因素影响的群体，可以加大广告投入，提高品牌知名度、吸引消费者、宣传优惠活动等；但这对看重O因素的消费者未必有效。营销者还应考虑临时性因素对O因素的作用，如全凭O因素网购电子产品的消费者，也可能被购物季的特价吸引，转而倒向M因素：受打折促销的狂热气氛影响，等不及浏览评论、深思熟虑，就下了订单。




舆论的力量有多大


不同品类，他人意见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不同。下图显示了几个品类在O连续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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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不可逆转

新的信息来源或颠覆性技术随时可能出现，一家网站或一款app就能让多年苦心经营化为泡影，这是品牌管理者必须直面的现实。

我们曾建议多家企业将O因素纳入市场战略，最常见的反对理由是，网上产品评价容易沦为被操纵的虚假宣传。一些营销者认为，由于消费者担心受骗，O因素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将减弱。这点我们无法认同，理由是：Yelp、TripAdvisor等网站过滤虚假评论的功能正日益强大，消费者对该信任谁也有更成熟的判断。

消费者既已体验到了网上的丰富信息，就不会再被传统的M因素左右。两项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30%的美国消费者在网购之前会参考亚马逊的产品信息和评论；据谷歌发起的一项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前参考的信息来源平均为10.4个。随着他们搜索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增强，传统营销提供的产品信息不再能满足他们。

新的信息来源或颠覆性技术随时可能出现，O因素也会迅速变化。比如，使用ShopSavvy这样的app进行价格比较，即便在购物季，消费者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M因素的影响。一家网站或一款app的出现，就能让多年苦心经营化为泡影，这是品牌管理者必须直面的惨淡现实。企业必须跟上影响力组合的变化，把握消费者的信息来源，并根据消费者的购买习惯更新营销手段，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成功。




颠覆“妥协效应”

[image: ]
 1992年，本文作者西蒙森与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研究产品组合方式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实验中，第一组参与者要在标价169美元和239美元的两个相机中选择一个。第二组参与者多了一个选择：标价469美元的相机。结果第二组中，239美元的相机比169美元的更受欢迎。在产品组合中增加一个价格更高的产品选项，人们会倾向消费较多，这种现象被称为妥协效应。

2012年，西蒙森和博士生塔利·赖希（Taly Reich）修改了实验：参与者仍要在三个价位不同的相机中选择一个，但可参考亚马逊上的评论。妥协效应消失了。购买决策与相机的功能和用户评论高度相关，三个相机的价格和功能对比对消费心理影响不大。实验证明，消费决策模式在不断变化，消费者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等营销者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影响。





[image: ]
 伊塔玛·西蒙森是斯坦福大学营销学教授。伊曼纽尔·罗森曾是软件和广告从业者，现为撰稿人。他们合著的《绝对价值》（Absolute Value: What Really Influences Customers in the Age of (Nearly) Perfect Information
 ）将于2014年2月由Harper Business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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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禁止协议毁业绩

安·阿米尔（On Amir）　奥利·洛贝尔（Orly Lobel ） | 文

万艳 | 译　康欣叶 | 校　时青靖 | 编辑











竞业禁止协议暗淡了员工的跳槽前景，降低了他们对工作主导权的认识，削弱了他们努力工作、拓展技能的意愿。


许
 多雇佣合同中有竞业禁止协议。研究显示，美国近半数工程师签署过类似协议，限制他们跳槽去敌对公司，或成立有竞争威胁的新公司——美国70%的上市公司高管曾这么做过。这些协议曾被认为对创新驱动型企业至关重要，因为它阻止了竞争对手获取公司内部信息和挖走人才。

这些协议可能是把“双刃剑”。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当地法律禁止或当权者不执行此类法令的地方，那里的创新、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反而更快，尤其是在硅谷。原因可能是员工的自由跳槽将积极作用带进许多企业。

竞业禁止协议值得商榷的另一个原因：一项大范围的实验发现，签署了模拟竞业禁止协议的人，从事辛苦的工作时，积极性不高，工作成效也更差。我们认为，竞业禁止协议暗淡了员工的跳槽前景，降低了他们对工作主导权的认识，削弱了他们努力工作、拓展技能的意愿。比起跳槽，员工糟糕的表现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更大。

我们招募了1028名参与者，付费让他们进行一项在线实验。一半参与者查找数列中总和为10的数字（非创新性任务）；另一半思考那些关联度高的词汇（创造性任务）。每组都有一些参与者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虽然他们之后可以参与其他付费任务，但禁止接受同类型的。同组余下的参与者成为对照组，不受协议限制。

61%的受限者放弃了他们的任务，也就放弃了收入，对照组的这一数字为41%。完成任务的参与者中，受限者出错率是对照组的两倍，他们投入的时间更少，成果更低，再次证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所有从事词汇任务的参与者，无论受限与否，在出错率、跳过项目和投入时间上的差别不大。这一发现并不意外：此前有研究表明，人们在从事创造性工作时，主要受内在动力驱动。因此，与数学任务的参与者相比，词汇任务的参与者不易被外部消极因素影响。

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多端，很多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利用协议留住人才的做法可以理解，如果这些协议损害了员工的工作热情，那就不值得了。



[image: ]
 安·阿米尔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营销学副教授。奥利·洛贝尔是圣地亚哥大学劳动与雇佣法唐·维克斯滕教席教授，也是《人才要自由》（Talent Wants to Be Free: Why We Should Learn to Love Leaks, Raids, and Free Riding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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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缩短一个字，市值增加375万美元

埃默里大学的T. 克里夫顿·格林（T. Clifton Green）与肯塔基大学的罗素·詹姆（Russell Jame）对公司名称的“流畅性”进行研究后发现，相比名称冗长的企业，名称简洁的吸引的股东更多，股票交易量更大，特定财务指标表现更佳。研究还发现，中型规模企业的名字缩短一个单词，市值增加375万美元。1980年至2008年变更过公司名字的2630家企业，大多选择了改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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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意味着什么

内森·贝内特（Nathan Bennett）　

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ine） | 文

康欣叶 |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最
 近，一个关乎管理的首字母缩略词很抢风头，就是VUCA，即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如果想用一个词表达“天哪，那里真是一团糟”，有多重含义的VUCA就是不二之选。这个概念其实有一点误导性，因为这个词合并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挑战，它们需要的对策自然也就不同。知道该如何应对每一种挑战并非易事，因此人们自然就想到用VUCA这个词作幌子。毕竟，面对一个VUCA世界，谁都会束手无策，不是吗？

事实上应对策略是有的。以下指南能够帮助你识别、预警、并回应VUCA的四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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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森·贝内特（Nathan Bennett）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教授。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ine）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Scheller商学院的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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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失序与服从

在一项试验中，研究者将假罚单放到受试者的车窗上，随后发现，那些起初误以为自己被开罚单的受试者在弄清真相后，立刻去街对面商铺购物的几率更高。在另一项试验中，没有丢钱包的受试者在被问到“你有没有丢钱包”时，更倾向于参加问卷调查。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教授达留士·多林斯基（Dariusz Dolinski）和卡塔日娜·斯楚卡（Katarzyna Szczucka）通过这些试验证明，人们在经历过焦虑与如释重负的情绪后会出现“情绪失序症（emotional disorganization）”现象，这时他们更容易答应他人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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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办公 效率更高？

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 | 文

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 采访

陈晨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业绩显著提高

携程网的一组服务代表，在远程办公后，接听的电话量持续性地超过了坐班员工的表现。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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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尼古拉斯·布卢姆与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在携程网呼叫中心做了一次实验。实验中，一半参与者在家远程办公，时间达9个月，另一半作为控制人员在办公室办公。研究结束后的调查问卷与业绩数据显示，与坐班人员相比，在家办公的员工更快乐、离职率更低，工作效率更高。








挑战：
 我们是否都应在家工作？如果公司允许的话，在家工作效率真的会提高？

布卢姆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布卢姆：
 携程网的研究结果让我大为吃惊。当时，携程网在考虑通过远程办公削减办公设备和场所支出，认为节省下来的花费会高于远程工作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实验结果表明，远程办公者接听的顾客电话量比坐班人员高出13.5％，也就是说，他们每周投入工作的时间多出将近1天。不仅如此，他们的离职率只有坐班人员的一半，这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而且，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HBR：
 远程办公为携程网省了多少钱？

9个月内，每人省出约1900美元。




HBR：
 远程办公降低了离职率这一点比较好理解，特别是对有孩子的员工来说。但如何解释此举提升了工作效率呢？为什么不坐班的员工干得工作更多？

我们认为，三成原因与家中更安静的环境有关，这提高了电话沟通的效果。远程办公的员工，不像在办公室有那么多的休息时间。其实，办公室是个注意力很难集中的地方。七成原因和人们在家工作的时间更长有关。他们更早地开工，中间休息时间更短，会一直工作到晚上。人们省去了路上的通勤时间，也不需要出门吃午饭。病假天数直线下滑。如果你上网搜索“远程办公”，显示的信息都是极端负面的，认为远程办公的员工不如坐班的勤勉。事实上，恰恰相反。




HBR：
 如此说，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去年轰动一时的远程办公禁令是个错误？

雅虎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个禁令与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在现有文化氛围下，远程办公的员工会由于士气低落而消极怠工。我们实验的是呼叫中心，这类工作更适合远程完成，监督起来也很容易。




HBR：
 员工是否知道你们在监督他们的工作成效？他们会不会为了证明在家工作效率更高而刻意为之，一段时间后，就懈怠了？

这是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携程网将实验时间设为9个月。整段时期，远程办公一直保持着积极效果，说明人们工作效率的提高，不是因为他们最初尝到的甜头。




HBR：
 知识型员工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在家办公是否也会更为高效？

我们认为，工作内容越机械，远程办公的效果越好。至于创造性工作和团队工作，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对大部分工作而言，如果员工每周能在家办公一到两天，工作成效会更好。这极大增强了员工的幸福感，为公司吸引人才，降低人员流失。

捷蓝航空（JetBlue）允许员工在距离公司总部三小时路程的区域内办公，这样，员工可以灵活地选择办公地点，公司可以更广地招贤纳士。这项政策吸引了很多高学历和高能力的妈妈们，她们更倾向于富有弹性的工作。捷蓝航空相信，远程办公政策提升了公司员工质量。




HBR：
 还有哪些员工会喜欢在家办公？

拥有稳定社会关系的人，比如老员工、已婚员工或为人父母者会喜欢在家办公。我们发现，年轻员工的社交关系与办公室联系得更紧密，他们不太倾向于在家工作。目前，远程办公时间最长的人集中在收入水平的两端：一是独立、按时计费的工作人员，例如呼叫中心代表、校对者和程序开发员，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被跟踪；再就是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者，这类人自律性很高。




HBR：
 有没有人无法或不应该远程办公？

当然有，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家工作，或自律性足够强。携程网实验中的参与者是自愿的，他们都有很强的意愿在家办公，这是设立远程工作的前提。实验快结束时，一些人选择了退出，这些人往往也是其中绩效最差的。通过实验，他们发现远程办公不适合他们。坚持到最后的是效率最高、工作动力最强的员工。




HBR：
 很多管理者对这样的结论都有抵触心理，他们认为远程办公者的工作动态很难掌控。

有抵触心理的是中层管理者。




HBR：
 你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携程网做这项实验，原因之一是希望通过数据说服疑心重重的管理者，灵活的工作模式并不会影响业绩。

我常常建议高管充分利用自然机会，如恶劣天气导致的出行困难，评估员工在家的工作效率。任何意外出现的远程工作机会都能帮助我们考察远程办公效果如何。




HBR：
 每人每周在家工作两天，这听上去很难管理。如需要开会，怎么办？

有两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轮流安排远程工作，这样能保证总有一定的比例的员工在办公室。如果你想节省空间，削减不动产开支，可以用这个方法。另一个选择是强行规定坐班时间。这样，你很清楚员工出现在办公室的时间。两种方法各有千秋。




HBR：
 你说得我现在有点想在家采访你，穿着睡衣，坐在厨房的饭桌前，说不定这样，采访的效果会更好。

在家上班也可以好好梳妆打扮。下个月的奇思辨栏目，你一定要在家采访，然后对比效果。检验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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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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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36计

腾跃 | 译

时青靖 | 编校












为
 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新产品和新工艺必须快速问世。目前，至少有上千种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创新者发现并满足用户的想法和需求。我们的挑战是，哪些工具和方法可以使用，以及何时使用。

Luma学院精选出36种最有效的方法，其中大多数都是常用的。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方法分为三大类（观察、理解、成型）和九小类。这种架构有助于你在创新过程中，依据设计对象和所用系统的复杂程度，选择最佳工具。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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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观察人类经验

创新始于对人们及其行为的敏锐观察。这一类别中的工具可以培养人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和客观性。

人类学研究

研究自然环境中的人类行为，寻找创新机会


❶
  访谈
 　通过直接对话搜集信息


❷
  暗访
 　进行非公开性实地调研


❸
  情景调查
 　进行现场采访


❹
  实地调研
 　利用第一手经验进行换位思考

参与性研究

要想了解人，必须给他们机会表达心声、发表评论和提出要求


❶
  你的目标是什么？
 　根据实用意义做产品策划


❷
  购买特征
 　利用虚拟货币表现权衡决策的过程


❸
  构建自己的产品
 　利用象征性元素勾画出理想的解决方案


❹
  建立日志
 　用文字和图片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

评估性研究

评估产品和流程的实用性和可用性，设计出改进流程


❶
  有声思维测试
 　执行任务时口述个人经历


❷
  启发式评估
 　基于10条良好设计原则上进行评估


❸
  评论
 　给予并接收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❹
  系统可用性调查
 　根据可用性调查对反馈意见加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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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分析机遇与挑战

周密分析、批判性思考和梳理问题对成功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工具有助于界定模式、确定优先次序，以及将研究转化为可操作性见解。

人与系统

把对人、地点和事物的各种理解加以综合和概括，用于创造新价值


❶
  找出利益相关者
 　利用图表展示人们在系统中扮演的角色


❷
  人员简介
 　总结出利益相关者的观点、需求和目标


❸
  体验图表
 　画出执行各种任务的路线图


❹
  明确概念
 　勾勒出这一领域的各种关系

模式和优先次序

明确关系，确定哪些是密切 / 直接的、相关的和重要的


❶
  聚类性分析
 　根据类似性对产品进行排序


❷
  靶心图表
 　根据重要性对产品进行排序


❸
  重要性 / 难度矩阵
 　利用2x2图进行产品规划


❹
  投票表决形象化
 　通过合作者的投票表决得知他们的喜好

梳理问题

设想出不同情况，让创新解决方案脱颖而出


❶
  问题树分析
 　探讨问题的起因和影响


❷
  先期陈述
 　讲出问题，引发探讨


❸
  抽丝剥茧
 　调整关注重点，对问题进行反思


❹
  玫瑰、刺与花蕾
 　确定事情是积极的、消极的或有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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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型


畅想未来的可能性

要了解一个想法、看清其优势和劣势，就必须将它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些工具将为你展现出富有创意的视觉表达和迭代间不断完善过程。

概念构想

采用传统头脑风暴的替代工具，探讨无数的可能性


❶
  速写草图
 　通过绘制草图，催生新的想法


❷
  创意矩阵
 　交集不同类别，碰撞出新的想法


❸
  循环赛
 　利用人与人的传递，让思想不断演变


❹
  另类世界
 　采用不同的视角产生想法

建模和原型

为新想法创建模型，通过快速和频繁的迭代演变来规避风险


❶
  故事版
 　通过一系列图像展示新工艺


❷
  示意图
 　勾画出系统结构和组件


❸
  初始原型建模
 　依据想法制作出模型


❹
  外观造型
 　通过精加工模型，突出视觉造型

设计原理

充分挖掘一个概念的全部潜力，这样参与者就可以畅所欲言，让各种想法更趋成熟


❶
  概念海报
 　呈现出想法的主要内容


❷
  视频场景
 　展示新概念的实用性


❸
  封面故事模型
 　描述想法未来取得成功的虚拟场景


❹
  快速参考指南
 　概括想法的原则和要素





Luma学院共同创始人和课程主管比尔·卢卡斯（Bill Lucas）建议，在每一轮创新活动中，至少应从两大类工具中各选出一种方法加以应用。如果形势要求渐进性改良，你需要从“评估性研究”小类做起，然后分析总结调查结果。如果你在寻找颠覆性突破，可以同时采取了解人们和梳理问题这两种做法，然后通过观察方法来了解概念模型和原型制作。

卢卡斯鼓励人们在更大规模的创新过程中，频繁地运用这三大类方法。关键是要熟知各种方法的属性，学习如何协调使用。但是，无论你从哪一步开始，在评估和优先改善方面不要迟疑。

下列图表展示的是一家公司运用Luma创新体系建立新产品线时的流程。



创新之路示例

运用每个类别中的方法，反复使用各类工具并日趋完善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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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Luma学院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Luma学院是一家全球性教育机构，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帮助人们培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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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的反传统营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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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个月，见到劳斯莱斯CEO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劳斯莱斯年计划明年比今年多卖一辆车。”这当然不是因为市场上对劳斯莱斯没有需求，事实上世界对劳斯莱斯需求巨大，但是劳斯莱斯奢侈品性质决定了它将永远不会回应增长的需求。

奢侈品公司存在了两三百年时间，它的规则是永远生产比需求量少的产品。需求是多变的，是时尚，是今天流行明天可能就会被忘掉的东西，所以回应需求的公司永远要追逐新时尚。影响奢侈品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艺术和精神，奢侈品公司痴迷于恒久的品质和美感，所以，它的管理与一般公司完全不同。

奢侈品公司不用company（公司）这个词，公司意味着生意，奢侈品也是一门生意，但是他们自称house，这个词意味着因为同一种精神连接起来的家族，其中包括CEO、设计师、工匠在内的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奢侈品公司大多是家族公司的原因，他们有时间，并把家族名字冠在产品上，想要这个名字得到人们的尊重。

适用于普通公司的经典市场营销理论从研究消费者开始，然后是生产产品。奢侈品公司完全是相反的过程，一切从家族理念开始，然后是对产品的执着，之后才考虑消费者。这就是奢侈品公司管理的反市场营销法则。奢侈品公司就像一座教堂或者庙宇，充斥其中的不应该是产品，而是介于艺术和精神之间的管理者之愿景。

正是这种愿景让奢侈品具备了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奢侈品所具有的愿景让它像艺术，当你看到两个名画家的画时，不会比较哪幅着墨多一点，你说它们是不同的。你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这几乎如同宗教。

奢侈品不是建立在人们对产品的痴迷之上，而是产品所传达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时间沉淀，一旦你拥有，将会进入世界上最盈利的行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拥有历史、文化传承、手工艺人等奢侈品的要素，中国公司打造奢侈品牌需要的是能够创造性利用这些元素的创意人才。

奢侈品并不是一个卖古董的生意，奢侈品公司的创意人才是承启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不是像时尚公司的创意人才只关注现在。对于打造奢侈品牌的中国公司，我有以下建议：

第一，要有耐心。奢侈品品牌不是“推出”，而是打造的。不要期待三四年内打造一个奢侈品品牌，也不要想一开始就开20家店。Coach和Ralph Lauren这些建立在市场研究之上的公司当然也非常成功，但是如果你想打造一个50年后被公认的奢侈品公司就需要耐心。

第二，明确品牌传承的中国文化元素。始建于1885年之类的宣传完全没有意义。想一想你的“house”想要传达什么感受，而不是关注谁是你的消费者。如果从消费者需求着眼，就永远不可能像奢侈品一样成为别人的梦想。

第三，视野国际化。别想我在为中国人制作奢侈品，就像法国奢侈品并不是为法国人打造的一样，中国奢侈品应该为全世界有教养有品位的人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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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Noel Kapferer是巴黎HEC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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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下滑源于人口的老龄化”，这个可怕的预测眼下正在流行。事实果真如此吗？


无
 疑，全世界的人都在变老，只是处于不同的阶段。在美国，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各占一半，中值年龄36岁。而埃塞俄比亚的中值年龄仅有18岁，那里出生率高，平均寿命较低。在非洲其他国家这一数字更低。全球人口结构“最老”的国家是德国，中值年龄45岁。

不难得出这样的规律：人口结构越年轻，国家越穷，反之，则越富。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恐惧老龄化呢？就我所知，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心理上的：衰老会让人变得脆弱，丧失精神敏感度。第二点源自经济学家和“赡养比率”指标的分析，他们认为，65岁以下的成年人于社会有贡献，65岁以上的人则是社会的负担，而这一群体的人口比例只会升不会降。

不过，我们也知道，一些人的生产力要远远高于其他人，不关乎年龄。65岁本质上没有什么特殊。很多人健康且长寿。俗话说，70岁是全新的60岁，听上去不无道理。同时，事实证明教育程度决定了人们能否更健康、更长寿和有更高的生产力及更开放的头脑。

人口老龄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赡养比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要老于印度，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正在快速下滑。但那又怎样呢？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印度，因此生产力也就更高。此外，中国大多数人没有养老金，只有小部分人会在65岁退休。可见，多数中国人在身强体壮时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特别是在工作能给予他们乐趣和满足感时。同样，教育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印度，1/3的成年人没上过学。但在中国，这一比率只有8%，而且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印度50%的年轻女性没有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中国只有15%。明白了这一点，谁还会认为，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的印度未来就一定会更好？

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不重要，只是需要结合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和健康状况来综合考虑。目前来看，前景还不错。全球大多数国家（美国是一个明显例外）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于年长者，因此较高的生产力或许可以弥补年轻人口少的缺陷。

长久以来，私营企业一直认为人力成本的质量有赖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多数是可控的。每家大公司都很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政府同样需要打造全国人力资源管理，将教育、移民、家庭、劳力和退休作为紧密关联的因素，它们共同推动着国家向更光明的未来前进。



[image: ]
 沃尔夫冈·卢茨是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人口和全球人力资本中心创始人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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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对自己工作失职所进行的真实、坦诚和透彻的分析。


在
 职业生涯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指望其他人去完成一项工作。直觉告诉我，结果往往会让你感到愤怒、困惑、受挫，甚至可能非常怀疑自己的专业水平。尤其是在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情况下，完全指望同事采取正确行动会让你感到很有压力，而当事情进展不尽如人意时，又会让你抓狂。

我前一份工作中出现过一段最黑暗时期，当时就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一切。我出任那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公司的一项产品面临财务危机，各大报纸头版争相报道。我们遭到主要监管机构的公开指责，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我最能干、最信任的两名同事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作为6年的搭档，他们的合作堪称完美。然而危机发生后，他们的团队工作效率显然比以往大打折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糟糕。如果你有一双透视眼的话，就会看出我的厌恶、暴怒、恐惧和愤怒。我的精神“储存室”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一天，我独自坐在餐桌前，等人共进晚餐，对方正堵在路上。洁白的台布铺在我面前，我掏出一支笔，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问题：我同事碰到的问题，有多少是我造成的？

也许是灵感突现，这个问题的确激发了我，于是我开始乱写一通。很快，我就列出一大串事情，而这些事情我本可以而且也应该换个方式去做，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长期能力建设，或应对危机时的状态。我想要弄清楚的是，这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对自己工作失职所进行的真实、坦诚和透彻的分析。

接下来的周一，我们三人坐到一起审视公司的现状，此时我的态度已经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会上，我平心静气、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在过去做出的决定使我们身陷困境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如何去改变现状。总之，责任在我。随后，我们共同商讨怎样做才能既解燃眉之急，又能改变公司职能、工作重心和操作流程，从长远上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我承认，新的做法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取得更大的进展，原因之一在于它让同事们深受震撼。他们的防御心理荡然无存。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审视自己对出现的问题应该承担的责任，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应该公正地对待他们，而不是把责任推卸给他们。

现在，如果工作或者个人关系上出现问题，首先我会深入而客观地审视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然后再去要求别人改进。我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这两位同事的照片，以此警示自己，优秀团队到底是什么样子。危机结束时，我们和公司的表现都比以前要好一些，当然，这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得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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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沙勒是美国安进公司（Agmen）前首席执行官，现为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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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管理体力劳动者的方式管理知识型员工，结果就会陷入人才管理怪圈。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管理方法，以项目作为管理基本单元，帮助企业用好人才这项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资产。






核心观点


问题
 　各路企业都在为招贤纳士激烈拼杀，拥有上千名白领的企业并不鲜见。管理者往往又意识到，这些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其高收入不匹配，于是大幅裁员，可能因此付出损失重要知识人才的代价。不久之后，他们又开始新一轮人才争夺战。








原因
 　大多数公司错误地将管理体力劳动者的方式套用在管理知识型员工上，设置重复性的任务结构，并且认为这些员工的知识、经验无法归纳和共享。结果是，为保住职位，知识型员工常常制造工作忙碌的假象，并拒绝分享知识和经验。








解决方案
 　为走出频繁雇人又裁人的怪圈，企业应设置项目导向的任务结构。全职员工应保持机动，按照各人的能力特长流向需要他们的项目。同时，企业应努力推进知识和经验的系统化。





企业错误地认为，知识和经验只是知识型员工的个人财富，不像体力劳动技能可以归纳总结、传授给他人。


如
 何管理知识型员工？这是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各路企业都在为招贤纳士激烈拼杀，常常会聘来上千名管理人员。然而好景不长，一旦这些员工的贡献与他们的高收入不匹配，管理层就会为削减成本大幅裁员，经济形势不佳时更是如此。不久之后，又将故态复萌，开始新一轮人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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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性循环会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害。且不论为此付出的人力和社会成本，在人才早已被公认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当代，这种资源管理方式本身就极其低效。尤其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备受推崇的美国标杆公司同样未能幸免。以通用电气为例：该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对管理层大幅裁员；在其队伍逐渐扩充后，2001年又进行了新一轮裁员；到2007年员工人数再次回升，直至经济衰退来临后被迫又一次裁员。高露洁棕榄、大都会人寿保险、惠普、百事等很多企业都曾重蹈覆辙。

为什么这些公司用不好人才这种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资产？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是，尽管对知识经济的研究和讨论已进行了几十年，相比体力劳动，我们对知识型工作仍然知之甚少，对二者的异同也有很大误解。具体来说，大部分公司在知识型员工管理中有两类常见错误。其一，参照体力劳动，为每一位知识型员工设置日复一日的工作结构。这类错误部分导致了第二类错误，即认为知识和经验只是知识型员工的个人财富，不像体力劳动技能可以归纳总结、传授给他人。

这两种看法有其合理因素，但它们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危害。在下文中，我将说明这两种错误看法的危害性，并向读者介绍宝洁公司试行的一种知识型员工管理方法。这种新方法目前已初见成效，如果它能得到推广，我们或许将彻底告别人才管理怪圈。



决策工厂的兴起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职责究竟是什么？他们显然既不生产产品，也不提供任何具体服务。但他们的确制造出某些东西——决策，那些关于商品品种、价格、销售地域、目标消费者的决策，以及关于广告策略、物流、人员编制的决策。

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知识工人每天都在绞尽脑汁，为企业“生产”决策,他们都是“决策工厂”的一员。他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数据，产出则是以备忘录和报告形式呈现的各种分析、建议；“产品”则是通过会议这个“生产过程”最终形成的决策。他们或许会对产品再加工——再开一次会，达成之前未作出的决策。他们还参与产品出厂后的维护——跟进决策的执行。

由于白领的工资水平远高于蓝领，决策工厂或已成为美国公司最大的一项成本，即使是宝洁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如此。20世纪下半叶，为兼顾效率和增长，企业不断加大对研发、品牌推广、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投入，这使雇用一支知识工人大军成为必然。

1990年到1991年，我曾与北美最大的面包生产商之一的CEO有过合作。至今，我对当时的情景都记忆犹新。这位CEO刚刚将劳动密集型的旧厂改造成北美最先进的面包生产线。他骄傲地告诉我，因为新厂使用电脑控制的新型烤箱和包装设备，直接人工成本下降了60%。但为维护本部和工厂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和高端设备，公司不得不高薪请来一批工程师、计算机技师和经理。结果是，新厂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完美：体力劳动者的可变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但雇用知识型员工却提升了固定成本，为保持盈利能力，公司必须维持很高的产能利用率，但难免有年景不好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处境很具代表性：压缩工人数量，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必须要引入更多的高薪知识型员工，因此只是将直接成本转换成间接成本（参见后文《知识型工作比例的提升》

 ）。在德鲁克创造出“知识型员工”（Knowledge Worker）这个概念后的半个世纪中，这类雇员已成为生产活动中的支配性阶层。而且随着中国等国不断输出廉价劳动力，发达经济体对知识型员工的依赖有增无减。因此知识型员工的生产效率问题，或许是当代管理学的头号难题。




知识型工作比例的提升


知识型员工比例的大幅增长，从大公司主营业务成本（COGS）和销售及行政开支（SG&A）的变化中可见一斑。COGS和SG&A是公司运营中最大的开支。前者主要与蓝领相关，后者则与白领相关，因此这两项费用的变化可以反映两种劳动力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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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包含的30家公司（DJ30），一直被视为美国大企业的代表。2012年纳入道指的30家企业营收达3万亿美元，员工数量约850万。如图所示，1972年纳入道指的30家企业的COGS和SG&A分别占营收的72%和13%。70年代后期，SG&A占营收比开始上升；80年代，COGS占营收比开始下降。到2012年，这两项数据分别为51%和24%，二者相对比例发生了巨变。



（
返回阅读原文

 ）



决策工厂的生产力

在任何行业中，生产效率都由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是工作任务结构，二是企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这两个因素相关性极高：管理者能否从工作中学到东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务结构。在决策工厂中，如果任务结构不适应工作实际需要，任务分配都将是低效的。人就是人，这种错配会降低知识分享的积极性，原因如下。


任务结构。
 在决策工厂中，每个职位都是一个劳动单元，这和实体工厂的情况类似。实体工厂管理者为每个岗位设置一项常规且重复性的任务，根据需要多大产出，估算出需要多少岗位。当然，产出并非一成不变，管理者可以根据产出的预期浮动范围制定规划。工作量不一定完全平均分配，但工厂的总产出保持稳定，这是任务结构的前提。

决策工厂的职位设置建立在相同的前提上。例如我们默认，营销副总裁每天要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体现在其职位描述中就是，营销副总裁的基本职责包括品牌推广、产品促销、市场调查等。按照这种描述，他似乎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履行相同的职责。但现实中是否如此？

决策工厂和实体工厂的相似性到此为止，因为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方式并非日复一日的重复，而是以项目为单位。因此决策工厂员工的工作强度的波动性很大。比如，企业推出重要的新产品，或竞争对手出招时，营销副总裁会比较忙；如果两件事情赶在一起，他会非常忙。但在其他时段，他没有太多决策要作，也许除了查邮件外无事可做。但公司不会建议他休假，更不会停发他的薪水。

正是对知识型员工的这种管理方式，致使企业频繁陷入先雇人又裁人的循环。如果所有员工职责都固定不变，企业将很难依照业务繁忙程度调配人力。于是人力资源部门只得设计新职位，再写一份职位描述，然后或者内部调岗，或者外部招聘。所有管理者都希望在业务繁忙时为自己的部门补充人手，积少成多，导致整个决策工厂产能严重过剩。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企业一直受困于决策工厂的效率难题。

知识型员工绝不会自找麻烦，跑到老板那里汇报自己有“闲置产能”。如果这么做，最好的情况是会被评价为“工作清闲，产出不足”，最坏的结果是被裁掉。因此，至少表面上保持忙碌对知识型员工是有好处的。报告、备忘录、咨询、新方案……没有活也要编出活。拜这种生存之道所赐，决定生产率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组织内的知识共享，就被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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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知识型员工可能因为害怕被取代，不愿把自己的知识传递给他人。


知识。
 我在《商业设计》（The Design of Business
 ）一书中描述了企业获取知识的三个阶段。生产线刚开始运行、新服务刚开张之际，企业仿佛面对着一个巨大谜团。英特尔1983年建立第一个微处理器芯片制造厂，如何设计生产流程？迪士尼公司195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开设第一座主题公园，如何解决排队问题？这些先行者的实验必然漏洞百出、效率低下。

一段时间后，经过大量实践，企业将有所领悟，并据此设计新流程。英特尔此后设立的一批制造厂，因为有首家工厂的元老参与，所以设计生产流程不再是碰运气；依靠在阿纳海姆获得的经验，迪士尼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成功开设了拥有四座主题公园的迪士尼乐园。

在实体工厂中，知识进步不会就此止步。为确保成功，大型制造企业或服务企业会将实践智慧规定为全体员工必须遵循的法则。操作手册取代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只要遵守规则，即便是缺乏经验的管理者也能完成任务。麦当劳、富国银行和联邦快递的成功皆可归因于这种知识共享的文化。在这些企业持续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现有法则还在不断完善。

然而在决策工厂中，知识进步很难超越第二个阶段：经验和判断力仍是高效决策的先决条件。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决策工厂对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要求更高。很多时候管理者要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这使企业回到了知识进步的初始阶段。例如，一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毫无经验的企业，该如何进军尼日利亚？对下一个市场又该采用何种进入战略？即使尝试过十个国家，企业仍可能毫无头绪，更谈不上建立法则。

然而决策工厂知识进步受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任务结构本身存在缺陷。如果有经验的知识型员工从自己的独门绝技中提炼出普遍适用的法则，这等于邀请管理层用经验不足、更廉价的劳动力替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老资格员工往往不愿为新手传道授业：他们显然有更需要操心的事情。

当然，蓝领世界中也存在此类游戏规则；不同的是，通过直接观察劳动过程，管理者就可以在实体工厂中实现知识进步。自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之后，体力劳动者明白，为实现效率最大化，管理者正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这对知识型员工却行不通：他们的工作只在大脑中进行。

企业管理者感到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知识工人，却找不出冗员的原因。当企业面临销售业绩下滑等短期困难时，管理者常常盲目裁掉一部分知识型员工，认为这能在不损害企业经营的前提下改善冗员状况。

管理成本高昂的决策工厂还有更好的方法。这种新方法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采纳了成功专业服务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其二，引入了全球最优秀制造企业的知识进步理念。



重新定义工作契约

改善知识型员工管理的关键是：重塑决策工厂的任务结构，以项目而非职位作为管理的基本单元。在这种模式中，员工不会拴在固定职位上，而是根据自身能力特长参与不同项目。通过灵活利用现有员工的能力，企业可以实现精简，大大减少“产能闲置”和因人设事的情况。

以宝洁旗下Olay品牌一位刚上任的助理品牌经理为例。起初她以为自己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助理经理，协助上司进行品牌维护。但她很快发现自己的职责并不固定，这个月可能在忙品牌延伸的方向和定价，过两个月可能又要解决生产流程瑕疵导致的Olay最畅销产品送货延误问题。之后只要等待上司委派新任务即可。几个月后，这位助理经理意识到，她的工作就是由一系列临时项目组成的。

很多管理思想者都开始关注项目导向的管理方式。在《超级临时工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Supertemp
 ”，《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5月
 ）一文中，乔迪·米勒（Jody Greenstone Miller）和马特·米勒（Mat Miller）指出，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正出现一批重点关注短周期、高附加值项目的经理人。无独有偶，硅谷传奇人物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与本·卡斯诺卡（Ben Casnocha）、克里斯·叶（Chris Yeh）合作的《新雇佣时代：联盟关系》
 （“Tours of Duty: The New Employer-Employee Compact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6月，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中认为，如果以“联盟关系”管理知识型员工，企业将留住更多人才，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对于主流企业，以项目为单位管理知识型员工可能过于激进，但这对专业服务企业则是家常便饭。很多专业服务企业的规模可比肩大型制造企业：埃森哲公司只用25年，就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系统集成业务部”，成长为营收与3M公司相当的独立公司；咨询行业的标志性企业麦肯锡公司，营收与标准的世界500强企业相当。

专业服务企业的雇员几乎都是知识型员工。新项目进来，公司会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完成，团队解散，成员被调往其他项目。这些员工职责不固定，根据自身技能参与合适的项目。

咨询公司可以根据项目情况灵活调遣人力，这是它们区别于员工职责固定的一般企业的优势。在某些领域，咨询公司确实更专业，但其灵活的任务结构才是客户需要它们的根本原因。的确，专业服务公司的快速成长，可以部分归功于项目制的任务结构；它们的客户企业则采用设置固定职位的管理模式。

项目导向的管理结构不为咨询公司独有。例如好莱坞制片商，每部电影都是独立项目，有专门团队进行筹划、拍摄、后期制作、推广和分销。一旦项目完成，团队成员将被派往其他项目。

主流企业也不甘落后。1998年，宝洁公司进行了重大运营改制，核心是将四大区域利润中心重组为包括婴幼护理、衣物护理、美容护理在内的七大全球业务单元，以及负责分销这些业务单元产品的区域市场拓展部门。

这次改制的一大创新就是成立了全球业务服务部（GBS），负责信息技术和员工服务的共享。企业内的服务共享已很普遍，因此这个部门的成立本身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宝洁GBS的运作方式值得特别关注。

在现任GBS总裁费礼博（Filippo Passerini）的领导下，宝洁于2003年启动了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包计划，将约3300个岗位外包给IBM、惠普和仲量联行。费礼博将承担重复性、非项目导向职责的员工派往其他公司，为GBS的结构创新留出空间。他决定将留在GBS的这部分业务的项目导向特质发扬光大，创造出一个由他命名为“流向任务”（Flow-To-The-Work）的部门。有些员工当然还有固定职责，但一大部分员工则灵活地流向时间紧、回报高的项目。这些知识型员工很清楚，自己不会长期在同一区域的同一业务单元工作，而会在不同项目团队中完成不同的任务。

合并吉列公司就是这样一项任务。宝洁于2005年收购了吉列，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交易额高达570亿美元，新增员工3万人。此次合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整合涵盖财务、销售、后勤、生产和营销信息的后台系统。但GBS灵活的任务结构使费礼博得以把大量资源调配给整合任务，结果合并工作仅用15个月便告完成，不到这种规模的并购整合通常所需时间的一半。以整合后的协同效应（每天节省开支400万美元）计算，这共为公司节省近20亿美元。

宝洁正在全公司推广项目导向的管理方式。2012年，宝洁宣布了一项白领削减计划，旨在降低成本、更有效地管理知识型员工。每个部门都须确定知识型员工中固定职责和“流向任务”二者的比例。各部门可以因地制宜确定后者的比例，但这个比例至少要大于零。



创建知识法则

企业应把重要的知识人才资源投入到能够促进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惟其如此，企业才能走出知识型员工管理的怪圈，提高决策工厂的生产力。

项目导向的任务结构有助于提升知识型员工的生产效率、清除企业内部经验总结和知识分享的障碍。但为实现知识进步，管理者还必须主动有所作为。

宝洁的主要高管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们亲自负责知识系统化工作。自1837年创建以来，宝洁一直以善于塑造品牌著称，但宝洁的品牌塑造一直依赖资深高管的个人经验，知识分享一般以类似秘传的方式进行。

但宝洁下决心改变这种知识传递方式。1999年，时任衣物护理部总经理的戴碧涵（Deborah Henretta）推行了一项知识分享计划，旨在将公司的品牌构建经验整理成文，并最终确立为规范。由此产生的品牌管理框架BBF1.0，旨在帮助刚入行的营销人员快速学习品牌构建技巧，降低公司的人才培养成本。BBF随后显示了价值，于是宝洁相继推出了升级版的BBF2.0（2003年）、BBF3.0（2006年）和BBF4.0（2012年）。

GBS同样积极地向这个方向推进。在制定年度战略前，宝洁全公司20多个品类的财务团队都必须进行高强度的准备工作。传统上，财务经理根据经验判断团队将需要什么信息，然后从不同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组织起来。

GBS的信息系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GBS注意到，在部门、时段和需要的信息类别间存在某种规律，并最终确认，不同部门财务经理所需的准备材料内容非常相似，可由GBS统一提供。实际上，GBS开发的一款软件就可以收集、反馈这些信息。财务经理只需发封邮件，就能收到需要的数据包，这可为他们节省数百小时的时间。

当然，并非所有知识和经验都可以总结为法则，但知识系统化的可操作性比大多数公司预想的高。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营销学教授菲利普·帕克（Philip Parker）的成果就让我们大开眼界：他开发了一项专利程序，能使计算机自动进行网络搜索、引用数据，撰写关于几乎任何题目的研究报告。据帕克说，这套程序写的书已经卖出20多万本。最近他又开始研发“诗歌机”和“小说机”。

宝洁这样规模的企业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项目导向的转型，也无法把所有经营智慧化简为条文。这样做也会过犹不及，干扰企业的正常发展。但将职位100%固定的企业基本已经过时。同样，现代企业中知识进步的速度有限，企业仍需要相当数量有经验的员工。但当新问题出现时，外部聘用似乎是惟一的出路。作为对策，企业应把重要的知识人才资源投入到能够促进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惟其如此，企业才能走出知识型员工管理的怪圈，提高决策工厂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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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洛特曼商学院院长。他与宝洁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富礼（A. G. Lafley）合著过《战略制胜》（Playing to Win: How Strategy Really Works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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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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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这个月我们展示的艺术作品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阿尔瓦罗·伊尔萨韦（Alvaro Ilizarbe，又名Freegums），他出生于秘鲁利马。伊尔萨韦的艺术影响主要表现在前哥伦比亚艺术作品、纺织品和砖瓦纹样。他认为，颜色是艺术家表达感觉的特殊方式，因此他选择通过黑白作品与读者建立更纯净的联系。更多作品，请关注freegums.net
 。





聚光灯 Spotlight



IDEO让互助文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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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Freegums




作品：天体飞机，墨水画，24英寸×36英寸




年代：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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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互助文化，让合作成为一种常态，这家设计公司释放出了极大的创造力。






核心观点


范例
 　IDEO是帮助型组织中的典范，因设计创意享誉全球。公司非常鼓励员工积极互助。








研究
 　通过向IDEO的全体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并将数据图表化，研究者发现一个密布的组织互助图：帮助行为来自组织各层级的员工，而且最好的帮助者是那些最让人信赖并最容易接近的员工，而不是能力最强的员工。








关键做法
 　IDEO能创造这样成功的企业文化，来自以下四个关键做法：领导层对帮助文化的深信不疑；鼓励帮助行为中的求助者和帮助者；通过正式流程和示范角色强化帮助行为；给员工工作空档期。






没
 有什么比倡导组织中的互助行为对领导者来说更重要的了。员工在工作中互相支持是卓越公司的一道常见风景。这么做能带来切实的好处：如果不考虑员工自觉性，即组织行为学者认为的“组织公民行为”（Citizenship Behavior），公司仍希望能高效运转的话，就需要将所有任务完美分配，中间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任务在执行中不能随意更改，而且所有任务必须同步，不能在进度上有半分差池。不仅如此，在知识型工作时代，商业成果往往与人们在复杂项目中表现出的创造力密切相关，因此，互助行为显得更为重要。这种帮助不只包括简单的任务分担，还包括视角、经验与专业知识的分享，即合作式帮助（Collaborative Help），它能提高创意的含金量与执行力。

但是，这种文化需要主动培养，因为帮助行为并不会自发地在员工中间出现。在群体中，人们的心思往往充满矛盾：潜在的帮助者可能更想与人竞争，潜在的求助者可能更想逞能单干，或不信任他们的求助对象。无论是哪种情形，互助都需要人们在结果不明朗时，依然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如果公司不重视互助，很可能因为组织的架构和激励体制，在无意间强化员工抵触互助的心理。

这项管理挑战并不容易解决，帮助行为的出现不是因为强制，而是源于激励，设计公司IDEO在此方面的卓越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说起IDEO，人们会想到它享誉全球的创新设计，其领域涵盖商业、政府和医疗；同时IDEO还频频向其他公司提供咨询，帮助它们提高创新技能。当问及IDEO的企业文化，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合作式帮助”。在IDEO，你会发现帮助行为无处不在。这是一家业绩卓越的公司。我们把IDEO的帮助关系网画成图表，结果发现这些帮助行为非常密集，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很宽广。显然，互助行为对IDEO确立它的江湖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旁观者，我们的问题是，IDEO是如何将互助行为变成公司常态的？其他的组织领导者能否从中借鉴经验并让他们的组织产生类似效果？为寻找答案，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对IDEO观察、采访，并进行了问卷调查。

IDEO可能不同于诸位的公司，但这种差异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你的组织也有很多需要应对复杂问题的知识型员工，需要提高创造力。如果你的员工能像IDEO的员工一样乐于互助，你的组织将创造更好的客户体验，以及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人才。以下四个关键做法能帮助你的组织实现这些目标。组织最高领导层的改变是第一步。根据IDEO的经验，这是培养帮助文化的开始。



领导层要对互助文化深信不疑

并非所有大公司的领导都会将合作式帮助当成组织的重心，但IDEO的领导层对此态度明确。公司CEO蒂姆·布朗（Tim Brown）认为，这不仅因为IDEO面临的问题需要运用高超的创造力解决，而且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布朗说：“我相信，问题越复杂，你就越需要帮助。而这正是我们的业务特点，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帮助文化，让帮助行为变得更普遍。”这说明领导层对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互助文化深信不疑。

为证明这种深信不疑，IDEO的领导者身先士卒，首先扮演起求助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例如，在我们观察的一个成功案例中（成功的标准是能否擦出新的思维火花），一位C级领导者以帮助者的身份，与某个团队进行了一小时的头脑风暴。其实该团队的项目还未正式启动，这次帮助行为并非不可或缺，这位领导者也不是惟一能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但他的出现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帮助行为是IDEO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位员工都是帮助网络的一部分。

我们画出的图表是IDEO某个办公室的帮助关系网，它清晰地表明了领导者的帮助行为（见图表《IDEO的互助图》

 ）。在图中，每个圆圈代表一个人，圆圈越大，说明该员工被他人列为 “帮助者”的次数越多。值得注意的是，最受人推崇的帮助者出现于组织的各个层级。也就是说，与一般说法，甚至与很多学术著作相悖，在IDEO，级别并不会妨碍一个人成为他人求助的对象。低级别的员工并不害怕向领导层寻求帮助，领导层也不耻于暴露自身弱点，会向比他们低好几个级别的员工寻求帮助。




IDEO的互助图


IDEO在同事互助方面真的是其他组织的典范吗？下面的帮助关系图绘制于IDEO一间有47名员工的办公室。每个圆圈代表一名员工，圆圈越大，说明该员工被他人列为帮助者的次数越多。直线代表帮助关系：单方向箭头（黑色）表示此人被他人列为帮助者，双方向箭头（红色）表示人们将彼此列为帮助者。

这张帮助关系图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中密密麻麻的关系数量。大部分组织的关系图都会呈现出小团体模式（人们在小范围内组成紧密关系，但各个团体之间的关联很少），或车轴辐射模式（几乎所有人都和中间的一两位关键人物有关系，但彼此之间关联很少）。而IDEO的情形却大不一样，大部分员工都有大范围的、种类繁多的互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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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正反面

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促进组织互助行为的关键是让组织中的专家变得更乐于提供帮助。例如，在《创意工厂》（The Idea Factory
 ）一书中，约恩·格特纳（John Gertner）就讲到一段他在AT&T贝尔实验室的经历，那时公司的专利部门想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员工明显比其他人更擅长挖掘新点子。格特纳写道：“这些频频发明专利的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经常和贝尔实验室一名电子工程师一起吃饭，这名工程师叫哈里·尼奎斯特（Harry Nyquist）。”结果表明，尼奎斯特非常擅长提问。

初看起来，尼奎斯特似乎是组织中的助人英雄。但很多时候，他进行这样的午餐是因为受到邀请，原因是有同事遇到了复杂的问题，需要和人商量。每一次的帮助行为都有求助和助人两面，两方面都需要重视。

对很多组织的员工而言，发出求助邀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文化都强调互利性，受惠于人常常让受助者有种欠债的感觉。即使你不怕别人回头向你“要债”，也可能因为碍于面子而不愿开口，尤其是向组织中地位更高的人求助时。对此，IDEO做出实际努力，来消除人们对求助的犹豫。在每个项目的初始阶段，设计师都会得到这样的信息，即寻求帮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当一个项目组面对苛刻的客户时，如果成员不向与这个客户打过多次交道的同事征询意见的话，将被视为不负责任的表现。员工们可能在整个项目期间都在求助，每次讨论从15分钟到半天不等。在IDEO，求助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公司你可以随时发现这种不设防的求助：例如，人们欣然在办公室收到这样的群发邮件：“有谁和西班牙语的无线电台打过交道？”或“有人试过新的减肥食谱吗？”

但是，向组织中的所有人求助并不是特别有效的方法。求助者必须知道哪些人是最好的求助对象。你可能认为，组织中最好的帮助者一定是最厉害的专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我们的IDEO帮助关系网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再看一下IDEO的互助图：横轴表示人们的专业性（专业性评估来自我们另一个调查，由办公室的几位核心员工列出各领域和部门的主要专家）。根据过往研究，我们原以为，专业技能将与帮助者的受欢迎程度紧密相连，但我们错了。除了能力，受欢迎的帮助者还有其他两个特点。

我们对IDEO全体员工发放了问卷，询问员工哪些同事曾帮助过他们，并列出排名前五的帮助者（见后文《IDEO最佳帮助者的特点》

 ）。接下来，员工需要从几个方面对排名第一到第5的帮助者和随机抽取的“非帮助者”（一些没有入选的员工）进行打分，这些方面包括：能力（该员工胜任工作的能力）、信任感（人们是否愿意与该员工交流思想和情感）和可接近性（人们是否能轻易从该员工那里得到帮助）。

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信任感和可接近性远比能力更重要。这并非抹杀能力的重要性，人们确实认为，排名第一到第五的帮助者要比“非帮助者”更专业（IDEO拥有众多领域的专家，公司在任何方面遇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然而，排名第一到第五的帮助者在能力得分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但第一名得到的信任票数明显高于第五名，并且两者都明显比“非帮助者”更加令人信赖。可接近性的情况与信任相似。

在IDEO，成为最佳帮助者的员工必须能让他人产生信赖感，这与哈佛商学院的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见《哈佛商业评论》2001年10月刊《加速团队学习》(Speeding Up Team Learning
 )一文
 ）。向人求助会暴露一些弱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向自己信赖的人求助。当我们与IDEO合伙人迭戈·罗德里格斯（Diego Rodriguez）讨论公司在项目中安排进度监督人员的做法时，他说：“我相信这个办法有效的原因是：员工们彼此信任，他们知道监督者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做项目。”

可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有时间、有能力并乐于提供帮助。我们跟踪了四个团队的求助和助人行为。当一个团队缺少互助行为时，原因往往和人们不能接触到帮助者有关——这些帮助者不在办公室，不回复邮件，或他们太忙没时间。即使是公司安排的项目协助者，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团队中的最佳帮助者在项目刚开始时，往往并不是人们心中最佳的求助对象。

IDEO的员工知道，他们需要充分地互助才能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且公司的帮助者并不只限于那些在特定领域独具专长的人。IDEO的领导者知道，组织文化能影响帮助者和求助者之间的关系，也能影响人际互动中的信任感和可接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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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最佳帮助者的特点



IDEO的每个员工都列出5位最佳帮助者，与随机抽取的“非帮助者”一起，就3个因素给他们打分。令人吃惊的是，信任和可接近性对排名的影响比能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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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流程，明确角色

在我们研究过的IDEO办公室中，几乎每个人都被同事列为过“帮助者”，一些员工则被多次列为帮助者。

IDEO的帮助行为到底有多普遍？我们在画IDEO的帮助关系网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我们研究的办公室内，几乎每个人都被同事列为“帮助者”，一些员工还被多次提及。更令人惊奇的是，绝大多数员工（约89%）都出现在同事排名前五的帮助者中。显然，助人在IDEO不是一项稀有技能。大部分员工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已经在公司日常活动和人际交往中逐渐学会了帮助行为。我们认为，仅靠口头宣传不足以建立互助型文化，IDEO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公司通过设立流程和明确角色，让帮助文化深入人心。

IDEO的所有工作环节都少不了帮助行为，从其著名的头脑风暴、正式评审，到项目团队为寻找点子和反馈而进行的各种互助。这样，IDEO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互助的思维模式。布朗说：“当项目缺少帮助时，团队成员会急匆匆地赶进度，然后在快结束时恍然大悟：‘哎呀，这儿丢了点东西，都是当时忘了求助。’”

在调研中，我们还询问了员工哪些帮助活动在他们眼中最有效。结果，内部设计评审名列前茅。设计评审对一个团队不可或缺，但公司并不强制所有受邀的“评估人”出席。有的时候，一个帮助者可能在评估当日因事不能出席。他们的确遇到过在设计评审中无人出席的局面。我们曾听说在IDEO出现过某团队邀请了五位评估者，结果只有一位出席的情况。由此可见，在IDEO，流程的作用不是将帮助变成强制规定，而是鼓励人们更多地互助。

IDEO也通过设立具体的帮助角色，告诉人们该如何进行帮助。IDEO设有一个办公室，专门指派“设计团队带头人”（Design Community Leaders，简称DCL）。这些带头人均在某一或某几个设计领域取得过成就，例如机械工程或人体工程领域，一些则因在交叉领域的贡献而获此头衔。我们让员工对办公室中的所有帮助行为进行打分，结果发现，员工非常喜欢与DCL进行的非正式项目讨论。事实上，这些非正式的讨论比那些正式的评估得分还要高，这大概因为非正式讨论更即兴一些。

大部分IDEO的项目团队都会安排一到两名高级设计师协助工作。这些人拥有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丰富的客户经验，或只是因乐于助人而拥有良好的名声。团队成员通常可以随时找到他们，这些人也会在整个项目期间，定期跟踪项目进度。我们在IDEO遇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经验尚浅的设计师埃伦（化名）在合成远程采集的数据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她向安排给她的协助者凯茜求帮，两人在周末一起到办公室，用了3小时进行讨论，最终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对我们来说，一位团队外部的成员能够给予这样的帮助，非常令人意外，但这样的事在IDEO比比皆是。



设立工作空档期

培养互助的企业文化能提高组织效率，但设立不产生绩效的工作空档期也是IDEO培养互助文化的关键，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如前所述，可接近性对帮助至关重要。空档期能让员工有时间灵活地处理帮助他人的安排。别忘了，帮助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即使那些被正式安排为协助者的员工，协助工作也只是他们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职责。一位帮助者可能无法回应所有求助，或感觉力不从心。既然IDEO鼓励人们互助，那么公司就必须防止员工超负荷工作。这其实是告诉员工，你可以考虑将计时收费的客户时间用于回应同事临时发出的求助。这再次鼓励了同事之间进行互助行为。

考虑到帮助行为的机会成本，帮助其实是一件成本很高的投资，但因为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复杂、开放式的工作，并时常需要人们在意外中发现惊喜，所以提倡互助非常合理。布朗告诉我们：“在创意过程中，你通常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帮助，直到一场及时雨出现时。因此，组织需要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让人们更多地体会意外的帮助。”在IDEO，员工常常非正式聚在一起（包括前述做法和IDEO的各种团体活动，如员工常常一起聚餐），不管你是否在刻意寻求帮助，帮助行为都会自然地出现。事实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作为组织的一个日常有机组成部分，那些最重要的帮助行为往往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没有奖金也可以

上述促成合作式帮助的关键做法也许并不让人意外，但你没发现缺了点什么吗？对，就是那些常见的人才管理方法并没有在这些关键做法中出现。IDEO似乎没有依赖那些看上去很炫的合作式软件工具及其他科技产品（虽然现在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的使用频率很高）。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奖金性质的激励并没有用于推动企业的帮助文化。

在招聘时，IDEO的高管也会绷紧“帮助”这根弦儿。不久前，布朗写道：“在面试时，我会注意几个方面。如果面试者在回忆之前成就时，反复使用‘我’而不是‘我们’，我们通常会对这样的候选人保持谨慎的态度。相反，如果面试者能大方地提及并感谢某位对他们提供过帮助的人，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候选人既乐于助人，也乐于接受帮助。”帮助也是员工晋升的考核标准之一，晋升至高层的管理者应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但从更广的层面看，帮助的激励机制来自人们简单的感激和他们对帮助价值的认可。

在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译者注
 ）研究利他行为的新书《给予和收获》（Give And Take
 ）中，出现过一个例子，一家公司专门辟出一面墙，让人们把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爱的信息”贴出来。这对帮助者是一种巨大的鼓舞。相反，通过赤裸裸的激励机制，例如向头号帮助者发放丰厚的奖金，只会适得其反，带来帮助者之间的竞争。帮助的激励前提应该建立在社会性的动机之上，而且帮助者会因为被认可而由衷地感到快乐。

我们在IDEO做出的另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点。通过向帮助者和受助者发放问卷，我们发现，恰到好处的帮助能提高员工士气和工作满意度。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被列为最乐于助人的帮助者，往往也拥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这种出现在合作式互助中的快乐展现了IDEO企业文化的另一面：头破血流式的竞争在这里不受欢迎。很多组织因为认为帮助行为和个人绩效之间存在矛盾，而无意中压制了组织的帮助文化。一些组织的企业文化甚至鼓励员工之间竞争，因此帮助同事似乎是自掘坟墓。IDEO传达的信息却是，你应该避免单打独斗取得好成绩；当公司为客户呈现出最好的作品时，受益的是IDEO的全体员工。



改变的第一步

如果你希望员工能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并更有效地执行组织战略，那么你需要让他们进行互助式帮助。人们不应该只在为减轻同事的工作量时才主动提出帮助，而是能够一起思考、建立、完善并挑战彼此的想法。

改变的第一步是，你要向员工发出一个清晰信号：帮助行为比组织的内部竞争更有效。你需要成为求助者和帮助者，示范性地向组织传达这个信号。提高你的可接近性，并向员工暴露你的一些弱点。接受他人的好意，以此表达对帮助者的尊重。以上做法的效果，将胜过你说任何话。

此外，你还可以利用你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影响力，使帮助的重要性深入人心。在IDEO，每个员工都会收到一本《IDEO简册》（The Little Book Of IDEO
 ），其中阐述了组织的核心价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帮助别人成功”。希望建立互助文化的领导人可以从中借鉴思路，按照适合自己的方法，在组织中宣传帮助和求助的重要性。要建立互助文化首先要保证新入职的员工充分理解这些规范；你要让员工明白，公司将帮助视为一种能促进绩效的行为；他们还应该知道求助是人们寻求自我提高的表现，而不是懦弱的标签。当帮助带来积极效果时，你要给予鼓励。

领导人需要在组织中全方位建立起信任，为实现这点，领导人要做到：遏制组织中的政治内讧，鼓励高层领导勇于承认错误并学会从中反思；当原本想做好却不慎搞砸的员工向外求助时，不要责备或惩罚他们；让不同领域和部门的员工经常聚在一起，创造非正式的交流机会；充分利用开会和培训时间，告诉全体员工如何更有效地寻找、发现、给予和接受帮助。

定期举行诸如内部评估的活动，让几位关键性的帮助者参加，这样员工能从组织的其他团队那里获得帮助。定期分配一到两名帮助者加入到项目团队中（但不要分配太多正式的帮助者。在创意性工作中，人多手杂，反而误事）。将“帮助你团队以外的人”放入工作描述和任务要求中。明确强调信任的重要性。

最后，不要让员工感到负担过重，否则，就算他们愿意在同事需要时伸手相助，也没有办法抽出时间。记住，一个高绩效的组织会给予员工空档期。

现在，很多创意性组织都开始认同IDEO多年前发现的真理，那就是只依靠组织中的个人英雄无法保证组织的成功。在面对复杂的项目和要求苛刻的客户时，如果人们能积极地寻求并给予反馈、意见和帮助，那么所有人的工作都能得到提高。

面对高人才流动率，企业也逐渐明白，营造出一种让人们活出最好的自己的环境，是吸引人才和保持员工高投入度的关键。

恰到好处的帮助能带来积极的情绪，提高同事、管理者和整个组织的认知，并增加人们的内在动力，进而更细致地完成工作（见《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5月刊《小进展大力量》(The Power Of Small Wins
 )一文
 ）。基于众多公司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组织中的帮助行为越盛行，人员流失率就越低，客户满意度就越高，公司利润额也就越大。

这同样适用于诸位的公司。也许目前你的组织非常缺乏互助行为。但是让企业文化变得更有效并不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只要你真心认同并传达这样的理念——最富创造力、最完美的表现来自恰到好处的帮助。




互助就像跳探戈


根据我们的观察，并不是所有发生在IDEO的帮助行为都是雪中送炭。事实上，有些帮助行为只是火上浇油，让事态变得混乱，或让受助方感到不舒服。在仔细研究这些帮助行为后，我们发现，合作式帮助有如一曲探戈舞，想要跳得好，需双方都能灵巧地完成各自的舞步。





因为帮助的有效性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因此即便是同一位帮助者，也会出现正反两方面的结果。例如，IDEO的一位项目主管埃伦将凯茜（化名）以协助者的身份分配到她的团队，负责协助原始数据的可视化转换。她不仅按照埃伦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而且周末还不辞辛苦加了3小时的班，最后完成了艾伦称为“极有帮助的”工作。但是，一周后，当凯茜意外拜访另一名团队成员伯特，并觉得她应该帮他出出主意时，效果却大相径庭。伯特当时正在做设计原型，因为凯茜提供帮助的时机欠妥，加上准备不足，导致伯特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花很多时间告诉凯茜之前的工作进程。显然，对伯特而言，凯茜的帮助是一种干扰，他的工作进程没有加快反而变慢了。

为了保证帮助行动卓有成效，“发送”帮助和“接收”帮助的两方，都要知道对方的带宽，确保大家在同一频道上。



如果你正在寻求帮助，那么你需要知道谁是专家，谁能向你提供帮助，以及你在谁面前可以毫无掩饰地分享你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你要确保给帮助者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随时更新项目进程。你可以向人们展示你的设计原型、草图、分享幻灯片，也可以只是和对方讨论项目或棘手的问题。

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分享信息都能使帮助者准确了解目前的进程，同时使你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正在寻求怎样的帮助。分享信息还能避免你在错误的时间提供帮助，例如同事在一周前就交成图了，但你还以为设计仍在初级阶段；也能防止你在不需要提供帮助的层面提供帮助，例如人们需要的是基础设计点子，但你提出的却是对PPT的编辑意见。

最后，记得在得到帮助后，对人说谢谢。没有什么比石沉大海更让帮助者感觉沮丧的了，他们希望知道自己的点子是否取得了成效。



作为帮助者，你也有要完成的舞步。在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前，你需要仔细聆听并询问求助者，弄清对方的需求和期待。仔细研究对方给你的背景资料，如果求助方没有给你，你应该向他们要。如果在整个项目期间，你都会提供帮助，那么你要偶尔询问一下最新的进展。你必须对项目的现状有认识，才可能给予恰到好处的帮助。

天马行空的设想在项目初期也许能帮助人们打开设计思路， 但如果截止日期已日益逼近，那么这些想法只能徒增焦虑和困惑。这时，人们需要可操作性的战术帮助。还有，不要越俎代庖，完全剥夺受助方的自主性和对项目的控制。无论在言语还是行为上，都要向你正在帮助的人表现敬意，即使是在你批评对方的时候。你应该成为具有“建设性”的帮助者。

在某次不成功的帮助行为中，一名高级设计师大包大揽，他对最后的展示做了大量改动，以致原先那位经验不如他的项目领导感到非常挫败。虽然客户最终很喜欢这个展示，但原项目领导的感觉是，她做出的努力没有得到尊重，而且她在组织中的地位也受到威胁。

在另一次帮助行为中，一名项目领导被团队公认为是位出色的沟通者，通过与帮助者进行有效沟通，该项目得到了良好的设计评审结果。她不仅将团队进展的详细信息分享给了帮助者，而且在与他们沟通时，对话内容清晰、有说服力，并妙趣横生。



这就像一曲优美的探戈舞，一方稍稍带动，另一方就能完美的配合，进退和谐、步调一致。无论帮助只是一次15分钟的讨论，还是长达几周的往来，双方都必须就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内容和帮助形式达成共识。简单地说，从始至终，双方都需要提前了解彼此的期待，并在过程中留意对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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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动荡年代，许多风光无限的企业身陷重围、步履艰难，却有一些企业屹立不倒、风生水起，贝莱德集团就是一例。秘诀何在？最关键的是：它们都拥有卓越人才战略。领导层全身心投入、全员参与、清晰的直线管理职责是卓越人才战略的特征，它帮助公司建构“领导者培养领导者”的文化。






核心观点


观点
 　卓越企业的特征是目标明确、业绩至上、原则引领，卓越人才战略能支持甚至提升其业务战略。








分析
 　卓越人才战略能有效平衡企业面临的四种内在张力：在战略和执行层面持续卓越表现；协调战略的全球统一性和地方特色；培育整体文化的同时支持个人充分发挥潜力；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并保持开放。








效用
 　掌控这四种张力，诸位的企业将能全力追逐核心目标、创建高绩效文化，并营造真诚、活跃的工作氛围。






由
 8位合伙人创建的贝莱德集团（BlackRock）仅用25年即成长为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改写了金融服务业的历史。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大批金融巨头身受重创，不得不收缩阵线；贝莱德却积极寻求增长，公司的营收、利润和股价均表现稳健。

为何贝莱德能保持卓越？光环之下，其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对此深感兴趣。贝莱德明确以“为客户提供卓越投资服务”为使命，对业绩的追求近乎偏执；它长于创新，其Aladdin平台（资产负债、债券及衍生品投资系统）能处理高度复杂的风险分析，并提供优质投资组合管理、交易、数据控制和投资运营服务。忠于客户、业绩至上、勇于创新，以及团结成“同一块黑岩”（“one BlackRock”），是公司1.1万多名员工共同遵循的指导原则，贝莱德领导者对此非常自豪。

我们的研究还包括一家印度企业和一家中国企业（见：远景能源公司企业使命与职业发展

 ）。和贝莱德一样，它们重塑了所在行业格局。三家企业业务范围、规模和成熟度都不同，但具有三个共同特征：目标明确、业绩至上、原则引领。在实地访问中，我们发现这些公司有一个更关键的共同点：它们都拥有卓越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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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公司企业使命与职业发展

2007年创办风电企业——远景能源公司时，张雷（首席执行官）的目标打创造一家“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解决挑战”的企业，依靠先进技术而非廉价劳动力，引领能源行业革命。

张雷清楚，为实现目标，他必须用最有效的方式招募和培养人才。风力涡轮机的设计和制造需运用多学科知识和高度复杂的技术，公司的软件系统又需要能源管理和信息技术顶尖人才，于是张雷开始在全球不同行业寻找世界级技术人才。

罗剑威是远景能源人力资源副总裁，他和张雷都认为，很多成功领导者希望找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一个引领整个行业的机会，这正是他们能提供的。他们要求员工能适应不同文化，具备“开放、协同、创新”精神，因此只招募有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远景能源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顶尖人才，包括丹麦的新能源工程师、美国的软件架构师，以及日本的精益生产管理专家等。

人才发展是远景能源的核心战略。公司人才发展体系的三个支柱：一是人才和发展挑战系统，它能支持员工解决技术挑战、扩展职责，并创造更大内部和外部价值；二是为衡量“智慧、意志和爱”的价值观设置的36项行为标准；三是360度反馈体系。

张雷和罗剑威希望为每个人创造机会。“远景存在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理想，并让世界变得更好。”罗剑威说。目前为止，他们的努力收到了回报：自创立以来，公司营收年年翻番。



塔塔集团并购中的人才战略

塔塔是印度最大的集团企业，它涉足7个业务领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运营，拥有超过45万名员工，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战略收购和合资运作，塔塔的规模和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其人才管理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塔塔人力资源和人才发展团队能判断被收购企业中人才的现实和潜在价值，风险管理和人才发掘能力也在提高。评估被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步骤。最近退休的塔塔集团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萨蒂什·普拉丹（Satish Pradhan）说，人力资源部会与财务部和战略部合作，研究“目标企业背景”，及其在成长中应对挑战的方式。“要理解他们的恐惧、冲突和焦虑。”他说。收购完成后的12到24个月中，人力资源团队会充分评估双方文化差异，以及被收购企业的适应程度，有效降低整合风险。

如果被收购企业领导层因表现不佳而士气低落，人才战略的重点就是重新激活他们的目标感和潜能。普拉丹见过不少无奈甚至绝望的员工，他们会说“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之类的话。如果塔塔发现目标企业有某个机会，它会在合作之初为双方设立共同目标：这家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塔塔如何帮对方实现目标？“起初对方会嘲讽、怀疑：‘这唱的是哪一出？’”普拉丹说，“但他们后来明白我们很真诚。我们希望收购的企业有自己的目标。”

（
返回阅读原文

 ）





卓越人才战略解密

卓越人才战略能快速应对实际情况的变化，并适应各地文化差异。

从数十年研究和咨询经验中，我们总结出卓越人才战略的共同特征：它们致力支持并提升企业业务战略、适用于从小团队到整个区域的各个组织层级，并为企业增加价值。

高管团队的投入，对培育和保持业绩至上观念至关重要。为打造卓越人才战略，企业领导者不仅要善于传达人才战略的重要性，更需要身体力行：高度重视引进外部人才，同时要求直线领导者在公司内发掘、培养并留住未来领袖。

许多管理者嘴上大谈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富，但一遇到经营困难就削减员工管理和职业发展的投入，他们这么做将失去人力资源专家的信任。如果不能下决心持续、充分地进行人力投资，领导者就输掉了人才战争。某公司区域总裁近日在一次战略会议上说：“我们并不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团队，更不需要花哨的人才战略，把那些留给猎头吧！”由于忽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这家公司无法有效执行其战略，已沦落到倒闭边缘。

直线领导者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敬业，可在组织内营造出欣欣向荣的氛围，这对专业人才极具吸引力。人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能随时调整，以快速应对实际情况的变化，并适应各地文化差异。

只有做好这些，企业才能践行其员工关系理念、落实对员工的承诺，并有效建立信任，提高组织运作透明度。如果绩效评估、晋升和成功的标准足够透明，员工将相信这是一个以能力论英雄的组织。

这种境界无疑很难达到：打造卓越人才战略的过程高度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在战略和执行层面持续表现卓越？如何培育团队文化，同时支持个人充分发挥潜力？跨国企业如何协调战略的全球统一性并兼顾地方特色？人才政策如何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并保持开放？面对这些挑战，企业往往顾此失彼。跨国企业可能错误地认为，公平起见，其各地人才政策须保持一致。

卓越企业能够有机协调不同价值间的冲突：既有战略眼光，又严控运营效率；既培育集体精神，又重视个人发展；既具备全球视野，又了解地方实际；既能保持稳定，又随时准备自我更新。处理好这四种张力，诸位的组织将实现并保持高绩效。



战略与执行

战略远见是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但在当下严酷环境中，决胜因素可能是执行的有效性。如何兼具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和稳定的执行力，这是众多企业面临的挑战。

从设计商业模式到实际运营，卓越企业需要发现、聘请、培养并留住优秀人才。伟大的创意已实属罕见，找到合适的执行者更加困难，在新兴市场中尤其如此。卓越人才战略必须兼顾这两方面。

把握时机，让合适人才发挥所长，这是贝莱德成功秘诀之一。公司人才管理政策与实践均由全球人力资本委员会（HCC）负责。HCC包括35位来自不同业务单元和重要分支机构的资深直线领导者，其中只有全球人力资源总监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来自人力资源部门。史密斯和副总裁肯·威尔逊（Ken Wilson）共同领导HCC，两人同时是集团全球执行委员会（GEC）成员。HCC的设置不仅表明公司将人才视为稀缺战略资产，更明确直线领导者对人才管理负有重大责任。

为维护公司文化一致性，HCC的任务是确保四项指导原则真正统领日常运营、员工行为，以及人才管理的方方面面。它有以下主要职责：


人力资源规划与招聘。
 在贝莱德，人才招募和人员规划一般由各业务单元负责，HCC主要参与雇主品牌建设。为吸引优秀大学和商学院毕业生，HCC与市场部门合作，围绕年轻人最关心的职业灵活性和社会责任问题，展开校园招聘宣传活动。


培育高绩效文化。
 员工敬业度和绩效由直线领导者负责，HCC则组织小组访谈，研究如何提升员工体验。HCC提高了员工考核标准，并将内部挖潜成效纳入管理者评价体系，从而改善了优秀员工评估和晋升机制。


培养领导力。
 为维护和推行公司文化，HCC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评估领导者不能只看业务能力，也要看其能否言传身教、践行公司基本原则。贝莱德全球人才发展总监唐奈·格林（Donnell Green）说：“贝莱德的文化转变需攻克一些顽症，如部门各自为战、业绩至上原则贯彻不彻底等。HCC和GEC并不惧怕正面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每天亲身实践公司基本原则，其中就有‘我们是同一块黑岩’（“We are one BlackRock”），损人利己者在这里绝无容身之处。”


员工发展。
 HCC负责健全贝莱德的员工发展体系。公司领导者一直将拓展任务和培养下属视为人才管理的基石。“家庭式”氛围可能造成绩效管理松懈的印象，因此必须明确员工发展目标。在贝莱德，管理者要学会成为员工的导师和代理人，激发他们创造高绩效。随着职位上升，管理者有机会参与一系列培训计划，包括高绩效与团队合作、成效影响力、企业领导力等。


人才评估与继任规划。
 贝莱德拥有全面的人才评估和选拔机制。“为客户利益团结协作是我们业务模式的基石，”格林说，“因此领导者人选事关重大。”格林与HCC共同建立了人才评价标准，其中重要一项是，领导者必须具备合作精神。


内部交流与合作。
 Block是贝莱德内部聊天室和合作平台。HCC利用Block等通信手段加强内部沟通，以促进创新、加强与新兴市场分部沟通、提高重点项目参与度等。



集体与个人

有强烈目标感的企业对顶尖人才更具吸引力。

我们最近的研究揭示，清晰的共同目标对企业非常重要。人们总在寻找人生意义，有强烈目标感的企业对顶尖人才更具吸引力。同时员工也看重成长机会，以及工作中的挑战和乐趣。卓越人才战略能为员工提供所有这些条件。

卓越企业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明白业绩是竞争力的保障，并坚信原则将引领企业穿越一切顺境和逆境。人才管理者应明确要求员工高度认同公司核心目标；怀疑者可以离开。

所有卓越企业既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又充分尊重员工个人发展需求。“我们充满激情地追求高绩效，同时又是一家人。”贝莱德集团共同创始人、主席兼行政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说。

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信任和尊重是贝莱德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成功的原因。”芬克说，“我们忠诚为客户服务，绝不与他们争利。”贝莱德的几位创始人极为重视集体主义精神，开始的几年中一直拿相同薪水，以保证所有人充分共享信息、精诚服务客户。

Aladdin系统是贝莱德内部合作的强大工具。“Aladdin能把所有信息整合在一起，”芬克说，“通过共用一个平台，任何部门员工可在任何地点透明分享信息，永远只有‘我们’，没有‘他们’。能高效分享信息是成功领导者的必备素质。”贝莱德首席运营官查理·哈拉克（Charlie Hallac）补充说：“Aladdin是公司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让员工明白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向客户表明贝莱德的价值。”

贝莱德领导者共同努力在公司内培育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领导方法是先身教，后言传。”公司共同创始人、总裁罗伯·卡皮托（Rob Kapito）说，“我们精挑细选合伙人和雇员，使贝莱德保持它的气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我会把新晋领导者请到家里，亲自下厨，让他们全面了解我这个人。人们只有透明和真诚相处才能建立信任。贝莱德最欢迎真诚的人。”



全球与本地

“我们是一家全球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这样的表达几乎早成了套话。现实中的跨国企业更像地方实体组成的联盟。同一家企业的地方组织，有些相对自治，有些则高度依赖其他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并与外部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全球企业若想成功，就必须充分利用本地人才资源，而非在不同地区间频繁调配人力。很多曾希望调往总部的本地精英，现在更倾向于领导当地组织。

但有时人们希望离开故土，企业必须调动关键资源。卓越企业能全面掌握重要人力资产信息，并根据人才特长将其派往最需要的地方。

贝莱德人才政策与实践既有整体设计，又符合地方实际：全球毕业生招募计划与各地大学和商学院合作密切；各分支机构均开展“同一块黑岩”等企业文化培训，确保当地领导者贯彻公司指导原则。

贝莱德凭借品牌全球影响力和深厚本地关系吸引顶级管理人才，包括汇丰香港前CEO马凯博（Mark McCombe）和高盛前合伙人王学明，二人现在分别任贝莱德亚太区主席和中国地区主席。




你是否拥有卓越人才战略

下表中的1－3项列出了卓越企业的必备素质，其余8项衡量你的人才政策与实践是否支持企业走向卓越。



1．我的企业将“目标”置于业务模式的核心。

2．我的企业拥有高绩效文化。

3．领导者能践行企业的指导原则。

4．我们的人才战略能提升业务战略。

5．我们的人才管理非常高效。

6．领导者致力于卓越人才管理。

7．领导者负责并深度参与未来领导人才的发掘、跟踪和培养。

8．我们的人才管理具备战略眼光，同时执行力很强。

9．我们的人才管理实践能激发集体目标感和荣誉感，同时对个人职业发展很有帮助。

10．我们的人才管理实践既有国际视野又符合地方实际。

11．我的企业拥有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环境变化时也能迅速调整具体政策。





稳定与创新

不断进行战略和流程创新的企业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立于不败之地。

卓越企业需继承和延续自身优良传统，同时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争取更多客户，必须持续进行战略和流程创新。不断自我更新的企业能吸引最优秀人才，立于不败之地。

卓越人才战略必须既保持稳定又不断更新。贝莱德集团的每次收购都能为其带来新管理人才和增长动力。贝莱德2009年收购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后，芬克和GEC认为巴克莱投资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适合公司，于是邀请杰夫·史密斯出任全球人力资源总监，GEC还增加四位前巴克莱委员。

史密斯和团队确保公司指导原则的有效性，同时努力推动人力资源和人才管理实践创新。人力资源团队每年进行员工敬业度调查，目的之一是检验贝莱德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他们还协助芬克、GEC和HCC开展“同一块黑岩”等企业文化培训计划，发挥了关键作用。

“忠于客户”和“勇于创新”这两项指导原则表明，贝莱德有意识地弥合稳定与创新的张力。在人才管理、员工发展、敬业度、激励机制、企业声誉等各方面，公司领导者均付出巨大努力，力争做到最好。贝莱德的表现得到业界认可：合益集团最近将其选入高绩效标杆企业名单。

卓越企业同时具备三种制胜特质：目标明确、业绩至上、原则引领。此外有一个秘密武器：卓越人才战略。领导层的高度投入、全公司的广泛参与、清晰的直线管理职责，是卓越人才战略的特征，它帮助公司建构起“领导者培养领导者”的文化。


卓越人才战略
 须与企业业务战略高度契合，并根植于透明和真诚的文化氛围；它既有整体设计又符合地方实际，能应对后全球化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张力；它能激发全体员工的热情和使命感，同时助力顶尖人才的个人成长；最后，它能保持自我更新的渴望，而这正是伟大公司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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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相关文章：《企业文化变革如何落地生根》






聚光灯 Spotlight



Netflix颠覆传统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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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Freegums




作品：良性振动，木板丙烯，8英尺×15英尺




年代：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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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好，蝙蝠侠的助手罗宾也失业了。”






经过30年的商业实践，我没见过哪个人力资源项目真能提高员工士气。HR能为员工提供的最佳福利，是让他们与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信任你的员工，而非公司的章程。摒弃虚伪的照章办事，像成年人那样开诚布公、以诚相待。






核心观点


观点
 　如果公司招募到了正确的人，员工会努力成为明星员工，而且管理可以通过对基本常识的尊重和坦诚的交流来实现。大多数公司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拟定人力资源管理的条例上，只是为了对付一小部分与公司利益不一致的员工，得不偿失。








解决方案
 　只雇用、奖励和容忍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对员工坦言他们的业绩表现。让经理们明确知道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打造伟大的团队；而领导者则要对公司文化负责；人才管理者应该像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一样思考，不要落入固有的HR意识窠臼。






我
 担任首席人才官时，曾与Netflix的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任期1998－2012）一起做了一份PPT，解释我们要在Netflix塑造怎样的文化，用什么来鼓舞士气、提升业绩（当然还有其他同事参与其中）。我们真没想到它会在几年后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谢莉尔·桑德伯格称其为硅谷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这份没有音效、动画、简单枯燥的127页PPT在网上疯传，点击量超过500万次。在那之后，我们才意识到Netflix的人才管理在某些方面相当超前，一些做法现在看起来甚至有点疯狂，比如只要员工自己觉得合适，什么时候休假都行。

人们之所以认为Netflix人才管理和公司文化行之有效，基于几点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一条就是Netflix的成功：2013年Netflix的股价在一年内的涨幅超过了两倍；Netflix制作的电视剧获得了三项艾美奖；在美国，Netflix网站订阅人数已近2900万。此外，Netflix之道有效的原因还在于它遵循了基本常识。在那份127页PPT的基础上，我提炼了五条理念写就此文，阐释Netflix是如何吸引、留住和管理人才的。但在进入正文之前，为了帮助诸位理解Netflix的理念，我先分享我和前同事的两段对话。

第一段对话发生在2001年的下半年。在2001年上半年，Netflix已经获得迅猛发展：员工近120名，而且公司把IPO提上了议程。但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让公司状况急转直下。IPO势必要延期，还裁掉了1/3的员工，情况堪称惨烈。然而不久之后，我们却意外地迎来转机——DVD播放机成了圣诞节的热门礼品。一时之间DVD的邮寄订阅业务暴涨，涨势一直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这就意味着工作量大增的同时，我们却少了1/3的人手。

某天我和Netflix一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约翰谈话。在大裁员之前，约翰手下有三位工程师，现在他成了部门的光杆司令，要经常一个人加班。我和约翰说，希望能尽快找到帮手。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不急，我单干还更开心点。”后来发现，我们裁掉他手下的三名员工原本就是多余的。约翰要花大量的时间管理他们和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他说：“我宁可自己做，也不要二流手下。”每次我向别人解释Netflix的基本人才理念时，他的话都会出现在我耳畔：你能为员工提供的最佳福利，不是请客吃饭和团队活动，而是招募最优秀的员工，让他们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优秀的同事胜过一切！

第二段对话发生在2002年IPO之后。我们的会计劳拉是一名聪明、勤奋、有创造力的员工，她曾设计了一套影片租借跟踪系统，让我们能准确计算每部电影的租赁次数，依此计算版权费。这对公司早期发展至关重要。如今公司已经上市，我们需要经认证的专业精算师、经验丰富的财务专员，但劳拉只有社区大学的副学士学位（相当于大专学历）。尽管她的敬业精神、业绩都无可厚非，我们也真的很喜欢她，但她的能力已经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有人提议给她特设一个职位，但我们觉得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我决定面对面跟劳拉解释情况，我告诉她，她在公司服务多年，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我们希望提供一笔可观的离职补偿金。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泪水和各种戏剧性场面的准备，结果劳拉应答自如：她对离开表示遗憾，但丰厚的离职补偿金可以让她考虑重返校园或参加培训，寻找新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一事件让我们总结出另外一条关键的人才管理理念：如果你希望你的团队里都是最优秀的员工，那么你必须要请能力不足的人离开，即便他曾立下汉马功劳。出于公平的原则，说实话，也是为了平复自己良心的不安，我们提供了可观的离职补偿金。

遵循以上两个基本原则——永远只招最优秀的员工，把不够优秀的员工请走——我们总结出以下五条行动准则。



只雇用、奖励和容忍“成年人”

公司的报销原则只有九个字：公司利益最优先原则。

这些年的经验证明，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求招聘人员遵循逻辑、尊重基本常识，而不是对照着招聘规范找人，最终的效果会更佳、成本更低。如果在招聘时就认真筛选出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理解和支持高效率工作的员工，那么他们中的97%会称职。大多数公司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放在拟定和强化HR政策上，用以对付剩下的3%的人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干脆不会让这些人进公司，即使被招进来，一旦发现这是个错误，我们也会立即修正。

我们筛选出的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开诚布公地找老板、同事和下属沟通。这意味着即便公司有一堆HR规范条例，通常也不会用到它们。因为经理们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找出更合适的处理方法。

举两个例子。

从Netflix创始的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带薪假期的规定：员工每年有10天节日，10天假日，和几天病假。公司上市之前，我们用内部的办公系统记录出勤状况，提醒上一级领导哪位员工即将休假。但上市之后，审计师看到这一系统，吓坏了。他们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明确规定我们要对员工的放假时间做出解释。我们也曾考虑过重新引入比较正式的办公考勤系统，但里德说：“有法律要求公司一定要控制休假时长吗？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用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处理，避开财务审计上的繁文缛节？”经过一番研究后，我发现确实没有哪条加州法律规定公司要控制员工的假期时间。

于是我们不仅没有引入正式的办公考勤系统，反而背道而驰：员工想什么时候休带薪假就什么时候休，只要他自己觉得时间合适。下属自行与领导商量和决定休假计划（电话中心和管理库房的员工则需要遵守较为严格的上下班时间）。我们则给出一些指导性意见，比如，财务部门的员工不要在季初和季末业务繁忙期间提出休假；如果要连续休假30天，你要先与HR面谈。公司督促高管起带头作用，主动休假，让人们知道假期政策是真的存在。有人担心这会带来组织系统内的一致性问题——是不是有些领导会慷慨地给下属很多假期，另外一些领导则比较严苛？但总体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平性，组织内更常见的情况是，业绩最好、最有价值的员工一般享受的自由度也比较高。

我们还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差旅和报销政策。对员工提出的要求仍然只有一点，就是采用“成年人”的做法。我们的报销政策很简单：公司利益最优先原则。我们告诉员工，公司希望能节省开支，希望员工把公司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我们取消了公司正式的差旅规定和报销单，把权力还给一线经理。这一改变降低了公司成本，比如，为了控制差旅费，很多公司现在仍旧通过代理机构订票，但如果公司信任员工会遵守“公司利益最优先原则”，让员工自己网上订票，公司就可以省下代理机构的中介费。和Netflix很多经理一样，我也会定期和员工吃顿较为奢侈的工作餐，如果是为了招聘或销售目的，餐费就可以报销；但如果是自己单独享用或和同事不涉及工作的用餐，餐费则不能报销。我们也会留意喜爱买各种工具的工程师的报销项目。总之，我们发现报销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只要遵循“成年人”做法的原则，提出明确的责任行为要求，绝大数员工都会遵行。



对员工坦言他们的业绩表现

很多年前我们就取消了正式的评估制度。我们曾试用过这种制度，发觉它难免流于形式，且偶尔一次的考核结果也没有连贯性。在某些职能部门，比如销售部、工程部、产品研发部，员工业绩好坏一目了然（随着很多公司量化业绩的技术提高，员工的业绩表现越来越明晰），再制定一套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毫无意义，业绩表现也无法因此提升。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经理与员工进行关于业绩表现的谈话，并把它作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以往公司进行业绩评估的目的之一是担心劳务纠纷。其逻辑是，如果想要开除某人，你就要提供白纸黑字的记录以证明该员工表现欠佳，所以很多公司都为业绩欠佳的员工提供所谓的“业绩提升计划”（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s，简称PIP）。而我个人十分讨厌PIP，我认为这一计划本身就是欺诈，这一项目从来就不是为了它声称的目的——提升业绩。

一位经理要求测试工程师玛利亚参加PIP。最初玛利亚是因流媒体服务需要而被招进公司的，主要承担查找漏洞的工作。她工作效率高，人有灵气也很勤奋。但是技术的更新速度太快，我们很快发现这个工作可以全自动化。为了研发世界级自动化测试工具，公司引入了新人，玛利亚的直接领导也发生了改变。玛利亚不喜欢也不擅长做自动化测试方面的工作，所以新领导要求玛利亚参加PIP。

我的回复是：“何必呢？我们都知道这出戏会怎么演下去。你先定下目标，然后，因为她根本就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而无法达标，所以你每周三都要放下手头的正经事，考虑如何阐明、记录她的不足；每周二晚上你都辗转反侧，因为你知道明天又要面对一次令人难堪的谈话。你以为她不是吗？几个星期之后，她开始找人哭诉，这个过程要持续三个月，整个团队都会知道这件事，最后她还是会被炒掉。这个过程毫无意义，五年来她一直因出色地完成工作而受到奖励，但现在这份工作根本就不存在了，何谈‘业绩提升计划’。你来告诉我这对Netflix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妨直说：技术发生了转变，公司发生了变化，玛利亚你的能力已经不符合公司的需要了。她并不会感到吃惊：作为在一线工作的员工，她难道感受不到周围的变化吗？给她提供一份丰厚的离职补偿金，只要签署了离职协议，我们被起诉的几率就会很低（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以我个人的经验，只要告知实情，人们能够应对变化。玛利亚的情况证明了我的看法。

取消了“正式的”业绩评估之后，我们设立了“非正式的”360度考评制度。我们提出尽可能简洁的问题：你觉得你的同事应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最开始我们使用匿名的软件系统进行评估，一段时间之后转而实名制，而且很多团队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360度考评。

很多HR同行都不相信Netflix此等量级的公司竟然没有年度评估。他们会说：“你们只是编个故事让我们不舒服吧？”我并没有。如果能够简单、诚恳、定期地以探讨的方式进行业绩评估，你将获得比5分制考评制度更好的效果。



经理的职责是打造伟大的团队

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队战斗力问题上，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有一句名言：“你是带着已有的军队参战，而不是你想要、希望拥有什么样的队伍。”但我告诉Netflix的经理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想好你要什么样的团队然后再投入战斗。

在咨询工作中，我要求经理们把未来六个月内将要完成的任务想象成一部纪录片。想清楚，你要得到何种具体的结果？这一任务与当前的工作有何不同？完成这一任务的各个角色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在这一阶段我不建议经理们考虑现有团队的状况。只有在他们设计好远景目标和想清楚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能之后，才应该开始分析现有团队与此远景目标的匹配度。

如果你处于一个急速变化中的产业，你可能会发现现有团队和远景目标的匹配度很低。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开诚布公地与部分成员谈话，帮他们找到适合他们能力的岗位。同时，招募具备能力的人选。

Netflix从DVD邮寄租赁业务转向流媒体服务时就曾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把大量的视频文件存到云端，同时要计算出能够支持多少用户同时获取这一文件（据估算，在美国的网络高峰时段，有近1/3的流量是在Netflix上看电影产生的）。所以我们急需曾在亚马逊、eBay、谷歌和Facebook等大公司有研发云计算服务经验的人才，但显然，这些地方的人才不容易被挖走。

我们在薪酬体制方面的理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薪酬方面的原则也与以上两个理念一脉相承——坦诚待人、把员工当作成年人对待。比如，我在Netflix任职期间，公司给员工提供的年薪中并没有“绩效奖金”这一项，因为只要招对了人，绩效奖金就完全没必要。如果你招募到的员工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并且会将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那么没有年终奖既不会让他们变懒，也不会让他们变笨。我们相信市场主导的薪酬标准，我会让员工接受竞争对手发出的“聊天邀请”，这是明智的做法，至少员工能知道自己的市场价。很多HR不喜欢员工与猎头联系，但我总是说：要接猎头的电话，寻个价码，然后告诉我——这一信息很重要。

另外，我们对待股权薪酬的方式也与其他公司不同。一般的做法是在提供一份有竞争力的年薪时搭配一项固定的股票期权，而我们让员工自己选择股票期权在整体薪酬中的占比，在月薪和股票期权之间权衡。我们相信他们都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权衡利弊，评估自身抗风险能力，并且能为自己和家庭做出最好的选择。我们每月都以稍低于股价的价格发放一定的股票期权，而且允许即时兑现，没有“待权期”。大多数的技术公司都有四年待权期，把股票期权当作降低离职率的“金手铐”，但我们觉得这一做法没有意义。如果你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该在离开时带走你应得的全部薪酬。如果你已经不想与我们共事，我们也不想绑架你。

我们一直这样告诉经理们：打造一支伟大的团队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考核你们的标准，不是你的导师角色扮演得怎么样、你如何开导下属，或者报告写得好不好。伟大的团队完成伟大的工作，招募到正确的成员是你的首要职责。



领导者的工作是塑造公司文化

从Netflix离职后，我开始做咨询工作，拜访过一家硅谷很火的创业公司。这家公司已有60名雇员，在开放式的Loft里有一张足球桌、两张台球桌，有一位厨师为所有员工做午餐。公司CEO一边带着我参观一边与我讨论公司如何创造出有趣的工作氛围。我打断他问：“公司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他回答：“效率。”

我说：“那好，想象一下，我在这里工作，现在是下午2点58分，我正在一场紧张激烈的台球比赛中占据上风，预计还有5分钟就能结束这一局。但是，3点钟后有一个会，我是应该赢下这场台球呢，还是放下球杆去开会？”

“你应该打完这一局，”他坚持道。和很多技术型创业公司一样，这里有很悠闲的工作氛围，员工可以穿着帽衫、带着宠物来上班，这种随意性经常会损害准时原则。这在硅谷已经司空见惯，但他的回答仍然很令我吃惊。“等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效率是公司最重要的价值。但为了一场台球，让同事等着你推迟开会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是言行不一吗？你嘴上说的价值与鼓励的行为并不一致。”

我给客户做咨询时，在塑造公司文化方面，会建议领导注意三个问题。“保持言行一致”是其中一项。“言行不一”是很典型的创业公司的共性问题：把工作的自由度当作竞争溢价的做法可能直接导致与高效工作文化相左的结果。我经常旁听公司的内部会议以了解公司的运作方式，也经常看到很多CEO明显是在即兴发挥：会议缺乏明确的议程，CEO只是逐页复述PPT内容，而这个PPT显然是一个小时之前拼凑出来的，或者只是前一轮VC会议内容的二次利用。员工当然会发现这些问题，当他们看到领导没有充分准备而是全凭个人魅力、IQ和即兴表演组织会议时，你觉得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工作？这不会影响他们的业绩表现吗？如果你没有身体力行，也没有对符合目标的行为加以奖励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谈什么公司价值观和文化了。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确保员工理解公司发展的核心动力和盈利模式。最近我拜访了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创业公司，其员工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工程师。我对该公司的CFO说：“我打赌，这个屋子里一半的人连一页资产损益表都没读过。”他答道：“没错。他们既不精通财务也不精通商业运营，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让他们了解公司的运营方式。”即使你已招到充满干劲的员工，你仍然需要和他们讲清楚公司是怎么赚钱的，让他们理解怎么做能帮助公司成功。比如在一段时期，Netflix的员工都过于注重网站订户增长，并没有意识到公司的开销已超出订户增长带来的收益。我们那时花了大笔资金购买DVD，设立订阅中心，订购原创节目，这花光了之前我们从新增订户那里挣的每个子儿。我们的员工需要知道，虽然收入不断增加，但公司的成本支出也相当可观。

我把第三个问题称为创业公司的人格分裂症。技术类公司工程师团队和销售团队的分裂与生俱来，但是“不同”并不一定要以“分裂”的形式表现。比如，在Netflix，我经常提醒大家，在总部工作、领取年薪的专业人员和按小时领取薪酬的电话服务人员大不相同。财务部门曾一度想把公司所有员工都纳入工资直接进入账户的付薪系统，我不得不提醒他们，部分按小时付薪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银行账号。这个小例子反映了一个大问题：领导者在统一公司文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公司内的亚文化，从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卓越的人才管理者要先像企业家和创新者一样思考，再像HR一样思考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专业HR高管们打交道。虽然我私下里比较喜欢这个圈子，但我的专业意见却经常和他们相悖。他们把太多时间都花在“鼓舞士气”的计划上，有些公司的整个人力资源团队把气力都花在如何把公司弄上“最佳雇主”排行榜。其实细究榜单评选的方法，你就会发现榜单的标准只是奖金和福利。最近，在某次会议上，我还遇到了一家公司任命的“首席幸福官”——光听这名字就够让人恶心的。

经过30年的商业实践，我还没见过哪个HR项目真的提高了员工的士气。HR部门可以组织派对、发放T恤衫，但如果公司股价跌了或者公司产品不被看好，在派对上员工不会开心只会默默抱怨，回家就拿公司发的T恤衫擦车。

不要再充当啦啦队队长了，专业的HR就该把自己当成商业人士：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我们该怎样和员工交谈？我们怎么能让员工理解“高效”概念？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如果你的公司已设有绩效奖金，随便找个员工问问：“你知道怎样做才能拿到更高的绩效奖金吗？”如果他答不上来，就说明HR团队没有把要求说清楚。

Netflix曾改变了人们消费和观看电影的方式，这是个了不起的创新。对我来说更了不起的是，从我一进公司开始，公司就希望我不要墨守成规，去效仿其他公司HR们所谓的最佳实践。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拒绝所有的条条框框，谁说HR管理不能创新。




HR管理为何缺乏创新

Netflix创始人兼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采访，谈论公司是如何颠覆传统人才管理观念的。




HBR：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关于Netflix文化和人才管理的PPT？


黑斯廷斯：
 这可不是仿照里尔克《致年轻诗人的信》撰写的《给年轻人的创业手册》。既不是精神指导也不是人生解答，而是写了一些我们希望能从一开始就理解的基本原则。100多位Netflix员工为这份PPT做出了贡献，而且以后我们要出更新版本。




HBR：
 这份PPT里的很多观点看起来像是常识，但确实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背。HR管理领域为什么会缺乏创新？


黑斯廷斯：
 我们的社会已经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工业公司，现今的HR管理共识基本都来自管理工业公司的经验。与之相比，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运营创造性的公司。工业时代的公司以减少多样性（生产错误）而发展，创造性公司则依靠多样性（创新）生存。




HBR：
 对于取消正式放假制度和业绩评估制度的做法，你的同事有什么反馈？你觉得其他公司作何反应，是羡慕还是侧目？


黑斯廷斯：
 我的同僚大多在创造性的领域工作，我们在PPT中展示的很多想法都来自他们。至于其他的公司，大家是互相学习。




HBR：
 PPT中，公司员工最不买账的观点是什么？


黑斯廷斯：
 “业绩决定离职补偿的金额”——这句话把我们追求卓越业绩的目标表达得太过直白了。




HBR：
 迄今为止，在人才管理的创新上，你是否有彻底失败的经历？


黑斯廷斯：
 目前还没有。




HBR：
 帕蒂·麦考德认为领导者应该在休假方面做出表率，让人们习惯这样的文化氛围，请问，你在2013年休了几天假？


黑斯廷斯：
 其实“休假”本身就是工业时代的概念，就和“上班”一样。我觉得Netflix的事情都很有趣，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工作。不过，我去年享受了3、4次一周左右的假期，带家人去旅行，确实既刺激又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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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蒂·麦考德是帕蒂·麦考德咨询公司创始人，曾任Netflix公司首席人才官。



了解更多关于Netflix文化与人才管理PPT的详细内容，请登陆《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网站，搜索Netflix。





对话 HBRC Dialogue




张近东：踏上“云端”

李剑 李武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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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企业史，转型从来不会是牧歌式的幻想，有时甚至比选择死亡还要艰难。作为千亿级的传统零售巨头，苏宁正在坚定推进的互联网零售转型不仅需要重塑组织和文化，更要改变组织内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最
 近20年中国的零售业江湖，竞争好戏从未间断：持续10年的“美苏争霸”的硝烟尚未散尽，“苏东血拼”的战火已四处纷飞；当马云以电子商务之威四顾睥睨之际，张近东又携线下零售连锁纵身跃上“云端”（即O2O模式，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一场关乎中国未来零售业格局的决战，正渐入高潮。

2013年12月8日，南京郊区，雾霾密布。HBR中文版撰稿人在苏宁云商（下称“苏宁”）总部18层颇显宽敞的会客室专访了该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探究零售业未来及苏宁的转型变革。近3小时对话中，50岁的张近东始终坦率务实，激情自信：苏宁第三次转型变革已经开始，未来两三年将水落石出。




张近东主导的苏宁三次转型

1．批发转零售

1990年－1999年


背景：
 当时整个空调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上游渠道策略调整，市场规模迅速放大，但行业利润大幅下降。苏宁的批发业务部分出现亏损。


竞争对手：
 南京的八大国有商场


变革举措：
 张近东决定放弃批发业务，全面转型零售。他认为，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批发没有利润，更主要的是坚持批发就会激化和供应商的矛盾，失掉转型零售的机会。





2．零售转连锁

2000年－2009年


背景：
 中国零售业全面进入连锁时代。


竞争对手：
 国美、大中


变革举措：
 苏宁加速商业连锁扩张，并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到后台建设，进行信息升级、人才培养和物流基地的建设。





3．连锁转互联网零售（正在进行当中）

2010年－？


背景：
 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行为，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给传统零售业带来了颠覆式的冲击。


竞争对手：
 阿里巴巴、京东


变革举措：
 结合线下零售连锁优势，从技术到应用，从战略到组织，全面拥抱互联网。转型方向是O2O，即云商模式。





不同于其他零售巨头的个性张扬，上世纪90年代从南京新街口一家空调专卖店起家的张近东，有着江苏商人深入骨髓的冷静务实。一切基于市场需求和缺口而不断做大生意，是他从小店主到中国最大零售企业掌门的核心法则。

创业20多年来，作为持续获得成功的传统零售巨头，张近东有着超乎同行的市场敏感与求变动力。他坦言电商浪潮冲击着所有传统零售商，苏宁同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又自信于苏宁战略性转型的目标和路径早已清晰：整合线下和线上资源，成为更具规模和效率的互联网零售企业。

仅仅在两年前，他的整合思路还不为许多同行所理解。但从2013年开始，他的看法和行动事实上已成业界共识：线上零售风风火火者，正在投巨资打通物流等线下关键支撑；线下零售颇具规模者，则眼看着苏宁挺过了转型的最初困难期，并不断结合线下零售连锁优势，从技术到应用，从战略到组织，全面拥抱互联网，一步步踏上“云端”。

面对其他传统零售企业的触网不利，张近东略感自信的是苏宁的基因：从发展历程来看，苏宁是敢于主动转型做大、也善于变革突围的行动派，且一旦看准趋势，决不自留后路。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空调专营批发模式，到21世纪头10年引领行业的3C家电连锁，再到正在进行的O2O探索，张近东确信，苏宁每一次转型变革都是在革自己的命，并引领行业繁荣。

与这次转型相比，苏宁前两次颇为成功的转型变革，都是在传统零售领域的升级换代，并不涉及整个业界所未知的模式与管理之变。这一次张近东所面临的全新挑战，实际上是整个传统零售业的生死抉择：电子商务把所有企业逼到十字路口，零售业生态环境已处于颠覆和重构的巨变之中。张近东深知：暂时领先者不一定会胜出，努力求变者不一定能生存，但因循守旧者必败无疑，因此他宁愿冒风险主动求变。

纵观全球企业史，转型从来不会是牧歌式的幻想，有时甚至比选择死亡还要艰难。作为千亿级的传统零售巨头，苏宁正在坚定推进的零售互联网化的确充满未知：转型鸿沟有多宽，沉没成本有多高，组织重构有多难，很难说得清楚。张近东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眼观六路，深思慎行。

张近东意识到，为适应互联网的商业生态，企业必须进行从组织到文化的体系变革，以确保给整个团队植入互联网思维。但知易行难，因为这种转变涉及组织内每个人。哈佛商学院教授科特基于大量企业变革的成败案例曾总结，组织结构的变化，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除非能改变组织内人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又是思维方式的延伸，是很难改变的一种习惯。

对苏宁正在进行的互联网零售转型来说，通过团队大换血来完成思维置换并不现实，苏宁要做的是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资源与业务，必须两者都要很强，大换血意味着放弃线下团队的既有优势，搞不好两头都会丢掉。

令张近东欣慰的是，苏宁较早就非常重视技术应用与业务创新，团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也很强，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激活创新基因，突破自身和行业的天花板。

在外界看来，2013年密集采取行动的苏宁更像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在互联网领域左冲右突：更名“云商”、双线同价、发布“云台”、收购PPTV、布局金融，让人眼花缭乱，仿佛一轮多元化的战略大调整。

张近东对此明确予以纠正，他强调：O2O的云商模式是苏宁正在走的道路，更准确的说法是“互联网零售”，苏宁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构筑起作为互联网零售领导者的关键支撑，它既包括上游的产品、内容，中间的渠道、物流，也包括后面的金融和服务，这是苏宁和整个零售业未来10年的真正成长空间。

张近东对O2O的理解是，一是必须有两个“O”，即零售企业同时在线上和线下都拥有能够掌握的渠道；二是必须实现两个“O”的无缝协同和高度融合。他自信，中国同时具备线上和线下资源优势的零售企业屈指可数，苏宁的优势就在于此。在张近东看来，一度引起轰动的纯电商模式，只是向互联网零售的暂时过渡，风生水起的电商们要么逐步被更激烈的竞争所淘汰，要么不得不花巨资充实线下资源和配套体系。

从2013年下半年的情况看，张近东的判断正在被业界其他大佬所验证。马云在阿里电商如日中天之际，高调谋划菜鸟物流，不再单纯强调线上优势，先是与银泰百货合作推行O2O，继而旋风般入股拥有物流和店面资源的上游巨头海尔电器，这打开了阿里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想象空间，甚至可能触发整个零售业新一轮大洗牌。

几年前，张近东就声称：零售业终将殊途同归。几年来的现实也颇为有趣，一个从线上往线下走，一个正好相反。但未来究竟属于对零售业有深刻洞察而又理解互联网的张近东们，还是属于多年浸淫互联网而又理解零售业的马云们，目前还难以预判。

在张近东看来，零售业本身才是核心，互联网本质上不过是工具。他认为，电商的根本是“商”，已经存在上千年的零售业，其服务好消费者的本质属性，不会因为互联网而改变。相反，若能始终把握零售业的本质，坚守企业核心能力建设，传统零售巨头完全可以掌握并灵活运用前沿技术，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从而稳稳赢得市场主导权。




人物小传


张近东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天长


出生时间：
 1963年


毕业院校：
 南京师范大学


其他职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简介：
 苏宁23年的发展历程中，张近东先后开创了“自营服务”、 “后台战略”、“智慧苏宁”、“云商模式”等一系列经营管理创新模式，目前正带领苏宁进行互联网零售转型。





未来是互联网零售

“推动零售业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就是线上便利性与线下体验功能完美融合。”


HBR中文版：
 过去一年，苏宁在转型、变革、收购、研发等方面行动频繁，让人目不暇接，为什么在这个时点高调推动转型变革？你看到了什么新趋势？


张近东：
 苏宁这几年的发展，尤其是围绕互联网转型，得到社会各方面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苏宁经历了从内部到外部、从观念到思想上的转变，苏宁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商业模式也做了重大调整——过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引以为傲的成功模式，比如连锁实体店模式，还没来得及庆祝，就面临新的互联网挑战。

2009年，苏宁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实际上那时我们的二次创业并没有结束，2000年－2009年这10年我们处于营销转型当中，希望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真正建立围绕产品、服务消费者的能力，通过后台建设、供应链管理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经过两年思考，我们提出新10年战略，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创业：科技转型，智慧服务，也就是要围绕互联网零售发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路径。2013年，我们真正开始全面转型，2014年会进入快车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但实际上都是深思熟虑后的举动。




HBR中文版：
 苏宁转型变革的动力或紧迫感主要来自哪里？


张近东：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当苏宁成为全国零售连锁第一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反思，反思苏宁究竟靠的是什么建立起来的，就像大厦的建立，你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经得住地震吗？虽然苏宁有信息化、有物流、有人才，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规模。我认为企业真正可持续就要选择一个更高标准，我们的营销转型，比如采购模式，对于商品的研究是不是以消费者为导向，我们的成功是不是通过物流后台服务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建立起来的。我们发现并不是，只不过市场给了我们机会，当时主要比哪一家开的店多，苏宁在这方面领先一点，但是还不够，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是外部原因。金融危机开始后我去美国跟惠尔浦的CEO杰夫·费迪聊天，他跟我讲2008年的经历时，我从他的神态里就感觉到了那种危机。你想想看，连那些全球性大企业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倒掉，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加上我们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看得很清楚，危机感顿然而起，所以也就有了现在向互联网零售的全面转型。



苏宁上市后历年营收和利润数据（单位：亿元）

2011年之前，苏宁的营收和利润一直在高速增长。但2012年苏宁受到电商严峻挑战，利润出现下滑，开始谋求转型。（数据来源：苏宁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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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为什么是互联网零售？


张近东：
 我的判断是，推动零售业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那就是线上的便利性与线下的体验功能完美融合。从我们20多年的零售经验看，互联网本质上还是一种工具，不可能完全取代实体，但它又是大势所趋，就像空气一样弥漫整个社会，这时每个行业甚至每家公司都要互联网化。

未来的零售企业，肯定不独在线下，也不只在线上。传统电商平台存在商品性能展示不充分、商户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不能满足消费者立体式的购物体验，所以纯电商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构成互联网零售企业的几个关键支撑是什么？哪些苏宁已经有了，哪些还基本没有？


张近东：
 关键支撑主要有三点：一个是平台，这里面有技术问题，需要首先建立，需要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存储海量的客户或消费者信息，没有这个，其他什么都免谈。

其次，苏宁20多年建立起来的线下平台，也就是现在的1000多家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店）。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包袱，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优化，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改造升级，比如提供新的体验和展示功能，把每一个销售员都作为载体，作为引流的入口，使得每一个店面都成为服务网点，那么线下实体店就能成为优势。

第三是后台物流系统，这是苏宁的强项，但也需要继续互联网化。



结合自身优势转型

“后台的服务能力和物流系统是苏宁的优势，这是其他电商都不具备的，但苏宁目前还没有做到最好。”


HBR中文版：
 苏宁转型变革的方向是你提出的“云商”，也就是外界熟知的O2O，这个模式和京东、天猫等电商相比有何优势？


张近东：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正式对外发布了“一体两翼互联网路线图”，一体就是互联网零售，两翼分别是O2O和开放平台。

苏宁要走两步，第一是O2O模式，中国现在的电商纷纷强调自己在O2O上的布局，至今仍然很少有企业能够完整实施。我认为要实施O2O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两个“O”，即同时在线上和线下都拥有自己能掌握的渠道；二是必须实现两个“O”的无缝协同和高度融合，而中国大多数企业要么只有线上，要么只有线下。我们在线下排名第一，线上排名第三，应该说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其次，要建立起开放平台的经营模式。仅仅通过自营和自己的物流服务，很难在互联网时代满足消费者。苏宁全面互联网化的本质就是要按照开放平台的方式，把企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市场化和社会化，聚集品牌商、零售商和第三方服务商的资源，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商品选择、竞争性的性价比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从而实现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整合。




HBR中文版：
 苏宁的物流似乎是业界公认的相对优势，这是你们起家于传统零售所天然形成的吗？


张近东：
 不全是，这种优势的获得与我们对物流重要性的认识有关。物流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第一需要资本，第二需要位置（土地资源和地理位置），第三需要去实践，去建设，第四需要有规模的支撑，有真实的市场需求来维护其运行。

物流体系建设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今天一个创新、一个点子就可以的，而是需要长期积累。苏宁的物流建设是从创业第一天就开始的，我们当时卖空调，那算是大件商品，需要有效的仓储和服务，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物流建设。

苏宁上市后每一次募集的钱，大部分都投向物流，这么多年我们累计投了200亿元，如果用现在的评估标准算，投入会更多。我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企业会去这么做，有钱也不能投，因为做物流是要消耗你的效益的。

物流的回报周期是以10年计的，是一个不断投入消化的渐进过程，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2000年我们去看了一块很偏僻的荒地，现在转成房地产的话会非常吓人，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要。所以，从资本和资源角度来说，今天不是想做物流就能做成的。




HBR中文版：
 现在来看，苏宁的物流似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


张近东：
 我们的物流云架构已经初步建立。现在，苏宁在全国有12个自动化拣选的智能仓库、60个物流基地，以店面和其他一些社区网点形成的5000个服务网点，这些都是我们多年建成的，今后会和互联网相结合。我们每个月、每个季度都在提升，设备、供应链体系能力的搭配以及员工素质都在不断地优化调整。

应该说后台的服务能力和物流系统是苏宁的优势，这是其他电商都不具备的，但是我认为苏宁目前还没有做到最好，我们的后台也还在整合过程之中，因为这些资源没有真正融入到平台服务里去。

这两年我们所做的大量工作就在于此，比如通过双线同价战略，大家发现了很多问题，我们在调整，可能还要时间来融入和磨合。



组织再造护航

“围绕互联网的转型和实践，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


HBR中文版：
 有方向，有战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最后能够成功，苏宁如何在组织上保证转型变革的顺利推进？


张近东：
 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们现在的组织体系，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2013年初苏宁做了重大的组织架构调整，进一步扁平化，由过去三级管理变成两级管理，由过去矩阵式结构变成条块、条线结构。

我们总部过去对着大区，现在直接对到公司，直接对到一线店面。互联网是直接的，要一竿子到底，这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当然，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对我们整个团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都需要学习和进化。

比如我们的事业部，过去在整个供应链管理中，采购销售的权利是归它的，但是从财务考核角度，是归财务总部体系的。现在我们建立事业群，那就需要你根据市场去预测分析、制定计划，再到采购销售与效益评估，整个体系完全由自己控制、承担。过去是跟财务博弈，现在财务、人力资源都是独立的，都授权给你，你需要跟市场去博弈。

集团现在的任务，就是围绕你制定的计划进行绩效考核，在过程中监督。这样，我们的线上和线下就不会分割，就会变成一致。




HBR中文版：
 苏宁以前在管理上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中央集权。如今在更为扁平化的新架构下，作为董事长，你如何定义自己的新角色？


张近东：
 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如果把苏宁的标准化、规范化当成中央集权，其实是误读，我觉得，这叫执行力强。

苏宁在商业模式上是一个富于创新的企业，中国最早的专卖店就是苏宁建立起来的，到二次创业时的全国连锁，再到这次转型，都是创新。如果是外界所理解的集权，又如何解释苏宁的创新能力呢？当然，我是创始人，大家都是我带出来的，这里可能有尊重或敬畏，但绝不是集权。

苏宁正在进行的组织结构调整，是基于战略布局和业务转型的需要。作为董事长，我最需要操心的是战略和布局问题。一些涉及战略结构调整和关键框架的问题，代价和成本可能很高，有一定的风险，这样的重要决策，也只有我来做，其他人代替不了。但更多的具体决策和执行，要靠团队和授权。




HBR中文版：
 在推动苏宁向互联网零售转型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管理挑战是什么？是组织结构还是人的思想？


张近东：
 苏宁围绕互联网的转型和实践，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思想方面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了，组织角度我认为也没有问题。现在的挑战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学习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高，这涉及一系列问题，不是简单引进人就能解决的。

当然思维方式也很重要，过去我们讲大团队，比如叫团队作战、团队创新，现在我们叫小团队、小团体、个人创新，因为互联网趋势是个性化越来越强，我们要在大的框架里面更加开放，解放每个人的思想，让个人发挥能力。




HBR中文版：
 在电商行业内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和天猫、京东等竞争对手相比，苏宁的互联网基因不够强大，这会成为转型的一个难点吗？如何让苏宁更具互联网精神？


张近东：
 正如上面讲的，苏宁是一家具有开放和创新基因的企业，这是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大家讲的互联网基因，有些我认为是很表面的，是带着成见去说的，什么叫互联网基因？苏宁员工大多是很年轻的大学生，互联网也是近些年普及的东西，他们身上本来就具备这些东西，不是仅仅学乔布斯，经常站在那里演讲就叫互联网人，我认为，互联网不是形式，应该是内在的、骨子里面的东西。



转型的风险与代价

“我不要短期，我要的是更大的空间，要的是更大的苏宁。”


HBR中文版：
 在找对方向并有组织保证之后，你认为苏宁这次转型需要多长时间？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张近东：
 我们从组织、名称、平台到整个思想的统一，最后还要体现在未来的企业文化中，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规划、一个战略从构思到落地，没有3到5年是不可能成功的。2014年、2015年是苏宁最关键的年份，成败与否就看这两年，但是我认为成功的概率还是在90%以上。

之所以是90%，因为我们的成功首先是建立在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之上的。在这个背景下，再看企业，成功企业的规模有大有小，我认为苏宁在互联网零售的发展机会上，已经有了坚实的要素基础：多年建立起来的品牌、供应链体系、人才以及后台的物流系统，都是未来决胜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苏宁已经抢占了先机。

目前来看，围绕互联网零售转型，我们的框架已经有了，就像房子的结构一样，最后成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去填空、怎么去丰满。现在的互联网太骨感了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肌肉丰满起来就好看了。




HBR中文版：
 还有10%的不确定性在哪里？转型的风险又是什么？


张近东：
 为什么我说90%，如果你2013年年初来问我，我肯定讲70%、80%。但是，苏宁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比如双线同价、平台开放，大家都看到了问题，找到了方向，统一了思想，现在就是要放手一搏。当我们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就解决了大风险的问题，至于那个10%的风险，因为互联网零售既没有可供参考的标杆，也没有成熟的模式，一切都还在动态的变化中，很多东西也不是我现在就能看见的，还需要不断学习、探索，方能持续优化、完善。




HBR中文版：
 2013年3季度，苏宁净利润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单季亏损，这种风险苏宁有预见吗？这是不是苏宁转型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张近东：
 虽然2013年3季度亏了1亿多元，其实我心里准备了5亿元甚至10亿元的亏损。在这么一个外部环境下，苏宁只亏损1亿多元是成功的，说明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在一个季度、甚至在一个年度里不赚钱。当我们下了转型决心之后，就要勇往直前。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季度的盈利，但是如果不转型，未来就没有空间，没有出路。我不要短期，我要的是更大的空间，要的是更大的苏宁。而只有坚持互联网零售转型，苏宁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转型路径的快与慢

“线上与线下的融合，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HBR中文版：
 当苏宁从线下往线上转型时，阿里、京东也在谋求从相反方向进行O2O，在你看来，哪条路径更难？


张近东：
 这是快和慢的问题，答案很明显。从互联网的角度，它是颠覆性的、快的、连续的，但是从零售业的角度，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常说零售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需要时间慢慢积累，所以未来苏宁更快是必然的，因为苏宁是先慢后快。而从线上转线下先走的是快路，再进行积累，这就要时间了。零售是慢慢建立品牌，建立服务和客户，像京东的价格战就打不到传统家电，这方面消费者还是会来苏宁买，因为它是品牌积累，是一个建立服务能力的过程。




HBR中文版：
 如果京东加上国美是不是可以瞬间实现你所想要的东西，因为一个有不亚于苏宁的线下网络，另外一个在线上走得比苏宁更快。


张近东：
 线上与线下的融合，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就像我过去提出的“沃尔马+亚马逊”，那是一个媒体语言的概念，沃尔马和亚马逊加起来是不是世界最大的，我觉得不太可能，未来不是简单相加。

如果能相加，苏宁今天加上一个线上，我们后台这么好的物流体系，怎么会在一个阶段、在一个区域输给京东？体验为什么不太好？所以，这是一个融合的问题，并不简单，就像人的肌体，它里头要有基因，要有很多东西。




HBR中文版：
 从全球来看，线上与线下融合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样板，这种情况下，哪些企业是你可以去参考、借鉴的？


张近东：
 我们现在做的既没有示范也没有榜样，在美国也没有。O2O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不可能有标准和榜样。对于苏宁来说，我觉得应该遵循发展的规律，就像苏宁在发展连锁时，我们知道可以开更多的店，互联网也是一个平台，同样能让我们开更多的店。这本身就代表未来的趋势和方向。

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实现这个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像腾讯、阿里，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它的平台是怎么搭建的，它是怎么引流的，客户的粘性是怎么产生的，等等。

同样，沃尔玛也是我们的学习对象，其供应链是怎么管理的，商品服务能力是怎么提升的。再比如亚马逊，它是怎么把零售以及消费者需求变成互联网语言的，是怎么通过互联网技术去实现零售的，我觉得这些内容苏宁都应该去学习。不过，亚马逊成为一个互联网零售企业，有先天的不足，它缺少体验，所以这点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O2O之路。



终将回归零售业本质

“大家很快就不会谈论互联网了，大家谈的肯定是你究竟在做什么。”


HBR中文版：
 虽然苏宁提出了互联网零售企业这个转型目标和主线，但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建立苏宁广场、收购PPTV、申请银行牌照等，让很多人觉得是在多元化。


张近东：
 苏宁要转型互联网零售，当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家误以为是苏宁在多元化。实际上，苏宁的所有动作都是在为新10年发展战略服务，是有明确愿景的，是有目标的，是有主线的。

我们建苏宁广场，提出云店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求店面适应未来互联网零售的发展，目前已经开始在往这种方面转了。看到苏宁建苏宁广场，大家以为我们是去做房地产，我们不会去卖房子的，其实这是围绕转型主线的一种布局。

我们收购PPTV，就是为了能够把PPTV 3亿多的客户导入苏宁，还有出于对数字内容服务的考虑。未来最大的竞争在哪里呢？从PC端到移动端，将来还会延伸到客厅，这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

当然这两年移动互联还在不断的发展，我们会把产品植入手机和移动端。今后，苏宁要把门店开到消费者的口袋和客厅里去，这也是收购PPTV的一个理由。




HBR中文版：
 申请银行牌照、进军互联网金融也是你们转型的需要吗？


张近东：
 是这样。我们的互联网金融，从华夏通、小贷、零钱宝，到未来的消费金融，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做银行，我们的优势不在于此，即使今天国家发牌照给我，苏宁也不会大投入，因为要考虑风险。苏宁想要做的仍然是服务，服务我们的供应商和消费者，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平台，就能使整个供应链获得闭环服务的能力。

除了金融服务，其实我们还搭建了自己的即时通信平台，推出苏宁云信，这也不是要去和微信竞争，只是要建立自己的闭环，建立自己的渠道体系，为客户建立联系。苏宁要打造的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平台，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未来苏宁肯定还会有更多关于建立互联网零售的布局。但是有一点不能丢，一切都要围绕零售业的本质来布局，要以服务消费者为核心，否则就会出问题。



不管从哪一个点切入，无论是淘宝、腾讯还是苏宁，最终都会殊途同归，都要回到消费者服务这个零售业的本质上来。


HBR中文版：
 究竟什么是零售业的本质？未来5到10年，零售业会变成什么样子？互联网会改变零售业的本质吗？


张近东：
 我曾经讲过，电子商务的本质还是商务，电子就是平台、技术。举个例子，人类发明电的时候，电力企业如果按照100年前的看法，股价应该比苹果高10倍甚至100倍，但是今天电力公司股价并非如此，大家早就不谈电力这个话题了。我们交换名片的时候没有人会特别介绍说我们企业有电，因为电已经无处不在。我想互联网也一样，很快大家就不会谈了，因为它已经充斥在我们的所有生活中，今后大家谈的肯定是你究竟在做什么，零售，金融，还是媒体。

零售，其实就是所谓的交易，有着上千年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不管是互联网出生，还是零售业出生，都要围绕消费者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技术肯定会不断演变，零售业需要不断积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问题，对于消费者服务，过去我们叫售前、售中、售后，现在是全需的，全体验的，而且和技术联系在一起。所以，不管从哪一个点切入，无论是淘宝、腾讯还是苏宁，我觉得最终都会殊途同归，都要回到消费者服务这个零售业的本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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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相关文章：《沃尔玛VS淘宝哪种模式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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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光辉国际CEO：破产边缘塑造新战略


加里·伯尼森（Gary Burnison） | 文

陈圆妮 | 译　李剑 | 编辑













观点：
 加里·伯尼森对光辉国际品牌的信心，让他将公司带上新的战略发展之路，一条既能拓宽公司收入来源，又可以扩展人才管理服务的道路。






20
 01年，我第一次买入光辉国际的股票。此前20年，我做过会计公司的合伙人、投资银行家和技术顾问。当时，我处于职业间歇期，在考虑各种机会的时候想到了光辉国际。由于网络泡沫刚破灭不久，很多美国公司尤其是光辉国际，非常艰难。光辉国际股票大幅下跌，但是我对光辉国际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我认为它是个强大的品牌，所以对它进行了重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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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国际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1969年

总部：加州洛杉矶

员工：3200名

（来源：光辉国际）








当了几个月股东之后，我给光辉国际的CEO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观察了公司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能够提供帮助。光辉国际的文化与我之前工作的投资银行非常相似，我想帮助它实现转变，就去找管理层谈话，他们决定测试我的能力并同意雇我为公司的CFO。两周后，我去上班的第一天，一个行业分析师打电话问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光辉国际上班了？”他说，“你知道他们要申请破产了吗？”我回答他：“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继续开车去办公室。

光辉国际并没有申请破产，但是也差不多了。光辉国际当时已经成立32年，它全部业务都是为企业招聘高管，从中层管理者中成功推荐高管并收取佣金，佣金通常是第一年工资的三分之一。招聘是高度周期性的生意，经济走弱公司就不再雇人，猎头公司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二战后，猎头行业的收入每五年就会降低20%左右。高管招聘市场也相对较小——这其实是一个作坊式小工业。在美国，高管招聘行业市场大概在30亿到40亿美元，基本上由5家公司瓜分。

我在2007年成为光辉国际CEO的时候，决心把公司带上一条不同的战略发展道路。我的想法是把业务拓展到招聘之外，在人才战略的其他方面也为客户提供帮助，同时减少对惟一收入来源招聘费的依赖性。由于经济大衰退，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是，六年之后我们开始看到成果。



猎头与急诊室

我在光辉国际工作的时候，让其业务受损的不仅仅是互联网泡沫。这家公司1999年上市，之后股票价格从首发价14美元飙升到43美元，包括合伙人在内的很多人突然暴富，每个人都在买度假屋。但是，这些大部分是纸面上的财富，很快都蒸发了。光辉国际用IPO募集的钱发展了一个互联网战略，但是没有成功。光辉国际烧完超额资本，一年大概损失了数千万美元，手上现金所剩无几。我加入公司时，股价已经跌到6.5美元。光辉国际士气大大受损，整个公司给人感觉精疲力竭。

接下来的几年，我在一个领导公司转型的管理团队中工作。我们裁员将近50%，还钱给银行并且减少债务。我们关闭了写字楼并转租了40万平方英尺（3.7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当时，为光辉国际创造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战略异常艰难——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公司业务。高管猎头和医院急诊室有一定的相似性，客户通常在遇到大问题的时候来找猎头公司，就像人们只在紧急情况下去急诊室一样。我们业务来源经常是因为一家公司的CEO去世，CFO突然需要被替换，或一家公司要建立新的业务部门，或有人意外退休。急诊室对于没有紧急情况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意义，猎头公司也差不多。在医学界，大的业务都是围绕着健康和预防展开，我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光辉国际业务进行多样化，让我们能够对客户的所有人才需求提供帮助，这样他们就不只是在危机中想到我们。我相信寻求更广泛的战略时机已经到来。



挑战和机遇

LinkedIn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工具，对招聘者来说它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很明显，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机遇。

最近几年经济有一些变化。CEO不愿意雇人，他们想用更少的人来做更多的事，他们需要早上不用闹钟就能起床并对新一天充满期待的员工。随着人才流动性变强，公司也不再认为有人会为了得到块金表在一家公司呆上30年，因此人才管理越来越重要。新员工入职花费不低，人员流动对生产力和客户服务都有重大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客户管理他们的人才，让本来可能在公司呆三年的人呆上五年或六年，这对公司盈利影响巨大。

开发新战略的时候，我们看到LinkedIn的成长以及它对招聘行业的启发，它并非全新的东西，Google流行的时候，在线对人进行定位变得更容易，这对招聘业当然也有影响。LinkedIn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工具，对招聘者来说它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毋庸置疑，挑战很明显，一些公司会收回外包的招聘业务而让人力资源部门在LinkedIn上搜寻候选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机遇。当我们开始做人才测评的时候，我们开始通过LinkedIn平台推介其中的一些人才。LinkedIn和其他社交网络给了我们额外渠道收集更丰富和个人化的数据，我们使用这些信息对专业人士和与之适应的职位、文化进行匹配。



人才管理业务增长占营收比例逐年上升

2002年之前，光辉国际的营收几乎完全来自于高管招聘，但是之后，扩大的客户服务业务占营收的比重变成原来的三倍以上。（来源：光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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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业务能力

拓展核心业务之外的领域，我们需要收购。2006年，我们买下领导力培养公司Lominger。尽管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我们仍在继续收购。从2008年秋季开始的六个月内，我们的收入下降了50%。但是，我们收购了另外一家领导力培养公司Lo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还买下了一家欧洲公司Whitehead Mann，这提高了我们在英国进行领导力咨询和高管培训的能力。这些交易进行得并不容易，当时我们正在裁员，制定停职计划和让员工接受减薪。这些举措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很多人，包括公司内部都对这些措施表达了质疑。一些人认为没有改变的必要。他们问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投资？”我的看法是，光辉国际这个品牌为我们进入相邻领域提供了入口。商界每个人都知道光辉国际，因为我们的业务，人们愿意接到我们的电话。他们知道，我们的招聘人员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接到我们的电话时他们会非常好奇。我们品牌认知度的一个反面效果是，过去40年，我们都在致力于招聘，因此一些人不知道光辉国际现在的业务范围。我们必须努力让自己强大的品牌更具弹性。

其他人才管理公司也试图让业务多样化，但是我们与最高层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光辉国际的成功一枝独秀。我们的知识产权无可比拟，比历史上任何人都更多了解领导者。我们知道什么会激发高管，我们知道他们的长处，可能的缺点，以及职业发展方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光辉国际对他们的了解，甚至比他们自己还多。

其次，我们的财务状况很好。审慎使用高管搜寻业务产生的资源，为我们开启了一些别人不可能获得的机会。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战略之中，不是小心试水而是一心求变，甚至一定程度上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行业。

传递我们的战略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确信这是正确的战略。零敲碎打似的人才导向服务不再是最好的实践，甚至已经不可行。光辉国际需要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能够把人才管理的点点滴滴连接起来，融会贯通后处理整体员工的需求。很明显，人才争夺战已经改变了，市场对管理者中20%的顶尖精英有很高的需求。如何能吸引到这些人？让他们加入并且愿意留在公司？这些问题是每个CEO都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光辉国际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人才管理协助服务组合，这些服务在10年前绝大部分甚至都不存在。

劳动力市场在衰退中复苏缓慢，我们的收购一直在继续。从2012年9月开始，我们收购了PDI Ninth House，一家有1亿美元收入和500多员工的领导力培养公司，这让我们能够继续拓展业务深度和扩大规模。我们还收购了另外一家咨询公司Global Novations，它的业务主要是帮助公司打造文化上的灵活性，因为员工的全球业务技能正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因此，光辉国际已经不仅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管招聘公司，它正在迅速成为重要的领导力和人才管理组织，帮助公司连接它们的业务战略和人才战略，把人才作为真正的竞争优势释放出来。



与客户结盟

我们的客户对公司的转型给予积极的反馈。2007年成为我们客户的一家食品饮料跨国公司，之前只是让光辉国际帮助他们寻找高管，每年给我们贡献30万美元的收入。我们与该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建立了很牢固的关系，他认同我们更广泛的解决方案和这些方案对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该公司开始在更多业务上使用光辉国际的服务，其中包括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力和人才咨询。现在这家公司每年为我们贡献600万美元的收入。

另外的一家制药公司选择我们作为他们人才培养的主要合作伙伴，它在我们公司的账单也从70万美元涨到了1000万。还有一家地区银行也让我们为他们做整体的继承培养计划和公司高管的综合培养规划，并帮助他们做内部的360度评估，这家公司在我们这里的业务因此扩大了16倍。

2013财年第四季度，光辉国际超过40%的公司收入来自核心的招聘业务之外，有20%的新员工在去年加入了公司。我们已经积累一系列知识产权和人才管理方案，能够让客户对人才采取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方式。我们把目标市场放在全球200亿美元的机会上，而不是在美国30亿或40亿美元的招聘市场上厮杀。

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光辉国际的再造计划能否成功——当时只是在考虑活下来，现在，我们感觉公司已经找到了一条能让收入增长，也能增强客户关联之路。




通过收购进入新业务

即使在艰难时期，光辉国际进入相邻领域的战略也在继续。




1969年
 Lester B. Korn先生和Richard M. Ferry在洛杉矶创立了光辉国际


1977年
 收购墨西哥Hazzard & Asociados公司，主要业务是高管搜寻


1993年
 收购欧洲Carr/Orban公司，主要业务是高管搜寻


1998年
 推出睿程（Futurestep）主要业务是人才获取、咨询和沟通业务


1999年
 收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地区的Amrop International公司，主要业务为高管搜寻；收购PA Consulting Group，主要业务高管搜寻


2007年
 收购Newman Group，主要业务是人才获取与管理咨询；收购LeaderSource，主要业务是领导力培养、高管辅导、团队效率咨询


2008年
 收购Lore International Institue，主要业务是高管教育和培训


2009年
 收购应该Whitehead Mann，主要业务是高管搜寻


2010年
 收购Sensa Solutions，主要业务是管理咨询，与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有业务


2012年
 收购Global Novatlons,主要业务是多样化、包容性和领导力发展


2013年
 收购PDI Ninth House，主要业务是评估、发展和培训

（来源：光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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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海的一家超市，可口可乐摆满了一整个货架。

（摄于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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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御性”全球化的新纪元，任何产业都可能被视为战略性产业，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政策。管理者要面对来自本国或他国的政治约束。






当
 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重新权衡各自的战略重心。这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需要审时度势，谨慎走出下一步棋。

近几年来，辉瑞制药迈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2013年2月，印度专利局撤回辉瑞抗癌药索坦（Sutent）的专利，转而授权印度制药商Cipla生产一种更便宜的非专利药，价格大众能接受。之后，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驳回了这一裁决，此案移交专利局重审。与此同时，为了减轻人们的医疗负担，中国政府大力降低药品价格。2009年时，政府开始对基本药品实行价格上限。截至2011年，上限调低近30%；此外，政府决定，到2014年基本药品目录将拓宽，涵盖500余种药品。面对以上种种政策改变，像辉瑞这样的跨国企业不得不降价，但低价往往意味着质量控制方面的妥协，无疑为它增加了风险。另一方面，对依赖卖药创收的中国医院来说，推广廉价的本土药品则势在必行。

截至2008年，“全球化”在世界上任何公司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西方市场竞争激烈，人口增速放缓，收入趋向平稳，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断膨胀，工资虽然不断上涨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对国外投资抱欢迎的态度。同时，现代运输与通信技术拉近了各国间的距离，交易与资本的流动达到空前水平，寻求全球扩张成为商业世界的共识。

然而，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我把它称为“防御性全球化”阶段。对于跨国企业的进入，发展中国家政府越来越谨慎选择可供开放的产业，不遗余力保护本土企业利益。它们在选择合作地区与开放投资领域时更加挑剔，大力推广本地的国有企业。今天的全球化似乎有些变味：节奏缓慢，选择性强，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色彩。

诸多因素造成了这一趋势。首先，许多政府认识到，开放本国产业迎接外来竞争有风险。随着国内产业竞争的加剧，本土公司与消费者容易排斥新进入者。第二，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推动出口贸易，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第三，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已经扩展。金融市场波动，网络谍报活动，食品价格上涨……种种世界性问题，让金融服务、信息技术、通信以及食品行业都笼罩上政治色彩。

第四，作为世界下一个经济巨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商务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跟随者。最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断实行干预，试图营造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场地，扶持本土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产业被赋予了战略意义，政府禁止外国公司染指这些领域。的确，“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在重要新兴市场的兴盛改变了世界格局，对此我会详细解释。

今天的全球化意味着新的投入与风险。全球化全盛期，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不难把它们与非战略性产业区分开来。当时，跨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轻易占领例如软饮料的领域。至于飞机制造这种领域则是难以逾越的雷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在超过200个国家贩卖产品，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80%的收入则来自美国政府，95%的劳动力来自美国。然而，在谨慎全球化的新纪元，任何产业都可能被视为战略性产业，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政策。

可口可乐与洛克希德·马丁是两个极端例子。介于两种极端之间，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挑战政府的审查限度，而国家的干预范围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军备武器行业。公司必须了解到，全球化本质的改变会影响公司战略，应对这些改变并非易事。



产业布局

西方跨国企业可选择多种全球化发展的途径。想要认清最适合自己的，企业必须衡量所在产业对本国与外国的战略意义。比方说，由于零售业在印度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西方零售商进入印度时会面临诸多挑战，即使零售业在本国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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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新经济体

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始于中国，而后散播到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一制度改变了自由市场的运作，改变了全球化的格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从经验中学习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以及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它们的表现决定了领导者与政府是否能够继续执政。这些领导人还意识到，如果让市场自由选择赢家，不能亲自控制就业机会以及市民的生活水平，他们可能丧失政治地位。挑战权威的力量也会不断壮大。

自由市场体系下，经济发展驱动利润与增长的最大化。在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政府允许公共部门以及政治忠诚度高的公司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达到控制财富的目的。这种模式的目标更具政治色彩，那就是，控制经济发展，尽可能提高现任政权的存活几率。这种模式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依据，它在各国都以独特的形式存在。

上述体制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在中国，国有企业与其附属单位为国家创造了50%以上的GDP与就业机会。73家中国企业在2012年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上有名，其中65家是国有企业。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占莫斯科交易所一半以上的市值，50%以上的俄罗斯人靠政府工资与社会福利过活，这一比例是美国的近一倍。在阿联酋，国有石油公司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主导了该国的经济。

在其他国家，国有经济所涉及的范围有限。在巴西，巴西石油（Petrobras）等国有企业仅占巴西交易所（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市值的38%。在南非，国有通信公司、电力公司、航空及铁道系统都面临来自私营成分的竞争。

在新兴市场寻找机会的西方企业经常需要与本土公司较量，后者在财务与政策方面均获得当地政府的扶持。例如，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有能力向国内供应商支付溢价，因为石油与天然气是国家经济赖以运转的保证。

在这种体制内，有国家撑腰的企业在同外国企业竞争时具备优势，但这些企业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有限。政府不能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在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下，市场的创造性与透明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并非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举个例子，围绕美国政府监听他国政府与公民的争论愈演愈烈，人们对美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怀疑也日益加深。一些他国公民怀疑美国利用谷歌、Facebook和雅虎等网站偷窥私人邮件，他们或许认为美国公司是一种特有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载体。相比创造利润，它们更像是为国家收集情报的机构。因此，美国的信息技术、通信以及互联网公司在国外受到严格审查是必然的。各国政府也会转而支持本国企业，从而对国际化加以约束。



勾勒国际时局

跨国企业CEO需要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界定利益，拟定新政策来支持它们。一种极端做法是，跨国公司可以紧贴当地市场。这样虽然能降低政治风险，但意味着将一部分市场份额拱手让予全球竞争者。另一种极端做法是，公司在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前，就开展新战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增长，但潜藏的政治风险可能对业务运营造成致命打击。

想将全球化的风险因素囊括入战略的制定中，高管需要自问两个问题：我们所处的行业是否是对进驻国拥有战略意义？我们的行业是否对本国政府拥有战略意义？

想帮助公司决定它在国际化版图中的位置，我们不妨把答案放在一个四象限图中。如果两项答案都是否定的，公司就处于右上象限。这个位置的公司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不会遇到太大阻力（比如可口可乐）。如果两项答案都是肯定的，公司就处于左下象限。这个位置的公司所处的行业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比如洛克希德·马丁）。

如果两项答案相异，那么公司决策需要因事而异。管理者可能要面对来自本国或他国的政治约束或地缘政治操控。通过对本国和他国政府对商业机会的限定，公司就能够规划正确的发展路径。想避免冲突的产生，制定战略时，公司需要保证战略与现行政策的契合。公司可以推出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关的产品，或干脆在本国发展。




“防御性全球化”时代的新风险


在一些关键领域内，政府监控并主宰着价格水平。
 阿联酋政府为了确保公民能够负担得起日常生活用品，为生产商和零售商制定价格上限。以联合利华与卡夫为例的一些消费品生产商曾报道，在政府强制定价的压力下，利润被压榨，许多供货商已经停止供货。


考虑到信息流动的安全性，许多新兴市场的政府将高科技企业牢牢控制于股掌之中。
 艾德华·斯诺登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科技公司收集信息，对其用户进行监听。这一事件令本就限制消费者使用美国科技产品的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


通信一直被视为极富战略意义的产业。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通信供应商为了占据市场，必须向政府提供关乎国家安全的信息。2010年时，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政府以禁令威胁加拿大的Research in Motion（RIM），原因是它们无法监控黑莓机系统中的信息。最终，RIM与受控于政府的电信运营商以及政府监管机构达成合作协议。


许多国家依靠国内的银行系统填补财政赤字，它们担心放宽监管将产生不稳定因素。
 在印度尼西亚，全国2.4亿人口中仅有不足30%受惠于银行业务。尽管如此，政府官员仍然向央行施压，限制外国银行的业务。新政策甚至可能要求外国银行成为本地注册的实体。


一些情况下，政客会利用跨国企业进行个人宣传，或转移公愤。
 在印度，外国企业在零售业的参与被极端政治化，因为大量劳动力受雇于本土的小卖店。2011年时，政府宣布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多品牌零售店。但是，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这项法案不得不在一个月后撤销。2012年9月，政府的态度又一次逆转，决定开放这一行业。我们预期在2014年选举年，政治斗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外国公司面对的挑战还可能来自以国家作后盾的调查记者。
 2012年时，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肯德基在中国出售的鸡类产品含有大量抗生素。这一报道引发公众的强烈抗议。2013年1月，肯德基的月销售额相比同期下滑逾40%。大众、麦当劳和家乐福等品牌均遭遇类似事件。美赞臣、达能和雀巢等也因操纵奶粉价格遭受负面报道。


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行业巨头也可能面对类似风险。
 中国公司通常对自己在国外的处境怨声载道：通信行业巨头华为收购美国的3Com与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时投标失利。中国的食品企业双汇曾开价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并购审核过程中，美国的政客怂恿隶属于国会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让其将食品供给划分为美国的“核心基础设施”，曾导致收购受挫。





应对“防御性全球化”

有些跨国企业更易受到国际化变革的影响。这些企业更需要定位战略，管控风险。

如果公司所处的行业对本国政府有战略意义，那么它们可以采取的做法是：


死守阵地。
 在国防企业领域，对外国公司建立竞争壁垒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蔓延到了其他产业，比如零售。零售业在新兴市场的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要想成功进军外国的战略性产业，公司需要制定一个战略计划书，罗列出任何可能使其溃败的政策变量，并制定退出计划。


加强本国发展战略。
 一些公司借助本国政府提高营收，而不选择向外发展。它们向本国政府强调自身行业的战略意义，达到屏蔽外国竞争的目的，或通过拉近与政府的关系来提高利润。去年，随着欧洲各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丑闻的指控浮出水面，一些法国和德国的通信公司就开始强调为本国政府与消费者创造的价值。2013年8月，两家德国互联网巨头宣布了一项合作计划，名为“邮件——德国制造”。邮件通过服务器时将被自动加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内莉·克勒泽（Neelie Kroes）最近解释：“如果欧洲的云技术使用者不能信任美国政府，或者说，他们不信任美国制造的云技术设备，那么，美国公司可能就要为这些间谍活动付出几十亿欧元的代价。”


巧妙利用国际关系。
 一些公司有能力利用政府间的关系解决问题。英国石油自1931年起就在阿联酋运营，2012年时，英国政客及官员公开指责阿联酋政府关闭提倡民主的组织，逮捕政治活跃分子。此举使公司受到牵连。2014年时，英国石油的陆上石油开采特权被收回，这一决定无疑受到之前危机的影响。

2012年11月，在一次以止损为目的的访问中，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派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驻扎阿布扎比。英国政府明白伊朗对阿联酋构成战略威胁，他们不惜成为众矢之的，向阿联酋提供援助。一个月之后，阿布扎比暗中邀请英国石油参加陆上石油开采竞标。当政客利用公众的仇恨心理，牺牲外资企业利益时，类似的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公司所在产业对外国政府具有战略意义，它们将面临一系列特殊的挑战。许多企业意识到，绝对的“准入自由市场”已不复存在；打通市场的关键在于企业能为外国政府带来什么好处。


结成联盟。
 尽管合资模式已经过时，但为了顺利进入外国市场，许多公司不惜以一部分利润为代价，寻找当地合作伙伴。以电影行业为例，西方的电影制作公司被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但中国政府只允许数额有限的外国电影在中国上映，2012年，进口电影指标从20部提高至34部。

当产品涉及产权与艺术内容时，政府管控力度会更加严格。中国政府需要确保一切录像和影音信息的内容与国家下达的批示相统一。与中国电影公司合作制片，外国公司就能够摆脱“洋标签”。《云图》是一部德国制作的电影，因为20%的资金来自中国本地投资人，从而能以本土制作的身份上映。此外，本地投资人能够帮助制作方打通人脉。

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挑战，辉瑞三管齐下，构建本地联盟。辉瑞与浙江海正合作，掌握低成本制造能力及非专利药物投资组合。同时，它与九州通医药集团结盟，将触角延伸至乡镇医院。此外，辉瑞向上海医药投资5000万美元，因为后者拥有综合研发能力。这一系列战略帮助辉瑞成为中国最大的跨国医药公司。


为国家增加价值。
 产品单一的公司必须不断寻找新方法，为外国政府创造价值。IMAX在进入中国市场几年后，无偿帮助中国的国家媒体达到全球制作水平。可想而知，中国政府在决定哪些外国影片能够引进，开放多少家新的IMAX影院时，不会无视IMAX公司曾经提供的帮助。IMAX合作制作的影片《阿凡达》在中国取得空前的成功。目前中国有逾150家IMAX影院，400家在建。


增强多样化。
 发展中国家蕴含的机会很多，多业务战略成为许多企业首选。以通用电气（GE）为例，GE在中国拥有多项投资，行业与时间跨度都很大。某种程度上它牺牲了对知识产权的掌控。它了解，想顺利打通中国市场，必须允许本土合作伙伴使用自己的技术。事实证明它的战略并非盲目。当过去的投资失去吸引力时，它随即开始新投资。即使一个产业或一项投资响起警报，持续的多样化战略仍然保证中国稳坐GE盈利最高的市场之一。


投身基础设施建设。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加纳和肯尼亚）的经济正在快速扩张。面对交通拥堵、停电以及其他基建方面的问题，它们需要在基建产业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尼日利亚的人口和巴西不相上下，它生产的电力则只有巴西的5%）许多外国企业与非洲政府合作开展大型基建项目，都把非洲各国的战略重心视为要务。

公众与私人的基建合作通常采取“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 Model）。这种模式下，只有在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无法满足项目要求时，西方企业才能获利。因此，跨国企业需要在合作中提供高新技术支持。


因地制宜。
 另一种抵御外国政府审查的有效战略是，雇用当地员工或利用当地原材料。这在许多新兴市场已然成为运营的必要条件。巴西政府要求大型项目从本地供货商采购零部件，在采购招标项目中首选本国制造商。非洲政府限制本地就业与采购的指标没有那么严苛，但非洲大陆的各国都希望本国公民能够从外国投资中获利。

政府战略重心的转移或许能创造商业机会。在中国，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北京于2013年7月宣布，政府将为能源效率部门提供更多财政与政策支持，实现国家的环保目标。按照新政策，外国公司需要授权本土公司使用自己的技术，才得以进入中国的环保能源领域。这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将巩固中国政府的地位，这样一来，做出投资与贡献的外国企业也会从政府分一杯羹，那些没有贡献的则前景堪忧。下一个世纪，对外国市场中风险的预期以及战略的制定将成为非常重要的能力。

在社会飞速变革的今天，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满足人们对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不断加强的社会压力会导致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2013年，土耳其人民抗议兴建商业中心的游行升温至国家危机；在圣保罗，公交车费涨价引发数百万愤怒的巴西市民涌向街头。这个过程充满阻碍，在“防御性全球化”的年代，公司战略需要时刻瞄准机遇，随机应变。



2014年行业展望

过去，辨认出对国家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并非难事：消费品行业显然不重要，武器装备行业非常重要。如今，在谨慎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领域都可能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以下6个产业将在2014年主导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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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了各个产业在国内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战略意义，而非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来源：Eurasi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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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恩·布雷默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一家国际政治风险研究及咨询公司，总部位于纽约。他著有《自私的国家：真空世界中赢家和输家》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一书。






特写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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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巨头如何自我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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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业最终都要面临颠覆。下一个走向灭绝的会是哪个行业？是等着新的颠覆者出现将你淘汰，还是进行自我颠覆？





传统客户正面临节奏越来越快的变革，如果你是咨询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请扪心自问：你所属机构的变革速度能赶上越来越挑剔的客户吗？


趋
 势明显又迫切，令所有想要转型的企业纠结的是，如何处理新旧业务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当新业务逐渐吞噬传统业务的份额时，管理层是否有勇气壮士断腕？

有一个行业案例非常典型，即主要资产是人力资本的管理咨询业。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发展，传统咨询机构已经跌下神坛。它们长期以来依靠不透明性和敏捷度来保持其行业领导地位，但这两项优势正在快速消失，知识获取渠道越来越民主化，专业服务的透明度逐渐提高，客户无需再花重金雇用大牌咨询公司。但顶级咨询机构可以娴熟地从一个伟大的管理工具过渡到另一个，灵活应对颠覆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是麦肯锡方案（McKinsey Solution)，它标志着咨询业首次对其服务进行分解，并专注于自身的专业知识资产。

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参与撰写的《颠覆咨询业》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0月刊，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告诉我们，颠覆性创新已经席卷了从钢铁到出版业的众多行业，现在同一种力量正在重塑整个咨询业。作者对话了50位传统和新兴机构的领导者、他们的客户、相关学者和研究这些机构的人员，举办了一场哈佛商学院圆桌会议，最终成型这篇引起巨大反响的《颠覆咨询业》。文章给出结论：新商业模式的新兴公司出现，它的产品性能并不出众，却刚好能满足广阔中层市场的需求，从而推翻行业领导者的长期统治地位，甚至常常让整个行业“倾覆”，根本改变行业的竞争基础。

HBR对话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鲍达民。对话中，他们讨论了“以知识资产为基础的咨询模式（Asset-based Consulting）”如何颠覆传统咨询业，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在公司内部如何引起激烈争论。有趣的是，麦肯锡方案的雏形来自其在中国建立的消费者洞察调研数据库。

任何行业共通的结论是，传统客户正面临节奏越来越快的变革，如果咨询机构无法跟上这种变革速度，它们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如果你是咨询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并且对颠覆持乐观态度，请扪心自问：你所属机构的变革速度能赶上越来越挑剔的客户吗？



纵轴顶点是客户

颠覆是一个过程。理论本身也随着时间在进化。一开始，我们认为颠覆性创新图表的纵轴是产品质量。后来我们意识到是客户。


埃米：
 克莱顿，这些年，你记录了不同行业的颠覆现象，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钢铁行业。在管理咨询业，你有什么发现？


克莱顿：
 管理咨询界的确有颠覆发生，但我无意对别人指手画脚。实际上，哈佛商学院也处于这一颠覆过程之中。这并不是针对某个行业或个人的行为。你的确会看到颠覆发生，发生在那些意想不到的细分市场中。

在这些领域，颠覆是指一些人发现了传统公司高层不看重的业务，原因是它们无法带来高额利润。因此颠覆者获得发展空间，发展壮大，产品也越来越完善。他们从底层开始，一点点向上发展。在咨询业受欢迎的是遇到严重问题的大客户。这类客户越多，咨询机构的利润越高。

传统咨询机构抛弃的是规模不大的生意——比如小公司和常规的短期项目，做完就撤的那种。这些业务正是创新者要进行颠覆的部分，他们正逐渐在咨询业站稳脚跟，逐步扩张，开始追求越来越大的业务。




埃米：
 这与你在制造业发现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其他行业呢？


克莱顿：
 有所不同。颠覆是一个过程。理论本身也随着时间在进化。一开始，我们认为颠覆性创新图表的纵轴是产品质量。后来我们意识到是客户。颠覆与客户相关——不同的客户带来的利润不同。了解了这一点，一切就清晰了。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航空业被更高质量的产品颠覆了，那么图表上的纵轴是什么？一旦你有了头等舱，就从头等舱往上发展？这种理念是说不通的。其实，是航线的长短决定了这一切。长线航班比短线航班更赚钱。因此重点是砍掉短线运营，将它们转让给支线航空公司，专注于更长的国际航线运营，获得丰厚利润。




埃米：
 也就是你说的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客户？纵轴上的顶点？


克莱顿：
 没错。



麦肯锡方案雏形


埃米：
 鲍达民，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咨询业正在发生改变，麦肯锡也不得不顺应潮流？


鲍达民：
 我首先要说的是，咨询业早就开始发生改变了，至今大概已有20多年了。对我来说，拐点是在2009年，我接下这个工作时。一般来说新CEO上任，我们会与客户对话，了解全球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间，全球商业环境的核心转变。当然完全辨认出这些转变很难。

简而言之，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我们身处剧烈的变化中，我们对此不是免疫的。我每天见两位CEO，他们提到最多的是技术比管理的传播速度快5倍。对此，我既恐慌又兴奋。还有向亚洲和非洲转移的大趋势，以及资源短缺。很多重要的事件让我深思，我们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

最终，我们在公司推出了一个内部战略评估，历时18个月，进行自我诊断，花大量的时间与现有客户交谈，和那些期待合作却未合作过的客户沟通，会见行业外的人，相关学者和研究这些机构的人士。最后我们发现，正如克里斯坦森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咨询业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始发生改变了。




埃米：
 你能具体谈谈从CEO那里听到了什么，让你觉得需要挑战麦肯锡的传统？


鲍达民：
 很多。其中之一是，为什么公司遇到的每个问题或机遇，都要一个项目经理和两个咨询顾问，耗时三个月来解决？应该有更有效的方式。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可能只是数据。如果你们曾经收集过关于医院如何运作的信息，会有大量相关数据，比如手术台的利用率等。我们只需要类似的数据，不是咨询顾问。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灵活，注重投入和产出比。




埃米：
 说说“麦肯锡方案”吧。公司当初是如何通过重新思考，得出这个结果的？


鲍达民：
 尽管这个项目的名称平淡无奇，但那是我们在2010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和所有领域的客户、非客户、第三方，还有麦肯锡的前员工进行对话，由此产生了很多新想法，比如如何用新的方式和客户合作，以及我们该继续改进什么，提出哪些新的东西。

举个关于中国消费者洞察的例子。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无法依赖大量公开的数据以及消费者行为的报告，它们不可靠或者可以说是不准确。我们开始自己进行调研，建立了大量关于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数据，比如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数据库建成之后，我们发现客户真正想要的是这些数据，不是麦肯锡的咨询师。他们说，我们很喜欢你们收集的这些数据，我们付钱买，我们不需要一个团队。

这就是麦肯锡方案的雏形。当时我们在医疗领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先进行了这种试验。公司战略评估从某种程度上让事情浮出了水面。客户得知后会惊讶地认为：“这太棒了，这类信息以及和顾客合作的新方式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切就由此开始了。一开始我们不太清楚应该做什么，是战略评估帮了我们。

之后，我决定任命公司最有经验的员工之一，迈克尔·帕萨罗斯－福克斯（Michael Patsalos-Fox），为麦肯锡方案的负责人。他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麦肯锡工作了30年，以前是我们美国团队的负责人。

这有点像一个企业内部的风投，麦肯锡方案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我知道迈克尔会助力这个项目并保护它。我对克莱顿提到的一个观点很感兴趣，那就是当你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组织里面会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因为它与众不同，难以理解，或会涉及一些资源的调配。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保护它，或者说培养它。迈克尔做到了。刚开始他手下只有3个人，现在是18个。最开始需要做的是建立起商业模型。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项目，公司不得不放弃。幸运的是，很多都进展顺利，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用人流程。



如何面对内部冲突


埃米：
 很有趣。克莱顿一直在做笔记。我想知道你对鲍达民刚才说的有什么看法？


克莱顿：
 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担心的是结果。举个类比的例子，传统百货商店的颠覆。60年代早期，美国的零售商超过300个，现在只剩下8个。梅西百货是目前最大的一家。颠覆它们的是类似沃尔玛、塔基特和凯马特这样的折扣零售商。传统零售商赚钱的方式是制造40%的净利润，每年换3次存货，年库存的投资回报率是120%（40%×3）。这是他们衡量利润的方式。

颠覆式零售商进入之后，他们的净利润是20%，每年换6次库存，年投资回报率也是120%（20%×6）。利润/盈亏底线是一样的，达到这一结果的方法却不同。换货的频率才是制胜的关键。

麦肯锡的挑战是，如何向公司其他人证明新业务的可行性。假设麦肯锡方案能够取得成功，它的利润将与传统业务持平。

每天都会有人走进高管的办公室说这行不通。我也很想乐观地说，这些疑虑迟早会烟消云散。但现实是一群身处核心业务的聪明人在看到资源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时，试图证明他们现有的业务能够盈利。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在帮助麦肯锡应对颠覆。所以说祝贺还为时过早。小心驶得万年船。


鲍达民：
 我赞同这种谨慎。回顾公司内部历史，看看过去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1959年我们在决定将业务从美国转移到欧洲时，争论很激烈。在这一问题上，合伙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另一件事是建立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这是一个研究机构，建立之初就决定和客户那边的工作分离。它的工作是对宏观问题进行微观观察，可以帮助提高管理实践。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它和客户业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现在，我每天都在为这个机构的建立而感谢上帝。我知道在麦肯锡有很多人耗费8、9年的时间试图扼杀这个机构。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智库，为什么要浪费这些钱？我们付给这些人的薪水有多少？等等。

有时我对反抗的声音有一些恐惧，因为我见过，知道大家做过哪些事情。这时，只有卓越的领导力才能抗住这种压力，确保事情顺利进行。我觉得把新兴业务和公司历史联系起来很重要，提醒大家我们确实做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另一个故事是关乎我们的运营实践部门的成立。有时候我会在麦肯锡拿这件事开玩笑。它大概是在1990年开始的，研究如何做到精益，降低采购成本，等等。当时麦肯锡内部对此争论激烈。我们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创新做事的方式，这也不是我们以前做的工作，一直以来我们都被认为是一个战略机构。麦肯锡内部有一些高管甚至认为这是原始人的工作。对负责这个项目的人这简直是一种侮辱。

我想尽可能找出我们的创新领域，试着推动它，让人们对它感兴趣。我惟一担心的是将来。鉴于全球性的变化趋势，我们要经历的变革速度和幅度将会更快，更大。



咨询业的未来


埃米：
 咨询业何去何从？未来10－20年里，咨询业会是什么样的？


克莱顿：
 我认为未来20年里，现存的行业领导者将变得灵活且多样，会越来越擅长解决复杂问题，以此占据市场地位。复杂问题是指没有标准解决方案的问题。未来，这些公司可以对大客户（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公司）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




埃米：
 所以规模是这种复杂性中很重要的因素？


克莱顿：
 没错。另一方面，新公司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看来出人意料、独特和充满争议的事情，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将成为标准化和可外包的。那些接下麦肯锡外包生意的公司会先从低附加值的业务做起，之后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明年如何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因此，未来20年内，今天尚未出头的一些人士将成为未来的领军人物。




埃米：
 鲍达民，你的看法呢？


鲍达民：
 是的，我同意克莱顿的观点，会有一些新的参与者加入。作为麦肯锡人，我坚信我们会存在，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成为行业领袖。我想我们做的事情和方法，将彻底改变。

回顾过去，我们工作内容的70%是在战略和组织方面，而现在公司财务领域就占到了30%。起码会看到的变化是，我们做的项目有何转变以及如克莱顿所说的，怎么做，会发生转变。

那些可以被分解或外包的部分将被淘汰。比如说，我记得在我就任麦肯锡CEO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在1986年，当时我们为一家快餐公司决定每餐的分量应该是多少——放多少鸡肉等等，花了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以今天的搜索技术和大量的可用数据，耗时两周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还能想到最后一件事是福特斯做的关于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的项目。如果我要在办公室墙上挂一个东西，一定是这个。20世纪30年代，公司的平均寿命大概是90年，现在是18年左右。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进行假设，进行一些哪怕略显偏执的思考，不要把得到的一切看成理所当然，最好用一些资源和试验来进行未来的探索。




克莱顿：
 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讲，哈佛商学院做的是开发管理方面的实用理论。麦肯锡和其他咨询公司则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分销渠道。如果这些思想不够灵活和充满生机，我们的观点就无法传达到个人——大家现在都能读到《哈佛商业评论》。至于那些能够影响公司的观点，我们并没有针对这些观点的学术渠道，必须依靠麦肯锡这样的公司。（对鲍达民）我认为把你们叫作加入附加值的转销商，你不会高兴的。


鲍达民：
 当然不会。


克莱顿：
 （我觉得你们）得到一个观点，给它加上附加值，然后推销出去。和麦肯锡这样的公司保持良好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将成为哈佛商学院的当家人，我会说，女士们先生们，诸位注意到麦肯锡已经在公司内部提出了下一代商业观点的开发项目了吗？当你们看到这一切时，作为商业思想的供应商，我觉得我们需要以此为鉴，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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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是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授，参与撰写了《颠覆咨询业》（《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0月刊
 ）。鲍达民（Dominic Barton）是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埃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是《哈佛商业评论》音频博客IdeaCast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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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在面对本土风险投资短缺、专业咨询不成熟的现状时，急切寻求成熟市场风险投资的垂青。但仅仅做到风投对创业公司的一般性要求，显然不能让跨地域的顶级风投“一见倾心”。创业公司还要严格遵循四项原则才能脱颖而出，成功获得“聪明钱”。





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务必完全满足以下四项，不是满足其中的一两条就可以侥幸成功即使是一家美国公司，获得美国风投也绝非易事。


任
 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公司都缺钱！初创企业尤其如此，为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有远见、有雄心的企业家需要资金开发新技术、研发颠覆性产品和铺设销售渠道。但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他们还需要来自资深风险投资机构的“聪明钱”（Smart Capital，是指来自机构而非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它们带着行业经验、内部信息等附加价值进入公司，风险投资(Venture Captial，以下简称风投)是其中的主力——译者注
 ）。但这类资本可遇而不可求，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更是如此。

一般来说，创业公司要想获得风投的青睐，必须具备四项必要条件（详见后文《你具备基本条件了吗》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创业公司即使具备了普遍公认的条件并不能吸引到风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企业所在地缺乏风投资本有关。为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尝试过效仿硅谷的风投圈子——围绕技术型创业公司所在地硅谷，创建一系列风投公司，但这种努力鲜有成功。因此那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公司开始谋求美国风投的垂青，但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最后真正拿到风投资本的更是凤毛麟角（详见后文《新兴市场VC发展简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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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具备基本条件了吗


一般来说创业者获得风险投资青睐要具备以下四项条件：



• 强大的核心团队。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处于发展早期的公司很有可能在明确公司战略的过程中改变最初的商业模式。启明投资的盖里·瑞斯切（Gary Rieschel）说：“美国的风投公司寻找真正了解和承认自己知识局限的创业者，创业者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找到可以互补的人才加入团队。”

• 强大的市场需求。
 你必须证明公司的产品符合并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会因此得到迅速的发展。

• 独特的商业模式。
 你必须拥有令人感兴趣且可实现的技术、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并且能在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

• 恰当的时机。
 苹果的牛顿机就是“错误时机正确产品”的典型案例，与后来的iPhone相比，1993年进入市场的苹果牛顿机太过超前，当时的技术、应用、网络状况、人机交互习惯都不具备让这款产品商业化的条件。

（
返回阅读原文

 ）





上述情况与风投的运作操作逻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让美国风投更加谨慎：尽管创业公司正在不断成长壮大，但风投不得不考虑当地的各种制度性缺陷:令人失望的行政低效、不完备的基础设施、反应迟缓且不断制造麻烦的政府监管机制，以及政治腐败（参见《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

 ）。

针对新兴市场国家摆在这些创业者面前的挑战各不相同，梅菲尔德基金（Mayfield Fund）的合伙人蒂姆·张认为可以利用四象限法对之进行有效分析，并帮助创业者有针对性地思考如何吸引美国风投（详见图表《你在哪个象限》

 ）。

根据该四象限法，美国风投会选择与风投关系密切且懂得目标市场的创业者，而不熟悉如何处理与投资者关系或不很了解目标市场的创业者，则不是它们的首选。

我们基于这一方法，总结出一套实践技巧，不管你处于哪一象限，创业者只要遵循以下四步就能吸引到美国风投。当然，你所处的象限位置决定了你要格外注重一些问题，但我们仍然强烈推荐你按顺序达到这四项标准。切记赢得美国风投绝非易事，即使你是一家美国的创业公司也很难全部达标。所以，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务必完全满足以下四项，不是满足其中的一两条就可以侥幸成功。下面我们将逐条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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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VC发展简史

今天，在美国有近500家风投。2012年这些公司在3417笔投资交易中共投入了278亿美元，从量级和成功概率的角度来看，选择模仿美国的风投产业是较为明智和普遍的做法。

很多国家都试图仿效和引入美国的风投模式，但成功者甚少，以色列是少数最成功的案例。以色列国内的很多高科技公司意识到技术产品的最大市场仍是美国，而且最优质的风投也在美国，所以很多技术类创业公司的创始人直接搬到美国居住，或直接把核心管理团队移至美国，这一点能帮助创业公司获得成功，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美国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但技术研发团队仍然在以色列境内。

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在意识到创业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价值后，试图通过国家项目辅助或自主建设一个投资区。智利政府建立创业和风投园区的实践堪称典范，智利通过政府战略主导了两个项目：“创业智利”（Start-up Chile）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将智利海外的企业家吸引回国；“进入市场”（de la Idea al Mercado）项目则每年举办一次创业者挑战赛，将获胜的五支团队送往硅谷，让它们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进行为期四周的孵化计划。虽然有很多国家正在尝试类似于智利的政府策略，但是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一则缺少足够的资本，二则风险投资人的专业能力非常有限。

相较于其他还处于摸索阶段的新兴市场的风投，中国的风投行业已经走到了拐点，惟一与之匹敌的可能只有印度。尽管风投在中国的历史很短，大概只有15年，但已经迅速成长为资助早期公司的重要资本来源。

20世纪90年代，几家重量级的投资公司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出现并成为中国商业实践的重要资源，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IDG、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汉鼎亚太（H&Q Asia Pacific）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风投公司。到了21世纪，红杉资本、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简称KPCB）等风投行业的双子星进入中国，寰汇投资(Granite Global Ventures，简称GGV)、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DCM等风投公司也随之而来。

这些美国的风投公司与风投的本土团队合作紧密，而本土团队因其对当地文化和行业的深入了解以及自身丰富的本土投资经验，帮助美国风投迅速克服了本土化问题。从此，中国的风投行业突飞猛进。根据风投行业调研机构Dow Jones VentureSource的数据，2011年，中国的创业公司共获得了62亿美元的风投投资，投资额比一年前翻了一番。

2012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降温，投资总额又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37亿美元。IPO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变现退出都没能按计划和预期实现。英特尔投资公司的前任副总裁克劳迪·莱格利斯（Claude Leglise）说，“如今风投公司的退出可能越来越小”，风投无法实现预期的收益以证明自己投资的正确性。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市场过热时风投公司高估了创业公司的价值，没有预见到市场的冷却速度如此之快；更严重的是，即使实现了变现退出，这些风投公司也无法把资本撤回美国。

但即便是在低谷期，进入中国的风投资本总额仍然大得惊人，远超出美国风投公司在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很难讲这究竟是流向中国的热钱还是长期趋势。我们访问的很多风险投资人都十分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梅菲尔德风投公司（Mayfield Fund）合伙人蒂姆·张（Tim Chang）的看法一致：“如今是美国风投公司探索中国市场的大好时机。”

中国市场已经突破了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制约和瓶颈。尽管很多中国的本土创业公司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获得资本，比如本土的风投公司、基金、孵化器和天使投资等，但是仍然有一些有成长空间大的公司希望从硅谷获得投资，尤其是处于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的公司，比如电子产品制造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清洁能源和生命科学行业。因为，硅谷的风投在经验和专业上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品牌声誉，对某些领域的了解非常深入，且在该行业已经建立了非常广泛的人脉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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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感

建立信任感的作用显而易见。只有获得风投的充分信任，它们才会把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交给你；尤其是对千里之外的创业者，它们需要明确知道自己没有信错人，所以不可能因为“一见钟情”就选择你，你需要循序渐进地建立和稳固双方的互信关系。

此外，美国风投一般都希望成为战略合伙人。按照英特尔投资公司前任副总裁克劳迪·莱格利斯（Claude Leglise）的说法，创业者有一个普遍认知错误，“不把投资人看作是合伙人，认为只是要按照法律要求每年容忍他们一次即可”。实际上，美国风投希望创业者尊重并听取它们的建议，而不是把它们当成经营负担。相对地，它们也希望倾听创业者的业务发展规划。有些创业者觉得难以接受风投极力想要成为合伙人的要求，因为谁都知道，公司与风投的关系只是暂时的，投资人早晚会择机退出。但无论合作期限长短，只要你还想从风投手中拿到钱，你就要在制定战略决策时，把风险投资人视为关系紧密的合伙人。

人们能从很多方面获得信任感，比如以前的交情，无论是业务上的还是私人交情都会拉近双方的关系；共同的关系网，同学圈子或同事圈子里的朋友能够帮助维持双方的信任期；文化纽带，人们倾向于信赖与自己文化习惯相近的人相处；业务之外的私人交情，经常走动或在尽职调查期间互相认识和了解对方的家庭，能够形成“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对于发展中市场中创业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弥合双方对文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理解差异。必须承认，新兴市场的企业家在带领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领导力风格。美国风投鲜有投资新兴市场创业者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不理解当地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不懂当地文化和商业规则。

两种办法可以尽量减少双方的误解。解决办法之一是，那些没有与西方风险投资人打过交道的创业者要找到一个有此类经验的高管加入公司。哪怕是在美国接受过MBA教育的人也会有帮助。这样的“中间人”能够帮助你们互相理解对方的行为方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组成一个顾问委员会，由行业专家和了解美国风投的人组成，最理想的情况是，委员会里要既有懂得美国商业惯例的人，也有懂得本土商业的人；既有理解风投顾虑的人，也有尊重企业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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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


对风投而言，新兴市场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 薄弱的创新生态系统和行业生态系统会降低成功的概率。研究机构和教育体制仍处于发展阶段，支持性、服务类组织——供应商、分销商、技术性劳动力、服务提供商、配套产品提供商——不完备。这两种生态系统的不完善或缺失都会给创业者带来更大的挑战，给风投带来更大的风险。



• 金融市场和并购机制的问题会限制风投资本的退出。风投公司一般都依仗公司上市或被其他公司收购而退出先前的投资并从中获利，所以活跃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上市机制对风投来说尤为重要。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上市机会并不公平，或者对外资公司或外资风投控股公司的出售行为，有诸多法律限制。这会让正在考虑投资的风投公司止步不前。



• 美国风投公司很难理解投资国市场的复杂性。这本身就不是它们擅长的专业领域。但风投的有效收益恰恰依赖于它们对于创业公司的监管和它们能够提供的人脉等辅助性服务。除非它们对某个本体市场的某个具体行业已经了如指掌，否则它们能够提供的资源就非常有限，相应的投资风险就非常高。

（
返回阅读原文

 ）





证明你是惟一

如果想要吸引到美国风投，你必须证明你的创业实践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安永的调查显示，在风投选择的中国创业公司中，95%已经有正现金流或已能证明产品的市场前景。换言之，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司是在概念阶段就拿到风投资本。对于风投来说，它们要按照“全垒打”的标准衡量每一次机会，这意味着在6－10年间获得10－20倍的投资回报。所以按照这个标准，你的商业机会要格外出色，能够证明自己是在给风投提供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并有巨大潜在收益的商机。这些商机应该可以冲抵风投在其他投资上的损失，并可以抵消其在新兴市场投资时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另外，“合适”也很重要，你的公司要恰好是投资人所熟悉的领域。这就要调查这家风投公司过去操作的案例，确保你的公司与它所熟悉的行业相匹配。理想情况是，不仅行业匹配而且目标市场也是风投所熟知的，比如在本土市场之外，你也瞄准美国或国际市场，毕竟美国的风投更了解美国市场，它能够帮助你调查市场需求，同时也会给你建议。

瞄准美国或国际市场需求的公司会更对美国风投的胃口。UJ风投公司的埃里克·陈（Eric Chen）对我们说，他宁愿把新兴市场的机会留给当地的风投，除非是一个美国的团队把西方的商业机会带到中国本土市场，那他才会动心。否则他要花太多的时间，从头了解新兴市场的各种特点和理解其中的商业差别。风投不愿意做“一次性”投资，因为除了资本之外，它们的专业知识、人际网络是它们强于创业公司和能够控制创业者的砝码，而从零开始使得其优势毫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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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个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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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

当创业者和风投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时，风险投资项目会带来最佳收益——这是硅谷成功的秘诀之一。地理位置上的临近，让创业者可以更方便地利用风投的人际网络和监督体系，当然也更易于沟通交流和巩固互信关系。哪怕是喝茶、喝咖啡，短时间的会面也是维系关系的有效方式。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也有助于快速且顺利地做出决策。切记小公司在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就是动作快。

如果你的公司在远隔千里之外的新兴市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如果美国风投在当地没有设立办公室或分属机构，或者如果你的直接联系人在美国，那么你在硅谷或波士顿128号高速路设立一个办公室，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更为理想的情况是你有一支高管团队常驻美国。这也有利于打入美国市场或在美国寻找业务合作方。不是所有的风投都会提出地理位置上的要求，但持续保持定期的、顺畅的沟通，也能营造出一种虚拟的亲近感。这样的亲近感能让风投清楚你公司的发展状况，在你遇到困难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不要将风投置于被动的境地，免得其在获知你的决定或公司状况时会大吃一惊，这种情况带来的不信任感会直接导致你的决策无法通过。

Yonja公司的模式值得借鉴，这家土耳其的社交网络公司总部设立在硅谷，公司CEO迪沃尔·赛义德（Dilwar Syed）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硅谷办公。“2007年我们决定接受美国的投资。把公司成立在硅谷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在土耳其并没有监管风投投资创业公司的先例。但现在尽管已有很多家土耳其公司依靠风投资金而创立，但这些公司仍留在硅谷，因为这样可以与风投、人才和公司的发展机会保持近距离接触。”如果无法像Yonja公司一样做到把总部建在硅谷，那么你就要找到其他的方法可以与风投保持联络，并善用其提供的人脉和机会。

如果你的目标市场只在本土，那么你需要非常详细地向风投解释你的市场机会，比如竞争定位、分销、定价以及其他方面的战略。你不能隐瞒公司所在的生态系统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隐患，比如不成熟的供应链、分销网络、服务网络和任何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市场风险、进出口贸易风险等。

如果你的目标市场是你没有任何经验的美国或国际市场，风投可能会放大这种挑战，因为作为新兴市场的创业者，你可能对美国市场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可能只知道美国高端市场特质的皮毛。如果你的高管团队中有一人了解美国市场，比如他是一位首席运营官或负责销售的副总裁，这样的核心团队构成都会让风投稍微安心，也让你的创业项目更具吸引力。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与风投公司临近的美国办公室仍然是一种沟通和加强联系的有效方式。



友好的交易结构

团队文化和公司的治理方式会影响风险投资人对你项目的判断，比如投票制、董事席位、例行董事会议和管理的透明度都非常重要，这些因素会影响风投是否支持你未来的决策。另外，考虑到你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发展速度或目标利润率，你可能需要向风投公司提供更多有投票权的股票。如果本土的法律对海外公司所有权问题有限制性规定，那么问题会变得更复杂，或者你要考虑提供其他“权利”来引起风投的兴趣。

为了让美国的风投能够以美元形式收回投资，你可以考虑采用符合法律规定的WOFE模式（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外商独资企业）。中国政府最初设计这一模式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但对于风投来说，这一模式便于撤出资本。当然，很多中国的创业者并不愿意考虑WOFE模式。

即使公司的运营和销售市场都在新兴市场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都愿意与美国风投合作。其实新兴市场的创业者也可以考虑其他发达国家的风投公司，它们同样非常了解和擅长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比如，一家成功在非洲14个国家运营的通信公司Celtel最初就与欧洲的风投公司合作，之后Celtel被MTC以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现在Celtel属于Zain）。

对于新兴市场的创业者而言，美国风投无疑是明智选择，这可以让公司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就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起点。但是即使是高利润回报的、团队强大、商业模式具有说服力和已有成功战果的创业者想获得风投公司的青睐也绝非易事。我们总结出四项一般性原则，帮助新兴市场的创业者提高获得风投垂青的几率，获得独一无二专家资源和更丰厚的资金。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创业者，风投公司不会承担任何风险，也不会追求高风险的刺激，它们希望以最低的风险收回最高的投资回报。另外，即使在美国的创业公司，获得风投的几率也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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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文·切辛斯基是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兼总经理，也是斯坦福商学院客座教授。格雷戈里·帝斯是杜克大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项目资深研究员，也是社会企业家进修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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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想创造出社会和商业价值，社会目标、明确的需求、评估社会和商业价值、设立合适的创新结构以及合作创新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这一研究发现，对刚刚开始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领导者看到了“社会问题”的两面性：限制公司发展的同时，蕴藏着大量商机。很多人却苦于不知如何设计和执行社会与商业利益双赢的计划。








原因
 　企业通常没有社会使命做指引，不知道如何深入研究社会问题以驱动变革。首席财务官缺乏量化社会目标的经验，不知如何把社会效果和商业结果联系起来。这就很难与利益相关方形成网络，与不熟悉的相关方合作尤其困难。








解决方案
 　要建立盈利的社会企业，管理者应采用作者研究了30多家领先企业得出的框架。框架包括相辅相成的五个方面：植入社会目标、定义社会需求、衡量社会和商业价值，选择最优创新结构，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创新。






20
 05年，陶氏化学公司推出用Nexera油菜籽和葵花籽制造的烹饪油。现在，这种油已成为陶氏化学公司最畅销的产品。它有诸多益处：首先，油菜籽和葵花籽的每公顷产油量是大豆的两倍多，这令它们备受农民青睐；其次，它的保质期和“油炸周期”更长，降低了食品加工企业和食品服务业公司的运营成本；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其他竞争品相比，这种油不含反式脂肪，且饱和脂肪含量最低。

陶氏化学的突破性创新代表了商业的最理想状态：通过创新，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为企业创造利润。在《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见《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2月合刊
 ）一文中，文章作者、同时也是我们FSG同事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指出，在实现企业商业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将成为未来商业竞争的“主战场”。

企业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看到“社会问题”具有两面性，即有可能成为限制公司发展的难题，同时也蕴藏着大量商机。尽管如此，许多企业仍不知如何将共享价值的概念应用于实践。为此，我们研究了包括陶氏化学在内的30多家企业，它们通过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实现了社会效益和企业价值的双赢。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始终坚持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相辅相成，实现它们之间平衡的最优状态的基础是公司文化、背景和战略。



[image: ]
植入社会目标

雀巢董事长花了20年时间，将商业愿景和农村健康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在建立大型社会企业方面颇有建树的领导，都将用可盈利的方式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视作企业“存在的理由”。雀巢、联合利华以及达能等食品企业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营养和健康公司；尼桑和丰田等汽车制造商将公司目标重新定义为“提供低排量的代步工具”；IBM、英特尔、威瑞森（Verizon）等公司则把改善教育与医疗条件、令城市更宜居作为核心使命（本文涉及的许多企业都是FSG的客户，或是为FSG的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

企业只有将社会使命植入企业文化，并分配一部分资源用来开发可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才能创造共享价值。对某些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回归原点，重拾企业建立之初的使命。2000年，达能CEO弗兰克·里布（Franck Riboud）发现，达能已经偏离“健康食品制造商”这一最初定位。他注意到利益相关方越来越注重营养，于是强调了四个主题，即创新、人、自然以及“达能为人人”（Danone for All），旋即出售了达能的啤酒、肉类、奶酪业务，回归并深耕于日常食品和饮用水等细分领域，并收购了婴儿食品和医学营养业务。

此外，领导可以发扬社会使命之外的其他企业传统，让组织向社会目标前进。陶氏化学推出菜籽和葵花籽健康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来自公司强大的创新传统。此外，公司高层认识到，许多全球性社会问题带来技术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市场机遇。为解决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企业在筹划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技术突破。

管理者认准社会创新的机会并抢占先机的时候，社会目标也可能在创新过程中逐渐浮现。1988年，为了使医护工作者避免因针尖刺伤而感染HIV等传染病，美国BD公司（Becton Dickinson）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安全注射器。由于注射器的成功，BD将更多资源用于该领域创新，研制出无针注射系统。如今该系统的业务规模已达20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25%。

要想把追求共享价值的机会转变成为日常经营活动，企业就需要清晰地定义社会目标，在公司内外进行宣传并将它植入战略规划和预算制定等核心流程，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建立起激发员工最好状态的文化，并让合作伙伴也成为同路人。

为强调企业的社会目标，领导者应当不断描述并量化全球性挑战所蕴含的商业挑战和机遇。雀巢董事长包必达（Peter Brabeck-Letmathe）花了20年时间苦心研究公司发展与边远农村健康水平、水资源、消费者之间的关联。边远农村是雀巢许多产品的原料产地，水资源是维护全球食品安全的必需品。如今，雀巢要求所有区域经理制定商业计划时，都要把上述问题放在与为股东创造利润同等重要的位置。



定义社会需求

很多企业明白深入了解需求的重要性，更有一些企业会进一步探究造成需求的社会原因。它们为全面了解问题进行大量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影响人群及其数量、进步的阻碍、如何改变、以及可选合作伙伴。研究所得让企业能够预测资源需求，开发相应的业务模式并找出公司内外部资源。

雀巢对营养不良问题的关注就是一例。雀巢曾面向印度低收入人群推出仅售3卢比的美极魔力咖喱（Maggi Masala-ae-Magic），在那之前，雀巢公司研究了印度人的营养状况以及缺乏哪些微量元素，发现70%的3岁以下儿童和57%的女性贫血。随后研究人员拜访了1500户贫困家庭，以便了解他们的烹饪和饮食习惯。调查发现，香料是添加铁、碘、维生素A等重要微量元素的最理想介质，它最常食用且能够掩盖微量元素的异味。随后，雀巢迅速研发、生产和推出新品，在短短三年间售出了1.38亿份魔力咖喱。在印度，雀巢利用已有分销体系的同时，还新建非营利分销渠道，将魔力咖喱送到营养不良问题严重的偏远地区。

雀巢的例子说明，清晰地定义社会需求可以帮助企业在业务起步时设计好业务模式的规模，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影响多少人，也掌握了解决问题可能会涉及的经济和其他因素，比如面向农村地区的咖喱包的售价、从到目标群体所需的创新配送方式。

反之，如果企业对社会问题了解不深入，就很可能事倍功半。玛氏食品公司一直将非洲西部可可产地的贫困与可可产量下降、全球供应短缺联系在一起，在几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大量的地区性项目，比如，开设学校、培训农民，但是收效甚微。玛氏与跨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研究后，发现单靠在产地设立辅助项目无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而是需要行业变革方案。

之后，玛氏着眼于更广阔的范围，从全球化的视角解决这一地区性问题。如今，在西非的科特迪瓦，玛氏与政府、行业伙伴和NGO的合作已长达10年，致力于将玛氏科学家和农业专家开发出的创新方案用于实践，比如首次嫁接优质的克隆可可枝条，让老树在嫁接4年后就可以丰产；建立示范农场和“可可医生”之间的关系网络，“可可医生”向农民提供肥料、培训和嫁接服务。玛氏及其合作伙伴的创新因地制宜，而且可以大规模推广。



衡量共享价值

可推广、可复制的社会与商业效益共赢的项目，需要企业拥有强大的流程监控能力。但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评估体系可以监控和量化项目的进展情况。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正在创建一套行业标准，让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依据这套标准比较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但这套标准是否能衡量价值还有待观察。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IRC）正在制定覆盖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在内的通用报告框架，不过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同时，我们研究了包括美国铝业、可口可乐、英特尔、洲际酒店、雀巢、威瑞森和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在内的十几家企业，得出可供企业使用的简明流程。下文将以可口可乐在巴西开展的Coletivo项目为例进行阐述。该项目有两个目标：提升低收入年轻人的就业能力；改善企业分销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进而增加销量。


评估商业和社会价值。
 第一步，企业需要预测社会环境的改善会增加多少销量，降低多少成本，进而会带来多少利润；然后将这些预期收益与所需资源相比照。这是一个迭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社会条件才能激发出潜在的商业价值，还要思考实现改善社会状况的策略以及吸引投资的可能性。

2008年，巴西可口可乐公司花了6个月时间制定Coletivo项目，该商业计划倡导与当地NGO合作，为年轻人提供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零售、业务拓展及创业等，然后让他们与当地零售商一起改善运营。可口可乐公司希望，借此能帮助年轻人提升个人能力，给他们提供实践经验，并极大地改善所在区域零售商的运作状况，比如仓储、促销、推销以及定价。这样就可提升可口可乐的销量，尤其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销量。公司估算了项目所需的投资额度，认为改善零售渠道、在目标群体中提升品牌知名度、提升销量这些收益远远大于所需投资。严谨的商业计划令巴西可口可乐公司管理层信服，同意开展项目试点工作。最终，该项目于2009年正式启动。


中期评估并追踪项目进展。
 企业可以把商业计划用作路线图来监督项目进展，判断它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社会与商业利益共赢的目标，从而检验此前对社会和商业两方面的预判，弄清哪个方法有效、哪个无效，然后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过，由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收效，可口可乐的方法是进行中期评估。从Coletivo启动之初，可口可乐公司就要求它的NGO合作伙伴们记录参与项目的青年人数、零售商数量以及零售商的业绩。通过比较不同区域的中期进展，该公司找出了最佳方法并照此改进培训项目，比如更强调领导力、自信等“软性能力”，而非机械的销售技巧。


评估共享价值的产出。
 量化最终的社会和商业收益能帮助企业将模式扩展至其他区域，也能更有说服力地申请追加投资。

巴西可口可乐公司用了四项指标来衡量Coletivo的影响，包括参与培训的人数、参与者自信度的提升（由一家外部企业对他们采访得出）、增长的销量以及目标区域内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从建立到现在，该项目已经为5万多名年轻人提供零售知识、商业运营、商业基础概念培训；大约30%的人在可口可乐或是该公司的合作伙伴（包括小店以及麦当劳和沃尔玛等大型企业）那里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超过10%的年轻人在可口可乐小微贷款的支持下创业。根据追踪记录的销量、利润空间以及投资，可口可乐确认Coletivo项目可以在两年内盈利。受其鼓舞，可口可乐把该项目推广到了巴西的150个低收入社区。




谁在创建共享价值

陶氏化学

创新开发Nexera葵花和油菜籽油，一方面让美国人减少了6亿吨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另一方面形成了收入丰厚的业务。

雀巢

用强化多种营养的香料，帮助印度等国数百万营养不良家庭。该香料同时也是增长迅速的盈利业务。

诺华

为印度3.3万个农村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健康服务，该模式在31个月后盈利。

玛氏

促进跨领域合作，转变科特迪瓦的农村及周边地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可可短缺。

英特尔

培训超过1000万教师使用技术改善教育效果，并将之变成让企业盈利的业务。

BD公司

研制出无针注射系统，保护了数百万医护人员。该系统如今是价值20亿美元的业务，占该公司收入的25%。

沃达丰

用M-Pesa将手机银行服务带给东部非洲140万人，该业务目前是沃达丰最重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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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优创新结构

所有人都知道新项目存在风险，也知道在就财务、治理、管理系统问题进行决策时，必须考虑新项目的特殊性，及其对公司现有业务的威胁。共享价值项目也不例外，创建新项目时，企业可以选择四种方式：


依托原有业务。
 如果要在核心业务领域启动共享价值项目，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清晰的社会目标，深入了解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挑战，瞄准社会目标建立严谨而有说服力的商业计划（包括实现或接近企业常规投资回报率目标的可行性）。

参考上述条件，芬兰的Kemira选择了这种方式。2008年，这家多元化学品生厂商决定利用它在水化学方面的专业能力，提升高耗水行业的用水效率和能耗效率。该企业重组了研发架构，与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合作，更好地理解消费者需求，研究水处理的新方案。获得管理层首肯的方案由Kemira的核心业务团队执行，按照该公司的业务流程进行管理。


设立相对独立的单元。
 如果某个创新项目满足上述条件，但未能达到企业的财务要求（比如，它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真正盈利），那么企业就应让它独立于现有业务。

2006年，诺华采用了这一方法。当时诺华建立了Arogya Parivar（印度语，意为“健康家庭”），致力于帮助新兴市场中数百万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穷人。该项目从印度农村起步，从公司业务范围中选出治疗11类疾病的药品。公司设法降低药品价格（比如，提供少量药片的小包装），建立当地供货网络以确保供货的可靠性，还征募了数百名当地教育者宣传保健知识，并帮助患者寻医问药。

由于该项目需要大量投资，同时定价极低，企业预计该业务盈利所需时间会超过其他业务突破收支平衡的时限。因此，诺华将该项目放在其社会业务板块中，该业务板块使用企业的种子基金运作，有独立的管理团队和流程。

最后，该项目31个月就实现盈利，远比预期时间要短。如今它服务于印度3.3万个村庄、4200万人，还将被扩展到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越南。


获得公益机构或政府的支持。
 如果企业看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但盈利前景不明朗，可以利用公益基金或政府基金进行试水。公益机构和政府的支持，能让企业尝试新项目却不必将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推向危险境地。最初，社会项目应独立于组织之外，一旦找到并证明商业模式的可行性，企业就应当逐步将其整合进现有业务。

英国电信企业沃达丰（Vodafone）的M-Pesa手机银行业务就采取了这种方式。沃达丰的一些外部团队认为移动技术可以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人们享受金融服务，但该公司的其他人却怀疑并反对在该项目上投资。因此，沃达丰从英国政府的国际发展部获取资金来支付初期的研发，从而打消内部疑虑。该项社会项目独立于沃达丰的业务之外，用了两年时间进行试点实验。

在证明了M-Pesa的商业可行性之后，已有本地业务的部门开始进行扩展性投资。如今，M-Pesa（有些国家称其为M-Paisa）由沃达丰的国内子公司管理，是该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在沃达丰有少数股权的肯尼亚分公司Safaricom，M-Pesa的收入占比为18%。沃达丰受到M-Pesa的成功鼓舞，继续与公益组织和政府机构合作，在农业信息服务、应用程序远程监控、能源消耗管理等其他领域尝试社会项目。



社会企业Embrace造出仅售200美元的保育箱，比通用电气定价2000美元的保育箱更适合当地物价水平，于是GE与Embrace合作解决印度新生儿死亡率高的问题。


为外部创业者融资。
 如果无力深入了解问题、难以制定出划算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企业也可以资助外部的社会创业者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企业可以学习他人的做法，也可以获得自己的解决方案。

医药企业Boehringer Ingelheim就采用了这种做法。通过“创造更多健康”项目（Making More Health Program），该企业资助社会创业者，为32个低收入国家寻找获取医疗服务的渠道。Boehringer Ingelheim如今已经吸收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经验，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商业价值。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推出的“健康创想”计划（Healthymagination Program）中的部分项目也与社会企业合作，开发穷人买得起的健康产品。

通用电气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印度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该问题与印度缺少早产儿保育箱有很大关联。通用电气的研发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重新设计保育箱，大幅降低保育箱成本。即便如此，公司也只能将价格定为2000美元，这对印度医院和诊所而言还是太贵。后来，通用电气了解到，社会企业Embrace研制出了售价200美元的保育箱，通过在睡袋中加入用热水保温的衬垫，保育箱能为婴儿保温6个小时以上。于是，通用电气与Embrace合作，在印度分销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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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造

与利益相关者深度合作、全面了解问题，然后设计并执行解决方案，可以称作“合作创造”。这是在商界广泛运用的方式（详见《建立共同创造的企业》(Building the Co-Creative Enterprise)，《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0年10月刊、《甲方乙方，协作创新》
 (Community-Powered Problem Solving)，《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4月刊，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我们研究发现，高效的社会创新企业也在采用相同的方法。他们有意地招募外部利益相关者，让他们与企业一起了解企业致力解决的社会需求，共同执行战略。他们采取的方法有两种：


争取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能是政府、基金会、大学、NGO甚至是其他企业。我们研究的企业都资助了利益相关方的研究，并说服后者的领导人来做企业的顾问或咨询师，雇用有商业及社会领域经验的人来领导项目。此外，这些企业还向利益相关者坦承自己“社会和商业价值共赢”的目标。

惠普的机器能够扫描、打印材料，也能够通过蜂窝网络快捷传输数据。惠普公司与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肯尼亚卫生部合作，搭建协作网络，缩短肯尼亚幼童艾滋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该公司研究如何在当地铺设IT基础设施，让美国国家实验室能够稳定而高效地接收、处理、发送艾滋病检测数据。随着项目的发展，将纸质记录整合到数字系统中已成为必然趋势（大多数医疗信息写在纸上，部分原因是政府要求）。惠普预计发展中国家公共医疗机构对该机器的需求将达到150万组。此外该机器在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将迅速增长。

玛氏动员了包括政府、国际发展机构、NGO、大学以及跨国企业在内的20多家机构加入其合作网络，一同改善科特迪瓦的可可豆种植状况。玛氏资助了科特迪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和几家国际大学的研究项目，旨在栽培高产量、高抗病性的植株。该公司确保世界农林中心（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的专家把上述机构的创新成果送到农民手中，从世界银行雇佣专业人员来领导该项目。在整个过程中，该公司将几方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可可豆产量增长与全球供应中公司获得的利益，作物产量提高带来的政府税收，最为重要的是，可可的产量变成原来的三倍，农民可从中得到收益。


利用他人的能力。
 我们研究的企业利用了合作伙伴的配送能力。比如，雀巢发现Drishtee基金会努力通过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推动印度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印度偏远的北方邦是严重缺乏微量元素的区域，Drishtee基金会为向北方邦供货，在当地建立了分销系统。因此，雀巢选择与Drishtee合作来分销魔力咖喱，无需再造一套分销系统。

诺华的Arogya Parivar部门发现，农村医生和药剂师诊断设备购买困难、无法储备必需药品的原因在于缺乏金融服务。诺华认为金融并不是自己的强项，于是决定与当地微型金融企业合作。

企业要想创造社会和商业价值，社会目标、明确的需求、评估社会和商业价值、设立合适的创新结构以及合作创新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五方面实际上是互为支撑的关系。社会目标帮企业找出可能想解决的问题，反之亦然：如果企业对社会问题了解得更加深入，员工对社会目标的投入度将会提高。牢固的社会目的对合作创新同样重要，因为它构成信任的基础。对不同地域特殊需求的把握，能帮你了解可改善的问题、有多大改善空间以及改善问题将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潜在共享价值的多少可以被预测，企业可以将预测结果与企业的财务标准相结合，找出社会创业最优创新结构。企业如果向新员工、合作伙伴提出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双赢的目标，就会让新人与合作伙伴造就实现双赢所需的能力。

许多领先企业已经有意识地推动这五个方面的发展，成功创造了共享价值。它们采用的方法可能各有千秋，但却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壮大企业、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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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亚洲并购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并购后整合（PMI）处理不当。成功的PMI通常包含八项核心实践，而组建合适的PMI团队也非常重要，这一团队应该具有三个重要模块——合并管理、价值捕捉和合并支持。






近
 年来，亚洲并购交易占全球并购交易的比例有日益上升的趋势。这有赖于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和增长的雄心。涉及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数量过去十年已增长了四倍，交易金额的增幅更是达到了六倍。根据这样的增长幅度，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在2022年将多达每年2万宗，交易金额则会超过2万亿美元。

不过，能够创造价值的并购交易数量非常之少，实际上很多并购活动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的研究表明，亚洲并购交易中仅四分之一实现了预期收益，究其缘由是企业并购后整合（Post-merger Integration, PMI）处理不当。其中缺乏沟通、预期不明确、并购后组织结构混乱、领导力不足、缺乏计划、动力不足等都是主要原因。

并购交易之后，整合不会自然发生。通常情况下，很多企业对于有效的并购后整合重视不够，这些企业收购了其他公司，只是做出了一些努力合并生产环节或后勤人员，然后就坐等好的结果发生。而成功与失败并购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如何进行整合管理。



八项PMI最佳实践

审视赢家的做法总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与很多成功完成并购的亚洲企业进行过合作，发现推动它们成功整合的有8项核心实践。


1．制造紧迫感



时间是并购活动的关键。科尔尼研究表明，80%的协同效应价值都是在并购后第一年实现的。错过12个月的窗口期，大部分价值都会消失。因此，制造紧迫感对于并购后计划极其重要。

并购成功的公司在正式合并后之前就会组建跨部门团队，这些团队与独立的咨询顾问在保密的环境下分析那些在交易正式完成前不能分享的信息，制定公司可以在合并后第一天出台的计划，以捕捉协同效应。


2．快速选择领导团队



我们相信，大型的变革性整合需要丘吉尔风格的领导，他们了解公司在争取什么，并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我们建议公司在交易法律程序正式完成前确定首席执行官（CEO）。在开始阶段，必须明确负责人。

指派的CEO可以立即面试来自两家公司的候选人，在整合开始之前决定下一级管理层。第一层级管理者的职责应在第一周结束前确定并向整个公司通告。快速选择领导团队的过程要透明、统一、目的明确。另外，首席财务官（CFO），首席投资官（CIO）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对合并的成功都非常关键。


3．保持开放、频繁、及时的沟通



沟通在整个整合过程中都非常关键。合并行为可能会使很多利益相关方感到焦虑，包括员工、股东、供应商、顾客和客户等。我们建议客户坦诚地告诉员工裁员的情况，或者告知员工宣布有关工作决策的时间。

另外，管理层还必须关注博客世界。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方式是尽量多地发布整合期间的信息，并给员工提供这些关键问题以及决定发布的时间表。例如，如果有博客推测某工厂将要关闭，你可以指着时间表告诉他们，三个工厂正在审核，其他18家工厂没有。然后说明决策出台的时间，让人们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这将有助于控制焦虑情绪。


4．关注点放在客户和渠道伙伴上



在一项合并交易中，人们通常不能脚踏实地关注眼下的现实任务，而容易关注内部问题，如“我的工作能保住吗？”，“谁会成为我的老板？”，或者“合并后这个系统或那个流程如何工作？”等。但竞争对手清楚，这是你最脆弱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这一情况抢走你的客户。因此，制定结构恰当的并购后整合（PMI）计划可以让公司把关注点放在客户身上。

成功并购的企业一般会集思广益，共同制定客户保留计划。这些计划在并购整合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因为该计划需要现在的销售和高管团队参与，消除各自客户的疑虑，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当并购整合邻近之时，实施的计划内容一般包括：新公司CEO和高管在整合开始前一周访问主要客户，再次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或公司只是做出改善。


5．建立强大的组织结构



并购后整合的有序执行需要一个强大、组织良好的团队。其中的关键是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PMO），负责协调全部工作和各个团队。项目管理办公室通常由外部咨询顾问和公司内部人员组成。选入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员工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足够强的个性与能力，能够说服人们并激励他们按时完成工作。项目管理办公室应保留一年或以上，被选出负责这一工作的员工必须专注于整合事宜，直至整合过程完全结束。

要完成这一任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必须拥有足够的授权、清晰的职责和高层领导者的支持。成功完成并购的企业一般倾向于在正式合并之前的60天就建立明确的、资源丰富的组织结构来支持整合，并且持续到整合完成之后。


6．严格管理风险



对于那些可能对整合带来威胁的事宜，企业需密切关注相关指标，运用一系列成熟的汇报工具来识别和追踪风险，确定风险优先排序。风险管理的关键是沟通：项目管理办公室需要了解每个团队的进展情况和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最大的风险是高价值员工的离开，高端客户的丢失，以及员工士气和动力的不断下降，还有就是合并后的新公司虽然规模扩大了，但却不能捕获合并的全部价值。


7．积极解决文化问题



公司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价值的创造：有些公司采取扁平型组织结构，奖励个人主动性，它们重点关注员工，相信高积极性员工的自然生产力必然可以促进企业的增长。而也有一些公司采用层级型结构，鼓励过程导向的行为，重点关注顾客。文化冲突——具有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和来自不同国家企业员工之间的冲突，可能使整合陷入困境。那些实现成功合并的企业会进行评估，它们知晓文化差异，制定了缩小文化差距的策略，从而使组织变得和谐。


8．设定明确目标，管理预期



企业需要设定明确、积极的目标，要确定从哪里和如何捕捉协同效应（包括期望程度和实现时间），以及要知道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如果有清晰的方案和基准，整合团队和业务经理就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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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功的并购展示的“最佳实践”（资料来源：科尔尼分析）





实施可行的PMI计划

如果整合行动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有坚实的合并管理结构支持，使用经过测试的工具和技术，那么整合将会取得成功。

除了上述8项PMI最佳实践外，企业还要制定切实的并购整合计划。我们为此设计一个特别的整合框架（见图“科尔尼并购整合框架”

 ），用以帮助并购企业建立清晰的结构，规划整合过程的所有步骤。任何整合过程的第一步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合并管理，包括构建整合项目结构，建立整合能力，启动本土化计划；第二是协同价值捕捉，涉及价值来源评估，制定价值捕捉的组织策略；第三是合并支持，侧重IT战略整合，HR政策协调，是所有并购过程中最关键的功能。

下面我们具体阐述这几方面。


首先是合并管理。
 大多数合并交易失败的原因都是执行不力，而非战略基础。几乎所有典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指定详细计划来避免。如果整合活动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有坚实的合并管理结构支持，使用经过测试的工具和技术，那么整合将会取得成功。

专注、有序、运行良好的整合过程是从高层开始的。在整合开始之前计划开始之时，CEO需要制定一套指导原则，支持整个整合过程。

指导原则通常包含大约多个重点，侧重整合活动的主要目标和整合过程本身。以我们合作过的一家消费品公司为例：该公司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给予客户、员工和合并本身同等程度的关注。该公司的第一条指导原则就是“客户是关键”，这对该公司的并购后战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公司需要快速整合销售团队，以做到最小化客户流失。这家消费品公司的指导原则要求对所有员工要公平、尊重，公司甚至声明，“我们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这有助于强调一点：每个人都将从合并当中受益，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协调两家或以上公司的整合是组织内部的活动。通过若干工具和技巧可以让团队集中精力，帮助高级管理层了解清除前方障碍所需采取的行动。

第一个工具是团队宪章。这是各整合团队撰写的单页文件，总结了团队的目标和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协同蓝图，是由各价值捕捉团队撰写的单页文件，提供有关各自团队所实行效益举措的详细内容。第三个重要的工具是快报，由各整合团队分别撰写，提供更新的活动内容、成绩以及需提交的问题。其他一些工具可以让利益相关方了解整合活动的概况，当问题发生时他们可以及时介入处理。在这些工具当中首先是高层次总体规划，是由项目管理办公室制定的。


其次是协同价值捕捉。
 几乎任何整合实践都可以利用若干核心领域释放整合价值。我们一般关注使资产和投资更为合理化，以及提高运营生产率和促进收入增长的方法。

在合并法律程序正式完成之前，咨询顾问和高级业务经理应已经分析并确定了所能创造的价值，并详述了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时间。接下来，价值捕捉团队需要彻底检验协同效应预期，并将那些计划纳入协同效应蓝图。

我们建议企业使用优先级矩阵，该矩阵按照实施难易程度所对应的价值展现了可能的影响。各团队重点开展快速有力的行动，通过率先实施容易开展的高价值计划来创造价值。优先级矩阵将展示那些通常能在结构良好的整合中创造价值的核心协同领域。


第三，合并支持是连接一切的胶合剂。
 人力资源（HR）和技术部门（IT）在任何并购交易中都是最关键的角色。人力资源和技术的风险高，任务关键，既能够促进合并，也可能会让价值在整合完成前丧失掉。

在合并发生之前，人力资源部门需要进行资源盘点，弄清楚哪些人员能够增加价值，哪些部门存在人员冗余，然后据此设计新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需要整合制定出一套福利计划和人才保留计划，确保留下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源。

并购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最优秀员工的潜在流失，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不确定性，或担心新公司会安排给他们不好的职位。企业需要有一个管理这类风险的框架，确定优先考虑的员工，并将他们分为公司的临时资产或长期资产。人才保留计划设计的目的是留住员工，确保合并后的公司能够捕捉到这些关键员工的价值。

合并会使员工感到焦虑。此时，在引导两公司员工顺利度过整合中必然出现的情绪起落，人力资源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人力资源领导必须向两公司的员工说明整合的益处，为其安排在新的组织中工作所需要的培训，并提供资源和激励措施，帮助其达到新的业绩目标。另外可能会增加并购的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是两公司固有的企业文化和国家文化差异。收购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和项目管理办公室需在并购发生之前明确评估文化差异所在，同时制定减小这些差异的策略。

信息技术对合并企业的顺利过渡和创造快速可靠的价值同样至关重要。如果IT整合执行不善，造成销售和运营停滞，那么合并交易也可能因此失败。

收购方可以采取不同的战略进行IT整合。IT整合的五个方法包括：松散耦合系统、从众多IT结构中选择一个最好的系统、选择一个最符合并购后企业发展战略的结构、淘汰遗留的系统和结构、或尽量将系统问题外包给与公司架构方向相符的第三方。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要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财务状况。

最后，我们并不认为亚洲企业面临的并购后整合挑战比西方企业更大。但我们确信亚洲企业对并购游戏经验的掌握比西方企业要少。亚洲企业对并购后整合，以及整合工具和方法没有西方企业那么熟悉。另外，在并购活动中，亚洲企业不太愿意寻求外部专业帮助，它们更愿意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想在亚洲并购游戏中成为赢家，亚洲企业的高管必须加深对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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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尔尼并购整合框架（资料来源：科尔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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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纯毅（Chua Soon Ghee）是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著有《亚洲并购——激流勇进》一书。吴明方（Mui-Fong Goh）是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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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计算
 支持决策变革

熊静如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在即将到来的认知计算时代，计算机将具备学习、适应和感知能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方式。面对中国企业决策失误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局面，认知计算有了用武之地；企业要把认知计算变成决策辅助工具，必须进行三方面转变。





沃森机器人能够理解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能用人类的方式思考问题，迅速地从海量的大数据中挑选相关信息，根据用户的需求做出有根据的回应。


20
 11年，“沃森机器人”（名叫沃森的计算机系统，简称沃森）与美国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里，以优异的表现打败了最强的两位答题高手Ken Jennings和Brad Rutter。沃森体现了与人类思考问题能力相匹敌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展现的速度、精确度和置信度，令人震惊。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项吸引眼球的新奇技术能做什么；短短两年时间，沃森已经实现了超越，正在为更多行业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有专家表示，沃森的突破，未来将会带来更为深远的“智能计算支持决策变革”浪潮。

沃森是认知计算系统的杰出代表。谷歌、微软、IBM都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IBM中国研究院院长沈晓卫博士说：“对当前大量非结构化信息迅速有效浏览迫切需要一种新计算时代的到来，我们将它称之为认知计算系统。”

认知计算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工程，很多认知科学家在研究人脑的运行机制，致力于用计算机来实现这种机制，而且在不断突破计算的极限。脑科学界曾有观点认为自然语言是很难计算的。如果一个语言表达问题不能全部形式化，那么局部问题能否形式化？这是认知计算界要寻求突破的问题，而近年间已经实现长足进展，未来还将有更为震撼的突破。IBM认为，在认知计算时代，认知型计算机，在大数据感知环境下，将能“读取”人类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自然感官才能获取的信息，并且更为强大地实现人脑所具备的能力，即学习、感知和适应能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方式。

目前，基于认知计算技术的“沃森沟通顾问”（Watson Engagement Adviser）其功能已经用于金融行业的客服工作。辅助医疗诊断方面，沃森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直接阅读医学文献和各种医疗文档，从医生看病的活动记录中学到相应的经验，帮助准确确诊病人。上述应用都被视为率先将认知计算应用到商业和民生领域，创造决策价值的典型。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运营层面的商业决策可以交给“沃森机器人”做分析。企业高管将从日常海量的大数据分析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需要依据判断力做出的方向性决策。

硬件方面，两年前参加电视竞赛节目的时候，沃森的配置是90台服务器，15TB的内存。现在它的运算速度已经是过去的240倍，且成本也低了很多，而且服务器的尺寸比披萨盒还要小，可放进任何一个数据中心——这让认知计算系统的普及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要想认知计算真正发挥作用，科学家们几乎需要对整个计算行业进行全方位改造——硅、系统、存储器和软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开发全新编程模式。具有突破性的是：IBM科学家发布突破性的软件生态系统，旨在通过编程来设计出具有大脑功能及低功率、小体积、结构紧凑等架构特征的硅片。这项技术将允许用户构建出能够模拟人脑的感知、行动和认知能力的新一代智能传感器网络。

现代计算系统是在几十年前依据预定义的程序设计完成的。它们虽然是快速精准的“会计师”，但传统的计算机设计在功率和规模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在实时处理海量的大数据时会降低效力。相比之下，人脑——速度和精准度都相对较低——却擅长执行识别、解释和基于模式采取行动等任务，且功耗仅相当于20瓦灯泡，体积仅相当于两公升的水瓶。

在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同时，商业决策者在问：在面对包括自然语言、图像在内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时，沃森的辅助判断可信度有多高？它的商业化又将给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解码沃森如何进行精确判断

IBM研究主管约翰·凯利（John Kelly III）偶然在餐厅看了一期《危险边缘》，突然萌生了“是否可以让问答机器人来参与这个项目”的想法。IBM那时已经在认知计算技术领域探索多年，但该档电视节目的问题非常深奥，大量运用比喻、谐音、双关等修辞方法，问题是陈述句的形式，却要求参与者用问句给出答案——总之，一切都不是通常计算机所熟知的、确定的、规范的问题与答案格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参与竞赛的“沃森”由20多位成员组成的核心团队在5年多的时间内研发完成，IBM全球的多个实验室及合作伙伴参与其中。沃森团队在“回答复杂问题”目标上构筑起场景分析、推理链条（Inference Chaining）和学习工具三项功能，并建立起“沃森路径”的用户界面。它同时具备百科全书般渊博的知识以及迅速的反应能力，能够使用自然语言在回答复杂问题方面击败人类专家。但当时的沃森问答机器人受限于游戏规则，所有答案信息不能超过一页纸的篇幅，如今，沃森已经能够处理更具开放性的问题，能够识别并解读图像、数字、声音以及面部表情信息。它将能够与人类对话，使用海量信息来处理极端复杂的问题。正如约翰·凯利所言：“我们的目标是将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运用到医疗和教育领域，再扩大到金融服务和政府工作中。”（见 图1《沃森问答机器人的研发结构》

 ）




图1 沃森问答机器人的研发结构


沃森项目团队由Jeopardy!节目想到可以开发能参与问答的机器人，设定“回答问题”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上构筑起场景分析、推理链条和学习工具三项功能，并建立起“沃森路径”作为沃森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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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认知助手”有一套独特的“思考”流程，并配有置信评估体系，对每一步的分析推理给出可信度。沃森是如何从问题中提取出答案的呢？这需要经过以下过程：1．当问题首先提交给沃森时，它会对问题加以解析，以提取问题的主要特征。2．它会通过查阅资料汇编，寻找包含潜在有价值答案的段落，从而生成一系列假设。3．它会使用各种合理的算法对问题的语言和每一种潜在答案的语言进行深入比较。此步骤充满挑战。有数百种合理的算法，每一种都拥有不同的比较方式。例如，某些比较针对的是词汇和同义词的匹配，某些针对时间和空间特征，某些针对使用环境信息的相关资源。4．每一种合理的算法都会生成一个或多个记分，以表明基于该算法所关注的特定领域，由问题推断出潜在答案的准确程度。5．随后会利用统计模型对每个生成的记分加以权衡，此统计模型会捕获该算法在沃森“培训期”内针对该领域中两个类似段落之间建立推论的表现效果。然后，该统计模型可用于总结沃森对于由此问题推断出候选答案证据的置信度级别。6．沃森会针对每一个候选答案重复此过程，直至找到表现最强大的候选答案为止。

概括而言，沃森系统集成了多元算法，从不同的维度分析备选假设的证据，如类型、时间、空间、流行度、段落支持度、来源可靠度、语义相关度等。每种分析都产生一些特征或评分，反映在相应维度上的证据对备选答案的置信程度。从而保障回答的精确度。（见图2 《沃森如何从问题推导出答案》

 ）

即便如此，科学家们无法用算法来保证沃森能够应对任何一个复杂情境，所以他们为沃森设计了一套动态学习机制，可帮助基于成果改善学习，使每一次迭代和交互都更智能。该学习系统能够在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基础上进行学习，从多种来源获取信息，包括文本、数字、视觉、感应，以多种人类的自然方式进行交流，并在交流的过程中找出关联、建立假设，提出最佳行动建议。同时，沃森实现从由“决策树驱动的确定性应用程序”转变为“与用户共同演进的概率性系统，并有反馈环（Feedback Loops）用以评估建议的质量，并依据反馈信息改进决策辅助系统”。由此，沃森能够在基于海量信息挖掘中找到表现最强大的答案。




图2 沃森如何从问题推导出答案


[image: ]


（
返回阅读原文

 ）



沃森研究中心技术主管埃里克·布朗博士（Eric W. Brown）认为，场景决策情况下的沃森决策流程具有普适性，未来完全有可能运用到广泛的决策领域，从现在已经应用的医疗诊断、客户服务，到未来可能拓展到更广泛的商业战略决策——比如，进入新市场的决策分析，对新市场的不同市场现象进行推理分析，并得出结果。



“认知决策助手”的用武之地

如今企业大量投资于数据分析与聘用数据科学家，但投资收效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在于大数据很难被全公司需要使用数据的人所熟练掌握并经常运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珍妮·罗斯（Jeanne W. Rossis）认为，企业需要进行变革，才能将大数据中得出的观点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很多企业可能根本无法实现这种变革。（详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2月刊《你也许不需要大数据》
 ，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

在认知计算时代，人类和计算机将更加紧密的连接。沃森已经在医疗和金融领域崭露头角，显示出了强大的认知分析能力。沃森的行业应用是认知计算系统助力行业决策的先驱性应用。已经开始体验这一应用的人们发现，问题解答能力很有用，但还有更有价值的部分，他们将沃森看作是发现工具，通过人机交互，这帮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工作。


沃森具有个人判断难以企及的全面与准确性。
 在医疗行业中，病例记录、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卫生部门掌握的原始数据等都属于零散、不成体系的信息，从理论上来讲，沃森可以让这些数据派上用场。在对病人进行检查的时候，沃森会静静地在一旁收集数据，它接触病例越多，诊断准确率也越高。马蒂·卡恩是IBM负责训练沃森应用于临床小组的负责人，根据临床经验和学术研究，他认为1/3的医疗事故是由误诊引起的，造成误诊的重要原因是“锚定偏差”（又名沉锚效应，一种重要心理现象）：人类倾向于过分依赖某个单一的信息。诊断过程中，医生通常在听取了病人对两三个症状的描述后，就会做出与症状相符的诊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忽视了其他信息。卡恩表示，沃森出现这种失误的几率要小得多，它可以弥补人类无法处理大量信息的局限。他认为在未来，机器人医师会像听诊器一样，是医院必不可少的工具。


沃森具备发现和学习能力。
 沃森在进行病例诊断后，会给出多个治疗方案，每个方案都会附有相应的可信等级。在实时金融风险控制领域，认知计算技术可以让人们实现秒级的风险检测与防范。沃森可以被培训为行业专家，同时还能够通过学习系统和反馈环来不断更新它对知识库中信息的理解。比如，语言是令人机交互更加高效的关键，而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有一套行业专属的术语体系。IBM沃森研究中心与克利夫兰医学院的医生以及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合作来训练沃森适应新角色：帮助医生诊断疾病，为病人找到最佳治疗方案。与之同理，在应用认知决策助手之前，企业首先要“培训”认知助手，使之适应其行业所需。美国最大的健康福利提供商WellPoint就是一例。WellPoint公司与IBM合作训练沃森，使之能够理解美国的医疗编码系统以及WellPoint的医疗政策、诊断指南。2013年年初，沃森吸收了超过2.5万个测试案例以及1500个WellPoint的真实案例，能够解读询问的含义并分析问题。WellPoint已开始测试使用沃森作为医护人员治疗决定的工具。


沃森能够以人性化的方式输出数据洞察。
 想象一下，银行客户经理正在和客户顾问聊天，讨论客户的退休计划，但不确定该如何协调客户的投资、退休存款和保险，让其能享有安全、舒心的晚年；有认知助手辅助的客户顾问，则将能够迅速地按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出一个计划。沃森参与顾问人性化的交互方式使其在应用于客户服务领域时能够极大地提升客户体验。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ANZ，在全球33家企业运作，在金融服务领域与IBM合作开发未来可能性。目标是向财富管理者提供认知助手，帮他们更好地给银行的200万客户提供建议。

花旗已经于2012年开始采用技术帮助分析客户需求，处理大量最新金融、经济、产品和客户数据的方法。花旗银行客户期望以整合的方式获得及时和高水平的服务，包括电话银行、ATM、在线客服、或在分行进行柜台交易等，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花旗集团首席行政总裁兼首席营运及技术官卡拉翰（Don Callahan）说：“花旗正在重新考虑并设计金融交易和交互的方法。运用沃森技术针对日益发展的数字和移动生活方式为客户提供全新的安全服务。”

包括澳新银行、马来西亚通信服务商Celcom、市场研究公司HIS、调研机构尼尔森及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各行业的领先企业都在通过沃森参与顾问拓展顾客互动能力。



迎接决策变革的三个转变

不久的将来，建立在认知计算基础上的决策助手，可以帮助那些想从大数据中获益的企业解决两大障碍：一是数据来源不统一、格式混杂造成的整合难题；二是数据分析很难被直观地理解和运用的问题。

目前，中国企业的决策失误率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情况，在其2012年审计调查的53家中央骨干企业中，有1784项重大经济决策不合规，造成的损失及潜在损失达45.57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企业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5%左右。

认知计算参与企业决策，这对企业提出了新要求。企业若想在未来不被发展浪潮抛弃，应从三个方面尝试进行转变：一是扩大数据收集与分析范围；二是决策权分散化；三是建立循证决策文化。中国企业尤其应当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变革。


扩大数据收集与分析范围。
 人们早就认识到仅仅靠处理和自动结构化流程数据是不够的。将认知计算辅助决策顾问纳入决策支持体系（DSS）中之后，很多此前无法读取或无法进行结构化分析的数据将能够被利用。未来的整合将有更多数据类型和更广泛的数据。大数据时代，数据增长速度更快、数据来源更复杂、数据容量更大、数据类型更富、用户对数据处理速度要求更高，即大数据所谓的4V特征（体量(Volume)、多样性(Variety)、周转速度(Velocity)和精确性(Veracity)），对大数据基础架构甚至是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认知计算决策助手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识别和分析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尤其是视频、音频和图像数据，将帮企业构建起数据管理和分析的整体方案，将不同类别的数据融合在一起，随着情况变化不断地优化它对这些数据的理解，从而进一步释放大数据的商业价值。


分散运营决策权。
 一线员工最了解市场需求，他们也能作出高质量决策——这已被日本7－11连锁便利店所证明。该连锁店已将订货决策权交到了售货员手中。认知计算决策助手纳入规范的DSS系统运营法则后，将有助于让直接面向客户的员工掌握更全面、准确的信息。并且，以人类自然方式交流的特点，让企业无需过多培训就可以实现一线员工在与客户打交道过程中熟练应用。

这么做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很好的运营决策，企业高管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不确定性决策上。例如，ANZ已经将决策权进一步下放给客户顾问，以便更灵活地根据客户需求设定方案。


建立循证决策文化。
 为什么企业不能更好地利用数据、更好地分析？在珍妮·罗斯看来，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实践没能跟上技术平台的发展。过去10到15年间，采用ERP、CRM、实时数据仓库、自有核心信息系统平台的企业，却并没有将这些平台带来的信息变现。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管理层级多、信息不对称以及“一把手”独揽决策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在国内企业中尤为常见。在国家审计署2012年审计的53家企业中，有21家未按公司法注册，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有45家内部层级超过4级、最多达11级；缺少约束力，子公司违规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企业抢抓机遇的意识造成大量冲动型、随意型和经验型决策。

清除这些未来发展阻碍的有效方式是建立循证决策的文化。这将是一项艰难的文化转变：要重新定义工作流程、数据必须“干净”（未被人为篡改）、统一、还要建立清晰的企业决策流程机制对需要应用认知计算决策助手的员工进行指导。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需要变革领导力、且必须循序渐进的过程。



[image: ]
 熊静如是HBR中文版撰稿。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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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型曲线可以代表任何事物的生命周期，商业世界也不例外。任何公司业务都逃不过开创、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基业长青与昙花一现的差别，在于企业是否能够抢在市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之前开创新兴业务。要保持财务健康，企业要在现有业务驶向钟型曲线的转弯之前，跃至新兴业务的上升周期内，完成S型跨越。IBM从PC制造商转型为咨询公司，UPS从信件投递公司变身为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都是S型跨越的成功案例。






核心观点

高绩效企业总能够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并在陷入停滞之前及时重塑运营模式。要想成功地从一条财务S曲线进行跳跃，这些企业在三个层面上的做法异于稍逊一筹的企业：




以边缘为中心的战略
 　高绩效企业重视自身的边缘能力以及边缘市场，从而避免长期成功所带来的短视。








高层常变常新
 　高绩效企业能够及时并激进地重组领导层。








保证人才储备
 　其他企业通过裁员节省开支，但是高绩效企业的做法正相反。它们注重培养能够开发新业务的卓越人才。






不
 管曾经多么辉煌的业务，都迟早会丧失成长空间。面对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公司不得不周期性地进行业务重塑。这种自我延续的能力，也就是从业务成熟的阶段跳跃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能力，正是区分卓越绩效企业与昙花一现之流的关键。

无法成功重塑业务的组织往往结局惨痛。正如马修·奥尔森（Matthew S. Olson）和德雷克·范贝夫（Derek van Bever）在《失速点》（Stall Points
 ）一书中所说的，一旦公司在上升过程中遭遇重大阻碍，那么它恢复元气的概率只有10%。在公布了这个骇人的几率后，他们继续解释了为什么三分之二的受创公司后来被收购、退市，甚至被迫破产。

企业为何陷入停滞？对此，业界的解释五花八门：譬如，无法坚守核心（或者坚守得太久），执行力出了问题，对消费者的品位判断有误，或是片面追求加大规模而陷入不健康的发展。这些解释的共同之处有一，那就是，企业的停滞源于未能修正公司运营中明显运作失灵的环节。

我们利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了高绩效企业的本质所在，并认识到现有的解释所忽略的一个重点：企业花费大量精力延伸现有业务线（即财务S曲线：一项业务成功问世后，销售首先缓慢上升，然后激增，最后逐渐变缓的过程），而未能投入足够精力，为创建成功的新业务打下基础。

正因如此，这些公司在市场开始萎缩时只有招架之功。我们的研究表明，能够成功进行业务重塑的企业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不局限于财务S曲线，还关注三条隐藏的但是至关重要的S曲线，并对其善加管理。它们知道如何跟踪行业内的竞争基础，更新自身能力，并且储备充足的人才供给。从根本上说，它们摒弃了传统的经营智慧，深谙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未雨绸缪并非易事。事实上，企业走下坡路的前夕，各种数据从表面上看仍然颇为乐观：现有业务模式的收入猛增，利润稳定，公司的股价节节上涨。但此时正是管理者需要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

要想为开启新业务的S曲线做出准备，管理者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隐藏的竞争曲线

早在一项业务达到收入的顶峰之前，竞争基础就已不再适用。以手机行业为例，不论是对手机制造商还是服务运营商，行业的竞争经历了多番变化，竞争基础由价格转变为信号覆盖，再到服务价值，最后到设计，品牌与应用程序。第一条隐藏的S曲线追溯了竞争基础在某一领域转移的过程。即便此时现有业务还未到达顶峰，高绩效企业也能通过这一方法准确分析顾客需求，从而判断出行业的下一个竞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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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跃S曲线




在现有业务陷入停滞之前，高绩效企业早就积累了开始新业务的能力。





以Netflix为例。它首先从DVD租赁这一竞争点转移，引入了全新的邮寄租赁模式。与此同时，它迅速掌握了能够替代光盘业务的新技术——数字流媒体技术，几乎立即重塑了现有业务。今天，Netflix既是最大的邮寄DVD供应商，也是网络流媒体的主要竞争者。相反，百视达公司（Blockbuster，已经破产）凭借自身成功的光盘超市模式登顶，但是没能在竞争基础转移时及时作出反应。



隐藏的能力曲线

亚马逊的CEO杰夫·贝索斯曾经强调，新业务从“播种”到“结果”通常要经过五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对公司产生经济效益。

在打造明星产品，推动财务S曲线攀升的同时，高绩效企业无一例外地创建了差异化能力。这方面不乏杰出案例：戴尔以其PC直销模式著称，沃尔玛以其独特的供应链闻名。丰田不仅掌握精益生产模式，更拥有强大的工程设计能力。但是，能力的差异性很可能像竞争基础一样转瞬即逝。因此，为了顺利跳跃能力的S曲线，管理者需要大量投入在新能力的开发上。但是，企业管理者总是后知后觉，在发现能力曲线到达尽头时已丧失战机。

以音乐产业为例。市场中的主要竞争者一直致力于完善当前的运营模式，直到有一天，一家个人电脑制造商开发出了一种既便捷又价格合理的技术，将音乐以电子格式送到上百万顾客的手中。高绩效企业持续寻找能够重塑自身以及市场的途径。宝洁很早就认清了一次性纸尿布的广阔前景。于是，这家公司利用五年的时间完善技术能力，最终以合理成本生产出一次性纸尿布，用户只需要付出和洗衣服务或传统尿布差不多的代价就能享受到便利。

亚马逊的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曾经强调，新业务从“播种”到“结果”通常要经过五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对公司产生经济效益，例如在媒体产品的基础上扩张，与第三方销售商合作，以及向海外扩张。这个过程除了需要先见之明，早期的投入，还需要对研发部门抱以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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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企业中隐藏的S曲线




业务的成熟与衰落通过三个方面得以体现，其速度甚于财务表现。想要发展新业务，企业必须在这三方面进行重组。





隐藏的人才曲线

公司往往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保留重视不足。当原有业务运转顺利，但还未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些人才拥有推动新业务的能力与远见。此时，已经处于学习曲线末端的企业认为运营应当精简再精简，因此，为了提升利润，他们会裁减人员，或者减少人力培训的投入。这种做法对企业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它很可能驱赶大批有用之才，而他们正是重塑业务的主力军。

我们的研究中所定义的高绩效企业都致力于培养人才，油田服务商Schlumberger就是这样一家善于挖掘并培养人才的公司。它将大量的人才外派到世界各地的工程学院进修。这些外派人员包括高层管理者，他们不但负责管理公司预算，更对设备及研究经费的捐赠掌握决定权。通过与高等院校建立紧密联系，公司在人才招募时得以获得优先权。Schlumberger不仅保持人才输送管道的顺畅，它还是员工培养的行业典范。事实上，能够为本行业输送大量优秀人才是高绩效企业的特征之一。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关注收入上涨曲线的同时积极管理三条隐藏的S曲线，高绩效企业才有能力在现有业务增长放缓前启动下一轮的重塑。那么，哪些管理实践能够帮助高绩效企业为重塑做准备？让我们首先分析它们需要对隐藏的竞争曲线做出哪些行动。


以边缘为中心的战略


传统的战略规划模式仅仅适用于延长现有业务的收入S曲线，而无法帮助公司侦测市场中竞争基础的变化。

要想实现业务重塑，公司需要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辅以一套能够将边缘市场及边缘组织的竞争力聚焦于中心的平行战略。借助这种以边缘为中心的做法，战略的制定会变成持续的行为，而不需要固定的架构或流程。


将市场边缘移至中心


利用边缘为中心的战略，企业能够持续地发掘市场中未经开发的消费者需求或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诺和诺德（Novo Nordisk）侦测到竞争基础发生变化时，成功抓住了边缘市场。这家医药业巨头在实施一项关键计划时意识到，在未来，医疗业务将超越解决生理健康问题的范畴。它倡导了名为“糖尿病，态度，愿望，需求（DAWN）”的项目，通过它把成百上千的医生、护士、医疗专家、病患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代表聚在一起，共同将病患的需求，而非对治病本身的关注，置于糖尿病治疗的核心位置。

通过DAWN所展开的研究为诺和诺德开启了另一扇门，他们注意到了糖尿病人潜藏的心理与社会需求。例如，公司了解到，40%以上的病人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约15%的病人患有抑郁症。认识到这一点后，公司提前开始重塑自身业务；它弱化了对药品的研制与生产，而更多地去关注疾病预防和治疗的过程，将公司未来的发展立足于对病人本身以及疾病的关注。


把组织边缘移至中心


一线员工、后方的研究团队、直线经理，他们都是体察市场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个体。高绩效企业总能将不同的声音汇总，融入战略制定流程。百思买公司就会听从与公司总部相隔千里的店长的意见，其中包括纽约的一位经理，他管理的门店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搭乘游轮而来的葡萄牙裔游客。利洁时（Reckitt Benckiser）最畅销的产品创意之一来自一位韩国的品牌经理，他首先想到了Air Wick Freshmatic的点子。由于公司此前没有推出过任何电子设备，起初公司内部对这一主意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公司CEO巴特·贝希特（Bart Becht）显然被这位经理的热情所打动，于是力排众议，成就了这款热销产品。

可是，如果战略的制定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它就无法正式化。我们发现，中低绩效企业习惯于按照日历制定战略，但是高绩效企业擅长使用多种途径，动态地把握时间，从而避免战略被模仿。竞争瞬息万变，能力的差异性可能消失得更快。模仿者在一个新业务启动前往往拥有足够时间策划并开始攻击，在看到市场的成功后，更多人受到吸引，纷纷效仿。那么，企业如何培养差异化能力，从而为跳入新的财务S曲线做准备？



高层常变常新

想要创建跳入下一条财务S曲线所需的能力，关键的一点在于及早向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并且不断对高管团队进行重组。

有些管理者长于业务经营，例如提升生产规模，扩大业务范围，以及延伸产品线。另外一些管理者就更具有创业精神，他们擅长创建新市场。我们难以确定两者哪一种更好，重要的是前端团队的能力需要满足能力S曲线的组织需求。如果前端团队在经营财务S曲线的同时原地踏步，而不能为创建未来的差异化能力做出变革，那么公司往往会遇到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人的天性相悖。有哪个高管愿意在业务蒸蒸日上时选择下台？高绩效企业意识到，想要创建跳入下一条财务S曲线所需的能力，关键的一点在于及早向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并且不断对高管团队进行重组。



及早进行高管改组

让我们思考一下英特尔的高管团队的演变历程。通观企业历史，这家半导体生产商经历过五个CEO的更迭：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以及今天的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截至本文发表的2011年）。这家公司不止一次地把眼光转向外部，寻找所需人才，而高管权力的过渡通常是在周密部署下完成的。大卫·约菲（David Yoffie）从1989年起就在英特尔的董事会任职，他说，“我们一般都在换届前十年开始讨论，以便认清缺口。”

英特尔更换高层管理者的目的并非单纯地寻找接班人，而是为了业务变革。比如，1998年葛洛夫卸任时，他仍是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如果单纯的延续性是英特尔所关心的，那么葛洛夫完全能够工作3年再退休，直到达到法定的65岁退休年龄。但是，他及时地让位于贝瑞特，后者通过延展产品线，成功地采取了促进业务成长的战略。

的确，每任英特尔的CEO都在公司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葛洛夫大胆地作出了将公司业务从存储芯片向微处理器转移的决定，这个决定奠定了英特尔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自从欧德宁2005年开始掌舵，公司转向了Atom移动芯片的研发，这一成果已经被广泛使用在了几乎所有与网络连接的产品中，包括手机，导航系统，乃至能够下载图样的缝纫机上。

通过有序的继任规划，英特尔确保自己不单单选择了下一任接班人，而是挑选最能应对未来挑战的CEO。此外，及早更换CEO给新上任的领导队伍充足时间进行业务革新，而不用等到利润下滑，危机在即的时候另作打算。



在短期打算与长期规划中取得平衡

打造能力曲线的另一个关键是，确保团队取得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之间的平衡。2005年时，Adobe收购了Macromedia。时任CEO布鲁斯·奇曾（Bruce Chizen）严格考察了手下管理层，以确保他们有能力帮助公司实现年收入100亿美元的目标。他发现，许多高管既缺乏能力，又欠缺实现目标的动力。于是奇曾从Macromedia的领导团队中选拔人才来担当重要职位，抽调的高管数超过Adobe选出的。这些决策基于Adobe对未来的发展要求，而不是看哪位高管能满足当时的能力需要。

奇曾的强硬心肠并非只针对他人。他在52岁时就交出了CEO大权，将宝座让给了他长期的副手尚塔拉姆·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那时他还算年轻，而且只在这个职位上出色地任职7年。这个时机在旁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对Adobe是非常明智的：当时公司正打算迎头对抗比自己更强的竞争者，例如微软，因此他们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亟需培养新能力。

在其他情况下，管理团队或许需要收集新鲜的观点，以便为长期主导的管理思路带来平衡。1991年时拉丹·塔塔（Ratan Tata）接手了印度的塔塔集团。之前的高管通常任职多年，很少主动退休。但是这位新掌门人辞退了那些自满的高管（可以想象，其中一些是心怀不满地离职的），并且推广了强迫退休年龄制度，以确保高管层的新陈代谢不会出现停滞。这一巨大的改变为许多内部冉冉升起的新星提供了机会，最终使塔塔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私有企业集团。

合理管理，避免超负荷。最后，通过对高管团队的合理组织，高绩效企业得以更有效地分配和履行职责。企业最高领导层的主要任务包括三方面：信息共享，决策咨询和作出决策。在许多公司里，这三个任务通常由同一个团队完成，但这样做容易使过程变得杂乱无章，效率低下。

从高绩效企业我们观察到，另一种模式是将三个任务分开，实际上就是创建团队中的团队。最高一层是决策制定者，约由3至7人组成。其他团队会为这些决策制定者建言献策，参与到重要的决策制定过程的可达上百人。



保证人才储备

如果员工能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对工作进行独立思考，那么就证明公司拥有充足的人才。

业务重塑不仅需要灵活的高层，更需要培养大量准备好迎接挑战，为新业务腾飞助力的人才。高绩效企业所采取的途径或许和业务下滑前更换高层同样困难：它们培养大量人才，确保人才的供给超过目前业务所需。它们尤其注重培养那些能够自主开展新业务的人才，而非守业人才。

在业务一帆风顺时，这种策略不容易被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公司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如果员工能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对工作进行独立思考，那么就证明公司拥有充足的人才。许多高绩效企业给员工自由支配的时间（比如谷歌和3M）。此外，公司需要储备一支替补队伍，以便管理者参与自我发展性业务，而不是只有在紧急需要时差遣他们。高绩效企业常常能够积极地寻找适宜的候选人，并采取实际行动，助力人才面对未来的挑战。



选择契合公司文化的人才

在筛选人才时，高绩效企业会首先考虑长期利益。这一视角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雇用与人力培养的本质。这些公司不只是在填补目前的空缺；他们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员工与企业文化的契合才能保证员工的优秀表现。

四季酒店是这方面的典范。酒店在雇用时目的明确，那就是，寻找那些能够视顾客为国王的员工，因为说不定哪天就会有皇族下榻酒店。这家豪华酒店连锁的CEO伊萨多·夏普（Isadore Sharp）在他的著作《四季酒店：云端筑梦》（Four Seasons: The Story of a Business Philosophy
 ）中写到：“我可以把任何人培养成服务生，但是我无法改变根植人心的态度。我们希望雇用的，是那些做门卫也自豪的员工。”相似地，利洁时（Reckitt Benckiser）在雇用员工时也把文化契合度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在申请过程正式开始之前，候选人就需要完成网上的模拟测试，以判断他们的性格是否与公司的文化吻合。在测试中，候选人需要面对一些虚拟的场景作出回答。在斟酌契合指数后，合适的人选才会进入到下一轮的面试中。



给员工成长空间

完成员工的筛选与考验以后，公司必须给予人才发展的空间。为了能够切实地保证他们在职位上出类拔萃，公司需要仔细考虑怎样安排员工的日常工作内容。

UPS早早意识到，卡车司机的表现对公司至关重要。有经验的司机在考虑到时间、天气以及其他因素后，总能判断出最便捷的路线。但是司机的流动率普遍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搬运包裹太耗费体力。因此，UPS分离了装车任务，把辛苦的体力活交给兼职员工做。他们要价较低，也容易雇到。这样，一部分有价值的员工就能够集中精力发挥专长，更出色地完成工作。

公司还可以善加利用组织结构，为员工的成长提供空间。全球工业产品与设备制造商伊利诺伊工具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内部由800余个商业单位组成。只要其中一个单位规模过大（上限为销售额5000万美元），ITW就会将这项业务分离。这样，年轻员工就有进入管理层的机会。实际上，在ITW我们不难看到20岁出头的员工管理新业务。

此外，高绩效企业敢于打破按资排辈的晋升规则。雷富礼接管宝洁公司之后，需要为苦苦挣扎的北美婴儿护理部门寻找一名得力管理者。他并没有从78名高级总经理中寻找人选，而是从较低级的管理者中选择了戴碧涵（Deborah Henretta）。雷富礼的这一举措获得了实际效益。戴碧涵扭转了20年来该部门的亏损局面，之后被提拔为集团亚太区总裁，负责掌管超过40亿元的业务运营。

打破固有局面的方法多样，但它对于创建组织内部丰富的人才储备至关重要。UPS，ITW以及宝洁的领导者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这样做不仅能留住关键人才（或群体人才，比如说UPS的货车司机），也向组织传达了一个信号：公司不会为了压缩短期成本，在面对有价值的人才时做出妥协。

在业务衰退时，即便最出色的组织也会变得脆弱不堪。事实上，业绩的下滑会令那些接近财务S曲线末端的公司雪上加霜。即使在经济形势最乐观的时候，企业也会时不时遭遇威胁，包括虎视眈眈的新竞争者，更新换代的技术，或者行业与公司的自然衰退。

其他产业中的公司在自我感觉良好时，其业务（或产业）可能面临着萧条。在面对这一切挑战时，企业可根据三条隐藏的S曲线，分别管理好竞争基础，能力的差异性，以及人才储备。能够这样进行自我管理的公司在重塑业务时抢占到有利地位，相对轻松地跳跃到下一条S曲线。而做不到这几点的公司很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停滞。要知道，紧急创建的重塑项目往往收效甚微，不易成功。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从“跨越S曲线”到“大爆炸式颠覆”


安健　康欣叶 | 访



[image: ]





在
 2013年3月刊，我们刊登了保罗·纽恩斯和拉里·唐斯的文章《大爆炸式颠覆》
 （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随着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成熟，成功企业为何会被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突然颠覆。同属创新话题的《跨越S曲线》
 和大爆炸式颠覆有什么关系？两年后，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大爆发对作者的理论有何影响？“大爆炸”的构想来自何处？“颠覆”能否在中国落地？带着这些疑问，《哈佛商业评论》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两篇文章的合著者保罗·纽恩斯。



“寻找下一个影响世界的新构想”


HBRC：
 作为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的全球研究总监，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纽恩斯：
 虽然名为“研究院”，我们并非企业中的商学院。我们的目标是为公司发掘新思路。从商业分析，卓越绩效企业，跨越S曲线，到现在的大爆炸式颠覆，我们一直在博采众长，寻找下一个影响世界的新构想。此外，我们也扮演了公司智库的角色，为人事与业务部门提供可行性建议。总之，我们不是单独存在的机构；我们的研究依托于埃森哲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的工作在研究院中更类似一个COO，统领整个研究院的日常运营，协调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的关系。我主要负责制定研究计划，出版研究成果，以及寻找项目最佳人选，但是主要任务还是研究项目的甄选，使其不偏离公司目标。




HBRC：
 研究院的研究对公司的咨询工作有何帮助？


纽恩斯：
 帮助非常巨大。在公司内部，我们会双向地检验一个框架或策略是否有效，比如说，在研究大爆炸式颠覆时，我会把研究成果展示给中国地区的负责人，征询他的意见。如果得到的回复是，出于种种原因研究并不适用于中国，那么我会修正框架。此外，我们善于听从基层员工的意见，因为在千里之外的波士顿，我很难洞悉印度农村市场。比如说，当听到一位印度经理在印度开设分支的呼声，并积攒充足人脉与资源后，我们决定启动学院在印度的研究项目。




HBRC：
 这不正是你在《跨跃S曲线》中提到的“以边缘为中心的战略”？


纽恩斯：
 是的，我们争取努力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正如利洁时听从韩国经理而开发了安悦嘉产品线一样，我们善于听取基层员工的意见，并且相信他们的决断。



企业发展并非遵循一条直线


HBRC：
 你是如何对S曲线的研究产生兴趣的？


纽恩斯：
 S曲线由钟形曲线演变而来，钟形曲线在经济与商业中的应用广泛，几乎可以表示任何进程的生命周期，比如技术的扩散。
S型跨越

 则是优秀企业从现有业务的钟型顶峰跃至新型业务上升期内的现象。




[image: ]




S型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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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长青》

 一书根据18家企业的表现，阐释了卓越非凡、长盛不衰的企业之间的共性，但是它默认了这些企业都遵循着向上的直线，不断进步。但现实情况似乎推翻了该书的理论，书中描述的半数企业都在几年后遭遇了严重的领导力和战略上的问题。
《从优秀到卓越》

 则认为优秀的公司从始至终沿一条曲线攀登。然而如果你观察像UPS和三星这种存活超过半个世纪甚至过百岁的公司，它们的结构和业务与过去已截然不同。因此你不能将它们的发展归为一条直线或一定的格式。我们分领域研究了800多家卓越绩效企业的共性，发现它们并非沿着一条曲线发展，或者进行了一次飞跃；这些公司持续不断地从一条曲线跳入下一条曲线。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公司结构必须及时并持续改变，从而为跳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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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共同作者是吉姆·柯林斯。《基业长青》是继《追求卓越》之后的商业管理类畅销书。虽然没有打破后者的销售纪录，但该书销量惊人，被译成32种语言。有人对《基业长青》评价道：“这本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一样，他们都有致命的缺陷。就像凡人无法拥有神力，该书也没有解释平庸的公司如何成为卓越的公司。”在吉姆·柯林斯的第三本书《从优秀到卓越》中，显然他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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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
 企业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在三条隐藏S曲线的位置？


纽恩斯：
 三条隐藏的S曲线指的是竞争、能力与人才的曲线。遵循竞争曲线的公司能够不断寻找新策略，而策略通常被分为四个阶段：产品属性，可靠性，可利用性以及价格。这四个阶段的演化在电信行业清晰可见：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只在乎手持电话的功能，而后关注点转移到网络，便捷度，直到最后出现价格战。中国的小米手机作为市场的新生力量，从上市伊始就成功地满足了人们对产品属性、可靠性等的要求，直接进入价格战。但是随着价格战进入白热化，利润空间被压缩到最小时，企业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我不禁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小米仅仅在logo毛绒配饰销售上就创造了不菲的收益，假设它继续创造基于小米logo的卡通片，那么它就找到了新的竞争点。上述事例证明，竞争中的企业需要清楚了解自己身处哪一个阶段，才能掌握能力曲线的自身定位。

能力曲线指的是科技进步的轨迹，掌握能力的核心在于有远见的领导力，而并非实验室或者研发机构。柯达意识到数码技术的重要性后并没有放弃对传统胶片的掌控，这与飞利浦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飞利浦在白炽灯泡业务如日中天时转移到下一个领域，因为领导层意识到白炽灯泡既费电又不环保。这才是跳跃能力曲线所需要的管理层。

人才曲线是最难发现的，它有违人的直觉。我们在采访企业时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接下来要怎样做，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胜任。”一个大型企业中人才济济，但是如果公司里没有真正的“创业家”，能够独自开创新领域，或者在新兴市场中摸爬滚打的经验，那么公司就应当考虑注入新鲜血液。宝洁公司将管理层例行地送到日本或其他市场，脱离总公司的母体经受锻炼，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总能够成功地向各个领域输送人才。

三条隐藏的S曲线的意义在于，它摒弃了只关注财务表现的常规做法，转而关注竞争，能力与人才是如何从起步走向成熟。它能更有效地帮助管理层寻找“预警信号”。




HBRC：
 那么，有哪些预警信号能提醒公司，是时候跳入下一条S曲线？


纽恩斯：
 首先，收益并非一个可靠的信号。回想柯达，它在深陷危机之前，其市场占有率达到空前高位，原因是在某项业务衰落前，业内公司不是变卖就是整合，已经没有新竞争者愿意进入这片领域了。因此仅仅关注业务的财务曲线很容易让管理者丧失警惕。

在能力层面，市场的萎缩与定价能力的缺失就是两个重要信号。举个高级游轮的例子。如果某家游轮公司的提价立即会丧失一大部分消费者，这代表它毫无定价权，消费者可以随意选择其他的公司。这时游轮公司如果仅靠拼价格，就会陷入恶性竞争的深渊。它需要做的是拉开与其他游轮的差异性，跳入下一条能力曲线。

相比之下，人才的流动或许是更敏锐的信号。管理者可以从想跳槽或者在面试的人才中寻找“行业先知”，他们是率先跳出现有人才曲线的群体。管理层可以通过询问他们离职的原因，对现有产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工作的规划，发现跳入下一条S曲线的信号。人才的成熟先于业务的成熟；当这些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开始寻找下一个挑战的时候，也预示着行业将要跳入下一条S曲线。

当前一些企业存在的误区是，它们把人才当做现有业务的一种开销。当竞争加剧，提高利润率越来越难的时候，公司首先想到裁员；这时，有能力拓展新业务的员工不会留恋于这种试图榨出利润的公司，而这些人正是有能力跳入下一条S曲线所需要的人才。人才的投资并非目前阶段的花销，而应该是下一条曲线上的投资。




HBRC：
 你如何说服管理者在业务巅峰期提早下台？


纽恩斯：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过去，鲜有公司创始人能够见证公司完整的生命周期，但是今天，业务周期越来越短，许多高层见证了公司多个业务的兴衰。公司越来越需要这种能够娴熟管理多个业务周期的人才。企业中通常同时拥有四类管理者：创始人，英雄，变革型领导和复活专家。而今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同时扮演以上多种角色，比如Netflix的里德·黑斯廷斯。我称他为“二合一CEO”，原因在于他不仅创立了DVD邮寄租赁业务，而且自我颠覆并启动了在线流媒体业务。现在，他又涉足内容制作领域，独立制作了《纸牌屋》这一大热美剧。短短15年内，黑斯廷斯已经见证了三个商业周期的兴衰。未来，管理多个商业周期或者说复合管理能力将成为商业领导者的必备技能。



大爆炸来袭


HBRC：
 《跨越S曲线》与
《大爆炸式颠覆》

 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你的研究重心是怎么从S曲线跳跃到大爆炸式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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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爆炸式颠覆》

《大爆炸式颠覆》最早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3月刊。它源于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一般认为，颠覆性的产品将凭借较低的成本从市场底部进入，抢占利润最低的客户。大爆炸式颠覆与传统颠覆性产品不同，它的产品不仅价格低，而且性能比传统产品更强。这使市场所有分层的用户都会快速向新产品“倒戈”。由于这种创新对现有产品的颠覆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此被称为“大爆炸”式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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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相关文章：《大爆炸式颠覆来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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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纽恩斯：
 大爆炸式颠覆是S曲线的一个变体。不同之处在于，在大爆炸式颠覆的冲击下，业务一旦开始下滑就没有反弹的时间，错失跳入下一条曲线的机会。过去，公司在到达业务曲线顶端后，由于竞争的加剧，曲线跨度减小。业务在面对大爆炸式颠覆时，
采用曲线

 还未进入较平缓的阶段就已经一落千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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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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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出版的关于大爆炸式颠覆的新书中，我介绍了十二条规则，对应采用曲线的四个阶段，告诉公司应当如何应对大爆炸式颠覆的来袭。简而言之，我的研究动力在于，过去人们所默认的钟形曲线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了。




HBRC：
 大爆炸式颠覆对企业实现S型跨越有何影响？


纽恩斯：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寻找跳跃的最佳时机成为日益艰巨的任务，困难有二：其一，从大爆炸式颠覆的角度来看，业务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颠覆。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科技，也就是数据分析及成本曲线分析寻找最合适的时机。Kindle在开工生产前就充分分析了未来市场对各种参数、定价和设计等等的需求，否则上市时消费者不会快速接受它。今天少有抢鲜一族愿意花大价钱试用并不成熟的产品。此外，各种评测从产品上市伊始便广泛传播开来，差评往往传播的更快。

其二，从跨越S曲线的角度来看，企业越来越需要“足够大的市场洞见”（big enough market insight），管理者需要具备足够超前的视野。亚马逊很早就预见了图书向电子书的转型。Kindle就大爆炸式地颠覆了纸质书，它更便捷，更便宜，用户体验更好。这样一种产品一经面世便快速占领市场。因此，今天的企业需要随时做好被颠覆的准备。这时，退出计划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公司资产可能迅速贬值。


 Garmin与TomTom的商业周期遵循了我们所谓的
“鲨鱼鳍”曲线

 ，也就是我所谓的“速死曲线”。他们在2007年时拥有将近50%车载GPS市场，处于曲线的巅峰，然而这三条曲线体现了它们的
预期与现实的差异

 ：曲线1是它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曲线，曲线2是当市场下滑时，它们预期的业务曲线，而曲线3是当谷歌推出免费地图业务后它们被颠覆的窘境——市场充分饱和，充斥着这种免费，便捷，且效果不亚于车载GPS的业务。“鲨鱼鳍”曲线是S曲线的一种极端，它分为四个阶段，对应每一阶段，公司需要以不同的策略应对。例如，当Garmin，TomTom进入急速下滑的第四阶段时，它们就应该迅速考虑退出机制了。它们的GPS与地图技术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但是它们并没有及时找到接手的买家，因此这些技术也惨遭急速贬值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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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鲨鱼鳍”曲线　右：预期与现实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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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
 那么在大爆炸式颠覆的时代，《跨越S曲线》的规则是否已经失效了？


纽恩斯：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并不是所有颠覆都是大爆炸式颠覆。其次，跨越S曲线中提供的应对措施可以帮助企业跨越三条能力曲线，它们适用于企业的各种业务创新，应对颠覆挑战。




HBRC：
 你的大爆炸式颠覆源于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你对其他创新模式怎么看？


纽恩斯：
 我认为如今的
创新分为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创新，指一个高价品牌不断发掘降低成本的方法，利用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中下端消费者。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它一直以豪华与高性能著称，之后开拓了中端车型满足白领和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第二种创新，也就是克里斯坦森提出的价值向上方迁移的现象。“资源分配过程总是推动资源流向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率和进入更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提案”。新产品不一定更好，但是它更便宜，或者更便捷，从某一方面填补了高端市场的空白。

第三种创新是W．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提出的蓝海战略，也就是由内向外发展，离开红海，进入蓝海。创新者拆分产品属性，然后重新组合，变成更高端的产品（太阳马戏团），或更实惠的产品（快捷酒店）。

我们认为，大爆炸式颠覆是创新的第四个阶段，通常由外部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引发。它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上一代产品，可以迅速获得大量市场份额。




创新分为四种模式


高端产品“平民化”、颠覆性创新、蓝海战略、大爆炸式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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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
 你有没有读过克里斯坦森的文章《颠覆咨询业》？对此你怎么看？


纽恩斯：
 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谁会在选择脑外科医生的时候考虑价格？

我认为上述四种创新的确在咨询行业发生着。但每个客户都看重不同的价值属性。咨询服务的成本确实可以降低，例如使用远程视频进行咨询服务，但客户公司得到的体验一定和现场咨询不一样。能够实现大爆炸式颠覆的咨询服务应该质量更高而且更便宜。目前新兴咨询公司推出的服务更便宜，但不一定更好。因此这不对咨询业造成致命威胁。

要想实现大爆炸式颠覆，新型咨询服务需要变得更好的同时变得更便宜。这是否可能？我不否认咨询服务的低价化：市场中存在许多通缩的因素，包括第三方物流、外包和人力成本。尤其是通过众包，黑客马拉松等等途径，创新成本大幅降低。当创新的成本低于通货膨胀的幅度时，下一代产品就能更便宜。

但是做到更好？目前来看不可能。对于战略咨询，客户的案例通常是复杂而独特的，除非这些案例的结构固定并且具有趋同性。这种低端的咨询服务可以由管理工具完成，这种工具无非由复杂的算法构成，客户通过匹配条件寻找答案。当特殊情况出现时，案例会被推到高级咨询师处理，但它仍然是颠覆性创新的体现。大爆炸式颠覆的产品可能需要很久才能问世，因为企业管理中总会出现特殊情况。目前的管理咨询公司通常会推出上百种服务，针对不同情况为客户量身定制服务。虽然目前市面上有众多定价工具，评估工具，但是它们仅仅满足客户一方面的需求。还没有技术能够替代咨询师满足客户的综合性要求。



中国颠覆者


HBRC：
 你的大爆炸式颠覆的框架是否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市场？


纽恩斯：
 出于中国市场的两个特殊属性，大爆炸式颠覆在这里尤其适用。一是巨大的增长潜力。在中国你能获得几乎完美的商品信息，它体现在信息的多样性与迅捷性上。我不知道你的数据是什么，但是从我掌握的数据来看，95％的中国人使用某种社交平台，84％利用社交平台获取商品或评价信息。这些比例比西方国家高很多。这个高额的市场占有率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人们能够快速了解产品的优势，但是劣势往往传播的更快。因此，大爆炸式颠覆扩散的速度在中国会非常快。

二是，中国尚有巨大的市场未被开发，尤其对于具有民族亲和力的产品。只要产品更好，更便宜，具备更强的本土亲和力，不管是通过自主创业还是合资的形式，中国企业都有生产出颠覆性产品的机会。中国消费者很注重产品中蕴含的背景与故事，而我认为中国企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广阔的领域。




HBRC：
 你是说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国货？至少现在我们不这么认为。


纽恩斯：
 在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质量相当的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更青睐具有民族性的选项。比如淘宝，它和易趣一样，是一个网络交易平台。但是淘宝认识到中国人对讨价还价的热衷，于是利用这一特点开发了许多人际交流工具。美国人则更适应透明度高的、一槌定音式的交易方法。像这种细微的、贴合当地习俗的变化都能使产品更具吸引力。




HBRC：
 这么看来，大爆炸式颠覆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实现。


纽恩斯：
 是的。我曾经做过许多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我好奇的是，消费者行为会不会一跃进入富足时代？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初见端倪，例如，中国的消费者比较注重电子设备的潮流性，而不大注重衣着，因为人们认为电子设备是个人身份的体现。今后，穿着环保材料制作的衣服是否会成为人们身份的体现？我认为人们普遍富裕后，这很有可能。在我为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研究报告中，我们预测租赁或分享式经济在未来有很大潜力，因为对于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白领，这种模式既环保，又省钱。总之，10年或20年后，消费者想要购买的绝不是今天货架上的商品，这也造就了无限的机遇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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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知道批评有助于自我完善，你仍可能因此而产生各种防御情绪。通过本文介绍的六个步骤，你可以调整心态，更好地汲取反馈中有利于个人成长的部分。






反
 馈至关重要，原因不言自明：反馈能够提高员工业绩、培养人才、统一目标、解决问题、指导员工的晋升和加薪并提高公司利润额。

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反馈在很多组织中都不见成效。姑且看看以下统计数据便可知晓：只有36%的管理者会准时并完整地完成评估表。在一项调查中，55%的员工表示，他们最近的业绩评估非常不公平或不准确，1/4的人说，他们在工作中最害怕的就是碰上评估。当HR高管被问及他们在业绩管理方面最具挑战性的工作，63%的人提到的是管理者无法或不愿进行艰难的反馈讨论。

对此，大部分公司的对策是培训领导者，让他们能够更有效、更频繁地提供反馈。这么做固然很好，管理者能成为更好的沟通者，对所有人都是好事。但是，如果接受反馈的人不能消化反馈内容，那么管理者提高反馈技能并不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决定是否听从反馈内容的是反馈的接收者，他们需要对反馈进行消化并决定是否做出改变。人们不应一味地要求提供反馈，也应提高接受反馈的能力。

过去20年间，我们一直在辅导高管学习应对艰难的对话。我们发现，所有人，从新员工到C级高管，都不能欣然接受反馈。很多反馈都能激发接收方的情绪反应。一份批评性的业绩评估、一条友善的建议，甚至一句可能算不上反馈的模糊评语（“哦，你的演示确实有点意思”），都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或中断沟通。但好消息是，欣然接受反馈的技能是独特的，能够通过学习掌握。这些技能指的是能够发现和管理因反馈而引发的各种情绪，并从逆耳的批评中汲取精华。



三大情绪诱因

接受反馈为何如此困难？因为这个过程触发了人的两种核心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学习与成长的需求和被他人接受的需求。因此，即使一个听上去无伤大雅的建议也能让听者感到愤怒、焦虑、被亏待或受到威胁。说一句“对事不对人”也不能弱化以上的负面杀伤力。

认识和管理上述情绪是提高反馈接受能力的第一步。你可能认为反馈能通过上千种方式点燃你的情绪导火线，但实际上只有以下三种。


“事实诱因”
 （Truth Triggers），这主要来自反馈的内容。如果评估和建议的内容偏颇、没有帮助或完全与事实不符，你会觉得受到误解，感到愤慨。


“关系诱因”
 （Relationship Triggers），这和给予反馈的人有关。在和人互动时，你的立场常与你对对方的看法（他对这个话题的发言没有可信度！）以及你们以前的互动（我辛辛苦苦一场，你还挑三拣四？）有关。所以，同样的反馈，你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反馈者而产生不同的反应。


“身份诱因”
 （Identity Triggers），这和你的自我认识有关。无论反馈是对是错，明智或愚蠢，只要这些反馈令你感到自我被否定，那么都可能让你的情绪大起大落。这时，你会反应强烈，无法冷静并充满防御性。

这些都是正常反应，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否认这些情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他人的反馈触发了以上一种或多种诱因时，你应该学会辨认各种情绪，并学习从反馈中受益。



六步提高接收能力

接受反馈是一个对信息进行分类和过滤的过程。你需要理解对方的观点，对乍听并不合适的点子进行尝试，并探索不同的做事方法。你还要甄别出错误的和目前不需要的批评，将它们丢弃或搁置。但如果你处于强烈的情绪之中，那么以上任何一项都几乎不可能做到。你没有办法听进对话细节并因此成长，反而会采取拒绝、反击或躲避的做法。

以下六步能防止你把有用的反馈扔进垃圾箱，或盲目地接受所有的反馈，这两种方式的危害都很大。这些步骤适用于反馈接收者，而了解反馈接纳者会产生的反应，也有助于反馈者更有效地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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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清你的模式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接收各种各样的反馈，因此，你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特定反应模式。你是否会用事实进行自我辩护（“这明显弄错了”），纠缠于反馈的方式（“为什么要用电邮告诉我”）或选择回击（“轮不到你说”）？你是否会微笑着接收反馈，但内心却波涛汹涌？你是否会在接收反馈时眼泪汪汪，或义愤填膺？你对待反馈有什么时间上的习惯？你是否常常先严词拒绝对方的反馈，随后再回头思考，还是倾向于当下接收，但随后发现你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你是否觉得对方说得有理，但在行动上很难做出改变？

迈克尔是一位广告部高管，当上司随口开玩笑说他不够专业时，他感觉自己好像被锤头打了一下。他说：“我羞愧至极，以前所有的失败经历都浮现在眼前，就像我在谷歌上搜索‘我的问题’，出现了120万条信息，而且弹出的赞助广告来自老爸和前女友。在这种状态下，我很难客观地对待反馈。”但当迈克尔认清楚了自己对待反馈的模式后，他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确信自己又开始夸大问题的严重性。通常我会安心地睡上一觉，然后更好地判断自己能否从这些反馈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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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分“事”与“人”

如果反馈正确，建议合情合理，那么理论上是谁提供反馈并不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引发“关系诱因”时，你会将反馈内容和你对对方的情感（或对方发表意见的时间、地点与方式）掺杂在一起，这将导致学习短路。为防止这种短路，你需要学习将事与人分开，再分别作思考。

珍妮特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团队领导，也是一名化学专家。在360评估中，同事和上司都对她称赞有加，但奇怪的是，她的直接下属给出的却是负面评价。她的第一反应是，有问题的是她的直接下属。“我的标准很高，一些人没能力处理，”她回忆说，“他们没办法适应我的高压节奏。”这样，本来有关领导风格的反馈被她转化为关于下属能力的讨论，她因此无法看清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

最终，珍妮特明白了。她说：“我开始思考，这些反馈到底反映的是下属的能力问题，还是我的领导力问题。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都需要解决。”她能够将两者分开，并与团队一起讨论。她很明智地在对话中先说起自己收到的反馈：“我做了什么让事态变得糟糕？怎样才能改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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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信息归为辅导型反馈

在反馈中，一些属于评估型反馈（“你的等级为4”），一些属于辅导型反馈（“你可以按以下方法提高”），两者都很重要。评估型反馈能反映你现在的处境和需要达成的目标。辅导型反馈能帮助你学习和提高，让你更上一层楼。

这两种反馈有时不是很容易区分。当一位董事给财务总监詹姆斯致电，让他在下季度的演示中，不要再先做内部预测，而是先做分析师预测。董事到底是在提供善意的辅导，还是在间接批评詹姆斯的惯常方式？当内心存疑时，人们往往会朝最坏的方向想，连他人善意的辅导也能当成是对自己的评估。如果你觉得别人在批评你，很容易引发“身份诱因”，随之而来的焦虑感将让你无法学习。所以，只要可能，就将信息归为辅导型反馈。你需要学习把反馈看成一种从新视角下得出的建议，而不是别人对你以往表现的控诉。在采用这种方法后，詹姆斯说：“我不再如此激动。我会将董事的话理解为他让我这么做，只是想更好地消化季度报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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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反馈内容

通常，我们无法立即判断反馈是否正确或有帮助。因此，在决定是否接受反馈前，你应该先分析一下反馈内容，并更好地理解反馈。

这是一个假设案例。卡拉是一名销售，一天，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约翰对她说，她应该变得“更主动”。她可能拒绝这个建议（“我已经做得很好”），也可能默认（“我确实需要加把油了”）。但在决定怎么做之前，她需要先明白对方的意思。约翰的意思是，卡拉需要更多地站出来说话，还是只是说话时要更坚定？她是应该多笑点，还是少笑点？是自信到敢于承认自己的盲点，还是该将盲点隐藏起来？

即使一句简单的“应该变得更主动”，也会牵扯到约翰在卡拉开会和应对客户时进行的一系列复杂观察与判断。卡拉需要追问这个建议背后更深层的意思，即约翰这么说的原因。约翰看见她做成或没做成的是什么？他期许她完成的事或担心的事是什么？

卡拉还需要明白反馈的意义，即约翰到底希望她怎么做以及他这么希望的原因。在和约翰进行坦率地讨论后，她也许觉得，在销售团队中，她确实不属于喜欢出风头的那种类型，但她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照约翰所说的改变。如果卡拉眼里的销售英雄都是安静、低调并喜欢深入挖掘客户需求的人，那么她心中的优秀销售和约翰《大亨游戏》（Glengarry Glen Ross
 ，美国电影——编者注
 ）式的优秀销售大概会相差甚远。

当你不再火急火燎地做判断，而愿意花时间思考反馈的深层原因和意义，那么无论是否接受反馈，你都能就最好的做法与对方展开深层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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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动出击，一次问一点

如果是主动征求而来的反馈，这些信息通常不易引发你的情绪。所以，别等到一年一度的业绩评估再接收反馈。在全年的各个时间点，寻找机会从不同的人身上征求少量的反馈信息。不要使用宏观、指向不清的问题，例如“你对我有什么反馈吗”，而要向同事、领导和直接下属询问，“你认为是我做的哪一件事（或哪件我没做的事）导致我止步不前”？对方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头脑中最先想到的事，或他们最为看重的部分。无论怎样，你都能得到具体的信息，并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批评。

罗伯托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基金管理者。他觉得360评估的信息量太大，让人困惑：“反馈是长达18页的图表和线状图，而且我没有任何机会和人做进一步的交流，从而弄清这些反馈意味着什么，这让我特别沮丧。”他补充说，这些反馈也让他在同事面前倍感尴尬。

现在，每个季度，罗伯托都会主动寻找两到三个同事询问一件他可以做得更好的事。“他们说的点都不一样，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能找到共同点，因此知道从何处着手改变，”他说，“而且这些对话都进行得很顺利，无论是老板还是合作团队，甚至一些和我关系紧张的同僚，都很乐意指出我可以提高的一个方面，而且他们说的往往很对。在主动询问反馈后，我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愉快。”

研究表明，那些主动征求批评意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变相讨表扬），往往在业绩表现上更出色。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批评并真心希望提高。不过，主动出击除了能让你明白别人对你的印象，也能影响他们对你的观感。主动征求建设性批评既能表现你的谦卑，也能展现你的敬意和追求卓越的热忱，可谓一箭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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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行小规模试验

在你努力征求反馈并试图理解反馈的内容后，可能仍然不易辨清哪些反馈对你有益，哪些没有。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设计一些小试验进行测试。虽然你可能不确信某项建议是否可行，但如果尝试的风险小于可能获得的收益，那就值得一试。前文出现的财务总监詹姆斯，在听完董事的建议后，决定试着改变他的演示方式。结果，一些董事很满意，但格式上的改变让另一些人不满，他们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詹姆斯干脆反过来，首先处理董事成员心头最关心的问题。在演示的前一周，他给所有人都发了一封电邮，询问大家最迫切的问题有哪些，然后决定在演示上要么先处理这些问题，要么一开始就告诉董事会他将说到这些问题。“这么做，在准备上更难，但做起来反而更容易，”他说，“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临场回答那么多困难问题了，而这在以前的演示中是最难的环节。”

这是个值得效仿的做法。当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尝试一下。如果有效，那就太好了。如果无效，你可以再试试，或稍微调整一下，或干脆结束实验。

批评从来都不悦耳。即使知道批评有助于自我完善，也知道批评你的人是为了你好，但你仍可能因为批评而产生各种防御情绪。你可能觉得批评不客观、感到被利用，甚至有时觉得本我受到了威胁。虽然这些都是自然反应，但你的成功取决于你的反馈接受能力，以及你是否愿意从上司、同事和下属那里寻求更多的建议和辅导。

人们也许没有太多时间做反馈，或者给出的反馈有好有坏，但你才是决定自我成长的关键因素。如果你下定决心要从批评中汲取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无人能阻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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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在办公室营造“家文化”？

戴维·加文（David A. Garvi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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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家庭氛围的企业文化究竟会吸引人才，还是令他们逃之夭夭？一家IT服务公司的领导者们陷入沉思。





“企业文化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没人甘心只当螺丝钉。公司高层愿意倾听，这对员工很有吸引力。”


“这
 份逃跑者名单有多长？”Parivar公司的会议室里，库马尔·钱德拉指着幻灯片问道。Parivar是一家位于印度金奈的中型IT服务公司，库马尔是这里的运营总监。

众人一阵轻笑，只有人力资源副总裁英迪拉·潘迪特笑不出来。几周来，已有近100名员工请辞。

“公司人员流失的速度超过你们招人的速度，”英迪拉对招聘主管维克拉姆·斯里尼瓦桑说，“离职率高达35%。”

维克拉姆摇摇头：“印度劳动力市场就这样，问题不在我们。而且这不见得是坏事，有研究说从业者流动得越快，该行业的创新能力就越强。”

英迪拉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英迪拉，我们正努力跻身一流企业行列，这很正常。”维克拉姆解释道。

这次只有库马尔笑了。英迪拉知道为什么。Parivar的营收、利润率和声誉一直在提升，但在商业流程外包领域，其规模还是无法比肩Infosys、HCL等一流供应商。

十年来，公司CEO苏迪尔·古普塔力挽狂澜，将Parivar从破产边缘拉回来，创造了不大不小的奇迹，但公司离真正成功还有段距离。

“本周末向苏迪尔汇报情况时，我必须对人员流失状况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所以我召集了这次会议。”英迪拉说。

“远见讨论会上提出的‘员工支持’方案怎么样？”维克拉姆问道。



“公司‘爱的文化’对一些员工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他们不一定愿意接受我们在职业和个人方面的关心，不一定喜欢家庭式的工作氛围。”

“远见讨论会”是Parivar的年度创新会议，其间公司各级别员工，尤其是新来的年轻员工，有机会和高层领导自由探讨如何更好地完成公司年度目标。这个沟通机制旨在加强合作和创业精神，是Parivar倡导包容的企业文化的一大标志。这次会上有人主张成立一个由经理人组成的新部门，专门处理员工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这个提议引起了关注。

“我个人强烈支持这个提案，”维克拉姆补充道，“它体现了苏迪尔倡导的真诚关怀员工的管理理念。”

“这听上去成本真的很高。”库马尔说。英迪拉很欣赏他的务实。

“先不论成本，我怀疑这对解决目前的困难无益，”英迪拉指指屏幕上的名单说，“公司‘爱的文化’对这些人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他们不一定愿意接受我们在职业和个人方面的关心，不一定喜欢家庭式的工作氛围。”

“得啦，”维克拉姆说，“这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没人甘心只当螺丝钉。在Parivar，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苏迪尔在内的公司高层愿意倾听，这对员工很有吸引力。”

“或许如此，但这还不够，”英迪拉说，“有人在离职谈话时透露，竞争对手开价比我们高30%。”

维克拉姆显然没被说服：“我们需要做大。必须成立员工支持部，证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关怀文化，对此不能吝惜投入。这是扭转局面的最好方法。”



员工支持计划

阿玛尔是一位20多岁的业务员，英迪拉正和他进行离职谈话。对方逐一审视手写问卷上的问题，显然有备而来。

“所有人都说我在Wipro不会开心，说那儿太死板，但那是Wipro！我无法拒绝。”

“我听说Wipro前景也很不错，”英迪拉说，“但他们的管理不太有人情味。你在这里能得到高层的更多关注。”

阿玛尔笑道：“是，如果我是苏迪尔的人。”

“这话什么意思？”英迪拉问道。

“别误会。像你们承诺的，我确实有机会和高层沟通。但苏迪尔做不到一视同仁：只有他最喜欢的人才能享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这可以理解，他毕竟不是三头六臂。所谓和高层的充分交流只是噱头，公司实际上对员工干涉过多。”

“这个员工支持计划就是个典型例子。”阿玛尔指着问卷上的最后一项说道。看他正说到得意处，英迪拉只是听着。“一个参加了讨论会的朋友告诉了我这件事。一帮大人物四处体察民情？真有点‘老大哥’的感觉。我们不需要更多沟通，我们需要涨工资。”他往椅背上一靠，露出一吐为快的满足感。

“谢谢你的坦诚，我很有收获，”英迪拉说，“祝你一切顺利。”

几分钟后，阿玛尔的上司出现在门口：“他相当不客气吧？”

“是啊，”英迪拉说，“我想他会喜欢Wipro的，那儿似乎更符合他的风格。”

“我得告诉你，阿玛尔是个特殊分子。我们团队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

想到还要和那么多“逃跑者”谈话，英迪拉不禁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最佳管理实践？

苏迪尔的办公室摆满舒服的长沙发，他常在这里召集大型会议。英迪拉扫视着进来开会的人，基本都是熟面孔：维克拉姆、库马尔等公司高层，以及几位年轻员工。

“妮莎的小组在远见讨论会上提出了员工支持方案，我请她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苏迪尔说，“准备好了么，妮莎？”

看上去还是学生模样的妮莎开始播放幻灯片，介绍新部门的运作方式。她描述了一个场景：一位员工任务太重，晚上可能没时间照顾生病的母亲。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来到员工支持部，与其中一名“倾听者”讨论他的困难。倾听者帮他和上司协调，让他可以早点回家。妮莎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是一幅漫画：包括员工、上司、倾听者和生病的母亲，所有人都微笑着。

众人鼓掌。苏迪尔鼓励道：“我喜欢每天来上班，就是因为能听到年轻人的新想法。”

不出所料，率先提出质疑的是库马尔：成立新部门的成本是多少？它能否适应公司不断增长的规模？谁来负责这个部门？妮莎试着给出回答，但苏迪尔很快打断了她：“这些问题都有道理，我们还要再研究。但我认为这项投入是值得的。”

库马尔不太满意：“好吧，先不讨论细节，但考虑到我们的战略方向是进入英国和美国，这个方案还能成立么？”

“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探讨，”苏迪尔说，“但无论在哪，员工都希望公司更关心他们。”他用眼神示意库马尔到此为止，“英迪拉，你的看法呢？这显然是你的领域。”

英迪拉的疑虑并不比库马尔少，但她想换个角度：“妮莎，谢谢你的方案，很有想法。我想问，倾听者工作的考核标准是什么？”

“员工留职状况，”妮莎说，“离职率越低，倾听者的业绩越好。”

在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如何根据离职率评价管理者的工作？英迪拉陷入沉思。她不敢向苏迪尔提起最近的离职率数据。

维克拉姆询问Parivar是不是第一个设计类似项目的企业。

“妮莎作了调查，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先例，”苏迪尔说，“HCL也有员工为本的文化，但我们是要真正理解员工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之前还和妮莎谈到，这个计划也许能成为全印度乃至全球的最佳管理实践。”

散会后，苏迪尔把英迪拉拉到一旁说道：“我们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言，谢谢你没刁难妮莎。但我当然想听你的心里话。我们周五要见面，对吧？你应该有事要告诉我。”



坦诚提质疑

英迪拉坐电梯来到四层，希望阿玛丽塔在办公室。两人是商学院时的老相识。

“谢天谢地，你不太忙。”见阿玛丽塔正埋头工作，英迪拉打趣道。两个人平时很忙，但都欢迎对方随时来访。

英迪拉向对方描述了苏迪尔召集的会议、员工支持计划和阿玛尔的离职谈话，以及糟糕的离职率数字。

“我怀疑新方案行不通。公司正迅速扩张，如何让苏迪尔的爱的文化真正落地？主张某种沟通方式和实际建立流程及管理结构完全是两回事。”

“苏迪尔长期坚持这种文化，而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分别增长了两倍和四倍，”阿玛丽塔说，“他恐怕听不进你的意见。”

“但我们这种独特的文化能落实为制度和职责么？”英迪拉坦率地质疑道，“这个员工支持部能运转起来么？它是否会让更多员工像阿玛尔一样感到被边缘化？它会不会适得其反，让人员流失情况继续恶化？我们简直像个教团，这样怎么进入欧洲和美国？”

阿玛丽塔笑了：“苏迪尔不是说教团也是一种企业文化么？英迪拉，我知道曲意逢迎不是你的风格。坦诚地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他会认真考虑。”

英迪拉知道，自己的权限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总监。苏迪尔希望公司更民主，因此她对重大事项有发言权。

“我打算对他说实话，”英迪拉说，“但苏迪尔也经常说，‘别跟我说问题，我要听解决方法’。也许维克拉姆和妮莎说得对，员工支持计划能成功留住既有员工，吸引更多外部人才，让我们成功超越Wipro、Infosys之流，跻身一流企业。”

“你真觉得它会成功？”阿玛丽塔问道。

“我不确定，但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英迪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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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加文是哈佛商学院罗兰·克里斯藤森（C. Roland Christensen）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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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来源于哈佛商学院的戴维·加文和拉赫娜·塔希雅尼（Rachna Tahilyani）的案例研究《Zensar：远见共同体的未来》（“Zensar: The Future of Vision Communities
 ”，编号311025）。完整阅读请登录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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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计划值得一试

加内什·纳塔拉詹（Ganesh Natarajan）是Zensar Technologies公司副董事长兼CEO。



员工支持部的建立能降低离职率和招聘费用，长期来看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糟
 糕的离职率数据表明，Parivar未能很好地满足员工需求，因此英迪拉绝对应该赞同员工支持计划，这或许能帮助她和团队在更多人离开之前，发现并解决困扰员工的问题。

这个案例是根据我们在Zensar的经历改写的。轻松、友善的工作氛围是Zensar在吸引和保留人才方面的一大优势。应聘者面试时经常问，公司的氛围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好；而最终正是公司的文化使员工舍弃薪水更高的工作，选择留在这里。

我们的离职率保持在11%到12%，比行业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核心员工保留率超过98%。正是我们共同构建的文化，使员工愿意为我们工作。

英迪拉必须考虑清楚新部门应如何运作。如果像离职的阿玛尔所说，管理者指导过细或干涉过多，那么新计划不会成功。

Zensar有一个类似的部门，即员工关系部（AR），下设27位AR委员。我们用半年时间培训这些管理者如何在员工及其上级之间协调敏感问题，这些下属有时不愿主动提出的问题包括产假、工作量和岗位调整等。大部分AR委员都比较年轻，还能和包括人力资源总监和我本人在内的高层说上话，因此深得年轻员工信任。

企业文化需要员工主动认同，绝不能强加于人。类似Zensar的AR和Parivar的员工支持项目必须摈除宗派主义，其公平性必须得到所有人认同。Parivar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显示领导者对员工一视同仁。

库马尔提出的企业文化如何适应国际扩张的问题，也非常重要。Zensar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经验是，只需稍作调整，AR在日本、中国、欧洲甚至美国都能发挥作用。并不只有印度员工愿意在友善的氛围中工作。Parivar员工支持部“倾听者”的培训费和薪水的确是笔不小的开支，但它能降低离职率和招聘费用，长期来看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如果英迪拉要实际负起新部门的领导职责，她必须向全公司证明，“爱的文化”能真正落到实处，这个新计划不是苏迪尔自说自话的游戏。在英迪拉的领导下，员工支持部应该像妮莎设想的那样，真正满足员工的需求，留住更多人才，并在公司营造出真正的人文关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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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搁置新计划

黛西·道林（Daisy Dowling）是全球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人才发展总监。



对员工大规模离职的原因，英迪拉和同事只是在主观猜测，而没有掌握事实。


P
 arivar至少目前应搁置员工支持计划。苏迪尔理想中的公司是应该真正关心员工的，这个方案或许符合他的构想，但无法带来实际效益；而且仅仅为个别员工排忧解难，也很难遏制目前人员大规模流失的状况。为营造“家庭式气氛”，Parivar对员工个人生活有一定的介入，但如果管理者对此抱太高希望，员工支持计划可能反而会损害公司文化。

从大的方面说，英迪拉的一个问题是缺乏战略思考。对员工大规模离职的原因，她和同事只是在主观猜测，而没有掌握事实。做人力资源相关决策时，苏迪尔、维克拉姆等人似乎只是依靠直觉；作为人力资源负责人，英迪拉必须找出问题所在，并将实际情况和解决方案报告给领导层，即便这可能惹恼一些人。

她可以先考虑这四个重要问题：

1．Parivar的企业文化对其业绩表现有何助益？

2．公司作为雇主在招聘市场的声誉如何？

3．公司对员工的期待是什么？

4．员工离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除了进行离职谈话，英迪拉必须主动大范围调查员工意见，还应该咨询猎头顾问等外部人士。人力资源部门必须综合分析调查问卷反馈、招聘统计数据和绩效评估结果等信息，从而准确评估公司文化最吸引人才之处在哪里、公司是否在招聘市场上充分宣传了这些优势、新员工的表现是否得到了准确评估，以及公司是否兑现了对员工的承诺。文化、品牌、考核和员工体验是人力战略的四项基础，要想推动员工支持计划、成功弥合劳资双方的裂痕，英迪拉必须先找出Parivar在这些领域中的问题。

黑石集团也面临类似挑战。公司规模并不大，面对竞争激烈的招聘市场，我们的对策是，全力在人力战略中体现关心员工的企业文化。例如，为更清晰地向员工解释在黑石的职业前景，我们最近仔细修正了校园招聘方针，并改进了宣传方式。

为评估年轻员工的工作体验是否符合我们对公司工作氛围的预期，我们每年进行问卷调查，反馈全部保密。即使在最活跃的市场中，黑石员工离职率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0%的合伙人在黑石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黑石，我们只聘用认同公司文化的人，并努力让他们满意。Parivar必须这么做才能走出困境。

面对居高不下的离职率，英迪拉有点气馁，可能也有点怕苏迪尔，但她应该努力调整心态。顶级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能够理性分析问题、研究出稳妥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成功说服领导层。对于Parivar和她个人，这次危机或许都将成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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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做？

独立咨询师

豪尔赫·洛佩兹 Jorge Lopez

工作关系本质上是交易行为，而非情感羁绊，因此和家庭是两回事。苏迪尔应该意识到，在招聘市场活跃的情况下，人员流动是正常的。为帮助Parivar进一步成长，他应该联系转投公司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前雇员，建立一个关系网。







Stevens Consultin公司所有人

戴维·史蒂文斯 David Stevens

苏迪尔的理想是打造一家人性化的卓越公司，而员工支持计划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想法，使Parivar真正建立优势。如果公司进入其他地区，可以因地制宜调整新部门的具体运作方式。







the Brand Station公司所有人、共同创始人

鲁宾·科林 Ruben Collin

实施员工支持计划前，Parivar的领导者必须了解清楚员工最想要什么。员工最看重的是什么？新部门如何帮助员工实现价值？







Skye Team公司CEO

莫拉格·巴雷特 Morag Barrett

员工支持计划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效果或许不及预期。如果Parivar进入国际市场，这个方案很难制度化。如果员工对新部门的运作感到失望，离职率可能会更高。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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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的残酷真相

伴随着战略的泛滥，它的核心概念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当我们提及战略时，需要的不仅是相对准确的框架，还要保证人们可以据此付诸实践。

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 | 文

陈晨 | 译　李钊 | 校　万艳 | 编辑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个计划，直到有人掴了他们一记耳光。”——迈克·泰森（Mike Tyson），引自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战略：历史》






撒
 旦，他足够伶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对神倒戈；他拥有足够的领袖魅力，在首次败北后，重振了军队士气；他具备卓识，凭着睿智，让麾下将领心甘情愿地执行他的计划，负隅顽抗；他足够狡狯，凭着多端的诡计，潜入伊甸园引诱园中警醒的看守者亚当与夏娃，玷污了人的纯洁。在《失乐园》中，他是约翰·弥尔顿笔下最有趣的角色，和呆板无趣的神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撒旦的想法不够缜密。他没有高屋建瓴地制定一个框架认识世界，用以指导他及其党徒的行动。而且，他“很不凑巧地”忘记自己正在对抗的是全能的神。从反叛的那一刻起，灭亡就是他注定的命运。

撒旦所缺少的，恰恰是战略。也许，他本应联系一下麦肯锡咨询公司。

将撒旦视为失败的战略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大部头新书《战略：历史》（Strategy: A History
 ）。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停下来思考的机会，反思战略的概念与实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深入。

自哈佛大学1908年设立MBA专业后，MBA课程就在不断地向未来的高管传授战略。20世纪60年代是战略的黄金时期，越来越多的咨询顾问开始销售他们的战略服务，自此，战略服务的类型层出不穷。如今，出版业也被这股热浪淹盖：在亚马逊网站上，今年出版的精装书中，672本书的书名包含“战略”这个关键词，相较而言，2012年是637本，2003年是446本，1993年是250本，1983年是55本。

战略似乎像个藤壶，能死死地黏在任何物体上。不要只做计划，要制定战略计划！不要只注册Twitter账户，要使用社交媒体战略！感觉疲惫不堪、内心焦虑？重新规划你的工作和生活战略吧！工作缺乏战略就像上班没穿裤子一样。伴随着战略的泛滥，它的核心概念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许，现在是时候对战略概念刨根问底、重新发现并定义其内容，至少部分定义其内容了。弗里德曼对历史中出现的一些非传统意义层面的战略家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述，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或许，我们可以先从约翰·弥尔顿——一个很少出现或从未露面于战略类书籍的人物开始。他重述人性的堕落，是为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用以对抗加尔文派的命运先定论。因此，“战略”这一理念的前提是我们可以影响结果并改变世界。战略也需要为未来指明方向。在战争中，这很简单，至少看上去很简单，那就是击败敌人。

战略需要一个相对准确的框架解释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并保证人们可以据此进行规划。例如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如果无产阶级的自由是最终的目标，那么必须存在一个解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框架，以及如何由此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框架，战略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无法预知结果。

战略还需要解释信念可能给行为带来的束缚。弗里德曼在书中说，对于奥德修斯工于心计的战略诡计，希腊人无不额手相庆，这是他超群的优点；但是罗马人对奥德修斯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对罗马人而言，“不择手段”（By Any Means Necessary，语出法国戏剧家让－保罗·萨特名剧《肮脏的手》——译者注
 ）地获取成功是一种突破底线的行为。这种信念约束了罗马人在行动时对战略的理解——他们无法做到兵不厌诈。

与罗马人相反，甘地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使用非常规手段——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坚持“非暴力”路径，成为时代英雄。他对世界政治动态的理解使他从始至终都对自己的策略有着清晰的认识。

虽然这本书可以算作一本帮助我们理解战略基本概念的入门书籍，而且穿插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弗里德曼很少在书中提到战略的执行以及如何效仿战略大师。弗里德曼在书中确实涵盖了传统商业战略的兴起。但是，只看战略思想史，不看战略行动史，岂能对我们有所帮助？

毕竟，战略的执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敢于从理论世界踏入现实世界的战略家，才可能拥有弗里德曼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名誉、荣耀和机遇。执行是战略的最后一部分，只有将战略付诸实践，企业才能变得有血有肉。说实话，弗里德曼未能在其书中详尽阐述。

战略之所以是个“施行暴政的君王”，并非是因为它需要我在前文列出的所有要素，而是因为它的重复性和延续性。就战略来说，一招出错，满盘皆输。拿破仑虽有雄韬伟略，却还是落得个被囚于厄尔巴岛，并埋于一抔黄土的下场。即使是最成功的战略家，可能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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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历史》

劳伦斯·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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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姆·沙利文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出版社编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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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TALENT AND PERFORMANCE


[image: ]
 In a knowledge economy,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or difficult—than building a high performance culture. Three companies have succeeded: IDEO, by creating a philosophy of helping others; BlackRock, by building a talent strategy; and Netflix, by hiring only “A” players who act like grown-ups.






ORGANIZATION & CULTURE


IDEO’s Culture of Helping


Teresa Amabile, Colin M. Fisher, and Julianna Pillemer



Leaders can do few 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encouraging helping behavior within their organizations. In the highest-performing companies, it is a norm that colleagues support one another’s efforts to do the best work they can. That has always been true for efficiency reasons, but collaborative helping becomes even more vital in an era of knowledge work, when positive business outcomes depend on high creativity in often very complex projects.

A help-friendly organization has to be actively nurtured, however, because helpfulness among colleagues does not arise automatically: Competition, pride, or distrust may get in the way. The trickiness of this management challenge—to increase a discretionary behavior that by definition must be inspired— makes all the more impressive what the design firm IDEO has already achieved. Its help-seeking and help-giving culture is behind the firm's success. But how has IDEO managed to make helping the norm?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authors spent two years observing, interviewing people, and conducting surveys at one office of the fi rm. They discovered four keys to building a help-friendly organization that leader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could learn and apply to similar effect.




HBR Reprint R1401C








ORGANIZATION & CULTURE


Building a Game-Changing Talent Strategy


Douglas A. Ready, Linda A. Hill, and Robert J. Thomas



When most of the world's financial services giants were stumbling and retrenching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recession, the asset management firm BlackRock was busy charting a course for growth. Its revenues, profits, and stock price all performed consistently through this tumultuous period. The authors looked at BlackRock and other game-changing companies—the Mumbai-based global conglomerate Tata Group, and Envision, an entrepreneurial alternative energy company based in China—and found significant commonalities. These three companies demonstrat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a game-changing organization: They are driven by purpose, oriented toward performance, and guided by prin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these companies, the authors discovered a fourth thread that weaves them even more tightly together: Each is supported by a game-changing talent strategy. But, they write, the path to such a strategy seems rife with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How can both strategy and execution be consistently superior? How can they support a collective culture yet enable high potentials to thrive as individuals? How can the strategy be global and local at the same time? And how can its policies endure yet be agile and constantly open to revitalization? BlackRock’s approach providesthe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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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NetflixReinvented HR


Who’s Got Those Top Jobs?


Patty McCord



When Netflix executives wrote a PowerPoint deck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tal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document went viral—it's been viewed more than 5 million times on the web. Now one of those executives, the company's longtime chief talent officer, goes beyond the bullet points to paint a detailed picture of how Netflix attracts, retains, and manages stellar employees. The firm draws on five key tenets:

Hire, reward, and tolerate only fully formed adults. Ask workers to rely on logic and common sense instead of formal policies, whether the issue is communication, time off, or expenses.

Tell the truth about performance. Scrap formal reviews in favor of informal conversations. Offer generous severance rather than holding on to workers whose skills no longer fi t your needs.

Managers must build great teams. This is their most important task. Don’t rate them on whether they are good mentors or fill out paperwork on time.

Leaders own the job of creating the company culture. You’ve got to actually model and encourage the behavior you talk up.

Talent managers should think like businesspeople and innovators fi rst, and like HR people last. Forget throwing parties and handing out T-shirts; make sure every employee understands what the company needs most and exactly what’s meant by “hig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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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Managing Yourself


Find the Coaching in Criticism


Sheila Heen and Douglas Stone



[image: ]


Feedback is crucial—but almost everyone, from new hires to C-suite executives, struggles with receiving it. The authors, who have spent 20 years working with managers on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outline six steps that can help you turn feedback into an important, and unthreatening, tool.

Know your tendencies. Look for patterns in how you respond. (Do you defend yourself? Do you lash out?) Once you understand you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you can make better choices about where to go from there.

Separate the “what” from the “who.” Your feelings about the messenger might be short-circuiting your ability to learn from the message.

Sort toward coaching. Work to hear feedback as well-meant advice, not as an indictment. Unpack the feedback. Resist snap judgments; explore where suggestions are coming from and where they’re going.

Request and direct feedback. Don’t wait for a formal review; ask for bite-size pieces of coaching. Experiment. Try following a piece of advice and seeing what happens.

Criticism is never easy to take—but learning to pull value from it is essential to your development and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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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ng for Shared Value


Marc Pfitzer, Valerie Bockstette, and Mike Stamp



At its best, business is about innovating to meet society’s needs and to build a profitable enterprise. But many corporate leaders are struggling to achieve those twin goals. In a study of more than 30 companies that have succeeded in creating so-called shared value, the authors identified five mutually reinforcing elements.

Embedding a social purpose. This may involve reemphasizing a firm’s founding mission, as Danone’s CEO did in 2000 to refocus the company on its origins as a manufacturer of healthy food.

Defining the need. Some firms conduct extensive research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social problem. Before launching a micronutrient-reinforced spice product for low-income consumers in India, Nestlé studied nutritional deficiencies in the country and visited 1,500 households to understand cooking customs and diets.

Measuring shared value. To monitor an initiative in Brazil to increase the employability of youth, Coca-Cola spent months planning how to achieve business and social goals and then established intermediate measures to track progress.

Creating the optimal innovation structure. The right structurefor a social enterprise depends onwhether the fi m already has a clear social purpose, understands the targeted problems, is able to solve them, and builds a strong business case for doing so.

Co-creating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s. Effective social innovators enlist external stakeholders in their efforts to understand social needs and to execute their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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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RISK MANAGEMENT
 

The New Rules of Globalization


Ian Bre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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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2008 going global seemed to make sense for just about every company in the world. Since then, we’ve entered a different phase, one of guarded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s of developing nations have become wary of opening more industries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y are 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more broadly and perceiving more and more sectors to be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aking active steps to deter foreign companies from entering them and promoting domestic, oft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deed, 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merging markets has altered the playing field.

To factor globalization’s new risks into strategy, executives must consider their industry’s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the host government and their home government. They can then choose among various approaches: strike alliances with local players, look for new ways to add value abroad, enter multiple sectors, or sta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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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萨尔曼·可汗 Salman Khan：

给你自由的空间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牛文静 |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萨尔曼·可汗
 最初使用网络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给他表弟指导数学功课，那时他是一名对冲基金分析师。9年后，他的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用同样的方法，为全球数百万名学生提供超过5000种免费网络视频课程。可汗学院颠覆了学校以及教育行业。






HBR：
 为了在当今职场上取得成功，大家该学习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可汗：
 起初，人们认为在学校学习比自学重要。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是被动的。你坐在椅子上，老师试着将知识强加给你。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更糟的是，这还催生了一种“你需要教我”的思维模式。所以当你自学时不知道该怎么做。

如今，每个行业每周都有新东西可学。你要问的是，“我可以支配的信息有哪些，能帮助我的人有谁？我需要问些什么问题？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真的懂了？”可汗学院会为你提供这些。更具体一点，我推荐学习计算机编程、更多法律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统计学，这是一定要学的。

我们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用了12年，大学4年，也许还有研究生的几年，然后学习就到此为止了。这种情况让人匪夷所思。我们终生都可以通过阅读自学，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学而时习之，同时自己协调工作和学习的时间。




HBR：
 你在书里提到现在的教育剥夺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如何改善这一情况？


可汗：
 好奇心其实很难打压，但传统教育却“特别擅长”压制学生的好奇心：听讲座、做笔记、交作业，然后全忘光。学生被禁锢在课程表中。可汗学院的意义就在于给你自由的空间。如果你想要深入学习，完全可以。我在路易斯安那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时体验过这样的教学，那里天才班的课程安排得非常出色。

从二年级开始，老师把我们带到另一间教室，让我们和其他年龄的孩子一起玩，每天1小时。第一次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这简直就像是放假。罗塞尔老师问我：“你想做什么？”我当时想，我才7岁！难道不应是你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吗？我说：“我喜欢画画，喜欢猜谜。”她说：“好啊，那你用过油画颜料吗？玩过‘意念控制者’游戏吗？”很快我对每天这一小时的期待超过了晚上去朋友家玩。今天我用到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一小时学到的东西，而不是在学校其他时间的学习。

这就是我们创造自由空间的目的。过去，这很难大规模推广。给30个孩子定制专属教育？开销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科技的出现，让我们可以按照学生的节奏来传授知识，布置实践作业，同时让教师利用数据教学。现在的学生走进课堂，学习的过程非常像当年我在天才班的经历。




HBR：
 商界能从高效教育中借鉴到什么？


可汗：
 很多公司在做培训时，会模拟教学环境。人们需要抽时间来听课。但从这些课程中获得的信息及资格证书价值有限。可汗学院招聘时，如果你的学业优异，或专业背景强大，当然很好。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你做过什么具体的事情。如果是工程师，给我们看看你设计的软件。我们还需要了解你与其他人共事时的表现、在此期间你所展现的领导力，以及同事如何看待你。




HBR：
 你在注意力方面的研究发现也与此有关吧？


可汗：
 我们这代人有Facebook、Twitter和手机，难以长期保持专注。从研究中能清楚发现，我们其实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特别是当内容密度很高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大概只能集中10－15分钟，然后就会放空。之后回过神来再持续8－9分钟，然后又放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越来越短，放空时间则越来越长。1小时后，可能你只记得30%的内容——或什么都不记得了。如果工作时也这样可不妙。如果开会，不需要长篇大论；如果彼此不需要互动，用视频或者备忘录来传递信息即可。




HBR：
 一些人对可汗学院的课程提出了批评，你怎么看？


可汗：
 你要弄清哪些批评是有意义和有建设性的，哪些不是。如果有人给我们写邮件或发博文提出批评，而且说得对，我们会给视频加评注，或重做。这是视频形式优于传统教科书的地方，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反馈。当我们公开内容时，1周内有1万人浏览。修改的流程非常快。我们不必等到下一版教科书问世再做修改，一个晚上就能做到。




HBR：
 可汗学院肯定是教育界的颠覆性创新，你会终结市场上现有的一些竞争者吗？


可汗：
 无论可汗学院存在与否，旧的商业模型都一去不复返了。过去，机构可以通过出售信息渠道来赚钱，这些信息甚至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老掉牙的科学或数学。我认为意识到这点的出版社将挖掘出其中暗藏的各种机会。它们在全球的学校已有了分销网络和影响力。如果它们能够将这些学校变为互联网用户，并提供定制教材，其市场价值不容小觑。只是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该如何借此赚钱，特别是我们常说学习是天赋人权，就更不知是否该靠此赚钱。




HBR：
 为什么要把可汗学院定位为非营利组织？


可汗：
 在营利世界里，“全垒打”是做大、上市或者被收购。对于我个人和投资者来说这是好事。但有些方面不好，因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使用我们网站的内容，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如果可汗学院是营利的，你有信心能让这个使命世代传承下去吗？一直以来，那些遍布全球、世代相传的机构都是非营利的。这是这个领域的“全垒打”，也许可汗学院可以做到。

我们的优势是组织里的人才，学院有51个人，外加数千名志愿者。我们吸引了硅谷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来自麦肯锡、谷歌、Facebook和知名对冲基金公司。我们还有世界顶级的Java语言编程员。这些了不起的人冲着学院的使命而来，来了才知道其实我们这里的待遇也不错。因此，我们获得的人才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跟他们比起来，我是这里最不起眼的那个人。




HBR：
 有些初创公司正在模仿你的模式，但这些公司是营利的。


可汗：
 用于解决教育问题的投资越多越好。如果一个以营利为目的公司为了吸引客户免费提供一部分教育内容，这对每个人都是好事。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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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胜出的插画说明由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的

凯文·托马斯（Kevin Thomas）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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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赢家谈判兵法






春
 节到了，来点干货。商场不是战场，无须刀光剑影，重在智慧和实力的较量。谈判是所有公司管理者时时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优秀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一流的谈判专家。随着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全球化逐渐深入且组织变革日趋频繁，《哈佛商业评论》接触到的许多管理者感到，谈判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在中国，许多管理者还没有认识到谈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随机而动，仓促上阵，往往以惨败收兵。对于他们来说，学会必要的谈判赢家攻略，就显得极为必要。

《哈佛商业评论》多年来关注商业谈判问题，总结了很多赢家必杀技。本期“聚光灯”封面专题推出一组文章，从情绪管理、事前准备到跨国并购谈判等几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察和新洞见：谈判要达到预期目标，除了你现有实力外，还需要掌握一些软性技巧。

从中外商业管理实践来看，不成功的谈判者存在一个通病：关注的重点放在战略、战术和讨价还价上，对谈判桌上双方情绪造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哈佛商学院教授谈判学的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谈判要想顺利，我们应花些时间准备情绪攻略（见《新谈判手段：情绪管理的艺术》
 ）。

成功的谈判者还要做好准备工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佛商学院迪帕克·马哈拉教授在《赢在谈判之前》
 里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孰胜孰负，未战先知”一语，他认为有些代价沉重的错误在还未谈判前就已发生，因为谈判者不关注谈判流程。为此他建议：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设定现实的目标；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设定看待交易的立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跨国谈判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日常工作，而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的沟通模式，并不存在全球统一的赢家普适攻略，管理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应对之道。英仕国际商学院艾琳·迈耶教授在《跨文化谈判赢家攻略》
 中，提供了跨文化谈判的五个基本规则：调整表达异议的方式；收放自如；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避免“yes或no”式的问题；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在跨国谈判中，中国企业的身影近年来频繁出现，并购结果有成功也有教训。中国管理者无论从方法的掌握还是情绪的控制方面，与西方同行比都有不少差距。埃森哲公司的并购专家布鲁斯·德尔提尔和阿加·古泽斯卡-拉德斯卡，在《中国企业并购谈判演进史》
 一文中把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总结了三大发展阶段：强硬立场阶段、思路调整阶段和在商言商阶段，说明中国企业的谈判能力日渐成熟。

我们还采访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先生，他拥有30年谈判实战经验。陶律师认为，中国管理者在并购谈判时，不要摆出财大气粗的架式，那样很可能适得其反。中国谈判者须找准“黄金分割点”，即找到能够将已方利益最大化且对方可以承受的关键点。这样做，自己不会吃亏，对方也满载而归。

祝大家2016年春节快乐！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hbr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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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迈克尔·雷纳、劳瑞·麦克唐纳德，《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2月刊《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一文






对“颠覆性创新”一词的种种解读已成为商业思考的重要部分，但误读与误用使其有效性受到威胁。所谓“颠覆”指的是规模较小、资源较少的公司能够成功挑战在位大企业的过程。




感谢作者澄清观点，并为我提供了观察世界的视角。在澳大利亚，我们采矿业目前正处于低迷时期。一直以来，能源石化业的工程业务都为大公司所占，但随着市场每况愈下，出现了越来越多小公司，它们能以更低价格提供工程解决方案。 现有大公司继续专注于利润空间较大的大项目，因此不愿与小公司在利润率低的小项目上竞争。我能够预见，这些小公司最终可能会通过逐渐占据市场份额而击败大公司。我知道我的例子可能并不是颠覆性创新，也不想使用错误的语言。请问该如何描述这一现象？

——读者理查德·江

（Richard Kong）




迈克尔·雷纳的回应：
 我并不了解所述案例中的行业，所以从你的描述中，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作出具有建设性的回答。 但从你的描述来看，该情况中确有元素反映出能源石化业小公司可能正在走上颠覆之路。下面是判定颠覆性创新的几大关键标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其称为“颠覆者宣言”。

1）在位企业是否在利润上对新进企业的细分目标不感兴趣？根据你的描述，答案肯定。

2）新进企业能否利用新的商业模式在该细分中获利？这点我不太清楚。你只提到了小公司从市场低端着手，但没说明它们如何成功。如果小公司只是靠小项目赢得微薄利润，那么只不过是它们在大企业的业务中捡漏。这一现象在很多服务业，尤其是专业服务中很常见，比如会计和法律行业。但如果小公司参与项目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采用更多自动化方式或在流程上有所不同等等，从而令大公司认为这些项目“利润空间不大”，但对于小公司本身，利润却足够可观，那么我们可以给出肯定答案。

3）如果第2个问题答案为“是”，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小公司是否具有让它们能承接更大更复杂项目的先进技术，让它们在能够利用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不必牺牲成本和业绩优势。换言之，那些小公司能否进入市场上游，而且不会落入和现有主流市场中大公司一样的窠臼？

如果你对上述3个问题答案均为肯定，那么你提供的例子就是颠覆性创新。如果任何一个答案为否，那就不是颠覆性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在适当时间停下来，将新理论转化成文字，这样局外人就有机会重新检验和丰富现有的理论框架。读文章时我发现，作者仅描述了竞争商业领域造成颠覆性创新的一种模式，在该情况下，小公司或新公司从某一刻开始提供高端解决方案，从低端逐渐占据在位企业的市场。优步和其他案例表明，有很多其他模式也能引起对现有市场的颠覆。所有这些模式都一度被概括到创新和创业等词汇之下。

与其捍卫研究者对多年前观察到模式的定义，作者不如重新命名能够导致颠覆的唯一模式，并开始研究，发现、描述和命名其他导致颠覆的模式。 这样做能丰富我们在学界和实践中的论述。从这个角度看，20年前对该理论的定义应被视为通往更具体深入研究的基础，让我们能进一步挖掘尚不清晰的（颠覆性）创新现象。


——读者弗里多·司木德斯

（Frido Smulders）





理论空谈太多，我们应该停止把时间浪费在不断定义或再定义“颠覆性创新”上，或颠覆性创新如何适用于公司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形势。定义优步是否颠覆性创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改变了公共交通市场现状。


——读者巴尔托什·沃伊茨卡

（Bartosz Wojszczyk）






迈克尔·雷纳的回复：
 对关键原则和概念的重要讨论，有时看起来像是在争吵细枝末节，有时也的确会演变成琐碎的争吵。这令人沮丧，对此我完全理解。相信你不会对我的回应感到吃惊：我不同意这一讨论没有意义。

本文中对优步的回顾分析及其他案例是为了清晰阐明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核心架构。清楚了颠覆性创新理论架构的细节，才能了解优步改变交通行业现状的过程。

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理解颠覆性创新的原理，能够让我们在未来更好地做出选择。如果某公司走上颠覆性创新之路，它会选择某些投资，比如对关键技术的投资，或是标准设计。相比之下，如果某公司采取不同的颠覆轨道，比如与在位企业直接竞争，或致力于高端细分然后再自上而下进入主流市场，那么就会选择不同的投资类型。

因此，准确的定义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可以比喻成医生诊断病情：对病毒和细菌的定义并非理论空谈。如果不能准确一致地定义创新种类，任何治疗方法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本文及时向实践者和经营丰富的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内容，扩展和澄清了克里斯坦森颠覆性创新理论。对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原始理论应用的考量，作者均做出了重大而有意义的解读。


——读者罗里·欧歇

（Rory O'S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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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HBR中文版微信浏览量前十名的文章

1.《王者三法则，把99%的公司甩出了一条街》



2.《马化腾：“资源只是加法，产品力才是王道”》



3.《掌握四个“心理距离”，让你跑赢整个人生》



4.《三分钟让你拥有战略视野》



5.《更换职场跑道的正确方式：行动在先，认识在后》



6.《百事CEO：给猪涂口红，那不是设计思维！》



7.《有一种杰出叫低调，揭秘办公室“隐形超人”》



8.《七步之遥，从管理者到领导者》



9.《九大品质让老板为你点赞》



10.《没有理论，不配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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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大数据葬送你的品牌


彼得·霍斯特、罗伯特·杜波夫，《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1月刊《别让大数据葬送你的品牌》一文






追求短期销售业绩还是品牌资产增值，是CMO面临的经典难题。大数据的兴起使得天平倒向了前者，但这极不利于品牌资产增值。




有太多文章声称，大数据有办法拯救企业。现在能读到一篇驳斥这一说法的文章真是太好了。作者援引的例子表明，大数据并非营销人员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也不是集团销售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文章还说明，员工是分析、理解并落实数据显示结果的关键。这篇文章清楚表明，员工仍是品牌长期及短期发展的主要驱动者。这说明，我们需要更多分析能力和情商都高的营销人才来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读者汉斯·盖特纳

（Hans Gartener）





对企业来说，平衡短期营销和长期品牌建设一直都是一门功课。在谈论大数据时，企业仍需要了解从营销角度看，数据对公司的意义是什么。


——读者陈掊昌

（Pou-Chang Chen，音译）





本文指出，向业绩施压将导致战略思想家大力推行缺乏远见的决定，并具体阐释了大数据和实时互动的复杂特性与真相。技术让我们能够深入、具体地了解大数据，与此同时，领导者在制定巧妙决策时更须谨慎。


——读者路易斯·卡瑞卡特

（Louis Carric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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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才是挖掘“数据金矿”的真正福地？

跨国设计咨询公司Frog创新战略副总裁蒂莫西·莫雷｜文



与欧美同行相比，中国制造商在运用数据进行设计时拥有更高的消费者信任度，而且消费者予以重视的个人数据类型比较少。中国消费者重视个人数据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国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来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与组织都可以从中获得启迪。



未来营销闯关标配：大数据+智能硬件

DMRC大数据与智能硬件课题组｜文

营销官，别让大数据葬送你的品牌

彼得·霍斯特｜文

让HR拥抱大数据

周禹｜文



[image: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团队协作泛滥？

协作的确可以解决很多今天最迫切的商业挑战。但有时会过犹不及。领导者必须对适当的协作类工作予以认可和鼓励，并高效分配此类工作，否则团队和顶尖人才会出现承担负担过重、缺乏支持的负面影响。



同理心的局限

同理心属于高负荷认知活动，和同时记忆多种信息、在喧闹环境中保持专注一样，会消耗大量认知资源。持续投入同理心，可能引发“同情疲劳”（压力过大导致理解他人的意愿和能力严重缺失），或演变成长期、慢性的职业倦怠。



营销软件并不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这一软件目前还不是一个来抢走营销人员工作的智能机器人，而只是帮助营销人员日常工作的机器手。当软件开始大行其道在市场营销工作发挥作用时，营销人员的角色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image: ]


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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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领导者

5大过人之处

悉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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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都知道，对工作的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我们与上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当今快速演进、全天候的工作场所，经理们总搞不懂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员工拥有最满意的工作经历，增加他们的幸福感。我对世界上最成功的几位老板展开了研究，揭示了能令工作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趣味的常规做法。如果你在指导其他人，确保自己遵循了以下几点：


管理个体，而不是团队。
 当你承受压力时，很容易就会忘记员工们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不同的兴趣、能力、目标和学习方式。但是你在与他们互动时应该因人制宜，这一点很重要。你要知道什么能够激励他们前进，能够和员工们进行一对一交流，根据个体发展需求教导他们。至于升职加薪，上司应该通过查阅之前严格的能力素质模型和职业阶梯，根据每名员工的抱负、天分和能力给他们量身打造发展机遇。

保罗·巴塔尔丹博士（Paul Batalden）是达特茅斯盖瑟医学院的荣誉教授，他之前曾在医疗护理巨头HCA集团的汤米·佛利斯特（Tommy Frist）手下工作，他告诉我，自己的前上司“非同一般”，不像是领导此类大企业的CEO。“你总能见到他，他老有时间。”萨缪尔·霍华德（Samuel Howard）是佛利斯特的另一名追随者，目前是Xantus Corp的CEO，他补充说：“当你向他求助时，他立刻就能卷起袖子”跟你一起干，帮你渡过难关。


升华工作意义。
 大部分员工会珍惜那些能够发挥自己价值，带来不同的工作，许多企业现在也开始强调意义和目标，希望能培养员工的参与感。但这也是经理的职责。你不能依靠像奖金、优先认股权或加薪之类的激励机制。你需要用愿景去鼓舞他们，设置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提升他们的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阐明清晰的目标，鼓舞你的团队，设立高期望值，告诉团队你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一切目标。

像房地产业的比尔·桑德斯（Bill Sanders），对冲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和职业橄榄球教练比尔·沃尔什（Bill Walsh）这样的传奇上司都会给员工们灌输企业愿景，让他们为之着迷，并能全力以赴追求成功。桑德斯的一个崇拜者斯科特·塞勒斯后来成为了斯通公司的CEO，于2013年退休，他回忆说，自己的前上司“会阐明他的愿景，并说‘我希望你能参与其中，成为企业未来的一部分。’得到这样的邀请，你会倍感荣幸……只想着赶紧投身其中，说出‘算我一个’这种话！”


注重反馈。
 人力资源管理协会2013年针对美国企业管理者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2%的管理者坚持给员工提供反馈。”只有2%！许多老板只关注可怕的“绩效评估”，而且经常把启发类反馈跟讨论加薪升职混为一谈，这会大大削弱反馈的效果。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那样，一些企业正在改变它们的方法，即便你依然坚持传统的评估，你还可以把卓越上司们采用的持续、个性化的反馈作为补充。定期——至少以周为单位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给员工充分的指导。保证反馈内容清晰，坦诚，具有建设性，能够激发员工的自主和主动性。

对冲基金经理蔡斯·科尔曼（Chase Coleman）记得，自己的前上司和支持者老虎基金的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非常善于理解人们的动力，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激发人们发挥最佳表现……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要鼓励，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不能让他们过得太舒服。他会调整自己的反馈。”


不要光说，还要倾听。
 当员工们觉得能够随时提出新想法并采取主动时，他们是最开心的，而大部分管理者也称希望员工畅所欲言。那么，为什么现实却不总是如此呢？问题通常在于上司们推销自己的想法时太过强势。员工们会想：“既然上司已经决定了，我为什么还要冒风险提出新想法呢？”

好的领导会花大量时间倾听。他们提出问题和挑战，然后引导整个团队制作出解决方案。他们奖励创新和主动，鼓励团队中的每一个人这样做。

橄榄球教练沃尔什用自己的方法不光鼓励助理教练们，也鼓励球员们建言献策。他在比赛开始前，比赛进行中和赛后看录像时都会这么做。这种更具协作性的方法或许是帮助他的旧金山49人队取得佳绩的法宝：6次取得分区冠军，3次取得美国橄榄球联会冠军头衔，3次荣获超级碗冠军。


保持一致。
 谁会愿意跟着一个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上司？当压力总在不可预测地转移，你永远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或者如何前进时，人们很难有工作的动力。因此，你要保持一致的管理风格、愿景、期望、反馈和对新想法的包容态度。如果变革必不可少，那就坦率、快速地接受吧。

凯尔·克雷格（Kyle Craig）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汉堡王与餐饮经理诺尔曼·布林克（Norman Brinker）共事，他仍记得上司始终如一的谦逊。“他从来都没有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这令他身边的人感觉非常自在。”比尔·沃尔什一直以来也都自信十足。前旧金山49人队的外接手德怀特·克拉克（Dwight Clark）评价说：“这就是一种态度。他走路一向高视阔步——但并不是自命不凡那种，显得非常自信。”这两位超级上司各有各的特色，但因为他们始终保持一致，因此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司采取的行动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员工们开心，但是遵循这5个关键的技巧的话，管理者就会发现他们能够提高所有员工的幸福指数，参与度和生产力。这些要点的共同之处就是专注。密切关注你的员工，视他们为独立的个体。多花费一点儿时间提升他们的自信，给他们展现企业的愿景；提供规律、连续、高质量的反馈；倾听他们的想法。确保你自己传达的信息是前后一致的。这难吗？的确。但这么做绝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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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芬克斯坦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Steven Roth教席教授，著有《超级上司：杰出的领导者如何管理人才流动》，本文就摘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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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隔绝

“二手压力”

肖恩·阿克尔(Shawn Achor)

米歇尔·吉兰(Michelle Gielan) |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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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10年，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会受到情绪的感染。情绪通过一张镜像神经元的无线网络进行传播，镜像神经元是我们大脑的一小部分，能够让我们有共情同理心，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当你看到有人在打哈欠，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于是你也会跟着打哈欠。坐在房间另一端的人如果有疲惫情绪，你的大脑也会作出回应。但是，能够传染的不仅仅是微笑和哈欠。我们还会像吸二手烟一样吸取其他人的消极情绪、压力和不安全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和罗纳德·雷吉奥（Ronald Riggio）发现，如果你视野内有人感到焦虑并且表现力非常强，不论他是否说话，你很有可能被这些负面情绪感染，你大脑的运行也会受到影响。

观察在压力之下的人——特别是同事或者家庭成员会迅速影响你自己的神经系统。另一组研究人员发现，26%的人仅仅是观察压力之下的人，就会出现肾上腺皮质醇上升的情况。来自爱人的二手压力（40%）比来自陌生人的二手压力更具有传染性，但即便观看有关陌生人充满压力的视频，24%的观察者也会出现受压反应。（这让我们好奇，我们这些研究快乐的人是否应该在入睡前观看《绝命毒师》。）

当你上班乘坐出租车，司机愤怒地按喇叭，你一路上都会承受他的焦虑。当老板匆忙步入房间，你也会在表达自己想法时承受她的压力。即使交易大厅里被玻璃板隔开的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因为看到房间另一端不同部门人员惊惶的情绪表现而被感染。

美国职业压力协会的海蒂·汉纳（Heidi Hanna）是《压力狂》（Stressaholic）的作者，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二手压力，是因为我们具备感知外部环境中潜在威胁的能力。她写道：“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要某些特定的人员一进入房间，就会引发自己的压力反应。这可以是一个基于以往互动的条件反射，但也可以通过非常和缓地改变生物机械节奏，比如心跳或者呼吸频率成为积极沟通的表现。”工作时，我们周围人极其微妙的变化都会成为二手压力的线索，造成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你不一定要看到或者听说其他人承受压力；你还能闻到。新的调查显示，压力会令人散发特殊的压力荷尔蒙，其他人可以通过嗅觉感知。你的大脑甚至能够判断出这种“警报费洛蒙”是由高压力还是低压力导致的。消极情绪和压力确实能够通过你的鼻子飘进脑回路。

随着调查越来越复杂，我们发现从其他人那里“捕获”的消极情绪能够影响每一个商业和教育的结果，而且最近调查显示，消极情绪甚至能够在细胞层面影响我们，缩短我们的寿命。根据《幸福之前》所述，丽思卡尔顿和Oschner Health Systems等企业已经意识到二手压力的影响，当员工们被客户或者患者包围时，企业开始为员工们建立“不迁怒”区域。一个患者看到护士在压力或者抱怨下工作的话，也会在接受服务时被这种情绪感染——更不必说从客观来讲，正如汤姆·拉什（Tom Rath）在《健康》一书中强调的那样，积极的心态跟积极的健康结果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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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高度紧密的职场，我们与其他人会产生频繁的接触。这意味着负面情绪和压力的传染力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我们会接触许多的负面评论、新闻和大众传媒；财经新闻节目中频繁出现压力下的肢体语言；地铁和飞机上到处是被压力压垮的人们；在开放式办公场所，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肢体语言。在这样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提高我们的情绪免疫系统，否则就会受到二手压力的影响。以下是几点方法：

改变你的应对策略：我们在与投资银行瑞银集团（USB），斯坦福头脑与身体实验室的阿利亚·克洛姆（Alia Crum）博士和耶鲁情绪智商中心的创始人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你创造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压力，停止与压力作斗争，压力对你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降低23%。当我们视压力为威胁时，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会忽视压力的增强效应。（即使压力很大，但压力会创造更强韧的意志力，对生活更欣赏的态度，对其中意义有更深的理解，更懂得分轻重缓急。）不再斗争，不再因为受周围负能量的人影响而感到沮丧，将压力视为感受同情的机会或者让人变得更积极地应对挑战。

创造积极的抗体：我们需要一些可以中和压力人士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行为。当你面对一个饱受压力折磨的同事时，不要以同样充满压力的苦相和肢体语言作为回应，而是报以微笑或者理解的点头。你会突然之间得到力量。正如新书《传播幸福》所建议的那样，你能创造一根“电源线”让负情绪短路。一段对话中，第一个评论往往会预测出对话的结果。试着打电话时不要以“我要喘不过气了”或者“我特别忙”开头。相反，试着在开始的时候深呼吸一口，然后镇定地说：“能跟你说说话实在是太好了。”

打造自然免疫力：拒绝接受他人压力的一个最好的缓冲方法是具备稳定、强烈的自尊心。你的自尊心越强，就越可能觉得自己能够应付眼前的状况。如果你发现自己受到了他人情绪的影响，停下来提醒自己事情进展得有多顺利，自己有能力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锻炼是培养自尊心的最好方法，因为你的大脑会根据内啡肽的情况记录下每一次成功的锻炼经历。

给自己洗脑：在进入工作或者充满压力的环境之前给自己洗脑。比如，早晨一睁开眼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想想这一天值得心怀感激的三件事。在TED演讲中，你可以学到5个积极的心理习惯，帮助你给自己做心理暗示，对抗其他人的消极心态：1）写一封2分钟的电邮，表扬一个你认识的人；2）写下三件你觉得感激的事情；3）花2分钟记录下一段积极的经历；4）做30分钟有氧运动；5）冥想2分钟。

如今，我们知道要躲开吸烟室，从人流密集的机场出来后要洗手，但将来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健康幸福的关键在于提高我们的情绪免疫系统，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他人压力的影响。当然，不光是其他人的压力在影响我们——我们的心态也影响着周围的人。积极的心态能够提高我们以及周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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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阿克尔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幸福优势》和《在幸福来临前》的作者。他在TED的演讲是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观看量高达1100万次。米歇尔·吉兰曾是哥伦比亚广播新闻主播，现在是畅销书《传播幸福》的作者。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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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封面 “聚光灯”


创业与长期发展


初创企业如何持久

为什么那些看似具备长期发展所需一切因素（客户、现金流以及光明前景）的初创企业会出现偏离运营轨道的情况？ 企业运营环境正变得愈加复杂。商业环境的多样化、变化速度和相互联接程度前所未有，可预测性也大大降低。然而很多企业战略设计方面仍固守着所谓的经典方法。这些方法诞生于过去较为稳定的商业环境下，聚焦于短期业绩的分析和规划，而非企业的基业长青。

初创企业早夭的原因是它们难以实现扩张，也就是说，它们没有适时调整组织架构，将其变得更为专业化，并将成熟运营机制引入进来。哈佛商学院教授兰杰·古拉蒂（Ranjay Gulati）与文章合著者艾莉西亚·迪森图拉（Alicia DeSantola）通过对众多初创公司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归纳出一个发展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帮助初创企业成功转变为成熟型企业，从而实现业务扩张，避免发展偏离轨道。他们得出的经验不仅仅是提升初创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率，而且还能帮助它们进入更为广阔的市场领域，在寻求不同的发展机遇时能很好地应对组织复杂性方面的管理。

很多成功运作的企业最终都会遇到停滞不前的状况，从而导致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大幅下滑，股价一路跌至谷底。企业业绩增长中的停滞不前是可预测的，而且只是源于组织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可以找到解决方案。3月刊聚光灯文章中，克里斯托弗·祖克（Christopher Zook）与其贝恩咨询公司合伙人以及文章合著者吉米·艾伦（Jimmy Allen）针对可持续发展公司中通用的企业态度和企业行为进行了探讨，模拟初创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所有瓶颈，并归纳出一套针对初创企业如何应对复杂的组织架构变革，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




[案例研究]


他应该为在Facebook上发表的内容而被解雇吗？


一位家族企业总经理无意中发现她手下的一名销售人员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些诋毁公司的言论。她陷入了是否应该为此解雇这名销售人员的思考。是的，员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公司应有权终止那些发言诋毁公司者的劳动合同。言论自由，并不是不需要对言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糟糕的判断力并不限于网上行为。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时，雇主和员工都应该保持谨慎，企业也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




[跨界人生]


挥之不去的戏剧性：凯文·史派西


凯文·史派西，奥斯卡影帝、导演、制作人以及戏剧导演，联合打造并主演《纸牌屋》，计划接手老维克剧院，培养年轻演员。关于凯文·史派西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不愿意人们关注他的私人生活，强调自己是个演员，拒绝被称为明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他飞速后移的发际线，或者暧昧不明的性取向，不过两者都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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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

量化企业情感文化

QUANTIFYING YOUR COMPANY’S EMOTIONAL CULTURE

西格尔·巴萨德（Sigal Barsade）

奥利维娅·奥尼尔（Olivia O'Neill）|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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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完所在群体的情感文化后，应记住这一点：作为领导，你的行为是改进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管
 理者往往将情感视作不可评估的“软”特征。但情感可以并应该被量化追踪，而且追踪方式和态度及行为的追踪方法一样：调查。两种方式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具体做法上。

我们在多个组织进行同一项调查，发现参与者不会向我们讲述其感受。但员工或外部评估者能发觉他们身边的情感文化，即价值观、规范以及员工在工作中表达或是压抑某种情感的想法。这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整个群体的情况。我们的问题是：“该组织（或部门、班组）的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热情、关爱、同情、沮丧、焦虑和振奋等情感？”我们接下来会问：“人们应该在其组织中表达何种情感，或有哪些不该表达的情感？”

我们还衡量了，包括愤怒、友情、恐惧和悲伤在内的“基本情感”如何相互叠加。这是因为我们过去10年的研究表明，群体內可同时存在多种情感文化。举例来说，我们在研究一家位于都市区的医院时，发现某些病房內盛行的友爱之情能够中和同等强势的焦虑文化。管理者还有可能在其组织中发现多种亚情感文化。他们在评估出强势文化后就可以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哪些情感上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比如，我们在分析思科金融（Cisco Finance）的情感文化调查数据时发现，传播快乐是当务之急，因为快乐对员工敬业度和满意度的影响非常大。于是管理层加倍投资增加乐趣的提案。对其他公司来说，减轻愤怒或恐惧比增加快乐更重要。不同背景下，改进的需要也大不相同。

当然，员工调查不是追踪情感文化的惟一方式。我们也使用了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方法。文化访谈通常先从工作谈起，比如“在你的公司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我们会问员工，在公司取得优秀业绩需要付出什么，以及什么行为可能阻碍其前程（短期内迅速了解情感文化的好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更直接关乎文化，如“你用什么词语形容所在部门的文化或个性？”了解情感文化中极为明显的方面很重要，但其“隐性”特征也同样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搜罗一些自发的非语言线索，如面部表情、姿态、手势和声调。我们甚至分析了办公室装饰品、仪式和惯例。在我们的研究和实践中，这些指标和调查数据紧密相关，这有助于全面确认调查准确度。

你也许想知道：你应在哪一层级评估情感文化？你的直接工作团队、分支机构还是职能部门？或是整个组织？你的决定取决于一系列情景因素，例如你的战略重点在何处，以及你觉得业绩问题在何处。不管你选择聚焦于哪一层级，其关键是，一旦你确定了本组织的情感文化以及该文化需要的改进，就要持续追踪它。思科金融现在每年都会评估公司的情感文化，这样高层管理者就能得知其文化改进措施的效果如何。

你在评估完所在群体的情感文化后，应记住这一点：作为领导，你的行为是改进文化的最有力工具。我们听到某个群体的成员士气低落时，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管理者或领导每天应带着怎样的表情和态度来上班？领导者的态度影响巨大，所以也应，或许最应得到评估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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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巴萨德是沃顿商学院Joseph Frank Bernstein管理学教席教授。奥利维娅·奥尼尔是乔治梅森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兼该校康乐进步中心高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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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管理

年龄和性别如何影响自我提升

HOW AGE AND GENDER AFFECT SELF-IMPROVEMENT

杰克·曾格（Jack Zenger）

乔瑟夫·福克曼（Joseph Folkman）|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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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停学习并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才能取得事业成功。


为
 何有些人对批评意见的抵触情绪那么强，而有些人却能坦然面对呢？

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调查了人们对反馈做出的各种反应，这些数据有助于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将抵触倾向称为“证明”心理，即想要证明自己，将接受倾向称为“提升”心理，即愿意承认还须改进。以上定义与斯坦福大学教授卡萝尔·德韦克（Carol Dweck）提出的“固定型”和“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意义相近，但不完全相同。

持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一般都注重提升、学习和努力，而持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则认为，我们的能力更多基于天生的才能和特性，不可能改变。前者寻找有挑战性的环境并欢迎他人给予反馈，包括批评意见。后者使用既有技能，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他们往往避免反馈和批评，而且通常选择自己能轻松完成并能保持其良好形象的任务。

我们大概查看了7000份自我评估报告，主要关注其中一组衡量“证明”和“提升”倾向的问题。例如，我们问调查对象，他们上次收到负面反馈时是什么反应——他们是提出质疑，还是坦然接受？他们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吗？当某个亲近的友人给他们纠错反馈时，他们是质疑反馈合理性，还是承认建议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会怎样回应同事对他们的评价——抵触还是同意纠错？

为尽可能抑制通常在证明型思维中出现的“保持形象”的动机，我们将评估设计成针对个人发展的自我评估。我们发现，8.3%的调查对象有很强的“证明”倾向，8.4%的人没有明显倾向，83%的人有“提升”倾向。

结果相差可能有点悬殊。毕竟按照定义来看，调查对象都是对个人发展感兴趣的人，因此大多数人有“提升”倾向也毫不出奇。当然，这是份自我评估报告——我们中多数人都愿意相信自己能礼貌且客观地回应各种反馈，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德韦克最初针对幼童的研究可作为参考。她发现，40%的幼童持固定型思维模式，40% 幼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还有20%幼童思维模式无法判断。）

尽管如此，这些数据还是能给我们足够支持，帮我们确定影响调查对象思维模式的3大因素：


年龄。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证明型思维模式会逐渐发展成提升型思维模式。图表1展示了思维模式随时光流转而发生的变化。这可能只是因为随年龄增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发现的第二大因素——自信。


自信。
 自信和提升型思维模式之前的联系令人着迷，而且有些复杂。图表2显示了随年龄增长，自信会有何变化。注意，男性在45岁以前的自信都在上涨，到中年迅速下滑，然后自信开始回弹，直到55岁左右，之后可能再次下跌。女性反过来在最开始时缺乏自信，但从25岁左右到65岁左右逐步增强自信心，最后会比男性更有自信。

人们对反馈有抵触和防范心态时，往往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极度自信的人。我们的研究结论则截然不同：事实上，十分抵触反馈的人可能缺乏自信。（当然，这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倾向，并非绝对原则；极其自信的人也可能对反馈有抵触心理。而且大量学术研究都表明，过度自信有多种负面影响。）在图表3中，负数表示“证明”倾向，正数表示“提升”倾向。我们在有“证明”倾向的参与者身上发现的最佳预测指标是，他们都缺少自信。在自信百分比区间内，分数最高的参与者更可能有提升型思维模式。

有些不太自信的参与者甚至可能有“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or syndrome），即他们害怕自己不能承担现在的职责，而且最后会被识破，然后一败涂地。承认别人对自己的指责有道理不仅会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怀疑，还可能阻碍其事业成功。“如何我不聪明能干，就什么也做不成。”他们似乎相信：“我最终会被识破，然后失败。”他们只能选择抵触指责。


性别：
 我们还发现，相比男性，女性更可能有“证明型”思维模式，在她们职业的初期阶段尤其明显。原因有多种可能，比如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自信心被削弱，而男性则会变得过度自信。很多女性都遭受到琼·威廉姆斯（Joan C. Williams）所谓的“再证明一次”（Prove-It-Again）偏见，即女性能力总是（且不公正地）受到质疑。

幸运的是，我们还发现，女性随年龄增长，会向“提升型”思维模式转变。相较年轻的男性，年长的男性也更有可能有“提升型”思维模式，虽然转变并没有女性那样明显。在65岁左右以前，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有“提升型”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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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升型思维模式转变


基于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得知，改变行为比改变态度简单。而思维模式——不管是“证明型”思维模式还是“提升型”思维模式，都肯定由多种态度组成。我们建议那些想获得成长型或提升型思维模式转变的人，可以从向同事征求反馈开始转变。先收集少量反馈，之后逐渐增加反馈数量和次数。你会发现得到的信息大有裨益，而你征求反馈的意愿也会提升你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管理者还应用心给下属提供恰当反馈，帮助下属从固定型思维模式向成长型思维模式转变。相比表扬天生的才华和聪慧，认可并表彰勤奋工作、顽强意志与适应能力更为可取。举例来说，请不要说“你的TPS报告非常精彩”，你可以说：“谢谢你为TPS报告付出的心血；你的努力的确有回报。”此类反馈不仅能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还让他们更有自信。他们也会因此更容易接受批评意见。

我们非常赞同卡萝尔·德韦克的观点。成长型思维模式是所有个人发展成功的基石。我们的证据表明，人会改变，但要改变必须放弃“证明”的心态，并开始寻找“提升”的方法。

一个人要不停学习并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才能取得事业成功。做到这些需要正确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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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曾格（Jack Zenger）是领导力发展咨询公司Zenger/Folkman的CEO。他是《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0月刊《让你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一文合著者。乔瑟夫·福克曼（Joseph Folkman）是领导力发展咨询公司Zenger/Folkman的总裁。他是《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0月刊《让你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一文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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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品牌化：

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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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显示中国电商份额逐年增长，截至2015年上半年已经达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4%，同比增长31%。随着电商逐渐蚕食传统的线下份额，线上已经成为任何品牌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然而，互联网上的品牌运营与传统的线下品牌运营有着很大的不同。



互联网时代品牌运营的三大特点


首先是品牌的传播方式不同。
 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达到6.68 亿人，平均在线3.7小时/天，但是社交情景中用户平均注意力广度只有8秒。在这种碎片化和极短注意力情况下，传统品牌多渠道大规模广告，海量信息、单向推送的无差别传播方式正逐渐失去效果。而互联网品牌倾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推广。用户在社交网络中自然的聚集和自发组成的社交群，本质上实现了对潜在消费人群的分类，且分类方式相比传统的划分更为准确和科学。


其次，快速消费和个性化电商时代，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
 针对产品系列的调整，传统品牌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进行线下渠道沟通和维护、推动产品营销和品牌推广。而新的互联网品牌则可集中精力在设计、与消费者互动等关键环节以提升用户体验。以服装行业为例，传统品牌需要数月时间完成的产品设计、投产、上架，而互联网品牌只需十几天即可完成，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产品更新频率、库存周转率的大幅提升。目前典型的淘品牌每天都有新款上架，而淘宝网上的知名店铺韩都衣舍每天的上架新款更是高达70-80种。


再次，在中国互联网平台是一个恶性竞争的市场，从而导致品牌价值急剧下降。
 一方面，信息传播模式的革命消除了传统线下市场产品信息的不透明，消费者可以通过用户评价、晒单、专家点评等获取产品信息。消费者接触更为全面的信息时，品牌感知质量和忠诚度已不再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全部因素。因而消费者对价格更为敏感，不再为品牌溢价买单。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商市场假货泛滥，由于产品难辨真伪导致消费者过于看重价格。恶性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无力培养顾客忠诚度。而且主要的电商平台依赖贩卖流量盈利，从它们的角度来说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增加其流量的价值，因此每次淘宝调整其搜索算法后，受影响最大的总是大品牌。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互联网渠道成为一个价格敏感度极高，恶性竞争严重的市场，从而导致品牌价值很难培养。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渠道上很难产生成气候的高端品牌，而大部分成规模的互联网品牌在笔者的观点中只是渠道品牌，也就是说品牌的作用主要是吸引流量，而顾客对品牌的个性以及情感方面的认同是不高的。



互联网品牌营销趋势

基于以上因素，互联网上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有别于传统线下品牌营销的趋势。


首先，品牌从“大而全”向“小而美”转化。
 随着互联网发展，以往长尾市场中难以被挖掘和满足的小众商品需求逐渐得以实现。阿里巴巴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小品牌商品交易额占比提升了10%。中小品牌以更个性化而贴切消费者需求的姿态获得市场的青睐。


其次， 基于兴趣社交和粉丝经济的品牌运营模式大行其道。
 兴趣社交可以产生用户粘性和忠诚度。当群体中出现具有某方面一技之长的“意见领袖”时，兴趣群体则可能演变成粉丝团体。而“意见领袖”可以通过经验分享、互动来加速粉丝数量的积累，最终将兴趣与产品结合，将粉丝转化为巨大的潜在消费群体。这些年涌现的“网络红人”店铺就是这一模式很好的例子。

“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广泛关注从而走红的人。2015年618大促销中销量前十的淘宝女装店7家是“网络红人”店铺，甚至出现开店仅2个月就做到“五钻”级别店铺的案例，堪称淘宝“奇迹”。店铺上新成交额突破千万元，表现不亚于传统一线知名品牌。数以亿计的销售额背后是社交媒体上超过百万级粉丝的支持。数据显示淘宝平台上有超过1000家网红店铺，消费人群中女性占71%，绝大多数为18-29岁的年轻女性。

网络红人作为“精神领袖”以社交为突破口，将互联网品牌营销与消费者兴趣痛点融合，打破传统商业与社交的界限，使消费者在社交互动时潜移默化接受品牌植入。与传统品牌选择明星作代言打响知名度不同，网红本身即品牌。店铺鼓励粉丝分享购物体验（如买家秀），增加消费者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也让更多潜在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产品，借口碑的传播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交互动将传统新品牌建立所需漫长的时间积累过程极大压缩，且口碑的传播比商业广告更具说服力。国外研究也证明，通过LinkedIn、Twitter 和 Facebook分享和评论后，互联网渠道的转化率都高于行业水平2%，其中Twitter的转化率高达6%。

通过社交网络兴趣群体建立的强关系链接，对“网红”店铺的成本构成和运营模式造成巨大的影响。数据显示，线下品牌获取新用户的成本是留住老用户的4-6倍，老用户损失率每减少2%就相当于降低了10%的成本，而典型“网红”店铺的老顾客占比通常高达70%。 此外，红人品牌能够准确快速地获得跨平台消费数据，了解粉丝的喜好。哪张图片的点击率高、传播覆盖面广、导入更多的流量以及引发的购买转化率如何。 “网红”品牌借助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前所未有实现了精准营销，迅速定位粉丝需求及时调整产品和优化运营策略。



品牌的未来之路

但互联网品牌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前面讲到的网红，店主通常缺乏供应链管理能力，团队也以营销人员为主，主要消费群体集中在粉丝，模式较为单一。此外，网络的红人效应也存在时效问题。如何深度绑定消费者，延长红人效应时限和提升品牌实力是网红店铺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此外，恶性竞争导致品牌价值难于建立的问题也在互联网上普遍存在。

互联网和传统线下渠道的根本不同会对未来的品牌经营模式造成很大的冲击，“大而全”的品牌经营模式将甚至会消失。现有的大品牌往往依靠大量的营销投入打造一个品牌形象，然后依托这个品牌形象开发具有垂直差异化的产品线以满足高中低端消费者的需求。在这种经营模式中，中低端产品填补了成本，高端产品贡献了利润。而互联网渠道强烈冲击了中低端产品的利润空间，使得现有的商业模式难以维系，这与Wal-Mart冲击小型零售商的模式极为类似。

未来我们会看到大品牌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品牌之下许多极致个性的中小品牌。消费者对该品牌的理解是通过不同的子品牌以及个性化的体验而实现，而母品牌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在市场上多层次的品牌结构将依然存在。底层是极致低价的高性价比品牌，中间层则是以大品牌集团的子品牌形式存在的个性化品牌层次，通过共享供应链、财务系统降低运营成本。而最顶层则由具有极致体验的高利润品牌组成。整体来说，除个别行业外，底层和中间层的品牌都将承受去品牌化的影响。



[image: ]


陈歆磊是长江商学院营销学教授。





大思路 The Big Idea




逆向创新的

5大设计原则

Engineering Reverse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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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产品





这款轮椅专为崎岖道路




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者设计，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阿莫斯·温特（Amos Winter）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 文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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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创新是指西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产品或商业模式的创新，再反向输出到发达经济体市场，这种创新方法兼顾了两种经济体的不同需求，成为各大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致胜的法宝，本文提供了提高逆向创新成功率的5大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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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跨国公司正开始意识到，为新兴市场并在新兴市场研发新产品，让它们有机会超过本地对手，以更低价格致胜，甚至还能颠覆西方市场。然而，多数公司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发出这样的产品，并将产品卖到发达国家。




解决方案


一项历时3年的研究表明，西方公司往往不了解新兴市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多数西方的产品工程师很难克服这些市场的限制因素并充分利用自身灵活性，容易陷入一个或多个阻碍创新的陷阱。




主要观点


做到以下几点，公司就可以避开这些陷阱：1．抛开解决方案，先看问题。2．利用自己在新兴市场的设计灵活性，制定最佳解决方案。3．了解问题背后的技术状况。 4．和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一起测试产品。5．利用限制因素开发全球爆款。






西
 方跨国公司慢慢发觉，在发展中经济体设计产品和服务，做一些全球化调整后，将之出口到发达国家是个很好的想法。这一过程被称为“逆向创新”，因为它与传统的先在发达经济体设计产品的方法不同，公司能兼顾到两种经济体，并从中获益。

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本文作者之一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具体内容请见2009年10月刊《通用电气如何颠覆自己》（“How GE Is Disrupting Itself”）一文。

尽管逆向创新的逻辑无可辩驳，但只有几家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音响公司Harmon、微软、雀巢、百事可乐、宝洁、雷诺和李维斯成功在新兴市场制造产品，并在全球销售。即使吉安灌溉（Jain Irrigation）、马恒达汽车制造商（Mahindra & Mahindra）和塔塔集团等新兴市场的巨头也认为，开发出在两个市场都受欢迎的商品很困难。

我们研究这一挑战已有3年，分析了多家跨国公司发起的超过35个逆向创新项目。研究表明，问题出在我们不了解新兴市场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多数西方公司的产品开发员终其一生，都在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开发商品，所以他们对新兴市场客户特有的消费习惯、技术使用状况和地位认知缺乏深刻了解。高管很难想出克服新兴市场限制因素的方法，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利用自己在新兴市场的自由。由于不清楚发展方向，他们常会陷入一个或多个陷阱，无法有效进行逆向创新。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如果高管遵循能帮自己深刻了解逆向创新的设计原则，他们可能就不会陷入陷阱。我们总结的原则部分来自与跨国公司的合作，部分来自本文作者之一阿莫斯·温特（Amos Winter）的切身经验。他亲自带领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团队，用6年时间为发展中国家居民设计了越野轮椅，现在正在印度制造。这款轮椅名为变速轮椅（Leveraged Freedom Chair，简称LFC），它的驱动速度比普通轮椅快80％，性能高40％，售价约250美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售轮椅的价格相差不大。轮椅的西方版名为GRIT自由轮椅（GRIT Freedom Chair），应用了原版提高性能和压缩成本的技术，并根据客户反馈进行修改，在美国以3295美元的价格出售，不到同类竞争产品价格的一半。

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会说明，如果公司将工程与战略极具创意地结合起来，就能成功实现逆向创新。只有设计出恰当的产品或服务，并清楚其商用价值，公司才能抓住商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中指导逆向创新的原则，是由一位机械工程学者和一位战略学者共同总结得出。



5大陷阱及回避方法

跨国公司通常会为每样产品设计3种形式：1）最优版本，其性能最佳、价格最高；2）次优版本，性能和价格都是最优版的80%；3）普通版本，性能和价格达到最优版的70%。由于新兴市场客户对产品的期望极高，但经济能力偏低，所以跨国公司为成功打入新兴市场，设计策略目标通常是在最大程度上减小风险：公司对普通版产品进行价值分析，将这类产品的性能和价格降到最优版的50％，级别也降为“尚可”。

此方法基本无效。在发展中国家，“尚可”（或者说“还好”）的产品对中产阶级来说太昂贵，而能够承担高价的高端消费者则倾向买最优产品。同时，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和供应链全球化，本土公司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制造价值高、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所以多数跨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仅能掘到一点金。

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以较低成本，提供性能与现有商品相当或更好的商品。用产品开发员的玩笑话说，公司必须保证商品性能100%不变，但价格只能是现有商品的10%。只有开发颠覆性产品和技术，才能让公司的产品性能优于本地竞争对手而且价格更低。但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陷阱阻碍了公司迎接这一挑战。为避开这些陷阱，公司必须遵循5大设计原则。


陷阱1：试图将现有产品与细分市场对接。
 跨国公司在为发展中国家开发新产品时，会受到现有商品和流程干扰。在初始阶段，改良现有产品似乎比研发新产品更快速、便宜，而且风险小。但经过多次试验改良后的产品对收入较低的客户吸引力并不大。领会到这一点很难，设计师难以摆脱现有技术的干扰。

在国际化经营方面经验老到的美国拖拉机制造商迪尔（John Deere）在印度就遇到这一问题。迪尔最初在印度卖拖拉机时，根据新兴市场条件认真改良了产品，但其小型拖拉机的转弯半径仍很大，因为这一设计针对的是美国大农场。印度自有或租用耕地面积较小，而且挨得很近，所以农民偏好能转陡弯的拖拉机。直到迪尔公司针对本地市场情况重新设计了拖拉机，才在印度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设计原则1：确定问题即可，无须想出解决方案。
 在你确定问题之前不用预先想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有助于公司回避第一个陷阱，发掘现有产品组合外的其他组合。举例来说，新兴市场面临灌溉问题：农民要求扩展电网，运用电力抽水灌溉农田。然而，他们需要的是水，而非电；真正的需求是将水引到农田，而非将电力输送给水泵。如果工程师能够全盘考虑灌溉问题，他们就会发现，在农田附近建造池塘或使用太阳能水泵，比扩展电网更符合成本效益，且有利于环境。

高管在确定问题时，应注意观察有无迹象显露出客户可能没表达出的需求。英联邦电信组织的研究员在2002年的报告中称，在东非，城市打工者将通话时间转给村中的家人和朋友，让亲友使用或转卖这些通话时间。这样打工者就可以直接转账给家乡的亲友，无须冒着风险带大量现金赶回遥远的家乡。这说明汇款服务的需求尚未被发掘出来，于是风靡东非的移动汇款服务M-Pesa应运而生。

在启动设计流程前，最好先深层探究一下全球市场。比如麻省理工团队在分析轮椅市场时发现，4000万残疾人没有轮椅，而他们中70％居住在农村，去学校、工作地点、市场和社区往往只能走崎岖山路，或泥泞的小道。再加上环境条件恶劣，他们的普通轮椅很快就破损，而且很难维修。多数贫困户都能免费或者以补助价格得到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或政府机构援助的轮椅。以上供应方愿意为每部轮椅支付250美元到35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价格限制因素。

轮椅使用者无法阐明自己需要何种解决方案；团队不得不通过观察及倾听来确定市场需求。他们想从自己听到的无数投诉中得到线索，比如很难在乡村道路上推动轮椅；手动三轮车体积太大，不能在室内用；进口轮椅不能在村里维修；上下班往返路程往往超过1英里，使用轮椅很累；等等。

团队通过评估消费者需求得出4个核心设计要求：

1．价格大概在250美元

2．每天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程超过3英里

3．可以在室内使用和操控

4．方便在本地维修且价格低

这些标准没有明确规定轮椅的样式，但如果团队没有遵照某项标准，或强行应用某个既有解决方案，再或自作主张，都可能会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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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2：通过减少功能来降低价格。
 很多跨国公司认为，这一方法可以让新兴市场的消费者买得起本公司产品。有观点称，发展中国家居民愿意接受质量较差、基于夕阳技术生产的产品。这类思路往往导致决策失误，产品设计低劣。

举例来说，当三大汽车制造商中的一家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印度市场时，要求底特律的产品开发员研发一款本土化车型。设计者首先选择了一款中等价位的既有车型，之后删掉了后车门电动升降车窗功能等他们认为印度客户不需要的功能。新车型价格在印度最高阶层的可负担范围内，但这些人都雇用司机；司机可以在前座使用电动升降车窗功能，而雇主则不得不手动摇下后车窗，这大大降低了客户满意度。


设计原则2：发挥在新兴市场设计自由的优势，制定最佳解决方案，而非简化版。
 尽管新兴市场有很多限制，但在本质上允许公司在设计上自由发挥。这里说的自由视情况而定，比如埃及的辐照度高，因此在能源供应不稳定的地区，太阳能成为较为理想的选择；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低、材料成本高，所以手工制作更符合成本效益。公司的设计也会因不同消费者行为而变化：有些非洲消费者会优先考虑买屋顶悬挂式电视机，这说明公司在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他们需求。

麻省理工小组认真分析新兴市场的设计自由，完成了多个目标。举例来说，多档位变速轮椅的制造原理与变速自行车相同，而且都在发展中国家出售。但这种轮椅价格昂贵，很少消费者买得起。工程师为设计替代品，不得不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各种手臂动作的设计上，用户要运用手臂驱动传动系统，使轮椅速度加快或减慢。尽管手臂活动能力对新兴市场用户来说并不特殊，但如果工程师不是为了满足新兴市场对高性能、低价格的特殊要求，也不会想到利用这一能力开发新产品。

麻省理工小组设计的变速轮椅有两个长把手，推动把手就可以驱动轮椅；用户通过转换手在把手上的位置改变速度。爬山时要抓住把手上端，获得更多杠杆力；握住把手下端得到的扭矩比推轮胎边多50%。在平地行动时抓住下端，大角度摇动把手就可以快速移动，速度比普通轮椅快75%。拉回把手就可以刹车。

传动系统由简单的单速自行车的零件组成，而用户成为机器中最复杂的一部分——既是轮椅动力来源，也是变速器。实际上，使用自行车零件也是该团队可以开发的一种自由。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广泛，有备用零件储备的修理店遍地皆是。因为变速轮椅的传动系统由自行车零件组成，所以它成本低、耐用，而且容易修理，在偏远山村也如此。


陷阱3：没有全面考虑新兴市场的技术要求。
 工程师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产品和服务时，以为面对的技术状况和自己所处的发达国家一致。尽管科学规律可能在哪里都一样，但新兴市场的技术基础建设另有特点。工程师应了解问题背后的技术因素，比如物理、化学、热力、生态等方面，然后进行严密分析，确定备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工程师通过全面检验可以确认或否定自己对市场的预估。以专门为非洲设计的PlayPump为例。这款水泵利用乡村儿童推旋转木马的力量将水从地底引入水塔，让孩子在玩耍的同时为社区做有用的事。从任何方面看，这都是种双赢。此外，一阶工程分析显示，这一技术预想合乎逻辑。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在某个1000人左右的村庄里，每个人每天都需要饮用3升水。这个村庄的水塔有10米高，可以储存3000升水。用高中物理知识可以得知，理论上25个儿童每人推10分钟可以使水塔满水。

但后续分析推翻了这一推断。毕竟，孩子转动旋转木马是为了骑着木马，直到头晕；如果抽水的所有能量都来自儿童的推力，那么孩子一旦停止推的动作，旋转木马也会停止。这不是开玩笑！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们的能量一半转动了木马，一半抽运水，那么能量就需要加倍；必须有50个孩子每天转动PlayPump10分钟，才能让水塔处在满水状态。

将水从10米深的井中抽出，要100个孩子使用旋转木马才能提供必需的双倍能量。再考虑到能量利用率低，这一数字要上升到200。如果天气太热、太湿或太冷，孩子们不想在PlayPump上玩呢？到时这个村庄怎样取水呢？如果PlayPump制造者在设计产品时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们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个方案在技术层面上不可行。尽管PlayPump 国际组织在2000年被授予世界银行发展市场奖（World Bank Development Marketplace award） 并在2006年获得1640万美元的援助经费，但该组织在2010年前就停止安装新设备了。虽然PlayPump听上去是个好想法，但村庄的抽水系统需要稳定的能量来源，而且来源不应是孩子的游戏。


设计原则3：分析消费者问题背后的技术状况。
 发展中国家的内在技术关系也许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举例来说，印度城市家用水的来源是市政加压供水系统。像美国的供水系统一样，如果发生泄漏，这套系统能保证水流出去，而污染物进不来。然而，多数印度家庭使用增压泵将水从市政管道抽到屋顶水箱。地底污染物随水流进入管道，造成一种在美国很少见的污染机制。

社会和经济因素往往会提高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举例来说，如果某公司想把价格便宜的拖拉机卖给低收入农民，就必须制造轻便的拖拉机，因为材料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格。工程师接下来必须检查，拖拉机重量减轻后性能会否受到影响，特别是牵引力和运力。后者非常重要；在新兴市场，农民不仅用拖拉机耕作，还做一些杂务，比如运送人员。

工程师通过研究技术状况，可以发现痛点以及利用痛点的创意方式。了解新兴市场对能源、力、热传递等技术的要求有助于工程师想出新方法，满足这些要求。如上文所讲，变速轮椅由人力驱动，所以没有机动成本和能源消耗。但设计团队必须想出让用户运用上肢力量驱动轮椅的方式。该团队通过计算手臂的力量和推力，以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需要使出多少力量，完成了这一任务。最后，设计者算出了两个把手的最佳长度，令用户在一般地形条件下以最高效率行驶，而且遇到泥泞或砂石等路况时，有足够力气驶出艰难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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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4：忽视利益相关方。
 很多跨国公司似乎认为，如果想让产品设计者了解消费者需要和需求，只须将设计者空降到新兴市场，让他们适应几天，开车带他们转转几个城市、乡村和贫民区，观察一下当地人即可。这些公司认为，设计者有这些经验就足够能研发出消费者会购买的产品了。但这种观点太脱离现实了。


设计原则4：和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一起测试产品。
 如果公司在设计初始阶段，就列出所有对产品成功有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方，之后的发展势头会很好。公司不仅要问终端用户将是谁以及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还要考虑谁将制造、分销、售卖、购买、维修和处理产品。这有助于开发产品以及可延展的商业模式。公司最好与利益相关方一起设计产品，而非为他们设计。如果双方地位等同，利益相关方更有可能参与到设计过程中，并提供真实反馈。比如在设计义肢时，应与截肢者、提供假肢的诊所和付费组织合作。如果你体格健全，那么你有多少个博士学位都没用；你仍然不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戴假肢生活是什么感觉。

麻省理工团队与发展中国家的轮椅制造商和用户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不仅提供了有用信息，比如如何把轮椅造得更好、更容易生产、较坚固、便宜，还想到了加强一些功能的方式。团队在东非、危地马拉和印度与当地轮椅制造和供应组织一起进行田间试验，进一步收集反馈。试验影响极大，原设计得到进一步修正。

尽管最初的原型在东非崎岖的路上行驶自如，但在室内使用效果不佳。这款轮椅比竞争对手产品重20磅，而且由于尺寸过宽，无法在普通人家门口活动，但麻省理工团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工程师为进行第二次迭代，调整了座位位置，使之靠近用户臀部，同时拉近车轮与车架之间距离，并使用更窄的轮胎，轮椅宽度因此缩短。之后他们在危地马拉进行测试。团队通过结构分析、优化车架比强度以及尽可能地减少用料，将变速轮椅重量减轻了20磅。新型轮椅在室内使用效果良好，但一些用户觉得，他们在崎岖的路上行驶时有可能跌下轮椅。于是团队在印度测试时，给轮椅添加了足部、腰部和胸部的固定带，将用户固定在座椅上。用户给第三个版本的评分与普通室内用轮椅持平，而且远高于户外用轮椅。

一些设计漏洞只有用户能觉察到，工程师是想不到的 。比如在用户建议的7处重大设计改进中，麻省理工团队在东非测试前，只发觉到自己应减轻变速轮椅多余的重量。与潜在用户一同进行实地测试，并联合分发产品的组织共同设计解决方案，这一点十分关键。记住，设计是迭代的；你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把事做对，所以要准备好测试多个原型。


陷阱5：不相信为新兴市场设计的产品在全球有吸引力。
 西方公司倾向认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品牌意识，而且对产品性能要求高，所以就算新兴市场产品价格较低，他们也不会购买。高管同样担心，这些产品即使受到欢迎，也可能对本公司中价格和利润都较高产品的销量造成冲击。


设计原则5：利用新兴市场的限制因素开发全球爆款。
 公司在制定解决方案前，应找到限制新产品或服务的内在因素，比如消费者平均收入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自然资源有限。这些因素决定了新设计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如价格、耐久性和材料。

发展中国家的限制因素通常会迫使技术有突破性创新，从而打开全球市场。新产品成为公司试验新功能和属性的平台，力图使世界各地多级消费者都满意。举例来讲，雷诺汽车（Renault）曾专门为对价格敏感又要求质量的东欧客户设计Logan车型。这款车于2004年在罗马尼亚推出，售价仅为6500美元，但体积比竞争对手产品更大，而且有后备箱、离地间隙也较高、稳定性更高。雷诺为压低价格，在车中少装了一些部件，并选择在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罗马尼亚制造。

两年以后，雷诺决定吸引发达国家消费者购买Logan，于是添加更多安全功能并改进外观设计，比如金属颜色。在法国，Logan的售价达9400美元。在德国，Logan的销量在3年内从6000辆跃到8.5万辆。到2013年，Logan在西欧的销量已达到43万辆，较2012年上涨了19%。因此，尽管东欧的条件所限让雷诺不得不开发汽车新设计，但结果喜人：该产品的高性价比让西欧消费者也获益。

变速轮椅也经历相似的过程：美国和欧洲轮椅用户已经发觉这款产品引起的媒体轰动，而且也有意愿购买。麻省理工团队和总部设在波士顿的设计公司Continuum合作，设计了美国版变速轮椅的外观。设计者还在变速轮椅的潜在西方客户中进行测试，决定添加何种新功能。发达国家GRIT自由轮椅模型是为契合美国汽车的后备箱而设计，此外还备有方便用户用一只手取下的快拆轮胎，而且使用美国自行车零件制造轮椅。

尽管自由轮椅在2015年5月才开始在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生产，但它已经步入了成功之门。由麻省理工团队创立，制造该款轮椅的公司Global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在3年前赢得了世界最大初创企业竞赛Mass Challenge的钻石奖，同时获奖的还有3家公司。GRIT为推出自由轮椅，在2014年开展了Kickstarter众筹活动，仅5天就实现了筹资目标。

很多公司掉进了上文所述的陷阱，比如全球剃须产品巨头吉列（Gillette）在为印度设计产品时就陷入困局。就在10年前，吉列在该国的收入主要来自购买高价吉列产品的金字塔顶端消费者。宝洁公司在2005年收购吉列后，立即发现了在印度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

宝洁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印度市场，在它的压力下，吉列决定为4亿常用双面刀片的印度中等收入者研发新产品。吉列开始研究消费者需求，组织了一个跨职能团队，在理清从钢供应商到终端用户的价值链后，用3000多小时调查了1000名潜在用户，最终完成人种学调研。

吉列认识到印度剃须消费者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用户有4处不同：


价格合理。
 价格是关键限制因素，因为吉列最大的竞争产品双面刀片，售价仅为1卢比，不足2美分。


安全。
 这个细分市场的消费者在清晨天尚黑时坐在地板上，取少量水，一手举着镜子，一手拿着剃须刀，剃须时很容易受伤，因为双面刀片在刀片和皮肤之间没有保护层。

即便如此，吉列产品设计员观察印度男人剃须，发现多数人都没有刮伤自己。他们的回应很简单：“我们是老手，不会伤到自己。”但团队的结论是，剃须需要集中注意力；印度男人剃须时因为害怕伤到自己而不能放松或交谈。吉列发现了这一潜在需求：多数剃须者很希望用更安全的剃刀和刀片缓解紧张的情绪。


易于使用。
 印度男人相比多数美国男人胡子更浓密，脸部毛发更重，而且不经常剃须，所以他们要剃更长的须发。他们还喜欢使用很多剃须膏。这些做法很容易堵塞剃须刀。由于印度男人能用的自来水很少，他们需要容易洗净的剃须刀。


剃光胡须。
 虽然吉列正确判断出印度男人和其他地区男人一样喜欢剃光胡须，但区别在于他们不在乎时间。他们可以花30分钟剃须，而美国男人只用5到7分钟时间。为设计一款有竞争力的产品，吉列再次研究了单面刀片的工作原理，发现多层单面刀片能够剃光弹性较大、粘成一团的毛发。刀片刮下须发的同时，也把毛发稍稍拉出皮肤。毛囊像一层缓慢关上的纱门一样拉回毛发，所以这些毛发不会立即弹回原位。毛发仍向外冒出，下一层刀片再将其削短。以此类推。

这一过程帮助吉列想到一项重要设计自由：可以在新款剃须刀上只装单面刀片。新款剃须刀生产成本会因此大幅降低，所需零件也比其他剃刀少80%，大大降低制作难度。

吉列的工程师接下来要想出如何在修剪须发前抚平肌肤，以免剃光胡须时受伤。他们还必须了解在一杯水中甩动清洗剃须刀的原理。最后，他们要平衡竞争条件：刀头的小锯齿在皮肤接触到刀片前可以抚平皮肤，而刀片后有一个空的槽口，保证须发和剃须膏能顺畅流出。

吉列团队彻底重新考虑一遍剃须刀的构造，还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旋转头。

经过重新设计的剃须刀易操作，能轻松滑过脸和颈部的曲线，特别是不方便修剪的下巴下方。看到印度人为握牢剃须刀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吉列设计了一个凸起的把手，其材质还能防滑。吉列不仅没有止步于仅为印度设计产品，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支持它。为压低生产和交通成本，吉列在多个地点设立产品制造厂。此外，由于印度的分销基础设施由上百万家庭式经营的零售店构成，所以剃须刀采用了独特的包装设计，旨在让消费者在任何店铺都能轻易找到产品。

这家美国公司多年来在印度市场经营顺利，主要是因为没有只做最便宜的剃须刀，而是力争以超低成本制造价值更高的产品。吉列Guard剃须刀价格是15卢比（大概25美分），是吉列锋速3价格的3%，锋隐动力价格的2%，而且其替换刀片每片价格只有5卢比（8美分）。这款创新产品于2010年发布，很快就占据了印度大部分市场份额：如今在印度卖出的刀片中，2/3都是吉列Guard。尽管吉列还没有在印度之外销售Guard系列，但这款产品成功的逆向创新设计预示其前景良好。

虽然多数西方公司都知道，商业世界在过去15年中改变巨大，但它们仍没有意识到，商业世界的重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新兴市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到2030年都可能加入世界12大经济体，而任何想维持其市场主导者地位的公司都必须关注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这样做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以上国家实现“节俭式创新”（雷诺公司 CEO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发明的词）并从中获益。因为这些国家有大量技术人才，特别是工程师，而且他们的工资相对较低，所以创新成本往往较发达国家低。但如果公司没有遵循逆向创新的设计原则，投资多少钱都不能开发出成功的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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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温特是麻省理工学院Robert N. Noyce职业发展教席助理教授，也是机械工程学院全球工程及研究实验室主任。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是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Coxe教席杰出教授，也是哈佛商学院Marvin Bower奖学金项目成员。他是《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的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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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新谈判手段：


情绪管理的艺术

Emotion and the Art of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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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杰克·萨瑟兰（Jack Sutherland）


艺术作品：《玻璃橱窗》，镶板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由saatchiart.com网站提供。





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Alison Wood Brooks）| 文

牛文静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image: ]

20年前，几乎没有研究人员过多关注情绪对谈判的影响。直到最近10年，研究人员才开始从事相关研究。本文提供的一系列方法，能帮助谈判者降低焦虑，小心地表达愤怒，避免失望和悔恨，并记住兴奋和开心也能导致糟糕的谈判结果，从而达成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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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谈判者通常将重点放在战略、战术、报价和还价上，对谈判桌上双方情绪造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新发现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调节在谈判过程中感受和表现出来的焦虑、愤怒、兴奋、失望或遗憾情绪，从而达成更好的结果。




推荐方法


留心谈判者通常感受到的情绪以及别人对这些情绪的感知，通过具体的步骤进行回应。比如，在谈判中流露或感受到焦虑会削弱你的谈判力。提前练习如何保持镇定，或者让第三方代替你去谈判。






每
 学期我最喜欢的一天，是带着MBA班的学生进行一项名为“尊重合同”的谈判练习。学生们组成搭档，分别模拟陷入问题的供应商（电脑零件制造商）和客户（搜索引擎初创公司）。双方在8个月前签订了一项内容详尽的合同，现在就其中一些条款（销量、定价、产品可靠性和能效规格）发生了分歧。学生分别扮演客户或供应商，并掌握了相关公司财务和政治状况的保密信息。每对搭档须进行二次谈判——谈判结果可能是修订合同、终止合同或进入昂贵的诉讼程序。

但是，真正让这场模拟变得有趣的并非谈判细节，而是在练习开始前，有一方会收到绝密指示：“请在谈判开始时表现得很愤怒。愤怒情绪至少持续10分钟。”接下来还会有表现愤怒的一系列具体指示，比如打断对方、使用“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等词汇、人身攻击以及提高音量等。

在谈判开始前，我要求学生在大楼各处分散开，这样他们就无法看到其他人的表现。随后，我会在每组学生谈判时从旁观察。尽管一些学生不太自然，但很多人非常擅长伪装愤怒情绪。他们会在对方面前不停晃动手指，还会频频踱步。我从未见过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但有过一触即发的情况。而那些未收到指示的谈判方中，一些人试图平息对方的怒气，还有一些被对方激怒。情绪反应升级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30分钟后，当我带领大家回到教室时，仍有学生冲着对方叫嚷或者难以置信地不停摇头。

在简报中，我们对双方进行了问卷调查，以确定他们的愤怒程度和解决问题时的表现。通常越愤怒的一方，谈判最终结果越糟——可能面临诉讼或僵局（零协议）。一旦我告诉大家谈判开始前的指示，讨论总会得出一个关键结论：愤怒就像给谈判扔下一颗炸弹，可能会对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20年前，几乎没有研究人员过多关注情绪对谈判的影响。情绪对克服谈判中的冲突、达成协议以及创造价值到底有何作用？谈判学家重点关注的是战略和战术——特别是双方寻找替代方案、利用筹码，以及报价和还价的艺术。

对谈判的科学理解通常倾向于回归协议的交易本质——如何在过程中获得最多收益。专家即使关注谈判中的心理作用，也会将重点放在氛围和非具体的情绪上——比如整个谈判给人的感觉是积极还是消极，这对行为的影响是什么。

但是在过去10年间，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具体情绪（愤怒、悲伤、失望、焦虑、嫉妒、兴奋和遗憾）对谈判者行为的影响。他们研究了当人们在谈判中感到和通过言行表现出上述情绪时的差别。对交易味道没那么明显的谈判和双方致力于建立长久关系的谈判来说，了解情绪的作用更加重要。

事实证明这个研究方向很有用。我们都有调节情绪的能力，而在这方面的具体方法可以帮我们极大提高这种能力。我们也能控制自己情感的表达程度——此外，隐藏（或强调）某种情绪可能会成为你的优势，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具体方法。比如研究显示，谈判者看上去焦虑或感到焦虑会导致令人失望的谈判结果。有焦虑倾向的人在谈合作时，可以在对方面前采用一些方法缓解紧张或隐藏焦虑情绪。

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些在谈判中双方常常感受到的情绪，并分享应对之策。焦虑是在谈判开始前或者初期最常出现的情绪。在激烈的讨论中我们更容易感到愤怒或兴奋，而结束后我们又极可能感到失望、悲伤或遗憾。



避免焦虑

焦虑是人们面对威胁性刺激，特别是面对有可能产生不良结果的异常情况时，陷入压力中的状态。愤怒可能会导致矛盾升级（面对危机时“战斗或逃跑”反应中的“战斗”状态）；而焦虑会刺激“逃跑”开关，让人们想逃离现场。

在谈判中，耐心和韧性是极大的优势，想逃跑的冲动会起反作用。但是，在谈判中焦虑的负作用不止于此。在近期研究中，我希望弄清焦虑是否会降低谈判者的期待和抱负，在第一次报价时过分保守——这样谈判结果肯定不会太好。

2011年，我和莫里斯·施伟策（Maurice Schweitzer）一起研究了焦虑对谈判的影响。首先我们让185名白领预测他们在3种情况下的情绪反应：和陌生人谈判、购车谈判和加薪谈判。在面对陌生人或要求加薪时，焦虑是大家预测会出现的主要情绪。而在购车谈判中，焦虑排第二，兴奋排第一。

为了理解焦虑情绪对谈判者的影响，我们让另外136名参与者签订一份电话合同，谈判事项包括价格、售后服务期限以及合同时效。我们让一半参与者不断聆听来自电影《惊魂记》中的3分钟恐怖音乐，另一半则聆听亨德尔创作的欢快音乐。（研究人员称这种情况为“附带”情绪控制，这种控制力异常强大。《惊魂记》的音乐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一些人手心开始出汗，另一些人则变得坐立难安。）

在这个实验和其他3个实验中，我们发现焦虑对人们谈判的方式有重大影响。人们在焦虑时的第一次报价较弱，对方无论有何举动都会迅速回应，而且可能更早退出谈判（尽管指令明确警告，过早退出谈判会降低从中获得的价值）。与情绪平静的人相比，焦虑谈判者最终协议的收入要低12%。我们也在其中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在调查中对自己的谈判才能更自信的人，较少受到焦虑情绪的影响。

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当人们感到焦虑时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他们向对手明确表达出焦虑，并告诉对方自己紧张（或脆弱）时又会如何呢？2012年，弗兰切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莫里斯·施伟策和我共同完成了8项实验，试图找出当人们能够向他人征求建议时，焦虑的谈判者会如何表现。我们发现，相对那些不焦虑的人，感到焦虑的人会较为缺乏自信，做决定时要更多参考他人意见，对建议的判断力较差。

在一项最相关的实验中，我们发现焦虑的参与者不介意听从有利益冲突的人给出的建议，而没有焦虑感的研究对象则会带着怀疑态度看待他们的建议。尽管这项研究没有直接给出研究对象的谈判方式，但暗示焦虑的一方更容易在谈判中被对方利用，特别是当对方察觉这种压力的时候。

优秀的谈判者会故意使对方焦虑。比如，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Shark Tank
 ）中，6位资本雄厚的投资人会和融资的创业者谈判。创业者要在数量庞大的电视观众面前推销自己的想法，并面对来自投资人咄咄逼人且令人焦躁的问题。

随着节目的进行，演播厅会响起让人倍感压力的音乐。这不仅仅是故意制造戏剧效果，也是在给创业者制造压力。投资人都是专业谈判者，他们故意让创业者自乱阵脚，以便用最低价格买下对方的好点子。（在多位投资人都想投资时，他们也会提出让其他投资人感到焦虑的评论）。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个节目，会发现一个模式：那些对环境压力最无感的创业者，最可能小心谨慎地进行谈判，通常也能达成最佳协议。

无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事实：在谈判中要尽最大努力克服焦虑情绪。那么要如何做到呢？——培训、练习、预演，以及不断打磨谈判技巧。焦虑通常是对异常刺激的反应，你对刺激越熟悉，越容易放松应对，焦虑感越少。（这也是为什么治疗焦虑症患者的临床医生通常会采用暴露疗法：比如让不敢坐飞机的人一步步体验坐飞机的感受，先从视觉和声音上习惯，再坐在飞机座位上，最后起飞。）

虽然很多人参加谈判课是为了学习战略和技巧，但其中一个重要好处的确是通过在刺激和练习中不断熟悉讨价还价的过程，从而适应这种感觉。谈判最终会像例行公事一样，他们也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焦虑情绪。

另外一个减少焦虑的有效策略是寻找外援替你谈判。第三方的谈判专家往往没那么焦虑，因为他们技巧更娴熟，熟悉流程，也没有你那么患得患失。将谈判外包听上去像是在逃避，却在很多行业被广泛使用。购房者和售房者会通过中介完成部分谈判过程；运动员、作家、演员甚至一些企业主管也会通过代理人完成合同。尽管这种方法需要花钱，但谈判结果中获取的更多优惠足以抵消这部分花费。焦虑的谈判者也许是从中受益最多的人（因为在不舒服的环境下，焦虑情绪特别难以调节）。在出现其他消极情绪时，这种策略也很有用。



管理愤怒

愤怒和焦虑一样都是消极情绪。但愤怒和焦虑不同，它并不关注自我而是指向他人。在多数环境中，我们都试图控制情绪。但很多人认为愤怒可以成为有益的情绪，帮助我们在谈判中赢得更多利益。

这种观点来自视谈判为竞争而非合作的人。研究人员称之为“固定馅饼偏差”（fixed-pie bias）：合作经验不足的人会假设谈判过程是零和游戏，自身利益和对方利益绝对冲突。（而更有经验的谈判者则会寻找方法，通过合作让饼扩大，而不是想要赤裸裸地吞掉更大的一部分。）愤怒也许会让人显得更强大、更有力量，在价值抢夺中更容易获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成员基思·奥尔雷德（Keith Allred）及其他人的研究，记录了在谈判中感到愤怒的后果。这项研究表明，愤怒通常会让矛盾升级、引发偏见，并因此破坏谈判进程，更有可能致使谈判陷入僵局。愤怒还会降低共同利益，减少合作，强化竞争行为，增加报价被拒的几率。愤怒的谈判者和平和的谈判者相比，无论在判断自身利益还是对方利益方面，都不够准确。

对于愤怒的谈判者来说，即使合作能促使双方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仍然可能尝试伤害或报复对方。此外，很多人仍然以为感到或展现愤怒可以占到优势，一些人甚至会故意夸大愤怒情绪，因为觉得这样有利于自己接下来的表现。在研究中我发现，如果让谈判参与者从愤怒或开心中选择，超过半数会选择愤怒状态，并将其视为重大优势。

在某些案例中，愤怒的确带来了更好的结果。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赫尔本·范·克利夫（Gerben van Kleef）的研究表明，在几乎没有合作和创造价值空间的一次性交易型谈判中，愤怒的谈判者最终能谈成更好的协议。有时某方甚至会假装生气，因为对方会试图安慰并在条款上让步。当你在购车时，和陌生人讨价还价时，这种方式也许会奏效。但使用这种招数的谈判者必须明白代价：在谈判中发怒会损害双方的长远关系。

这么做令人反感且有损信任。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拉谢尔·坎帕尼亚（Rachel Campagna）通过研究发现，假装呈现愤怒情绪也许会帮你实现战术上的某些利益，但也会造成强烈持久的反冲作用。因为假装愤怒会引发真实的愤怒，反过来降低了双方的信任度。杰里米·叶（Jeremy Yip）和马丁·施魏因斯伯格（Martin Schweinsberg）的类似研究表明，如果遇到愤怒的谈判者，人们可能会一走了之，让谈判陷入僵局。

在很多情形下，使用愤怒作为谈判技巧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在多数案例中，控制愤怒情绪或者尽量不要表露怒气是更明智的战略。虽然这点很难做到，但一些技巧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在谈判前后或者谈判过程中和对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减少另一方发怒的几率。如果你选择采用合作的方式谈判，明确表态说你希望寻求双赢关系，而不是在固定馅饼份额中瓜分走较大的那部分——这么做会让对方意识到通过愤怒的方式抢夺价值不一定奏效。如果对方还是发怒了，主动道歉，想办法安抚对方。即便你感到对方的愤怒是无理取闹，也要明白如果你能减少他的敌意，就一定可以获得战术优势。

也许在谈判中应对愤怒的最有效方法是意识到仅仅通过一次谈判并不一定能得到结果，需要进行多轮会谈。因此，如果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可以要求中场休息，冷静后再谈。当你生气时，很难做到这些，因为愤怒会激发“战斗或逃跑”反应，驱使你让怒火升级而非偃旗息鼓。不要被感性控制，花时间平息怒火。在激烈的谈判中，适时中止或暂停是最明智的做法。

最后一种方法，你也许可以将怒火转化为悲伤。把一种负面情绪变为另一种，听上去似乎不合逻辑，但悲伤情绪也许会让双方都做出让步，而对抗性的愤怒则往往导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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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失望和遗憾

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用二元对立的方法看待谈判——非赢即输。这样太过简单粗暴：多数复杂的谈判，最后双方都在某些方面达成目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失利——成功与失败并存。但是当尘埃落定后，人们会很自然开始审视新达成的协议，从总体上评估是否满意。

在谈判快结束时，向对方表达失望是种强大的力量。愤怒和失望都是个体感到被错待后产生的情绪，分清使用场合可以让你更有建设性。回想一下，童年时如果你父母说的是“我对你非常失望”而不是“我很生你的气”，你会作何反应。

发泄怒火可能会招致防御性反应或导致僵局，而表达失望则更具战术意义，因为这样会鼓励对方批判、反省自己的行为，并考虑是否愿意调整立场以便减少她给你带来的负面感受。

研究显示，谈判中造成失望的另一个原因是谈判速度。如果谈判展开或结束得过快，通常会令参与者不满。他们会质疑自己是否努力不够。谈判学老师会在课堂上看到：通常最早结束谈判的学生对结果最失望。解决办法毋庸置疑就是放缓谈判速度，谨慎行事。

遗憾和失望略有不同。后者通常为结果难过；但遗憾的人一般会对谈判过程进行复盘，思考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样令人失望的结果。

研究表明，相比做过的错事，人们更容易对自己没做的事（错失的机会或因为疏漏导致的错误）感到后悔。这一见解对谈判者来说非常有用，谈判者的主要行为是提问、聆听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果对方不同意则思考替代方案。讽刺的是人们在谈判中往往不提问：他们也许会忘了提出关键事宜，或者不愿深度探究，觉得那样显得有侵略性或粗鲁。这些担忧常常是多余的。

事实上那些频频发问的人反而更让人喜欢，他们也能掌握更多情况。在谈判中信息为王，了解更多信息才是核心目的。减少遗憾的一种方式是不要犹豫，大胆发问。这样在结束谈判后才有全力以赴的感受。

技巧娴熟的谈判者会用另一种方法减少遗憾几率：“和解后的和解”。使用这一战略是因为意识到，当双方达成皆大欢喜的协议时，紧张气氛会烟消云散；这时恰好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最佳谈判结果。因此在达成协议时，先不要急着握手离开，一方可以提出：“我们没问题。双方都满意这些条款，但既然已经达成一致，不如我们坐下来花几分钟聊一下，看能否找到一些为双方锦上添花的改进。”

这种方法如果没用好，很容易让对方感到自己试图反悔或重新谈判。但如果使用得当，“和解后的和解”可以为双方另辟蹊径，找到更满意的结果，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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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防止喜不自胜

关于兴奋和开心的情绪如何影响谈判的研究寥寥无几，但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情绪有重大影响。全国橄榄球联赛在触地得分或打出好球后，禁止“过度庆祝”，并有相应处罚措施。因为这样的行为会滋生憎恨情绪。出于同样原因，协议中的“胜方”在谈判接近尾声时不该洋洋得意。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在练习中，我常常观察到学生沾沾自喜地（有时对全班）吹嘘他们如何在谈判中将对手逼得走投无路。这不仅会让他们显得很傻，在真实世界中也可能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比如另一方行使废除谈判结果的权利，要求重新谈判，或者在双方下次的合作中进行报复。

谈判结束后感到失望固然令人不快，但如果你让对方觉得失望，会令情况更糟。在某些情况下，展现开心或兴奋情绪会触发他人的失望情绪。最优秀的谈判者在签下出色协议后，也会让对方感觉良好，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些涉及未来深度合作的协议中，比如两家公司合并或演员签约出演电影——可以表现出兴奋之情，但要将重点放在未来的机会上，而非对单方面获得的有利条款感到得意。

兴奋的另一个潜在风险是，你可能会因此不小心投入到本该放弃的战略或行动方向中。在我的谈判课中，有一项练习是学生必须决定是否让一位赛车手开着有引擎故障的跑车去参加重要比赛。尽管存在风险，多数学生还是会选择参加，因为他们太过兴奋，想赢取最多奖金。这个练习印证了现实生活的一个例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发射。尽管挑战者号助推器O型环的设计师对发射计划感到惴惴不安，但NASA的管理层却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一意孤行坚持发射，最终导致飞行器爆炸和7名航天员遇难。

谈判者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一、要考虑周到：不要因为你的兴奋之情让对方有挫败感。第二、要有怀疑精神：不要让兴奋演变为过度自信，或者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承诺过多。

谈判有时需要运用到一些扑克技巧：设定战略重心，大胆想象替代方法，有技巧地评估概率，看透人心，理解对方的立场，必要时虚张声势。但谈判双方需要努力达成一致，而扑克玩家却只须做出单方面的决定。扑克玩家没有双赢的需求或分享利益的战略考虑：每局都是零和游戏，一方所得来自于另一方的失败。

然而，谈判者却能从牌桌上获益良多：控制情绪和情绪表现具有很大价值。换言之，好的谈判者需要有一张扑克脸——并非毫无表情或时刻隐藏真实情绪，而是在适当的时机展现出恰当情绪。

尽管人人都有情绪体验，但频率和强度因人而异。想成为更好的谈判者，需要认真彻底地评估自己在谈判前、谈判中、谈判后可能会有的感受，并通过技巧将这些体验最小化或者最大化，根据需要压抑或突出情绪的表达。

我最喜欢的美剧之一《我为喜剧狂》（30 Rock
 ）中，铁腕CEO杰克·唐纳吉想象自己是谈判专家，他向同事解释自己在一笔交易谈判中失败的原因：“我是败给了情绪。我一直认为情绪是弱点，但现在才知道，有时候它也可以是武器。”借用杰克发人深省的比喻，我也希望你能善用自己的情绪。想清楚何时亮出这些武器，何时开火，何时将它们藏入枪套中。不要焦虑，要小心地表达愤怒，不断提问，避免失望和悔恨，记住兴奋和开心也能导致糟糕的结果。

在你认真准备谈判战术和战略时，也请花些时间准备情绪攻略。这份投入一定会有所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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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她在MBA和高管教育课程中教授谈判学，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行为洞察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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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谈判之前

The Limits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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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杰克·萨瑟兰（Jack Sutherland）


艺术作品：《远古的太阳》，亚麻画布上用丙烯颜料和油所作，

由saatchiart.com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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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谈判者专注实质内容，忙于讨价还价，却忽略了极为关键的谈判流程。他们需要关注能够改变谈判结果的4大先决要素：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设定现实目标；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设定交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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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有些代价最为沉重的错误在谈判者还没坐在谈判桌前就已经发生。原因在于交易者往往过度看重内容，比如定价、还价和妥协，却不关注流程。




解决方案


4大战略铸就成功谈判。

• 谈判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

• 他们必须设定现实的目标。

• 他们必须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

• 他们必须设定交易框架。






谈
 判者如何在谈判桌上避免失误，有无数书籍和文章提供了建议。但有些代价最沉重的错误在谈判之前就已经发生，原因在于人们对交易的预判貌似合理，实则荒谬。谈判者往往理所当然地以为，如果他们在谈判桌前拥有足够优势，而且带来可观的价值，就能够达成理想交易。虽然上述条件的确重要，但其他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各方的谈判结果。

我曾为多家公司提供咨询，达成的交易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在本文中我将根据这些经验提炼出对谈判结果影响巨大的4大先决要素，并在每个要素中列出了谈判双方在讨价还价前应做的事。



要素1：流程先于内容

几年前，两个科技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准备与《财富》100强中的某位CEO开会，后者同意投资1000万美元。还在一周前，双方商酌了投资数额并估价，所以这次会议应该更类似于庆功会。当两位创始人进入会议室后，他们惊讶地看到一队律师和银行人员。那位CEO也在，但他的态度很快显露：他不准备积极参与谈判。

联合创始人一坐下来，对面的银行人员就开始重新谈判双方的交易。1000万美元的投资决定仍然有效，但现在他们要求大幅压低估价，换句话说，创始人需要出让更多的利益。虽然两人努力解释说之前已经达成协议了，但仍无济于事。

出了什么事？是创始人在过去会议中误判了对方可信度吗，在结束交易时忽视了哪个环节，还是CEO有意违背约定，或是他的团队鼓动他从交易中得到更多好处？

创始人怀着惴惴不安和困惑的心情很快审度他们面临的抉择，同意新交易会造成资产和心理受损，但能得到急需的1000万美元；另一方面，这样做将很大程度上压低他们出让的价值。他们决定放弃交易，走出会议室。离开之前，他们强调自己非常愿意按最初条件签订协议，并解释这关乎原则和经济影响。几小时后，他们坐上了飞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几天过去了，那位CEO打来电话，接受了最初的条件。

这一颇具胆识的举动虽然奏效了，但对创始人来说，一开始就不出错会更好。他们的错误很常见：过于关注交易内容，却不够重视流程。内容是构成最终协议的条款，流程是你如何从当前所处位置一步步完成最终协议。我对交易双方的建议是：流程先于内容。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和某人谈判已达数月，一直没有打出最后几张底牌，因为代价高昂。但为了最终达成交易，你不得不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于是在交易即将达成时，你让步了，而这时对方却说：“太好了。我欣赏你在这些问题上的灵活性。我将知会老板，听听她的想法。”这对你来说就很不幸——你以为对方是最终决策者，没有想到他还有个老板。谈判显然还没结束，而你已经失去了底牌。

你越了解并重视流程，在内容上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越低。谈判流程包括讨论并左右一系列将影响交易结果的因素。比如问另一方：你的公司需要多长时间结束交易？谁必须参与交易？什么因素可能放缓或加速流程？我们要留意什么重要事件或日期？记住，要弄清几个基本情况，比如谁明天出席会议，议程是什么，既然我们不打算在下次会议讨论极为重要的议题，那什么时候讨论？

当然，你不会总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有些问题早问还不好。但为保证之后的内容谈判能顺利进行，你还是应趁早，并在尽可能多的流程环节上达成明确协议。



要素2：流程正常化

某个拥有多家亚洲制造工厂的实业家曾告诉我，除非西方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愿意先飞到他的城市见面，否则他就不再与西方公司合作。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这跟自负有关吗？与建立关系有关吗？这是种文化习惯还是仪式？实际上，这些假设都和他提出签订合同的先决条件无关。

他的解释如下：“如果他们不先飞到我所在城市，不先体验行车需要近3小时离机场却只有20公里的工厂，就不能了解这里的经营环境。若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沟通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因为在交易第一次延迟或中断时，或者需要重新协商某些业务时，他们会立即以为，我们要不然是无能，要不然就是在占便宜。一旦他们看到我们的经营现状，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富成效。”

商业伙伴只有知道特定背景或文化的“常态”是怎样的，才有可能正确看待或处理恶性事件。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流程正常化。如果你曾卷入过冲突，并进入调解阶段，你可能有亲身体会。当一位优秀的调解员和争论激烈的双方坐下沟通时，她也许会说：“你觉得你们现在憎恨彼此吗？我向你们保证，这个流程开始3天后，你们会更恨对方。而在这一幕来临前，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这是正常的。”

如果调解员没有给谈判双方警告，他们很有可能在无法达成一致、敌对情绪加深时就放弃流程。但若她从一开始就解释清楚，在调解取得成果前双方会有矛盾加深的磨合期，而这是正常的，那么双方就更可能继续遵循流程。通过将流程正常化，她可以有效调整双方对谈判的预期。

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可能无法顺利进行的谈判。如果你预期你方会出现交易延迟或中断，请通知对方。你的行动能改善他们对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的解读，确保他们不会小题大做。如果谈判中出现他们没有预期到的问题，你就要付出更多努力改变他们的观点或重获信任。

将流程正常化需要你要提前讨论所有可能导致对方质疑你意图或能力、怀疑谈判成功可能性的因素。你也许要说明：双方需要克服的障碍、流程中往往感到焦虑或悲观的时刻、可能耽误进度的事件、经常发生且容易恢复的中断与更严重中断之间的区别。

鼓励对方为你做同样的事。人们往往不情愿讨论“可能做错的事”，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尽最大可能展示自己和交易的好处。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和背景中，这一情况尤为明显。对方可能在想：“如果我的对手假装一切妥当，我为什么要谈论问题呢？”

这可以理解。若他方觉得提到交易中可能出现的中断会导致交易失败，或者你利用这种中断可能性迫使他们做出更大妥协，他们就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你想鼓励别人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那就为他们创造安全环境。向他们解释，你的丰富经验告诉你，所有交易和关系都可能遭遇困难或中断，而你想多了解导致问题产生的具体风险因素的信息。此外，若你可以暗示或坚持不因这些风险因素责怪他们，就会有更多机会使双方达成谅解。



要素3：谋划谈判空间

几年前，我的一位客户准备抛售名下某家合资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的4位投资者多年来争吵不休，显然公司应该统一隶属于一个投资方，或者两个能够和谐相处的投资方。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没有人想交出所有权。但事情仍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投资方之一的X公司规模比其他投资者大很多，有足够权力和影响力将它们踢出战局。X公司宣布将买下其他三方的股票。

我的客户想在X公司买下其他两位投资者股票后再与它谈判自己股票的售价。他认为，若自己是“整张拼图的最后一块”，就能拿到更多钱。

我们会面讨论他的战略时，我让他退一步，“谋划谈判空间”，即全面分析能左右谈判，同时也受谈判影响的相关方。据我的经验，你在只考虑谈判中两方关系的情况下制定的“合理”战略，一旦用于多方谈判，就可能突然失效，甚至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鼓励客户衡量各相关方的利益、有限条件、选择余地和角度。我们要考查的事之一是各方拥有的资产数额以及掌控的经营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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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分析了每家公司的利益：它们各自在这次交易中有何利益？4位投资者彼此认识很久，所以我的客户能轻易找出各方的最重要关切。比如X公司最关心3件事：1）声誉：它不愿和任何可能损害其声誉的组织有联系。2）控制权：它只想拥有自己占据大多数董事会席位的公司。3）金钱：它希望尽量少付钱，但这方面的关心没有对声誉和控制权那样强烈。

研究完各方想法后，我们发现一项更重要的信息：A公司最不愿意卖出股票，而且已经展开反击，拖延时间。

我们整理出这些信息后，发现“最后一块拼图”战略并不高明。为什么呢？

对X公司来说，控制权的重要程度高于金钱。为得到控制权，它要买下我的客户或A公司，从而获得一半董事会席位的控制权，以及对公司多数决策的控制权。这样看，如果我的客户最后出售股票，他将在X公司拿到控制权后与之谈判。到时我的客户惟一的获利点就是手中占公司1/6的股票。但若他先卖出股票，而且就在A公司拒绝抛售并给X公司制造麻烦的时候，那么他可以从两处获利：他的股票和董事会席位。换句话说，最后谈判的一方将资产套现的话语权最少，而且机会有限。

在现实世界中，你永远都没有想要的全景图供参考，但若你只考虑谈判桌对面的一方，你的劣势会扩大。你考量的立场必须涵盖所有能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谈判者：谁有能力左右谈判桌对面的人？不论结果怎样，他方战略和行动会怎样改变你的抉择？这项交易将如何影响到不在谈判桌前人的利益？这次谈判将如何影响到你与未来谈判伙伴之间的权力较量？如果交易涉及多方谈判，应同时还是依次与他们谈判，分开谈还是开全体会议？

分析完这些后，你也许会考虑改变战略，比如你会先找其他一方谈判、延迟或加速交易进程、引入其他谈判者、扩大或缩小交易范围，等等。



要素4：控制谈判框架

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的权力大小。你的外部选择越好，奖励或控制对方的手段越多，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实现目标。但交易各方的心理较量也同样重要。

就我的经验来看，各方谈判的框架，或者说看待谈判的心理倾向对各自所得结果影响极大。各方是把沟通当成一种解决问题的练习还是一场势必打赢的战争？是将参会者当成平等的个体还是认为各方地位有别？致力于短期还是长期沟通？认为必有妥协还是将之视为软弱的标志？

高效谈判者在谈判初期就会设法控制或调整框架，而比较理想的时间是在讨论交易内容之前。谈判者最好考虑以下影响框架的3大要素：


价值VS价格。
 我合作过的很多科技公司都有给客户带来巨大价值的产品，但价格却高于竞争者产品或客户现有的旧产品。尽管高价因不俗的价值主张变得合乎常理，但潜在顾客在得知价格是他现用产品的5到10倍后，仍会抵制销售人员推销新产品。销售人员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你给出的价格是其他公司的5倍。没人愿意花那么多钱买这种东西。”

销售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最常犯，却又意识不到的错误是，为高价道歉。他们会这样道歉：“我知道产品价格高，但是……”或者他们匆忙表示愿意调整价格。我的建议是：坚持为你的报价辩护，千万别道歉。如果你道歉，就是在暗示你也觉得价格不合理，准许对方讨价还价。谈判的主题变成了价格，但你想讨论的却是价值。

更好的回应是：“你的问题似乎是，为何我们的价格更高，但顾客却很多，而且名单不断变长？我们都知道，没人会付出高于产品价值的价钱，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我们能够给你带来的价值，然后你再决定什么最适合你。”

在所有类型的谈判中，你越早将讨论转离对方的费用问题，并转而讨论你可能带来的价值上，就越有可能将这些价值转化为金钱。


你的选择余地VS他们的。
 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如果谈判者抱着“一旦交易不成，我会怎样”的问题开始谈判，得到的结果比那些关注交易失败后对方会怎样的谈判者差。当你过度担忧自己的选择余地时，尤其是外部选择并不可靠时，你思考的角度是，“怎样付出最少代价让他们说行？”若你能考虑一旦交易失败，对方会怎样，你就将谈判框架转到你带来的特殊价值上，而且能更轻易地论证为何他们应当和你签订交易协议。


平等VS压制。
 不久以前，我为一家小型初创企业就一项战略交易做咨询，我们的对手是家大型跨国公司。在整个过程中，特别是谈判开始时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是，确保两家公司规模的差距不会影响整个谈判框架。我告诉我的团队：“这些人与两类公司谈判，一类是他们认为与自己平等的公司，另一类是他们觉得能和他们一起坐在谈判桌前就应该感到幸运的公司。他们对待这两类公司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且不会因它们带来的价值而改变。”多年来，我看到很多大型组织都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它们眼中不如自己的公司上，而这些要求它们绝不会向“平级”提出。在这次谈判中，我希望确保对手当我们是平级。

我们为保证不受对方压制，在谈判最初还没有考虑交易的经济影响时就开始左右对方的期望和看法。举例来说，每次我们的对手提出程序上的要求时，不论多小，只要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对同行同等公司有如此要求，就会礼貌地拒绝。每次他们在条款中添加一条貌似偏袒自己的规定，即使不会迫使我们做出代价惨重的妥协，我们还会重拟条款，确保公正、平等。此外，我们在整个谈判中都要确定使对方明白，尽管我们的公司规模比他们小很多，但双方在谈判中是平等的，因为我们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虽然我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但在这次谈判中，我们为保证双方立场平等，故意在细节上苛责对方。

谈判者还有无数种方法，从其他很多维度改变谈判框架。你至少还是要确保谈判者在心理上尊重你带到谈判桌前的价值。

《孙子兵法》有云：孰胜孰负，未战先知。这一观点在多数战略沟通中都正确。交易内容固然重要，但谈判者更应努力在谈论交易前就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留意以上提到的4大要素，你会有较多机会让沟通更高效并取得更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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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帕克·马哈拉是哈佛商学院Eli Goldston工商管理教席教授，著有《谈成不可能的事》（Negotiating the Impossible
 ，Berrett-Koehler出版社，2016年出版），本文部分摘自于该书。





聚光灯 Spotlight



跨文化谈判

赢家攻略

Getting to Si, Ja, Oui, Hai, and Da

艾琳·迈耶（Erin Meyer）| 文

安健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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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杰克·萨瑟兰（Jack Sutherland）


艺术作品：《闪烁》，油画布和木头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取》，油画布和木头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荧光》，油画布和木头上用油所作；

《Parsing Favour》，油画布和木头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由saatchiart.com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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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谈判涉及不同文化，彼此沟通方式不同，不存在单一的赢家攻略。艾琳•迈耶教授提供的应对之道包含了5个基本规则：恰当表达异议；收放自如；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避免yes或no的问题；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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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跨国谈判中，管理者常常发现，谈判对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不尊重对方的承诺，导致合理的交易最终破裂。




原因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沟通习惯。在一个国家中得到“yes”的回答，但到另一国家却得到了“no”。




解决方案


通过以下5个基本规则减少沟通中的误解：

1．恰当表达异议。

2．收放自如。

3．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

4．避免yes或no的问题。

5．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蒂
 姆·卡尔（Tim Carr），在美国中西部一家防卫公司供职。他最近要和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高端客户进行业务谈判，尽管这次会谈高度敏感，但卡尔却并不紧张。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对谈判的基本规则早已烂熟于胸，例如要把人和问题分开；预先设定可接受的谈判结果；专注于利益，而非谈判地位等等。卡尔不但精通理论，也进行了大量实战演练。

在一个漫长的越洋电话中，一切都按照计划执行，卡尔小心翼翼地说服客户接受了交易，看起来已经大功告成了。最后在电话中，卡尔开始详细总结他们达成的意向：“贵方同意为明年的项目提供物资，并联系能源部的联系人，推动项目得到审批。我方将致信……贵方承诺……”

当卡尔将所有细节都陈述完毕后，电话那头却没了声音，在一阵沉默之后，一个柔和但坚定的声音说道：“我已经告诉你我会做什么。你认为我无法兑现我的承诺？你觉得我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谈判到此结束，到手的生意也泡了汤。

有关谈判的理论有很多，它们也许在应对本国的客户时完美地发挥作用。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你可能需要在中国进行合资磋商，在印度进行外包谈判，或是在瑞典寻找供应商。这样的环境下，你需要掌握多种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在一个国家中得到“yes”的回答，但到另一国家却得到了“no”。

要做到有效沟通，谈判者必须了解谈判对手如何反应？是否愿意合作？态度是紧迫的、气馁的还是怀疑的？如果你能掌握这些细微的信息，你就能相应地调整自身的行为。然而在跨国谈判中，由于缺乏背景知识，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解读谈判对手的沟通信息，特别是那些非语言信号。在工作和研究中，我发现当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进行谈判时，会经常误读这样的信号，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像文中的卡尔一样，做出错误的举动，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目标。

在下文中，我将阐述自己在跨文化管理中的研究，列举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沟通谈判的5大基本规则。其中的关键是解读谈判中的信号，并依此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从而获得最优的谈判结果。



规则1：恰当表达异议

在一些文化中，说出“我完全不同意”或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合情合理的，被视为建设性谈判的必要组成部分。我的一位俄罗斯学生告诉我：“在俄罗斯，进行谈判前，我们就做好进行激烈争论的准备。即便你的谈判对手激烈地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你的所有观点，也并不代表谈判在一开始就陷入僵局。相反，对手只是在邀请你进行活跃的讨论。”

然而在其他文化中，相同的行为有可能招惹怒气，甚至为双方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损害。肖恩·格林（Sean Green）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管理者，多年来他经常与墨西哥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他告诉我，在墨西哥他很快就学会了：如果要达成交易，他需要使用“我不太明白您的观点”和“请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么想？”这样的语言。如果他直接说出“我不同意”，谈判可能会完全破裂。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倾听语言提示词，语言专家将此类词汇称为升级词（upgraders）和降级词（downgraders）。升级词一般用来强调否定作用，例如完全地、全部地、绝对地等等。降级词一般用来软化异议的表达，部分地、一点儿、可能等。俄罗斯、法国、德国、以色列和荷兰等国的人在表达异议时经常使用升级词。而墨西哥、泰国、日本、秘鲁和加纳等国的谈判者则青睐使用降级词。

有效沟通需要你在对方文化背景下理解升级词和降级词。如果一位来自秘鲁的谈判者表示“有点不同意见”，那么谈判可能面临着严重问题。如果你的德国对手说“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也许只预示着一次愉快的谈判。



规则2：收放自如

在一些文化中，双方兴奋时提高音量，开怀大笑，友好地拍拍对方手臂甚至搂住肩膀都是非常普遍且符合时宜的。然而在其他文化中，此类自我表达不仅会让对方感到惊讶或受到侵犯，也是不专业的表现。

国际谈判中有趣的一点（也是复杂的一点）是，来自善于表达情感国家的谈判者，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沙特等，也会尽量避免公开表示异议。（
见图表《在谈判前做好准备》

 ）。例如墨西哥人习惯委婉地表达否定，但却习惯公开表达感情。墨西哥管理者佩德罗·阿尔瓦雷斯（Pedro Alvarez）说：“在墨西哥，我们认为善于表达情感是诚实的表现。但是我们却对发表负面评论高度敏感，且容易感到冒犯之意。如果你强烈地表示否定，我会认为这是你不喜欢我本人的表现。”

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例如丹麦、德国和荷兰，双方只要平静、如实地表达出来，公开表示异议被视为一种正面的信号。来自德国的谈判者，德克·费恩哈勃（Dirk Firnhaber）解释了德语“Sachlichkeit”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一词最为接近，意思是将意见和表达意见的人分开。如果有人说：“我完全不同意”，那么他的意思是，要对接受者的意见进行辩论，而并没有否定接受者本人。

同时，来自这些国家的人认为，在商务环境中表达情感是不成熟或不专业的表现。费恩哈勃讲述了一次和法国公司的谈判经历。刚开始谈判非常平静，然而随着讨论的推进，法方经理变得越来越激动。他说：“我们谈论得越多，我们的法国同事就变得越情绪化。声音提高，双耳发红，如此种种。”费恩哈勃对谈话感到越来越不舒服，甚至几次感觉谈判会破裂。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法国经理对谈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费恩哈勃说：“当讨论结束时，他们看起来对会议感到非常满意，我们一起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因此，跨国谈判的第2条规则是识别情感表达（你的或对方的）在对方文化中含义，并随之调整自己的反应。一位瑞典谈判者平静地坐在桌子对面，避免进行公开辩论，并很少表现激情。这是不是一个坏信号？并非如此。但如果你在以色列遭遇了同样的情感，那么交易不是即将破裂，就是已经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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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规则3：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

在谈判中，双方都会开门见山地讨论交易是否有利于各自的业务，并会在私下里尝试评估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文化差异在此时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我们如何才能信任一个来自截然不同文化的人？

澳大利亚人约翰·卡茨（John Katz）曾经在中国进行合资谈判。起初，他感到要获得需要的信息非常困难，因此求助于公司的中国顾问。顾问认为卡茨在谈判中操之过急，他应该花费更多时间来建立信任。卡茨表示，他非常努力地建立信任，例如通过提供充足的信息，坦诚地回答对方的所有问题。然而顾问说：“你要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与他们接触，而不是从业务的角度。如果你无法建立个人关系上的信任，你就无法达到想要的结果。”

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信任分为两种：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认知信任源于你对某人的成就、技能和可靠性的认可。它源于人的头脑。在谈判中，它可以通过业务交流建立，例如你对自己的业务很在行；你是一个非常可靠、言而有信且令人愉悦的人。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很高。因此我信任你。情感信任源于情感联系、同理心或友谊。它源于人的内心。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放松，并且私下有个人联系，因此我与你产生情感联系或同理心，所以我信任你。

在商业环境下，不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任形式也各不相同。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罗伊·蔡（Roy Chua）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中美两国多个行业的高管，请他们列出职场关系网中最要的24个成员。然后，他请高管指出与每个成员分享个人问题以及梦想的意愿程度。蔡教授解释道：“这个环节能显示出调查对象信任每位成员或向该成员展现脆弱一面的情感意愿。”最后，研究要求高管们要指出每个联系人的可靠度、能力和专业知识。这个环节则显示出调查对象信任每个成员所需的、以认知为基础的意愿。

研究显示，在谈判中（在商业谈判和一般谈判中），美国人在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在美国文化中一直以来有将情感和业务分开的传统。将两者混为一谈有产生利益冲突的风险，会被视为不专业的表现。然而中国管理者将两者连接到一起，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远远大于他们的美国同行。当他们与成员之间有业务或财务上的联系，他们与成员之间发展个人关系的几率也更高。

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砖四国到东南亚，再到非洲，谈判者很难信任对方，直到双方建立起情感信任。在中东文化和地中海文化圈中，情况也大致类似。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人一般以任务为导向，在谈判中建立情感联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西班牙管理者里卡多·巴托洛米（Ricardo Bartolome）曾经告诉我，他发现美国人在表面上很友好——有时这令他很意外，但他很难了解美国人的内心。他说：“在谈判中，他们总是保持‘政治正确’，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展现负面情感。这让我很难信任他们。”

因此在一些文化环境中，你需要尽早与谈判对象建立情感纽带或感情联系。花时间与他们吃饭、喝酒、喝茶、唱歌或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活动，并且要注意在这些活动中不要提起生意；放下你的戒心，展现你个性的一面，包括你的弱点；还需要真切关心对方的利益，与他们交朋友；并且要有耐心。比如在中国，建立这样的情感联系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最终你不仅会交到朋友，还能搞定交易。



规则4：避免Yes或No的问题

在谈判中，你总要将提案放到桌面上，此时你希望知道对方能否接受你的条件。在跨国谈判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特点是，在某些文化中，“yes”常常用来表达“no”。在另一些文化中，“no”是人们最常用的下意识反应，但它常常意味着“让我们再继续讨论”。在以上两种环境中，对信息的误读可能导致浪费时间或陷入困惑。

一家丹麦公司和印度尼西亚供应商之间的谈判佐证这一点。一位丹麦高管希望确定印尼供应商能在约定时间供货，因此他直接询问对方约定日期有没有问题。印尼供货商当面回答没问题，但几天后却写信告知丹麦公司无法按时完成。丹麦高管感到非常愤怒，他说：“我们为此浪费了几周的时间，他们为什么不在会议时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觉得他们当面撒谎。”

听过这个故事，我问那位印尼管理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从印尼公司的角度解释，在你尊敬或喜欢的人面前，你无法拒绝对方的要求。他告诉我：“我们试着用我们的身体语言和声调来表示‘no’，或者会说‘我们会尽力’。这些信号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想完成你们的要求，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尼谈判者认为对方能了解他们发出的信息，双方能达成默契，继续向前看。

有些情况则刚刚相反。印尼管理者告诉我他们与第一次与法国公司谈判的经历：“当我们礼貌地提出要求时，‘no’就从他们的嘴里冒了出来，而且不是一次，而是‘no-no-no-no’。我们的感觉就像是脸上挨了一连串巴掌。”然后他发现，法方实际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们只是想在达成最终协议前对此进行辩论。

你想搞清楚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条件，但他们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可能让你感到更加困惑。因此，你要记住跨文化谈判的第4条规则：如果可能，尽量避免提出yes或no的问题。与其用“你会这么做吗？”不如用“你会用多久完成？”当你在南亚、日本或韩国（也许包括印度或拉丁美洲）等地区提出yes或no的问题时，你需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洞察力。即便你获得了肯定的回答，也许实际意义更接近no。瞬间的沉默；深深地吸气；在嘴里嘟囔：“我会试试，但会很困难”，这些现象都可能代表着交易并未达成。你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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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规则5：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美国管理者在职业初期就学会通过书面记录关键信息和总结会议。“预告信息、传达信息、确认信息”是美国职场中的第一堂沟通课。在北欧地区也如此，明确信息和不断重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

然而，这种良好的沟通习惯在非洲或亚洲地区可能变成谈判的绊脚石。在布隆迪一家荷兰公司工作的女士告诉我：“在布隆迪文化里，如果我们通过电话达成了口头协议，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电话之后给我发邮件总结刚才的讨论，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你不信任我。”在她的公司中，谈判者出于习惯和规则的原因，不断用书面的形式记录双方的讨论内容，这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这种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起草合同时遇到困难。美国人极度重视书写的合同——可能比其他任何文化更加重视。谈判双方一旦在价格和细节上达成协议，双方就会交换长长的文件，不但列出了违约造成后果，还要双方签字确认。在美国这些合同具有法律效应，因此即便双方并没有建立信任，也可以顺利做生意。

在一些国家，法律系统长久以来并不太可靠，在生意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更大，合同的起草并不像美国那样频繁。在这些国家，合同常被视为做生意的承诺，而不具备法律效应。因此这些合同并不像一般合同那样事无巨细，重要性也大大降低。一位尼日利亚管理者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时，你拿出合同，交给我一支笔，我会开始担忧：你是不是认为我无法完成承诺？这是不是个陷阱？”

在尼日利亚和其他高速发展市场，商业环境正在快速进化，例如在中国和印尼，成功的企业人士处事方式往往比他们在西方更具弹性。在这些文化中，合同代表着关系的开始，但双方都默认，随着情况的变化，协议的细节也会随之变化。

美国人约翰·瓦格纳（John Wagner）曾经与中国供应商打交道。在经过几天艰苦的谈判后，他的团队和法务部门起草了一份合同，中方也欣然签了字。然而6周后，中方要求对看似已经板上钉钉的某个细节进行重新谈判。瓦格纳回忆说：“我现在理解了，当时我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不合情理地缺乏灵活性。我们后悔得以头抢地。”对于美国人来说，合同代表着谈判阶段的结束，接下来是执行阶段；对中国人来说，签署合同好似舞蹈中的第一步。

因此，跨国谈判的第5规则也是最后的规则是谨慎对待合同。在准备一份20页长的合同之前，不如请对方起草合同的第一版，这样你就能发现对方愿意承诺多少细节。此外，还要做好修改合同的准备。当你在新兴市场谈判时，记住在这些国家，一切都在不停变化中，没有交易是100%确定的。

最后，请不要忘记谈判的通用规则：当你在进行谈判时，你既需要劝说，也需要反击；即需要尝试说服对手，也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策略，在不断推动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小心地达成协议。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时，使用的语言非常重要，但信任、细微的信息以及根据文化背景调整行为方式的能力将最终决定谈判的成败。这不但适用于美国人，也适用于中国人、巴西人及所有人。



[image: ]


艾琳·迈耶是英仕国际商学院教授，管理全球虚拟团队的项目领导人和《文化地图：打破全球商业无形边界》（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
 ）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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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们真正想要有经验的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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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并购谈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看重交易价格。谈判是一种复杂的沟通艺术，既需要“硬条件”，更需要“软技巧”。软技巧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对并购核心价值的掌控度。






20
 15年前三季度，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创纪录的630亿美元，同比增长27%。在政府大力推动和国内股市震荡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未来数年，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仍将保持强劲势头。

在每次并购交易的过程中，相关各方随时要准备参加无数场谈判。意大利著名外交家丹尼尔·华蕾（Daniele Vare）这样诠释谈判之道：“谈判是一门艺术，能够令他人接受你的思维方法。”并购谈判往往涉及诸多问题，如价格、人才保留、总部选址，以及合理设计产品、服务、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等。

在外方眼中，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谈判时通常都比较强硬。他们甚至将丹尼尔·华蕾的思想发扬得更加淋漓尽致，不愿在任何有悖其想法的条款上妥协。价格诚然重要，但其他因素亦不应忽视。企业需要在何时何地予以妥协？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想法，从而达成双赢协议？中国企业应该明白：不以双赢为出发点的并购交易很少能创造真正价值——企业无疑要考虑财务价值，但并购活动能为企业带来的各种软性收益同样不容忽视。



并购谈判：复杂的艺术

从多个维度来看，并购谈判都与政治谈判有着巨大差别，但早期从事收购活动的中国企业却忽视了其中一些因素。这些相关因素可分为两类：


硬性因素：“金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并非问题的全部”。


• 价格：并购成本虽十分重要，但我们不应将其孤立在下述各种非经济因素以外来单独看待；

• 条款：并购交易的首要法律框架，包括各方对业务的掌控程度、知识产权、出售协议中买方对卖方的追索权等规定；

• 并购交易后必须立即启动的工作：与收购目标现有管理团队的合作内容、时间、方式和程度，这些规定不可或缺。


软性因素：“对于每笔交意的达成，价格和情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 并购交易的非经济影响和条款，如商誉、公平感，以及加强员工参与的举措等；

• 文化因素：找到能够推动谈判双方前进的价值体系，并且识别在各自企业文化直接影响下决策流程和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例如，中国的儒道思想、特殊国情和初登国际舞台这三项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显著影响着中国企业的谈判行为；

• 谈判者的技巧和经验也有助于引导目标企业按己方的思路进行协商。



三大阶段，三种影响

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并对各个阶段参与跨境并购交易的中国企业谈判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认识到（甚至是通过惨痛的教训），在谈判中表现强硬未必能够达成预期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进行的一系列早期谈判中，中国企业错失了大量的潜在价值。


2010年之前：强硬立场阶段。
 在该阶段，中国企业通常着眼于整体收购难以实现跨境整合的企业（涉及品牌、体系、人员等内容）。其间，许多交易由于缺乏尽职调查、价格不合理（估价过于仓促）、欠缺适当的整合规划与实施，以及对文化差异的不理解，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此轮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大宗商品领域。


2010年-2013年：思路调整阶段。
 通过汲取此前的经验教训，中国企业开始调整海外并购方式。它们一改过去兼并整家企业的做法，转而聚焦于对硬资产的收购。不过，其关注点仍集中在资源和大宗商品行业。


2014年之后：在商言商阶段。
 近年来，一批积极探索海外收购的中国企业已迈入了较为成熟的并购阶段。他们从过往行动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且更加重视以双赢的方式展开行动，妥善平衡收购方与被兼并企业的利益。在选择并购对象时，这些企业依然很看重能否在新的市场和新行业（或互补行业）中提高营收并拓展客户群，但首要目标已改变为：获得特定能力并将其转移至国内，藉此扩大国内市场并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因此，它们的关注焦点已从发展中国家转向了发达国家和高技术产业。

此外，国企和私企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私营企业在谈判中更为灵活，但在认识交易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方面不够严谨。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其治理方式更倾向于遵从企业所有者或创始人的“个人决策”，而国企在决策时会更多地基于集体意见。



谈判高手具备全局观


强硬立场阶段：价格、价格、仍是价格，控制、控制、还是控制。
 就谈判方式和战术而言，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曾片面关注前述各种“硬性因素”，而价格和条款更是重中之重。它们抱持着“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谈判立场，所以不会在任何条件上作出妥协。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毅然终止交易。在大多数谈判中，价格都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同时，中国企业会将提出的条件和自身文化强加于目标企业，而鲜少考虑双方的文化差异或其他非经济因素。

上汽集团（SAIC）对韩国双龙汽车（Ssangyong）的收购，就是“强硬立场”导致并购失败的典型案例。虽然双方管理层拥有一些明确的共同利益（例如使双龙扭亏为盈），但文化差异却导致双方无法在如何提升双龙业绩方面达成一致。此外，韩方工会反复就上汽集团的重组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该计划不但会彻底改变双龙汽车原有工作模式，还将裁减36%的员工。最终，双龙汽车于2009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而上汽集团也未从6.18亿美元投资中获取任何实质回报。

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自知占据着谈判的上风，所以在坚持立场方面表现得极为强硬——特别是针对定价、知识产权、协议终止和所负责任等问题。不过，它们往往过于看重短期利益。


思路调整阶段：转换视角看待交易。
 第二阶段，中国企业采取了更具协作性的谈判方式，而非将自身管理和文化强加于对方。中国企业开始发现，在联营公司中保留原有管理层也是一项有益举措。

2013年，大连万达对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AMC的并购是该时期的一则成功典范。大连万达与私募股权公司紧密合作，确保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了解并购情况。同时，万达还坚定承诺保留AMC原有管理层，并且继续购买好莱坞电影，以此消除了制片方的担忧。


在商言商阶段：谈判模式升级为1+1=3。
 虽然价格仍是一项关键要素，但成功的中国并购者已开始采取更为全面的谈判方法——企业文化、目标客户情况等非价格因素变得同样重要，而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双赢。例如，联想集团将总部迁至美国，以求更加靠近所收购的摩托罗拉公司。收购了葡萄牙金融服务机构的海通证券和复星国际也在一直认真观察其原有管理团队，并与之紧密合作。

私有企业谈判方式的转变尤为明显，它们正纷纷投资于更具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如农商产业、科技产业、房地产和知名品牌。同时，国有企业则继续在工业、资源行业和能源部门展开行动。但由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触有限，国企的方法仍类似于第1、2阶段。



汲取历史经验，助推新一轮并购

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已就如何促成跨境并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在交易活动中创造更大价值。与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企业的进步尤为显著。

随着促成交易的手法日益娴熟，企业的谈判方式也更为完善。

通过考察卓越谈判流程的关键特征，中国企业不断加强自身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它们愿意花更多时间来清楚阐释投资战略并详细了解目标企业的价值：

中国东风汽车近期对百年车企雪铁龙的股份收购，充分展示了前者对谈判之道的过人理解：东风汽车从一开始便深知，收购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的股份需要找准与法国政府的协商基调，并且尊重其现有股东。而最重要的是，此项交易应当建立在明确愿景和技术交换的基础之上。与之相似，在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轿车的过程中，吉利的董事长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仔细研究沃尔沃，并且承诺保护后者的企业文化，不会将之破坏。

中化集团收购倍耐力轮胎、联想集团收购摩托罗拉，中方企业都努力议定更优价格，同时厘清交易的非经济因素。

中国企业正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活动并参与日益复杂的交易，因此它们仍需加强对某些领域的重视程度，以此提高与外国企业的谈判效力，进一步促进双赢结果。就那些失败的交易来看，缺乏谈判经验往往是主要症结，尤其是在以下3个方面，中国企业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


1．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明确收购目的，以及收购能否达成这一目的。其关键的成功因素在于，充分考虑交易的潜在价值和长期的执行能力与制约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企业应主动了解对方的潜在利益，而不只是观察其立场。

最后，充分利用谈判过程中第三方的支持，有助于为现有问题引入全新的外部观点。


2．提高文化意识


企业应当立即着手了解怎样才能使并购目标保持交易兴趣，并深入认识其工作方式、决策流程和监管问题、时效性、组织架构（集体决策或个人决断）等，这一行动至关重要。

显而易见，中国企业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准备，其中的典型举措便是增加了对并购顾问和咨询机构的利用。

同时，企业还应寻找新的途径弥合文化差距——如关注共同的“职业修养”全球标准。


3．站在长期视角上构建决策流程


企业的决策流程应扎根于最终的战略愿景，而非短期目标：

以发展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背景审视收购行动和响应的谈判流程，而非立足于短期的内部目标。

针对交易及合并后实体建立正确的治理方法，并且与本地实践和监管预期保持一致。

更准确地在坚持与妥协之间保持平衡，做到收放有度：清晰的愿景和目标有助企业在必须完成的任务和无足重轻的措施之间做出恰当安排。

知晓何时应当转身离开，避免出现不惜任何代价以达成妥协的状况。

在海外并购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并购谈判这门艰深的艺术，其学习速度之快令人称道。随着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即将开始首次交易，重温过往的失败教训显然有益于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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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德尔提尔是埃森哲战略董事总经理，亚太区并购服务主管。阿加·古泽斯卡-拉德斯卡是埃森哲战略亚太区并购服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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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并购谈判的

“黄金分割点”

马雪梅 | 文　李全伟 | 编辑







[image: ]

跨国并购谈判，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谈判者需要找准“黄金分割点”，即找到能够将己方利益最大化且对方可以承受的关键点。






随
 着国际化的愈演愈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迅猛增长之势，但并购成功且持续盈利的企业并不多。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各有24%的企业分别处于持平和亏损状态。

造成境外并购不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并购双方参与的谈判过程是一项决定因素。跨国并购谈判如何才能成功，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本刊采访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他是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专家，拥有30年谈判实战经验。



跨国并购谈判的三大特点


复杂程度高。
 大多数的跨国并购不是“一锤子买卖”，买方往往是分阶段购买卖方的部分资产或股份等，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捆绑问题。由此，谈判技巧的重要性就格外凸显。因为谈判团队既要让己方获得预期利益，又要让对方满意，造成一种“双赢”的局面，以促进未来长期、深入的合作。

在每一桩跨国并购中，都涉及两个国家的法律、财务和税收等相关政策。谈判双方不仅要就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还要对实际运作中方方面面的限制因素考虑清楚。调查显示，目前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企业对于并购标的所在市场的法律、税务、会计等政策法规知之甚少。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劳资纠纷案就是有力的证明。


文化隔阂明显。
 商业谈判，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既然是博弈，双方的真实意图就不会轻易表露在谈判桌上，谁也不会轻易亮出“底牌”。这样一来，就需要谈判者既能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又要观言察色、见机行事。然而，在通常意义上，跨国并购的谈判团队至少来自两个国家，谈判者在文化观念、语言思维和举止行为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在正常沟通都存在困难的前提下，对于跨国并购谈判团队来说，“心领神会”实在是一个太高的要求。

在陶景洲看来，谈判中的文化隔阂问题非常普遍。他记得在一家法国化工企业与一家江苏南通企业的合资谈判中，中方因对一些条款不满意拂袖而去。面对这样的情形，法国代表表现得手足无措，以为谈判彻底失败了。然而在陶律师看来，任何熟悉中国“高语境”表达方式的人，都会看出中方只是摸到了法方的底线，知道对方已经不会再有所让步了……果然，第二天，中方就带着合同来签约了。

在合同签署时，中方与外方也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外方往往会全面、详细地制定合同中的每一项条款，他们认为签署后的合同具有至高的权威性，任何人都不能更改。然而，在许多中国企业管理者看来，“先把合同签了才是万事大吉”以及“合同的签署是谈判的开始”。也就是说，中方往往会在合同签署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与对方谈判。如此，双方就难免出现诸多冲突与不快，甚至会因关系僵化而进行仲裁。


商业信用是关键。
 诚信，作为商业文明的核心理念，丈量着契约精神的内核，决定着商业合作的成与败。对于跨国并购双方而言，这种还没有所谓“交情”可言的混搭商业盟友，更需要信任护驾，以真诚沟通为纽带，方能实现双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在陶景洲参与的众多跨国并购谈判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让他印象颇深。一家瑞典企业与一家山东企业的前期谈判十分顺利。在采用了瑞典企业提供的技术后，山东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利润也增长了很多倍。但是问题在于，两年过去，按照合同山东企业需要向外方支付的技术许可费却始终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瑞典企业聘请律师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竟然是山东企业向有关部门上报了假合同，假合同上的技术许可费一栏赫然写着“无”。最后，瑞典企业在斯德哥尔摩起诉了这家山东企业，这家山东企业只好按照合同规定赔付了全部的技术许可费，并终止了合同。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又过了两年，本以为已经将瑞典企业的技术完全消化的山东企业，再次找到这家瑞典企业，请求继续进行合资，因为他们发现对于这项技术自己又玩儿不转了……



跨国并购谈判的成功路径

跨国并购谈判，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因为在谈判桌上，没有哪一方可以做到利益独吞，也没有哪一方甘受剥削。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在谈判的拉锯战中找到那个“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需要找到那个可以将己方利益最大化推进的界限。因为往往再向前一步，谈判就破裂了。若要找准“黄金分割点”，谈判者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做好尽职调查。
 这意味着对谈判对手进行360度全方位调查剖析——明白对手的优劣势、真实意图和利益诉求是什么，以及公司文化、管理层的做事风格等相关情况。只有做到这些，谈判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应付自如。

从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中，我们便可窥见一斑。一桩具有缜密计划的并购整合，为双方都创造了卓越的价值。通过此次并购，吉利提高了技术能力和品牌形象，扩大了市场份额；沃尔沃则加强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扭转了销售下跌之势，再次赢得中国市场。

在尽职调查中，除了要了解谈判对手外，还需要保持一种“全局观”——要对国际整体的行业格局、谈判双方所处的商业环境等具有明确、清晰的认知。另外，在准备阶段，还特别要对并购标的所在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税务财务规定等进行充分了解，从而确保在谈判桌上不被动，做到真正“胸有成竹”。


换位思考，审时度势。
 谈判者需要精准定位双方之间的中间地带，然后进行各种“创造性思维”。在谈判桌上，做到真正的“双赢”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追求利益，谈判双方不但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还会试图通过各种周旋，打探对方的底线，直至觉得对方不会再让步了，才觉得自己没有吃亏。

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判者一方面要承担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又要保持高度机警的状态，灵活应变，见机行事。而在复杂程度高、文化冲击明显的跨国并购谈判中，“换位思考”与“审时度势”将更加重要，但也更具挑战性。

迫于利益之争，谈判桌上往往会出现诸多“演技派”的表现。面对这样的情况，谈判者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谈判地位，进行实际充分的评估，做到心中有数。之后，一方面将自身谈判影响力最大化，一方面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如果我是你”的角度出发，与对方“摆事实，讲道理”。

陶景洲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谈判就像是棋手之间的博弈较量，不仅要单方面为自己想出路，还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对己方构成威胁的各种可能性。正如下棋一样，有时候谈判中也并不需要大幅领先对手，“棋高一着”就足够了。


经验积累和外部协助。
 在跨国并购谈判中，往往需要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性格的谈判对手，这是对谈判者判断力和敏锐度的很大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谈判也是一种对过去人生经历不断洗礼的过程，对人和事见得多了，自然就能明察秋毫、深谙其道。

由于跨国并购谈判过程相对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政策法规，加之中国企业整体还未达到跨国并购的成熟阶段，所以需要设立专门的团队，以及招募外部顾问。这些顾问一方面可以提供专业化视角，如法律、税务、财务和风险评估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具有洞见性、建设性的外部观点。 

跨国并购谈判是一门艺术，若要运用自如，中国企业还须下大工夫。如何对己方的谈判地位进行恰当评估，如何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如何摸清对方的底牌，谈判团队又该如何默契配合，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打磨、不断优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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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梅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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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Athenahealth公司CEO：

愤而走上创业之路

Engineering Reverse Innovations

乔纳森·布什（Jonathan Bush）| 文

时青靖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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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因为对医疗体系中涉及的成本以及大量的文本工作不满，乔纳森·布什通过科技将医生从这些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






从
 事开创性工作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关于这点我想了很多。坚持做下去你须不屈不饶，但情感因素也能促使你发现新空间，这些因素可能是爱、愤怒和挫败感。无论哪种因素，它的重要性与勇气和决心是一样的。

情感驱动对企业家很重要，对消费者而言亦是如此。优步（Uber）崛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出租车体验糟透了：首先你得应付那个永远不能告知你出租车具体抵达时间的调度员。然后，来的却是一辆破旧不堪且烟味熏天的车子。

出租司机面对的则是城市对这个行业的牌照垄断。司机们不得不遵从这种规则，毕竟这比没有出租车要好。但在优步的帮助下，司机们无须与那些牌照规则和车队老板打交道，因此会更加开心地工作；乘客们的体验也更加愉悦——车子准时抵达，而且状况良好。我认为，优步之所以催生出大量业务，是因为乘客希望摆脱以往的那些挫败感。

1997年，我与托德·帕克（Todd Park）之所以要创建医疗保健技术公司Athenahealth，就是因为美国医保价格昂贵，服务却差得让人难以置信。即便是今天，我们公司总部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居民每个月平均医保费用仍然高达570美元。美国人在医疗上的花费远超汽车和衣物，即便我们并不喜欢它，但也无法申请退款，我们根本摆脱不掉它。

因此，接下来产生了很多后果。没有一家医疗服务商会谨慎小心地力求让患者满意，因为它们并不听命于你，你对它们也没有掌控权。由于已经为服务付过费，所以医院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去创造更为舒适的过夜环境。此外，医疗成本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完全没关系。

如果打破这种收费制度，参考资本设备的正常行业利润率，你会看到美国医保其实是个月均价值220美元的产品，而我们支付却高达570美元，失衡的供需关系导致价格扭曲。这让我非常愤怒，市场经济竟然没在医疗行业发挥作用——既没有遵照成本，也没有顾及人性。



于社会有益

我一直有个念头：真正像一位资本家那样，做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我认为这也是布什家族持续在做的事情（乔纳森·布什是老布什总统的侄子，小布什总统的堂弟——译者注）。创建一家企业，盈利并为公众服务——这是我们家族的终极理想。我很早就有这个梦想了。

医疗事业很符合这个理想——还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好的呢？我小的时候看过电视剧《Emergency!》，它的主题很浪漫：你给某位病人打上一针，然后就有奇迹发生，永远改写那个人的生命，而你静静接受这一切带来的赞誉——这种感觉实在是棒极了。

然而，现实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随着我对医疗保健行业的服务运作机制越来越熟悉，我观察到某些产品创新令人赞叹，但在医保服务方面却少有人文关怀可言，仿佛这个过程本身就抑制了它人性的一面。医保行业有着众多仁慈的工作人员，但提升他们人道理念的流程创新却少之又少。因此，当护士感同身受地花时间安慰一位病人，或技术人员为了便于病人理解而详细讲解检测流程时，我们会视其为英雄之举。愿上帝保佑这些人，没有他们一切将不堪设想。但是，我们显然需要做得更好一点。



Athenahealth的崛起

我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成为一名医生，因为我永远过不了有机化学那一关。欣慰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可以用创业者的身份去做贡献。最初感觉机会来临是在大学的一个暑假，那时我在新奥尔良市做救护车驾驶员。我发现让你成为英雄的行为有很多，不仅仅是应对紧急状况，还包括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行事——眼神交流、认真倾听以及了解每次紧急来电背后的原因。从那时起，我相信我能积极影响至少一个人的生命，甚至还有可能帮助改变整个救护过程，并在未来的日子里改善更多人的生活。

我看到，这样的故事在很多急救病人的身上不断上演。我曾在广播电台听到一通求救电话，并据此识别出具体地址。这类情况很有可能是一个身患慢性疾病的男人，他因买不起所需药品，不得不向医院求救以稳定病情。他没有车，打不起出租，而且也不能总是选择去等公交。因此他叫了救护车。

一辆救护车可以轻松提供此类病人所需的一切。我们医保体系中很大一部分费用花在那些身患5种基本慢性疾病的人身上，他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一辆救护车解决。例如，如果你糖尿病失控，血压过高或是哮喘发作喘不上气，就可以得到胰岛素、氧气或舒喘灵。但这其中的商业模式阻碍了解决方案：救护车只有在将人运送至医院时才会产生费用，如果它将病人送至急诊室，费用是500美元，在那里普通检查就要花费1800美元，如果在医院过夜则需额外支付2200美元。

如果那些接受过训练、有能力提供紧急医疗的救护员及时施救会怎样？假设这项服务同样收费500美元，就会让回应救助电话的时间减半，本质上这相当于收入翻倍。即便病人为此每小时花费600、700或800美元，都要比因为他的病情不够紧急而被搁置，并在医院等待室里坐上4个小时要好得多。

我发现这个商业模式不仅忽视了效率和准确性，而且与实际医疗质量脱节。这个系统为什么不能更好地服务每个人呢？这真的很让我抓狂。

因此，我最初的计划是进入救护车业务，由于后来另一家公司开始占领当地救护车服务业务，那时我以为已经错失变革的机会。但是，现在看来那家公司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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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首个商业计划

我关注的另一件事是孕妇健康。这个想法来自我妻子莎拉，她当时在接受助产士培训。因此，莎拉会告诉我一些产科病房里的故事，以及那些不必要的剖腹产和过早的婴儿引产。她不断说，这个系统中的一些事情根本没有庆祝的必要，而且她认为整套系统都患上了“厌女症”。

在哈佛商学院举办的全球商业计划大赛上，我和托德·帕克提交了一份针对妇产科网络的商业计划，这个网络将兼具高效和人性化。对于那些行医过程中不轻易使用剖腹产、也极少导致婴儿需要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我们会予以激励。我们的商业计划并没有进入总决赛，但我们还是创建了这家公司。

我们的计划执行起来异常复杂，而且风险极高。在医院、独立行医协会、保险公司和美国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夹缝中，我们努力求生。幸运的是，我们有种类似自杀式飞行员的心态：要么拼力一搏，要么死而无憾。我们当时很年轻，20岁左右的年纪，能量和激情无限。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是被一种大于商业的模式破坏了，因此我们注入了比普通模式更多的商业热情。对我们来说，这并非只是一份工作。

在构建诊所的过程中，我们创建了网站，在上面提供一些避免在文书工作中犯错的方法准则。结果一些医生说，他们不希望我们建一家生产中心，告诉他们如何行医，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我们提供的这份工作会带来额外收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帮他们处理文书，这些医生会非常欢迎。

医生反馈表明，我们的模式太过复杂，因为它针对连接性、市场和需求曲线做了大量设想。我们设想当医疗收入与服务相当时，就会有现金流进账。我们设想每一个行业都存在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医疗行业是不存在的。

后来我们意识到，也许我们应该通过消除医疗行业大量的文件记录以及其他耗时的文书工作，尽力转变这门我们曾经误判的生意。果然18年后（在我们意识到首个模式不可行的15年后），我们的平台athenaNet上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已有约15家。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提供电子医疗记录和一套医疗服务实践管理和护理的协调系统。这些初创企业建立起基于情景性护理的新商业模式和综合护理体验。它们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正在颠覆整个体系。这些创新都发生在我们的平台上，让我非常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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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当缺少需求曲线时，找到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极其困难。医疗行业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与医生息息相关。他们决定着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他们坐在弹球机的顶端将球往下抛：这些球击中了医院、药房、实验室以及相关利益方。他们只代表着所有费用中的20%，但却能驱动余下费用的九成。

我们寻找那些可以处理并具备需求曲线的业务——医生不愿意做且做不好的那些琐碎工作：他们的账单；他们一个月收到的1100份传真（你能想象如今这个时代还有人发传真吗）；他们与保险公司打交道涉及的授权、推荐以及之前的证书之类。仅仅是安排一次核磁共振检查，他们就需要填写大量的表格，然后与保险公司争论不休。这真是浪费人生的事情。缺少人道主义并不仅仅是病人要面对的问题。

整个医疗系统每年都会变得愈加复杂，而且往往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因为存在种族和族裔报道的呼声，所以研究也针对种族和族裔来进行，医生必须得以同样的方式关注种族和族裔。接下来就是另一项指令的下达，另一套治疗规范，以及另一套被验证的诊断疗法。医生一半的工作时间不是用在救治病人身上。这太让人气愤了。医生开具的图表和电子医疗记录对保险理赔员、医疗事故律师和政府检查员很有价值，但对每天与病人协调的医生们来说几乎没什么用处。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医疗行业的起点。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且也有很充分的理由。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为这个行业注入小小的需求曲线，我们将成为处理琐碎工作的“黑带”。我们会接手这摊业务，而且计划招募3000、4000或5000名喜欢做琐碎工作的员工。

如果医生能够将每天花费在这些非临床苦差事上的半天时间省下来，他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能分配给病人更多的时间；他们可以不用提高价格，每年就能获得更多收益，毕竟他们能利用曾经不会产生收益那一半时间来创造利润；他们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完成预约。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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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HBR-C Dialogue




尼尔森全球CEO


马祺：找准创新焦点

王丰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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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觉得做的事情多一点、覆盖的规模大一点更好，其实这远不如把所有精力投到最有效率的那个点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找准焦点，不要分散用力。






中
 国正快速驶入消费升级的轨道，尼尔森需求研究院的报告称，未来10年，预计中国新增消费额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将为全球贡献出一个美国全年的消费量。未来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如宝洁公司前CEO罗伯特·麦克唐纳所说，商业世界进入了“VUCA”（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时代——变化迅速又难以预期。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以及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蛋糕，企业如何图存并抢食？

日前HBR中文版独家专访了全球领先的市场监测、咨询公司尼尔森全球CEO马祺（Mitch Barns），马祺职业生涯的前12年在宝洁公司度过，1997年加入尼尔森，2008年被任命为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2014年出任尼尔森全球CEO。此次采访聚焦于如何洞察变化以及如何展开突破式创新。



市场碎片化趋势


HBR中文版：尼尔森如何洞察变化？



马祺：
 成功的营销就是把信息传递给目标顾客，目标顾客看到信息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所以尼尔森从两个维度洞察变化——消费者看什么；消费者买什么。




HBR中文版：“消费者看什么”，发生了怎样实质性的变化？



马祺：
 首先是市场碎片化，消费者把大部分时间放到了网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身处世界何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他人接触到一样多的信息，这两个因素导致全球市场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的趋势；其次是数字媒体技术使媒体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企业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社交媒体平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也有社交，但现在的数字化技术更有效率地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HBR中文版：对企业来说，市场碎片化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马祺：
 碎片化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捕捉，但它却是一件好事情，由于消费者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消费者可以控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消费，意味着他们会消费得更多；而数字媒体大发展导致的媒体多元化则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基础，营销工作有了更多的工具和内容，精准营销成为了方向，商业效率获得极大的提升空间。




HBR中文版：“消费者买什么”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



马祺：
 其一，以电商为主导的零售平台成为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环境；其二，消费者的购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地过渡到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展，由于千禧一代（中国称之为85后）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走在最前面，他们成为引领变化的消费主力军。



提高突破性创新成功率


HBR中文版：这些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马祺：
 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准确地洞察尚未发现的需求，投资于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面对上述变化，企业越早做出反应越好，要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进行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越往后拖，投入越多，难度越大。




HBR中文版：什么是突破性创新？



马祺：
 我们用三个标准来衡量，首先是独特性，即在市场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主张，而不是对配方升级、包装换新、容量改变等细微的改进；其次是相关性，即第一年达到可观的销售额；其三是持久性，即产品上市后，第三个半年的市场份额大于第二个，第二个大于第一个，表明该产品具有持久的消费者需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到了突破性创新的机会窗口期，CEO 们一定要抓住这一轮中国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购买更好产品的趋势。




HBR中文版：为什么这样定义？



马祺：
 突破性创新意味着高市场风险，通过上述三个标准，在创新与市场之间建立了量化关系，使创新变成可量化、可测量和可调整的过程，从产品创新到服务创新，通过数据化的市场监测工具和分析工具，从新产品孕育到上市，企业都可以做出全流程的评估，预测出产品上市后的表现并做出动态调整，有效降低创新风险。




HBR中文版：中国市场在突破性创新方面表现如何？



马祺：
 我们对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投入市场的超过2.4万个快消产品进行了研究，仅有15个产品同时满足“独特性、相关性和持久性”的要求，实现了“突破性创新”。




HBR中文版：突破性创新成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马祺：
 首先，我们的研究发现，突破性创新并非遥不可及，任何公司、任何产品品类、产品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突破性创新；其次，成功的企业只是应用了不同的方式解析市场，洞察到了别人错漏的东西，从而通过改变品类——而不是顺从既有品类取得成功；其三，本质上，突破性创新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它由企业家精神驱动，是一个目标明确、意义重大的价值创造，整个过程既快速又精益。



消费者行为决定创新


HBR中文版：哪些关键因素决定了突破性创新的成效?



马祺：
 首先是创新的理念。展开行动之前，CEO要问自己：这个创新能否帮助消费者解决生活中亟待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需求？突破性创新不是由市场营销人员定义的，而是由消费者定义的，营销人员通常更关注创新的独特性，但简单的差异化并不能决定该产品能够脱颖而出，建立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被证明是通往成功之路。




HBR中文版：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反馈来确定突破性创新？



马祺：
 是的。在整个过程中，企业需要研究消费者看什么以及买什么，需要找到这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和观察对消费者行动展开分析，他们购买东西时表现出的权衡取舍以及意愿可以预示创新的各种机会和问题，他们在重复性购买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细节可以确定什么是成功的创新。管理者对“创新”有着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消费者只认同一种解释：创新帮助他们解决了亟待解决或还没有完美解决的问题。



建立创新体系的三大阻力


HBR中文版：如何建立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



马祺：
 建立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三个阻力：第一，由于绝大多数的创新是渐进式创新，目标是改善现有产品，维持既有优势，当突破性创新机会出现时，需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常流程化的工作中容易被忽略甚至排斥；第二，惯性力量非常强大。面对原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已建立好的专业知识、熟悉的渠道策略、成熟的品牌资产和财务上的障碍等，CEO、管理团队以及其他力量通常倾向于有形或无形地维持着现状，这使得突破性创新难以实现；第三，突破性创新不太允许失误，因为消费者同样习惯于采用惯用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只有完美的解决方法才会令他们做出改变，这意味着创新过程中一些小小的不足，都可能断送一次伟大的突破式创新。




HBR中文版：面对上述挑战，企业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马祺：
 企业通常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的平衡性方面做得不够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一些CEO很清楚自己的市场份额正在流失，我们给他们的报告中会清晰地体现出这些变化，他们也清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创新没有跟上，事实上由于缺乏创新而掉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往往是第一轮、第二轮的创新浪潮没有跟上，就最终丢掉了市场。




HBR中文版：他们能够发现问题，却没有迅速采取创新行动，为什么？



马祺：
 成熟的企业通常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降低成本方面，它们对最新发生的创新往往不能有效制定策略，知道自己生病了和如何把这个病赶快治好是两码事，治病对于大公司来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会涉及整个公司长期与短期目标的平衡问题。尤其对于突破性创新而言，从投入到见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情况下CEO迫于业绩压力，更愿意面向短期目标去投入资源。



职业经理人要具备企业家精神


HBR中文版：如何克服这种“长期目标失明”的问题？



马祺：
 其一，CEO要设定足够清晰的长期规划，并能够预期到它的投资回报率，长期规划越清晰，意味着越能准确地掌控风险；其二，向突破性创新投入的同时，要保证既有业务不能下滑，用来保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是一个包括控制成本在内的综合战略把控。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高管来说，做好长期和短期目标平衡的选择都不容易，我每一天也都是在思考这些事情，通常每一个决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种平衡，一方面要完成当季目标，同时又要兼顾长期战略，要为未来的发展做好投资储备、创新准备，这种权衡和取舍是非常难的。




HBR中文版：做这类决策时，你的窍门是什么?



马祺：
 即便你是职业经理人，也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不向后看，永远向前看。当你意识到基于长期目标必须展开突破性创新的时候，就要立刻走出第一步，马上着手开始创新；其次，在后面的旅程中，要展现出魄力，敢于坚持你认为正确的决定；其三，你一定会遇到阻力，但你要去推动企业建立新的思维模式。对内，要有勇气把你的权力、理念、精神和决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从而保证团队更有行动力。对外，你要与竞争对手建立更包容的竞合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后者不是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HBR中文版：VUCA时代，越来越需要职业经理人具备企业家精神？



马祺：
 对于成熟企业来说，只有让职业经理人发挥出企业家精神，才能催生出创新活力，大公司习惯于以成本管理为导向，会形成一种一切追求安全的文化，员工缺乏创新动能，要改变这种文化并不容易，组织的惯性力量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在推动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做到最好，你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CEO是职业经理人，就要具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做抉择的勇气，做为领导者要真正承担起责任，否则创新不会成功。




HBR中文版：如何塑造敢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氛围？



马祺：
 要注意正确的决策除了包括决策本身之外，还包括执行。执行不好的决策就不是好决策。如何执行好？做这个决策之前，就要认真评估能力并做好各种执行方面的准备，要确保这个决策可以到达整个运营体系的最前端，确保这个决策到达市场和顾客，这个过程需要领导力、决策力和勇气，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它可以把整个公司都动员起来。当员工不断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成效之后，敢于承担风险、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就慢慢形成了。




HBR中文版：一个擅长推动创新的CEO，通常最关注什么？



马祺：
 关注找准焦点，创新的每个阶段都要找准焦点。通常人们会觉得做的事情再多一点、覆盖的规模再大一点会更好，其实这远不如把所有精力投到最有效率的那个点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找准焦点，就是要抓住重点，不要分散用力。尤其是中国市场，特别多元化，机会又多，变化又特别复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准焦点，不把精力集中到最正确的问题上，就很危险。




HBR中文版：你找准焦点的诀窍是什么？



马祺：
 我有一个办法——创造稀缺性。如何做呢？团队在推进项目时，不要事先提供足够的资源，要让团队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努力找到最精准的那个点，当真正找到这个点之后，我们再给团队配置资源，这就是创造稀缺性。这种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团队找到焦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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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马祺毕业于迈阿密大学工商管理科学专业，在斯坦福商学院完成了高级管理课程。毕业之后，马祺进入宝洁公司，整整12年中他专注市场研究和品牌管理。他在尼尔森的职业生涯是从1997年开始的，先后在三个大洲生活与工作。2014年，马祺成为这家公司的最高领导者，他上任的年代是全球变革的年代，上任演讲中他说：直视前方，别往回看，那不是你要去的方向。变革常常使人焦虑，他总结出的秘诀是：一，果断选择，迅速行动，在行动过程中，负面情绪会逐渐消失；二，对自己投资，包括身体和精神。运动会使身体强壮，焦虑就会释放；三，切勿坐井观天，要对精神投资，更多地阅读和学习，精神强大，焦虑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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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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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看，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和股东间无休止的冲突有望化解，公司将通过高效治理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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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监管体系混乱、决策失误频现、衡量标准缺失，都使得高效公司治理难以实现，导致挑战公共底线和监管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




原因


各类极端表达、维权股东和公司管理者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方立场的僵化，使得公司治理状况很难改进。




解决方案


公司治理2.0主张重新思考成熟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提出3项核心原则：

• 坚持长期主义管理

• 建立董事会择优机制

• 让股东有序发声






公
 司治理是董事会的热门话题，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的历史并不长。公司治理理论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开山之作，但这一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成型。如今，监管体系混乱，政府和企业决策频现失误，评价标准缺失，导致高效公司治理难以实现。这类讨论的本质也无益于解决问题：各类极端表达、维权股东和公司管理者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方立场的僵化，使冷静理性的思考无处容身。结果是，现行体制有违人们的良好初衷，挑战公共底线和监管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

仅举几个例子：

• 2010年，对冲基金巨头史蒂夫·罗斯（Steve Roth）和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二级市场突袭百货公司J.C. Penney，在披露时点前买入其27%股份。J.C. Penney CEO麦克·乌尔曼（Mike Ullman）毫不知情，直到罗斯打来电话。

• 尽管美国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股东诉讼已经失控，股东顾问公司Glass Lewis仍宣布，对于任何对股东诉讼设置程序限制的公司，建议股东不投票给提名与治理委员会主席。

• 2012年，摩根大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中，没有一位董事具有风控经验。直到公司犯下了被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称为“最初级的风险管理错误”——绰号“伦敦鲸”的交易员布鲁诺·伊克西尔（Bruno Iksil）在交易中损失了60亿美元，该缺陷才得到纠正。

• 医疗企业爱力根（Allergan）最近对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设置繁琐限制条件，又在特拉华州大法官法庭裁定为无效前，迅速将其取消。

• 股东顾问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ISS）发布报告称，总体来看，在公司代理权争夺中，投票给挑战者一方的股东获益更大。报告发布仅数小时，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即向客户提交备忘录，称ISS的研究存在缺陷。

• ISS还对所有主要美国上市公司进行治理水平评测（“QuickScore”），但不提供分数计算方法和改进建议——付费用户除外。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由于公司治理关涉数万亿美元资产，我们也必须做得更好。为此，本文提出一项公司治理的新构想：“公司治理2.0”。它并非要对现行体系推倒重来，而是重新明确成熟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公司治理2.0”提出3项核心原则；笔者相信，若能以理性精神超越利益冲突和既定立场，争论各方均会赞同这些原则。同时，笔者将基于这3项原则，为当前公司治理热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实践层面，“公司治理2.0”主要参考基础谈判理论。笔者主张，公司董事会和维权股东团体应改变目前程序僵化的纵向谈判方式，采用更为灵活的横向谈判，为妥协和让步创造条件，以此增大取得实质进展的可能。目前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系统性和可靠性都较低；而“公司治理2.0”将使美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实现质的提升。



原则#1

坚持长期主义管理

当下公司治理最大的失败，或许在于它过于强调短期指标。即使每股收益只比市场预期低1分钱，也会给股价带来沉重打击。在这种环境下，为达到季度盈利目标，管理层背负巨大压力。如果业绩下滑明显，维权对冲基金可能考虑进入，并强势要求公司实施变革。还有无所不在的律师，永远准备在股价大跌后发起诉讼。

由此形成了一个讽刺局面：为专注于长期目标，美国上市公司如今不得不寻求私有化。2013年，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将公司私有化。他认为，在公开市场的聚光灯下，公司亟需的根本变革无法实现。1年后，戴尔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私有化释放了团队的激情。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专注为客户创新。而以前由于市场‘季报主义’的限制，这并不总能实现。”私人持股公司能更有效地“为客户创新”？这种可能性引人忧虑：毕竟，上市公司仍是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引擎。

为使上市公司管理者能够专注于长期目标，“公司治理2.0”主张以下做法：


取消业绩预测。
 当前，美国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不到6个月，短期主义显然不可能完全清除。但如果取消业绩预测，将有助于减少市场对企业短期盈利状况的执迷。近10年来，发布业绩预测的上市公司日趋减少；但考虑到有分析师已对业绩预测形成依赖，很多公司仍无法下决心彻底停止发布。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取消业绩预测后，由于无从获得现成答案，分析师对该公司的盈利预测分歧增大。在预期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市场对低于预期的业绩容忍度增大，部分化解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因此，上市公司应取消业绩预测，改为向分析师通报公司的长期目标，如市场占有率、新产品数量和新进入市场收入占比等指标。


改进董事会轮选制。
 采用轮选制（又称分期分级制）的董事会每年只能改选1/3董事，任期3年。这种机制能提升董事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但不受维权投资者欢迎：恶意收购发起者要控制2/3董事席位才能确保成功，因此必须赢下两次董事会改选，而两次换届最长可能间隔14个月。笔者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卢西安·贝楚克（Lucian Bebchuk）和约翰·科茨（John Coates）的研究显示，从未有恶意收购方做到这点。

2000年以来，维权投资者势力上升，标普500公司采用董事会轮选制的比例从2002年的60%降至2012年的18%。这一趋势在继续：2014年，31家标普500公司在年度股东大会前收到取消董事会轮选制提案，其中7家未等投票便主动采纳提案。这一趋势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美国大多数公司董事会每年换届，董事任期1年（即所谓单一董事会制）。

毋庸赘言，相比任期3年的董事，任期1年的董事更倾向采取短期主义视角。如果股东顾问机构（如ISS）对董事的决策不满意，它们会公开建议投资者不对这些董事投赞成票，这更加剧了董事会的短期主义倾向。在哈佛商学院参加培训项目的一位董事告诉笔者，他所在公司董事会决定不聘请一位很有能力的外部CEO人选，因为他的薪酬可能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尽管该董事认为那位候选人最适合公司，且物有所值，董事会却裹足不前，原因之一是担心ISS可能在下次年度股东大会时建议股东不要支持薪酬委员会。如果董事会采用轮选制，薪酬委员会每年只改选1/3董事，ISS将只能影响这些董事的任免。

维权投资者认为，即使收购条件有利于多数股东，轮选董事会也可能让潜在收购者知难而退。这的确有道理。但轮选董事会可以建立改组制度来弥补这一缺陷，董事会改组可以通过更换全部董事或引入新董事实现。这样，董事会既保留董事3年任期、鼓励长期主义，又照顾到股东的需求且对并购机会保持开放。ISS能够针对特定董事发挥影响力，但每3年才有一次机会。相比年年考核，将考核期设为3年有助于长期投资（如重金聘请CEO）显现效果，有利于创造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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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专属管辖条款。
 在我们的公司治理体系中，股东诉讼非常活跃。小股东的代理律师紧盯股价和业绩，稍有下滑便可能起诉公司及董事会。这些律师对并购重组等重大交易尤其感兴趣，因为公司法有利于股东在这一领域发起诉讼。无论董事会多么勤勉审慎，上市公司只要实施重大交易就很可能面临诉讼——有时发出公告几小时后就会被起诉。任谁都能看出，股东诉讼多次阻碍上市公司正常交易，给价值创造带来负担。实际上，推进交易的公司董事会经常主动留一手，一旦被诉就增加信息披露甚至提高收购价格，以期迅速息事宁人。

除诉讼频繁度外，诉讼地点和审理机构也很成问题。在美国，公司在其开展活动的任何地点都受司法管辖，包括总部所在州、注册所在州、业务所在州等。原告律师利用这一点在多个州同时起诉，尤其会选择允许陪审团审判公司案件的州。由于担心经验不足的陪审团裁决复杂案件，很多公司选择迅速和解。维权股东这种近乎勒索的行为，损害了公司治理乃至整个社会。按照专属管辖条款，针对公司的诉讼只能在公司注册所在州进行。美国大部分大型上市公司都在特拉华州注册，因此针对这些公司的诉讼案都将由特拉华州大法官法院的资深法官审理，而不会交给经验不足的陪审团。

尽管专属管辖条款明显有益于公司治理，维权投资者仍本能地反对。Glass Lewis称，对于任何不经股东批准设置专属管辖条款的公司，将建议股东不投票给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主席，理由是在多个州同时进行诉讼将提高董事会的重视程度。但大多数董事并非需要陪审团审判的刺激才愿意做好工作。专属管辖条款仍然让原告律师有机会在规则完备且公正的州奋力一战。作为设置专属管辖条款的交换条件，公司可以放弃一些较严厉的条款，如原告败诉须承担诉讼费用。

公司治理2.0关注的是实际问题：维权投资者、治理评级机构、董事会和普通股东都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消除无意义的诉讼，同时在董事会失职时确保追责。维权投资者及其同盟曾经认可这一共同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大多数州允许公司董事会在未尽到某些受托责任时免责，ISS鼓励董事行使这一权利、将精力集中于战略制定和监督运营，而非担心股东诉讼。公司治理2.0主张设置专属管辖条款，目的就是回归这一常态。董事需要对不当行为负责，但应经过公司法专家裁定。这将鼓励董事做更多长期主义决策，而不必担心受制于缺乏洞察力的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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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2

建立董事会择优机制

董事会有权以长期主义指导公司发展，也相应有义务保证其人员构成合理。董事应具备不同专业能力和视野，并有效互相补充。近年来，维权股东为推进这一目标提出几项主张，不仅包括董事年龄和任期限制，也包括董事会性别比例等多元化要求。根据最近一次的NACD（美国公司董事协会）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约50%美国上市公司董事有年龄限制，8%有任期限制。ISS正促使更多公司设置这些限制，从以往经验看，董事会将认真考虑其建议。

维权投资者和公司治理评级机构如此行动，是因为感到公司董事会并未认真审视其人员构成是否合理、董事的能力是否符合公司发展需要。董事能够连任，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开口让他们离开很难。但年龄和任期限制并不是优化董事会人员结构的利器。在公司董事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董事的贡献与年龄和任职时间无关；即便有关也更可能是正相关。论年龄，从全职工作退休的董事有更多精力投入董事会工作；论任职时间，很多董事需要10年来塑造战略并衡量其执行情况，而且在任时间比CEO长的董事更有可能在必要时指出CEO的问题。但正是这些董事将迫于年龄或任期限制退出。

对于董事会人员构成，公司治理2.0体系根据不同情况给出具体建议。公司董事会应真正建立选人和考核机制，绝不能仅仅走过场。具体来说，董事会应采取以下措施：


建立有效考核机制。
 时下很多公司董事会有内部考核机制，由董事长或首席董事主持。虽然建立内部考核机制的初衷良好，但现实中很多董事不愿将看到的问题报告给董事会负责人。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考核应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设计和执行。考核机构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设置指标，并据此对董事评分，合理衡量每个人的贡献。

董事考核结果不应简单存档了事，而应该与当事人分享，如有必要可以引用他人评论，明确指出哪里可以改进。董事长或首席董事应掌握考核结果，以备与表现不佳的董事沟通。

有效的董事考核能对董事会人员构成和格局产生微妙影响。预期中的严格考核，将使表现不佳的董事主动放弃连任。更重要的是，董事们将努力工作以获得更高评价。


考虑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
 公司给予股东“委托书提名权”（proxy access），意味着持有一定比例股份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因此董事候选人数可能超过董事会席位数。在公司治理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过去两年中，惠普、西联汇款等公司均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

201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规定所有公司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但被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宣告无效。此后SEC允许公司自主决定是否给予股东这项权利。笔者与曾在哈佛商学院工作的波·贝克（Bo Becker）和布兰迪斯大学的丹尼尔·贝格斯特莱斯（Daniel Bergstresser）的合作研究显示，全面推行股东提名规则总体上将有利于美国上市公司。给予股东提名权能提升董事考核水平；但在现有政策下，有能力的董事更倾向加入不给予股东提名权的公司。

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能促进董事会专业结构合理化。试想，假如摩根大通股东拥有董事提名权，那么在“伦敦鲸”事件发生时，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中或许会有专门从事风控的董事。事发1年多以前，为美国工会养老基金提供咨询的CtW Investment Group就指出：“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金融机构之一，摩根大通的风险政策委员会3名成员中没有一位银行业或金融监管专家，这绝对不足以统领风险管理工作。”如果建立了股东提名机制，董事会或许将主动安排风控专业人士进入风险委员会，或由大股东提名，供全体股东投票决定。

这并不是说如果摩根大通的风险委员会有一位专长风控的董事，“伦敦鲸”事件就可以避免。管理风险敞口的主要责任由执行委员会承担，其成员都是摩根大通高层。但在股东提名机制下，发现问题的几率肯定更大。

这次重大损失发生后，摩根大通董事会才决定为风险政策委员会增加一位风控专业人士。显然，损失数十亿美元才补充必要的专业人士，代价确实太大。股东提名权是董事考核机制的有益补充，能促进董事会人员构成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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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3

让股东有序发声

如今，当维权投资者威胁争夺投票权，或有大鳄发起恶意收购，公司董事会经常自认为有责任“坚守阵地”，甚至采用孤注一掷的焦土战术来抵抗“野蛮人”。曾任PeopleSoft首席董事的乔治·巴特尔（George “Skip” Battle）对笔者谈及2003年遭甲骨文恶意收购时说：“这是美国商业史上最接近战争的事件。”

来看一个更近的例子。CommonWealth REIT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之一，2012年12月时总资产78亿美元，负债43亿美元，而市值仅为13亿美元。卡尔·伊坎（Carl Icahn）的门生基斯·迈斯特（Keith Meister）执掌的对冲基金Corvex Management和私人持股的高端地产公司Related Companies，从CommonWealth股价的惨淡走势中嗅出投资机会。2013年2月，两家公司宣布已持有CommonWealth 9.8%股份，并提出以每股25美元收购全部剩余股份，溢价达58%。

收购方Corvex和Related主张的变革方案比较简单。CommonWealth本身没有雇员，而是向外部公司Reit Management & Research支付费用，由对方管理旗下物业。这家物业管理公司为巴里·波特诺伊和亚当·波特诺伊（Barry and Adam Portnoy）父子所有，这两人占据CommonWealth董事会5席中的2席。Corvex和Related认为，如果CommonWealth收回物业管理权，将消除董事会内部利益冲突、协同股东利益，并释放公司潜在价值。收购方的核心主张简单说就是：炒掉波特诺伊父子。

收购方的主张确实能释放本公司潜在价值吗？CommonWealth董事会决定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即便公司承诺股东有权出具同意书支持收购方，但它利用繁琐的信息条款，实际上限制了股东的行动。为击退收购方，董事会还游说马里兰州议会修改并购相关法律，结果未能成功。最过分的是，董事会临时增加一项章程，规定任何涉及公司的争议都将提交给仲裁法庭，而非马里兰州法院。经过18个月的仲裁听证和媒体上的激烈交锋，Corvex和Related终于在2014年6月入主CommonWealth董事会，公司更名为Equity CommonWealth。公司股价现在维持在25美元左右（被收购前约为16美元）。

面对恶意收购，CommonWealth董事会采取了典型的焦土战术，但这种做法并不合适。公司治理2.0主张维护股东话语权，要求董事会重新定位自身职能，即建立合理的股东决策机制，而非不惜一切“捍卫主权”。董事会或许真心认为收购方案对公司不利（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与流行观点不同，其受托责任并不包括代替股东行使决策权。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可以努力说服股东接受其观点，但应把最终决策权交给股东。

另一方面，股东话语权也应有限制。随着设置毒丸计划（恶意收购方持股比例达到10%或15%时，公司面向原有股东低价增发，以此稀释收购者股权）的公司显著减少，对冲基金等维权投资者可以在触发披露条件前大量买入标的公司股份。2010年时，由于没有毒丸计划，J.C. Penney被罗斯和阿克曼旗下对冲基金偷袭买入27%股份。两人进入董事会后，前苹果高管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取代乌尔曼成为CEO。约翰逊推行的青春时尚路线遭到惨败，公司股价两年内从30美元左右最低跌至7.5美元。2013年，约翰逊被迫离开，乌尔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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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EC（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规定，持有超过5%股份的投资者必须公布持股情况，这理论上能够保护公司免受闪电战袭击。但买方触及举牌线后有最多10天等待期，在这期间可以合法地继续买入。J.C. Penney的情况就是这样：等到必须披露时，罗斯和阿克曼持有公司股份已超过1/4。

这条法规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10天时间在当时是合理的。但在现在的证券市场，10天足以改写历史，如果重新制定规则，绝不可能给予买方这么长的时间窗口（在欧洲国家市场就短得多）。但维权投资者团体抵制修改法规，理由是像罗斯和阿克曼这样的投资者需要足够的激励来寻找表现不佳的目标公司。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能在遭受闪电战前得到警报。其中一个方法，笔者称为“提早告知”毒丸条款：这种条款的触发条件为持股比例5%；但如果买方触及举牌线2天内进行披露，将不会触发，可继续买入股份而不会被稀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约翰·科菲（John Coffee）和罗格斯大学商学院的达利乌斯·帕利亚（Darius Palia）提出了类似的自保方法，他们称为“窗口关闭”毒丸条款。这类毒丸计划能让董事会及时知道有人已和公司“开战”，避免不知不觉让收购方建立无法撼动的地位。

如今很多公司董事会做出治理方面的改变，是担心ISS建议股东不投赞成票。公司治理2.0主张董事会采取主动、通盘考量，实现治理目标。领导者应以实用主义精神与股东协商（“我们都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全面对抗（“投降还是战斗？”）。

本文提出公司治理2.0的3项原则，并基于此为当下公司治理敏感问题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美国很多州（包括很多公司注册地所在的特拉华州），公司都可以合法地单方面采用这些解决方案；但一般来说，经过股东表决进入公司治理2.0是更好的做法。

未来还将出现新的公司治理热点。ISS最新的QuickScore包含92项指标，每项都可能被用来向公司董事会施压。在面对维权投资者的新主张时，董事会应坚持用公司治理2.0的3项原则进行衡量。

公司治理体系向2.0转变，这对美国公司意义重大，因为随着过去10年间股东势力上升，董事会已习惯于向维权投资者屈服。公司治理2.0也将给美国之外的公司带来重要启示，尤其考虑到新兴市场公司为走向国际资本市场，正努力寻找董事会和股东间的平衡点。从长期看，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和股东间无休止的冲突有望化解，公司将通过高效治理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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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苏布拉马尼安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商业Joseph Flom教席教授、哈佛商学院商法H. Douglas Weaver教席教授、《财富》500强汽车企业LKQ Corporation董事。他曾在文中提到的部分案例中担任专家证人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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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黑客攻击使得公司内部信息泄露，让索尼影业瞬间濒临灭顶边缘。如何让公司顺利脱险，并且留住人才，维系住公司文化，安渡危机，迈克尔·林顿用其实践为面临类似困境的企业提供了诸如时刻身处一线等宝贵经验。






迈克尔·林顿的“黑天鹅”
 在2014年年底降临：索尼影视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以下简称“索尼”）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美国政府称是朝鲜黑客所为。身为CEO的林顿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公司薪资详情、私人邮件（一些邮件尖锐批评了好莱坞明星）和未上映的电影等高度机密信息尽皆泄露于世人眼前。不仅如此，黑客还抹掉了公司服务器上的海量数据。

待到黑客发出威胁称：如果《采访》（The Interview
 ，一译《刺杀金正恩》）上映，他们便要实施报复，困扰林顿的危机变成了美国外交事件。《采访》是索尼制作的一部喜剧电影，故事发生在朝鲜，内含刺杀金正恩情节。许多影院害怕遭到报复，遂延迟该片放映时间，索尼不得不代之以其他影片。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得知此事，将索尼的撤映行为视为屈服于平壤方面压力，并就此发出谴责。至此，《采访》这部R级动作片陡然成为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平集会权利的条款——译者注
 ）的象征。

公司如何度过这一劫难？那些丑恶、令人难堪的绝密信息被公之于众，公司要如何维系文化、留住人才？记者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市的索尼大厦中见到了林顿，并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就此事进行了采访。林顿似乎并未设防，且颇为乐观，毫不避讳地谈起索尼在遭受攻击后的几周里面临的困境，相信公司已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难关。

类似的攻击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林顿说，他只希望索尼的噩梦能让其他美国公司警醒。

——殷阿笛




HBR：回想去年年底，索尼被黑的时候，您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林顿：
 当时我在上班路上。大约是早晨8点钟，我们的CFO打来电话，说我们被攻击了。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工作室都断网了。




HBR：那才只是个开始？



林顿：
 对。我们收到一连串恐吓信息，黑客说要把窃取到的信息曝光，随后信息就开始泄露。我们一下子被迫同时应付好几件事情，要努力维持公司运营，又要安抚害怕自己私人信息泄露的员工，还要对付那些刊登泄露电子邮件的媒体。然后FBI来取证分析。




HBR：我们知道您是放权型CEO，这一点有没有改变？



林顿：
 有，我的角色很快就彻底改变了。危机当前，需要我亲自上阵。我们成立了一个指挥中心，确保所有决策都我要知情并经我批准。单这一项就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也就是说，公司运营事务落在了其他人头上——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HBR：指挥中心是如何成立的？



林顿：
 首要的是在不能用电子邮件的情况下找到替代的联络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用其他方法模拟邮件。我们能用的只有手机了，于是我们设置了短信树，然后向公司的员工通知系统寻求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心向员工们群发短信了，而且频率很高。




HBR：这样做是为了危机相关联络，还是为了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林顿：
 为了正常运营，确保人们能相互交流，完成我们日常工作——制作电影、电视节目以及保证发行。之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临时电子邮件系统，而且不得不设法做工资单、向供应商付款等等。单做工资单这一项就够了不起的：财务部门从地下室拖出老式机器来开具支票。




HBR：听上去真像一场噩梦。看着自己的所有个人信息突然公之于众，这种事简直无法想象。



林顿：
 啊，这还没完。更大的挑战是，那些家伙不仅把房子里的东西全偷走，还把房子给烧了。他们偷了我们的资料，然后将我们电脑上的信息删除，还毁掉了我们的服务器和电脑。




HBR：也就是说，那些资料他们有，你们没有了？



林顿：
 对。我们有备份，但没有了电脑、服务器和系统，备份也无法使用。结果就是邮件被公开了，里面很有些见不得光的内容。而且还要在平时公司赖以运营的网络服务瘫痪的情况下，努力维持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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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控制损失


HBR：当时员工最需要从您那里得到什么？



林顿：
 他们需要抚慰。他们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我们必须明确地解释清楚，我们正在采取何种措施保护他们。也有人担心公司会就此一蹶不振。




HBR：您如何与他们交流？



林顿：
 我们召开市政厅会议式的员工大会，一次有三四千人参会，来讨论正在发生什么。还有50至80人的小型论坛，听听他们关心的问题。我通常独自在食堂吃饭，确保他们能随时过来找我说话。身处一线非常重要。事件中途我去了一趟日本，因为必须去做预算报告，大概离开了一天半吧，回来之后我们的人力资源主管乔治·罗斯（George Rose）就说：“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我说：“乔治，我就36小时不在而已。”时间仿佛被压缩了，因为事态发展非常快。




HBR：员工也感到愤怒吗？



林顿：
 有人愤怒，是的。一听说美国政府认为是朝鲜方面主使的黑客攻击，就有人对我们要发行《采访》这件事不满。你在电影工作室找了一份工作，可不会想到会出这种事。




HBR：如此多的隐私资料泄露，您是如何应对的？



林顿：
 这件事很复杂，原因有两个。有些跟明星有关的东西登出来被人看到了，这会让员工分心，特别是那些被刊出的邮件的发件人尤其不安。还有就是员工们其实能看到其他人的私人邮件。




HBR：这个问题有办法控制吗？



林顿：
 我们劝大家别伸长脖子瞅别人——也就是说“别去看那些邮件”。




HBR：对于那些公开了的邮件，有什么能做的吗？



林顿：
 没有，只能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就说那些东西让人分心，视而不见就好。




HBR：邮件里提到的明星对你们发难，您如何应对？你们这一行要对付的是一群世界上最自我中心的名人。



林顿：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拿起电话道歉。但大部分人不当回事。好莱坞社群虽然封闭，但也是公事公办。大家就想做电影、电视节目。讲实话，我觉得在这个制作流程中很多事情都能得到原谅。




HBR：有人才流失吗？



林顿：
 没有。




HBR：你们失去了一位高管：埃米·帕斯卡尔（Amy Pascal），她辞去了联合主席一职。这是公司要继续发展所必须的吗？因为某些问题最大的邮件正是她写的。



林顿：
 不，跟这件事无关。她的合同刚好快到期了，她辞职转为制片职位是我们的共同决定。电影团队是时候换换人了。




HBR：你们不会是最后一家遭到黑客攻击的公司。由您看来，这次事件带来了什么教训？



林顿：
 我想现在每个人都会更为谨慎地对待电子邮件中的措辞，而且现在大家要谈事情的时候都本能地拿起电话，或者面谈，特别是在有难题要讨论的时候。




HBR：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不能在电子邮件里透露信息了吗？



林顿：
 是，但你会告诉自己，“啊，不会出问题的。”而且我必须说，人的短期记忆短得不可思议。现在我收到邮件就边读边想，“真的吗？”




HBR：您看过那些泄露的邮件吗？



林顿：
 没有。那是被泄露的信息，是赃物。




HBR：那么您个人知道的就是媒体发布的那些东西了。



林顿：
 对。我连自己的邮件都没看。而且把别人的邮件细细读一遍得花上几千个小时，我觉得毫无意义。




HBR：除了写邮件时要小心，还有什么别的教训？



林顿：
 就是在网络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FBI说90%的公司无力抵御黑客攻击。退一步讲，放在网络上的所有信息从理论上说都可能被窃。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因为方便交流、方便获取信息正是网络之所以让公司运营更高效的部分因素。但你放在网上的东西越多，被黑的危险就越大。




HBR：你们甚至失去了几部电影，对吗？



林顿：
 黑客偷了几部电影发布出来，其中有《安妮：纽约奇缘》（Annie
 ）和《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
 ，又译《我想念我自己》）。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也偷到了《采访》，但即使他们得手，却也选择了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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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不发行？


HBR：您是否接受是朝鲜主使了这次黑客攻击的说法？



林顿：
 其实我没怎么考虑过攻击我们的是什么人，我一直关心的是如何让公司重整旗鼓、继续运营以及如何让员工放下心来、继续工作。FBI和其他政府人员跟我说的和美国总统说的一样，是朝鲜。我只能相信了。毕竟取证鉴定搞情报的是他们。




HBR：您知道，有人出于种种原因认为主使者并非朝鲜，原因之一是黑客在最初的沟通中并未提到《采访》。



林顿：
 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比其他各方更多，我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结论。我已从专家处得知，这次攻击布局之缜密、造成的危害之深远都表明此次行动所需的物力人力投入皆不菲。我个人并不知道黑客是朝鲜人还是其他团体，但我觉得不是哪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所为，一个人做不了这样复杂的事。




HBR：既然有可能是朝鲜所为，那么您是否为电影《采访》中的一些做法感到后悔——比如直接点出金正恩和朝鲜？



林顿：
 不。一旦决定了要制作一部电影，你就对自己和创意团队承担了义务，必须要放映。我们坚持这一点。




HBR：我去看了电影，有点儿疑惑：《采访》这部电影并不那么出彩，却突然成为了第一修正案的代表。这次事件似乎不像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杀令那样。（1989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下达追杀令，起因是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一书中嘲讽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下文林顿提到的《午夜之子》是拉什迪另一部代表作——译者注
 ）



林顿：
 啊，您读过《撒旦诗篇》吗？这本书可比不上《午夜之子》。我的意思是，《撒旦诗篇》不是拉什迪最好的一部著作。而且我斗胆说一句，巴黎那些讽刺漫画可算不上艺术作品。问题并不在于你为之反抗的具体是什么。反抗就是你应尽的义务。假如《采访》在圣诞节做为一部R级喜剧片如期上映，也许就不会获得现在这种程度的审查与关注了。是的，我希望这次事件本身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事。那部片子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我说的那两个例子同样不是什么艺术杰作。




HBR：您推迟这部电影在院线放映的时间，招来了许多争议。



林顿：
 那真是黑暗时刻。奥巴马总统也发话了，批评我们来着。不是我们不想让电影在院线放映，而是影院不愿放映。我们已经尽力与一些数字发行方合作了。不过惹得总统对你的公司摇头可不是好玩的。




HBR：确认了不可能在影院正常上映后，您是如何补救的？



林顿：
 我打电话到处问别人是否愿意在数字市场发行这部电影，多数回答是“不”。许多电商、大型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运营商都担心惹祸上身，招来黑客。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到：或许是真的没办法了。但随后我见到了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他说：“我们就在等着这种时候呢。我们觉得谷歌的安全措施就是为了对付这个。”于是谷歌让片子在YouTube和谷歌市场上架了。




HBR：与谷歌等发行方合作的这种补丁式发行模式带来了什么益处？



林顿：
 人们经常问起这个，因为业内一直就我们在院线放映的同时推出数字版本是否恰当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依然是影院体验的忠实拥趸。这次的举措独一无二。我们跟Kernel和Stripe两个小公司合作开设电商页面，拉来了谷歌和微软，其他发行方也陆续参与进来。




HBR：谷歌受到黑客威胁了吗？



林顿：
 我猜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不过最终谷歌没遇上什么坏事，微软和其他合作方也没出问题。



结束了吗？


HBR：危机过去了吗？真的结束了吗？



林顿：
 我不想乌鸦嘴，但我觉得是结束了。希望如此。我们的大部分系统已经重新上线，而且我觉得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东西曝光了。




HBR：我看到说此次事件令贵公司损失了1500万美元。



林顿：
 索尼报告的这个数字是截至当年12月31日的损失。不过我们的底线、我们这里所有人秉持的原则是，我们不会耽搁哪怕一天的电视节目或电影放映。




HBR：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将被窃取的数据全部公开，且对其进行分类、方便检索。我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般被视为维基解密的创建者和主编——译者注
 ）的意思是，索尼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上市公司，所以这些文件应当公开。我想您是不同意的了。



林顿：
 我不同意，特别是因为其中有许多隐私信息。我认为人都拥有隐私权。况且无论如何，那些电子邮件是被窃取的。因此，我不赞同媒体擅自阅读私人邮件的行为。




HBR：您阻止媒体报道的尝试，有多少成功了？



林顿：
 有几个报道是很得体的，点到为止，没有深挖电子邮件。其他媒体就不一样了，派了一大群记者对邮件大做文章。




HBR：同行业中其他各方并未声援——他们没有说“我们都是索尼人”，您是否感到惊讶或失望？



林顿：
 一开始我觉得惊讶，但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担心自己也被黑，而且如果他们因为声援我们而被黑的话会引来股东诉讼。




HBR：这场灾难中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吗？



林顿：
 仔细想想，这次事件对于美国而言是一次警钟，代价高昂、声势浩大。想象一下，假如这件事发生在通用电气，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的电子邮件公之于众。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不过我敢说那些邮件就不只是聊聊电影明星的事儿了。像通用电气那种规模的公司，遭受的损害会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积极作用，那就是让美国警醒，加以留意。这种事会发生的——事实上已经在发生，经常发生。




HBR：你们的安全防护是否比之前更加缜密？



林顿：
 我们即将上线新的系统，应用新的协议和安全措施。但还是我之前说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把什么放在网络上。我妻子让我明白了一个重点，她提醒我说，她将首饰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打算戴着过周末的时候才取出来。她不会把首饰留在家里。这就是对待网络应有的态度。你必须仔细考虑哪些信息真正需要放在网上。




HBR：您希望讨论这次意外的原因是？



林顿：
 原因有几个。首先，我认为，此次事件中索尼员工经历的磨难以及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营所做的杰出工作未能为人们所确知并赞赏。而且，我觉得人们并未理解我们究竟经受了怎样的磨难。关于曝光邮件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正利害攸关的信息。遭到这样的攻击，整个公司都岌岌可危。



经验教训


HBR：您对遭遇此类黑客危机的公司高管还有什么别的建议？



林顿：
 一定要保持冷静；而且要开诚布公，始终保持良好沟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公司士气下降、员工离职。还有，要安排优先事宜。我们首先补救的是能够产生利润的业务，哪怕为此牺牲其他事务也在所不惜。最后，及早与FBI开展合作是很重要的。一些公司对此犹豫不决，我认为这样不对。




HBR：您个人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否有所改变？



林顿：
 说起来难免显得幼稚：这次危机表明，我们对电子邮件和网络过度依赖。我们应当规避这些东西。不是说要倒退到拿着算盘走来走去的时代，但总之要注意了。




HBR：索尼是否保住了企业文化？



林顿：
 黑天鹅事件不可能事先做好准备，这种事猝不及防。不过这次意外让公司团结起来，迫使大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合作。他们喜欢这种经历。我得以与很多通常不会见的人会面，聆听他们关心的东西。现在我们在试着努力保留那种团结合作的精神。




HBR：这次经历在管理方面教会了您什么？



林顿：
 必须始终坚定乐观地相信，公司一定能够渡过危机——即使自己并不十分确定要如何渡过，也要保持信心。你自己脑袋里得要1000%的坚定信念，否则撑不过终点线。




HBR：这不是性格使然吗？您原本就是乐观的人，不是吗？



林顿：
 其实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很乐观。但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乐观得不可理喻。




HBR：您是说假装乐观？



林顿：
 不，不是假装乐观，因为——这种话说起来就像糟糕的电影台词——失败不在选择范围内。你需要拿出那种摇旗呐喊的乐观精神，要不然的话你就找不到听众。





特写 Feature



跨国并购新图景：

从规模增长迈向价值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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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企业相比，中企海外并购的完成率较低。战略不清和并购整合不利也是中企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我们提供了中企西行的三条建议。






在
 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开始活跃于海外并购市场。然而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涌现出的一些新趋势，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行全球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如何使企业成功实现价值增长，成为了摆在中国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买增长还是买价值？

BCG对全球范围内过去25年来发生的4万多起交易的研究表明，并购是实现企业业绩增长的有效途径。从5年期来看，完成过并购交易的公司在收入增长率上比未开展收购的公司高8%；前者的长期收入增长率（25年间平均每年6%）也比后者高出一个百分点。

研究同时表明，公司的收购交易越频繁，收入增长率越高。5年内完成1到2宗收购的企业的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7%，而完成5宗以上收购的企业的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则高达23%。

不到半数的企业能通过并购为股东创造价值。参与2015年BCG并购调查的企业领导者表示，收购在多数情况下不能为企业增加价值，至少短期内如此。BCG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调查涉及的4万多宗并购交易中，能为股东带来积极回报的并购交易仅占交易总量的47％。



中国买家的新挑战

当前国内外多方因素合力促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增温，这些因素也在逐步改变买家面对的游戏规则。然而中国企业在收获诱人机遇的同时，它们在通过海外并购实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海外并购目的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深入，以往由国企主导的资源驱动型海外并购逐步向市场驱动型和核心能力驱动型拓展。中国企业力图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它们还希望通过并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占领新的市场以及成为全球竞争的领导者。

海外并购行业变化。除了传统的能源和资源行业外，工业品、消费品、金融和科技等行业内的中国公司也纷纷加入了海外收购大军。更多行业的中国企业需要快速提升海外并购的业务水平，以应对国际化挑战。

海外并购目的地变化。以欧美等发达地区为并购目的地的交易数量明显增加，2014年占中国海外并购总量的六成以上，而针对东南亚等传统并购目的地的交易数量比例下降较快。考虑到欧美企业在语言、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和中国企业差异颇大，海外并购目的地西进对中国买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交易完成率低，战略制定和交易执行是软肋。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为67%，处于较低水平。不少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缺乏清晰的路线图，并购目的含混不清，从而导致其全球化梦想和进程受阻。一些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拥有备受推崇的品牌，却在对标的企业是否适合其整体战略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贸然启动海外并购。由于缺乏明确的海外并购战略，也就无法正确判断是否有提高收入和发挥协同效应的机会。

交易执行是多数中国买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很多企业是并购新手，缺乏经验和相关的流程制度，因而常常在并购战略规划、尽职调查流程管理、整合规划和海外管控架构设定等方面遇到困难。即便是拥有一定海外并购经验、在流程方面小有心得的中国企业，在涉及标的企业所处地区经济社会和商业模式的问题上仍然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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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价值扩张：并购后整合是关键

并购交易的日益复杂化加大了企业实现价值增长预期的难度。失败的并购交易即便帮助企业实现了规模扩张，也损耗了企业价值。尽管企业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但从BCG的经验来看，企业并购后价值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往往在于整合环节。 中国企业若要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价值扩张，建议针对以下四个痛点发力。

全面规划并购后整合。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特别是收购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时，一些企业主管由于对自身的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缺乏信心，因此过分依赖标的企业的管理班子，遵循原有的管理架构和经营模式，不敢进行重组改革。而在那些决心进行整合的企业中，有不少在并购时只对整合进行了粗线条的顶层设计，没有执行层配套规划，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盲目性，并购效果不佳。

建立有效治理结构。不少中国企业在整合过程中缺乏清晰的海外公司治理结构，阻碍了企业海外整合目标的实现。治理结构要对海外公司权责范围、决策机制和海外高管派遣机制等制定具体要求。

建立人才建设体系。战略性的并购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其中主要原因是经验丰富的收购者有能力克服并购整合中的重重障碍。频繁进行收购的企业往往会在内部设立固定的机构，对员工进行培训，设计流程和模板，并建立固定的组织架构。这些企业能将少数人掌握的整合技能推广到整个组织当中。

致力于文化融合。海外并购要求将两个文化、标准和行为习惯完全不同的组织融合到一起，同时要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这对管理者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许多并购失败都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并购方和标的方之间产生误解，从而影响企业实现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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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海外并购的三点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对海外并购中的挑战和困难，实现从规模增长向价值扩张的转型，厘清战略是基础，有效执行是关键，能力建设是保障。

第一：厘清战略是基础。企业应充分利用“外脑”和内部资源，根据公司愿景和战略，制定清晰的海外并购战略，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分析梳理企业海外并购的优先发展领域，包括明确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并购进入的细分行业、并购重点关注的区域以及并购方式等。

企业应建立海外并购战略制定与修订的专业化制度，包括清晰定义并购战略的参与者、职责、流程、评价和考核方式，运用专业化的工具、手段和指导手册进行行业分析、项目筛选和标的分析，以及就并购战略与相关利益方进行及时沟通与信息更新。

第二：有效执行是关键。企业应有效管理尽职调查、谈判和审查流程，识别交易风险和进行决策，进行整合规划和执行，实现协同效应和公司成长。尽职调查主要涵盖商业、法律、财务和技术等领域。商业尽职调查应重点关注潜在市场和标的吸引力、协同效应、商业计划和公司估值以及并购可行性等方面。

同时，企业须及早和全面准备整合并有效执行。企业应重点关注协同效应评估、整合理念的统一、并购后100天计划等，设立合理的海外管控架构和决策流程，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储备跨文化管理人才。企业还应建立灵活的沟通机制，制定管理层和员工沟通计划，通过反复深入的沟通来磨合文化和管理风格的差异。

第三：能力建设是保障。长期来看，要让并购成为助推公司发展的强力引擎，企业须培养和提升与海外并购相关的战略、组织、流程和管控等一系列核心能力。

首先，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发展与愿景，制定清晰的海外并购战略和明确的并购标准，确定海外并购的重点区域、细分行业和交易方式、标的的筛选流程和时间点的决策等，并建立并购知识库，将并购标的信息、流程模板等整合进并购数据库，为公司并购战略规划提供依据，为并购活动开展提供支持。

其次，企业须储备并留住国际化管理高端人才。海外并购要求企业具备有全球视野的人力资源，企业应通过外部招募和内部培训来储备知识结构合理、项目经验丰富的跨文化管理高端人才，为海外并购和并购后整合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再次，建议企业实现并购流程管理专业化。企业应建立相应的并购部门，配备合适的人员及外部专家来负责并购活动以及协调内部和外部资源，健全并购相关业务单元和职能部门配合机制，明确并购工作流程步骤、各部门及人员职责，研发足够的项目和流程管理工具来支持并购活动，并建立明确的流程监督和审查机制以保证活动的持续改进。

最后，企业须建立明确的并购绩效考核体系。企业应为参与并购活动的各业务单元和职能部门及个人设立明确的绩效考核指标、考核流程及频次，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并将其纳入公司的年度绩效考核体系。企业需建立相应的管控体系来监管审查所有与并购相关的活动，而且公司的并购决策审查体系需要具备足够的权利和能力来作出明智决策以及有效评估并购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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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初创企业的存活率非常低。而在新兴市场，初创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更加恶劣。创业生态不成熟、缺乏专利技术和市场进入战略是它们需要解决的三大挑战。笔者经过大量案例研究，与跨国企业展开合作是提高中国初创企业生存几率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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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一些中国初创企业踌躇满志，寻求更大的技术创新，却往往找不到合适的本土合作伙伴帮助它们克服以下重大障碍：

• 创业生态系统欠发达

• 技术基础不够扎实

• 进入市场、接触企业客户的战略不成熟




分析


跨国公司越来越希望与中国初创企业建立合作，而且跨国公司也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初创企业克服障碍：

• 合法性——增加资金获取渠道

• 学习榜样——充实技术专业基础

• 市场引领——改进市场进入方式，特别是B2B市场




解决方案


中国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应积极主动，敏锐洞察

一、认识机遇

二、找准合适的跨国公司开展合作

三、做出实质性成果

四、根据所在地区调整合作方式






中
 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转型为可以对真正的创新提供支持并加以利用的经济体，这一点很明确。麦肯锡最近的报告《全球创新的中国效应》（The China Effect of Global Innovation）称，中国对更大的技术创新有需求。要实现这次转型，发展知识产权的初创企业将会起到重要作用。近来已经涌现出许多踌躇满志的创业者，志在开发世界级创新、建立成功的公司。政府及私人创办的企业孵化器在全国各地数不胜数。这样的发展态势非常好，摆在初创企业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的初创企业雄心渐长，所寻求的技术创新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然而，要实现真正的高水平创新，对于初创企业而言绝非易事，因为中国等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有明显的局限。不可否认，过去30年里，中国诚然已在经济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同印度、巴西等其他新兴市场一样，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尚存在劣势。这个事实给有意开拓高质量创新的新企业带来了挑战。

新兴市场往往有3大劣势，令初创企业难以实现真正的高水平技术创新，这3大劣势列举如下：

其一，初创企业难以接触成熟的创业生态系统。如今中国和印度的初创企业虽然有机会争取风险投资基金，但竞争十分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而且新兴市场投资者尤其有些规避风险的倾向，惯于投资给已发展至创业后期的初创公司。

其二，在本地通常难以获得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尽管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在电子商务和其他技术领域拥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本国公司，但这些公司赖以成功的重大创新往往是在商业模式层面，而非技术本身。

其三，初创企业苦于缺乏市场进入战略，在以B2B市场的企业客户为目标时尤其如此。这反映了初创企业缺乏经验和资源的事实，而这种情况在新兴市场往往更为严重。

遇到障碍时，初创企业通常会寻求合作伙伴帮助。然而在新兴市场，初创公司往往没有好的合作伙伴帮助其获取早期支持、改进技术并协助制定市场进入战略。虽然现在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公司、政府机构、大学和海归人才越来越多，使得初创企业的实力大大增强，但像风投公司和大学这样的合作伙伴多半不足以为初创企业提供足够的帮助。此外，即使有一些中国大型技术公司以可承受的价格和自身优异的企业生态系统开创了解决方案，其中真正拥有高质量技术创新的也寥寥无几。

那么，谁能够帮助中国初创企业克服这些障碍，实现高水平技术创新？笔者过去4年在中国的研究表明，国外的跨国大公司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常被忽略。



跨国公司

成为中国初创企业的潜在合作伙伴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享誉全球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什么有意愿同中国初创企业合作？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适用于所有市场：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在创新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且这些公司通常需要跟其他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合作，获取新颖的创意和技术。换言之，拥有卓越新技术的、灵活敏捷的初创企业，日益被视为向成熟大型公司提供外部创新的重要来源。中国初创企业不断获得独到的知识产权，越来越能吸引跨国公司与之合作。例如，英特尔已经把向初创企业提供支持的“Maker Labs”推广到了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等多个城市。

第二个原因专门适用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对新创意和创新的探求不再仅止于发达经济体，而是伸向了中国等新兴市场。例如，通用电气在中国或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开发创新产品（如低成本医疗器械），然后在发达市场出售。因此，中国初创企业若有基于创新的低价解决方案，就能成为对跨国公司很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例如，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同时与中国的低成本硬件设计初创企业和印度的低成本软件开发商合作，尝试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原因专门适用于中国：跨国公司始终希望能在中国有更好的表现。一直以来，许多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公司苦苦比拼，竞争愈演愈烈。要在中国本土利益相关方中提高声誉，跨国公司可以尝试的一种方法是根据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调整战略策略，而政策中就包括增强创新能力、扶植初创企业。所以，IBM、微软等许多跨国公司向中国推广其创业协助项目，有时还根据当地需求做了相应的调整。

显然，跨国公司有充分的理由与中国初创企业合作；而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跨国公司也可以提供大规模开发先进技术创新所亟需的支持，但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跨国公司如何帮助初创企业克服创业生态系统欠发达（包括难以获得资金）、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和市场进入战略不成熟这几大障碍呢？



跨国公司

如何帮助创新型中国初创企业实现梦想？

外国跨国公司可以令中国初创企业获益，帮助初创企业克服上文提到的几大障碍。笔者在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针对不够完善的创业生态系统，初创企业可以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获得合法性，这样一来更容易获得潜在资助者的关注。比如说，跨国公司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授予合法性，让这些企业得以展现在潜在投资者面前。这对所有初创公司都大有益处，在难以触及验证机制的新兴市场尤其有价值。有时大型跨国公司会自行向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投资，虽然通常都不是在创业初始阶段。例如，英特尔投资部（Intel Capital）宣布投资6700万美元给8家中国技术公司：九州云（99cloud）、蓝岸通讯（Bluebank）、汉普（Hampoo）、九号Ninebot、诺菲纳米（Nuovo Film）、祈飞科技（PraFly）和海云捷讯（AWcloud）。

第二，在技术专业知识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可以成为中国初创企业的重要学习对象。亚马逊、IBM、微软、高通和SAP这些公司走在各自技术领域的前沿。许多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有研发实验室，供创新型初创公司对其产品做进一步改良。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微软设在中关村的研发机构开展的企业加速项目。进入这个加速项目的初创公司不一定在微软技术相关领域行业，但都能从微软技术人员的指导和互动交流中有所收获。发达市场的初创公司也能从中获得相似的益处，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由于缺乏高端知识基础，这一举措的价值便得以放大。举个例子，微软设在北京的企业加速项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指导了百余家初创企业，这些企业筹集到的资金总数接近10亿美元，服务客户数量超过5亿，并创造了上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就市场进入战略而言，跨国公司的营销渠道可以对新公司起到有效的市场引领作用，特别是在以B2B市场的企业客户为目标时。以IBM的创业协助旗舰项目“创业企业全球扶持计划”（Global Entrepreneur Program）为例。经过严格筛选进入这个项目的企业公司，有机会从IBM的相关辅助团队处获得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宝贵支持。IBM的品牌声誉和经营规模，能够让初创企业借此机会改进市场进入战略，漂亮地进入中国市场，且有可能迈出国门。新兴市场的创新商业化仍处在相对不成熟的阶段，这样的机会能够带来巨大的附加值。

如上所述，与跨国公司有效合作，对于中国初创企业而言大有裨益；而与以往相比，跨国公司也更愿意与中国等新兴市场中的初创企业合作。

虽如此，要与跨国公司有效合作却亦易事。初创企业必须学习如何顺利开展合作。那么，要充分实现与跨国公司合作带来的益处，初创企业应当如何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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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创企业

要学习如何与跨国公司合作

笔者以过去4年在中国的研究为基础，总结了4个重要的经验，有意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的中国初创企业应当关注。经验在广义上适用于所有地方，但在中国运用这些策略的具体方式有些独特，特别是让初创企业和跨国公司构建合作共赢关系的机会本质更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　识别机遇


初创企业须敏于认识机遇，同特别看重中国业务的跨国公司建立培养共赢关系。以下是3种在中国十分重要的重大机遇：

迎合中国政策引导需求。在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政府鼓励公司参与“智慧城市”创新项目，便使得对特定技术服务的需求提升。不过，这种项目的具体内容往往是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确定，因此，与在中国运营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当地初创企业更能察觉这样的机遇。虽如此，初创企业很少能凭一己之力把握住如此重大的机遇，所以就需要与大公司合作。合作共赢关系可由此产生。Chinajey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Chinajey是宁波一家ERP技术初创企业，它通过积极识别机遇并参与到智能制造行业获得了相应补助并开发新技术，并引起了SAP的注意。Chinajey已具备SAP技术的专业知识，但因为机遇庞大，仍须同该跨国公司密切合作。巨大的机遇和宁波当地政府的支持，既让SAP的关键决策者（其中许多不在中国）认为值得亲自参加相关的重要会议，以确保能把握这个机遇，又使得Chinajey在SAP网络中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填补中国特色解决方案中的空缺。双赢机遇有时产生于大型跨国公司为中国市场制定的解决方案，但其中缺少一些关键的组成部分。即是说，要制定能在中国奏效的解决方案所需的要素，跨国公司已具备大半，但仍然不齐全。例如IBM为中国海产品行业制定的基于云端的物流解决方案，不仅要确保货运低温、安全，还要能够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遥控。IBM缺乏一个必要的元件：基于互联网的安全锁。无锡初创企业德联技术（Delian Technologies，音）正好开发有这类设备，于是经当地政府官员引荐向IBM展示其产品。IBM对产品相当满意，将之纳入试行的物流解决方案。最终结果是双赢：跨国公司得到了所需技术，初创企业得到了与著名跨国公司合作的机会。

讲述中国成功故事。跨国公司明白，如果中国本土公司和创业者能看到一些成功的先例，证明与跨国公司合作的确能够带来益处，就会十分愿意同跨国公司合作。因此跨国公司在寻找成功合作的事例。以国双科技（Gridsum）为例。这家技术公司成立于中关村，是微软早期的初创企业合作伙伴之一，在微软技术平台上开发创新产品。微软借这段合作关系向其他的中国本土公司展示：微软可以提供技术开发支持，并协助在中国更广泛地销售产品。而微软美国总部最终注意到了国双这家初创企业，国双CEO祁国晟受邀在北京与微软全球CEO会谈。这个例子说明，拥有高质量创新的初创企业若能主动与跨国公司合作，做出令跨国公司满意的合作成果，实现双赢，便能得到极具价值的宣传。


第二　找准合适的跨国公司合作伙伴。


与跨国公司缔结共赢关系的机会很多，但对合作伙伴的选择要“适合”相应的机遇。其原因是，与跨国公司合作大体上都是有用的，但能够获得的益处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不同的跨国公司在技术专业知识、与初创公司合作的方式和重点关注的地区这几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

在技术专业知识的相容性方面，Chinajey专注于ERP解决方案，因此是SAP合适的合作伙伴，对于其他跨国公司而言就未必合适。与此相似，专注机器人技术的初创企业如上海思岚科技（Slamtech）与英特尔成功地缔结了合作关系，CEO陈士凯与一位英特尔高管一同出席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但机器人对于其他一些跨国公司来说就是无关的领域了。

在合作方式的相容性方面，一些跨国公司会提供绝佳的合作伙伴支持而不提供投资，另一些公司则会有更多的合作投资机会。拿国双科技的例子来说，国双做为合作伙伴与微软合作，之后做为企业投资者与诺基亚合作。与之相似，北京云测（Testin，详见边栏）拥有中国最成功的加速器之一，因此做为企业孵化器与微软合作，又做为合作伙伴与IBM合作——IBM没有加速器，但是有合作伙伴项目，开展创业家全球训练营（SmartCamps）等活动。

在重点地区的相容性方面，尽管多数跨国公司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但目前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谷歌在中国的运营，与在其他新兴市场的活动相比规模甚小，例如在印度，谷歌是大型创业项目“10000 Startups”的一个主要赞助方。目前做为合作伙伴而言，这样的跨国公司就不如那些在中国市场有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项目的公司有吸引力。


第三　做出实质性成果


开始与跨国公司缔结合作关系，初创企业所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仍是博取跨国公司中关键人物的注意。事实上，初创企业往往彼此竞争，争夺跨国公司管理者的注意。为了增加吸引跨国公司注意的机会，初创企业应当尝试做出清晰可见的实质性成果，这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

例如，国双与微软开展合作早期，在微软首先引入Silverlight时就开发出基于此技术的创新应用。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实质性成果，当时Silverlight销售团队成员对此印象深刻，立刻在中国大力推广。这对微软也有帮助，因为销售人员会让中国其他公司看到在中国与微软开展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双赢结果，都是因为国双做出了十分具体的成果，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对于国双而言并不太多，而且正是当时微软看重的领域。

有了这样的实质性成果，初创企业将来就可能有机会做更长期的项目。最大的挑战通常在于如何巩固同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取得第一次实质性的成功，而之后继续努力，与跨国公司合作方以及该公司所在的更广阔生态系统中其他公司合作做出其他积极成果就会比较容易了。在国双的例子里，第一次的成功对其大有助益，之后国双更容易获得微软的注意，实现更多合作。举例来说，之后国双得以为微软一项技术做优化，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国双在微软的网络中知名度提高，获得了全球乃至微软全球CEO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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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根据所在地区调整方式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初创企业获取并利用机遇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的方式可能千差万别。

新公司如果成立在中关村这种以科技闻名的地方，就比较容易跟微软、IBM等大型跨国公司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但不是所有新公司都在中关村。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可以做到的事情，在较小的城市并不那么容易。但这不是说中国其他地方的初创企业无法与跨国公司建立有意义的合作关系。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如前文所述，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成功合作的事例不止见于杭州、苏州和无锡等二线城市，在通常并未被看作高科技区域的城市也曾出现。

其他地方的新公司可以实现成功合作，但应当敏于发现不甚明显的机遇。在中国主要科技中心以外的初创企业，可以从宁波的一些成功案例中得到激励。宁波以创业精神闻名，高科技行业却没有什么知名度。宁波的新公司凭借该市的“智慧城市”项目与IBM等大型跨国公司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在市内成立了科研机构，为宁波市研发智能物流解决方案。与IBM密切合作的初创企业——宁波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由此得到机会，还为IBM和当地其他初创企业搭建起了合作桥梁。这些本地初创企业可以为IBM开发的基于云端的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元件，并且也在这样的合作中获得了将来收入增长的机会，实现了各方共赢。

初创企业必须根据所在城市对寻求合作的方式加以调整。在较为成熟的地区如中关村，直接去找跨国公司就是最好的方法。许多跨国公司都会在中关村这样的地方设立办公室，而且一般都向初创企业敞开；而这里的初创企业也会得到认真对待，因为这个地方享有盛名。与之相比，宁波的初创企业直接找上门就未必奏效了。这时候初创企业必须寻找并利用其他途径（如智慧城市项目），利用那些通常是由当地政府开辟的途径与跨国公司建立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初创企业必须结合地理位置，考虑是否要运用间接或直接手段与跨国公司缔结合作关系，至少在一开始时要做此考虑。一些初创企业得到发展后会考虑向名声更响的地方迁移，或至少设立分公司，以便获得机遇。

中国在寻求真正技术创新的路途上大步迈进，与跨国公司合作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可以帮助创新型初创企业继续发展，实现梦想。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的空间日益广阔，但要有效合作并非易事。不过，若能坚持不懈，努力得法，与跨国公司合作会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创新型初创公司带来显著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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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梅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国际商业战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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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拓宽

国企国际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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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丝路”的国际化并不将非丝路国家列为禁区，但国企在基于丝路的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就此总结的战略框架，却可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可贵的参考。






中
 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80年代开始，一些领先国企开始独立自主的国际化经营，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和企业价值。到今天，以投资和基建为先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明确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包含“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该战略实现的主体是企业，而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电站、电网、矿山和化工等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使之成为国际化战略中的“主力军”。国际化还会推动国企市场化转型，因为国际上将不复存在对国企的“照顾”，国企必须要在市场上争胜。在多重背景下，国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推进国家宏观战略和国企微观转型的重要途径。

但是，国企国际化依然还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主导开发的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叫停，该事件还引发了中国企业退出缅甸的链条式反应。虽然受缅甸政治环境和舆情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相关企业在商业模式设计、透明度、包括环评在内的前期工作，以及与本地民众的沟通等方面的缺失，也是造成这次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经过对9家国企历时6个月的多轮访谈、书面和电话跟进调研后（6家国企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国际化业务发展报告，同时也电话采访了3家民企），作者发现国企必须要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才能在新一轮的国际化进程中取胜: Strategic （战略性的），Systematic （系统化的），Smart （智慧的），Silk Road Based （基于丝路的）和Soft（软性的）。其中，Strategic （战略性的）和Silk Road Based （基于丝路的）带有比较明显的宏观因素。通过详述这5个方面的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协调作用的，本文希望能为国企国际化之路提供一个战略思考框架。（
参见5s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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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Strategic（战略性的）

“Strategic（战略性的）”是统领和方向，回答“为什么要国际化？”。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将不同国家的国家优势转化为企业自身的优势，包含以下四个类别：


1．市场


企业通过进入不同国家获得该国的市场容量并同时培育未来的市场增量。不同国家的市场对产品功能和性能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对这些国家可以输出国内已经成熟的产品。在国内业务增长乏力的前提下，去海外开拓新的市场是一个突破口，最终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成败。


2．资源


为了支撑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的运作，资源的准备和供给必不可少，而国企肩负着确保国家资源安全的重任。一些国企的国际化举措以获得战略性资源为根本目的。对这些举措而言，经济指标不再是最重要的，和长期国家安全相关的指标（比如说食物供给、能源安全等）将更为重要。


3．人才


企业迫切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业务能力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本地供给一般都不足，因此企业需要去国际上发掘、培养和应用这样的人才。这些人才的个人成长、流动性、对组织的贡献和组织学习能力的相应提升是评价以“人才”为目的的国际化的重要指标。


4．生态系统支持


有企业在特定国家并没有太多的业务，但是为了支持自己重要的商业伙伴（或者利益相关者）在这些国家的运营，企业也需要在这些国家安营扎寨。此类国际化运作往往规模不大，但是扮演了重要的连接器功能，为企业在这些国家日后的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生态系统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些“软性”的指标来衡量。云南省政府要求云南省驻外办事处要覆盖周边所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务实出发，一些省属国企的驻外机构也兼具云南省驻该国办事处的部分职能。云南驻万象商务（企业）代表处就是依托云南建工集团的老挝区域经理部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安排可以优化人员和成本结构，也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政策信息和政府支持。

战略目标是个综合体，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不同的目标要求不同的评估机制和管理方法，企业不能孤立地来应对某个国际化举措，而需要为国际化提供系统化的支持。



Systematic（系统化的）

杜克大学商学院前院长Blair Sheppard曾经说过，一个企业国际化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前线，而在于总部。“Systematic （系统化的）”提出的是对国际化的内部支持。这样的“系统化”支持需要考虑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具体表现在流程、结构和文化三个方面。


1．流程。
 流程的关键在于评估机制。国际化过程是一个学习和试错过程，国企适用于国内业务的已经成熟的评估机制不能适用于国际业务，应对其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

a）允许更大的波动空间。国际业务的不确定性即意味着更大的波动空间。

b）允许更长的时间周期。国际化业务难以快速实现短期回报，因此要求评估体系给予更多的耐心。

c）加强软性指标的比重。除了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硬性指标，和知识积累、品牌效应、文化构建以及关系形成等相关的软性指标需要在评估体系中占有更大的份量。

2.结构。结构需要实现扁平化和风筝效应。国企对国际化的常见思路是：重视但是必须加强管控和风险意识，总部保留了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这样的管控模式要求海外项目和总部之间必须有一个快速的信息传递通道以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做出及时反应，而扁平化是快速反应的结构保障。

被央企采用的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有：对海外项目的管控级次和资源配置系统控制在三层以内；总部的重要部门如法律事务部、财务部、资金部都成立了专门服务国际业务的管理处。同时，虽然有统一的管理逻辑和体系，在经营层面，企业会根据具体业务和所在国别做适用性安排，从而形成“风筝效应”。国际化业务单元可以像风筝一样，随着客观环境的“风”起舞，但是不完全脱离总部的牵引和力量。


3．文化。
 文化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层次，对外要求提升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对内要求促进国际化业务单元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理解和协作。对外沟通基于对他国文化足够的好奇心，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可以准确读出暗示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企业内部，国际化业务单元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很容易形成国际化业务和国内业务两种企业公民，从而在公司内部制造出隔阂。国际化业务若得不到其他部门的支持，最终也会遇到瓶颈。企业可通过轮岗、人员互派、基于协同的项目、文化和团队建设活动等等方式来消除“两种公民现象”。企业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高情商的管理者（特别是女性）作为国际化业务和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人。



Smart（智慧的）

“Smart（智慧的）”针对的是企业的外部行为，即企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国际化。国企早期的国际化起源于业务内容和交易结构都比较简单的贸易、劳务合作和政府援建，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国企需要在整体设计和具体项目两个层面都做出“智慧的”安排。

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下称“中国电建”）为例，中国电建的国际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集团规划设计了一大批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水电水利工程。至今，中国电建整体上已经初步形成多品牌布局，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以不同的品牌作为主体来推进工作。POWERCHINA作为母品牌，以全产业链投资、特大型项目和并购业务为主；中国水电（SINOHYDRO）品牌以水利水电、能源交通、市政房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承包为主；中国水电顾问（HYDROCHINA）品牌以水电水利和新能源的规划、勘测、设计、咨询项目为主，同时又是新能源领域一站式服务的总承包商；SEPCO和SEPCOIII品牌是国际知名电力承包商品牌，以火电、核电项目和电网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为主。

在项目层面，包括中国电建在内的国企会根据自身能力和项目特质来选择具体的操作方式，最常见的是四种。（
参见《海外项目操作方式》

 ）

国企的“抱团”对象有集团内的兄弟公司、其他中国企业和机构、和有合作关系的外企。例如，中铝和力拓在国际化的多个层面展开合作。

现阶段，中国政府提供政策、资源和资金（如“丝路基金”）来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如果国企可以搭“一带一路”的便车，政府的力量会帮助企业分担风险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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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Silk Road Based（基于丝路的）

“Silk Road Based（基于丝路的）”指出了国企国际化的跳板、试验场和优先级。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的国家和中国有历史渊源，基本上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对投资和基建的需求巨大，中国大量的资金和基建能力可以提供有效的供给。企业可以通过列举目的国家从政治关系、地缘、市场条件、业务基础、文化、法律等方面来确定目的国家的优先级。（
参见《目的国家“吸引力”评估表》

 ）

云南建工集团和云南能投集团都将老挝作为东南亚业务的试验场和重要的跳板。2014年，老挝人口690万，GDP增长7.3%，人均GDP为1770美元，中国对其贸易顺差为0.7亿美元。老挝属于中速增长的国家，对基建和投资有巨大的需求，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双方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互动。老挝森林资源、以湄公河为主的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相对优势明显。老挝唯一的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关系密切，且没有领土方面的纠纷，商业文化和中国相似度极高。云南能投集团高管认为，如果在老挝都玩不转，别的地方就不用去玩了。同理，作为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巴基斯坦可以成为南亚业务的试验场和重要的跳板。

印度尼西亚可能会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国家。2014年，印尼人口2.5亿，GDP增长5.02%，人均GDP为3531美元，市场潜力巨大。印尼千岛之间互联互通的需求给电网、基建和交通相关的企业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都是国企擅长的一些领域。但是，由于空间和文化的距离感，中国对印尼的影响力有限，同时印尼国内还存在“排华”的因素。正如中日角逐印尼高铁的一波三折的过程所揭示的，中国企业在印尼开展国际化业务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基于丝路”的国际化并不将非丝路国家列为禁区，国企也有可能在非丝路国家取得突破。在中国官方的支持和国内外有关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三峡集团以234亿元中标巴西水电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于对目的国家“吸引力”的评估，国企可以做出一些“个性化”的国际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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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Soft（软性的）

“Soft（软性的）”是充满矛盾的因素，其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

1. Soft是“硬性业务”中的“软性支持”。以投资和基建为主题的国企国际化进程离不了软性的因子，技术性和工程性很强的业务离不开柔和的一面。价值观建设、知识管理和人文关怀是“软性支持”中的关键因素。

2. Soft是“全球一体化”中的“区域本土化”。对国企来说，“全球一体化”更侧重国际化的供给端：即将中国的特色产业和特殊能力，按照一定的标准，向全球输出。而“区域本土化”更侧重的国际化的需求端：即深度渗透本土社区，了解、培养和引导本土的需求，以对接国企的供给能力。对国企自身而言，“区域本土化”也会提高本地团队的能力。海外项目所能提供的薪酬对外派员工的吸引力已经在减弱，海外项目越能融入社区，就越能满足外派员工的社会性需求，有利于本地团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若干央企都已经将可能产生强烈“杠杆作用”的产业咨询和产业金融确定为国际化业务新的重点发展方向，而Soft（软性的）构成了这些新业务的文化基石和管理基石。

中化集团公司喀麦隆橡胶园既实现了国家的战略和利益，输出了标准、设计和产品，同时，也考虑到了当地人民就业、教育、医疗、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中化集团正是做到了这样的“软硬兼施”，才交出令人称赞的国际化成绩单：2014年境外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近60亿元，约占集团利润总额的一半。集团已经开始在海外搭建国际化平台，力图吸引国际化人才，建立国际化资本市场渠道，支持企业的长期国际化业务。



总结：

5S模型的提出主要来源于针对国企的研究，对于民企同样有适用性，但有所差异。首先，民企国际化不太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目标，市场导向会更明显。其次，管控和放权的程度会有不同。民企的灵活度更高，同样有主体地位的诉求。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民企，比如三一重工和华为，已经和央企在全球市场展开合作。最后，民企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利用率会有所降低。国企这方面有先天优势，小规模民企的常见做法是做“跟随者”，让国企去面对“市场先入者”的风险。

5S模型中，Strategic是战略统领，Systematic是系统支持，Smart是行为模式，Silk Road Based是优先路径，而Soft是充满矛盾和创造未来的X因子。该模型五位一体，可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思考国际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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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算法和产品构成了智能商业的三个基石，形成了用户体验实时智能化提升的反馈闭环。这个基于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商业体系将大大超越102年前的福特流水线，给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带来又一次根本性突破。






今
 天，以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正引领人类社会加速进入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的一个新发展阶段——数据时代。前两个时代分别以土地、资本为生产要素，而我们面前正在开启的时代，数据将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

这个新时代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知。在目前大部分的商业实践中，企业付出巨大投资得到看似庞大的数据，但仿佛找不到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的有效方法。数据的价值到底如何实现？数据怎样才能带来商业的创新和突破？即将到来的这个以“数据”冠名的时代，商业将经历一场怎样的范式革命洗礼？

在我们看来，数据智能将成为未来商业的基础，而智能商业也将成为数据时代的全新商业范式。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物联网、数据科学和计算能力持续的高速发展，基于数据智能的商业将大大超越102年前的福特流水线，给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带来又一次根本性突破。



蚂蚁小贷的智能化

我们先从一个案例谈起，看看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是如何通过数据智能与商业场景结合找到破解之道。

对信贷机构来说，有三个决定事关生命线：贷给谁？贷多少？以什么利率贷？要做好这三个决定，前提是尽可能全面了解贷款客户，但信息收集和审核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尤其是中小商家和个人的财务和信用信息，碎片化、非结构化，收集已极难，判定更不易。所以，中小商家贷款难，本质上的原因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信贷机构只好采取审慎原则，提高准入门槛。

而采用全新信息技术的蚂蚁小贷，对此实现了质的飞跃：成立6年，累计服务数百万淘宝卖家和阿里巴巴商家，平均单笔贷款低于5万元，少的只有几百元（传统的小贷机构单笔贷款一般不低于50万元）。商家不仅不需要抵押，甚至不需要上传财务报表；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不需要见到信贷经理。事实上，蚂蚁小贷没有信贷经理，所有信息采集和决策由计算机后台完成——商家在线上提交贷款申请，几秒钟内系统自动审批，审批后贷款几乎可以实时汇入卖家账户。在无人信贷模式下，坏账率还能低于传统银行的平均水平。

秘密是什么？蚂蚁小贷做了三件关键的事：特定商业场景的数据化、忠于商业逻辑的算法及其优化迭代，以及将数据智能与商业场景无缝融合的产品。

在“准入”这一步，蚂蚁金服首先做的是商业场景数据化。归功于互联网，蚂蚁小贷能够分享潜在客户的诸多数据，比如这些淘宝卖家正在卖哪些商品、生意好不好，又比如卖家经营店铺勤快与否（例如，客服旺旺的回复速度，每天经营时间的长短等）、之前是否有过不诚信的行为等等，这些数据的丰富度、准确度远高于传统银行能采集到的贷款者信息。

在“全面了解客户”这点上，蚂蚁小贷拥有数据的优势。但如何运用好这些数据？“算法”至关重要。算法在计算机科学中通常指一组包含了有限、明确并有先后顺序的指令集合，它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数据处理和自动推理。蚂蚁小贷的算法工程师们就建立了一套算法模型来处理这些海量数据，给每位客户的“信用”打分，从而区分出欠贷不还的“坏人”和准时还贷的“好人”。基于算法模型的客户信用分值，成为蚂蚁小贷回答“贷不贷”这个问题的核心依据。

与传统数据分析不同，基于在线数据和算法的模型能够进行实时迭代。一方面，新数据的不断涌入，客户的每一单交易、每一次上线、每一次还款，原则上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信用”分值。另一方面，算法模型也能迭代。事实上，客户借还款的数据，会实时反馈到蚂蚁小贷的数据池中，多个算法模型据此实时优化——哪些维度的指标应当被纳入到或清除出模型、客户的哪些行为特质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权重、在不同的情形下哪些算法模型有更高的准确度，在蚂蚁小贷，这些算法模型更新的频率以“周”计，而即便在传统金融数据化程度极高的美国，一次更新往往也需要6个月。

最后，蚂蚁小贷还将上述数据智能创造性地融入到小微贷款这一商业场景中，设计出一款高效的互联网产品。淘宝卖家可以在运营平台上直接申请贷款。平台一方面依据客户的全方位数据、用一系列算法模型“算出”对每一位客户的贷款额度、利率；另一方面也成为一个客户反馈的管道，基于客户的行为，数据会实时更新，而且实时检验着蚂蚁小贷“算”得“准不准”，算法模型也据此实时优化。

面对每一次客户的贷款申请，蚂蚁小贷都是这样来回答“贷不贷”这个问题的。同样，回答“贷多少”、“收多少利息”这两个问题也是类似的过程。事实上，在淘宝商家提出贷款申请前，蚂蚁小贷已经根据商家的线上行为数据，预先用三套模型对每个潜在贷款者的贷款意愿、还款能力和利率偏好都做了评估，并通过一系列产品机制设计来提升商家的贷款意愿，这已经完全区别于传统贷款业务的被动发生的特征，而成为一种主动运营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上述数据智能的融入，所谓主动运营几无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客户的数据越来越丰富，运用到的参数越来越多，算法模型也越来越准确，贷款风险控制的成本越来越低，贷款者的体验也越来越好，覆盖的贷款用户也越来越广。整个业务进入高速发展的正循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自动的，智能化用户体验提升过程，商业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智能商业三块基石

正如我们在蚂蚁小贷例子中看到的，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万物互联，从云计算到大数据，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智能化将是未来商业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特征。智能商业的效能相对于传统商业将是质的飞跃：从谷歌开始普及的在线广告系统中的广告竞价模型一方面让百万级的小企业也可以投放广告，另一方面，成就了谷歌这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IBM在问答大赛（Jeopardy）中战胜了一批知识达人的机器人Watson背后，同样是一个不断累加的知识库和一套理解问题、分析信息、寻找答案的算法系统，其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复杂疾病诊断的实践中；又例如Uber根据出租车司机的交班计划，用算法模型将最顺路的乘客分配给司机……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数据化、算法迭代、产品、反馈闭环，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词汇，然而当它们融合到一起，尤其是当它们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这未来的景象甚至配得上“壮丽”这样的描绘。

本质上和蚂蚁小贷的智能机理一样，上述这些智能商业的例子都是建立在数据、算法和产品这三块基石之上。


1．数据：智能商业的基础


“数据化”本质上是将一种现象转变为可量化形式的过程。它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化的新一波浪潮更加汹涌：我们已经看到，自己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每一处“足迹”都被数据化地记录下来，成为谷歌判断每一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推送商品广告的关键依据；FaceBook实现了人际关系的数据化，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应用，例如通过分析选举前用户的行为数据来“计算”选民的投票倾向，成为有史以来最准确的选前民调。我们还看到文字被数据化，地理方位被数据化，身体健康状况被数据化，情绪感受被数据化，在这一波全新的数据化浪潮中，尤其是当数据本身也在线，从而可以实时使用了之后，这种魔力就更显著了，如同蚂蚁小贷的贷款模型，卖家每个数据的每次变化，都实时带来从贷款算法模型到放贷商业决策的变化。

我们今天完成了数据化的部分，只是现实商业世界中的凤毛麟角。这个时代创新的重要一环就是如何把一个个商业场景，或者只是将其中的一个商业环节数据化，其过程本身都潜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即使在服装网购如此繁荣的今天，绝大部分人的身材并没有数据化，更没有在线化，新的商业模式的基础就蕴藏在里面。同样的，当下最热门的各种O2O的创业，很大的成本都用在了将某个商业场景数据化上，例如街边小店的菜单能否在线化，食品质量指标能否数据化；而物联网浪潮中，最核心的就是如何通过芯片，传感器等，把人、物和我们整个世界逐步的数据化。互联网技术使我们终于可以低成本、全方位地记录数据，而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足够大量、足够多维度的“大数据”时，才可能真正客观、真实而深刻地理解我们周遭的环境、事物的本原以及我们自己。

数据化毫无疑问也是我们进入以数据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商业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创造之一。有效的数据初始化是大数据创造价值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可以说，没有数据的初始化就没有后继的商业创新，而数据初始化的巨大成本能否通过它创造的客户价值来回报，也就成为当下的海量创业项目能否存活立足的重要考验。


2．算法：智能商业的引擎


我们提到算法时，常常接上另一个词——“引擎”。这是一个奇妙的比喻，因为如果说数据是数据时代的一桶高标号的汽油，则算法就是这台引擎，它让数据中的能量得以完全喷发出来，为智能商业的“汽车”推进加速。

算法在蚂蚁小贷业务中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谷歌的成功也源于创始人发明的PageRank算法。搜索是第一个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互联网产品，使我们每个人都得以在海量的互联网数据中找到最相关的信息。谷歌创造的另一个功能强大的算法是其在线广告市场引擎——Pay per Click（每点击付费），每天都有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线上广告通过这一算法投放到最合适的观众面前。

在商业的语境下，算法就是一组反映了产品逻辑和市场机制的计算指令的集合。完成了商业场景的数据化之后，算法是提炼数据价值的思路，而数据时代的数据价值就是商业价值。如同谷歌正在做的，我们每个人打开过一些商品的页面、网购了某件商品，这无疑是数据的金矿，但只有当在线广告的算法引擎从中挖掘出每件商品的潜在买家、并据此投放广告时，这座数据金矿的价值才真正被开发出来。

算法是“机器学习”的核心——“笨”机器靠着算法的持续优化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即便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算法模型，也可以利用实时在线、全本记录的数据，通过没有预判和方向的数据探索，来发现那些广泛潜伏但我们无法察觉的关系结构，持续优化，并创造性地将其融入商业场景，创造商业价值。

数据时代的智能商业对算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算法的迭代方向、参数工程等等，都必须与商业逻辑、机制设计、甚至是价值观取向融合为一。当算法迭代优化时，决定其方向的不仅是数据和机器本身的特性，更包含了我们对商业本质的理解、对人性的洞察和创造未来商业新样貌的理想。

这就是我们称算法为智能商业的“引擎”而非“工具”的关键理由，它是智能的核心。基于数据和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实现“人工智能”。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发展到今天，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人工智能”成为数据时代最根本的特征。


3．产品：“智能化”的支点


智能商业的核心特征就是能主动地了解用户，通过学习不断提升用户体验。而把用户，数据和算法巧妙地连接起来的，是“产品”，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特别强调产品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产品和数据、算法的互补作用可以形象地比喻成“端+云”。“端”就是产品，是与用户完成个性化、实时海量、低成本互动的端口，它不仅仅直接完成用户体验，同时使得数据记录和用户反馈闭环得以发生，和“云”互动；而“云”则是数据聚合、算法计算的平台，它通过算法优化，更好地揣摩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

作为“端”的产品，具备三个关键的作用：

第一，产品设计本身直接影响用户体验。功能是否齐全，界面是否友好，交换是否自然，都是关键因素。苹果公司这10年的成功，特别是iPhone, 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谷歌也是如此，超简洁的搜索框一出现就让人惊艳，口碑相传，带来了早期的高速发展。

第二，“端”是将“云”上的数据智能传递给用户、为用户带来价值的管道。事实上，在智能商业的“云”和“端”之间，客户的产品体验绝不仅仅来自于端上的互动，而更多地决定于云上的数据智能。用户在淘宝的体验，不仅仅是搜索是否好用，类目是否合理，导航是否有效等，更重要的是他能否高效地从几十亿件商品，千万级卖家中快速找到他需要的商品，甚至还有惊喜，而这取决于“云”上的数据智能。不通过数据和产品的紧密融合，不通过云上的数据智能实时发挥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客户体验持续提升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就好像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传统的金融服务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对客户的贷款一样。

第三，“端”是用户通过行为数据向“云”上的数据智能进行反馈、实现数据增殖和算法优化的管道。用户的真实需求常常是无法直接表达的，但是他们的行动不会骗人。每一次用户的行动都成为一次数据反馈，算法在这样一次次的反馈中敏捷迭代，一次次更接近用户的真实需求。上传下达，双“管”齐下，数据闭环靠产品互动实现，而产品体验依赖于数据智能，数据和产品合二为一。

因此，智能商业的成功，最关键的一步往往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创新产品，针对某个用户问题，定义了全新的用户体验方式，同时启动了数据智能的引擎，持续提升用户体验。这样的智能商业，才是对传统商业的颠覆。谷歌超越雅虎、Facebook超越Myspace、Uber颠覆出租车行业等等，无不如此。



反馈闭环中“三位一体”

数据化、算法加上产品构成了智能商业的三个基石。例如，谷歌搜索引擎的三大核心，一是网页内容的数据化，二是基于PageRank的算法引擎，三是谷歌巨大的产品创新——极为简洁的搜索框和基于相关性排序的结果页。然而这还不够，要让智能商业一天比一天更聪明，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反馈闭环。用户在搜索结果页上的每一次点击（或者一次点击都没有）的行为数据被实时记录、反馈到算法引擎，不仅优化了搜索结果，而且优化了任何搜索这个关键词的人得到的搜索结果。

用户行为通过产品的“端”实时反馈到数据智能的“云”，“云”上的优化结果又通过“端”实时提升用户体验，在这样的反馈闭环中，数据既是高速流动的介质，又持续增殖，算法既是推动反馈闭环运转的引擎，又持续优化，产品既是反馈闭环的载体，又持续改进功能，在为用户提供更赞的产品体验的同时，也促使数据反馈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发生。

一言以蔽之，数据化、算法和产品就是在反馈闭环中完成了智能商业的“三位一体”。

智能交通体系是另一个例子。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整体智能交通体系已经不是科幻，谷歌首次实现了根据路况数据设计路线，本质上这是将关于路线选择的算法在线了，而今天在美国，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上路试验，就是汽车这个“端”的全面智能化。

在中国，阿里巴巴最新的实践则是交通“云”的全面智能化，依据各方面交通数据的整体打通，预测未来一小时内每一个路口可能的交通状况，进而对接城市交通指挥系统。在北京这样复杂的路况下，此套体系预测准确率超过95%。这其中，数据化、算法迭代和产品同样在反馈闭环中实现了三位一体。智能交通体系首先以一连串事物的数据化为前提的——包括了地理位置的数据化、车况的数据化和天气的数据化，红绿灯、分道线以及行人的数据化等等；它还是算法实时优化的结果——不仅是车况本身的优化，更是整体智能交通体系的优化；当然它更离不开从汽车到红绿灯等种种产品的智能化。智能交通还是众多数据反馈闭环的集合体——路况数据使车辆实时优化行车路线，周遭环境数据使车辆实时决定行使速度，乘客身体状况的数据使车辆实时调整车窗开合。

本质上，商业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某种“反馈闭环”，了解客户所需，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然而不论是发挥商业想象猜测客户需求、抑或通过市场调查倾听客户需求，始终失之于准确，困之于成本。不过，今天当客户可以通过全本实时的数据把他们的需求直接告诉商家时，当商家可以凭借敏捷迭代的算法引擎越来越精确满足客户的需求时，当产品借助互联网的巨大能量成为数据智能和用户实时互动的端口时，我们终于可以说第一次找到了促使反馈闭环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甚至是自动运转的颠覆性工具——它可以被称作是一部数据智能的“永动机”，只要有在线的互动，有数据的反馈，机器就永不停歇地学习，实时敏捷优化。

数据、算法和产品在反馈闭环中三位一体，惟其如此，智能商业才能完成对传统商业的降维攻击，数据时代的商业跃升才有了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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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代的新商业范式

如果系统地规整我们已经看到的智能商业，或许会发现它们与传统商业的一系列差别：第一，传统商业是对过去“死”数据的收集、分析，而智能商业将是对正在发生的“活”数据的记录、反馈；第二，传统商业是基于经验的市场预测，而智能商业将是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关联计算；第三，传统商业是对用户体验在某种固定边界内的局部优化，而智能商业，将基于数据的不断生长、算法的持续迭代和产品的关键突破，使用户体验不断突破边界，使价值创造不断跃升。

“活”这个字概括了智能商业与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数据是“活”的，用户的每一次行为都转化为新的数据汇入数据的大海，而每一个新数据的汇入都实时引发各个数据集的连锁反应；算法是“活”的，用户对产品、服务的每一次体验，都成为算法迭代成长的养分，使算法越来越聪明地反映商业本质；反馈闭环是“活”的，在其中，产品在迭代，数据在流动，算法在成长；最终，我们所熟悉的工业时代的机械逻辑——预先设定一切——将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全新商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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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鸣现任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任教于长江商学院和INSEAD。郭力和Nicholas Rosenbaum,是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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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人生定战略！

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文

万艳 | 译　王晓红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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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坦森教授教学生们如何用管理和创新理论，来打造竞争力更强的公司；同时他也相信这些理论能帮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了该如何探索一些每个人都应该自问的问题：我如何确保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快乐？我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续幸福的源泉？我如何能诚实正直地生活？






我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课程，是帮助学生了解何为好的管理理论，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为此，我会借助不同的模型或理论让学生多维度了解，一位总经理是如何激发创新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在每堂课上，我们都会审视一家公司，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这家公司目前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了达到所想要的结果，该采取哪些管理举措。

在最后一堂课上，我要求学生利用所学，为以下三个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第一，我如何确保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快乐？其次，我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续幸福的源泉？第三，我如何确保不陷入牢狱之灾？尽管最后一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我当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班级，所有同学都获得了Rhodes奖学金，32个人里两人坐过牢。安然（Enron）丑闻的涉案人之一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是我在哈佛商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曾是好人，但他们人生中的一些事情让他们误入歧途。

在学生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用自己的一生作为案例，向他们阐释该如何利用课堂所学，来帮助自己做出人生的三个关键决定。

有一个理论为第一个问题——如何确保我们从事业中感到快乐，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理论。他认为人生的强大动力并非来自金钱，而是来自学习、在责任中成长、为他人奉献以及成就获得认可。我告诉学生们，在进入学术领域之前，我在经营自己的公司时也得出了类似的感悟。那时我会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公司的一位经理带着对自己良好的感觉来上班，10个小时后当她开车回家时，因在工作中未被欣赏与重视、才能得不到发挥而深感灰心丧气。我想象了一下，她在自尊受挫后，会如何影响她与孩子们的相处。然后，我脑海中的场景快进至另一天可能发生的情形：她带着极大的满足感下班回家，因为那天她学到了很多，自己富有价值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她还参与了一些成功的计划，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于是我就想到，当她带着这样的感觉回到家时，她与配偶及孩子们的相处会愉快很多。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管理者能够卓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管理会是最崇高的职业。没有任何一项职业能像管理一样提供如此多的方式，来帮助他人学习和成长、承担责任、从成就中获得认可，并对团队的成功做出贡献。越来越多的MBA学生来到商学院，认为进入商界就是从事买卖与投资。这很不幸。做成生意带来的满足感，不如因塑造他人而带来的满足感那么强。我希望学生们在毕业时能知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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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来到哈佛商学院时，认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但离开时我却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我一生都在企业工作，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那是聪明人该去的地方。但我已经决定试试政府部门的工作，看看能否以此找到工作的更大意义。”

“我曾经以为，在企业工作非常安全。经济危机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蕾哈娜·哈菲兹（Ruhana Hafiz）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制定人生战略

另一套理论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久幸福的源泉。该理论涉及战略的定义和执行。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公司战略取决于管理者选择的运营方案类型。如果一家公司的资源分配流程未能妥善管理，那么其结果很可能会偏离管理者的初衷。由于公司的决策机制都是投资于立等可见的项目，在事关长期战略的项目上公司就会投资不足。

自1979年以来，我注意观察了哈佛商学院同班同学的命运，在同学聚会上我看见越来越多人变得不快乐、离了婚或与孩子关系疏远。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没有一个人毕业时打算故意离婚或是与孩子疏远。然而，有很多人让这样的事发生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才华和精力时，并没有将人生目标放在首位。

哈佛商学院每年从全球精英中招收900名学生，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几乎没思考过他们的人生目标，这实在令人震惊。我告诉学生们，哈佛商学院或许是他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要是他们以为将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人生只会变得压力越来越大：你要还贷款、每周工作70小时还要结婚生子。

对我来说，有一个清晰的人生目的至关重要，但想清楚这件事耗费了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获得Rhodes奖学金后，我参加的课程要求非常严格，需要我在牛津的正常学习时间内，额外完成一年的学习量。我决定每晚花一小时阅读、思考、祷告，弄清楚上帝为何让我降生于世。对我来说，此举要想坚持下来颇具挑战性，因为我每花一小时做此事，就意味着少一小时研究应用计量经济学等学科。我是否真的该从学习时间中抽出一小时，对此我十分矛盾，但这最终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

要是我当初将每天那一小时用于学习学科中的某些最新技术，比如掌握回归分析法中自相关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糟糕地浪费了人生。我一年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次数不多，但对人生目标的理解我天天都在用。这是我学过的最有用的东西。

我向学生承诺，如果他们能花些时间理清他们的人生目标，多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会将此视为在哈佛商学院时最珍贵的发现。如果他们找不到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将会变成没有船舵的航行，并会在艰难旅途中遭遇重创。弄清人生目标比掌握作业成本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核心竞争力、颠覆性创新、4P营销理论以及竞争五力模型等知识更有意义。

我的人生目标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但信仰并非帮助人们做出决定的唯一来源。例如，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决定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将诚信和经济繁荣引入自己的国家，并将培养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有能力担此重任，并与其他人彼此守信。他的人生目标是关爱家庭和他人，与我的一样。

选择并成功追求一份职业，仅仅是实现你人生目标的一种工具。可若没有目标，人生会变得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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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看到哈佛商学院发生的变化。过去找工作时，钱一直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当你赚了大量钱后，只会想要更多，这真是挺有讽刺意味的。你开始忘记什么能带来幸福感，什么对你是真正重要的。如今，校园里很多人对金钱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他们开始思考：‘我最少需要多少钱？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其他追求？’而不是‘我要去哪里工作，才能在这两方面都获得最大满足’。”




帕特里克·秦（Patrick Chun）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让资源与人生战略相匹配

你如何配置你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最终决定了你的人生战略。

我有很多事情在争夺我的这些资源：我想与妻子建立双方都满意的关系、培养优秀的孩子、为社区做贡献、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为教会做贡献等。我面临的难题和公司一样：手头资源有限，该如何针对每项“业务”进行配置？

你的配置决定，有可能让人生变得与你最初计划的截然不同。有时这很好，有些机会不期而至。但如果资源投入出现失误，结果可能会很糟糕。当我想起有些同学不经意间投资于虚假快乐的人生时，我就不由地认为，他们的问题皆源于目光短浅。

当人们极度渴望成功时，包括所有哈佛商学院学生在内，会下意识将自己额外的半小时或任何一丁点儿剩余的精力，用到能立竿见影带来成绩的行动上。我们的职业能为我们取得成绩提供最实在的证据。当你推出了一款产品、完成了一项设计、做了一次工作陈述、完成了一次销售、教了一堂课、发表了一篇论文、拿到薪水以及获得晋升，这些成绩都清晰可见。

然而，当你将时间和精力投资在与配偶和孩子的关系上，却往往无法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们每天都会淘气。你要等到20年后才能骄傲地说：“我培养了一个不错的孩子。”你可以忽视与配偶的关系，日复一日，似乎也看不出事情正在恶化。那些追求卓越的人总是下意识地偏爱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和精力，而忽视家庭，即便与家人的亲密关系是他们获得幸福感的强大、持久的来源。

如果你研究一些商业灾难的根源，就会不断发现，当事人都有追求快速满足的倾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就会发现令人吃惊又发人深省的规律：在他们曾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



营造家庭文化

我教授的课程中有一个被称为“合作工具”的重要模型，它的主要内容是，成为一名有远见的管理者，并非如人们所想象得那样。从理论上说，管理者都知道自己需要敏锐地看清模糊的未来，并不断修正方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需要花很大力气说服那些看不到变化的员工，动员他们做好准备并进行合作，以带领公司向新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管理者需要掌握的一项关键技能，就是知道该使用哪些工具达成合作。

合作理论从两个维度，即组织成员对“加入公司想要获得的回报”的认同度，以及对“公司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产生预期回报”的认同度，来决定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当员工对这两个维度的认同都很低时，你必须要用“权力工具”（包括强制、胁迫、惩罚等）来确保合作。

很多公司在创业初始阶段时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创业高管团队在定义公司必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时，必须果断而强势。如果员工通过相互合作，一次次成功地完成各项任务，他们就开始形成共识。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把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的形成机制。最终，人们甚至不再思考自己做事的方式是否会成功，不再一项项清晰地做出决策，而是依靠本能和推测选择优先事项、根据工作程序行事——这意味着组织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文化以一种无法言传又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要求组织成员在遭遇经常出现的问题时，采用那些已被证明、广为接受的方法。在遇到不同类型的问题时，文化还可以定义优先顺序。文化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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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这个模型回答“我如何确保家庭成为幸福的持久来源”这个问题时，我的学生们很快发现，家长为了让孩子合作，所采用的最简单工具是权力工具。可当孩子们长到十几岁时，权力工具就失效了。此时，家长们才开始想到应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家庭文化，让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尊重自己的兄弟姐妹，听父母的话，做正确的事。家庭和企业一样，都有自己的文化。家庭文化可以有意识地营造，也可以在不经意间形成。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具备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从而有能力解决种种难题，就该知道他们不会神奇般地在高中读书时获得这些素质。你必须将它们设计进家庭文化中，并很早就开始考虑如何培养孩子的这些素质。就像员工一样，孩子也是通过完成艰难之事、了解何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树立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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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让我意识到，你的一生必须做自己真正喜爱的工作。我目前对成功的看法是，我能产生多大影响，能获得什么样的经历，我自己能获得多大快乐，这些远比追求金钱或地位重要得多。我主要的动力是：1.与家人以及我在乎的人待在一起；2.做有趣、令人兴奋和有影响力的事；3.在创业中追求长期职业生涯，创立能影响世界的公司。”




马特·萨兹伯格（Matt Salzberg）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避免“边际成本”错误

在财务和经济学课上，我们都学过在评估投资机会时的一条原则：忽略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依据每项投资产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来做决策。我们在课上还学到，这一原则令企业倾向于利用过去为了取得成功而投入的资源，而不是让它们打造未来所需的能力。要是我们知道未来恰如昨天，这种做法还可行；但如果未来发生变化——而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可以解答我向学生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如何永葆诚信，远离牢狱之灾。在人生需要做出对与错的选择时，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使用边际成本理论。我们脑中有一个声音说：“我知道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不该这么做。但现在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就这一次，没事的。”“就这一次”错误的边际成本似乎低得永远令人难以拒绝。但你会因此而深陷进去，从不去查看这条道路最后通向何方，也不计算做出这种选择的成本。人们在替自己的不忠和失信行为辩解时，所说的“就这一次”就源自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原理。

我想在此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如何明白“就这一次”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当年在牛津大学时，我参加了校际篮球队。我们甩掉了所有对手，在那个赛季一直保持胜利。队友们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打入了类似于全美大学生锦标赛的英国联赛，并进入半决赛。结果冠军赛安排在了周日。我16岁时曾向上帝许下诺言，绝不在周日打篮球。因此，我找到教练，告诉他我的难题。他无法相信此事，我的队友们也是，因为我那时是球队的首发中锋。每个队友都来对我说：“你得上场。就不能破一次例吗？”

由于我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我离开大家去做祷告，向上帝询问我该怎么办。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不能违背承诺，因此没有去参加那场冠军赛。

和我一生中的数千个周日相比，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理论上，我确实可以打破一次誓言，然后绝不再犯。但回顾那次的经历时，抵制住“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就这一次”的诱惑，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为什么？因为我的一生不断出现情有可原的情况。要是我越线一次，以后就会反复再犯。

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100%坚守原则要比98%坚守原则容易。如果你基于边际成本分析，屈服于“就这一次”，那你就会像我那些同班同学所做的那样，后悔自己的选择。你必须明确所要坚守的原则，并为此设定安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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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要回到麦肯锡继续工作，这对我来说很可能变化不大。不过，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我在肯尼迪政治学院读了第二学位。考虑到2008年大选和经济萧条，更好地了解政府和非营利机构似乎更吸引我。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促使我返回麦肯锡，在那里我将能够同时探索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

“这次经济衰退使我们后退了几步，审视自己有多幸运。衰退对我们而言是‘到4月底我们能找到工作吗？’对很多人而言则是‘我们要一直在家里待业吗？’”




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牢记谦虚的重要性

这一点是我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教授有关谦虚的课程时的感悟。我让全班学生描述一下他们所认识的最谦虚的人。结果我们发现，这些谦虚之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很强的自尊感。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并对此感觉很好。我们还发现，谦虚不是指要有自我贬低的行为或态度，而是对待他人要尊重。谦虚之人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好的行为。比如，你从不偷一个人的东西，因为你非常尊重那个人。你也从来不对别人撒谎。

在这个世界上，怀有谦虚之心很重要。当你考入一流研究生院之前，几乎你的全部所学均来自那些比你更聪明、更有经验的人，比如你的父母、老师和上司。而当你从哈佛商学院或其他顶级学校结束学业后，你在工作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或许并不如你聪明。如果你的态度是，只有聪明人才能教导你，你的学习机会将会受限。但如果你拥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每个人学习，你的学习机会将永无止境。通常，只有当你真的对自己感觉良好时才会表现谦虚，你也会想要帮助身边的人提升他们的自尊感。我们看到有些人以一种傲慢无礼、颐指气使的方式对待别人，其实他们的粗暴行为说明他们缺乏自尊。这些人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让自己感觉良好。

2009年，我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我的人生可能要比预期的短。所幸治疗进展不错，看起来我不会提前结束生命。但这段经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要的审视。

我很清楚，一些公司应用了我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巨大收益。我知道自己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我面临这场疾病时，我发现那些影响对我而言微不足道，这真有趣。我由此得出结论：上帝评估我这一生的标准并不是美元，而是我影响到其人生的那些人们。

我认为，这个标准适用于每一个人。别担心你能取得多大成就，想想你能帮多少人变得更好吧。我最后的忠告是：思考一下你人生的标准是什么，找到答案并下定决心每天坚持，当你在生命走到尽头时，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image: ]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哈佛商学院Kim B. Clark管理学教席教授，也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一书的作者，此书正是基于本文写作而成。本文摘自《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必读系列丛书的《自我发现与重塑》，中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





杂谈 Synthesis



2015年度10大必读书

蒋荟蓉 | 译　万艳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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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5年《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及的书目，编辑们精心挑选出10本最佳图书呈现给读者，话题涉及创新、创业、谈判、心理学以及人物传记等方方面面，既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编辑们希望通过推荐书单的方式，让读者更广泛地了解东西方商业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1、《大富翁：经典桌面游戏背后的执迷、狂怒和丑闻》

（The Monopolists: Obsession, Fury, and the Scandal Behind the World's Favorite Board Game
 ）



本书讲述风靡一时的桌面游戏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大富翁游戏受到从进步时代到大萧条时期许多左翼人士的追捧，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著名的智囊团成员。本书讲述了现实生活中赢家和输家的故事，展现了一段企业竞相逐利的社会历史，揭示了20世纪美国商业的残忍本性。本书仅有英文版。




2、《第二次机器革命》

（The Second Machine Age
 ）



本书阐述了驱动我们经济和生活发生变革的力量。数字化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各种职业带来永久性、颠覆性的改变。各种公司也将被迫转型，否则只能消亡。凭借对数字化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精准研究，两位作者归纳出企业生存与发展战略。两位作者2015年还曾就书中观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做过进一步阐释，详情请见6月刊《第二机器时代与经济“大脱节”》一文。




3、《创业无畏》

（Bold
 ）



今天的创新企业家，正在利用急速发展的指数型技术去改变产品、服务甚至颠覆整个行业。他们不但懂得如何运用指数型技术，更具有“无所畏惧”的勇敢心态。本书不仅分享了成功创业家的真知灼见，还绘制了一幅激情创业的行动路线图。




4、《从0到1》

（Zero to One
 )



Paypal创始人、Facebook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与心得，包括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以及如何发现新市场。本书在美国一经出版便荣登《纽约时报》商业畅销书榜首，在中国也同样受到雷军和刘强东等企业家的追捧，成为2015年关注度最高的商业类图书之一。




5、《影子富豪查克·菲尼》

（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



查克·菲尼和他的合伙人缔造了庞大的免税店帝国，积极促成了北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军的和平谈判，匿名捐赠了几百所大学和机构，而他所做的一切从未被公开过。现在他把自己的秘密公开，是希望能够提倡一个信念：活着就要给与，希望富人们能够在有生之年把财富用到最有价值的地方。




6、《思考：快与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作者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做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做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做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通过对两个系统的认识，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在商场、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7、《压力的积极面》

（The Upside of Stress
 ）



四成美国人因压力而失眠，大部分人极力在减轻压力，然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凯利·麦戈尼格尔博士在本书中传达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压力是有好处的。本书首次整合呈现了有关人类复原力和思维模式之间相关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本书不是教你摆脱压力，而是指导你理解、接受和利用压力，从而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本书仅有英文版。




8、《创新者：一群黑客、天才和极客们如何创造数字革命》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



《乔布斯传》作者又一力作，讲述计算机和因特网发明者的故事。艾萨克森向我们介绍了那些数字革命开创者：阿兰·图灵、约翰·冯·诺依曼、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拉里·佩奇等。本书既展现了他们的创意才能，又讲述了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如何使创造力进一步发挥。本书仅有英文版。




9、《朋友与对手》

（Friend & Foe
 ）



朋友和对手这两个概念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对立统一。从同事、朋友、伴侣到兄弟姐妹，在所有的关系中，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只有学会把握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我们才能增强长期关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本书仅有英文版。




10、《职场谈判学》

（Negotiating at Work: Turn Small Wins into Big Gains
 ）



谈判一直是职场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今天，身在组织里的人们被要求少花钱、多办事，24小时待命，还要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谈判较之从前变得更为重要。过去30年的许多文献都未论及这一点：组织中的谈判往往发生在某种特定情境（如组织文化、之前的谈判或权力关系）下，而情境决定了可谈判的议题和主体。本书以国内外各行业专业人士的真实案例为基础，就如何应对职场谈判提供了一些实用建议。本书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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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尼尔·泰森：

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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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9岁时参观纽约海登天文馆，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没过30年，他便当上了海登天文馆馆长。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因为在广播、电视和twitter等媒体上传播公众科学知识而在美国家喻户晓。






HBR：你自称是仆人，为满足公众对科学的需要而服务。但这意味着放弃学术和工业方面的事业。你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角色？



泰森：
 如果一位教授去大学做科研并任教，你不会说这是放弃了科研。这是融合两项崇高的工作：向下一代学生传授知识，并尝试在科研上迈进。我的情况差不多，只不过不是在学校的正式课堂，而是在流行文化这个不正式的课堂上授课。科研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仍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体物理系成员。




你如何把握电视与日常工作、学术研究与家庭生活间的平衡？


平衡未免被高估了。假如生活完美平衡，一切都顺利发展，那是不是就没有了应有的活力？生活失去平衡，常有改变发生，不见得是坏事。这会给你一种新的视角。新的项目总会带来不平衡的东西。让我感到自满的环境发生崩塌，是我乐于接受的。




你如何管理天文馆和你的节目《星谈计划》（StarTalk
 ）？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问管理者。你得问问我的下属。我们这通电话打完，你再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吧。不过我觉得自己是个好的倾听者。我喜欢听别人告诉我某件事情做得不对。我见过一些人的下属总是奉承他们，就会想：“假如你真的那么好，为什么需要别人告诉你呢？如果你没有那么好却总是听好话，就可能失去机会来调整和提高自己管理、决策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学者，我喜欢不同意见。通过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对事物及其应有的状态有更深的理解。




人们说你的强项是能将复杂的概念解释得让外行人明白。这种能力是如何培养的？


我不认为我在做这样的事。我觉得自己做的是这样的事：上周日，我随意浏览着电视频道，有一个台在播足球赛。那是加时赛，所以我停下来看，辛辛那提孟加拉虎队对西雅图海鹰队，最终决定比赛结果的是隔着42码（约合38米）的一记射门。球穿过空气，打中球门左立柱，落在两根门柱之间。我迅速计算了一下，从那么长的距离踢出的球在飞行时会由于地球自转向右偏移1厘米。于是我发twitter给孟加拉虎队说：“地球自转成就了你们的得分。”这句话被体育媒体炒作起来。就是这样，我不解释物理学概念，而是把天体物理学放在流行文化里面说，然后任其发展。




好处是人们开始谈论科学了？


是的，因为他们关心足球。我做的事就像交叉授粉，能产生多种不同结果。我觉得，人们了解一点世界运行的原理，就会感到自己有了力量。




你的twitter粉丝超过400万。twitter为什么吸引你，是什么让你在twitter上聚集了如此高的人气？


跟其他早期用户一样，我是2009年注册的账号，然后开始发那种别人都在发的内容：“过马路了”、“今天有点冷”之类的。我为什么要发这种东西？真是浪费时间。后来我有了灵感。当时我的《冥王星档案》（The Pluto Files
 ）刚出版几个月，我在拉斯维加斯机场，做了一件作者们都会做的无聊事：去书店看看自己的书有没有上架。我问店员：“请问科学类在哪里？”店员回答：“啊，我们没有科学类。”我心想：“当然了，赌博之前你是不会想做任何理性思考的。”随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可以发twitter。”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发自己做为科学家和教育者偶然产生的零星想法。你可以看到我是如何思考世界的，而且要是你不认识别的科学家，跟大自然和宇宙的运转更贴近一点儿，会显得很有吸引力。




你多次提到好奇心的重要性。增强好奇心的最佳途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儿时好奇心的成年人而言？


我想，了解一些能增强决策力或者拓展人生观的东西，可能会重新点亮好奇心的火花。我尝试在twitter上这么做。没人想听你讲课，没人想听你讲解知识。所以我丢出一些知识、智慧或观点的“小饼干”。昨天我在twitter上发文说：“不可遏止之力总是打败不可撼动之物。”有人问为什么。我的下一条是：“因为足够强的力很容易就能把不可移动的物体摧毁掉，然后你就不再关心它是否移动了。”这个常见的哲学难题有了一个物理学的答案。另一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答案以生物学为基础：先有蛋，不过是由某种不是鸡的鸟类下的。我试着让自己发的文字给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学校和工作场所如何着重培养好奇心？


它们应该设置一门课，教授科学的作用和原理，以及科学方法和工具的用途。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科学只是客观知识。但实际上科学是一种对自然产生疑问的思维方式。理解了这一点，然后往四周看看，世界就成了你的实验室、实验场地——这会留住你的好奇心。




今天的顶尖科学家和公司关注的方向正确吗？


历史表明，让人们跟着想象力走，就会产生伟大的东西。你可能会说：“好，我想让所有科学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癌症。”但也许是某个对医药毫无兴趣的物理学家发明的机器治愈了癌症。或者拿20世纪20年代量子物理学的发现举例。如果你身在那个时代，你会说：“为什么要研究原子？你甚至都看不见一个原子。”然而四五十年后，以量子物理学为基础发生了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GDP据估计达到世界总GDP的三分之一。我不会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研究。要为所有前沿领域提供资金，让这些领域交叉授粉。




如何确保所有前沿领域的研究都能得到资金？


纯学术研究可能要过几年、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才能带来经济回报。资金必须由政府提供，因为我们的企业结构模型（季度报告、年度报告）不适合这种周期。不过我不会跟政策制定者争论。我说给投票选政策制定者的人听。




你有什么要让我们转告那些政策制定者？


我没有什么要让你们转告的。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就不必转告了，因为你们会选出原本就知道这其中差异的人。这才是社会真正应有的运作方式。的确，要说服别人为10年乃至50年才有回报的事情投资很难。但如果给出这些例子，我想人们会理解并重视，自己税金的一部分进入美国的研发基金。我们所有人，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理解公司研发的重要性。那是留作种子的粮食。你必须保持创新，否则会中途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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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THE SOFTER SIDE OF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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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negotiation guides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The first article in this package shows how essential it is to manage-and use-anger, excitement, and anxiety. In addition, we look at ways to gain an edge before negotiations formally begin and rules for making deals across borders.











PSYCHOLOGY


Emotion and the Art of Negotiation


Alison Wood Brooks



Negotiations can be fraught with emotion, but it's only recently that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how particular feelings influence what happens during deal making. Here the author shares some key findings and advice.

Anxiety leads to poor outcomes. You will be less nervous about negotiating, however, if you repeatedly practice and rehearse. You can also avoid anxiety by asking an outside expert to represent you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Anger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some cases, it intimidates the other parties and helps you strike a better deal, but in other situ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involving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t damages trust and goodwill and makes an impasse more likely. To avoid or defuse anger, take a break to cool off, or try expressing sadness and a desire to compromise.

Disappointment can be channeled to reach a more satisfactory outcome. Before disappointment becomes regret, ask plenty of questions to assure yourself that you've explored all options. And don't close the deal too early; you might find ways to sweeten it if you keep talking.

Excitement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Getting excited too early can lead you to act rashly, and gloating about the final terms can alienate your counterparts. But if feelings of excitement, like other emotions, are well managed, everyone can feel like a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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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S


Control the Negotiation Before It Begins


Deepak Malhotra



Countless books and articles offer advice on avoiding missteps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But some of the costliest mistakes take place before negotiators sit down to discuss the substance of the deal.

That's because they often take for granted that if they bring a lot of value to the table and have sufficient leverage, they'll be able to strike a great deal. While negotiating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is certainly important, many other factors influence where each party ends up.

This article presents four factors that can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negotiation outcomes and provides guidance on what negotiators should be doing before either side starts worrying about offers, counteroffers, and bargaining tactic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Deepak Malhotra advises negotiators to resolve process before substance, set expectations, map out the negotiation space, and control the frame. By following those steps, managers position themselves for success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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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Getting to Sí, Ja, Oui, Hai, and Da


Erin Meyer



To be effective, a negotiator must take stock of the subtle messages being passed around the table.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however, you may not know how to interpret your counterpart's communication accurately, especially when it takes the form of unspoken signals. The author identifies five rules of thumb for negotiating in other cultures:


Adapt the way you express disagreement.
 In some cultures, it's OK to say "I totally disagree." In others, that would provoke anger and possibly an irreconcilable breakdown of the relationship.


Know when to bottle it up or let it all pour out.
 Raising your voice when excited, laughing passionately, even putting a friendly arm around your counterpart— these are common behaviors in some cultures but may signal a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in others.


Learn how the other culture builds trust.
 Negotiators in some countries build trust according to the confidence they feel in someone's accomplishments, skills, and reliability. For others, trust arises from emotional closeness, empathy, or friendship.

Avoid yes-or-no questions. Instead of asking "Will you do this?" try "How long would it take you to get this done?"


Be careful about putting it in writing.
 Americans rely heavily on written contracts, but in countries where human relationships carry more weight in business, contracts are less detailed and may not be legally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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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1925-2014）




我
 们会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影响力？今年夏天驾鹤仙逝，享年89岁的沃伦·本尼斯，无疑是在领导力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

在领导力方面的研究，沃伦·本尼斯至少贡献了20余本著作以及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数不胜数的文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将领导力研究从一个边缘学科提升到主流领域，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领导者应该更民主而不是独裁。但他最伟大的也是最恒久的贡献是其发自内心的慷慨（本期经典重读选载了其经典之作《领导者的7步人生》
 ）。正如其好友，哈佛商业出版集团CEO大卫·王所说，“每一个人都将沃伦·本尼斯奉为导师”。

持有相同看法的名人太多了，比如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著名政治评论家大卫·格根以及杰出精神学家马克·郭士敦。霍华德·舒尔茨在其著述《将心注入》中，就还原了他对于本尼斯的依赖。舒尔茨说，无论是在深夜还是在黎明，只要他有困惑的时候，他就会给本尼斯打电话求教。

本尼斯将其生命的最后35年奉献给了美国南加州大学，在那里，他创建了该大学的领导力研究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的一线，笔耕不辍，他在《哈佛商业评论》《彭博商业周刊》等平台上的博客令人目不暇接。2010年，他出版了生命中最后一部著述《依然惊奇》（Still Surprised
 ）。这本回忆录式的书籍收录了其一生主要的思想精华。

在该书出版后，我采访过本尼斯。其间，他诉说了其尚未完成的项目，“如果还能出书，那么下一本的名字是《慈悲》（Grace
 ）。我认为，该书的内容正如其书名一样，将涉及慷慨、尊敬、施舍以及牺牲。这些词听起来好像很虚无缥缈，但我认为它们将成为领导力的必备要件”。我的同事茱莉亚·科比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缅怀文章，在文中，她这样写道：“《慈悲》一书永远不会出现在书架上，但那些曾有幸结识或者与本尼斯工作过的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书中所阐述的领导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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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 | Interaction



[image: ]


[image: ]



面对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很多医生深感焦虑、心怀抵触。为争取医生支持变革，组织可以根据他们的4类需求设置激励手段：实现共同目标、维护个人利益、赢得同事尊重、延续优良传统。




——托马斯·李、托比·科斯格罗夫，《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8月，《推动医生投身医改》一文







本文观点非常片面，并未从医生角度考虑问题。作者好像是在说，“怎样让医生们乖乖听领导的话”。如果你希望让医生认可某些事，就应该有话直说，并给予他们充分支持。


——卡尔·赫格尔


利伯缇大学骨科医学院内科系主任





财务激励或许能让人稍稍打起精神，但通常不够有效。如果想获得持续成功，必须将关注点从短期目标转移到长期目标上来。


——杰·万特


医学博士，Center for Improving Value in Health Care

首席医疗官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切实行动，而不能仅仅喊口号。有太多改革方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林赛·麦肯齐


The Data Surgery自由科技记者





以患者需求为优先一直是医护人员的职业守则。为使服务满足患者需求，医疗人员需付出更多时间精力，管理者要提供更多支持。变革方案应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应观念先行。


——乔治·齐布尔斯基


医学博士，Center for Improving Value in Health Care

首席医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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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养老金计划从给付确定模式转移到以401（k）计划为代表的缴费确定模式，投资风险从企业转移到员工身上，新一轮养老危机正在酝酿中。避免灾难的惟一方法是将关注点从资产净值增长转移到保障储蓄者退休收入上。




——罗伯特·默顿，《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8月，《化解养老危机新思维》一文







401（k）计划的真正问题在于，普通雇员无法得到专业投资建议。《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禁止401（k）计划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这是对的。雇主可以提供投资建议，但可能会被起诉。过去10年中，金融服务不断向所谓“财富管理”倾斜，实际上使普通中产阶级投资者越发难以获得专业投资建议。另外还存在给付确定型计划过于流行、对过时投资组合理论的依赖等现象。这些成为我们面临养老危机的原因。


——艾琳·康迪特


SumGrowth Strategies营销传播负责人





由于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公募基金和其他类型的资产管理的产品，触动了美国基金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反过来为美国401（k）的发展，为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动起到了作用，这种互动的形式是美国去年过去30多年资本市场发展中非常明显的特点。


——林羿


美国普信集团副总裁、北亚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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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首席人力资源官能担此重任。他们多数是以流程为导向的通才，熟知人员福利、薪酬和劳工关系，专注于参与、授权和管理文化等内部事物。但他们没能将人力资源与真正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不了解关键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分析不出员工或整个组织为何没能达成企业的业绩目标。




——拉姆·查兰，《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7月，《分拆人力资源部！》一文







CEO与CHRO之间的摩擦似乎不太像是组织设计的问题，而更像是人选问题。如果CHRO选对人，公司能达成文中提及的那些效果，那么，就不必分拆人力资源部，让CFO承担本不属于他们工作范畴的职责。


——蒂姆·鲍登


Management Concepts公司

专业服务、领导力和管理部门负责人





或许是时候整顿HR了，令其专注于能够配合战略项目的人才建设。但是别将薪酬项目独立出去。HR领导者的确必须要将大量时间用于基础工作上，但我们大多也正在向培养人才的方向转变。薪酬与合适的人才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尽管作者可能认为CFO已经能够看到薪酬与福利对人才驱动的效果，而不是把这些当作成本看待，但作者的想法并不实际。薪酬与福利设计是员工价值所在及其个人品牌的核心。


——利比·萨廷


万宝盛华董事会成员





CEO在HR上的困扰并非一成不变。作者指出的那些问题同样存在于金融、IT和营销部门。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并不一定就比现在的HR领导者做得好。当前的HR也不一定就没做太多配合运营的人才培养的工作。


——乔恩·杨格


The RBL集团荣誉合伙人、

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与印度商学院客座教授





企业的每个部门都存在战略型和事务型工作。单独讨论一个部门的分拆起不了作用，因为文章过于强调HR的事务属性，显得作者有些短视。许多公司都会控制开支，但它们并不会在战略型财务计划上压缩成本。然而我们不会说：“是时候分拆财务部了！”何以分拆HR的说法就能让人接受？


——戴里克·米克尔


Eddie Bauer公司薪酬经理





我认同HR经理必须帮助CEO达成公司战略这一说法，但我不认为多数公司没在做这件事。大多数HR领导者致力于找到公司发展所需的员工技能，注意人才培养，进行组织设计来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塑造灵活、懂得回应的企业文化，以及引领变革。

所有12家财富100强的CEO均参加过关于分拆HR新方式的培训，然而这一方式并不可行。HR领导者必须全方位履行HR职责，以便推动公司获得最佳成果。


——理查德·安东尼


宝洁公司全国人力资源学院负责人





当CEO们再次关注增长之后，许多人会发现组织的人才需求与CHRO满足这一需求的能力之间，差距越来越大。CHRO若想取得成功，需要具备更多的、多样化的经验和技能。

然而，正如CFO们所经历过的，解决方案也在CHRO和他们的团队当中。正如财务管理变得越来越成熟一样，人才管理也将如此。CHRO可以直面这一挑战——他们也必须面对，否则其他人将会插手，取而代之。


——凯茜·本克


德勤副主席和管理合伙人





从可以控制的内因来看，人力资源从业者能力的继续提升，将会有助于淡化关于人力资源职能的相关争论。

从不能控制的外因来看，HR部门本身在设立之初便存在着四大矛盾，即企业方与员工方之间“职格分裂”的立场矛盾、自身期待与外部期待不匹配的期待矛盾、理论定位与实践定位错位的定位矛盾，以及自身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失调的发展矛盾。

这些矛盾也决定了人力资源部门会常态性地成为“替罪羊”，成为各方发泄和指责的最佳对象。


——刘松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企业实践的进化尤为缓慢，将HR策略与业务目标紧密关联一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尽管在解决方案上有分歧，但绝大多数反对者都赞成拉姆·查兰在文章中的论述。如果HR将工作聚焦于人才、领导力等领域，自身的影响力将提升至现在的4倍。HR应当扮演“人才管理顾问”的角色。


——康志军


深圳赛普咨询高级合伙人





我认真对比了在人才管理实践方面做得卓越和一般的公司，他们在人才获取、公司业绩以及组织架构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异：“人才管理最佳实践的公司，均特设了独立的人才管理部门”。这也使我坚信：人力资源部最终会被分化成两个部门。

人才管理的主角是管理者，而非HR。HR需要确保业务管理者能够掌握潜力评估、能力评估、并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一些必要的反馈技术、教练技术去培养并发展一个后备人才。


——纪伟国


北森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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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分拆人力资源部！

戴夫·尤里奇（Dave Ulrich）| 文

徐明 | 编辑










拉
 姆·查兰最近的文章《分拆人力资源部》
 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认为，极少有CHRO可以在辅佐CEO和管理组织内部事务时，扮演重要角色。他认为，绝大多数的CHRO不能“将人力资源与真正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不了解关键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分析不出员工或整个组织为何没能达成企业的业绩目标。”

虽然我非常尊重查兰先生，但我相信，在不分拆人力资源部的情况下，CHRO也可以做得更好。

近年来，查兰先生的研究重点一直倾向于组织和人才，他撰写了诸多关于战略执行、领导力特性及提升渠道、人才管理、变革、绩效管理等话题的书籍。我相信，查兰先生的观点也反映了商业领袖们的持续关注点：通过塑造组织能力来赢得竞争。CEO们开始认识到，在获取商业机会时，技术、运营、财务资源、甚至战略定位等因素，已经和组织能力越来越紧密相连、难分彼此。当CEO们希望取得更好的业绩时，他们往往寻求专业的建议，以打造有竞争力的组织——这正是HR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查兰先生的文章恰恰证实了，HR在建立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现实中，人们对于HR专业人士的期望的确越来越高。但查兰先生有意无意间抨击了整个HR群体（“是时候跟HR部门说再见了”）。这有些简单粗暴，显然也不公平。

我认为，在人力资源（或财务、IT等）专业领域，有一种“20-60-20法则”，即，有20%的人表现卓越，为组织贡献了很多，有20%的人陷入僵化的思维模式，无法为组织做出贡献，剩下60%的人居于中间。批评末位20%的人当然可以，但不宜以偏概全。我不主张将焦点放在首尾各20%的人身上。顶尖的20%员工，他们已经很优秀，不再需要帮助，他们理应成为其他人的榜样。末位的20%员工，他们也不会“领教”你的帮助。而中间的60%正在努力学习如何来驱动组织的发展，有时他们确实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但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高层领导不懂得HR的价值。因此，我主张教会这60%的员工如何创造价值，比如，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工作，或者如何与不支持自己工作的领导共事。

作为辅佐业务、传递价值的HR专业人士，不应当只谈论人才话题。顶尖的20%的HR管理者关注着三个方面：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这些也正是60%的HR管理者应该提升的部分：

• 人才：HR应当为组织培养有能力、有意愿、能做出贡献的人才；

• 领导力：HR应当确保各级领导者都能够具备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员工、客户、投资者和社区创造可持续的市场价值。

• 组织能力：识别和打造能够驱动公司赢得竞争的组织能力（有时也被称为文化、制度、流程、资源等等）。这些能力因公司战略而异，可能包括：服务、信息（预测分析）、创新、协作、风险管理、效率、变革（适应性、灵活性）、文化转变、学习、战略聚焦等。

拉姆·查兰的“人力资源部分拆”方案

拉姆·查兰认为，HR人员应具备商业敏感度，将员工和业务数据联系起来，从而找出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令员工与其职位相匹配，并为企业战略提供人才方面的建议。因此，拉姆·查兰主张减少首席人力资源官职位，将人力资源部门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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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需要一个由外而内（而不是由内而外）的视角。在人才管理方面，这意味着要招聘客户青睐的人才，而不仅仅只是做一个雇主；在领导力发展方面，这意味着高效的领导力，是由企业对客户的品牌承诺以及投资者的无形资产所决定的。这些组织能力将由公司在关键顾客心目中的形象决定。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这种由外而内的视角，对现有的战略人力资源思维是一种补充。

查兰的建议假定HR只能在“人才”领域做出贡献，这实际上限制了人力资源可以和应该创造价值的空间。当HR能够在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为高层领导提供洞见时，他们就在创造巨大的价值。我认为与业务出身的HR相比，科班出身的HR能够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得更好。这是我与查兰先生观点不同的地方。

查兰的分拆建议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它试图用一个简单的结构调整，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为业务创造价值的根本性挑战。我有些惊讶，查兰先生一向以提供完整的战略性建议著称，怎么会将人力资源的挑战简化为一个治理问题。如果要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严肃的审视：HR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培养HR专业人士；如何重新构建整个HR体系。

其次，在HR治理方面，将其一分为二的建议显然有失偏颇。HR部门的结构应当与业务架构紧密结合。一个聚焦性的业务，既不能采用分割式的HR结构，也不能是纯粹的控股公司形式。在多元化的组织中，HR部门应当像一个专业服务公司一样运行。这种方法兼顾了集中（效率、规模经济）和分散（有效性、本地响应）的好处。事实上，许多大型组织已经将人力资源职能分为三个部分：嵌入式工作的人力资源通才（the embedded HR generalists），与业务部门高管共同解决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议题；专家中心（centers of expertise）提供专业领域系统的分析和建议；共享服务中心（service center）处理事务性工作。如同财务与会计、市场与销售一样，这三个部分都在HR职能下，有效协同工作。

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来帮助中间的60%。这包括重新定义HR战略（由外而内），重新界定HR产出（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创新人力资源实践（员工、绩效、信息和工作），更新HR专业人士的胜任力标准，围绕决策开展分析而不陷于无谓的数据信息当中。

推动一个专业职能领域的进步并不容易。顶尖的20%员工并不能完全分享自己的经验，最末位的20%员工则受到了太多的关注，中间60%的员工，如果被无意中伤，就会感到受挫和气馁，因此，我们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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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尤里奇
 是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教席教授、RBL集团合伙人。他致力于研究如何使组织通过人力资源建立快速发展、学习、协作、责任、智能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能力，并在此领域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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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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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月 聚光灯


物联网挑战


[战略]


迈克尔·波特：
 物联网变革价值创造方式

过去20年来，信息技术开始重塑产品。以往由机械和电子配件组成的产品，现在进化成了由硬件、传感器、电子元件和软件构成的系统。小型化技术和计算机处理能力不断发展，使得互联效应以几何级数增长，互联智能产品由此推动着企业竞争方式发生新转变。

这将彻底改变机械与人、其他机械以及制造商的交互方式，使制造商及其用户受益。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商业价值正在从硬件向软件转变、从产品向云转变、从产品向服务转变。基于三大转变，物联网时代的产品将从监控能力、控制能力、优化能力及自动化能力四个方面带来创新。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与PTC全球总裁詹姆斯·贺普曼（James Heppelmann）的联合研究中，他们将这三类转变视为商业价值及新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软件、云和服务的融合将成为创新的熔炉，成为差异化、全新业务模式和颠覆性技术的基石。

他们认为，物联网趋势的实质是对价值创造的颠覆，是智能互联产品对传统制造业竞争的根本性变革。这种价值创造及产品差异化的来源，将不再是物理性、地理性、时间性的，而是技术型、数据型、服务型的。制造商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全盘考虑产品的制造、销售、运作和服务。




[人力资源]


普华永道如何管理“90后”


在人才市场上，198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早已加入就业大军，紧随而来的“90后”也蓄势待发。他们的到来，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逐渐开始重塑职场结构和商业形态。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必须确保服务客户的年轻员工做到既忠于公司的使命，又做事机灵，能够自主决策，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命令。该如何管理这些职场新生代呢？普华永道北美主席鲍勃·莫里茨（Bob Moritz）详细分享了该公司的管理实践和操作方式。他们认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更为主动地探知、理解、欣赏新生代的职场愿望和诉求，从而帮助其理解贯彻企业价值观。




[管理实践]


在商言商，还是政商合一？


在商业世界中，很多企业家都能够纵横捭阖，但面对政商关系，他们要么踌躇犹豫不知所措，要么傍地而行难分雄雌，最终难以确保“在商言商”的单纯。这些畸变的关系背后都有很多或明或暗的原因。其中最为本质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区别、企业家和官员的不同，只是对官商关系作了片面理解和简单处理，以至于角色错位、行为倒错，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畸变。就此话题，最新一期“案例研究”栏目将邀请埃克森美孚公司公众和政府事务副总裁肯·科恩（Ken Cohen）、哈林顿投资公司总裁兼CEO约翰·哈林顿（John Harrington）
 做出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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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建设性不满”

艾米·加洛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特约编辑 ｜ 文









可口可乐董事会主席兼CEO穆泰康（Muhtar Kent
 ）认为，企业家既需要通过乐观的视角来运营企业，也需要通过现实的视角来调和企业目标，必须不满足于现有状态，继续挑战自己。大多数最让人激动的机会可能会来自可持续发展与企业供应链的交叉点。保持“建设性不满”的状态，可以让可持续发展的旅程充满向前的动力。




可持续合作新成功模式

拉姆·尼杜默鲁　Innova Strat公司CEO ｜ 文

表现曲线：为可持续战略而创新

艾博思　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 ｜文

CFO看可持续之道

库尔特·库恩　UPS公司CFO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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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快公司”如何解决成长的烦恼？

“快公司”现象却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无论是线性发展还是跳跃发展，无论是“先买票再上车”，还是“先上车再补票”，针对企业发展所必经的管理问题，创业者和企业家都必须持有长期主义和战略眼光。

领导力的八种基本模式

将团队捏合到一起的第一步是发现团队每一成员的个性组成和领导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将能力和优势与具体的角色和任务匹配起来。这个匹配的过程如果没有做好，将会给参与者带来痛苦并导致极大的损失。

腾讯凭借五大优势掀翻facebook

腾讯正在学习如何渗透海外市场，facebook有必要小心腾讯。因为facebook不能或不曾在其内部建立起移动通信业务。而腾讯重拳推出微信，其力度之猛不亚于推广其麾下其他灿若繁星的创新产品。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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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恶习导致糟糕决策

杰克·曾格（Jack Zenger）

约瑟夫·福克曼（Joseph Folkman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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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年前，我们构思了一个我们认为所有人都会受益的全新领导力培养方案。研究发现，当人们参与自我提升项目时，后续的鼓励会使他们获益良多。于是我们开发了一个提供鼓励的软件。用户可以在软件中输入个人发展目标，之后该软件每周或每月询问用户进展如何，然后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我们为该产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但结果表明，人们并不喜欢接收此类邮件，它们不会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让人感到厌烦。一些用户给这种软件起了个名字，叫做“唠叨软件”。显然，这个软件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一想到我们起初的决定竟导致如此令人沮丧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拥有良好初衷的人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立即想到了一些诱因——时间压力迫使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人们并没掌握全部的重要信息（在汇报给老板的时候，问题总归咎于其他人）。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为客观的答案。为了理解糟糕决策的根源所在，我们检视了5万多个管理者的360度评估数据，并且将优秀决策者与糟糕决策者的行为进行对比。针对最佳和最差决策者之间统计数据差异最明显的行为，我们进行了因素分析。最终九项因素浮出水面，它们是导致糟糕决策的原因。以下9个因素按照严重性顺序排列：


懒惰。
 这个行为表现为无力核查事实、采取主动、验证假设或者投入额外精力。简单来说，这种人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愿费心。他们过度依赖过往经验，认为能够简单地从过去找到答案。


对意料之外的事情预测不准。
 不断考虑人生中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容易令人沮丧，因此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坏事不会发生。

不幸的是，坏事时常发生，比如婚姻破灭、飞来横祸，或者市场崩盘、房价下跌、朋友不能信赖等等。许多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能够花时间思考那些可能出错的问题，他们就能更好地预见未来。但是许多人只为自己的决策感到兴奋，不愿意花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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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柔寡断。
 上述问题的另一极端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的、基于变量的决策时，很容易持续研究数据、寻求更多报告，或者在做决定前不停地分析。如果做报告和分析花费的时间比预期时间长，糟糕的决策者就会选择延迟，好机会就这样错失了。分析数据、负责地考虑结果，然后推进决策需要勇气。通常情况下，犹豫不决比做错决定更糟。那些害怕一个错误决策将会摧毁职业生涯的人通常毁于自己的恐惧，因此他们避免任何冒险的举动。


固步自封。
 一些人做出错误决策是因为他们总使用旧有数据和流程。这种人在习惯了旧有做法后就容易忽略那些收效更佳的新方法。俗话说，你所熟悉的恶魔比你不熟悉的恶魔好。

但是通常情况下，旧流程所基于的假设已经不符合现状，这样一来你做出的决策就注定会失败。糟糕的决策者在实践过去成功的方法时，忘记了检验基本假设的真实性。


与战略相悖。
 糟糕决策有时源于与整体战略的脱节。如果缺乏清晰的、提供框架背景的大战略，那么许多做法都看似可行。但是如果有一个清晰的战略作为向导，你就能够很快地辨识出最佳答案。


过度依赖他人。
 有些人无力做出决策，因为他们总在等待其他人行动，而他们所等的人同样在等待其他人的决策和投入。高效决策者在关键时刻知道如何独立行动。


唯我独尊。
 一些管理者不断等待时机，因为他们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行动，或者没有在需要的时候与其他行业专家建立联系。在我们所有关于高效决策的研究中，我们都发现，借鉴别人的相关知识、经验以及专业性能够改善决策质量。这并非什么新发现，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时人们缺乏获取信息所需的社交能力。在其他情况中我们发现，人们为了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不愿意让他人参与。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决策失误，他们也要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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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专业深度。
 如今的组织非常复杂，就算是最优秀的领导者者也可能缺乏理解复杂问题的技术深度。但是当决策者完全依赖于他人的知识及专业能力，而缺乏自己的视角与判断力时，他们可能无法将信息转化为有效的决策。当领导者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时，他们或许根本没办法分辨一个决策是好是坏。我们后来发现，最佳管理者通常拥有很深的专业背景。如果他们仍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来理解决策所蕴含的深意时，他们会亲自寻找合适的人才并索取帮助。


没能解释清楚关于决策的四大问题：什么，何时，何处，如何。
 明智的决策可能会因为人们不理解这四个层面而变成失败的决策。向他人解释清楚决策的合理性及含义对于成功地执行决策至关重要。

上述种种问题使我们不难理解，聪明人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决策。通向正确决策之路崎岖坎坷，但是你要记住，正是路上的陷阱将领导者磨练成为更有效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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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曾格
 是领导力咨询公司Zenger/Folkman的CEO；约瑟夫·福克曼
 是该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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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人士知道该忽略谁

艾德·巴蒂斯塔（Ed Batista）| 文

dbqueen | 译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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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接受我辅导的客户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我们讨论的事情中，有一项就是如何在有限时间里有效应对高强度任务——客户想要和他约时间；合伙人和其他员工需要他排忧解难，处理争端；这些人还对他的邮箱“狂轰滥炸”；任务清单没有到头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完成所要求任务时，常被建议说应该“分出轻重缓急”，好像这是解决问题的万灵咒。但在帮助客户解决和管理工作流程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分出缓急的方式收效甚微，部分原因在于做起来太容易。我们先来下个定义：分出缓急是给事务分等级的过程，比如占用我们时间的人，任务清单上的内容，收件箱里的邮件等等，要把他们按重要性排列。虽然有时会难下判断，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直接依靠感觉做出排列。当看到会议请求，任务清单，或是一封邮件，我们直觉上就知道这是否重要，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事情进行比较，并排好次序。

问题来了。排完优先级后，我们还是按照时间和精力充裕的情况来着手处理，而且我们会把不那么重要的事项放到“以后”来做。但是从来没有所谓的“以后”。未完成清单从来没有尽头。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资源。一旦我们的职业生涯进入某个阶段，我们所担负的责任让我们永远无法满足所有要求，不管我们加多久班，干得多卖力。想要见我们的人从门外排到了街上，任务清单长得拖了地，收件箱从来没有空的时候。

我们许多人犯的错误是幻想我们可以把门槛一降再降——工作更卖力，加班时间更长，用“更聪明”（不管到底怎么个聪明法）的方式工作，希望有一天能把清单上的事情都做完，但到头来是一场空。

关键在于，分出缓急是必要但不充分。重点在下一步，鉴别归类。处理突发事件的医务人员必须判断哪些患者需要立即处理，哪些可以等一等，哪些根本无需治疗，还有哪些已经没救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鉴别归类意味着不要只关注最重要的项，而把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放到“以后”来做，而是设下需要处理事项的临界标准，主动忽略那些不达标的大量事务。

第一步要把事物重新组织一下。把满满的收件箱、没做完的工作清单，还有排在门外的失望人群视作自身工作失误，这没有任何帮助。这种观点可能推动我们更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完成任务，但这是无用功。因为在职业的某一个阶段，不管我们如何投身事业，我们所面临的潜在挑战总是超出我们能力所及。所以，收件箱、工作清单还有排队的人群恰恰是成功标志，证明人们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关注。最终的胜利不是赢得一场战斗，而是赢得一场战争：不是处理完收件箱，而是处理完收件箱里所有重要信息。不是完成清单上的所有事项，而是完成清单上全部重要事项。不是处理完所有排队人群的问题，而是把真正重要人物的问题处理完。

下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错误工具。我们在“时间管理”和“个人生产力”上面花了太多精力。虽然这些努力从战术上有效，但在战略上进行鉴别归类时就没用了。记住：任务不是要列出清单，而是决定哪些可以删除，并且坚持执行。

最后，我们需要解决鉴别归类所涉及到的情感问题，因为这部仅仅是个认知过程。

主动忽略一些事情，拒绝一些人会产生一系列情绪问题，极大影响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这正是鉴别归类方法的困难之处，但只有我们关注它的情绪维度，我们通过基本理性干预来控制工作流程的努力才会奏效。

这个过程可能当下就在发生。当你刚读到上面说的“不是真正重要人物”时，很可能会退缩，觉得这也太无情了。我读到这里时也打退堂鼓，而且这还是我自己写的！这个反应可以理解，也正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些不值得的人身上花费时间和注意力。在有效进行鉴别归类和成为“混蛋”之间仅有一线之隔，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怕跨过这条线，宁可离这条线远远的。

要进行有效鉴别分类，须加强管理这些担忧和其他相关情绪的能力（是管理，而不是压抑）。正如南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写的，情绪会“产生对于目标事实的偏见，甚至干扰做决策的支持机制，从而影响有效决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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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正是我们在主动忽略一些事物时所发生的。处在鉴别归类核心的决定会产生我们无法完全驾驭的情绪。

当我们面对无法完成的工作要求时，我们会感到焦虑、害怕、忿忿不平甚至恼羞成怒。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充分意识或者接触到这些情绪，以便对其有效利用。它们是我们潜意识产生的，无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但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面对压力时，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影响，失去了做出最佳选择的机会。

加强情绪管理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步骤进行：

调整思维模式来体现情绪的重要性，以及情绪在理智思考和决策制定时的作用。我们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体验。

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定期运动，保持充足睡眠已被证明可以提高我们感知和控制情绪的能力。

参与一些需要专注力的日常事务。冥想，写作，和其他反馈性的活动能够加强我们控制思想的能力，帮助我们更敏锐地感知情绪，并对我们的经历形成新的看法，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情绪的含义。

增加我们描述情绪的词汇量。扩大词汇量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不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交流，也帮助我们更好了解自我。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不舒适的方式来变得更舒适，要能意识到对事务进行鉴别归类会产生困难情绪。这样我们就能面对没完没了的任务清单，爆满的收件箱，还有排队想要获得我们关注的人们，和善但是坚定地对其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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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巴蒂斯塔
 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译文由译言网网友dbqueen提供。





博客 @HBR




中企“西行者”在印度的未来

阿尼尔·古普塔（Anil K. Gupta）| 文

熊静如 | 访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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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已经成为移动互联时代中国轻资产行业全球化的新热土。

7月15日，小米联合印度本土电商Flipkart宣布在印度首度开卖小米3，不到一个月之后，双方又联合发起了三轮开放购买活动，试图在印度复制其在中国的成功。印度在小米的海外布局规划中，已经成为超越巴西、俄罗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最高优先级市场。

对于腾讯而言，PC时代推出的QQ国际版在印度和其他海外市场都未能获得很好的发展，而在移动互联时代，腾讯主推的微信，印度已成为其在中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微信去年开始进入全球市场，目前已在全球拥有3亿用户，遍布49个国家。其中，海外最大的用户市场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UCweb在印度的移动端浏览器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位居市场第二位。

这批不同于较早进入印度的重资产行业的新“西行者”，将会面临全新的挑战。

印度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未来经济关联还会进一步深化。印度首家中资钢铁公司Xindia、上海电气、华为和联想已经在印度市场上获得成功。不过我们不难看到，这些企业都集中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等传统重资产行业。然而，几年来一批轻资产公司也在瞄准印度市场，成为一批新西行者。

与传统重资产行业进入印度之路不同，小米、微信、UC这批新“西行者”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竞争优势，制定竞争策略。

印度市场非常年轻，类似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印度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原因。印度的强项在于IT行业和服务业，而中国企业则强于制造业。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是著名的“世界办公室”。重资产行业进入印度，是将制造业优势带到一个基本没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而小米、微信、UC这批新“西行者”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竞争优势，制定竞争策略。

众所周知，企业在任何市场的成功都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先手优势的重要性；二是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新“西行者”需要考量所在行业的属性。我认为应从行业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先手优势的显著性两方面结合来看。

比如，在移动端即时通信应用市场，网络效应非常明显：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选用了WhatsApp，你选择同样一款软件的可能性就会极高。而这就意味着即时通信app这个细分市场的包容性相对较低。在印度，美国的WhatsApp已经主宰了整个市场，微信作为一个后来者，它在印度市场上的立足与发展将会非常艰难。同样，Line也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而另一方面，按照这个分析模型，小米在印度的发展将会比较顺利。因为智能手机市场并不是“赢者通吃”的市场，而是一个后来者进入可以较为容易地取代现有统治者地位的市场——即先手优势并不明显的市场。这决定了小米在印度的潜力巨大。以小米的智能机的配置，它的价格非常具有竞争力——印度市场同中国市场一样，对价格非常敏感。小米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用高性价比的产品获取大量用户，形成规模效应。现在小米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在于渠道。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非印度本土制造的设备无法直接在线销售，因此，小米调整了其在中国以自由网络销售为主的模式，与印度排名第一的电商Flipcart合作。

同样，UCweb所在的移动端手机浏览器市场也是一个先手优势并不显著的市场。类似的还有移动设备和移动端游戏。腾讯作为移动游戏公司在印度的发展应该会很好。

尽管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步伐才刚刚开始，我已经从和阿里巴巴高层的交流中了解到，他们正在认真考虑印度的机会。当然，阿里现在进入印度可能有点晚：如同美国中国日本等其他地区，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先手优势”非常明显，印度排名前三的电子商务企业已经有Flipkart、Amazon和Snapdeal，这些企业已经在印度的电子商务领域进行多方位投资，依然处在上升期，并且没有任何一家有出售的意向。倘若未来阿里能够收购其中一家在印度的业务，那么它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未来中国的新西行者还会越来越多。移动互联时代将有更多轻资产公司在印度搏杀。我想说的是：和所有大经济体一样，印度并不是一个利基市场。在印度，几乎所有行业都拥有大量高增长机会。正因机会的无处不在，一家中国公司不仅需要思考印度是否有市场机会，还要思考它进入印度之后是否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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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尔·古普塔
 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全球化战略与创业教授，曾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0位思想者”。熊静如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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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

将销售融入战略中心

Putting Sales at the Center of Strategy

如何将最高管理层的宏伟蓝图付诸于销售人员的实际行动

弗兰克·赛斯佩德斯（Frank Cespedes）|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决策者常年不与顾客接触，通常不了解日常一线工作对兑现战略承诺的意义。他们对公司与顾客沟通层面的认知也已落伍。”


多
 年来，文档安全管理公司（DSM，化名）在检索销毁文档和安全保存集团文档领域发展得顺风顺水。很多高管及其助理都偏爱DSM一站式购物的价值主张，销售人员也对DSM情有独钟。直到21世纪初，人们发现廉价数码存储技术，特别是云存储会颠覆公司的业务，而且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DSM引入公司自创的基于云计算的存储技术，并指导销售人员将这一技术与传统服务项目绑定。

结果却非常不尽如人意。很多销售人员技术知识匮乏，不能与客户IT部门员工有效合作。定价对他们而言是个难题，因为实体与虚拟服务的成本结构截然不同。销售代表要接受项目绑定培训，这是公司新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只能卖出廉价数码服务。同时，传统服务续签合同量急速下降，利润也骤然衰减。DSM改进了其销售佣金机制，但数码销售额迅速下跌，新竞争对手开始与原DSM客户签约。最终，DSM将数码部门从公司剥离。

其实很多公司都会犯与DSM相同的错，即管理战略制定时，没有考虑与客户打交道的一线工作人员所处具体状况。

研究表明：仅有一小部分（有研究称少于10%）的公司战略方案得以有效贯彻，而且平均每个公司只兑现了其战略方案承诺财务业绩的50%－60%。其中一个原因是决策者常年不与顾客接触，通常不了解日常一线工作对兑现战略承诺的意义。他们对公司与顾客沟通层面的认知也已落伍。我将这个问题比作“战略神坛”与“销售原罪”的矛盾，即最高管理层拟定的方案如果不能说明销售者该如何具体分配资源，那这些每月靠销售额生存的人难免就会混淆概念，“玷辱”了所谓的高层战略。

销售部门应该参与到战略的制定中。美国的公司每年累计投入9000亿美元用于扩大销售额。这笔开支是广告支出的3倍，线上媒体支出的20多倍，也是社交媒体支出的100多倍。虽然有专家宣称网络将对销售产生“去中介化”效应，从而取代销售人员的作用，但数据却不支持这种论断，因为尽管销售人员数量在某些行业缩减，但从经济全局看，总销售人数并没有多少变化。

我的研究表明企业可采取4个步骤促进战略与销售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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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猜单词（Sales——销售）



双向沟通战略

首先，要对战略方案有一定了解才能进一步实施，但鲜有战略计划能够体现参与同客户交流的一线工作的主要意义，而价值的产生或破灭都是发生在一线工作中。另外，计划引进及审查过程常使决策者与“实干者”更为疏远。这一过程具体来讲就是在销售启动会议后会有一封接一封的电子邮件从总部发出，总部定期收到业绩报告的回复。中间沟通少之又少，且通常是单向交流，而业绩不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沟通不畅。

同样，即使公司为销售团队提供了谈判与销售技巧培训，更大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将战略与实际情况结合这一主要目标却被忽略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公司战略不清晰，或是公司领导者担心内部机密泄漏给对手。受前一诱因干扰的公司要认识到阐明战略是领导者的责任。受后一因素困扰的公司要懂得，相比竞争对手知晓其战略蓝图，自己人对公司战略方案没有概念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提高销售效率

3个变量会影响销售模式的效率，即潜在客户容量、成交率和每单所得利润。这3个变量各自的重要性随不同公司而不同。公司管理人员可提供给销售人员更有价值的潜在客户，或利用奖金激励他们吸收更多客户。管理者也可以通过选择正确客户并为之搭配相应产品或服务来提高成交率。同时，可以降低销售成本，完善定价或产品结构，或提高单个客户销售量来增加每单利润。如果销售人员不知道战略目标如何影响这些变量，他们会将精力集中于那些无益于或可能妨碍战略实施的事情上。

业务处理公司（BPI，化名）发现并解决了这一问题。BPI于2000年成立，是一家薪酬外包服务公司。截止到2004年，BPI销售团队人员达75人，收入4亿美元。之后公司发展遭遇瓶颈。2008年，一名董事会成员强烈要求公司CEO认真分析“理想客户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这对制定可行性战略至关重要。通过对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深入研究，BPI的答案浮出水面：理想客户应为员工人数在15到50人之间，位于市区，且经营至少5年的公司。

据此，BPI改变了销售方针。它开始追踪本公司销售代表为求引荐，给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打电话数量，而在销售代表找到联系人，并且成功签约指定类型客户后，BPI才会支付佣金。有的销售人员憎恨这个新系统，不到一年，销售代表仅剩35人。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BPI订单增长了25%，人员流动速度放缓，利润收入大幅提高。销售人员非常清楚使用何种标准获得最大效益，而公司奖金也鼓励了员工贯彻这一战略。



提升员工技能

洞见公司（CSO Insights）首席战略官吉姆·迪基（Jim Dickie）和巴里·特勒（Barry Trailer）所做研究表明，销售机构的年平均人员周转率为25%到30%，这意味着，每4年公司就要更换一批销售人员。相较于其他部门，销售部门的个人业绩差距最大。B2B背景之下，在同一领域里，排名前1/5销售代表相较后1/5的职员，业绩相差300%，而在零售领域，个人效率差异为1/3或1/4。

大多数销售人员的雇佣与培训过度依赖管理者个人直觉和之前的经验，因此不可复制。我的哈佛商学院同事鲍里斯·格罗斯伯格（Boris Groysberg）所做研究表明，明星员工一旦离开原公司就光芒不再，特别是销售人员。这是因为销售工作取决于公司具体战略和抉择，销售行为由销售控制系统和文化驱动，并不受某种普适性的销售方法论或者某个销售员过往经验所影响。企业应清楚哪种销售技巧对自身战略至关重要，并不断提高员工的相应技巧。

HubSpot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呼入式（电话销售中被动接受客户来电的方式——译者注
 ）营销公司，它就做到了上面提到的论点。HobSpot营收总监马克·罗贝热（Mark Roberge）加入公司前从未经营过销售机构。但他的工程学知识帮助他创建了基于数据记录和分析的雇佣培训流程。罗贝热制定了具体工作衡量标准，之后一年他面试了500位应聘者，为每一个人按标准打分。随后，间隔6到12个月的回归分析显示了20位被雇佣者的业绩情况，因此他可以得知对某个标准的衡量是否正确。罗贝热没有采取惯用的老带新培训方式，而是安排长达一个月的培训课程，并设立一个150题的测验及6个关于HubSpot产品、销售方法和总体战略的资格考试。



制定相关战略

公司设计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盈利，使成本费用低于所创价值。实现这一点可通过以下4种方法：将资本投入到收入高于成本费用的项目；着眼于现有资本投资，提高其利润；减少收入低于成本的资产；降低资本成本。多数首席高管都知道这些创造价值的手段，但很少人理解并运用了这些销售原理。

大多数公司项目都受与顾客有交集的营收业务驱动，因此遴选顾客直接影响公司（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该投资何种业务。想利用现有投资提取更多利润，就得各方面提高销售效率。若想减少对效益低下资产的投入应对顾客现状有及时的了解，这取决于最高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沟通质量。大部分融资需求构成是用于运营壮大公司的资本减去手头持有的资本。因此要想减少融资带来的资本成本，公司就得提高资金流动性，总的来说，销售周期是资本流动的最大驱动力：应付账款在销售过程中累积，应收账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销售物品价格与物流速度。所以提高成交率并且加快销售周期是一个战略问题，而不仅仅是一项销售任务。

如果一个团队不能有效融合战略与销售，不管它在社交媒体或颠覆性创新方面投入多少，其战略执行都可能出现问题，甚至被迫做出战略转型。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曾这样告诫他的高管：“我们的客户可都不在公司总部。”诚一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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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丹布罗西奥（Louis D'Ambrosio）
 曾是IBM软件销售部主管，之后担任通信公司Avaya和Sears控股公司CEO。他现在是清洁技术公司Sensus主席。丹布罗西奥此前与《哈佛商业评论》探讨了公司战略与销售脱节问题。









如何改进销售流程，使之进一步辅助战略？



当我在IBM任职时，我的团队正试图加快软件业务的扩张速度，但当时的技术销售代表一味专注硬件产品，此类产品属性相差太大，所以销售人员整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因此雇佣很多专攻软件的销售代表，并认真思考是让多个销售员集中推销产品给一个顾客，还是让一个销售代表负责整个产品线能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在Avaya，当我们升级传统的网络电话（VOIP）通讯系统时，我们需要的是既有人脉又懂网络技巧的销售代表，而不是使用传统电信设备的销售人员。于是我们启用1000多新员工，并对不同的战略制定了不同的入市方针。




最高管理层应怎样与销售团队沟通战略？



再好的想法不讲出来就什么也不是。要把你的战略重复10遍以上，这样你所在机构才能真正了解它。作为CEO，我每月都开员工全体大会以保证每个人都对公司战略捻熟于心。




薪酬制度应随新战略改变吗？



是的。举例而言，如果一家公司不再卖硬件产品，而改售软件产品，即从传统的设施安装领域转向产品授权使用，那就要相应的修改薪酬制度。因为有些业务需要签订高利润的维护合同得以维持，如果薪酬系统过度倾向于新产品销售，而忽视业务维护，会导致资金快速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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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赛斯佩德斯
 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及《哈佛商业评论》2014版文章《融合战略与销售》（Aligning Strategy and Sales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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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自卖自夸的反效果

The Danger of Touting a Product as "the Best"

马京晶（Jing Jing Ma） 尼尔·勒泽（Neal J. Roese）| 文

万艳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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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家拥有伟大产品的公司，自然希望消费者能将其产品视为最佳选择。因此，营销团队开展广告攻势时，会向用户展示产品在特性、价格上何以优于竞争对手，并且会以巨大的销售额证明自己的说法。然而，此类公司非但没有凭此大获成功，反而招致很多抱怨，并遭遇大量退货。显然，这一营销策略起了反作用，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事实证明，此类广告和标榜“我们最佳”的产品定位激活了消费者的最大化心态，由此人们认为，任何不够完美的产品都是浪费金钱。

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一些人追求极致的心态是天性使然，其他人会满足于“够好就行”的心理，但这些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环境是最大化心态的诱因，令人们产生比较心理，追求最佳选择。当营销信息无意间诱发这一心态，会导致消费者后悔自己的购买行为，哪怕是一点点失望就能使他们更换品牌。

我们在一系列实验中，利用不同活动使大学生产生最大化心态，模拟“最佳产品”的广告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随后测试受试者对产品的满意度。

例如，我们在一项实验中要求一群学生从几种薪酬组合、贷款协议以及类似产品中，选出最佳方案，让另一群学生只是区分出它们的差异。随后我们让所有参与者选择一种零食。半数人得到了他们选择的那种，半数人则被告知他们选择的那种已经分光了，只能得到一款替代品。最后，我们要求参与者基于几个维度给零食打分。那些被调动起最大化心态且没有得到所选零食的参与者，不满情绪明显高于其他组。他们因而减少了当初本打算购买的那款零食数量，加大了更换品牌的意愿。我们进行的其他实验也呈现出类似结果，即当消费者被调动起最大化心态，他们会挑剔产品。

对营销经理而言，这一研究为他们的广告和店内陈列提供了明确指导。企业在做比较性广告和标榜产品“最佳”时需要三思而行，以免令消费者失望。品牌很少能从这种现象中“免疫”：此前的研究也指出，仅仅只是错失最佳选择就能令人产生最强烈的遗憾感。即便管理者对自家产品极有信心也应避免与竞争对手做比较，尽量避免使用“最佳”这样的词汇，以免带来令人头痛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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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京晶
 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博士在读生。尼尔·勒泽
 是该校营销学John L.和Helen Kellogg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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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渥太华大学的简·奥莱利（Jane O'Reilly）调研显示，91%的大学教职员工称，他们在之前的一年曾遭遇被忽视甚至无视、排挤、沟通无门。研究显示，这种冷遇比公然的骚扰更为常见，更易于对人造成心理伤害，导致更高的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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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公益活动开启盈利模式

Making Charity Pay

迈克尔·诺顿（Michael I. Norton）

吉尔·埃弗里（Jill Avery）| 文

万艳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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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公司正不断尝试通过公益活动来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品牌意识以及产品销量。然而即便做法极具创意，也引起极大关注，但始终难以达到销售目标，因此许多公司过早认定，公益活动很难带来收益。我们进行的研究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坊间流传着一个颇具警示性的故事：2010年，百事公司决定放弃当年“超级碗”的广告投放，转而斥资2000万美元做一个社会公益项目——“百事焕新项目”。百事在该项目官网上贴出消费者建议的方案，如校园改造和公园翻修等。公众对这些方案进行投票，得票最高者将获得公司拨款。此举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巨大轰动，投票数量之多远超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然而，百事可乐的销量却未见增长，反而有所下滑。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百事未能将消费者公益活动的3C（company, cause, customer，即企业、由头、消费者）联系起来。简单来说，就是企业需要为活动找出由头，既引起消费者共鸣，又能刺激消费。百事焕新项目的由头与产品购买之间缺乏关联，这就意味着消费者与公司之间欠缺联系。许多对该项目回应积极的是那些从未购买、将来也很可能不会购买百事可乐产品的人。

我们近期进行的一项实验显示出，3C之间协同作用非常重要。非营利组织DonorsChoose采用的方法是让公立学校的老师提方案，比如为学生购买显微镜，这样消费者就能直接为这些方案提供资金。我们与零售商Crate & Barrel合作，向数千名该公司的消费者派送价值25美元的礼物卡，让他们就DonorsChoose上的任一项目进行投资，然后再对得到和未得到礼物卡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态度进行对比。收到礼物卡的消费者不仅很快去购买Crate & Barrel公司的其他产品，而且他们对这家公司的好感度也有所提升。

此项活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把3C紧紧联系在一起：Crate &Barrel公司的消费者对改善家居非常感兴趣，DonorsChoose则聚焦于学校改造。

我们为考虑消费者公益活动的管理者提供3个策略。首先，不要依据CEO在意的由头来做此类项目，这是企业做公益项目时的惯常模式。相反，你该考虑消费者在意的由头。不要依据他们在Facebook上的喜好做判断，而是要找到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做事的理由。唯有利用这些由头，才能激发他们展开行动。

其次，明确购买行为如何与消费者感兴趣的由头挂钩。Toms Shoes公司的消费者知道，他们每买一双鞋，公司就会捐赠出一双鞋。因此，考虑到花同样的价钱，要么从Toms Shoes买到两双鞋（一双捐赠出去），要么从别家店里只买一双鞋，消费者会更愿意选择前者。

第三，仔细实验。许多人认为“百事焕新项目”导致百事产品销量变差。但其实也存在其他因素，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激进的广告攻势。当方案可行时，你要安排一些消费者参与公益活动，其他人则维持现状，如我们在上文所做的那样。这能让你获得极佳机会考察此类活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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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诺顿
 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合著有《幸福的钱》（Happy Money
 ，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吉尔·埃弗里
 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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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好 很重要

据一项实验，在一个由3人组成的团队中，至少一名成员心情比较好的团队，解谜题的成功率是全组成员情绪不佳的团队的2倍。这项实验是福特汉姆大学的凯尔·埃米赫（Kyle J. Emich）发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心情好的人更愿意分享知识，并从他人那里汲取信息，这会调动起团队其他成员的情绪，行动更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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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靠近，他们会排斥你

People Don't Like Anything (or Anyone) Moving Toward Them

涂艳苹 | 文　安德鲁·奥康奈尔（Andrew O'Connell）| 访

李茂 |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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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张印有京剧人物的海报呈现出不断逼近的效果时，人们对它的反应会越来越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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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博士生涂艳苹和三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威斯康星大学的陆悦和阮博闻）在8项实验中得出一个有趣的发现：人、图像或声音等刺激物的逼近，会让参与者的情绪更为消极。这项发现给那些希望走近听众的公共演讲者或放大广告中产品形象的营销人员敲响了警钟。








挑战：
 如果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朋友，或是一场临近的假期，人们真的会排斥他们吗？涂小姐，捍卫你的研究吧！







涂：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刺激物从空间上看起来迎面而来时，人们对它的反应会更加消极。在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一系列的图像，比如一些英文单词、一张中国戏曲海报、一个笑脸表情符号和一张笑容可掬之人的照片。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非物质刺激也会让人们产生相同的反应，比如一位表兄妹的来访或者其他事情，当它们在时间上逼近或者可能性有所增加时，也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




HBR：
 一个笑脸越来越近？听起来像是噩梦中的场景。还有傻笑的陌生人？怪不得它们的逼近会让研究对象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们首先测量了人们对这些图像和事情的反应，所以我们很确定参与者对它们的感觉都很正面。在1－5的数值范围中，其中5代表“非常正面”，笑脸表情符号的平均得分是4.49，面无表情和皱眉表情符号的得分分别是3.18和1.59。参与者对男性图像的反应与之相似：在1－7的数值范围中，当他微笑、面无表情或者皱眉时，他的得分分别是5.14、3.86和2.92。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发现，当这些刺激物被受试者视为是朝他们逼近时，所有的得分都下降了。




但是如果迎面而来的是我爱的人呢？或者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呢？


当我最初把这次采访标到日历上时，我想，“太棒了，这可是一个分享我们研究成果的好机会！”但随着时间一天天逼近，我越发焦虑起来。倘若有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怎么办？倘若我无法解释清楚怎么办？所以，即使非常积极的事情也有消极的一面，当它们越来越近时，我们脑中会更加凸显那些消极方面。

至于你爱的人：情况可能是当他走近时，你会觉得有点烦躁，比如你可能担心他会问你什么事情，但是，相聚的幸福感很快就会占据上风。所以，你体验到的是多重感觉，有消极的，更多的是积极的。我们试图在研究中理清这些令人困惑的感觉层次，于是我们比较了人们对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反应：一个是逐渐走进的人，一个是待在身旁的人。研究发现当你爱的人迎面走来时，你可能会产生积极反应，但是如果他一直待在你身旁的话，你的反应就没那么积极了。




直觉告诉我，演讲时我从讲台后面出来走近听众，他们的反应会更加积极。


的确有这种可能。这就是我所谓的多重感觉。当你走近听众时，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很亲切、友善，这是一层感觉。但是随着你走得越来越近，负面情绪的暗流就会增加。听众可能会感觉到害怕或者受到威胁，至于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他们可能觉得你入侵了他们的领地。同样的道理，当一位经理向员工走近时，经理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每走近一步，员工对他的反应就越消极。所以，站在人们的旁边与走近他们是完全两码事。

当广告中展示的产品向观看者移近时，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应。如果是一台漂亮的新车越来越近，观看者可能一方面觉得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对这种展示方式产生消极反应。为了降低其他因素可能对受试者反应的影响，我们通常让受试者观看电脑图像，通过让电脑图像越变越大，让受试者感觉刺激物离他们越来越近。




你怎么知道参与者不认为是他们在一步步靠近刺激物呢？


一般来说，人们把一个不断扩大的图像视为朝他们靠近。但是，当我们对参与者指出是他们正在靠近刺激物，而不是刺激物走进他们时，他们的厌恶感就消失了。我们用面无表情之人的图像进行测试。当它朝受试者靠近时，受试者会产生排斥感；但是当参与者朝图像走近时，则没有这种感觉。




那么时间方面呢？编辑们是不是应该不要太强调我的截稿日期？


大脑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差不多。所以，一件日益迫近的事情会让人心绪不宁。当管理者不断强调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截止日期时，他可能不知不觉间增加了员工对项目的消极情绪。尤其令人讨厌的是管理者起初把一项任务（比如会议）安排在一个遥远的日子，然后把它提前。即使员工起初对会议并无特殊反应，但时间上的提前会让他们害怕。提高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引起类似的反应。




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


我很想说我们发现靠近与厌恶“法则”时经历了醍醐灌顶的一刻，比如一个沙滩球朝我们滚过来，引发我们思考。事实上，我们当时讨论的是社交活动上的事情。你看到人群中的一个人，心里想，“真是个迷人的家伙。我真想跟这个人说话。”但是当他或者她朝你走来时，你的感觉就开始变化了。你开始担心、焦躁，甚至感觉受到了威胁。我们都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与进化论有关。在不断的进化和演变中，人们知道当刺激物向我们靠近时会带来更大的危险。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这样想。




公共演讲家或者营销人员应该如何利用你们的发现呢？


演讲家可以选择站在一个离观众不远的地方，可能是离前排距离较近的地方，然后就呆在那里演讲，这样的演讲效果更好。营销人员可以采用特写镜头展示产品，但是尽量避免走近人们，或是把产品朝他们的方向推近，或将一件事情提前。否则，人们的进化本能就会作怪，从而影响对你、产品或者事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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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艳苹
 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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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们在做什么工作

What We'll Be Doing in 2022

腾跃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2年医疗行业就业态势良好。美国劳工统计局观察就业数据后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医疗行业就业情况将有所好转；建筑业就业情况将从经济大衰退中回升。

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中，美国就业市场增长最迅速的领域将发生在医疗、医疗支援、建筑行业以及个人护理领域。以上4个领域预计占所有新工作岗位的三分之一——大约660万个职位。农林渔业是惟一在就业空间萎缩的领域。

虽然多数就业增长迅速的领域对学历无硬性要求，但要求大学或更高学历的岗位实际增长更迅猛（14%比9.1%）。高技能工作的薪金将是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每年57770美元与每年27670美元）。

毫无疑问，IT行业管理岗位增长速度最快。人力资源、公关、营销和运营领域也将显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工业生产领域管理岗位消失最快——这反映出制造业持续衰落的趋势。CEO数量的增长则仅有5.3%。



[image: ]


长按放大图片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管理岗位增长预期

2022年不同行业管理岗位的预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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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移动互联变革

潘福爱（Anne Bouverot）| 口述

李茂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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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年4月，全球移动连接总数突破70亿；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移动连接数将达到联合国预测的72亿全球人口总数的规模。其中，亚太地区移动用户占全球总数的一半，预计到2020年，亚洲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移动市场之一。

去年的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普华永道和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结果显示在未来5年中，互联设备和机对机（M2M）通信将为亚洲地区的汽车、教育、医疗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带来变革性的影响。

事实上，移动互联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给很多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移动连接的普及性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首先，它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人们已经习惯运用移动的方式，比如手机，进行转账和购物，因此带动了移动商务和移动金融的发展。其次，它改变了各家各户能源消耗的管理方式。“智能城市”的概念由此提出，即应用智能设备，为人们提供服务，对能耗进行最优管理。第三，它便捷了人们的出行。以前我们必须以实体方式购票，现在借助一个小小的设备就可以在手机上订票，出行更加方便。第四，它改变了医疗保健领域。很多便携式移动设施可供人们随身携带，同时这些设施可以监测心跳或者身体的其他指标，医生通过监测数据可以很快对疾病进行诊断。第五，它改变了人们分享和交流信息的方式。以前人们通过纸质媒体进行阅读，现在则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在手机上阅读，阅读后还可以进行评论和转发等。

随着移动互联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另外一个发展趋势：它将改变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前消费者只是消费者，现在则可以积极参与其中，成为一名参与者。传统上的消费者是以实体方式与公司发生联系，但是现在消费者可以借助手机这种移动设备与公司联系，一切变得非常简化。

同样，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方式也更为简单。企业以前必须实体发放广告，现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发出广告，消费者很快就可以获悉公司的各种最新信息。它还为零售业企业提供了与消费者沟通的崭新方式。它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和爱好，推出定制化服务，推送消费者感兴趣的信息。

为进一步推动颠覆性先锋移动服务的发展，并改善人们生活，运营商与垂直行业的主要企业之间的持续协作则显得至关重要。例如，缓解道路拥堵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据估计在中国，20%到25%的上下班时间被浪费在交通拥堵造成的耽搁上。中国政府正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缓解上下班负担。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注入更多的智能，如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和智能交通管理，才能使上班族受益最大化。

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减轻交通拥堵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技术能让每一辆车成为交通探针，匿名报告位置、行驶速度和行进方向等重要数据。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支持数据聚合，并提供实时和预测性的交通解决方案。这些智能导航系统将超越普通GPS系统，能够判断行车路线中各点的实时路况并随时调整行车路线。通过移动服务减少交通量，将帮助中国上班族每周节约两小时，并提高多达220亿美元的经济生产力。

面对移动互联带来的变化，公司首先需要深刻理解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所在行业造成的一些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其次，公司需要做好大数据的管理和分析。比如，电力公司在用户家里安装智能电表，电表上传来的数据涉及上百万家用户，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数据管理必须要跟上。此外，零售业和教育业等行业的数据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变化频率比以前快得多，公司需要做好更迅速的实时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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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福爱
 是GSMA协会会长及董事会成员。





大思路 The Big Idea




重塑人才经济

The Rise (and Likely Fall) of the Talent Economy

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文

刘铮筝 | 译　熊静如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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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和金融家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得丰厚回报，须采取措施遏制这一趋势。






核心观点


问题
 　人才是目前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资产，然而在美国，人才从经济增长中过度索取回报。精英人才和普通员工间的收入差别亟待调整，人才造成经济波动，其影响日益恶劣。




原因
 　对冲基金和杠杆并购业的奖励机制助长资产交易中的价格波动，而股权激励促使高管将交易者利益放在长期投资者利益之上。




解决方案
 　政策法规、税收改革以及通过高管、私人股权管理者和养老基金机构间自觉合作，更好平衡对资本、劳动力和人才的回报。






19
 97年，65岁的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与世长辞，当时他的身价以10亿计。作为一名从十几岁起移民美国的古巴人，戈伊苏埃塔已相当成功。他并不是美国移民中的首位亿万富翁，但发家方式不同于他人。其他人的巨额财富来自创立公司或公司上市，而戈伊苏埃塔的财富来自担任可口可乐CEO。

戈伊苏埃塔可谓生逢其时。1980年他就任可口可乐CEO时，这家公司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连贵重的有形资本也寥寥无几。彼时人才经济已经形成，对关键生产资料的回报发生了划时代剧变，戈伊苏埃塔也从中获益。凭着经典的品牌形象和积累下来的人才，可口可乐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戈伊苏埃塔就是该公司杰出人才的代表。在之前的年代中，投资方从未如此愿意为人才买单。

一个世纪前，最珍贵的资产是自然资源。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需要碳氢化合物，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需要铁矿石和煤，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mpany）需要房地产。20世纪以来，美国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用于开采和获取石油、矿藏、森林、水和土地资源的资本投入越来越高。仅在50年前，总市值排名前50位的美国企业中，72%的企业都还认为它们名列前茅的原因是掌控和开采自然资源。

毋庸置疑，公司越成长，越需要劳动力。但这些工作大多十分常规，换谁都能胜任，工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因此在经济中，劳动者的地位居于第三，远在自然资源和资本之下，直到劳方被允许、被动员成立工会，情况才有所好转。

从1960年起，形势开始转变。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岗位大量涌现，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被纳入工作要求。如“人才经济的崛起”
 图中所示，1960年创造力型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的16%，1960年之前的50年间这一比例仅成长了3个百分点。而在1960年后的50年，这一比例增加了一倍之多，在2010年达到33%。

1963年的市值50强中，出现了一批“新兴公司”，排名第四的IBM就是其一。IBM的成功几乎与自然资源无关，尽管资本的作用不容忽视，但IBM的任何一员都会同意，公司的成功主要来自充满创造力的员工。正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市场营销和销售人员，打造了IBM的核心竞争力，令该公司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样依靠人才取得成功的公司还有：柯达、宝洁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到2013年，50强中超过一半的公司均由人才主导，包括前4强中的3家公司：苹果、微软和谷歌（第4家是埃克森美孚）。只有10家公司将其排名归功于拥有资源。过去50年来，美国经济发生了从利用自然资源到利用人才的质变。



回报比期待更梦幻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上市公司CEO的奖金平均低于100万（现值）美元，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从1960到1980年，股东进一步压低了CEO薪资，与1960年相比，1980年CEO从公司每1美元净利润中所得回报缩水了33%。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商界、学界、运动界还是艺术界，不同的人才阶层中情况都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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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之后，物质激励似乎成了动员人们施展才干的必要条件。富有才干的领导收入大幅提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高收入者积累更多财富。
 大萧条之后，美国税收政策重心转向了分享经济果实。有观点认为，财富过于集中是大萧条的主因之一，因此富人应拿出部分收入，用于创造稳定就业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消费。因此，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最高税率从1931年的25%，逐步提高到1963年的91%。这意味着收入100万美元的人在缴纳联邦税后，只留下27万；收入1000万的人税后只剩150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税收趋势又发生了变化。包括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就税率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当工资收入的边际税率高出一定限度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量就会开始下降，该税率超出临界点越多，下降就越剧烈。实际上，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这一效应到达一定强度后，将会减少美国财政部的税收。

这种从供给角度出发的观点证明，调整税收政策确实有用。最高边际税率从1981年起开始下降，从70%降到1982年的50%、1987年的38.5%、直到1988年的28%。在这短短7年间，税前收入100万美元的人在缴纳联邦税后，实际收入从34万美元上升至72.5万美元。税前收入1000万的人税后收入由300万升至720万。


企业高管的收入由股票和工资组成。
 1976年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在《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发表了《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在今天该文已广为人知。文中首先提出了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认为公司应将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即人才与资本的利益挂钩，避免代理成本给股东和整体经济造成损失。

这一挂钩机制催生了股权激励制度，高管收入因此大大提高。CEO薪酬在20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90年代翻了二番。进入21世纪，尽管批评声浪日益高涨，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重创，但CEO薪酬依然继续增加。另一促进人才薪酬提高的机制是“2-20法则（2&20 formula）”，它不像代理理论那么有名，而且名声也不太好。“2-20法则”可追溯到2000年前，当时的腓尼基船长每成功运输一批货物，会索取与20%货物等值的报酬。投资管理领域曾经惯常收取相当于所托管资产1%到2%的费用，但对冲基金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在1949年率先采用了腓尼基公式。他成立了后人熟知的私募股权公司，自己担任一般合伙人。投资琼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在提交2%资产管理费的基础上，还要支付他所得利润的20%（即所谓的“附带收益”）。

风险投资行业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末，其行业模式转变为私募股权公司，并应用“2-20法则”获取丰厚利润。该机制后来也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杠杆并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法则最大的获益者是对冲基金，该行业规模迅速膨胀，并将“2-20法则”用于运作规模更大，更有利可图的有限合伙资本。

可以想见，随着人才的关键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们的身价也越来越高；同样在情理之中的是，普通员工也早已认可了对收入的这一重新分配。毕竟，这种分配符合“美国梦”的价值观，辛勤工作和施展才能的人理应获得回报。自立自强的富一代不会受人指责，只有富二代才会被指指点点。上榜《福布斯》的多数亿万富翁都是白手起家，就是明证。但这一公认的价值观正悄然改变。质疑声音越来越多：人才薪酬是否过高？他们的真实能力是否被夸大了？



梦幻高薪的阴暗面

2010年收入最高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总年薪，已超过了《财富》世界500强所有CEO的总年薪。

公众对今日亿万富豪的主要不满是，他们所创价值中，真正用于造福全社会的比例相当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和非管理岗位劳动人口的实际工资在下降，他们占总劳动人口比例的62%。而且富豪们对投资者也不够慷慨。以1979年为界，经济活动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在该年前10年间稳定于5%左右，在1979年达到顶峰，之后便一直稳步下降。目前投资回报率已低于2%，并还在继续下降。作为资本管理者的企业高管或投资经理，都在进一步为其提供的服务提高抽成。

这导致贫富悬殊从20世纪80年代起迅速加剧。过去30年间，1%最富有的人，占有了80%的GDP增长（不同算法结果可能有差异）。尽管贫富悬殊如此严重，但它还不是管理者收入过高带来的最坏后果。最坏的影响在于：我们如今的人才薪酬体系不仅没给社会带来更大整体价值，反而使经济变得更不稳定、令大多数人受到冲击，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幸免于难。

《福布斯》富豪排行榜400强的座次变化反映了经济波动。过去13年中，榜上的对冲基金经理从4名增长到31名，是目前数量增长最快的职业，其数量仅次于拥有美国最多财富的计算机软硬件企业家（39人）。如果将上榜的杠杆并购基金经理也计算在内，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发家的最佳方法是为他人管理钱财，然后按照“2-20法则”向他们收费。根据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卡普兰和斯坦福大学的约书亚·劳近期发表的论文，2010年收入最高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总年薪，已超过了《财富》世界500强所有CEO的总年薪。

对冲基金经理是如何获利的呢？

一言敝之，对冲基金的业务就是交易。“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的薪资达22亿美元，名列《机构投资者》杂志《Alpha》专刊2013年对冲基金经理收入之首。他的生财之道是：永远抢在他人前面。西蒙斯利用精巧的算法，加上几台直接与纽交所服务器相连的服务器，迅速抓住微小套利机会。在他的公司，持有一支股票5分钟就算得上长期投资了。

现代市场体系为对冲基金交易提供了条件，使其能经营大量股票的长短仓买卖。实际上，对冲基金经理根本不在乎他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业绩好坏，只希望股价持续波动，而且波动越剧烈越好。股价波动越剧烈，对冲基金经理附带收益的获利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从事投资管理，以前的投资者与对冲基金经理则完全不同，他们放眼长远，希望公司能繁荣发展。

除了为对冲基金牟利，这种交易并没为其他任何人直接创造价值。一个交易者获益，就意味着其他交易者受损。这种交易与成立公司有本质不同，后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好产品并创造更多就业。对冲基金支持者当然可以辩解，该种基金可以帮助企业规避利率或汇率造成的风险，从而为世界带来经济价值。这是个不错的借口，但如今这个行业规模数以万亿计，实际上其中很小一部分就足以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避险，完成价值创造。此外，随着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市场波动已愈演愈烈。在这一事实面前，任何有关对冲基金风险管理净收益的观点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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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价值到交易价值，这一转变令人忧心。但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今对冲基金业者和高管人才都能从促进经济波动中分一杯羹。可经济波动并不符合资本和劳动者的利益。如前所述，目前高管薪酬采取股权激励制，旨在将管理者和股权所有者长远利益挂钩。但股价所反映的，不过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共同期待。如果对公司业绩的期待走高，股价随之走高，反之亦然。因此，股权激励使得高管聚焦于管控市场参与者对公司的期待，而非真正改善公司业绩。

此外，因为股权激励通常按每年股票时价发放，投资者对公司预期发生的波动与管理者利益挂钩。如果指定年份中的投资者预期降低，那么第二年所发行的期权或延期付息股票价格也会降低。为获得丰厚报酬，所有管理者必需使预期恢复到之前水平。

对CEO而言，这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原因。例子之一就是从1995年开始担任思科公司CEO的约翰·钱伯斯。和罗伯特·戈伊苏埃塔一样，钱伯斯也通过掌管上市公司成为亿万富翁。在他任期内，思科的股东经历了两次泡沫破裂。从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股价从80.06美元跌至8.60美元。2007年多数时间思科的股价在25到33美元间波动，在当年11月达到34.08美元。金融危机后，思科股价在2009年跌至13.62美元，虽然在2010年4月回升到27.57美元，但在2011年8月又下降到13.73美元。截至2014年6月，思科股价回升至24.85美元。

从2007年11月开始，思科的登记持股人经历了不少大起大落，那些撑到2014年6月底的持股人，经历了27%总跌幅以及中间两次60%的大跌。但对于钱伯斯本人来说，情况似乎没那么糟，两次大跌让他获得了诱人的股权激励。2009年11月的期权价格为23.49美元，受限股份单位从2010年9月到2013年的价格为21.93、16.29、19.08和24.35美元。钱伯斯这5次获得的奖励总额达5300万美元，到了2014年6月，升值约18%。如果同期内股价没有经历如此多起伏，思科的股价实际上从34.08稳降至24.85美元，而钱伯斯的股权激励则会折损20%，而非升值18%。

因此现代股权激励制度鼓励波动性，而非升值。当然投资者一直在对高管施压，希望他们能为公司创造更好业绩，而高管作出的回应十分简单：立即裁员，因为人力是最容易调节的变量，能显示他们对改善公司业绩做出了努力。这种创造性破坏或许对公司和经济有利，但也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能力。管理者为获得奖励使投资者预期发生大幅波动，意味着裁员往往更容易过度，而非裁员力度不足。

因此，越来越多的职位被取消，且通常不会再设。这造成劳动者收入被压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导致美国收入不均进一步加剧，尤其拉大了极端富有者和一般收入者的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中间值和第90百分位数（或第99百分位数、第99.9百分位数）收入的差额不减反增。而同期第10百分位数和收入中间值的差额却没什么变化。（百分位数为统计学术语，通常用第几百分位来表示，例如收入分布的第90百分位表示90%的收入小于此测量值，10%的收入大于此测量值，以此类推——译者注
 ）

创造性人才和常规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从创造价值到交易价值的转变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表现；股市愈演愈烈的波动性也损害了退休金和养老基金。尽管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创造性职位的比例几乎提高了2倍，经济生活中也是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所从事的活动并未创造出相应价值，反而还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拯救人才经济

“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我们是99%”的呼声无疑是个警讯。运动的大本营祖柯蒂公园中的帐篷可能已被清场，但并不代表民愤已经平复。

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大多数选民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没有话语权，这样的经济走不长远。回溯1935年，彼时美国还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当时，实际工资下跌，失业率徘徊在25%左右。在大萧条之前和期间，雇主都将工资一压再压。劳动者本来就没什么权利，成立工会的努力也往往遭遇蛮横对待甚至暴力镇压。

1935年罗斯福政府通过了《全国劳动关系法》。这项全面支持劳动者的立法既促进工会化，又明文规定保障工会中工人的权利。罗斯福政府还成立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保证所有企业严格执行该法案。从1935年成立到1954年发展至巅峰，美国工人的工会化率从8.5%上升到28.3%，按今天标准来看，这一比例之高难以想象。工会成员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非工会成员和总体经济增速。

当然，工人们成功争取来的工资、福利和固定最高工时等规章在1960年之后的市场上就行不通了，随着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的复苏，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另外，为应对劳动者提出的要求，公司开始提高机械化程度，迁址到支持“自由工作权”的南方各州，并将工作外包至海外。到2000年为止，工会化程度又回到了1935年的水平。然而，所有这些收入调整历经了很长时间，而且被认为有损总体增长。

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经济又在重蹈1935年覆辙。“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我们是99%”的呼声无疑是个警讯。运动大本营祖柯蒂公园中的帐篷可能已被清场，但并不代表民愤已被消除。关键各方必须努力协作，纠正造成目前失衡的错误。如果不纠错，99%的人就会像之前一样，投票选出最终对自己明显有利的调整方案。说实话，他们忍到现在还没行动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发生，需要做到三件事：


人才应该有自觉性。
 新一代人才并没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美国著名对冲基金SAC资本顾问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创始人史蒂文·科恩（Steven A. Cohen）就是一大例证。科恩曾因内幕交易获罪，被罚18亿美元，后又成立了72点资产管理公司（Point72 Asset Management）。据报道，他2013年个人收入为24亿美元，名列《机构投资者》杂志2013年对冲基金大鳄收入排行榜第2。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20法则”也不能满足科恩的胃口，他收取3%的资产管理费和高达50%的附带收益。如此明目张胆的无厌贪欲，终将得到应有的审判。如果金融巨头和高管们不想遭到报应，就应收敛他们对金钱的索求。

对冲基金和杠杆收购业界还需重新自省的重要一点是，坚持将附带收益作为资本受益对待。显然，资产管理费和附带收益都属于专业服务费用。但前者却作为固定收入，按39.6%的最高边际税率征税；而后者却按资本利得税享受优惠（2003年到2012年为15%，2012年之后为20%）。这一优惠税率让约翰·保尔森在2008年赚取20亿美元的基础上，节约下5亿美元的税收。而他这一巨额收入，正是靠做空次贷市场所得，无数房主也因此蒙受重大损失。

无论是从税收理论还是公众利益角度来看，对冲基金都不应该享受资本收益的优惠待遇，因为其交易的仅是已经存在的股票，并未给社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此外，很多对冲基金经理在财务上十分强势，他们和有限合伙人讨价还价，争取“费用转换”，即定期将资产管理费转换为附带收益，以便避税。这种做法显示出，对冲基金经理一方面认为管理费和附带收益可以互换，另一方面却坚持要税务部门对两者区别对待。


投资者必须将创造价值放在第一位。
 目前，造福社会的最好投资机会是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早在1976年就正确预测到，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资本。前50名的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总共集合了11.5万亿美元。目前，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涉及3类操作，助长了人才的不义作为。


• 为对冲基金提供大量资本。
 养老基金须长期履行支付义务，很容易因资产价格水平下跌受损。为达到高回报承诺，大量养老基金作为资本流向对冲基金，但高回报往往无法兑现。我们观察到的问题是：对冲基金为获得回报，助长剧烈波动，公司股票无论涨跌，对冲基金都能获利。但养老基金受益人期待和需要的则是长期稳定的升值。


• 借出股份。
 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是世界上的主要股票出借方，而参与卖空的对冲基金则是其头号借入方。每一支养老基金借出股份赚取的费用，只占其年度回报的一小部分；而且每一只养老基金借出的股份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似乎难以察觉。但积少成多，借出的股份周而复始地参与对冲基金运作，所助长的卖空交易价值已高达2万亿美元。这些短线交易连续不断地开仓和平仓，造成市场波动，使对冲基金的金融工程师获益，但借给对冲基金股份的养老基金受益人却因此蒙受损失。


• 支持股权激励。
 这些基金支持其投资的上市公司高管获得股权激励，认为此举有利于养老基金受益人和投资公共基金的民众。但往往事与愿违，高管股权激励提高，波动性也随之加剧，导致公开市场上公众投资的回报降低。事实就是，这些世界上最长期基金的投资者正在对损害自身利益投赞成票。

在美国，人才获得的不公正优待大大超过了其他国家，但所有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发展趋势。因此，仅凭美国一己之力，很难纠正这一趋势。虽说国际合作听起来不太现实，但若能集合15个国家的35只公共基金，就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投入10万亿美元的资产。如果这些主力基金能停止为对冲基金提供资本，拒绝向对冲基金借出股份，且不再支持股权激励，其他规模较小的基金也会效仿。


政府及早干预。
 政府应出台法规，制止位于金字塔顶1%的人将过多财富据为己有。因为目前民意已经对精英阶层颇为不满，如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创业能力。有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在1935年采取的激进干预措施不够及时，不仅没能挽救工人和选民，反而对其造成伤害。以下四大行动可以避免失败重演。


• 依法调控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的关系。
 个人股东有权将股票出借给任何人。但如果养老基金不能自觉停止前述活动，就应当禁止信托机构出借股票。如果这些公共基金不减少对冲基金投资，政府应通过禁止收取资产管理费和附带收益，来减少操作对冲基金造成的不良影响。即便是规模仅为10亿美元的小型对冲基金，5年后资产管理费也高达1亿美元，足以使基金管理人发家。有了附带收益做保证，基金管理人才甘冒极大投资风险，只为赢得巨额彩票般的抽成。禁止同时收取资产管理费和附带收益、只允许收取二者之一，能够极大改善目前的分配结构，造福社会。


• 将附带受益作为普通收入征税。
 此举可促进税收公平。身价亿万的对冲基金大佬们不应再继续享受比普通工人还低的所得税率了。此外，财政部也能从中多获得几十亿税金。


• 对交易征税。
 如同对全球金融交易统一课征的托宾税那样，政府应对交易征税。任何阻止高频交易的政策都是好政策。


• 反思整体税收制度。
 自1982年起，美国的税收策略就与其他发达国家格格不入：个人所得税很低；企业所得税很高；国家增值税缺席（这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效益的收税形式）。但当人才开始过度索取回报，需要资本出手对其进行干预时，税收制度却完全站在了人才一边。资本需要刺激才能创造更多就业。但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公司对资本的刺激水平偏低。它们非但不进行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上囤积的现金已达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很多现金都在境外，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此外，没有证据显示出美国目前的税制对经济有益，但这种税制无疑导致了极大的收入不平等。

不幸的是，美国目前陷入的政治僵局使得政府很难开展上述改革。共和党似乎是对冲基金背后的坚定支持者，将对冲基金经理们视为资本的化身。实际上对冲基金经理是人才，即劳动者中分化出的一部分；而被他们收取过高费用的客户，才是资本真正的代表。民主党在过去支持加入工会的工人，但重心也已经越来越向资本靠拢。这主要是因为养老基金已成为资本最重要的形式，而其受益人构成了民主党一直以来的权利基础。两党之中，没有任何一党直接代表劳动者。

罗伯特·戈伊苏埃塔在世时，经历了人才在现代经济中的崛起，并从中获益。到他离世为止，人才之崛起依旧是造福社会的正面力量，其阴暗面尚未显现。如果政府对目前人才经济出现的问题不管不问，人才之崛起将继续造成负面影响。然而，在政府行动之前，高管、私人股权公司经理和养老基金完全有能力修正他们的行为，展现出积极领导力，更好平衡对资本、劳动力和人才的回报。


人才经济的崛起


我的同事，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的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依据美国劳工部的工作分类和工作内容描述，研究了美国劳动人口的组成部分。下列数据显示了常规工作和创造性工作的比例。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创造性工作需要独立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当然，每种工作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比如，有的高管助理负责整理文件和打字，有的则是幕后真正的老板。但通过统一标准衡量，还是能从长期看出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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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从1900到1960年，创造性工作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13%仅增加到16%。今天创造性工作的比例已达33%，在可见的未来，这一比例将继续升高。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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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
 曾任多伦多大学洛特曼管理学院的院长（1998年－2013年）。他最新的著作是《为赢而战：战略如何真正起效》（Playing to Win: How Strategy Really Work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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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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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本月我们展示的作品出自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
 之手。他在作品中审视城市建筑，记录都市生活的稠密和断裂之处。Wolf现居香港。想了解他的更多作品，可访问
photomichaelwolf.com

 。





聚光灯 Spotlight




构筑平衡工作环境，保护员工私密空间


“我们”还是“我”？

Balancing "We"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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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Michael Wolf

艺术作品：《透明之城》11　年代：2008年





克里斯汀·康登（Christine Congdon） 多娜·弗林（Donna Flynn） 梅兰妮·雷德曼（Melanie Redman）|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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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加强沟通协作的目的，开放式办公场所大行其道，但员工体验不佳，他们需要更多的私密性。企业不要只考虑物理上的私密性，关键在于帮助员工提升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企业可使用明确规则、发出信号、空间规划和打造空间生态系统四种策略为员工提供必需的私密感；更重要的是，企业须改善组织文化，使员工能够选择工作地点和方式，并能掌控个人隐私。






核心观点


挑战
 　开放式工作空间本应促进协作，但员工体验往往不佳。为使团队协作达到最优，几十年来企业不断在寻求公共和私人工作空间的平衡。




发现
 　我们习惯从物理角度考量私密性，但有必要对其重新定义。私密性实质上与个体对信息和刺激的控制能力有关，前者指个人和职业信息的传播，后者包括任何类别的干扰。




解决方案
 　工作空间中的私密性能促进协作，而非构成阻碍。通过为员工提供屏蔽干扰的私密空间、提升私密体验，企业可优化和加强团队协作。






近
 来常能听到对开放式办公室的批评，但开放式设计仍是主流，原因很简单：开放式工作空间有益合作、促进知识分享，且有助于构建强大的团队文化。理念固然不错，但现实中，开放式格局往往效果不佳，甚至阻碍团队协作。

在工作中，人与人的合作有其自然节律：进行原创性思考或处理信息时，我们需要独处或两人一组；然后集体讨论各人的思路，争取达成共识；接着再分头进行下一步。团队任务难度越高，参与其中的个体就越需要不时抽离，独自思考和调整。

为使团队协作达到最优，几十年来企业不断在寻求公共和私人工作空间的平衡。我们1980年的研究发现，美国85%的企业雇员需要能够不受干扰、集中精力的工作空间，52%的雇员认为他们缺少这样的空间。此后，被挡板隔开的格子间成为众多公司的主要景观。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风气变化，只有23%的员工需要更多私密空间，而50%的员工希望更便捷地和同事取得联系，40%的员工希望有更多人际互动。为此，很多企业的办公场所改为便于协作的开放空间，私人工作空间相应缩减。但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风尚正在回摆：员工重又迫切地需要私人空间。这不仅是为集中精力，更已成为紧张工作环境中的必需。

不过，开放式工作空间设计的流行并非私密空间缩减的惟一原因：需要团队合作的任务越来越多，员工很少能独处；无处不在的移动设备迫使我们随叫随到。重重压力下，自认在办公室难以集中精力的员工数量自2008年来上升16%，无法找到安静空间专心工作的员工增加13%。同时，在工作和生活中，个人信息外泄愈发严重。74%的受访者认为，相较10年前，他们如今对个人隐私更感担忧。

避往咖啡馆、图书馆或在家工作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不是长远之策。远程工作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知识分享受限、员工敬业度和团队契合度下降，使协作更为困难；更何况在办公室之外工作也会有其他让人分心的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起，Steelcase一直在研究职场私密性问题，并已为多个行业的数千家企业设计开放式工作空间。最近，我们开展了一次针对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企业员工和办公场所的调研，通过问卷形式、运用民族志学研究，进行观察和访问，我们对私密性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本文中，我们将向读者呈现这些新洞见，并提供实用策略，保护私密工作空间，提升员工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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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HBR.ORG


在线阅读本文并参与调查，对比你和他人工作空间的情况。



美国企业工作空间探秘

如今，超过70%
 的企业员工在开放式环境中工作，个人工作空间不断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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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际设施管理协会、美国企业地产学会





工作空间中的私密性

传统上，研究者和设计师主要从物理角度定义工作场所中的私密性，包括声音（我们是否能听到彼此）、视觉（我们是否能看到彼此）和空间独立性（我是否有自己的专属空间）。但在今天的职场，在物理或虚拟意义上，我们都随时相互连接，几乎无处遁形。这种紧密联结便于人际沟通，但也会让人感到自身存在过度曝光。

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私密性。Steelcase研究团队认为，私密性有两个维度。


信息控制。
 如今，为保护和有选择地分享个人信息，职场中人每天煞费苦心。一天中，我们时而向同事展现自我、展示工作进度，时而隐藏这些信息，在二者间反复切换。我们时时需要考虑：谁可以查阅项目文件？如何防止同事看到我电脑屏幕上的敏感信息？哪里可以安全进行机密谈话？我是否能在工位上看文章、刷Twitter而不必担心被别人说在偷懒？

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挑战了我们的自控感，特别是社交媒体削弱了我们控制个人信息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用Facebook展示自我形象，但无法控制信息下一步的传播。有意回避社交媒体的人也很难躲过谷歌等搜索引擎。如果真的不愿让同事知道自己的住址、年龄、宗教信仰、喜欢的音乐，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管理个人信息的原则，并严格遵守。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心神不宁，而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境况。


外界刺激控制。
 私密性的第二个维度与噪音及其他分散注意力、阻碍精神集中的干扰有关。相比信息控制，外界刺激控制的方式更是多样和多变。某种声音对你是干扰，对我可能是舒适的背景音。一天中，我们对同一种刺激也可能有不同反应：背景音乐有时感觉很好，有时却让人心烦。无论怎样定义干扰，我们都需要找到应对方法。

根本上，外界刺激控制决定了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神经科学研究定义了注意力的三类基本模式，设计工作空间时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

第一类是可控注意力——进行写作和深入思考等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时，我们有意避免不相关的思绪，并尽可能排除外部刺激。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不希望受到干扰，因此需要控制外部环境。

第二类是刺激型注意力——在外部刺激的作用下转移注意力。进行常规工作，如回邮件、安排会议或完成其他行政任务时，我们可能容忍甚至欢迎干扰或工作的暂时中断。很多人选择在开放空间、社交场合或热闹的地方进行常规工作。

第三类注意力称为复原——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放松神经。在此过程中，我们让大脑和身体得到休整，进行社交活动，或表达未及宣泄的情绪。选择吵闹还是安静的环境进行放松则因人而异。

在工作中，员工的注意力在上述三类模式中切换。为有效控制刺激，组织需要多样化的工作空间，提供不同程度的私密性。难点在于平衡公共和私人空间，让员工无论处于哪种注意力模式都能有效集中精力。



重新定义私密性

电子设备无处不在，人际互动空前频密，我们不能仅从物理意义上考量工作空间中的私密性。当今，私密性与员工对信息控制和刺激控制的需求相关，这又可分为社交、技术、空间3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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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中的私密性

私密性是一种普世需求，但不同文化中，人们对私密性的感受各不相同。为更好地理解各国文化中私密性观念的异同，Steelcase与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合作，在14个国家展开调查。我们将这些新信息与进行中的民族志研究相结合，得到的结论大多与此前研究一致，有些发现则出乎意料。

不同国家企业对个人空间的标准差异很大。德国员工人均占有面积29.7平方米，美国为17.7平方米，印度和中国分别为6.5平方米和4.6平方米。但尽管工作空间相对拥挤，印度和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不受干扰地工作。

这个发现标识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有别于西方。中国员工最在意信息控制：确保个人资料不外泄，尽量避开他人目光。在中国，办公室格局通常便于管理者观察员工。为获得片刻独处时间，人们有时不得不躲到楼道或卫生间；背靠墙的位置一般被视为风水宝地。印度员工也经常到办公楼的角落、储物区或墙边寻求一点私密空间。

与此相反，西方员工更关注外界刺激控制：只有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在团队中不受打扰地工作，不到一半人可以根据手上任务的不同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在我们的研究中，美国受访者最常用来描述工作环境的词是“压力大”，中国员工最常用的词则是“安心的”。（在中国，工作时眯一觉完全没人管你。）

尽管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抱怨，但大多数美国员工仍认为工作环境能让他们在需要时集中精力：高达7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很容易在办公室静下心工作。实际上，北美企业的办公室仍以格子间为主，个人工作空间大于公共空间；我们认为加重员工不满情绪的并非物理环境，而是工作节奏紧张等因素。

总体上，欧洲公司和组织的员工（除荷兰外）对工作空间私密性最不满意，对工作环境整体满意度也较低。在我们的调查中，满意度和敬业度最低的员工中有53%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按照这些国家的文化准则，员工通常只能在办公室的固定工位上工作，很难有独处时间和私密空间。相反在荷兰，很多企业允许员工在办公室内外灵活选择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布局上，荷兰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注重平等，员工能够享有多大私密空间并不依据等级地位，领导者与各级员工同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这或许是为什么调查中近一半高满意度和高敬业度员工来自荷兰。（后文《员工对工作环境感受如何》
 对比了各国情况。
 ）

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私密性的具体含义不同，但我们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员工对工作空间的满意度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高度相关。敬业度最高的员工中，98%认为他们在办公室“很容易集中注意力”，这点是他们对工作环境满意的最重要原因；这些员工中，“能够在团队中不受打扰地工作”和“能够根据手头任务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比例也很高，这两个因素对于提升敬业度和满意度也很重要。相反，敬业度和满意度低的员工深为各种干扰所苦，很难掌控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只有15%认为自己很容易集中精力。




员工对工作环境感受如何


3类私密体验会显著影响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我们就此调查了不同国家的员工。出乎意料，印度和中国员工虽然工作空间拥挤、人均占有面积很小，但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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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R.ORG
 参阅《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5月刊克里斯汀·康登的文章《文化决定办公Style》（“How Culture Shapes the Office”），了解世界各地工作空间的异同。





寻求私密性：5种个人策略

除社会文化环境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人们对私密性的需求和获得私密性的方式，包括组织文化、工作性质、情绪、个人性格等。例如，内向者更需要控制周围环境中的干扰。苏珊·凯恩（Susan Cain）最近关于内向性格的研究认为，内向者并非害羞，而是比外向者对刺激更敏感。我们的研究总结出个体控制刺激和信息、寻求私密性的5种策略，对这些策略的使用有时是无意识的。


1．策略性匿名。
 有些人能在陌生人群中获得私密感：很多时候，我们去咖啡馆工作是为避开在办公室和同事的社交互动。拉维·梅塔（Ravi Mehta）、朱睿和阿玛尔·奇玛（Amar Cheema）在《消费者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表明，适度背景噪音能提升创造性工作的效率。很多人喜欢咖啡馆或机场的环境，适度的嘈杂能让他们不受干扰地工作、阅读或放松。关键在于，这是一种策略性行为：个体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匿名隐入人群。


2．选择性曝光。
 如今，个人信息分享和传播方式花样翻新，公共和私人的界限一再变动。人们会与不同对象分享不同个人信息：例如，在物理意义上，这可能意味我们要考虑是否允许同事查看某个文件，或决定在工位上摆放什么个人物品；在虚拟意义上，我们可能因不想被对方看到而选择打电话而非视频。


3．保密和互信。
 保持私密并不等于与他人隔绝。很多情况下，员工之间需要私密沟通。绩效评估等需要保密的事宜可以提前正式安排；更多时候，员工之间会自发进行私密交流，如讨论公司中出现的敏感问题等，但可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场所。如果工作空间布局非常开放，就更需要设置专门房间，方便相互信任的员工进行私密谈话。


4．有意屏蔽。
 觉察到被窥视或偷听时，我们会感到“受到侵犯”，并用一系列屏蔽策略来保护自己：在封闭的房间打电话；为防止偷听而在公共场所谈话；在能提前看到别人走过来的地方工作。为免受“群体思维”或同侪压力影响，有些人从不轻易说出内心想法。


5．主动性孤独。
 孤独既与物理环境有关，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个体的空间位置、习惯和态度都可能制造孤立的感觉。但我们有时也主动寻求孤独：有意与周围人拉开距离，独自专注思考、调整放松、发泄情感，或做点自己的事。需要集中精力工作或换换脑子时，有些人选择待在视觉和听觉上都不受打扰的封闭空间，有些人则在食堂的僻静角落吃午饭，还有人会出去到院子里安静地坐坐或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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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办公室福利状况研究，Steelcase和益普索，2014年



营造私密空间：4种组织策略

员工可以用一系列道具或设备建立和同事间的界线，维护个人私密性。但如果组织文化不够尊重个人私密空间，再强大的工具也难以发挥作用。

组织不仅要考虑员工对私密空间的需求，更要理解，私密性并不妨碍协作。为员工营造更多私密空间，反而会优化和加强团队协作。

组织可使用一系列策略来为员工提供必需的私密感；但若想取得成功，企业须首先改善组织文化，使员工能够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并能掌控个人隐私。特定行为反复发生，并在组织上下被规章化、接纳和采用，这即是组织文化建立和巩固的过程。领导者应以身作则，暗示员工效仿，传达出“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信息。

为维护员工的私密感，企业可能需要新增不同类型的工作空间；但有时仅需适当调整空间布局，辅以组织行为和文化调整，就可达到目标。以下4种策略供企业参考。


1．明确规则。
 组织可以制定规则，对影响员工私密感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这些规定既可针对整个公司，也可针对特定部门、时段和地点。例如，组织可在某些地点设置安静工作时段，或规定听音乐、看视频必须使用耳机。领导者应清晰地说明这些规则，并解释设置规则的理由。由于员工不够理解或健忘，很多组织都没能将规则推行到底。为使员工长期遵守规则，如出现违反规则的情形，领导者必须与员工坦诚沟通，并明确告知反复违规的后果。


2．发出信号。
 信号的作用与规则相似，但并非自上而下的规定，而是由员工主动向他人发出，传达对私密性的要求。在很多地方，戴耳机表示“请勿打扰”，戴隔音耳机意图就更明显。人们有时也通过调整自己在办公室中的空间位置来表达对私密性的需求：身体面向同事表示主动寻求交流，躲在隔板或植物后面则表示“我需要安静”。

员工可以用一系列道具或设备建立和同事间的界线，维护个人私密性。但如果组织文化不够尊重个人的私密空间，再强大的工具也难以发挥作用。领导者应明确，员工必须在公共空间中尊重他人发出的私密性信号，配合同事控制信息和干扰。


3．空间规划。
 为提升员工私密体验，组织可采取两种模式设计工作空间：分布式模式和分区模式。按照分布式模式，个人和团队工作区域中都应设有安静工作空间，使员工能在不同工作状态间快速切换。例如，员工可能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来做会议准备，之后到会议室和同事讨论，然后要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完成任务。每种工作模式都应有配套的工作空间，且这些空间应相距较近，方便员工切换工作模式。

按照分区模式，工作空间中有一片特定区域被划为私密、安静空间。组织可将某片区域、某层楼或整栋建筑规定为类似图书馆的安静区域。在分区模式中，私密区域在空间上与开放式区域隔开。这种模式对管理噪音干扰尤其有效。


4．打造空间生态系统。
 我们的研究显示，最优质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包含多种类型空间的生态系统，让员工可以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方式。

有些员工需要长期使用封闭工作空间，但固定办公室的设计和分配不应依据等级，而应主要考虑需求。例如，很多高管拥有宽敞的办公室，但因为出差和开会经常不用。这些空间可以重新设计，主人不在时让有需要的人使用。和普通员工一样，很多领导者只是处理特定工作时才需要封闭空间。

无论是专属还是共享，只有让使用者能控制干扰，封闭工作空间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声音像水一样无孔不入，能从墙壁和天花板的缝隙散逸，封闭空间应能保证私密谈话不被外人听到。封闭空间的设计还应考虑视觉干扰：在追逐透明度的时尚风气中，很多办公室都使用玻璃墙，靠窗的房间尤其如此，这可能让人有“在鱼缸中工作”的不适感。改用不透明玻璃可以有效改善这类工作空间的私密体验。

“掩蔽空间”还可为多种工作提供必要的私密感。这类空间一般为半封闭，配有半高墙壁或可移动挡板。组织可以明确规定这类空间为“勿扰区域”。安静区域中的掩蔽空间尤其有效。此类空间的建造成本也很低：在我们设计的一处工作空间中，设计师只用了书本、植物等日常物品，再调整家具位置，就搭建出一片安静区。不用特意说明，这类空间本身就表明，此处专门用于独自安静工作。

开放式工作空间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打造高质量工作空间，关键在于帮助员工提升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如果能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员工将更易从团队中汲取能量和创意，也能通过暂时独处恢复身心活力。当代企业需要创造良好的工作节奏，让员工在公共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轻松切换，为集体议事和孤独沉思分别留出充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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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陷阱

The Transparenc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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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Michael Wolf

艺术作品：《透明之城》75　年代：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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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环境越透明越能提升公司业绩？答案是否定的。本文研究显示，更透明的环境并不总能提升业绩，私密性同样不可或缺。企业可以利用四种界线来划定秘密区域（注意力区域、判断区域、缓冲区域和时间区域），从而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提升公司业绩。






核心观点


问题
 　为了让人们更具创造性和生产力，管理者用开放的工作空间和实时数据来提升透明度。但太过透明会让员工感到被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转而将自己做的事情秘而不宣，连改善工作也要保密。这不仅降低了生产力，还带来矛盾的结果：透明度也降低了。








解决方案
 　员工在私密区域内尝试新创意新方法时，表现往往会更好。组织用四种界线来划定私密区域：按团队成员划分界线（注意力区域）；反馈和评估界线（判断区域）；决策权和改善权界线（缓冲区域）；划定实验期限（时间区域）。








益处
 　不太透明的工作环境可以带来更加透明的员工。通过平衡透明度与私密性，组织可以鼓励一定量的“越轨行为”来激发创新、提升生产力。






如
 今，“透明”已成为管理中的一条口号。原因不难理解，毕竟如果人们在一览无余的环境中工作，不是会更加开放、可靠吗？不是更容易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更自由地分享信息和好创意吗？

几年前，我曾希望验证这些益处。我试图寻找实验证据证明：透明可以提升公司业绩。可是通过严谨的实地研究、实验、以及深入企业内部的研究者观察，我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的研究显示，更透明的环境并不总能提升业绩，私密性同样不可或缺。这一发现是对开放工作空间研究的补充（详见本期《“我们”还是“我”？》
 一文
 ）。

透明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透明有助于减少无用功、促进合作、分享学识，但过多的透明却可能导致事实扭曲、抑制生产力，令即兴的试验行为不复存在。开放的工作空间、记录员工如何花费时间的丰富实时数据，可能会让员工感到自己被置于聚光灯下，没有安全感。此外，数据监测会导致行为改变，让他们变得即使没做坏事，也要不遗余力地保密。如果高管发现秘密行动的蛛丝马迹，出于本能，他们会变本加厉地监控员工行为。而这会令情况雪上加霜。

这情形听上去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扭曲社会。很多领先企业里面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些企业中，高度透明和密集追踪没有带来改善，而是每况愈下。比如，某家全球承包制造商下面的一家手机生产厂（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之一），在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对管理者、其他流水线上的同事都隐瞒了他们做出的流程改进。原因何在？正如一位资深工人所言：“现在先瞒着，随后再拿出来讨论是最高效的办法。这样所有人都开心：管理者看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我们完成生产目标。”

上述事件并非个例。我在研究中发现，个人和群组通常会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用于保密一项有益的活动，因为觉得老板、同事和其他人看到之后可能无法“恰当地理解”他们。即便所有人都怀有善意，众目睽睽下的压力不会改进他们的工作，只会打乱他们在做的事。

然而，有些组织已经在私密性和透明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争取到双方的益处。他们使用四种界线，在透明环境中建立特定私密区域。分别是：围绕独立团队的界线，划定“注意力区域”，避免把每一个动作都暴露在群体监视之下；反馈与评估之间的界线，划出“判断区域”，避免办公室政治，不让人们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管理形象上；决策权与改善权界线，建立起“缓冲区域”，避免可利用的资源流失；精心设定的实验时间界线，划出“时间区域”，避免太频繁和太不频繁的干预。几项涉及不同行业、文化，不同工作类型的研究显示，划出上述界线的企业能从员工那获得最多的创新、产量，以及深谋远虑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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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团队的界线

社交媒体平台、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透明工具越来越先进，我们的“被曝光”感越来越强。因此，秉承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人际交往的论点：人们花更多时间表演，试图控制别人的印象，避免尴尬，在工作中更是如此。我们按照受众需求订制服务，做他们期待的事情。

以上文提到的手机工厂为例。该厂有1.4万名工人。我开始研究这家工厂工作环境的时侯，它看起来就是典型的透明环境：每一层约有足球场大，没有墙，也没有隔断；容纳多达2000名员工轮班工作。

我安排了5位生于中国的哈佛本科生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工作。工人完全把他们当做同事。我很快发现，尽管处于开放环境中，生产团队对观察者还是隐瞒了很多。比如，标准操作规程要求先把条码贴到手机上再扫描，为了加快组装速度，工人们一次扫描多个条形码录入系统，而不是逐一扫描。停工时间里团队成员会交叉完成不同的任务，外部看起来像是在闹着玩，其实这种“玩”可以让他们在某个操作员落后的时候彼此帮助。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一种他们理性计算过后采用的能提高生产效率、又不想多费唇舌解释的生产方式。

然而，这样的小伎俩是有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因违反操作规程造成残次品的风险上升、缺乏知识分享。为了检验一些基本的干预手段是否能解决问题，我设置了几个实地试验。该厂一层有32条生产线，制造相似的移动数据卡。我随机挑选了4条生产线来做实验，其他28条留作“对照组”。

由于实验组生产线与对照组紧邻，技术人员在生产线之间挂起了隔帘。刚挂起帘子，一位参与实验的学生就听到工人说“他们给整条生产线拉上帘子该多好，我们就可以完全隔开了。这样的话我们干活会更高效。”我很好奇这话会不会成真，于是要求技术人员用医院床帘一样的大帘子把每条实验组生产线都完全隔开。5个月后，我大吃一惊：挂了帘子的生产线产量比其他的高10%到15%。即便我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比如霍桑效应（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的个人具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倾向——译者注
 ），也是如此。

帘子把员工和外界观察隔离开，有助于内部的问题解决、开展实验和保持专注。同时，帘子内部的工作变得更加透明。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帘子内的生产线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次品率依然保持在很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帘子内的人关系越来越密切，让员工愿意作为一个群体，向外部分享他们的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企业内部的人们希望团队里完全透明，但不一定要对团队外透明。团队界线可以在完全透明的环境中建立特定的、富有成效的不透明。维尔夫软件（Valve Software）就是一家极度透明的企业。我曾与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布莱德雷·斯塔茨（Bradley Staats）一起研究过这家企业。这家顶尖游戏开发商允许它的400多名员工把时间100%花在他们认为对客户有价值的项目上。员工合作开发新产品或研究新特性时，会创建名为“密谋小组”的团队，把各自带轮的办公桌推到一起。办公室布局不断流动，有些人每星期都把桌子多次在不同的“密谋小组”间挪来挪去，维尔夫甚至还有内部应用来追踪桌子的地点。

维尔夫的密谋小组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空间，用位置上的距离来维护隐私。虽然内部高度透明，但因为工作空间相互隔开，加上维尔夫不喜欢管理监控（没有人担负监控密谋小组、传递信息的职责），密谋小组在全公司范围内却没那么透明。私密性令他们得以更自由地研究创意。

某个员工建立“密谋小组”、开始研究维尔夫如何进入硬件领域时，初始团队非常小。如果这个小团体试图立即争取整个软件工程师团队的支持，那么这个硬件想法可能就会胎死腹中。即使在维尔夫，你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服那么多人支持新生事物。不过，争取少数几个人与你一起实验并建立雏形的方式是可行的。渐渐地，硬件小团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源加入，形成规模和发展趋势。为了招募更多人加入，早期的成员最终必须告诉别人他们在做什么，也就是必须提升小团队对外的透明度，但他们可以在准备妥当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来逐步透明。

选择性屏蔽

中国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挂起帘子，生产效率也随之提升。挂起帘子的生产线比其他生产线产量高出10%－15%。帘子里面的透明度、实验数量以及同事情谊都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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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夫给员工提供了创新的、富有成效的工作环境吗？它的成功印证了这一点。在其18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多顶尖的电脑游戏出自维尔夫。公司创始人表示，维尔夫每年的销售增长超过50%，员工人均贡献收入高于苹果或微软。它的游戏平台消耗的带宽，比大多数国家都多。借助密谋小组，维尔夫公司在这个以创新、快速建模和发布新品能力为生命的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维尔夫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成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他企业也在利用团队界线的隐私促进创新和生产力。比如，谷歌不会追踪它的工程师把20%的用于个人感兴趣项目的时间花在哪了，但工程师在自组织团队内部能感到透明、可靠。这部分受保障的20%时间，打造出谷歌现有产品的半壁江山，包括Gmail、AdSense、Google Talk、谷歌新闻、谷歌公交路线、Google Now，还有谷歌透明报告。

团队边界对服务提供者的业绩也有巨大影响。在近期哈佛商学院研究中，梅丽莎·瓦伦汀（Melissa Valentine）和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展示了此类界线如何在医院急诊部门改善团队工作、提升效率。实验中，她们以柜台为界线，划出了流动性小型护士与医师团队，界线内的透明度和问责明晰度都有所提升。结果，急诊部门平均就诊时间缩短了40%多，而质量却没有下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其每日患者数量增加25%，为期一年的研究时间里，急诊部把量升质不减的进步一直保持下来。

虽然观察工具（见后文《追踪每一个动作》

 ）与合作工具已经越来越强大，个体在工作中对团队支持的依赖降低，但团队实际上在不断增多，而非逐渐消亡。纵向调查显示，现在《财富》1000强企业几乎都有正式团队架构，而这一数字在1980年还不到20%。

虽然一系列因素引发了这股潮流，我的研究还显示，它与界线价值有关。现在工人可以用大型网络甚至人群进行合作，解决问题，但正如团队学者理查德·黑克曼（Richard Hackman）所言，团队界线明确时，工作产出往往会更好。界线让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和“我们共同工作”上，让工人免受一切外部干扰，包括无意义的干涉、混乱的工作流程。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有一些外部观察者会给予帮助，但也总有一些人会破坏工作成果。无论空间上的还是心理上划出的界线，都能够限定观察人的范围。界线可以是帘子、密谋小组、柜台，即便只是名义上的团队边界，也可以缓解“被曝光感”，因为它缩小了观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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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每一个动作


许多引领行业数字变革的企业，也在引领工作方式上的数字变革，让管理者可以远程观察员工工作。



如今，就连知识工作也可以被数字化监控。一家位于西雅图的创业公司VoloMetrix提取并分析了企业邮件、日历、社交平台以及业务线运营数据，基于员工自己的合作和活动数据，或其下属的数据，提供“人员分析”生产力分析表。

当然，除非雇主对被监控者说清楚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否则所有这些都会让人感受到被侵入，甚至有点吓人。企业说服消费者放弃个人信息的办法就是提供交换物。然而尽管透明的好处被说得天花乱坠，却鲜有实验证据能支撑这一点。管理者能拿出什么来换取追踪员工数据的权利呢？追踪数据能让他们工作更轻松或更有效吗？他们能由此获得赞誉而非制约吗？

创业企业Ambition正试图让透明变得更具参与感，少一些侵入感。他们把表现数据汇报给员工，用户界面模拟足球赛的形式，让他们感觉好像在玩虚拟足球游戏。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Jawbone UP、Fitbit、Nike+ FuelBand等可穿戴设备记录自己的数据，或许会让他们逐渐接受在工作场合的数字化追踪。这样一来，即使有老板看着，他们也同样能获得有益的自我认知。


四个实例



亚马逊
 仓库工人随身配备的掌上电脑可追踪、优化每个动作。


乐购
 仓库工人佩戴臂带，功能同上。


UPS
 运输车辆配有传感器，可记录司机的几乎每个动作。


拉斯维加斯哈拉斯之家（Harrah's）
 运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记录侍者为顾客端送饮料所需时间。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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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和评估的边界

实时数据是我们工作中的副产品，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合并到业绩评估中。于是，员工浪费大量宝贵精力用于印象管理。把基于数据的反馈与评估流程分割开来的工具有助于让人放松戒备，把关注点诚实地放在生产力和解决问题上，这才是企业需要的。

不管哪种信息，只要成为正式业绩考核标准，通常都会让人感到紧张。然而，多数员工非常热衷提升自己的能力，只要看看Rypple的流行就知道了。这个社交平台能让成员在其上进行匿名反馈并收集反馈（Rypple创立3年后被Salesforce以6000万美元收购，更名为Work.com）。“你只要不断地问‘我在XX上做得如何？’”Rypple联合创始人丹尼尔·德鲍（Daniel Debow）说，“就能获得纯为你提供的答案。”因为只有被评估者本人才能获取反馈，对反馈后果的担忧便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德鲍强调，反馈者给出的意见真诚、有用。因为确保私密性，他们不必担忧直率的批评会损害同事的声誉。

能让员工从日常行为中学习、免于担忧所有小错都暴露在管理层面前的另一个办法是在“保护罩”中收集反馈。美国一家大型载重汽车运输公司在所有驾驶室挡风玻璃上安装了摄像头，让驾驶更安全、更高效。小型摄像头既可拍摄外部，也可拍摄驾驶员，收集并无线传输数据。分析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找出高风险行为，避免事故发生。绿灯告诉驾驶员一切正常，一旦出现重力事件（超速、急刹、或是突然转弯等不正常的驾驶操作会触发重力感应），指示灯就会交替闪烁红绿两种颜色；如果重力感应强烈，指示灯就会变红，摄像头开始存储触发事件前8秒、触发后4秒的连续视频。平均而言，一个车载摄像头每月存储5分钟的视频，还会记录卡车速度、位置等关键信息。

作为监控车辆安全的一组教练，负责评估哪些事件可以避免，只有在造成损害或是有意违规的情况下，教练才会把记录视频提交给管理层。比如没有系安全带、开车时发短信等。监管者不能参与教练活动。

最初安装车载摄像头时，驾驶员害怕“被老大哥时刻监视”。有些人一看到红灯亮就心慌意乱，反而加重了安全驾驶隐患。但现在因为司机知道管理层不会用视频来衡量或责难他们，便开始欢迎车载摄像头。一位教练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司机“把坏习惯变成好习惯”，提升驾驶安全性；另一位教练表示，教练和司机一起看录像“真的很有帮助，它转变了人们原有视角。”有时其实只是简单地意识到：“哦，原来我的车距保持得有点太近了。”

没有担忧的反馈

在一家运输公司，视频摄像头（而不是管理者）告诉司机该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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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和改善权之间的界线

管理者费尽心力把决策权划分清楚是有原因的。明确知道什么事该找什么部门的谁处理，有助于企业运行顺畅。比如，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以及决策僵局。可是，只让少数人有权限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组织内的其他人感到没有话语权，尤其当他们没有被邀请改善系统、流程、角色以及任务的时候更是如此。员工可能会把想法藏在心里或是偷偷地执行。如果组织不给没有决策权的人以改善权，那些能从别人忽视的角落里发现解决方案的人所做的创新，就会被企业以“服从性”和“一致性”之名碾碎。

在两种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非常关键，因为行使这两种权利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行使决策权的人可以从透明环境中获益。如泰勒一个世纪以前所言，透明环境中“蛛丝马迹都会进入严谨、科学的调查”。虽然决策者想要可视性和透明性，但这种透明其实会阻碍员工进行改善的努力，因为它限制了改善所必需的实验。正如手机厂的例子所显示的。

事实上，长期以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其他人面前，人们可以把熟练的重复性工作做得更好，即心理学所讲的优势反应；但在所谓“创造性思维”的学习任务上却表现更差。透明带来的可见性会带来自我意识和抑制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家当众演奏、私下练习，因为他们需要隐私空间来试错和实现进步。因此，恰当的透明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见性，都取决于活动和观察者。音乐家可能会在老师面前练习，而老师就是一位被邀请的教练，而非他们表演的观众。技术令大批听众得以近距离围观，超乎泰勒的想象。清晰的决策权能够放大这种效应。如果你站在聚光灯下，面对一位用演奏标准来衡量乐手的听众，你绝不会挑战还没练熟的技法。完全透明的环境会催生出对私密空间的渴望，你会希望门上写着“正在彩排，请勿打扰”。

掌握上述规律的组织，会在完全透明之前给予员工缓冲期，让他们把放松的时间（富余资源）变得更具生产力而非更稀缺。我和威利·石（Willy Shih）、妮娜·安格鲁（Nina Bilimoria Angelo）曾一起研究过伟创力（Flextronics）这家企业。通过建立“月光工作坊”，伟创力公司把位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工厂变成名副其实的乐高乐园，让员工在故障停机时间为生产线开发工具和装置。这一创造性活动背后深植主人翁意识（制造企业常常会用这种方式赋予员工改善权）。工作设计的装置由简单的管子、连接器和回收材料做成，花费只用了由特定供应商制造、更复杂设计的十分之一。质量可以让宜家看起来高端，但设计可以让宜家更快速、安全、高效。更重要的是，商店鼓励持续创新，把工人设想的创意快速变成现实。

通过保障改善权让空余时间更具生产力的并不只是制造商。萨拉瓦南·科萨万（Saravanan Kesavan）、布莱德雷·斯塔茨（Bradley Staats）和我发现，美国零售商贝尔克（Belk）也是如此。贝尔克为2.4万名员工和300多家百货商店升级了一个大部分为手动的人力调度系统。它本可以像大型零售商那样把所有的调度工作自动化，基于每分钟的销售数据、实时天气预测、完成特定工作所需时间以及其他数据，用复杂算法提升劳动力效率。但贝尔克想给店铺管理者和调度员一些灵活性，让他们依据员工差异和当地因素做调整。因为零售人员是消费者体验的关键驱动因素，而后者是销量的助推力。管理者选择最简单的技术形式，让当地店铺管理者和调度员可以自行判断，不用向集团申请就可以调整系统给出的调配方案。

早期他们调整了70%以上的调度方案，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低于50%，变得更加高效、多产。与此同时，贝尔克的竞争者使用全自动调配系统，回报却不尽如人意。仅在执行可调整的调度系统后几个月之后的2013年底，贝尔克的试点商铺毛利就提升了2%。

为了让富余资源更多产，哪些员工应该被授予改善的权利？这取决于组织机构及其领导架构。在一个精益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责任进行改善，但其他企业可能会把这视为一个机会而不是命令，可能会把改进权授予研发部门、由高级管理者构成的大腕儿团队、一线团队。组织可能会把改进工作部分外包给供应商、承包商，或是咨询顾问。无论如何，改进权的分配都反映并影响着战略，因此领导必须保护他们在内部的隐私空间里进行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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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界线

在透明和隐私间实现精准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在限定时间里进行实验。用这种方法，高管们在特定时间里给员工更多自由，这样人们可以在“隐私窗口期”里精心准备，释放最大价值。

时间界线可以作为上述三种界线的补充。企业可能会设立临时团队来酝酿创意，提供一次性的个人研发反馈（比如360度评估），不会进入业绩考核，或是分配一个季度的改善权给特定的群体。一些生物技术和咨询公司从教育行业借来学术休假的概念，给员工一段时间拥有私密性和自由度的不透明缓冲期。谷歌常常会在周五使用他们“20%”的时间。

捷安特公司CEO 罗祥安（Tony Lo）要求CFO杜绣珍（Bonnie Tu）开发一个商业模式，以更好地服务女性消费者的需求，为此给她有时限的决策权力。罗认为杜是最佳人选：她的资深、声誉，以及财务敏锐度让她能够不受传统规则的束缚；罗过去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要检查一下重要项目，现在则给她6个月时间（他认为项目所需的时间）研究并落实创意。杜和她的团队圆满完成任务，在台北建立专门针对女性的店铺，比其他任何一家捷安特店都更快盈利。一系列创新产品和服务成为全球类似店面追捧的范式。

本着同样的精神，几家大型零售商在企业平面图中加入“柔性图表”，让商店管理者依据消费者行为，调整商品展示的地点和方式。虽然H&M等零售商已经将其作为标准方式，不过，大多数零售商还是把“柔性图表”限定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段，即本地化订制和独创性有望将销量最大化的时段。比如，店铺大多是在节假日密集的12月份施行实验。CVS把防晒霜放在轮子上，这样店铺管理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新摆放，以便从快速多变的天气和夏天核心时段的购买热潮中获益。

曼联足球俱乐部的前管理者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Sir Alex Ferguson）被公认为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他对透明及其对业绩的影响有过一段有趣的阐述。他大量运用装有GPS感应器的运动背心，能在训练结束20分钟后分析数据。尽管如此，他却说自己“绝对不会在训练场上批评运动员，那是他们进行反常规实验的阶段，那些努力可能会对比赛有所帮助，也可能一无所获。”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越轨行为会让我们更愿意尝试其他做事方式，乐于打破范式。但是完全透明的环境会凸显风险，强调打破常规会有长期不良后果，由此导致激冷效应，让人们不敢实验。先进的感应和追踪技术让行为变得实时可见，个体、团队、监管者该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是一个管理话题，而非技术问题。带来心理安全感和信任的组织文化、平衡的权利格局，以及合作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对领导而言，用隐私区域来降低透明度也很重要，这样可以带来一定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创新和生产力。

富有成效的怠工

伟创力公司的“月光工作坊”鼓励工人在停工的时候用简单的管子、连接器和可循环材料搭建节省劳力的设备。工人们的发明包括：用于旋转沉重钢条的圆转盘；可保持过道畅通的伸缩椅；快速测量员工平均身高的测量仪；简单易用的滚轮存储车；用加热处理卸除“不可摘除”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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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圆转盘；右：伸缩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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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身高测量仪；中：滚轮存储车；右：加热处理器







聚光灯 Spotlight




数字共享办公室激活创造力


让员工动起来

Workspaces That Mov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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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办公场所的关注，企业应从“每平方英尺的成本”（办公效率影响成本）转变到如何提升生产率（生产率影响绩效）上。企业可以利用全新的感应技术洞悉员工沟通的秘密，由此来设计数字化共享办公室。这种办公室通过为员工创造充分的偶遇和沟通机会，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力，最终提升公司业绩。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认为更多的开放空间会促进生产率和创造力，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点。他们还在使用每平方英尺造价作为管理工作场所的关键衡量标准。




解决方案
 　全新的感应技术让我们能够搜集员工沟通的数据，及其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充分利用数字化工作风格来设计工作场所，同时为员工在办公场所制造偶遇机会，会带来生产率和创造力的提高。




未来
 　为数字化工作者制造“偶遇”机会的办公环境设计将超越办公大楼，提高整个社区知识工作者的绩效。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将和城市规划结合，成为半公开－半私密的场所。






公
 司内部的人际互动与个人绩效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点在硅谷已经成为信仰，体现这种信仰的新式建筑如大教堂一般拔地而起。谷歌新的办公大楼在设计上强调让员工偶遇的场地无处不在。

Facebook即将让数千名员工在一间长达一英里的大房间中工作。雅虎曾因取消移动办公的政策而饱受骂名，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解释是：“最好的决策和洞见都来自于走廊和咖啡间的非正式讨论。”三星最近公布了美国新总部的设计，设计理念和三星传统的注重等级观念的文化大相径庭：楼层间留有宽敞的户外空间，员工会不由自主地聚集于此，三星高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工程师和销售人员打成一片。三星半导体的副总裁斯科特·伯恩鲍姆（Scott Birnbaum）表示，“最具创意的想法肯定不是在电脑前产生的”，新大楼“不仅为了促进合作，还会增加员工在思想碰撞时迸发的创新。”

有这种信仰固然不错，但高管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类似三星这样的社交空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成为过去一长串令人失望的工作场所设计的延续：办公室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行动式办公室”（Action office），之后演变为格子间，设计者随后拆除了隔板改为开放式办公，内向者为此四处寻找私密空间。其后还有四格间、酒店空间、沙发、流动办公、站立式办公桌、跑步机式办公桌和无桌办公。在此我要向马克·吐温致歉，我们根本就没有过新的办公室设计，只是在玩弄旧概念，把它们放到万花筒里进行随机组合。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这些方法是否有效呢？企业在对办公场所进行评估时使用的主要指标是“每平方英尺的成本”，空间效率成为重点。没有企业关注办公空间设计对业绩的作用，而后者才是关键。企业手中已经有答案的钥匙，只要把用于调查消费者行为习惯的感应器、活动追踪器、智能手机以及社交网络应用于企业内部，用在身处工作环境的员工身上，就能弄清楚工程师和销售人员交谈是否真的对业绩有作用。

知识工作者之间的偶遇和互动有利于提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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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位于圣何塞地区的美国总部，设计有一个中庭。





[image: ]



中间和近左：楼层间的室外空间和宽敞的公共空间。





证据浮出水面

我们已通过一系列工具搜集到这些绩效的数据，工具包括简单网络分析法，也有可以捕捉到互动、沟通及位置信息的社交徽章。

我们在不同企业的办公场所放置了数千枚徽章，其中包括制药公司、金融公司、软件公司及医院，最后从空间密度、员工距离以及社交本质三个方面得到了大量数据，并解开了优秀办公室设计之谜。举例来说，我们发现面对面交流是办公室最重要的互动。对此伯恩鲍姆（美国数理统计学家）在谈到让雇员“思想碰撞”时有所提及，我们的数据也佐证了这点：在组织内外的知识工作者之间制造巧遇和意外互动的机会，让大家有机会进行思想碰撞，能最终提高员工绩效。

此外，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办公室设计带来特定改善——比如增强某些工作场所的生产率，提高另一场所的创新能力，或者在不同时间提高同一地点两方面的绩效。企业常用的绩效指标包括总销售额、新品发布数量等，我们将实验数据和这些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证明办公环境对公司的盈亏的确有作用，在此基础上改善了办公空间的设计。这将为我们未来打造办公空间的方式带来深刻改变，以下是其中三要点：


意识到办公空间并非仅是企业需要分期偿还的资产，也是获得增长的战略工具。
 咨询及设计公司思略特（Strategy Plus）的预测数据是，办公室在任意一天的使用率峰值为42%，按此逻辑，控制成本的最佳方式就是砍掉“浪费的”空间。但我们的数据证实，将效率放到次要位置，把增加互动视为重新设计空间的主要目的，能够提高销售额或新品发布数量。


设计出适合21世纪数字化工作的办公场所。
 现在我们每天进出的办公大楼，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提供给我们工作所需工具的场所而已。将数字化沟通的模式与物理空间结合，可以增加员工互动几率，从而提高创新和生产率。


重新打造办公室，让办公大楼、工业园区和多样化的办公空间融入整个城市规划之中。
 未来的办公场所，极有可能包含各种高度联网的共享式多用途空间，它们重新定义了各企业的疆界，改善了每个人的绩效。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我们需要搜集更多数据支持新设计和新管理理念，这一切也需要城市规划人员和市政府的参与。人力资源、IT以及后勤管理部门将被彻底颠覆，由支持部门变为辅助增长的部门。若企业能重新设计办公空间，让一切更符合今天的工作习惯，业绩提升指日可待。光有信仰远远不够，我们用数据证明一切。



小咖啡机的大威力

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的CEO乔恩·巴克萨斯（Jon Fredrik Baksaas）认为，该公司之所以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变为拥有1.5亿用户的跨国运营商，公司奥斯陆总部的办公设计功不可没。

巴克萨斯认为该设计让沟通变得更容易，加快了决策流程，甚至创造了他所说的“进攻性思维模式”。早在2003年，公司就采取了“办公桌轮用制”（无固定工位），并可以轻松实现根据不同任务及参与团队的需要重新规划办公空间。这在当时绝对超前。

空间设计的改变之所以奏效，根本原因是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巴克萨斯将办公室看做一种沟通工具而非不动产，因此战略、设计特性和价值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成本和效率。注册邮箱时，我们最看重在任务协同和文档传输上表现出色的供应商，同理也适用于对工作空间的投资。

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人称桑迪）在2012年4月的HBR文章《解密梦之队》中，曾对Telenor新办公场所改善了员工沟通的情况有所解释。彭特兰利用徽章（和本·瓦贝尔公司使用的相同）追踪人们交谈时的数据，包括如何交谈，和谁交谈，大家在办公室怎么走动，去了哪儿干了什么。（员工自愿佩戴该设备，数据完全匿名，员工接触不到数据）。

最后，彭特兰发现了成功沟通的三个关键要素：跨组走动（和其他团队互动），组内交流（和本组同事友好往来），社交活力（将互动圈子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中）。

通过空间设计增加员工碰撞的几率，便能提高上述活动发生的可能性。数据反复证明，更多碰撞会带来积极结果。我们并未搜集互动内容的数据，但内容并不重要。无论聊了什么内容，碰撞总能带来积极改变。

Telenor的CEO将其总部大楼视为沟通工具而非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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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场所可以成为半公开的会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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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孤岛格局，需要让人们走出办公室的空间设计。





如前文所述，企业可根据需要，将办公室设计成方便员工跨组走动或同组交流的地方，也可以设计成让员工可以四处拓展社交圈的空间。比如，如果一个呼叫中心想提高生产率，应该把办公环境设计成让员工可以随时进行组内交流的地方。开放式社交空间往往不会促进组内交流，组内交流常会在小型团队的合作和互动中发生，他们的工位挨得很近，也没有隔板的遮挡。

团队的茶歇场所是碰撞发生的关键区域。一个呼叫中心扩建了茶歇场所，员工不再整日守在电话边，而是和同组人互相交流，给客服代表更多时间和同事聊天，反而大大提高了员工生产率。

但对于像Telenor这样需要不断创新和变革的公司来说，太多组内交流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一来员工就没时间和其他组的同事及公司以外的人进行交流了，而这种交流至关重要。Telenor更重视跨组走动而非组内交流，所以办公空间设计得开放灵活——公司希望员工能在开放空间中巧遇意想不到的人，并随时找到地方进行头脑风暴。

公司一旦找出自己需要的模式，并了解了该模式和业绩的关系，就能开始计算工作空间带来的价值而非成本了。我们曾将徽章发给一家药企的50位主管，他们承担着公司近1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想要提升业绩却不知该怎么做。有时销售额有所上升，但他们也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

我们根据几周以来搜集的数据证明，如果销售人员和其他团队同事的互动，即跨组走动增加10%，销售额也会增长10%——完美的正相关。

主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他们想知道该如何调整空间设计，便于让销售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员工交流？本例中答案和咖啡有关。当时该公司大约每6个人共享1台咖啡机，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在使用同样的咖啡机。销售之间互诉衷肠，营销人员彼此交谈。

随后，公司斥资数万美元拆掉了多余的咖啡机，将其改造成体积更大的咖啡台，每台咖啡机可供120人使用，同时还打造了一个可容纳所有员工的超大咖啡厅，取代了仅供几人使用的咖啡机。在由咖啡机向咖啡厅转变的这一季度里，销售额增长了20%，也就是2亿美元，很快证明了重新设计办公场所这一投资决定的正确性。

一些管理层可能会因此觉得，只要建造一个大型社交空间，静待奇迹发生就可以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必须在重新设计工作场所之前，明确自己想实现的目标（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创造力？）

比如适用于药企的策略就完全不适用于大型家具制造商。一家大型家具制造商将其总部从经典的格子间变为开放式办公室，约60%的员工没有了固定工位。为了测试这一改变的效果，我们给在同一层的65位销售和营销人员配备了徽章，比较了改变前后的数据。

呼叫中心的目标是让同组员工间增强沟通，以提高生产率。Telenor和医药公司则需要通过环境的改变促进员工和其他组成员的碰撞。家具制造企业需要处于两者之间的变化：让整个销售周期间的员工从整体上紧密起来，也就是多一些跨组走动，某些需要更多交流的特定团队需要更多内部沟通。

公司以为少些办公桌，座位靠近些就能让大家关系更紧密，增强互动机会。无固定座位的确会增加不同组成员间的走动，此类互动增长了17%，但社交活力（某天某个人的偶遇数量）平均下降了14%。

这表明这样的工作空间仅仅调整了员工位置，并没有增加员工流动。因为两人的临时工位挨得很近，营销部门的某位员工也许会碰上新同事。但他们一坐下来就没有离开过。结果，团队交流降低了45%。企业通过减少固定工位节省了在办公空间上的花费，但收益和生产率都迅速下降。

结论是：目标不同，最具价值的互动类型也有所不同。惟一肯定的是，我们低估了互动的价值。跨组走动、同组沟通和增加员工碰撞机会有时比个人生产率或创造力更为重要。

试想如果一位员工发现了提升绩效的方法，却没有告诉其他同事。她的业绩得到提高，但其他人毫无变化。假如她花时间和其他人交流自己的发现，她的生产率势必会受到影响，但她却提高了其他人的生产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案例中，即使个人生产率降低了5%，团队绩效也会有积极提升。

这意味着：首先，多数员工的绩效评估是基于个体生产率，并未考虑团队整体生产率是否会通过更多互动获得增长。其次，企业为了提高个人生产率，投入无数资金改善工具，这些钱完全可以用在重新设计工作场所上，增加员工碰撞的机会，从而带来组织而非个人的成功。

空间设计新手指南

如果你想重新规划公司的办公空间以提高绩效，这个简单的表格可以祝你一臂之力。它使用了两个在办公空间设计中重要的因素——相对开放性和工位的灵活性来说明若要实现下面四种显著结果之一，该如何进行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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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变身办公室

今天有一个因素让一切复杂起来：办公大楼不再是知识工作者的惟一工作场所。根据咨询公司Emergent Research的研究，现在三分之二的工作发生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最终，即使我们通过空间设计创造出理想的碰撞机会，这种设计仍然不完整，我们必须把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数字化工作和团队合作考虑在内，这是当务之急。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的工作空间通过文件共享、在线聊天、邮件及存档共享等沟通工具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拓宽了：研究表明团队之间的空间距离越远，互动和参与度越低，但线上参与度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然而，数据表明网上沟通无法取代面对面互动，后者还会促进前者（见后文《艾伦曲线仍然成立》

 ）。我们用社交徽章做的研究表明，远距离的团队表现不如距离接近的团队。

况且，建筑和科技的升级循环有些脱节。Telenor首屈一指的工作园区巧妙地整合了无线文档传输等数字化功能，该园区的建造时间比苹果手机问世的时间早四年，而且Wi-Fi当时并没有这样大的覆盖率。Telenor的私有无线网络当时属于新奇技术，如果晚几年，该网络的设计可能会有巨大变化（如果云储存和其他技术进步没有将其淹没的话）。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如何理解虚拟和物理空间的结合，对改善工作空间至关重要，对设计者来说也是很复杂的挑战。

首当其冲承受挑战的就是员工自己。IT部门在过去10年里有了自己特有的工作空间，精通数字技术的员工开始要求自己的工作环境要适用于工作内容，而不是根据环境调整工作内容。这种转变在2005年最为显著，分别发生在旧金山、伦敦和柏林。技术人员、程序员和创意工作者不想在受限的办公环境中工作，却又不想因为在家办公被孤立。于是他们选择挤在一起工作，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共用工作空间。

此类工作场所的早期发展是自发的，由使用者而非专业设计师负责建造。它们对大众开放，有时还免费。那些有意选择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和来自不同机构的人交流，并由此在物理空间再现了其网上活动常见的社区、社交互动、学习过程以及能量水平，同时还享有空间上距离接近的优势。他们逐渐设计出便于跨组走动的工作场所，提高了创造性。一切行之有效。

在研究了全球45个共用空间后，我的同事珍妮弗·玛尼奥尔菲发现，人们选择此类办公环境是因为他们笃信在这样的环境中，比在办公大楼或家里工作更有利于业绩的提升。在2011年Deskmag的调查中，52个国家超过1500名同事支持了她的结论：

• 75%的被调查者称在共用空间工作生产率得到提高

• 80%称其工作网络得到拓展

• 92%称社交圈得到拓展

• 86%称隔绝的感觉有所缓解

• 83%称他们相信共用空间工作的同事

根据Emergent Research公司2013年的调研数据，美国和欧洲超过16万人正在使用数千个共用空间工作。该机构预测，5年后全球将有超过100万人在1.2万个共用空间中工作。另一项调研的结论是，进入2014年，72%的参与者预测自己的收入将有所增长。

共用空间的增长和同事调研证明，人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他们数字化工作风格的共用工作空间，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新知，体验不同专业特长，加速学习进程。

共用空间的成功让一些团队从中“毕业”。尽管这一模式为独立工作者和小团队提供了他们需要的跨组走动机会，但当团队规模达到临界点（一般是10人左右），他们就需要转而提高彼此间的组内沟通，因此日常工作必须有私人办公空间和会议室。共用空间的扩张成为必然。

一些初创企业最初因成本限制，只能在容纳几个人的狭小空间中工作，几家初创企业有时不得不共用一些私人工作场所，这种空间设计逐渐成为初创企业孵化中心。后来大型企业开始效仿，建造了许多类似的共享空间，员工可以和合伙人、研究人员以及顾客共同使用。亚马逊公司西雅图新址的二层基本上就是一个共用工作空间。

艾斯酒店积极地将其纽约旗舰店塑造成一个开放的工作场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创造出Foundry，一个由各种研究中心组成的社区，工程师可以在其中和精心筛选出的创业公司、企业合伙人及第三方开发人员坐在一起工作，开发出可以更快投入市场的产品。连银行也不甘人后：网上银行ING Direct开了7家咖啡店（现在叫做Capital One 360咖啡），一些客人会选择在这里工作，店员可以和他们进行互动。短租网站Airbnb将公司的一些会议室向大众公开，只要在旧金山，任何人都能通过Airbnb的网站免费预订。

截至2014年，使用共用工作空间的人当中，

72%认为自己的收入将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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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工作空间是压抑的格子间和远程工作孤独感的应对之道。年轻的数字化工作者认为这些工作场所将提高他们的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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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曲线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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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艾伦（Thomas J. Allen）1977年出版的创意著作《管理技术流》（“Manag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一书中，作者率先测量了物理空间和交流频率之间的负相关情况。“艾伦曲线”预计，我们和距离自己6英尺远的同事交流的频率是和距离60英尺的同事的4倍，而我们和不同办公楼或不同楼层的同事则几乎没有交流。

但今天办公空间已经不仅限于物理场所了，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通过联网登录进一间会议室参加会议，不用彼此见面就能共同完成一个文档工作。貌似科技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也打破了艾伦曲线，交流和距离的关系已经不明显了。

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艾伦曲线仍然成立。事实上，技术越进步，距离的接近越显得重要。由本·瓦贝尔进行的研究表明，面对面交流和数字交流都遵守艾伦曲线。在一项研究中，共用同一间办公室的工程师和异地办公的工程师相比，在虚拟世界保持联系的可能性高20%。当他们需要紧密合作时，同地员工比异地员工电邮的频率高4倍，导致项目完成速度快了32%。

目所不及，行不同步。

（返回阅读原文
 ）





拉斯维加斯的新实践

共用空间大获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将促进跨组走动的优秀办公设计和个人及小团队的数字化工作习惯进行了整合。在一些案例中，工作环境不再限于办公大楼，而是涉及整个社区，这大大扩展了共用工作空间的好处，如高碰撞率和加速学习。

拉斯维加斯的市中心项目（The Downtown Project）是这一概念的早期实例。网上购鞋网站Zappos的CEO谢家华（Tony Hsieh）在公司新总部（以前是市政厅）的附近区域投资了3.5亿美元。他的目标是通过自发吸引该区人才，发展当地初创企业及整个创业社区，让Zappos和该社区的雇员都从中获益。

珍妮弗·玛尼奥尔菲参与了Zappos总部内共用空间的开发和分析工作，并牵头当地共用空间的实验，该实验开始于2012年年初，最终发展成涉及200名利益相关者的项目，其中包括Zappos员工、当地居民、初创企业、独立工作者等。整个工作空间在既有物业基础上进行了创意改造：包括一间咖啡馆、泰式餐厅的花园、旧教堂、赌场大厅及一间空置的公司公寓。

早期结果显示，这一社区具有亲密共享型的本质，能够带来人员的流动性，创造出更多碰撞机会。跨组走动和社交活力值非常高。6个月后的数据表明，人们面对面的偶遇增加了42%，针对某些特定问题由参与者提出的动议增加了78%，增加了84%的新领导者，这些人是提出合作建议、拓展了项目范围和目标的参与者。大家发起了10项新的公民及本土社区项目，包括Sunday Reset Project，该活动每月举办一次，倡导健康生活。

Zappos和市中心计划将继续在该地的试验，并使用了新的衡量标准：“碰撞时长”，即每英亩面积上每小时可能发生的互动数量。谢家华的目标是在该社区实现每英亩10万次互动，约每年每平方英尺2.3个。

市中心计划仍然是可控试验，并未完全体现企业和公民持续合作需要面对的复杂性，这种合作要成为一种日常活动，同时还要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此项计划也没有涉及办公室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如何整合共用空间的复杂性。（见后文《跨国公司该怎么办》

 ）

未来的办公场所将是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结合，员工和合伙人一起办公，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这项试验为这样的办公环境提出一种新模式。谢家华等人认为，按照这种模式设计的企业将会更加高效和具备创新能力。商业和社区同理，从长远看，比起那些阻止员工跨组交流，止步不前的企业，前者将会拥有战略上的优势。

一个多世纪之前，泰勒将秒表和科学管理的概念带到了办公场所，并让人们逐渐认可效率是办公室（当时被认为是处理文字工作的车间）最重要的目标。今天，我们有了测量现代创新工场绩效的方式。初期发现已见端倪，未来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工作空间的定义：从在哪儿工作变为如何工作，然后再开始设计工作场所——实体的，虚拟的。过去的办公室是像盒子一样的格子间、办公桌、会议室及公共空间。未来的办公室，我们要跳出盒子进行创新的思考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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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该怎么办


如果地理位置上无法接近该怎么办？假如我们的同事不仅在不同大楼，还在不同国家怎么办？


一家消费性包装食品企业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该公司在26个国家拥有超过30万名员工，办公总面积超过2亿平方英尺。这种规模的碰撞管理要双管齐下。

首先，效仿Telenor，企业必须将大楼看做沟通工具，用更多的开放环境和更亲密的工作空间促进互动。

第二，必须将最优化的办公楼，通过虚拟空间联系在一起，让它们彼此之间的沟通简易高效。为此，企业需要一个“社区经理”的角色，他要管理办公场所的日常运营，并将设备管理、技术和企业沟通联系在一起。这一角色是在Yelp、Airbnb等在线社区及共用空间的实践中逐渐成型的。企业社区管理者尝试让无法面对面交流的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互动，创造虚拟世界的碰撞。

（返回阅读原文
 ）



Zappos使用新衡量指标“碰撞时长”

来衡量工作场所的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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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下：公园混合了工作、生活和游戏空间，鼓励大家在其中获得惊喜和偶遇。右下：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计划的一部分，市中心集装箱公园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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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瓦贝尔
 是社交测量解决方案（Sociometric Solutions）的总裁和CEO，该公司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访问科学家。珍妮弗·玛尼奥尔菲
 是该公司一名研发顾问，关注可编程环境，以及共用工作环境的设计效果及高技术工作环境管理的整合。格列格·林赛
 是《快公司》的撰稿，正在撰写一本讲述因缘际会的书，分析社交网络和物理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聚光灯 Spotlight / 作者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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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多余”

——回访《让员工动起来》

　　作者　本·瓦贝尔

牛文静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如
 今的企业热衷于用大数据分析外部市场和客户需求，而硅谷率先将视线转向企业内部，通过传感器、数据分析等技术展开对员工的数据搜集，随着研究的深入，过去那些被认为和员工绩效无关的因素逐渐浮出水面。

本·瓦贝尔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社交传感徽章”，利用传感技术搜集员工工作中的沟通数据，据此分析出员工行为和企业效益间的关系，在“硬指标”的指导下，企业的工作场所正在经历一场设计的革命。近期他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采访。




HBR中文版：
 最初你是怎么开始研究工作环境的？为什么关于工作环境的话题变得日益重要？


本·瓦贝尔：
 起初我对工作环境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主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测评方式提升公司效益，但随着我们在各企业部署社交徽章，搜集了大量的数据，从中惊讶发现，物理空间是迄今为止影响职场人士沟通的最大因素。

在“公司”或“组织”的概念刚出现时，人们可以用直觉进行管理。但今天的工作内容变得异常复杂，直觉管理显然很低效。沟通是工作中最重要的活动。沟通质量对优秀的创意、确保执行力和留住最佳员工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母语各不相同，沟通成为很重要的议题。在管理沟通方面，办公场所很可能是企业最重要却一直被忽视的工具。

这点在复杂的并购项目中尤为突出。每年全球60%的并购都会失败，损失的市场价值高达约1.3万亿美元。数十年来人们都没能在并购中吸取经验，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没有对工作环境下的员工进行过数据分析。改变始于工具，现在我们有了感应器和大数据分析，这是最有力的工具。




HBR中文版：
 通过改变空间设计提高员工生产率和创意，前提是非正式交流比层级汇报及会议等正式交流更为重要，你的研究中也提到了这点，这是为什么?


本·瓦贝尔：
 正式交流很重要，但非正式交流几乎完全被今天的管理界忽视了。调查表明，只有20%的沟通发生在正式汇报或会议中，剩下的都是非正式交流：工作技巧的交流、工作问题的解决及发掘新观点的过程。这些比其他内容更重要。




HBR中文版：
 在交流中，面对面交流是工作环境中最重要的交流，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远程沟通的工具，比如视频会议和face-time等，这些可以替代面对面交流吗？


本·瓦贝尔：
 我们从几十家机构中搜集到的大量数据表明，和数字化交流相比，面对面交流对重要指标（诸如生产率和工作满意度）的预测更准确。部分原因是，在沟通复杂想法和建立互信方面，面谈的作用不可取代。而这两方面在今天的工作中非常重要。

Skype、电话会议、即时沟通工具等数字沟通技术并不适合即兴互动，也不利于建立互信。你不会错过远程会议，但参会者无法一起吃午饭、喝咖啡或在工作后进行私下沟通。这些活动的价值不该被低估。




HBR中文版：
 谷歌、Facebook等公司用舒适的工作环境，例如瑜伽室、水族馆等吸引员工，提高绩效，你的解决方案和这些做法有何不同？


本·瓦贝尔：
 这些科技公司，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花重金打造了高端设施，创造出舒适而别具一格的办公环境，利用各种福利吸引员工，但初衷并不一定是为了员工间的互动。我认为如能利用这些福利，在公司内创造出某种特定的社交网络，让不同业务线或不同社交团体之间的互动最大化，它们的效果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仅是在参与有趣的活动，而是建立某种关系，这对员工和公司都有利。

其实谷歌有专门的人力资源分析团队，通过分析员工生产力相关的行为数据，根据公司内部合作模式和行为的自然变化，找出最有效和无效的管理方式。

我的公司社交测量解决方案正在和设计工作场所的公司Steelcase以及Genslers合作，帮助他们用大数据来进行设计。我们不是设计师，但可以帮助企业和设计师使用数据来了解，哪种行为模式对哪类公司有效？企业该如何基于数据改进运营方式？如果在设计中融入数据分析，就不再是使用直觉和定性访谈来设计工作空间，而是通过一些硬指标来设计出让员工获得成功的工作场所。




HBR中文版：
 你也访问过一些中国企业，中国多数工作场所还是体现效率优先，并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你对此的建议是什么？


本·瓦贝尔：
 谈到等级和效率，中国企业家需要明白他们应该将那些东西最优化。办公室和办公桌不该用来体现权力，而应该展现工作内容的本质。如果高管都待在顶层办公室，不和下属坐在一起，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的生产率会非常低。优秀企业会逐渐靠奖励、头衔和其他标识来证明员工地位而非依靠工位。尽管改变过程很痛苦，但中国公司也会逐渐在这方面赶上。

生产率比办公效率重要。办公效率大约能节省5%的人工成本，但生产率可增加大约5%的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公司需要利用数据来设计工作环境乃至企业整体的原因。不要认为空间改造是一种成本，把它看作投资。因为之前这个领域缺乏数据，所以这种投入产出很难量化，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中国企业应该关注生产率这样更高级别的概念，而非提高办公效率和节省空间。

从做法上来说，我有几个简单的建议：

如果你的公司很看重产品研发，那么让相关员工的座位尽量挨着，也就是让大家共用一个办公桌，或者干脆去掉办公桌，这样员工能快速顺畅地交流，也可以高效地四处走动。

如果你的企业需要很多新产品创意，需要充分利用共用工作空间。当地星巴克的环境也非常适合员工获得创意灵感，可以把它视为外延的工作空间，这样相当于节省了办公场所的开支。

最后，会议室是多余的，员工可以在室外或办公场所中边聊天边散步，连会议内容也一并讨论了。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还能省去会议室的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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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 中国视角




从割裂、单一到共享、多样


中国办公场所革新

李全伟 | 文










一个共享多样的办公室，既能激发员工的创造思维、提高协作和沟通效率，又能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最终提高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自
 从奇虎360公司搬入新办公楼，企业沟通部的小刘就不再对开会感到头痛。从前，由于会议多，每天找会议室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另外，千篇一律的室内布局也令人心情不畅。现在，新办公楼每层都有大小不同的会议室，在七八楼合层还有造型独特的南瓜屋充当会议室。小刘感到新环境更能让人身心放松、思维活跃，工作和会议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办公场所的设计，我们没有一套系统理论，但公司希望办公室像家一样舒适。”奇虎360公司联席首席财务官徐祚立说，“员工是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不仅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还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把办公场所从成本中心向创造中心转变，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管理者没有想过。随着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办公场所的设计和布局也要实施“共享多样的办公环境策略”。



传统办公场所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办公室布局时，无论是总裁还是行政负责人没有太多考虑，除关心交通因素外，只是按照职务不同而有差别地安排办公室，根据部门业务和人员不同而安排办公空间，会议室也是随意分布。

也有些企业家侧重于风水研究，认为风水环境的好坏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有影响。在办公室布局时，处处按照风水理论来规划：用罗盘测八卦方位、定吉凶位置。企业家更会选择宽阔明亮的地方做办公室，选择背后有靠山的位置安放办公桌。

专业研究办公场所人类行为的Steelcase对传统中国企业的办公环境，曾经做过大量调研。他们发现：固定座位为主的常驻办公区占据了绝大部分区域；以会议室为代表的合作共事区见缝插针的布局；不同等级的中层及高层管理人员有着大小不同的单独办公室；老板的办公室无疑是最大的。（见图1《典型中国办公室布局》

 ）

Steelcase亚太区市场传讯总监Cherry Wan说，传统办公室布局主要有三方面的局限：一是对高管人员办公环境的关注大于对基层员工的工作环境的关注，这会导致员工在归属感方面的失落。二是没有充足的合作共事区域，会降低员工之间沟通协作的积极性和效率。三是在办公文化方面，中国过去是属于典型的“专制型”，即员工只需完成各自工作，决策均有高层制定。而等级森严的办公环境，会强化这样的办公文化。

如此办公环境，由于物理隔墙较多，空间设计体现出的等级标识明显，容易衍生本位主义，员工间易产生心灵的围墙，只关注自己负责的工作，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彼此交换工作经验，缺乏沟通、互动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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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中国办公室布局



（
返回阅读原文

 ）

现代办公场所释放创造性

许多管理者认为，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可以采取物质激励，这种想法没错，但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能够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创造力和竞争力。

Steelcase认为办公环境对员工的影响主要由五方面来实现。


促进员工身心健康。
 良好的办公环境可以支持员工在生理、心理以及认知层面的健康，使得员工处于理想的工作状态，这对于工作效率至关重要。


鼓励合作共事。
 沟通协作是当今工作的重要形式，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在员工之间、团队之间相互协作来完成，一个良好的支持沟通协作的环境就能提高效率。


支持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
 在工作中，员工既需要独立处理各项事务，也需要与其他员工或团队展开合作共事。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通过合理规划办公空间，帮助员工实现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而不会相互干扰。


塑造企业文化。
 办公环境是文化塑造的重要一环，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激发创新。
 Steelcase的研究表明，创新是一项实体活动，它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探索和实验。这意味着，能够在现实和虚拟环境下把人们聚集到一起，这对于创新的结果来说非常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办公环境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代办公环境最本质的一点：办公环境要能够支持员工完成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员工能够根据自己的工作任务选择工作的区域和方式。Steelcase将办公空间里的工作分成四种模式（见图2《互联化办公形态模型》

 ）。

一个互联化的办公场所为固定办公的员工安排好固定的办公区域，为移动办公的员工设置可以共享的“流动办公区域”，为个人和团队办公提供多种区域，方便大家使用。

这种概念所形成的现代办公空间由原来割裂、封闭的状态变成共享多样的办公环境。“多样化办公环境策略”具体是大力压缩封闭的办公位，扩大多功能共享区域。合作办公不仅出现在严肃的会议中，还出现在休息区域、团队办公区域、项目会议室，通过一些轻松的非正式互动来展开。（见图3《现代办公室规划图》

 ）

奇虎360公司办公面积有7万多平方米，员工人数5000多。徐祚立说：“我们不想把办公场所布置成等级森严的传统形式，而是要给员工创造一个灵活有创意的环境。”奇虎360的办公场所没有分成明显的条块，尽量在里面融入方便交流的功能。公司在办公楼的7层和8层间建造了“南瓜屋”广场，在办公区中还设有滑梯、吊椅。事后证明，这个办公环境特别受到员工的欢迎，大家喜欢在这里开会和非正式沟通。（见图4《奇虎360的“南瓜屋”广场》

 ）

作为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奇虎360公司还根据工作特色安排办公空间。有的团队工作需要大范围大强度的沟通，公司尽量把这些团队放在开阔的地方，以便提高沟通效率。有的研发团队由于工作目标已经确定，不需要强烈的发散型思维，工作性质要求不受外界的干扰，公司会安排到相对封闭幽静的环境。对于办公桌椅的摆放，奇虎360把研发部门的一些小团队布局成一个一个岛的形状，桌椅的布局由传统的并排式变成十字交叉式。这种安排没有明显隔断，目的也是方便大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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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互联化办公形态模型



（
返回阅读原文

 ）



员工的创造型思维多产生于相互沟通之时，现代办公场所在设计时应注重实现这一功能。新城集团是一家商业地产企业，Steelcase在帮助他们规划总部新办公空间时，把封闭工作位的空间压缩在30%以内，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非正式会议和交流空间。这些空间大小各异，能够让员工方便地在与一个同事近距离接触的环境下自行选择交流的空间。

这种设计使新城集团总部员工间相互交流变得普遍和频繁。据Steelcase的统计数据，员工一天中与其他同事沟通的次数由改造前的2次变成改造后的4－5次；改造后员工间的沟通效率提升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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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现代办公室规划图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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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奇虎360的“南瓜屋”广场



（
返回阅读原文

 ）

针对中国企业的建议

对于传统的中国式办公空间，Steelcase建议中国企业把注意力从关注等级转移到工作模式上来。按照工作模式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来设计办公空间，以下是具体建议。


1．优化置业使用。
 根据研究，中国员工可以忍受相对密集的办公区域规划，这就为设计其他活动空间腾出了更多位置。更为先进的行政领导办公区域设置可以选择相对较小的办公室，取消传统的用于私人休息或者学习的功能，创造出一个适合个人办公的空间，同时也可以作为私人办公室来接待公司的访客。如果领导办公室很大，可以将办公室规划成几个区域：领导个人工作区、会客区、与高管成员合作共事区等，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和工作效率。


2．强化合作共事。
 合作共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四面封闭的会议室和冗长的会议，越来越多的合作共事可能是随时发生、持续时间不长（15－30分钟），因此规划不同的非正式的合作共事区域对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在对中国办公环境的调研中，Steelcase发现，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支持“我们－占有”这种工作模式的办公空间，而这样的工作模式对于创新往往特别重要。因为在中国企业，设立专门团队从事前沿工作是非常普遍的模式。另外，自然采光对员工健康很重要，Steelcase建议提前设计通风空调等系统，将光线敞亮和通风透气好的地方留给普通员工。

打造一个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办公空间，是一个值得企业管理者研究的新课题。今后随着技术尤其是追踪感应、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公司里最具创造型思维的人才。这些被标识出来的人可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团队成员一起提高创造力，最终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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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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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HBR-C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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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复星集团CEO


梁信军：战略要顺势而为

王丰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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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8万元发展到2900亿元，复星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战略能力，其投资布局几乎每次踩在节奏上，而做到这点的基石则是他们多年坚持“投资为主”和“团队主义”。






20
 14年5月，复星国际完成对葡萄牙保险公司Fidelidade的收购，公司总资产超过2900亿元，其新定位是成为中国版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22年前，复星国际的母公司复星集团（下称复星）创始人郭广昌和梁信军开始做市场调查业务，起始资金仅3.8万元。

从做市场调查业务到房地产、医药领域的产业整合，从投资重化工业到做全球资产管理集团，复星的战略布局几乎每次踩在节奏上，按复星集团CEO梁信军的说法，就是要顺势而为。

纵观复星发展史，1992年至2000年，当中国经济的成长动力是制造业和国企改革时，复星主要在房地产、医药等产业内沿着产业链、跟着市场准入的节奏进行产业整合；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重型化，消费开始崛起，复星逐步转向重化工业、零售、文化产业，集中投资了钢铁、矿业等等；2008年后，中国消费尤其是中产阶级消费进入崛起周期，复星的投资方向便指向消费升级、体验式消费、个人金融、移动互联网等。从1993年至2013年，复星投了70余个项目，年回报率超过30%。

复星之所以每步战略比较正确，其基石就是他们多年坚持“投资为主”和“团队主义”，这两条对复星的战略形成了有效支撑。

先看“投资”。一直以来，复星在外界看来有着两张面孔：在有的人眼中，复星是一家大PE，总部400多名员工，绝大部分是投资经理；在另一些人眼中，复星则是一家多元化实业集团，整个集团已经覆盖了金融、医药、钢铁、矿产、地产、零售、文化旅游等产业链，近两年还在移动互联网和消费升级领域进行着快速布局。复星却认为，过去22年以来，他们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成为一家立足于中国动力的全球资产管理集团。

复星集团业务结构及组织架构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之净资产达到人民币39,628.2百万元，较2012年末增加12.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之利润为人民币5,518.9百万元，较2012年同期上升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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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复星集团





外界对复星的这种“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解，恰恰可以看到这家民营企业的方式哲学：始终用动态的观念看待一切，环境在变化，自身实力在变，商业模式和战略也在随之而变，但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一直不变——找到成本最低的钱，从产业经营的高度进行价值投资，再通过有效管理提升企业价值。一如梁信军所说：“回看历程，我们只是在一步步做而已，我们的战略在一步步延展，我们追求的是平稳前进、水到渠成。”

再看“团队”。复星是一家信奉团队主义的公司。包括郭广昌、梁信军在内的4位创始人在公众面前展现的更多是职业化的一面，他们极少在公众面前显现个性化的表达。郭广昌曾讲过一个故事：蚂蚁起源于恐龙时代，直到人类时代依然群族兴旺。为什么？看看蚂蚁怎么过河就知道答案了，每到过河时，成群的蚂蚁就会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一起，像球一样滚过河水，尽管这样做，最外围的蚂蚁总会被冲走一些，但整个蚂蚁群体最终实现了过河的目标。

在复星，尽管强调个人领导力发展，但团队主义始终高于个人，这在复星“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的价值观中可以清晰地得到认知，所谓齐家，就是团队主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从头到脚的团队主义，真正支持了复星在管理上“尊重专业”的文化，从而有效实施了分权与授权，保持并激发了被投资企业的活力。

目前，复星正在进行平台化战略转型，其目标是要成为双轮驱动的全球一流投资集团——“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金融能力”和“有产业深度的全球投资能力”。这次转型极具挑战，复星过去的战略经验和战略基石能否帮其取得成功，还需进一步观察。此次采访我们主要关心，在过去的22年中，复星为什么能够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步步正确地进行“战略延展”？复星在每个战略阶段所遇到的核心的管理挑战是什么？目前复星又如何通过推动平台战略把整个集团带入新的发展周期？2014年5月12日，复星集团上海总部，HBR中文版就此独家专访了复星集团CEO梁信军，3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梁信军思维缜密、口才极佳。



创业战略就是撞墙

沿着中国经济开放的节奏走，以前不让民营企业干的事，一让你干，你就马上干，绝对有钱赚。


HBR中文版：
 你们创业时，面对的环境是怎样的？


梁信军：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企业迎来了真正的变革时代。当时郭总（郭广昌）和我结识了上海市杨浦区的一位科室主任，他知道我们对未来充满想法，就鼓励我们说，现在机会很多，不妨试一试，1992年11月，我们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从内部小环境来看，我们可以说是“三无”：无钱、无技术、无后台，就这么下海了。




HBR中文版：
 在这种条件下，你们确立了什么目标？


梁信军：
 下海之前，我和郭总都在复旦大学团委工作，月收入200多元，当时的目标很简单，赚到100万元就退休。郭总在复旦团委的统计预测分析中心工作，我在调研部，我们就搞了市场调查业务，当时这项业务还是新生事物，全国不超过10家，当然市场也不成熟，我们有单就接，300元的业务也接过。




HBR中文版：
 创业期你们有战略吗？


梁信军：
 只要是创业，战略就是一条，撞墙。就像《连线》杂志第一任主编Kevin Kelly说的，战略就是一种生存意志。你撞了很多次墙，突然发现，这个方向没有撞到墙，继续往前走，慢慢地，路就撞出来了。我们也一样，用10个月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元祖食品”是我们的经典之作，当时它从台湾来大陆，怎么也打不开市场，经过1个月的市场调研，我们给了它两个结论：一，月饼普遍过甜；二，高档礼品市场有空档。元祖食品据此调整了产品结构，很快打开了市场。




HBR中文版：
 既然第一条路就走通了，为什么不专注地做下去？


梁信军：
 每个企业都有创始人哲学，郭总有一句话，当一个生意门庭若市时，也是你该考虑转型的时候了。

随着台资企业大量进入大陆，国内的调查公司越来越多，而1992年至199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房地产热，房产销售几乎都是在工地上竖块牌子就可以做生意的“坐商”模式，于是我们留了一小部分人继续做原有业务，大部队转入房产销售业务，我们最早采用了“直邮”的主动销售模式，只用了1年，房产销售业务就给我们带来了1000万元收入。




HBR中文版：
 后来你们只用两年就赚到1000万元，为什么还要引入其他三位创始人？


梁信军：
 每到你快要完成阶段目标时，郭总就会提出另一个像大山一样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我们决定将“第一桶金”投入基因检测产品研发，汪总（汪群斌）和范总（范伟）都是生物医药的权威专家，次年，他们加入创始团队。至此，正式形成了复星创始团队，郭总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汪、范分别担任医药、地产的负责人。




HBR中文版：
 创业阶段，复星就形成了多元化的实业发展局面，这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挑战？


梁信军：
 挑战很多，比如人才储备不够，执行力不够，对行业认识不够深刻，我们也因此撞到过墙。1994年保健品市场兴起，昂立推出“昂立一号”、乐百氏推出“生命核能”，史玉柱推出“脑白金”等等，我们也推出了一种不含蔗糖的糖果“咕咚糖”，市场滞销，我们又上了彩色火焰蜡烛、婴儿尿湿报警器，都没有成功。

对此我们马上进行反思，主要有三条：一，投资项目前做好尽职调研，要始终倾听客户声音，不能迷信旧的专业化经验；二，坚持价值投资，不追短期利益；三，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决策权下放给最专业的人士。




HBR中文版：
 渡过创业期之后，你们确立了什么目标？


梁信军：
 我们确立了上市的目标，当时的民营企业基本不敢想这事，因为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确立的上市门槛很高，很难通过。1995年，我们的乙肝试剂研制成功，当年就实现了1亿元的销售，而地产业务也由单纯销售转向了地产开发，复星的生物医药和地产两大板块正式形成，我们需要对接资本市场才能实施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HBR中文版：
 如果说创业期的战略是撞墙，复星在1995年进入发展期之后，战略上做了怎样的调整？


梁信军：
 1996年复星的利润已经1亿多元了，要真正考虑战略了。我们仔细梳理了4年来撞墙的过程，发现了一条路径：沿着中国经济开放的节奏走，以前不让民营企业干的事，一让你干，你就马上干，绝对有钱赚。

这个战略可以具体描述为：一，政策一准入，就进入；二，做好准备，领先半步。为什么这个打法比较有效呢？在我们加入竞争之前，市场上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比较低，活得都比较滋润，我们当然可以挣大钱，这就是我们的战略逻辑。

应用这一战略，1996年至2001年，我们以生物医药、地产两个板块为主，进行了产业链整合，踩着政策对民企解禁的鼓点，跟着开放政策走，做第一波的加入者。1996年进入中药生产，1997年、1998年进入医药终端，1998年从地产销售全面转入地产开发等等，这一战略在我们的实践中反复被强化。



实业多元化背后的缜密管控


HBR中文版：
 1998年复星医药在沪上市，推动复星做出了怎样的改变？


梁信军：
 这直接促使复星完成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从企业经营过渡到产业经营。企业要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做企业的高度，而是要提高到做产业的高度。首先，只有从产业的高度来经营和优化企业，企业才能发展成为行业的龙头，其次，还可以在产业周期的变动中不断发现、捕捉到企业的潜在价值。




HBR中文版：
 那时你们的对标企业是谁？


梁信军：
 1998年至2007年，GE和和记黄埔都是我们的对标对象。GE要求旗下企业做到数一数二，和记黄埔的原则是做好产业搭配，我们给旗下各业务板块企业的目标是，都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复星的产业经营思维也主要坚持三点：一是培育核心企业，做到产业领先；二是围绕核心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三是在集团内部完善产业链匹配，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企业生态系统。什么叫互补？就是两个行业，当第一个行业好的时候，第二个行业可能是坏的。反之亦然，这样，好坏可以相互抵消，使集团整体的现金流达到稳定。比如复星注重医药、零售这类弱周期行业与钢铁、矿产这类强周期行业的配比。




HBR中文版：
 2001年，复星全面出击，表象看与当时资本市场兴盛一时的资本大鳄进行资本运作的做法很相似，背后的管理运作有什么不同？


梁信军：
 我们虽然思路开阔，其实很谨慎，有时甚至保守。投资前，我们要对环境、行业、企业做持续地研究，筛选出少数超过中国GDP增长速度的行业，然后在少数行业中，持续跟踪已经成为或者有潜力成为前10强的企业。执行策略上，通常是先参股一家，学习几年，把行业摸透，包括这个行业的人才在哪儿，管理关键在哪儿，摸清楚后，在行业景气周期到来之前，大举进入。比如复星从1996年就开始投资商业，一直到2000年，投资不超过8000万元，我们花了整整4年来体会商业经营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大举进入，2000年收购豫园商城，2001年合资友谊集团，2002年合资中国医药集团，3年3大步，奠定了复星在国内商业领域的龙头地位。再比如海南铁矿，从关注到最终签署合作意向书，用了4年，持续跟踪，把握最佳时机，以较低成本投资，我们进入其他产业也一样，都是这种方法。




HBR中文版：
 这种管理运作的关键什么？


梁信军：
 关键是风险管控和专业能力。所谓风险管控，就是以守住底线为前提，然后创造空间。古罗马那些常胜角斗士，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锐利的剑，而是有足够坚硬的盾牌。复星的盾牌是以制度和文化为核心进行建构的。我们通过5条纪律来降低风险：1，设立严格的流程与苛刻的评估标准，进行规范的尽职调查；2，重视目标企业创始人与团队的管理能力；3，重视复星的产业经营能力，一旦出现投资企业管理不善的情况，可以派人接手，真接介入管理；4，完善的退出机制；5，赛马文化，通过内部不同项目的竞争，从考察到最后投资成功的比例只有1%。




HBR中文版：
 很多民企都提倡尊重专业，但当与老板文化冲突时，往往听老板的而不是听专业的意见，复星在决策投资项目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梁信军：
 我们从上到下建立了尊重专业能力的文化和制度。在复星的7人董事会中，有3位专家型董事，分别负责法务、财务、人力资源。我们做项目决策要从4个角度来看：第一、这个项目有没有发展前景，有没有竞争力；第二、财务角度是否比较好；第三、从法律角度来看，有没有法律和政策风险；第四、从团队角度来看，做这个项目的团队是不是有竞争力。董事会采取一票否决制，有双重含义，就是说，根据上述4个角度评价项目，任何一个条件达不到，我们就不做；有任何一个董事不同意，我们也不做。




HBR中文版：
 在产业经营模式下，复星设计了怎样的管控体系？


梁信军：
 我们采用的是三层管控体系。包括集团层面，产业集团层面和企业层面。集团层面提供战略指导、考虑产业进退、支持企业业务开发、建设品牌、声誉、资产保值增值、人力资源、财务、法律和风险控制等各方面，产业集团层面的功能主要是投资产业链条中的核心价值环节、通过并购巩固市场领先地位并增加市场份额，企业层面主要是运营，通过系统的对标管理，以严谨的绩效考核形成成本领先及创新优势，提高行业竞争力。上述三层管控体系下，上一层对下一层的日常管控主要通过三条线进行，分别是财务、法务以及企业每年的预算和规划，其中，财务和法务是管控的核心，至于企业日常经营，集团很少直接去干预，但有一条红线，任何企业都不能因为合规性问题引发社会对整个集团评价的下降。




HBR中文版：
 2004年，以德隆系资金链崩溃为标志，同期很多活跃于资本市场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当时复星的财务健康状况也受到质疑，这让你们意识到了什么问题？


梁信军：
 记得当时郭总向通用电气CEO韦尔奇先生请教：怎么处理多元化风险的问题？韦尔奇回答：最好的答复就是拿事实说话，开放你的账簿，让他们看一下，看完以后他们就都明白了。韦尔奇实际上说出一个关键词：透明度。我们当时的资本运作平台是以各个产业板块的上市公司为平台进行运作的，集团作为整体并不透明，由此，我们决定将集团整体拿到香港上市，香港资本市场更为规范，更利于复星加强公司治理并树立阳光、透明的形象。




HBR中文版：
 那次危机对产业经营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梁信军：
 2004年之后的两年，我们收缩了战线，可以说，一直到2011年之前，伴随外界对复星多元化利弊的争论，我们也一直对产业经营的商业模式进行着反思，产业经营模式永远受制于资金链，以前我们主要是债务融资，贷款成本很高，然后是股权融资，但要以股权为代价，还要受到股市周期波动的不确性影响。2010年，我们与保德信成立基金，经过这些尝试之后，2011年，我们终于决定实施商业模式再次转型，我们的新定位是投资集团。另一方面，2004年的信誉危机让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其他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来支撑我们的价值投资，我们开始研究巴菲特，巴菲特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两个核心，一是资金来源是保险金，是负成本；二是他强调很有纪律性的价值投资，我们决定走巴菲特模式。




HBR中文版：
 这次转型的核心是什么？


梁信军：
 核心是使保险资产成为复星的核心资产，用保险资金去投资，最符合我们进行价值投资的理念，我们需要尽快把保险板块培育起来。我们提出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金融能力，另一个轮子是有产业深度的全球投资能力，而后者一直是复星擅长的，是我们持续积累起来的能力。2007年，复星国际在香港实现IPO，融资额高达128亿港元。当年，复星就参股永安财险，5年后的2012年复星与美国保德信合资成立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2013年，复星与国际金融公司合资成立鼎睿再保险，2014年上半年，复星以10.38亿欧元收购了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Fidelidade, Multicare, Cares80%股份，双方完全合并后，保险资产所占复星总资产的比例将达到39%，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了产业运营资产的占比（45%）。



平台化战略转型

最差的管理是什么？就是把分层管理变成了隔层管理，把分块管理变成了隔块管理，我们传统的科层体系很容易把组织机能带到后一种状态。


HBR中文版：
 从产业经营模式过渡到投资集团模式，实现了复星从实业多元化向投资平台化的过渡，需要在战略上做出怎样的调整？


梁信军：
 2012年我们正式提出了“平台战略”，根据当时的内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平台战略是实现投资集团这一商业模式的有效路径。从外部环境看，随后到来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把本轮中国重工业景气周期拉到尾声，同时也敞开了更多的机遇窗口，包括全球化、消费升级，还包括中产阶级崛起、移动互联网、养老、环保等大趋势下的投资机遇。

从复星内部环境来看，随着2007年以后基于上述趋势下的一系列投资，复星已经形成了大健康（包括医药、医院、养老）、大文化（包括地产、传媒、旅游）、大金融（再保险、寿险、财险、小贷和银行）、大物贸（包括商贸、物流）等四大平台架构，这个架构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按照行业、模式、区域等建立条线，到2012年，已经形成了几十个投资团队，这些团队分属于集团及各产业板块。




HBR中文版：
 平台战略的目标是什么？


梁信军：
 目标是把复星平台打造一个智慧生命体。彻底打开既有的行业平台，打通产业链，让复星大平台能够支持到每个团队作战，无论是单独作战还是协同作战。在这个智慧生命体中，每一个细胞都具有相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价值观，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员工，既有明确的分工，又可以无边界协作，生物学上有一个“全息生命体”的概念，意思是，生命体的各个部件都包含着生物体的整体信息，我们要做到人人都是全息复星人，这需要我们进行诸多机制的再造及优化，包括人才通融机制、价值分享机制、激励机制、跨界机制和淘汰机制。




HBR中文版：
 实施平台战略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


梁信军：
 是组织变革，我们需要颠覆性的管理创新。最差的管理是什么？就是把分层管理变成了隔层管理，把分块管理变成了隔块管理，而我们传统的科层体系很容易把组织机能带到后一种状态，把有机生命体肢解成一块一块，这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要通过组织变革来“拆墙”。从2007年至2012年，我们用了5年时间孵育平台战略，这期间，我们不断思考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才适合从实业多元化过渡到投资平台化。在外部世界快速、多元变化下，组织内部需要打通，不能再有部门阻隔和小圈子了。2014年，我们提出了组织变革的口号“通·融”，目标是让复星大平台上的所有要素之间都能实现融会贯通，实现众多资源之间的协同利用，实现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无缝协作。




HBR中文版：
 复星平台化意味着要打破部门边界，切割既得利益，对于员工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变革如何开局？


梁信军：
 首先要达成共识。我们提了一个基本问题：复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最后总结出了9个“提倡”和9个“反对”。我们提倡什么？就是真正利用复星这个发展平台，把自己的梦想和激情全部发挥出来，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同成长。我们鼓励集团和各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助力、共同创造价值。我们反对什么？我们反对把复星“平台”变成“阳台”，在上面混混日子，得过且过，没有激情。我们反对只知追逐个人利益，反对夜郎自大、心胸狭窄，对培养“继任者”的工作排斥抵触、固步自封、不用能人、不用比自己强的人。9个“提倡”和9个“反对”指向的就是组织变革的方向。

2004年至2013年复星集团总资产变化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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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复星集团





产品思维需平台协作


HBR中文版：
 达成变革共识之后，如何选择变革的抓手？


梁信军：
 抓手就是产品，以前讲产品，好像是个小事儿，是产品经理管的，现在全球都处于结构变动期，一个产品可以打磨出一个新产业，可以摧生出一个新业态，而且，以产品作为变革启动点，可以更直接地发现问题。于是，我们明确了企业负责人的核心责任：一，确保战略与总部的一致性；二，产品；三，团队建设。我们要求所有管理者都要有产品思维，包括董事长，我自己以及总经理们，都要更多地考虑产品，经常要问，这个产品可以促进组织创新吗？这个产品会产生新的盈利模式吗？你作为一把手，你要介入到产品中去，让大家尝到甜头，然后交给团队去迭代。




HBR中文版：
 你指的“产品”应该是那些能够牵引组织变革的产品？


梁信军：
 对，比如蜂巢项目（全称为蜂巢城市社会），它是复星首创的通过整合全球资源，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方式参与城市核心功能建设的新型城镇化产品，用来弥补过去城市化的不足，它可以系统化地平衡解决交通、环保、就业、经济结构等城市问题，以功能为主题，可以细分为金融蜂巢、健康蜂巢、文化蜂巢、物贸蜂巢，旅游蜂巢等，比如健康蜂巢要做一个养老项目，在复星平台下如何做呢？首先是业务解禁，我们告诉医药团队和地产团队，你们都可以干起来，过段时间，地产团队干得不错，我就会让医药团队配合地产团队，这个项目就由地产团队管理。随着业务解禁不断深入，现在，后台的行政职能部门也可以去做投资，比如品牌部可以进行文化领域的投资，一旦你成功了，把现有职能部门的位置空出来，我们还可以再去找别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HBR中文版：
 拆墙之后，如何激励大家在平台下协作？


梁信军：
 首先要建立激励体系。今天他帮你服务，你给他付费，明天你帮他服务，他给你付费，两边的激励政策要一致。其次，内部要充分了解和理解。我们有个复星学院，经常搞一些活动和课程，比如复星资源课、午餐分享会，在大家午餐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去讲，讲自己的能力擅长和业务积累，大家都会记住，为日后的合作增进彼此了解。其三是运营打通，资源共享。比如，复星目前拥有基础渠道数量就达到两千家，渠道终端是运营打通的基础资源之一，一般的投资基金是没有这些资源的，基于这些资源，任何被投企业都有条件基于平台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这也是平台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HBR中文版：
 围绕创新项目和产品，新的组织单元如何形成？


梁信军：
 我们称之为“三驾马车”，就是针对一个项目，需要有三类人，一类是专业的投资经理，一类是与政府资源对接的人，一类是擅长当地化经营的人。三驾马车都得有，会产生一个“铁三角”，负责运作项目，将来项目分红，就是这三人分了，铁三角可以自发形成，也可以是我们调派，因为他们可能隶属于不同的团队，在项目运作中，成员不需要向各自所属部门汇报，但业务运作是透明的。




HBR中文版：
 如何进行投后的风险管理？


梁信军：
 我们的方法是，在冰冻一尺时就进行处置，这个方法我们称之为红黄绿灯制度。具体来说，如果你所投资项目的当期业绩低于你事先预期或集团所设定的预期的5%，亮绿灯，意味着投资风险可控，由你自己处置；如果处于5%至15%之间，就亮黄灯，这时，ED（执行董事）或MD（常务董事）就得跟进了，帮助你控制风险；而如果是15%以上，红灯就要亮了，集团的执行董事就要跟进，红黄绿灯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团队协作处理问题，既简单又有实效，有效地推动了复星管理体系的综合服务能力，开始只是在投资部门应用，从去年开始，我们把这套制度推广到了全集团。



价值观的力量

在充分授权的同时，一定要以充分约束作为保障，如果没有充分的约束，就是放养，放养一定会出乱子。如何约束？首先是价值观的约束。


HBR中文版：
 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过程中，作为CEO，最关键要把握什么？


梁信军：
 在充分授权的同时，一定要以充分约束作为保障，如果没有充分的约束，就是放养，放养一定会出乱子。如何约束？首先是价值观的约束。我们特别强调价值观的统一。我们的价值观是“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修身就是学习和进化，齐家就是团队精神，立业就是培养每个人的领导力，助天下是社会责任。打个比方，大家分处于不同团队，现在有个事儿，甲求乙帮忙，乙不帮，这种事只要出现两次，乙这个人我们就肯定不能用，因为这不符合复星的团队价值观。在复星，别人找到你帮忙，你先不要问是不是会有相应的激励，先帮完再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从2014年开始，复星实业考核高层时，针对价值观的考核占到了50%的权重，价值观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才是管控制度的约束。




HBR中文版：
 推出平台战略以来，在集团管控方面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梁信军：
 目前整个复星集团只有两层架构：投资决策层和企业运营层，这个架构是经过“化四为一”（集团股东会、集团董事会、集团管理层和诸产业板块管理层这四层融为统一的投资决策层
 ）之后形成的。投资决策层直接对应企业运营层，后者由一个个项目公司组成。




HBR中文版：
 双层结构下，基于平台战略的管控方式是怎样的？


梁信军：
 我们称之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要求复星旗下不同的产业平台要打通边界，比如同样一个资金来源，要覆盖到不同平台，要能够动员平台上所有人来帮助你投资，这就要求投资决策层的视野要跨出自身条线的边界，达到复星大平台的边界，这是统一调配资源的保证。“纵向到底”，我们通过五条线保证管控职能一竿子插到底，接触到实际情况。第一条线是投资，你始终要关注企业的动态价值变化，包括同行的情况，市场的情况等等；第二条线是财务；第三条线是风控，包括产品质量、环境和反不道德交易；第四条线是人力资源，这可以使总部非常清楚被投企业的员工竞争力水平。第五条线是品牌与公共事务。对于集团品牌与公共事务部来说，要随时了解被投企业的具体需求，以便提供支持和协同。




HBR中文版：
 未来复星会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梁信军：
 过去22年来，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成为一家立足于中国动力的全球资产管理集团，目标是管理1万亿元的资产。未来，复星是一家以保险为核心的类巴菲特模式的投资集团，从中期目标来看，在上述长期定位下，我们专注的是中国成长动力。




HBR中文版：
 复星每天都在创造变化，22年来，复星资产规模由3.8万元涨到了2900亿元，除了核心团队没有变之外，还有什么没有变？


梁信军：
 价值观，前瞻能力，市场嗅觉，尊重专业，最后是注重人力资源，这些永远都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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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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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信军

复星集团创始人之一， CEO、

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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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间：
 1968年10月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


简介：
 1991年在复旦大学取得遗传工程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次年便与郭广昌一起投身于中国刚刚涌起的市场经济浪潮。他把这个浪潮定义为中国动力，他的经营哲学是踏准节奏，顺势而为。当然，成就复星与众不同的因素还包括他们的管理口诀，梁信军将其概况为四要素：领先半步、管理创新、注重知识积累、重视人培养人。虽然在商海生涯已经历练了22年，但梁信军永远有作为老师的一面，很早，他就把帮助员工成功当作使命，他鼓励团队将管理进化到领导力，“我们需要的人，一定是有强烈意愿去做事的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一定要多用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培养出一批与复星一起面对未来的核心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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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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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著名的领导力专家，管理学大师沃伦·本尼斯在今年7月病逝。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有些陌生，的确他不像德鲁克和克里斯坦森那样赫赫有名。然而在管理学界，他是公认的领导力大师和先驱。与很多管理学者不同，本尼斯的很多研究和洞见都源于他的个人经历。1925年，本尼斯出生在新泽西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在1943年参军，奔赴二战战场，成为整个欧洲战区最年轻的军官，并荣获紫心勋章和铜星勋章。战后，他又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教务长和辛辛那提大学校长等职位。《福布斯》杂志称他为“所有领导力大师的院长”，可见其地位与声誉。本期杂志选载的文章成于本尼斯职业生涯后期，半自传的形式总结了他在领导力研究中的智慧和亲身经验，文风随性洒脱，颇有功成身退，随心所欲的境界。他在文章中写道：“领导者每进入一个新境界，都意味着新的危机和挑战。蜕变过程痛苦无比，如能做好准备，便可安然渡劫。”我们认为每一个领导者，无论年轻或资深，都能从这篇充满智慧的文章中获益并一瞥故去大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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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七步人生

The Seven Ages of the Leader

沃伦·本尼斯（Warren G. Bennis）| 文

刘铮筝 | 译　康欣叶 | 校　安健 | 编辑










我
 第一次深入接触到领导力是在二战期间。当时我只是个19岁的步兵中尉，被战火吓破了胆。我受命接管位于比利时的一个排，到达前线时已是午夜，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这个排宿营在一座被炸成空壳的民宅中，他们的通信兵把我带到厨房里，给了我一条长凳让我休息。但我没睡在长凳上，而是打开睡袋和其他人一起打地铺。那一夜我根本没睡，耳畔都是隆隆炮火声。我当时就是个生瓜蛋子，对人情世故和带兵指挥皆知之甚少。当房间里其他人开始翻身醒来，我听到一个中士问旁边的人：“那人谁啊？”“我们的新排长。”他答道。中士说：“不错，这人靠得住。”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该做什么，却误打误撞走对了第一步——低调地融入集体而非招摇过市。实际上，我一直躺在地板上装睡。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我就了解到麾下士兵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或者说他们需要把我塑造成理想中的排长，他们的确做到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中，这些经历过战火的兄弟让我活了下来。他们也身体力行教会了我怎么带兵。在刚来时认可我的中士后来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点都没夸张，是他教会了我战场上的必修课，比如应如何穿越战区才能避免被炸飞。

尽管职场上的领导者不用担心有被炸死的风险，但我在比利时的经历和职场上新领导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被空降到现成的组织，人们感情甚笃，已经彼此熟识。他们都对我有很多期待，但我对此却并不完全了解。新下属一直在观察我的言行是否合格。每名“新官”都会被怀疑和误解，同时还要照顾下属的个人需求和时间安排。如果从一开始没有谨言慎行，往往会招致祸端。“万事开头难”是每个领导职业生涯中很多必经之路中的一条，这些必经之路往往会埋伏着管理者的个人危机。商学院没有如何应对此类危机的课程。经历危机的过程十分痛苦，但也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爱读莎士比亚，每次重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莎翁在剧作《皆大欢喜》中，将人生分为七大阶段。领导者的一生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而且和莎翁的描述异曲同工，它们是：婴儿、学童、恋人、将军、政治家和贤者等时期。了解每一发展阶段，并考虑其中容易出现的典型问题和危机，不失为学习领导力的一种方法。

我无从建议如何回避这些危机，因为很多危机根本无法避免。而且回避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应对每一阶段的挑战，才能做好准备进入下一阶段。了解即将来临的挑战，至少可以帮助领导安然度过危机。如果运气好，他们会在历练中幸存，变得更强大、更自信。首先来看第一阶段的新手领导，即莎翁笔下“在保姆怀里啼哭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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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嗷待哺的婴儿

未来领导者的标准之一，就是具有识别、追随和赢得导师的能力。好导师能够改变人的一生。

对刚成为领导者的年轻男女而言，面前的世界一片神秘，甚至令人恐惧。虽然不至于退缩哭泣，但很多新任领导都希望公司中能有个类似“保姆”的角色，帮他们排忧解难，减少过渡期的阵痛。比较幸运的高管会得到“导师（mentor）”的帮助。“导师”这一概念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门特（Mentor）。当俄底修斯准备出征时，女神雅典娜创造了门特，帮助这位英雄照料爱子忒勒玛科斯。门特兼有男女两性特征，暗示着领导力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比师徒更深厚的关系。但现实中没有女神，导师也不会主动现身。尽管很多人认为，导师会寻找年轻有为之辈，鼓舞和支持他们；但事实则恰恰相反。最好的导师一定要自己找。未来领导者的标准之一，就是具有识别、追随和赢得导师的能力。好导师能够改变人的一生。

当罗伯特·托马斯和我合著《极客与怪杰》（Geeks and Geezers
 ）一书时，采访了两代领导人。我们采访到了一位杰出的年轻企业家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他从事房地产和互联网产业，从4、5岁起便有了第一位人生导师。这段经历也被收录于罗伯特和我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领导力熔炉（Crucibles of Leadership
 ）》一文中。迈克尔的第一位导师是他的祖父，迈克斯·克莱恩（Max Klein）。迈克斯是20世纪50到60年代风靡一时的绘画游戏套装“数字填色”的发明人（该套装包括颜料、画笔和标着不同数字区域的画纸，没有绘画基础的人只要按照说明，对应数字填充不同颜色就能画出专业级作品——译者注
 ）。这套游戏使迈克斯成为富翁，但他没有一个孩子有兴趣继承生意。当他发现孙子迈克尔的商业天赋时，迈克斯立即把握时机，循循善诱。爷孙俩经常通过电话长谈，直到迈克斯去世前的数周都是如此。可以说，爷爷的言传身教相当于让迈克尔从小就接受一流的商学院教育。迈克尔不到20岁时，就成了百万富翁。

还没当领导者就有了导师，可能令人觉得有些奇怪，但尽早培养好习惯没什么坏处。几年前一次冠心病发作后，我在住院期间无意中担任了为期数周的人生导师。在医院里有一位特别善解人意的护士，似乎能提前知道我的所有需求。我们很投缘，经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一直能到聊到深夜。他告诉我，他家在洛杉矶中南部，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但自己依然有志于成为一名医生。他不仅对我的照料无微不至，其性格和毅力也深深打动了我。当他为就读医学院做好准备时，我竭尽全力助他成功。我帮他联系合适的管理者，写推荐信。他寻找导师的技艺不亚于任何高管猎头：选择了我作为他最初的导师之一，他的人生就此改变。我想通过此例，给“婴儿期高管”一个建议：当你接手第一份管理职位时，可能会感到势单力孤，因此征募到一支有力援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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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面红光的学童

初探领导力，仿佛走上一条充满艰辛的学习之旅，又像初为人父人母时的经历。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你需要为他人的幸福负责。更糟的是，你必须学会在公开场合应付一切。你的一言一行受到密切关注，除了极少数人享受这种被聚光灯包围的感觉，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紧张不安。不论你喜欢与否，作为一名新领导者，你时刻都备受瞩目。任何人都有权评论、批判和解读关于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着装、伴侣、餐桌礼仪、遣词造句、你的才智、朋友、孩子、孩子的餐桌礼仪等等。

正如任何初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所言，最初的言行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与之类似，心理治疗中医生和病人最初交流的10分钟至关重要。据研究显示，大学生在入学迎新活动中结成的友谊最长久。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对别人做出评判的过程十分武断，往往通过一两个举动，在几秒之内就能判断出自己和另一个人合不合拍。

同理，人们在评判领导和组织时也是如此。新领导刚上任时的言行，往往在分秒间决定了他能够赢得人心还是招来反感。而且这些言行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影响到团队表现。因此作为新任领导，在刚加入组织时保持低调总不会出错。低调行事能为你赢得足够多时间收集信息，并有利于建立人际关系；能让你慢慢融入组织文化，从新同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低调行事也能让组织成员充分展现才干：他们会觉得，你不是个独裁的领导者，给予下属充足的发挥空间。

回首往事，我要把自己在比利时当排长时取得的小成绩，归功于在候补军官学校接受的教育，虽然那只是短短4个月填鸭式的训练。除了各种求生技能之外，教官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至少在刚带兵时，我们真正的老师是那些饱经战火洗礼的军人，也就是我们手下的士兵。任何组织中这个道理都成立。尤其在刚接手组织时，你能否成功留下来，完全取决于那些最富经验才干和最得力的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初，史蒂夫·桑普尔（Steve Sample）成为了UCLA校长，他上任时保持了完美的低调作风。桑普尔至少微服造访了该校园两次。其中一次他来学校参加足球赛，和并不清楚他身份的教职工与学生聊天。通过亲自走访，桑普尔了解到该校的真实情况，而非推举者希望他看到的学校。在上任后的前6个月中，他并未高调作出任何决定。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和教职工及学生的关系不够融洽稳定，他所作的任何重要决定执行起来都会很困难。新校长上任后前6个月内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无论其时间安排或内容如何，都会被自动贴上武断、专制和不公平的标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最初表现如何，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从你走进办公室那一刻起，甚至在没见到本人之前，你的准下属就对你有了成见。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你，信不信任你，他们对你的成见和你本人的真实面目无关。领导者好比镜子，能反映出其下属对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下属的需求、渴望和恐惧造就了他们的领导。在你上任之前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下属对你的看法。如果你接手的公司经历过几轮裁员或者类似危机，员工自然会认为你也是来清理门户的。为了保住工作，他们可能会公开表现出对你的谄媚或敌意。而其他人则可能将你视为救世主，让他们摆脱前任差劲领导的阴影。因此你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不要太在意新下属对你的评价和态度。而第二个挑战处理起来更棘手。你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下属对你的部分评价可能很准确，哪怕是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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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的恋人

莎翁将人生的第三阶段比作“呜呜哀鸣的熔炉”，这一比喻也适用于被组织中一连串问题折磨的领导者。对沿着职场阶梯一路升上来的领导而言，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昔日平级同事变成今天下属的情况。

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第二幕中对类似情况的描述十分精彩，讲的正是哈尔王储登基成为亨利五世后，和酒友福斯塔夫之间的关系。老骑士福斯塔夫比哈尔年长很多，是指引他的不二良师。福斯塔夫为哈尔与世隔绝的王室生活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从狭隘的王室教育之外，了解到臣民们的所感、所想和所需。但当哈尔成为国王，需要履行王室责任时，则与福斯塔夫划清了界限。尽管他曾和这位老友痛饮美酒、狂欢达旦，但却没有邀请福斯塔夫参加他的加冕仪式，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老人家，朕不认识汝。”

如今的领导都会和新登基的亨利五世一样心有戚戚。处理和老同事的工作关系需要十分小心。除了军队之外，大多组织都觉得自己可以称得上民主，但其实它们都很独裁。作为当代领导者，你不可能像亨利五世那样翻脸不认人，毕竟他们曾和你共进午餐、共享秘密。但毫无疑问，升职后，你在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也会随之变化。或许你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说话了；在面对你时，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尴尬甚至讨厌你。即便你只是在履行领导者应尽的职责，老同事会觉得你在仗势压人。

我认识一位叫玛乔丽的年轻领导者，她是一家医药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最近被提拔为市场部总监。她和这一职位的另两位候选人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尽管玛乔丽比另两人年轻，而且没有他们经验丰富，但她的工作表现一直是最突出的。玛乔丽升职本在情理之中，但这一转变过程却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很多。曾经的好友对她心生妒嫉。而且有时她在高管会上听到对好友的批评，之后马上又要和这位好友共进午餐。玛乔丽怀念和好友无话不谈的时刻，也怀念他们曾给予自己的支持。现在共事的管理者们做派都比她官僚，有人甚至建议她和昔日好友划清界限，但她根本不愿这么做。她的折衷做法是，在和新同事交往之余，也留出时间和老同事叙旧。尽管兼顾两者并不容易，但玛乔丽至少走对了第一步。她和老友开诚布公，在乎他们的感受，并向老友们保证，自己看重这份友情，在未来也一样。

尽管玛乔丽面对的转变很艰难，但至少她了解自己所在的公司和其中员工。而新加入公司的领导连该听谁的话，该信任谁都很难判断。需要关注的种种人和事往往让新领导应接不暇。通常组织中吵嚷最欢的那位最难缠，也是新领导最需要小心应对的人。50多年前，著名心理医生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就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比昂正在探索群体心理治疗这一全新领域，他告诫参与群体治疗的学生说：如果你只关注叫嚷声最大的那位患者，就会触怒群体中其他更健康的患者。他们会开始疏远你，让你无法专注与群体治疗中最重要的问题，最终研究目的也可能流产。

知道该关注什么很重要，也很难做到。满怀改革希望的新领导往往遭遇“下马威”——原班人马会心照不宣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保持现状。新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接踵而至，如果一一回应，根本无法完成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我在辛辛那提大学任校长时，根本没有料到亟待解决的问题会如此之多，光是每天要回的电邮就达150多封。琐事积少成多，让我没有足够精力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应为大学规划出清晰蓝图，并动员其他教职工和学生将之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有效执行要务的后果极具灾难性。

无论是内部升职还是外援，所有新领导总会面临的一大共同挑战是：请组织中的某人离开岗位，说白了就是解雇某人。这是个痛苦的决定，因为解雇对所有人都是个打击，而且没有所谓的合适时机一说。你总觉得对不起将要被解雇的员工，觉得他们不是刚诞下三胞胎，就是刚下血本买了房子。没人能告诉你到底应该如何人道地开除员工，惟一能做的也就是提醒自己谨慎行事，因为和外科医生与恋人一样，正在掌控着他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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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胡子的士兵

有的明星下属表现极其出色，风头甚至盖过了老板——这正是对领导者人格的试金石。

时间一长，领导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适应自己的角色让领导越来越有自信心和决断力，但也可能伤及他们和下属的联系。后果可能有两种：领导忽视了他们言辞举止造成的真正影响，想当然地认为下属向他们汇报的都是实情。

尽管领导最初的言行受到的关注最多，但下属随时都在察言观色。哪怕是一些随意的小动作，都会被下属看在眼里。越是成功的领导，越懂得谨言慎行。因为有时领导随口一说的话，都会马上被下属执行。稍有不慎，你可能会遇到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类似的情况，虽然不会有那么夸张。有一次他低声抱怨托马斯·贝克特说：“没人能宰了这个爱管闲事的教士吗？”（译者注：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是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原本跟亨利二世关系密切，在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与亨利二世反目。）他的四个贵族手下听毕，立刻出手谋杀了贝克特。同理，现在也有不少领导，还没考虑周全就脱口而出“我们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技术战略”之类的话。数月之后，一份冗长的PPT报告和高昂的咨询费用账单便摆在了他们面前。

下属不会对领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位叫克莉丝汀的高管和她的团队工作关系融洽。她管理的部门一直井井有条。不料有一天，爱将约瑟夫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看起来不太对头。约瑟夫告诉她，另一家公司打算挖走他，而且他想跳槽。这个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因为克莉丝汀的团队正准备发布一款重要产品。克莉丝汀十分困惑，因为她和约瑟夫是好友，约瑟夫也从未和她抱怨过对自己职位的任何不满。如果约瑟夫告诉她想要新机会，克莉丝汀会专门为他设置一个职位。然而一切都太晚了，现实情况是，无论两人关系多么好，克莉丝汀依旧是约瑟夫的老板，而职员不会告诉老板他们对猎头说的话。因为克莉丝汀和约瑟夫共事默契，使她误以为约瑟夫对目前工作满意。

事业稳定的领导者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如何培养优秀员工。有的明星下属表现极其出色，风头甚至盖过了老板——这正是对领导者人格的试金石。不少领导都会利用自己的上级地位压制竞争。最近我听说了一件类似的事。一名管理者深受其上级和同事爱戴，但当他被提拔为部门领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新下属开始抱怨他的管理方式，而且这些不满并非完全出于嫉妒。提拔他本身就有些勉强，也让他第一次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力不从心。不久后，下属们发现他开始将别人的想法据为己有，并在背后说一些员工的坏话。当下属就上述问题和他对质时，他看起来特别无辜，坚称自己根本没做那些事。可能他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在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结果就是，下属们一个接一个弃他而去。一年后已经没人愿意在他手下工作，最终他被解雇了。

真正的领导者应具有宽广的胸襟。当然，在看到别人取得了自己难以企及的成绩时，任何人心里都难免不舒服。但真正的领导求贤若渴，不会拒绝比他们优秀的人才。原因之一就是，有才干的下属也会让他们自己获益。很多和我们同时代的优秀领导，包括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鲍勃·泰勒（Bob Taylor）甚至华特·迪斯尼（Walt Disney）都有足够强大的自信，敢于聘用有可能将他们取而代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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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经百战的将军

事业巅峰期高管面临的一大挑战，不仅是允许下属说真话，而且还要能把真话听进去。莎翁的剧作《凯撒大帝》提供了一个关于失败领导者的案例。凯撒在3月15日执意要去元老院，没想到自己真会葬身于此。其实在动身前，他早就得知这是个大凶日，可能会有不测发生。因为预言家警告他：“小心3月15日”。作为信奉鬼神之说的罗马人，凯撒也能从种种凶兆中预知危险：猫头鹰在白天哀鸣；狮子跑过街头；他的爱妻卡布妮亚做了关于他的噩梦，恳求他不要出门。卡布妮亚梦见他的雕像上有100个泉眼，血流如注。对于凯撒这样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的军事天才而言，难道这一切还不能说明问题？如果这还不够明显，他的支持者，罗马教师阿特米德斯将谋反者名字记录下来，曾三次试图将警讯递到凯撒手中。在阿特米德斯最后发出警告数秒之后，谋反者布鲁塔斯和他的同伙一拥而上，杀死了凯撒。

凯撒闭目塞听的原因不仅是傲慢，但和他一样深受其害的领导还有很多。电影大亨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F. Zanuck）就是出了名不愿听取逆耳真相的CEO之一。据说他曾经吼道：“等我说完了你再说‘是’！”，可见他压制了多少异见。更近一些的例子是《纽约时报》已被免职的执行主编霍威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雷恩斯的很多做法都堵塞了言路，其一就是偏听偏信。他的坏名声很大程度是因为严重偏向一小部分员工，明显区别对待所有其他员工。即使雷恩斯将员工区别对待有情可原，但在处理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事件上，这种两级体系极不明智，最终断送了雷恩斯的前程（译者注：《纽约时报》被迫登报承认，杰森·布莱尔剽窃和捏造新闻）。因为他和编辑部大多数人都很疏远，即使大家知道布莱尔可能会酿成大祸，也没人提醒雷恩斯。而且雷恩斯也不相信仅有几个说出真相的人。雷恩斯和他的责任主编杰拉尔德·博伊德（Gerald Boyd）都十分“一言堂”。当一位颇有声望的记者大胆指出博伊德犯下的错误时，博伊德居然递给他一枚硬币，让他给《洛杉矶时报》打电话，另谋高就。结果这位记者马上离开《纽约时报》去了加州。

雷恩斯对自己在2003年被解职感到由衷惊讶，这一幕非常像莎士比亚笔下凯撒的处境。他肯定读过2002年肯·奥莱塔（Ken Auletta）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他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指出，舆论认为雷恩斯是个傲慢的人。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人，雷恩斯本应能分辨出下属是真心认同他，还是敢怒不敢言。但自高自大的他没能建立其每位领导都需要的同盟。当布莱尔在新闻报道方面的不法行为被曝光后，雷恩斯偏袒的那一小撮人根本无力保住他的饭碗。相比之下，真正的领导者不会有中东谚语中所谓“厌倦的耳朵”。他们内心足够强大，不管事实多残酷，他们都能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是圣人，而是因为只有坦然面对真相，才能成功和生存。

我在上文提到过，新任领导在工作刚开始的数月内，应避免进行重大改革。但到了这一阶段，挑战有所不同。因为在职业生涯中又前进一步的领导者往往肩负改革使命，他们的行动会直接影响到组织未来的命运。优柔寡断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必须先摸清公司原班人马的情绪和动机，才能采取行动。

我真希望1971年自己刚到辛辛那提大学任职时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当时的任务是把这所地方院校改造成州立大学，这个目标绝不是学校教职工或辛辛那提市民普遍能接受的。一位资深校董已经告诫我要低调做人，才能进一步了解当地保守的社区和居民，并让人们更认可我。我没有理会他的忠告，认为大力宣传这所大学，进而宣传我自己，会有助于我的事业发展。因此我接受邀请，主持一档周播电视节目。更糟的是，这档节目就叫《本尼斯！》（Bennis！）。这个惊叹号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当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能被视为傲慢外来者，却自以为救世主。但《本尼斯！》的播出确实使人们对我产生了这种看法。正像人们的最初印象往往无法磨灭，学校员工对我的最初看法使我实现改造这所大学的理想难上加难。

由于不了解所处工作环境或没得到下属支持，领导者遭遇了失败。这样的例子在企业界不胜枚举。德克·贾格尔（Durk Jager）就是其一。他在宝洁只呆了不到一年半，批评他的人指责他对公司进行的改革太多太快。贾格尔没能使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认同他改造宝洁的远景，他的继任者雷富礼（A.G. Lafley）却成功了。最初雷富礼看似放弃了贾格尔意欲进行的“大刀阔斧改革”。雷富礼虽以渐进方式改革，其本质和贾格尔的设想一样激进。雷富礼的改革也包括到公司外部寻找新创意，这与宝洁公司传统的“内部发明”哲学背道而驰。他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雷富礼说：“我不攻击别人，我避免说宝洁员工很糟糕……我保留了公司的核心文化，把人们引领到我想去的地方。我让他们一起参与到改革中，但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改革。”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她接管惠普时至少有三重不利因素：女性、外来者、非工程师出身。反对她的人恰好是代表公司传统势力的创始人之子，沃尔特·休利特（Walter Hewlett）。菲奥莉娜的聪明之处在于，始终尊重惠普的辉煌历史。即使在酝酿改革，包括同康柏公司（Compaq）合并时也是如此。在她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菲奥莉娜规划了公司的蓝图。她从“发明”一词开始说起，在肯定惠普创始者开拓精神的同时，重新诠释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车库法则”。她没有轻视来自休利特的压力，而且有计划地支持和团结董事会中其他成员。决定性时刻到来之时，董事会多数成员采取行动，将休利特逐出董事会。与康柏合并成功与否，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比昂医生一定会对菲奥莉娜的做法大加赞赏。她没有对休利特反应过激：不攻击他，也不花太多时间解决他的个人担忧。相反，她坚定不移按计划行事，并且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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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眼镜的政治家

与莎翁笔下第六人生阶段相对应的，是领导者的权力开始式微的时期。但与莎翁描写不同，这一阶段领导并非“穿拖鞋的消瘦傻老头”，他们为了组织的利益苦心经营，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接班人。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他们见多识广、洞察力敏锐，领导生涯早期的棱角和野心也被打磨圆润。因此他们在过渡期重要岗位上还能发挥余热。

在职业生涯晚期，能够担任类似棒球赛中的救场替补角色，同样令人兴奋。继布莱尔丑闻之后，《纽约时报》董事长亚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急需能接替雷恩斯的人。约瑟夫·莱利维德（Joseph Lelyyeld）临危受命，担任临时执行主编。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十分明智。莱利维德是德高望重的老记者，利用职场中多年积累的经验，立即平息了这场危机。而且他并不贪恋权势，功成则身退。

再来看某一政府机构主管的例子。这位主管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目标，并且对和自己职位相关的种种政治权术感到厌倦，因此萌生去意。但当得知某驻外办公室需要临时领导时，他欣然接受外派，推迟了退休时间。他比年轻的领导更适合这一岗位。因为他不仅带去了毕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不必浪费时间勾心斗角，以图谋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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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璞归真的贤者

如我在前文中所说，接受导师指点对年轻领导大有好处；担任导师一角也令人获益匪浅。成为导师是领导者在职业生涯晚期能享受到的最大乐趣之一，堪比含饴弄孙。也正是在这时候，他们有了培养年轻一代接班人的紧迫感。回头说说我认识的那位想当医生的青年护士。显然，这位年轻人从我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而这段忘年交也让我收获颇多。我懂得了导师的真正含义：教学相长。我也懂得了建立和巩固同导师的关系并不等于阿谀奉承，而会使双方互惠互利。这些年来，我对那位男护士的敬意与日俱增。当他几乎以班上最优异的成绩从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我亲自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

担任导师不仅能让你自己获益，还能为你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职场经验。和我与青年护士的例子类似，上文中的企业家迈克尔也受惠于他的祖父迈克斯。作为一名极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迈克斯把自己毕生积累的智慧传给了孙子，可以想见他有多欣慰。这种互惠关系影响之深远，甚至能超越双方的亲情。导师的指点并不限于交换信息。在和野生狒狒群居生活的实验中，神经系统科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发现老狒狒和年轻狒狒会结成同盟。这是一种颇为成功的生存战略，和没有结盟的同龄雄狒狒相比，与年轻雄狒狒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年老雄狒狒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不管是狒狒还是人，建立了导师关系的个体都会交换宝贵且微妙的信息。在年长者探索多变世界、在利用自己的宝贵时间作出各种尝试时，年幼者可以从其成败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在撰写《极客与怪杰》一书时，我们对年长和年轻领导者进行了比较，发现领导者的核心素质就是适应能力。真正的领导者能够灵活决策并取得成功。有了适应能力，人们就可以战胜那些随年龄增长出现的挫败感，使自己不断升华。莎士比亚把人生的最后阶段称作“孩提时代的再现”。无论健康与否，对今天的老人而言，高龄既不意味着等待死亡，也不意味着被人遗忘。这是一段可以重新发现孩提时代的金色时光，每天早晨醒来，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希望和期待，急待重新探究和发现。到了这一阶段，随着岁月流逝，功名利禄会越来越不重要，人生则日趋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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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本尼斯
 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商管理学院杰出教授。他也是哈佛商学院波士顿校区的托马斯·墨菲杰出研究学者，以及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本尼斯著有25本关于领导力和变革的书籍。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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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沃伦·本尼斯

茱莉亚·科比（Julia Kirby）| 文

康欣叶 | 译　刘铮筝 | 校　安健 | 编辑







7月31日传来一个噩耗——沃伦·本尼斯去世了。对于哈佛商业评论编辑部来说，他既是多年的好友，又是长期合作的作者。许多教育工作者及咨询顾问想必也会怀念他。

让我们定义一下“长期”：1961年，沃伦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领导力的修正主义理论》，文章主旨即标题。我们在半个世纪后回顾这篇文章时，发现它所传达的信息显得不那么修正主义：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组织不需要金字塔尖的独裁者，而是更彰显人性，崇尚民主的领导者。沃伦更喜欢用这个短语：“从大男子主义到乐队指挥”。然而那时，巨型企业很难为此理论所动。

沃伦提出的修正主义从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影响。在1961年之前，“领导力”并非《哈佛商业评论》中的常见话题。管理学通常与企业组织的效率以及公司运作的监管有关。尽管一些高管在激励他人以及识别未知挑战方面胜人一筹，但是在管理学领域，“领导力”还是一片空白。对于一个追求科学性的学科，领导力话题显得格格不入，仿佛一片不可触碰的禁区。

沃伦喜欢自称“幸运儿”。在他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一篇个人反思中，他甚至称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功全依靠一些“不体面”的因素：野心、不安、努力以及幸运。但是俗话说得好，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幸运。事实是，他在人们不屑一顾时抓住领导力这一话题，然后毕生潜心研究这一领域，直到它成为正统学科。沃伦通过与商业领导者持续且缜密的对话，辅以个人洞见，使领导力话题不断进化。

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垂青领导力话题？沃伦提到过许多影响他的人。因此在沃伦二战之后来到安提阿学院追随时任院长麦克雷戈（人性假设理论的创始人）时，他非常理解领导者与其追随者的关系。此外，我们不难理解，“沃伦”这个名字同样对其一生产生影响。沃伦·加梅利尔·本尼斯于1925年出生，以当时颇受欢迎却在办公室意外死亡的总统命名，然而哈定总统留下的英名很快由于一件丑闻的公之于众而蒙受阴影。与恶名昭著的人同名，沃伦在年轻时想必就思考过是什么使一些人留下财富，一些人留下糟粕。

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几十年里，沃伦无所畏惧地探索这一难以钻研又不容忽视的领域。他写下了《会讲故事的领导者》一文，与鲍勃·托马斯合著了《领导力的熔炉》，并写就了《领导者的七步人生》，分析塑造领导力的关键时刻。他与诺埃尔·蒂奇在《作出判断》一文中对领导智慧的能力进行了探讨，在《下一步需要：公正的文化》一文中讨论了领导者如何影响组织文化。

或许像沃伦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有野心、不安、努力且幸运。但他同时充满个人魅力，彬彬有礼，为人慷慨且幽默感十足，甚至可以说他过分乐观。在缘起于他的回忆录《依然惊奇》的一次的采访中，沃伦说他又计划起了一本新书：我在想，虽然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我下一本书可能会以一个词为标题。我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我觉得这个词充满力量——那就是“慈悲”。我认为这个词很适合作书名，尤其是一本有关慷慨、尊重、救赎与牺牲的书。这些词听起来都有些神乎其神，但是我认为它们都是领导力的必备要素。“慈悲”最终没有机会上架，但是有幸与沃伦相识且共事的人恐怕已经领悟了书中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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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科比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总监。






特写 Feature



阻击“内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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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阿普顿（David M. Upton）

赛迪·克里斯（Sadie Creese）| 文

刘铮筝| 译　熊静如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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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威胁
 　与内部人员有关的网络攻击危害很大，而且数量在上升。内部攻击涉及员工、供应商或其他能合法连接到公司计算机系统的人，占所有网络攻击的20%，一般电脑防卫措施对其无效。




关键
 　要想提高对内部攻击防御能力，方法与提升质量和安全无二：网络安全，人人有责。




解决方案
 　密切监督员工，并告知他们可能发生哪些威胁，以便他们上报可疑活动。要求供应商和分销商将风险最小化，并对其进行定期检查。领导则须与IT部门紧密合作，保证重要资产得到保护。






我
 们都对2013年美国塔吉特（Target）超市遭遇网络攻击事件记忆犹新：黑客窃取了约4000万顾客的支付卡号和约7000万顾客的个人数据。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塔吉特：名誉扫地、利润大幅下滑、CEO和CIO相继离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黑客是外贼，但他们之所以能进入这一零售连锁公司系统，是因为使用了内部人员证书：证件持有者正是塔吉特的冰箱供应商。

网络攻击日益增多，塔吉特只是其中一例。来自外部的网络攻击已经引起了各界极大关注，比如无孔不入的知识产权黑客攻击，Stuxnet蠕虫病毒以及东欧黑客集团的恶意滋扰等。但相关企业或内部员工造成的网络攻击威胁更大，而且内鬼的危害要比外部黑客攻击严重得多，因为内鬼更容易进入系统，作案机会也大得多。他们造成的损失五花八门：操作中断、知识产权遗失、名誉受损、投资者和顾客信心下跌、以及将敏感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包括媒体。据多个机构估计，每年美国至少发生8000万起内部攻击，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很多攻击并未被报道。这些攻击每年造成的影响价值以百亿计。

很多组织承认，它们尚未有完备的安全措施来查找或抵御内部攻击。原因之一是，这些组织仍不愿承认这一威胁规模已如此之巨。

过去两年间，我们一直负责一个国际研究项目，其目的是大幅改善组织发现和抵御内部威胁的能力。该项目由隶属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的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CPNI）赞助，研究团队由来自牛津大学、莱斯特大学和卡迪夫大学的16名成员组成，包括计算机安全专家、商学院研究公司治理的学者、管理学教育家、信息可视化专家、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

我们以跨学科方式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同于通常的观点和做法（见后文“失效的常规做法”

 ）。例如，很多公司目前的做法是：阻止员工使用工作电脑登陆与其工作不直接相关的网站，比如Facebook、交友网站和政治话题网站。我们则认为，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网上浏览的自由，但要用常备安全软件监督他们的活动，从而得出与行为和人格有关的重要信息，便于查找隐患。我们在本文中将分享把内部攻击可能性降至最低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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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内部攻击

内部威胁来源多种多样，可能是刻意为之，也可能是无心之过，有人将所在单位的网络资源用于非法和恶意用途，也有人在无意间造成了安全隐患。他们可能是正式员工（从清洁工到高管）、合同工、或第三方数据及计算机服务供应商。斯诺登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他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一名合同工，从NSA窃取了敏感信息。通过合法登录，内部人员可以窃取、扰乱或损毁计算机系统和数据，而且不会被那些只防御外部攻击的普通安全解决方案检测出来。因为此类方案的防范重点是网络入口，而非系统内容和内部人员。

据计算机安全龙头公司伏尔米（Vormetric）统计，54%的管理者和中型组织表示，和2011年相比，如今检测和防御内部攻击要困难得多。而且被报道的内部攻击数量，及其占全部网络攻击的百分比都在增加。根据毕马威（KPMG）一项研究统计，这一百分比从2007年的4%增加到2010年的20%。我们的研究认为，该数字还会继续提高。外部攻击也可能涉及内部人员，只不过他们有的知情，有的不知情。前文中塔吉特事件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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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的常规做法

与应对外部威胁相比，以下常用网络安全防护措施用于内部威胁时，效果会大打折扣。




登入管制


禁止人们将公司设备用于个人事务，并不意味着能防止他们窃取信息资源。




漏洞管理


安全补丁和病毒检测程序并不能防止或检查出恶意登录，比如获得授权的员工或使用被盗证书的第三方的恶意登录。




边界保护


将重要资产至于加强防御的边界之内，也无法防御获得授权进入受保护系统的“内贼”。




密码规定


将设置复杂且经常需要变更的密码作为硬性规定，只会让人更愿意将密码记在便签上，使得密码在现实环境中反而更容易被找到。




安全意识项目


仅仅要求员工每年阅读公司的IT安全规定不能有效提高其网络安全意识，也无法防止员工采取有害行动。

（返回阅读原文
 ）





内部攻击增长原因

“进入一家不设防公司的最佳方法是：将印有公司标识的染毒U盘撒在停车场附近。”

这类日益增长的风险可归因于IT领域中迅速变化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看上去没什么特别。造成组织内部网络风险的原因大都司空见惯、熟视无睹。


IT业规模增大、复杂程度提高。
 你知道哪些人在管理你的云服务器吗？你和谁共享服务器？服务器安全吗？为你提供其他外包项目（呼叫中心、物流、清洁、人力资源和客户关系管理）的人是否可靠？2005年，4名纽约花旗银行客户被位于印度浦那的呼叫中心诈取了近35万美元。罪犯就是承担花旗银行外包工作的软件和服务公司员工，他们收集了客户的个人数据、用户个人密码和账户号码，从而可以实施犯罪。

目前有很多“黑网页”站点，里面有很多兜售大量敏感信息的无良掮客，从顾客密码、信用卡信息到知识产权，应有尽有。经常有内部人员愿以远低于信息资产黑市总价的价格，出卖能够获得各种信息资产的渠道，从而形成网络犯罪地下产业链。


员工使用个人设备工作。
 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多的内部人员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工作，这也是风险所在。我们的团队和其他研究者都发现，工作中个人设备数量剧增，所造成的风险让公司安全部门防不胜防。根据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最近的报告，全球约有1160万台移动设备随时会遭到感染，移动恶意软件感染数量在2013年增加了20%

不光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会出问题，即使闪存或手机存储卡这样的简单设备也不安全。“进入一家不设防公司的最佳方法是：将带有公司标志的染毒U盘撒在停车场附近。”我们团队成员之一，牛津大学网络安全中心副主任迈克尔·戈德史密斯如是说。他指的是2012年荷兰化学公司帝斯曼集团遭遇攻击事件，因为“总有员工至少会试用其中一个U盘。”

还有几则相关新闻也被广泛报道。2013年在圣彼得堡附近参加G20峰会的代表收到了一些U盘和手机充电器，里面含有能够窃取信息的恶意软件。在2008到2010年间，通过未连接互联网U盘植入系统的Stuxnet计算机蠕虫病毒，甚至毁坏了伊朗的铀提炼设施。

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面临风险。


社交媒体爆炸式增长。
 社交媒体使得形形色色信息从一台电脑散布到全世界，而公司往往并不知情。外部犯罪者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企业内部人员，利用他们获取公司资源。比如老练的骗子会设下“浪漫陷阱”，装作追求者诱使员工泄露敏感数据。事实证明，这招特别有效。此外，他人还可以利用从社交网络上获得的信息，对员工施压。比如，网络敲诈者可能会威胁内部员工：如果不提供敏感信息，就删除受害人公司电脑上的文件或在上面显示色情图片。



内外缘何勾结

不少政府和民间案例研究证明，有意参与网络攻击的内部人员的作案动机繁多，比如经济利益、报复、对认可和权力的渴望、受到敲诈勒索，对组织里他人效忠，以及政治信仰等。

在研究中，我们获悉一起2014年的攻击，作案者是一家成长很快的小型虚拟培训公司职员，其作案动机是求爱遭拒。公司一名管理者向上级投诉了这名问题员工。作案者经常在工作时给这位管理者送花、发送不合时宜短信，还经常开车路过他家。遭到明确拒绝后，作案者损毁了公司培训视频的数据库，并破坏了获取备用文件的路径。遭公司开除后，因为知道缺乏指控犯罪的真凭实据，作案者又勒索公司几千欧元，扬言将安全漏洞公之于众，此举可能危及即将到来的IPO。和很多其他内部犯罪一样，这起代价沉重的事件并未被报道。

内部人员和犯罪团伙及激进组织勾结也越来越常见。很多国家现已运作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ERT），抵御各式各样攻击。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2012年的报告《聚焦：恶意内部和组织犯罪活动》，该校CERT内部威胁中心分析的150个案例中，16%与组织犯罪有关。

其中一例是：2012年俄罗斯黑客团伙窃取了南卡罗来纳州380万个未加密的银行账户，和将近400万份纳税申报单的详细资料。司法调查表明，一名银行雇员点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促成了该攻击，黑客团伙盗取了该职员的证书，登入了该州的数据服务器。

我们团队成员，莱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莫妮卡·惠蒂（Monica Whitty）以及很多其他研究者表示，愿意协助或参与网络攻击的内部人员多少都符合“三重心理阴影”中的一种或多种，即：马基亚维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自恋和病态人格。2013年CPNI的一项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研究发现，内部攻击者通常具有至少超过一种下列人格特征：不成熟、缺乏自尊心和道德或道德观低下、浅薄、爱妄想、冲动、缺乏良知、喜欢操纵和不稳定。

瑞银集团（UBS）财富管理系统管理员罗杰·杜罗尼奥（Roger Duronio），被判决在2006年使用恶意“逻辑炸弹”程序，毁坏公司电脑网络。杜罗尼奥表现出多种上述人格特征。他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安全感；当收到的奖金只有3.2万美元，而不是自己原先期待的5万时，便怒火中烧。他抛售公司股票，启动恶意程序，导致瑞银美国的2000多个服务器瘫痪。其中一些服务器连续数周无法交易，给公司造成31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以及数以百万计美元未公开的突发损失。杜罗尼奥终被判处8年零1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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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真相的管理者

我们询问了80名高管对内部网络安全威胁的了解情况，并追查对真实威胁事件的深度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概要如下：

• 参与调查的所有国家和大多数行业（银行和能源公司除外） 管理者对内部威胁几乎一无所知。

• 他们一般认为网络安全是他人的工作，这里的他人通常指IT部门。

• 很少有管理者认识到观察员工反常行为的重要性，因为从中能够获得风险预警。这类行为包括浏览极端主义网站或开始在一天中的异常时间段工作。

• 约2/3的内部或外部安全专家认为，很难说服董事会相信，忽视内部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

• 少有IT团队获得相关指导，比如哪些信息资产最重要，何种程度风险可以接受，或防御攻击应该投入多少等。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内部网络安全威胁管理与质量和安全管理十分类似。这些工作曾经都由某一特定部门负责。但在如今极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组织不希望出现任何风险。因此任何规模企业的领导都应动员全体员工参与网络安全工作。以下是急需采取的五步骤：


执行强有力内部规章。
 内部规章须明确规定员工必做和禁止事项，防止内部人员因大意、疏忽或错误带来风险。规章须简明易懂，不仅针对安全和技术专业人员，应该让公司全员都能看到、理解和遵守。规章须适用于组织所有层级，包括高层。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框架样板，以下是链接：


www.illinois.gov/ready/SiteCollectionDocuments/ Cyber_SOSSamplePolicy.pdf


给予员工遵守规章所必需的工具。例如，当有人试图登入含有敏感材料的分系统时，系统应具有闪烁报警信息的功能，系统应询问该人是否有权限登入，并记录跟踪那些没有权限的人员。

违反规章应该受罚。毫无疑问，如果员工发生出售客户个人信息或有意在公司系统安插恶意软件这类严重违规，应被开除和接受法律制裁。如果是较轻违规（比如将密码告知其信任的同事，使其登入公司系统），念其初犯，可予以警告并载入员工记录。

帮助员工了解如何安全完成每日任务。应通过宣讲会和内部交流活动等方式，加强贯彻规章制度，比如在工作场合张贴宣传海报。一些公司也用大屏幕播放视频，展示违反政策导致的网络攻击的后果，以及加强可防范攻击的安全操作等等。


提高安全意识。
 公布可能出现的威胁，便于员工检测威胁以及防范任何向他们寻求帮助实施攻击的人。培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根据员工负责的不同工作，将他们可能遇到的攻击纳入培训内容。比如网络钓鱼是一种常见的非法登入手段，是指利用伪造电邮，套出员工的个人详细信息或访问代码，或诱使其点击下载恶意软件的链接（很多人不知道电邮中“发件人”地址很容易伪造）。测试可由公司内部或外部安全服务发起，来考察员工对这类攻击的防范能力。

即便如此，面对处心积虑的外来攻击，内部人员依然很难抵御。2013年4月，一家法国跨国公司遭到颇为狡猾的攻击。一位副总裁的行政助理收到一封电邮，含有一张在云文件里分享的发票。她当时就感到可疑，觉得不能打开这个文件，但几分钟后，又接到一个自称是公司另一位副总裁打来的电话，而且听起来很可信。来电人指示她下载并处理发票，她照做了。发票实际含有远程访问木马病毒，一家位于乌克兰的犯罪集团控制了她的工作电脑，记录下她的键盘按键，最终窃取了公司的知识产权。

正如机场候机室中无人看管的行李需要上报，反常或违禁技术和行为也应该上报。例如，将便携式硬盘带到员工经常接触网络数据和软件的办公室，以及未经授权的员工或供应商索要机密数据文件等。


招聘时应防患于未然。
 最关键的是，利用专门设计的筛查程序和面试技巧，评判候选人的诚信度，例如：犯罪背景调查、查验简历中有无歪曲事实、以及直接考查求职者道德准则的面试问题。我们的团队正在设计测试，以冀帮助雇主判断候选人是否具有CPNI判定的危险人格特征。

面试过程中还需要对网络安全意识进行评估。求职者是否知道内部威胁是什么？何时他才能告诉另一位团队成员密码？在何种情况下，他可以允许团队成员以他的权限使用他本人的电脑？如果候选人其他各方面都很过硬，可以先聘用他们，但一定要马上对其进行组织政策和实践培训。如果所聘用者的工作处于高度敏感环境，那么将其纳入麾下前一定要三思。


采取严格转包流程。
 如前述塔吉特违规案例所示，公司必须保证供应商或分销商不会为自己带来风险。可采取的措施有：除非万不得已，外部IT服务提供商的人员不可另辟蹊径进入公司系统。如果供应商失败或违规的风险比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小，那么供应商很有可能不履行公司提出的管控要求。寻找那些和你风险指数相近，公司文化相似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他们更愿意和你采取共同的网络安全模式。

签合同前，应询问准供应商，了解其如何管理内部相关风险。如果你选择了它们，要定期审查，确保它们一直按规定操作。一开始就要和它们说清楚，你会进行审查，并约定他们需要参与的审查内容。公司可以要求供应商采取和自己一样的控制标准：审查员工的犯罪记录、核实求职者的雇用记录是否属实、监督公司数据和应用的访问情况。由此确认是否其中有未经授权的行为，以及防止入侵者进入存有敏感信息的场所。


监督员工。
 让员工知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公司有能力监督他们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并且也会这么做。把网络安全管理全权授予专家远远不够；公司全体员工都要形成日常防范意识，对系统内外的特殊情况都要提高警惕。这意味着要求安全团队或服务供应商设计定期风险评估测试。测试应包括威胁来源、易受影响的员工和网络，以及风险成真可能导致的后果。公司还应量化减小风险的举措，比如对警报回应的次数等等。

路由器或防火墙通常能监督输出通路，但应确保监督功能处于激活状态。如果没有监督输出流量的设备请务必采购。还请跟踪和监督其他可疑的输出设备，比如U盘、其他各类移动存储设备和输出打印设备等。可通过抽样调查以及对进出建筑物人员的机场式搜查监督输出设备，通用电器和威普罗（Wipro）在印度班加罗尔就采取了这些措施。

为达到有效监督，企业须勤加管理所有员工的权限，包括那些具有公司系统最高级别访问权限的人，而他们往往正是内部攻击的调查者。措施还包括：随时调整具最高权限的员工名单，继续观察留在名单上的人，证实他们确实值得信任；找到有效的内部威胁检测系统，预判出可防控的风险；收集网络犯罪历史资料，利用大数据得出线索和警示。

恶意软件检测工具也能派上用场，内外勾结时尤其有效。如果发现了恶意软件，请判断其是否属于内部攻击。分析恶意软件的使用方法，也可以为攻击者的身份和更广范目标提供线索。

这种级别的监督会增加所有人的工作量，但能够提高公司的防御能力并降低风险，因此值得实施。

消除内部网络威胁最有效的策略是：不仅要使用现有防御性技术并修复这些技术中的薄弱环节，更要关组所有内部人员，确保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会给公司带来安全隐患。他们需要清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一定要提醒他们：保护组织，也正是保护自己的工作。




你能做什么？

以下是非技术出身领导应要求IT部门做到的最重要几点：

• 监管所有通过互联网或便携媒体输出公司网络的流量，及时汇报任何异常情况或违规操作。

• 随时了解网络安全战略和规章相关的最佳实践更新。

• 一丝不苟地执行与公司业务运营要务有关的网络防御程序和协议。

• 及时更新用户帐户，如非绝对必要，确保员工永远无法进入敏感计算机系统。

• 经常进行威胁评估并将结果汇报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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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阿普顿
 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美国标准公司运营和管理教授。赛迪·克里斯
 是牛津大学网络安全教授及其全球网络安全能力中心主管。阿普顿和克里斯还是牛津大学公司内部威胁检测研究项目的首席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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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你要走了，道格。你可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需要外包的大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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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数字与现实

digital-physical mashups

达瑞尔·里格比（Darrell K. Rigb）|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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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而言，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一体的。这同样适用于你的公司。——达瑞尔·里格比






核心观点


问题
 　太多的企业将线上线下业务独立运营，这样的断层将会惹怒消费者。








分析
 　数字颠覆者的拥趸们强调企业线下的运作是一个庞大如恐龙般的体系。但大多数企业会发现，它们需要融合线上线下的运营，以使得消费者可以在线上线下自由切换。








解决方案
 　对全球行业领导者的研究总结出五项规则将会引导企业的成长。它们会帮助企业重新构造（构想）业务，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采用融合策略，最大的障碍并不是企业缺乏意愿和动力，而是他们的执行缺乏经验。


在
 数字革命初期，很多企业领袖们对这场巨变视而不见，他们确信新科技的威胁不会对他们的公司产生任何影响。当这个看法被颠覆后，许多企业领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数字革命将把他们的市场地位彻底摧垮。为了生存，他们停止向现有经营模式下的业务继续投入资金，竭尽所能地“自救”，并努力建立自己独立的数字化业务。他们现有的传统业务单元很可能无法继续存活，但是新生的数字化业务有机会取代那些僵尸般的传统业务。

以上这两种观点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前一个毋庸赘述：没有任何公司可以忽略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后者的失误可能不太显著，但现在已经初露端倪。有些企业从现有业务中抽出资金，将赌注押在毫无市场竞争能力的数字业务上，导致企业几十年来积累的实体价值白白流失，企业利润损失数以百万计。希尔斯控股公司（Sears Holdings）就是这种错误的代表：投入大量资金于在线业务致使其专卖店的投入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了该公司在过去7年中股价跌幅达到75%。类似的例子也同样出现在许多行业之中。

上述两类极端的错误源于企业没有真正认知客户的变化。消费者已经将数字和现实世界紧密结合，他们无法理解企业为什么反应会如此迟钝。让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述这个问题。

去年12月，我的女儿斯黛西想为她的小女儿买《Just Dance 4》游戏作为礼物。她在游戏的零售商网站看到销售价格为29.97美元。圣诞节快到了，为了能够保证及时到货，她决定去该零售商的销售门店购买。没有想到，在门店的售价竟然为47.97美元，高出网上价格60%。她非常吃惊，不过她记得该公司有低价保证承诺，所以她向门店询问了网上价格的问题。很遗憾，收银员竟然说，这一价格保护政策仅针对竞争对手的价格，而不适用于自家的网上价格。

“等等，”斯黛西继续问道：“我可以在网上买这个游戏，免费运到商店吗？”收银员同意，但提示她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我的女儿回答说：“现在这个游戏就在你们的货架上，为什么不能让我在线付款后直接从货架上拿呢？”当然答复是否定的：线下的门店与线上业务是独立的运营实体，这样操作会把他们各自的业务搞混。最后，斯黛西决定在这个门店的登记处，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下了订单并要求送货到门店，几天之后，她回到门店取走了这个游戏。这是多么令消费者费解和厌恶的购物体验啊。

人们的购物体验总会被“线上线下”这样的区隔硬性割裂。数字革命已悄然持续了近1/4个世纪，然而还是有许多公司仍然纠结于是否要向在线业务能力投入资源。这些企业往往基于自己的管理目的出发，将在线业务作为独立的业务单位，而并不是站在客户期望的角度来进行业务体系设计。

随着数字革命的演进，一些企业将走向极端，它们的业务被数字化彻底颠覆和摧毁，就像Tower Records（唱片零售公司）一样。但大部分公司会发现，就像消费者正在改变一样，这些企业也必须将其线下线上业务完全融合。回首看看你自己企业的业务：线下的业务是否会完全消失？线上线下的融合创新不正将开辟广阔的新机遇吗？尽管一些数字化融合的工作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过渡，但这不正是延展自己的核心业务的最佳之路吗？通过这种融合产生的盈利能力将是企业未来成功发展的关键基础。

我和我的同事研究了全球超过300家公司，并直接参与数百个公司的管理工作，这些公司正试图应对重塑市场大环境的诸多变革。我们发现，大多数行业仍然在数字化融合转化的早期阶段（参见后文 《数字现实融合的增长趋势》

 ）。我们还发现，采用融合策略，最大的障碍并不是企业缺乏意愿和动力，而是他们的执行缺乏经验。这些企业的高管们非常有兴趣并认识到变革可能产生的巨大潜力，但无法确定该如何工作。

毋庸置疑，在这方面的最佳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基于对于20个全球行业领导者的研究，我们从众多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之中总结了5个规则。有些是非常普遍的常识，但并未被普遍实践。有些则听起来有悖常理，至少对于数字化颠覆的极端主义者而言。当竞争对手还在犹豫不决之时，这些行业领导者却发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它们做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做到的，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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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现实融合的增长趋势



数字与现实的融合创新对不同的行业将产生不同影响，有些行业受到的影响力度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你首先要评估自己公司所处的环境。目前的技术变革如何影响所处行业的产品和竞争格局？未来几年行业会不会受到融合创新的影响？下图展示了贝恩公司对20个行业进行融合转型的评估：



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在媒体、科技和电信行业的影响范围是石油、天然气、矿产和建筑业的几倍。


最大的变革还未到来：
 对于大多数行业，未来几年的相关创新将会比过去的总和还多。航空公司、汽车和保险业正在数字现实融合变革的边缘。

外部因素将影响变革的节奏。外部因素将制约一些行业的变革。例如医疗科技和健康产业，由于行业监管、补贴和法律责任等因素，这些行业的变化速度将慢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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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规则#1

围绕双线融合来构建企业的战略，这将成为你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战略专家宣称可持续竞争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解释说，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原有的竞争优势会被快速复制，企业必须学会快速转变，不断从一个变革浪潮飞跃到下一个，未来每个变革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短、竞争更激烈，甚至新变革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内在关联。这种做法的问题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优势可能最终被放弃，而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有风险的且可能没有竞争优势的业务中去。为了降低失败概率，你要么非常幸运，要么是找到自己企业核心业务可以提供给新业务的优势，或者新业务可以反哺传统业务。而这些优势包括专有的客户洞察力，独特的企业能力，甚至是利用竞争对手弱点的方法。

线上线下的融合可以拓展公司现有的强项并提供这样的优势。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以下简称为CBA）创建于1911年，目前有5.2万名员工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工作。2005年，拉尔夫·诺里斯（Ralph Norris）被任命为公司CEO。当时的情况是，CBA的客户满意度在行业中排名最差，并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逐步失去市场份额。与其他主要银行一样，CBA也担心互联网将严重影响分支机构的业务，并一直在努力降低成本。为此，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将分支机构的数量从1993年的1756家削减到2005年的1006家。CBA的分支机构大幅度减少不仅使一些网上银行更轻松地抢占市场份额，也更加激励了包括AHL投资（澳洲房屋贷款）和其他非银行贷款机构等竞争对手进入并扩张新的分支机构。这些激进的竞争对手们挖走了许多CBA的好分行经理、信贷员和客户。

诺里斯“下车伊始”就开始走访分支机构和研究顾客的抱怨。他发现：顾客批评了几乎每一个与CBA的接触点，他们不断抱怨糟糕的产品、排长队等待、不称职的员工和高错误率。具有IT工作背景的诺里斯还认真研究了银行的IT应用架构。他发现，落后几十年的过时系统使得最好的员工也不可能为客户做正确的事。

诺里斯的愿景是通过最优质的客户服务，建立澳大利亚最好的金融服务组织。他给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设定了全体考核目标：从客户满意度最差做到排名第一，并专注于5个方面进行改进：房屋贷款、储蓄、定期存款、存折与客户关系系统。为了达成目标，他还着手提升IT能力，雇用和晋升顶尖的IT人才。他说服了CBA的董事会进行“核心银行业务现代化”计划，并从4年预算投资5.8亿澳元扩大到6年内投资11亿澳元。同时他还推出了一项计划，重整分行网络，以提高便利性和服务水平。

这些行动产生的线上线下融合效果显著。CBA网上银行服务焕然一新，并且与个人渠道紧密融合到一起，杜绝了过去频繁发生的问题，例如个人账户无法链接到商业账户等。CBA的移动房产应用App可以轻松识别房产照片的属性，显示楼层平面图，还帮助客户分析他们是否有能力购买该房产。客户还可以通过移动App立刻开始贷款申请流程。该银行的Kaching App是第一个允许从智能手机进行多种类型支付的移动应用程序，支付渠道甚至包括Facebook。（该公司可以实时响应Facebook接口上的查询。）CBA可以在24小时内提供网上贷款审批，而以往则需要14至21天，银行在2013年又推出SmartSign业务（一种电子签名），允许客户通过安全的在线门户网站便捷地使用贷款服务电子文件。他们还推出了与其分支机构相连的视频会议系统，使客户，特别是那些在农村地区的客户可以更加容易与银行的专家联系。

当竞争对手在投资于自己的应用系统与提升服务时，CBA的整体系统应用与业务已紧密结合并持续获得成效。以双线融合为核心的发展策略强有力地助推了CBA在2013年成为行业中客户满意度最高的银行。从2006年年中到2014年年中，CBA的股票涨幅超过80%，而同期S&P / ASX 200指数（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股票指数之一）涨幅在9%左右。最重要的是，CBA在这8年内获得的先进技术平台，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快速高效的创新流程，其竞争对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赶上。



规则#2

在客户体验上增加并加强数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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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泡被认作是托马斯·爱迪生的发明，但他的碳丝灯泡其实只是对原有发明的改进。爱迪生真正的贡献是创造一个发电和配电系统，使灯泡可以持续工作。他研究出整个系统的每一个部件，建立工厂研发这些创新并将其商业化。这些成就有助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

数字创新就仿佛是爱迪生。就像在CBA一样，它们不只是改变企业现有的产品或服务，更允许公司界定各种连接，不断强化基础业务与线上运营的直接对接以创造更多新的收入来源。善于融合的企业就如同爱迪生一样，系统地研究客户体验的每个部分，针对不同部分开发创新的组件，并将其有机整合到一个整体系统内，从而扩大竞争优势，加速成长。

耐克就印证了这种做法。许多年来，耐克一直是扎根线下业务的典范，他们生产鞋、服装和运动器材，并通过零售商店销售。1996年，耐克建立了一个网站，但在其后3年多都拒绝在网上出售任何商品。到了1999年，耐克iD项目推出，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整个项目中，消费者可以访问nike.com网站订制耐克鞋，并可以选择鞋底、颜色甚至是将自己个人ID印到的产品上。从此，耐克公司在客户体验链中不断引进各种数字化创新。2006年，公司部推出了Nike+应用程序，鞋内的传感器和接收器可以和iPod Nano进行互联。

跑步者可以通过iPod的屏幕看到或者通过耳机听到各种跑步的数据，诸如时间、距离、卡路里的燃烧速度等等。跑完后还可以同步数据至计算机并统计锻炼的进展情况，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该系统得到个性化辅导。

如今，超过3000万客户正在使用Nike+，记录和分享自己的跑步、锻炼与健身的目标，更为耐克公司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客户数据。Nike + FuelBand手环随后发布，它能测量用户的全天动作并记录相应指标，如步数、卡路里热量消耗等。这两款应用一起使用，可以获取数据，跟踪并记录其运动水平，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信息分享。

所有这些创新的成果非常显著。耐克在同行业中享有最高的社交媒体参与度。此外耐克的市场份额也大幅提升，尤其在几个关键领域（包括西欧地区和足球用品，这两个领域曾经由阿迪达斯主导），从2013财年至2014财年，耐克电子商务销量增加了42%，整体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主要竞争对手。这可能只是热身起步。“运动数字化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耐克公司的CEO马克·帕克（Mark Parker）2014年4月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道：“你会看到的数字化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其他产品中”。通过与苹果和其他伙伴合作，耐克公司希望将耐克Fuel系统和其他应用程序拓展到全球1亿用户。



规则#3

改变创新方式

当传统企业在其创新计划中加入数字化功能时，通常他们的流程类似于使用瀑布法。营销人员和产品设计人员提供创意并构建原型，然后将想法指派给IT部门，并制定具体的数值指标。你经常会听见下面的对话：“我们正在推出一个新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我们希望有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帮助我们推送营销信息和优惠券，并使客户可以在他们有问题时能够非常容易地发送邮件给我们。CEO说她需要在4个星期内完成。”

但有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双线融合，那就是公司从一开始就创建一个互补的专家团队。这样的团队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但融合创新需要更深、更广的人才整合。领导者需要在每一个阶段与数字专家紧密接触，从创意想法的产生、开发直到测试和上线，并为不同类型的创新组建不同的团队。这会产生更广泛、更有新意和整合程度更高的解决方案，因为团队成员能在项目的各个方面结合现实和数字世界的优势。

迪斯尼公司从1952年进行迪斯尼乐园设计开始，就一直遵循这种方法。但即使迪斯尼在数字化应用已非常成功，该公司在2009年还是推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创新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为迪斯尼客户建立一个“更逼真、更流畅、更有个性”的用户体验，以此来收集客户行为的实时数据，这将有助于迪斯尼分析客流量、消费习惯、提高劳动效率等，并可以优化公司的未来投资支出。这个项目覆盖整个主题公园中几乎每一个客户接触点的用户体验。迪斯尼决定在这个巨大的项目上投入超过10亿美元，这需要一个囊括其著名“Imagineering”设计师团队和产品开发人员的新组织。迪斯尼将其命名为：“新一代体验（Next Generation Experience）”，最终招募了来自全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超过1000位员工。

“新一代体验”的团队领导包括来自IT、Imagineering、主题公园运营、营销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他们创造的第一个版本中推出了以下重要创新：MyMagic+系统，将数码科技技术整合于3D主题公园中；My Disney Experience（我的迪斯尼体验），一个新的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方便用户制定度假计划，并收集有关个人喜好的信息；FASTPASS+，便于顾客预订各种演出节目的座位；还有MagicBands（一种射频识别(RFID)腕带）可以作为门票、房间钥匙、FASTPASS+身份验证，甚至可作为信用卡，客人用餐或买纪念品时只需轻轻晃一下手腕。该腕带还可与公园里的传感器进行交互和传递，使迪斯尼可以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未来的应用可能包括游乐设施和个性化的景点，例如小熊维尼会迎接每一个孩子并喊出他的名字，祝他生日快乐。基于这些应用，迪斯尼目标实现年收入增长5亿美元和20%的营业利润。如果这些数字实现，迪斯尼10亿美元的投资将会物超所值。



规则#4

剥离线上业务只是过渡，最终目标是优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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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字化颠覆还是线上线下融合的道路，对于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设计有显著影响。但起初这些影响可能并不明显，成功的创新者起初通常从核心业务剥离出数字化业务。这种独立的分离使这些公司可以从旧金山、剑桥、特拉维夫、海得拉巴，或其他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吸引到天才创新者和程序员。一个沟通畅通、没有公司官僚主义、旧式思维方式的组织可以被迅速建立起来。在这里，创业文化将推动人们挑战现状，寻求突破性创新的发展。组织还可以根据新的需求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计划和激励措施。

但在某些时候，这些企业必须做出决定。如果他们选择数字化颠覆，那么数字业务就与原有业务分离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永远。核心业务仅仅是为新业务提供养分，它注定将会灭亡。新旧业务将在市场份额、管理层关注和财务资源上展开殊死搏斗，直至一方倒下。这就是希尔斯控股公司选择的道路。在CEO爱德华·兰伯特（Edward S. Lampert）治下，希尔斯公司大量投资于其完全独立的电子商务业务。瑞士信贷公司一位分析师评论说，“他们的在线网站是我所看到过网站中做的最好的。”。公司的在线销售业绩的确稳步增长。根据市场分析数据，到2013年末，公司线上销售额达到约12亿美元。但公司最基础的线下业务投资却严重不足。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12年希尔斯公司的零售店每平方英尺收入仅为1.46美元，而其4个主要竞争对手的每平方英尺收入为9.45美元。其在线销售收入只占总销售额的2.5%，从2007年以来还在逐步下降；电子商务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弥补线下商店的收入损失。

与颠覆路线不同，线上线下融合路线有着不同的目标，因此也有不同的运营模式。公司最初的目标应该是获取和数字颠覆者一样强大的在线能力，但最终目标应该是结合线上线下的优势，这是数字颠覆者不愿或无力模仿的。所以剥离仅是一个过渡性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进行整合：它能够满足客户的愿望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体验，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规模经济，并允许进行更好的协调，避免重复工作。这也有利于及时沟通和决策的执行，从而减少线上线下冲突。一个整合性的业务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整体资产，这是一个独立的分离业务所不能做到的。

梅西百货是这种融合运作的典范。早在2005年，该公司投入相当大的资源建设网站和基础设施能力，并在2010年制定了一个“全渠道（Omnichannel）”战略，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包括了一系列举措，旨在线上和线下商店中创建无缝的客户体验。他们发现客户使用线上线下这两种渠道来店里消费产生的利润5倍于单独在网上购物。梅西百货在其标志性的纽约市时代广场店投入巨资，将在线业务与其无缝整合。这也使得几乎所有分店都变成全渠道的物流中心：客户可以在网上订购，并在当地商店取货。时代广场店正在进行耗资4亿美元的改造，商场将配备互动式目录，RFID标签来追踪单体商品并通过移动App来引导客户。其销售人员更是配备了移动设备，能够不用离开客户就从仓库调取客户所需的鞋子。

组织架构上的变化也反映了梅西百货的日益融合。2013年1月，罗伯特·哈里森（Robert B. Harrison），此前全渠道战略的执行副总裁，晋升为第一位首席全渠道官（Chief Omnichannel Officer），向CEO特里·龙格尔（Terry Lundgren）直接汇报。他还加入了公司的执行委员会。当他负责的发展战略将线下商店、网上和移动应用紧密结合起来时，哈里森的工作覆盖了技术、物流及相关运营等职能。

梅西百货的双线融合带来了出色的财务表现。总销售额在过去4年提升了44亿美元（19%），该公司最近公布财报显示，其连续5年获得两位数的盈利增长。其股价从2010至2013年稳步上升，仅在2013年就上涨了43%。（标普500指数在同期上涨了约30%）。



规则#5

构建包括CEO在内的精通双线融合的领导团队

如果数字技术有望取代核心业务，CEO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企业的业务组合，而并不是人们具有的能力。这种企业发展非常像生物进化：生物个体并不会改变，但适应环境的物种会淘汰落后的品种，让整个物种向前进化。CEO应鼓励实体业务保持良好的经营能力，以确保可以抽调资金到企业寄托希望的新冒险中。

引领双线融合变革的CEO将面对更加复杂的任务。他们必须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的业务组合，也包括围绕这些业务相关管理人员的能力，其中包括他们自己，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团队及整个营运组织。任命一位首席信息\技术\数字官（职位可能各不相同，但它是一个常用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有帮助，但这并不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管理者认为只需要这位新的执行官具有数字化能力，而其他人并不需要涉足其中，这反而会对数字化变革造成障碍。

通常情况下，欠缺数字能力的CEO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在能力上的欠缺，难以去聘请精通技术的人才。他们也会倾向于扼杀数字化投资，鼓励一些错误的决定，反对正确的建议（或至少需要多轮改进）。但是越来越多的CEO也正在加强他们的数字能力。他们加入领先的数字化公司董事会。他们花更多时间与组织内的技术专家、风险投资家、高科技创业团队等专业人士进行交流。他们阅读各种相关文章、参加在线课程、寻求导师并尝试客户正在使用的技术。此外他们还邀请技术领袖到他们的董事会中，并启动“任何高管不能掉队”计划，以确保组织中的每一个领导者加速其数字化培训。CEO不用学写代码，但他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技术是重要的，以及它如何能够在公司的业务组合转换中发挥作用。

英国奢饰品品牌Burberry的复兴展现了领导力在融合中的重要性。（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月刊《Burberry CEO安吉拉·阿伦茨：百年老店的复兴》

 ）。2006年安吉拉·阿伦茨接手Burberry CEO后，该品牌开始了自身变革，奋力追赶年轻消费者的潮流。阿伦茨带来了崭新的视野。她认为Burberry应瞄准以前被忽视的客户——千禧一代的年轻消费者，并用他们习惯的数字化语言和他们沟通。她雇用了一个新的营销团队，大部分成员在25岁以下，并推出创新技术，如广受欢迎的Tweetwalk——在正式发布前展示Burberry秀场的后台照片。她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合伙人关系，包括她本人、首席创意官克里斯托弗·柏丽（Christopher Bailey），以及首席技术官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她建立了“战略创新委员会”，并与最年轻和最有远见的董事们一起工作。这个委员会开发出身临其境的数码体验：如现场直播的T台秀，在巨型屏幕上播放的视频内容，可以播放时装秀的数码镜面，使顾客感觉他们步入数字化的“Burberry世界。”此外商店商品采用了RFID标签，当客户拿起一个单品时，他们可以在屏幕上立即看到产品信息和营销内容。这一数字战略推动了股价显著增长：从阿伦茨上任到2014年初她离开前不久，Burberry的股价翻了3倍多，而同期英国FTSE100指数仅上涨了约19%。



双线合璧的未来

Bonobos公司CEO安迪·邓恩（Andy Dunn）说：“起初我们错了。在2007年我们说过，‘整个世界都将会只在网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上网’。但我们最近意识到的是，类似触摸和试穿衣服的线下体验是不会消失的。”

线上线下融合创新正推动一些龙头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内向前发展。福特嘉年华销量超过竞争对手，部分原因是该公司的开创性福特同步（Ford Sync）技术，超过一半的嘉年华顾客说福特的同步技术应用是选购嘉年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达美航空（Delta Airlines）于2005年申请破产保护，但在2007年结束破产保护并名列《财富》杂志最受尊敬的航空公司名单，高利润率使其在如今的排名中独占鳌头。在众多改善措施中重要的一条是：达美投入庞大资金开发其线上应用，充实其整体飞行服务。例如，Fly Delta应用程序，不仅提供了有关飞行路线、飞机、机场等信息，而且还可以让乘客记录自己的停车位、在线登机、更换座位、获取登机牌、支付行李超重罚金、跟踪托运行李，甚至是查看飞机底部拍摄的地面视频（通过Glass Bottom Jet应用）。截止至2014年4月，这个广受欢迎的应用程序已经被下载了大约1100万次。

数字技术应用正在改变实体企业，而不是消灭它们，最显著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纯线上企业也正走向线上线下的融合。两个早期领先的在线股票交易公司E*TRADE和TD Ameritrade已在投资开设线下分支机构。谷歌起初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字搜索引擎，现在也在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眼镜。它还致力于研发无人驾驶汽车、收购机器人公司、铺设物理光纤、开创送货服务，并涉足智能家居。数码零售商如Warby Parker和Bonobos正在启动线下实体店。Bonobos公司CEO安迪·邓恩（Andy Dunn）说：“起初我们错了。在2007年我们说过，‘整个世界都将会只在网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上网’。但我们最近意识到的是，类似触摸和试穿衣服的线下体验是不会消失的。”

双线融合的视角会改变人们看待和管理生活和工作中几乎所有活动的方式。你也不应置身事外，你应该拆解公司客户体验的每一个环节，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在其中应用。数字和实体世界的融合将会给所有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你所处的行业也绝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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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瑞尔·里格比（Darrell K. Rigb）
 是贝恩公司波士顿办事处的合伙人，负责该公司的全球零售实践业务。他著有《动荡中取胜》（Winning in Turbulence
 ）（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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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新，先捕捉价值

斯蒂凡·米歇尔（Stefan Miche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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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在创新时往往更注重创造价值，而忽视捕捉价值。通过改变定价机制、支付方、价格载体、交易周期和目标客户来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企业能够把握价值捕捉的规律，从而提升利润水平。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不断努力创新，寻求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但如果不反思自身的价值捕捉模式，企业的创新成果可能无法转化成利润。








解决方案
 　本文引入了一个新框架，帮管理者发现价值捕捉的机会。这个框架将价值捕捉式创新模式归为5大类：企业可通过改变定价机制、支付方、价格载体、交易周期和目标客户来捕捉更大价值。








工具
 　企业可组建跨部门团队，利用本文提出的框架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提升利润水平。一家大型航空公司、一家全球专业服务企业及其他公司都曾因此受益。






瑞
 士公司Vestergaard推出的生命吸管（LifeStraw）技术堪称伟大创新成果。生命吸管能过滤污水中99.99999%的细菌和99.9%的原生动物胞囊，深受各救援组织欢迎：过去10年中，几乎每个重大灾害现场都会发放生命吸管。

但全球仍有7.8亿人无法得到清洁饮用水，很多地区面临饮用水危机。Vestergaard公司看到了其中的潜在市场，并发现该需求远超其非政府组织客户。但困难在于，生命吸管的价格超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家庭的承受能力。Vestergaard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这些家庭买得起生命吸管：碳交易。生命吸管可省去烧水的燃料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通过国际碳排放交易，碳减排可获得现金收益。Vestergaard的“碳减排换清洁水”（Carbon For Water）计划已使数十万肯尼亚家庭能够买得起生命吸管，公司的市场得以显著扩大。

上述两类创新可分别归为价值创造和价值捕捉，二者同等重要，但大多数企业只侧重前者。如果新产品卖得好，企业不思考价值捕捉和商业模式创新，或许也过得不错；但如果忽视价值捕捉，企业通常会蒙受损失。有时，价值捕捉战略是企业惟一的救命稻草。出版业就普遍面临这种窘境：消费者获取内容越来越容易，内容生产者却越来越穷。年轻的新经济企业也面临类似挑战：Facebook月度活跃用户达13亿，无疑创造了巨大价值；但股价的大幅波动反映出，公司的价值捕捉能力存疑，难以支撑庞大市值和高市盈率。

为从这两类创新中获益，企业需充分打开思路，培养思考价值捕捉的习惯。本文中，笔者将从5类商业模式变革出发，介绍15种价值捕捉的实战方法。从这个框架中可形成一套关于价值捕捉的基本语汇，帮助企业高管把握这个概念，并在实践中有效应用（见后文《价值捕捉式创新框架》

 ）。


价值捕捉式创新框架



价值捕捉可分为15种模式，与5类战略变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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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5种价值捕捉式创新

即便那些对创新最热心的企业也往往以为创造价值会自动带来回报，因而忽视价值捕捉。

为了有意识地追求“创新”，企业大力投入研发、开展试点项目、进行创意众包、采用开放式创新……管理者有理由认为，公司已对创新投入巨大。但即便那些对创新最热心的企业也往往容易忽视创新的一个关键点：价值捕捉。它们错误地以为，创造价值会自动带来回报。很多善于价值捕捉式创新的企业也擅长价值创造，而后者通常更引人关注，这是价值捕捉式创新成为盲点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影碟租赁市场变局中，Netflix击垮龙头Blockbuster，很多人将其成功归因于价值创造。的确，Netflix灵活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定制化推荐服务，且能保证用户及时租到热门影片。

但制胜一击其实来自价值捕捉：实体连锁店Blockbuster的收入高度依赖过期罚款，而Netflix开发的订阅模式（无到期日无滞纳金，但会员在尚未还片之前无法继续租片，这无形中促进了DVD影片的周转效率——编者注
 ）利用用户的拖延习惯赚了更多钱，还不会有损用户体验。

即使是关注价值捕捉的管理者，也常常将其狭隘地理解为定价问题。定价当然重要，相关讨论也很充分；但把标价从9.5美元改为9.99美元或搞个“买一送一”促销还算不上创新。价值捕捉涉及更深层的战略考虑。

因此，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的第一步就是树立问题意识。上述Vestergaard和Netflix的创新实践应能使你意识到本公司的创新盲点；综合考虑下文中的案例，你将能更清晰地把握价值捕捉的规律。


1、改变定价机制。
 第一种价值捕捉式创新与定价机制相关。最常用的定价方法是价值定价法
 （value-based pricing）：企业不再将制造成本或竞争对手的价格作为定价依据，而是根据产品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定价。

瑞士紧固件生产商Bossard（笔者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对ecosyn-lubric紧固件的定价即是一个成功案例。Bossard发现客户企业的工人花在手工润滑零件上的时间比组装机器还长，且润滑效果极不稳定，于是与一家化学企业合作推出了均匀覆盖润滑涂层的零件产品。 Bossard并不披露单个产品利润率，但其运营利润率约为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两倍。很明显，公司润滑零件产品的高定价并非基于制造成本：ecosyn-lubric为客户节省了大量成本，令公司从中受益。

在意识到价值定价法的优势后，企业仍面临两类挑战。第一，判断客户的价值认知。如果客户对产品价值认知有分歧，公司将越发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第二，建立新模式，根据客户购买意愿的变化实施弹性定价。这两种挑战又引出两种定价模式。

竞价是一种价值捕捉式创新模式，它可能产生卖家不敢想的天价。

谷歌是竞价模式
 （auctioning）的一个成功案例：该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搜索结果页面上的广告，广告费不固定，客户需进行关键词竞价。例如，各银行和中介的优先目标和预算不同，“贷款”这个关键词对他们的价值也不同。竞价可快速得出最高出价（可高达5美元/次点击，远高于35美分的平均价格），谷歌会在搜索结果中优先显示出价最高的客户。

至于竞价模式的缺陷，eBay卖家深有体会：即使最终成交价格不理想，也必须执行交易。反过来，竞价也能产生卖家不敢想的天价：例如按正常价格的6000倍成交，还让对方满意而归。这事发生在瑞士的一次车牌拍卖中。在美国，车主可缴纳一定费用自定车牌号码，而瑞士的车牌均按顺序编号，收回的车牌会再次发放。但碰到特殊号码的车牌时，管理当局往往会特殊处理：圣加伦州就为最小数字车牌SG1举行了一次在线拍卖，成交价高达13.5万瑞士法郎（约合89万元人民币）。类似的是，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一次拍卖中，号码为数字1的车牌拍出了5200万迪拉姆（约合8679万元人民币）。

按照需求导向定价模式
 （demand-driven pricing），企业可根据总需求变化弹性定价。航空公司、酒店和租车公司的收益管理措施即是一例：为使资产使用率最大化，这些公司根据过往销售数据建立模型，预测全年需求的高点和低点，并据此调整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德国餐馆Berliner Republik的“啤酒交易所”：啤酒价格根据需求实时变动。这种新花样不仅给顾客增添了谈资，也使供需更为平衡，提升了高峰时段服务效率。

还有两种与定价相关的价值捕捉式创新模式允许客户参与定价。一种做法是由客户出价
 （name your own price）。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旅行服务网站Priceline，用户可在指定时间内对旅费和住宿费进行出价，航空公司和酒店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种模式与竞价类似，但有一点重要区别：由于成交价格不公开，即使给予大客户折扣，服务提供方也可大致保持价格稳定。

将这个理念推向极致就是另一种做法——由客户定价
 （pay what you want），即卖家必须接受客户出价。由于担心有人只想占便宜而分文不出，很少企业考虑用此模式。不过，休闲快餐连锁Panera Bread的做法表明，由客户定价也能捕捉价值。过去3年，在Panera旗下5家非营利性“社区咖啡馆”里，顾客可自由决定付多少餐费。结果虽然有20%的顾客付款少于建议数额（还有人完全白吃白喝），但仍有20%的顾客多付了钱。


2、改变支付方。
 理论上，消费者会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支付价格，但现实中还有更好的交易模式，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获益更大。最熟悉的例子可能是媒体行业：内容生产的高成本部分由广告客户负担，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购买内容。此即双边市场模式
 （two-sided market model）。很多不同类型企业拥有的客户群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能够吸引第三方出价。

任何一个双边市场最终都会确定各方支付的价格，结果可能出人意料。例如，瑞士《20分钟报》（20 Minuten
 ）读者达200万，占全国14岁至70岁人口的33%。该报在公共交通站点免费发放，这是其读者群庞大的重要原因。其运营模式的创新点在于，所有成本均由广告客户承担。此模式成功的关键是，由于主要在公共交通站点发放，读者大多是可支配收入相对高的年轻上班族，因此广告客户愿意埋单。

再看Cardea公司的例子，该公司根据客户企业需求推荐合适的咨询公司。Cardea发现，很多客户不愿在高额咨询费之外再付中介费，于是调整了价值捕捉模式，改为向咨询公司收取中介费。由于可以省去业务拓展成本，咨询公司愿意出这笔钱，各方实现共赢。

在多边市场中，参与者可在价值星系中寻找支付方
 （changing the payer in the value constellation）。以美国私教市场为例。2001年《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通过后，成绩落后的学生可获得由政府补贴的私教服务。学生学业表现关涉各方利益，包括各地教育管理机构、未来雇主、学校、教师及学生本人，这些市场参与者愿意分摊私教费用。

在B2B情境下，企业还可通过干预客户内部预算
 （internal budgeting）来创造或调动可用资源。举一个笔者亲历的例子。笔者所在IMD商学院高管教育项目的一个客户突然提出终止合同。这家客户此前对课程一直很满意，因此同事们非常困惑。原因很快浮出水面：该公司大幅削减高管培训费。好在一位同事另辟蹊径，挽救了局面：他说服对方几位全球业务负责人拨出一部分部门预算，负担下属一半学费，原本负担学费的人力资源部则可以少出一半钱，人力资源领导最终点头接受。


3、改变价格载体（price carrier）。
 价格载体指交易中明确标价的产品、服务或体验。例如，有人去麦当劳只为上网或在下雨天让孩子有地方玩，但麦当劳并不对无线网络和儿童乐园标价：无论是否利用这些服务，顾客都只支付食品和饮料的价格。很多企业都应从战略高度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价格载体组合是否合理？改变价格载体会对利润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什么影响？

价格载体创新的一个经典案例依然来自Netflix。影碟租赁刚兴起时，大众习惯非连续交易，即在实体店当场挑碟付钱。对熟悉的顾客，店员会帮忙挑选和推荐，但这项服务并不收费。Netflix率先变招，设计会员订阅模式，将个性化推荐明确为其价值定位的一部分。无论用户一年看几部片子，租碟单价都不重要：价格载体变成了订阅服务。

再看雀巢旗下咖啡胶囊品牌奈斯派索（Nespresso）。咖啡胶囊和相关设备的发明的确堪称价值创造的成功案例，但奈斯派索的价值捕捉更令人赞叹：咖啡胶囊每公斤售价约137美元（约合840元人民币），而咖啡豆零售价一般仅为每公斤19美元（约合117元人民币）。消费者购买的不再是豆子，而是方便快捷制作香浓咖啡的体验，因此愿意支付高溢价。


捆绑销售和拆分销售
 是最常见的价格载体创新方式。典型的例子是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套餐，其中每项服务又可单独标价。通过设计套餐，运营商可满足不同类型用户需求，同时由于难以比较单项收费，可避免价格战。拆分销售最直观的例子来自航空业。过去，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管制下，机票价格必须包含全部服务。国际航空市场放开后，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美国西南航空、EasyJet、Ryanair等后起公司削减服务项目，提供低价机票。老牌航空公司难以拆分服务项目，不得不维持高票价，在竞争中处境艰难。这些大公司最近也开始尝试拆分销售，对额外行李托运、座位预订、食物特殊要求和额外座椅空间收费。（讽刺的是，低价先锋西南航空现在反而不对登机行李收费。）


一价全包模式
 （all-inclusive offering）是捆绑销售的变种，可视为产品或服务的“超级组合”。企业为一组产品或服务制定总价，既为便捷，也为诱使客户多消费。有些在正常情况下分开销售的产品和服务，在特殊时间段或情境下可以采用一价全包模式捆绑销售。例如在邮轮旅行中，游客的食宿和娱乐活动等全须在船上进行，一价全包模式得以成立。再如一家叫Châteauform'的公司（名字即由法语中“城堡”和“训练”两词组合而成）专门在欧洲度假地开设高管培训班，培训费包含食宿和酒水，相当赚钱。（上完一天课，很多学员确实很想喝上一杯。）


4、改变交易周期。
 上述创新模式基本都采用当下交易，即买卖行为一次性完成。但也有交易模式涉及更长的时间周期，其中的经典案例能启发商业模式创新。


阶段定价法
 （installed base pricing）的一个著名案例来自吉列。吉列把剃须刀的价格定得很低，先让顾客得利，但后续出售刀片能赚回足够利润。同理，喷墨打印机定价很低，但墨盒很贵。电梯制造商迅达（Schindler）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电梯本身价格相当便宜，但长达10年的维护合同价值很高。这些例子表明，如果交易时间框架改变，价格载体通常也会改变：此类模式可看作价格载体创新的变种。当然，企业必须确保未来交易的可持续性：例如，如果消费者从别家买墨盒，上述模式就难以为继。

长周期交易的纯粹形式就是远期合同交易
 （futures contracting）。约150年前，美国中西部农民开始在收获前预售小麦和玉米等作物：商定价格后，买家先支付现金，待到约定之日进行交割。如果未来供求状况相对确定，企业也可用此方法提前锁定收入，例如酒店向企业客户预售一定数量的房间，化工企业按一定价格和数量预售货品。


5、改变目标客户。
 前4类价值捕捉式创新均针对已有客户群，第5类创新则要吸引新客户或创造新市场。为达到目标，企业首先要做两件事：找到对产品或服务有需求但不愿或无力支付现有价格的潜在客户；按潜在客户的支付能力和意愿设计产品组合和定价。

按照传统营销方法，企业应通过市场分析确定营销目标，然后制定战略。具体来说，企业会首先进行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做产品定位，最终制定营销方案，确定产品、价格、上市地点和推广策略。成本企划
 （target costing）方法则相反：通过市场分析洞察客户需求，确定某一客户群认可的价格，然后从价格倒推出目标利润和目标成本，再据此设计产品。

B2B领域成本企划的一个典型案例是Xiameter。道康宁（Dow Corning）是全球最大的有机硅供应商之一。公司在市场分析中发现，客户需求可分为4类：创新解决方案、成熟解决方案、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寻找低价。道康宁的产品和服务能较好满足前3类客户的需求，但对于价格敏感的客户则竞争力不够。为在坚持对老客户价值主张的同时争取第4类客户，道康宁创建了Xiameter品牌，这个在线采购平台不提供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因此产品定价方式完全不同。

另一类与客户细分相关的创新涉及差别定价。价格歧视行为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至少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做法。同样的商品对购买意愿不同的顾客售价不同，这可能导致顾客抛弃高溢价品牌转投更便宜的产品，况且企业也很难洞察客户的购买意愿并加以归类。对此，企业可以采用笔者称为自动区分
 （self-segmented fencing）的方法：首先，客户根据购买意愿选择高价或低价产品，形成细分；企业然后建立区分机制，防止高购买意愿的客户购买低价产品。这种区分机制的经典例子是超市优惠券：为吸引顾客，商家并不会全场低价，而是发放特定产品限时特价的优惠券。获取和使用优惠券的一整套流程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区分了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和更看重方便的消费者。



组织需加大投入

上述创新模式间并没有严格界限，企业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但也并非每种方法都适用于所有市场。这里做的简单分类，只是为了帮助管理者在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时打开思路。

要启动价值捕捉式创新，管理层须首先促使组织上下思考：我们的创新实践是否兼顾价值创造和价值捕捉？管理者必须强调，价值捕捉的新思路必须融入组织的所有战略规划活动和创新实践。

接下来可以建立核心团队，负责研究价值捕捉战略，尝试改变现状。建立常设机构能制造紧迫感，并发展出一套共同语汇，方便参与者沟通思路。价值捕捉式创新通常涉及研发、战略、市场研究、IT、法务等多个职能部门，因此核心团队成员应来自各部门。此外，该团队应与企业战略规划与执行部门保持沟通，定期征求意见和反馈。

核心团队每年应至少拿出一整天讨论价值捕捉式创新。本文总结的5类战略变革或可作为头脑风暴的基本框架。举个例子：欧洲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组织了一次此类讨论，参与讨论的管理者很快贡献了创意。有人提议按里程谈合同，这样大客户可以购买一定里程，自由选择航线。还有人建议某些航班在特定日期免费，这乍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有可能解决回程空载问题。有些创意与法规冲突，有些从经营角度看不可行；但有一个针对中小企业客户的营销方案最终得以实施，证明这次讨论完全是值得的。

一家拥有25万名员工的跨国服务企业运营利润率降至5.5%，管理层开始重视价值捕捉。在讨论中，公司CEO要求高管团队思考如何显著提升运营利润率（例如提升到9.5%）。两天中，管理层讨论了6组24个价值捕捉式创新案例；对每组案例，众人用两小时讨论是否有可借鉴之处。公司随后执行了几项创新方案，虽然没能使利润率提升到9.5%，但至少略为扭转了下滑态势。

根据笔者迄今与数十个国家50多家企业合作的经验，企业在价值创造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远大于价值捕捉；如果能适当平衡这两种创新，企业将获益良多。

如果一个车牌能拍出13.5万瑞郎，或许说明很多企业捕捉到的价值远没有创造的价值大；如果咖啡爱好者乐意出137美元买1公斤咖啡，或许说明洞察消费者的深层需求将创造更大价值和利润。你的企业能否把握机会，捕捉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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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凡·米歇尔
 是瑞士洛桑IMD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营销和服务管理。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Fallon广告公司董事长：

让客户“冒险”创意

帕特·法伦（Pat Fallon）| 文

李茂 | 译　时青靖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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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即便一些公司说想做非主流的广告活动，但是当真正看到这样的创意时，通常也会犹豫不决。美国卓越的广告公司Fallon创始人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团队如何评估客户风险偏好，然后说服客户突破自我实现飞跃。






19
 68年，我大学毕业，获得的是哲学和人文学科学位，可以说对于赚钱一窍不通。但是，我不愿做穷光蛋，所以接受了一份在芝加哥的工作，参加了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培训项目。在那里，我对广告业一见倾心，很快就爱上它了。在芝加哥工作了一年后，我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就职于两家广告公司，一家工作了7年，另外一家工作了5年。

1981年，我和4个合伙人创立了Fallon McElligott Rice广告公司（后来随着合伙人南希·赖斯1985年的离开，汤姆·迈克埃利戈特1987年的退出，公司名称缩写为Fallon广告公司），得益于一些前卫和创新项目，公司一开始就发展迅速。1984年，我们被评为《广告时代》（Ad Age）年度广告公司。我们曾经把公司卖给一家大公司，不过后来又买了回来。2000年，我们再度出售，把公司卖给了阳狮集团。现在，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伦敦和东京均设有办公室；我们最大的客户是斯柯达（代理它的全球广告业务）、布洛克税务公司（H&R Block）、Arby's快餐和旅游平安保险公司（Travelers insurance）。

我在广告业工作已有45年。在此期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说服客户做大胆尝试，接受一些起初看起来风险较高，甚至是危险的广告创意。

说服客户冒险的一个关键要点是，将创意与公司战略紧密联结。尽管有观察人士认为广告业不过是一群疯狂的人坐在房间里进行头脑风暴，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告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战略是其中一个严谨的幕后环节。它受调研和消费者洞察驱动，协助我们精确定义公司广告活动的预期目标、影响的受众以及推动销售达到特定反响的原因。我们的创意在演示初期看似非常冒险，但是如果你知晓它产生的整个过程，就会有不同看法。客户会意识到，“这些人了解我的公司。他们懂得资金运用的道理。而且，他们把我的成功放在决策首位。”这样，客户就跟我们就建立起足够的信任，然后他们会说，“好吧，我会屏住呼吸，捏住鼻子跟你一起跳进水中。”



“富有地生活”

说服客户冒险创意的案例，我首先想到为花旗银行设计的那次广告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花旗银行CEO桑迪·威尔（Sandy Weill）把公司建成了一家“金融超市”，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作为一个品牌，花旗银行一直无法实现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当然这对于零售银行而言确实很难。过去，银行依靠免费的烤面包机将客户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过来；现在，即便一家银行创造出一些非凡的新金融工具，但不出90天，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会跟进。我们接手花旗银行这个项目时，并不确定能找到让其独树一帜的方法，因为跟它的客户一样，我们也觉得它是一家枯燥乏味的企业。

但是，花旗银行的首席营销官和广告总监用他们的演示改变了我们的看法。这家银行内部已经焕然一新，现在他们需要将这种变化传递给外界。通常来说，当潜在客户说想要一场极具创造性的广告活动时，他们会说，“来吧，给我们一些吃惊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们口是心非。所以，即便当时是花旗银行找的我们，我们还是估计要费口舌去说服高管。

和众多大公司一样，花旗银行做过大量研究，但是要从数据中获得新的洞察，它需要新鲜视角。通过把它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现。互联网热潮正如火如荼，杂志封面到处都是23岁百万富翁的特写。每个人似乎都是一夜暴富，研究显示很多人对这种社会思潮持怀疑甚至鄙视态度。他们不太关注财务收益，更多的希望是在生活上整体富有和丰富起来。我们把这一部分人群称为“平衡寻求者”（balance seekers）。数据显示他们占了银行几乎一半的客户。

为了瞄准并吸引“平衡寻求者”，我们开展了一场打着“富有地生活”（Live Richly）口号的广告活动。我们建议整个活动在户外广告牌上展开，借助图像和文字，在市场上掀起一股对经济成功更现实意义的追求。一条广告说道，“记住，那些你为之工作的人正在家里呆着呢”。另一条广告则说，“抱着最多玩具死去的人仍然死了”。我们跟花旗银行解释说，它需要进行形象改造，不要太过正经严肃，并建议它把广告词“富有地生活”套用到所有的内部品牌管理，包括职位申请。

向一家大银行兜售这样的想法，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来自公司内部政治。即便初级决策者喜欢某个广告创意，他们的老板也有可能一票否决。首席营销官和广告总监带了另外两位高管来听我们的演示，以期获得他们的认可，这一做法非常明智。在我们刚开始展示“富有地生活”广告活动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不悦，但随着演示的进行，他们开始慢慢放松。突然，一个高管摇头，我立刻停下来，问她，“有什么问题吗？”她说，问题不在于创意，而是她无法想象推出一场大型广告活动，用的是广告牌而不是电视。我解释说，对于像花旗银行这样的品牌，采用很多不同的形式来诠释“富有地生活”的广告理念，渗透纽约市和其他大市场，能够创造比电视广告更大的认知度，因此更符合公司的战略。这是拥抱“平衡寻求者”的最佳方式。当我阐述这一选择的战略依据时，她表示了认可。

最后，这次广告活动大获成功。尽管制造差异化如同昙花一现，极易枯萎，但是我们相信公司传递出新鲜和真实的态度，一旦正确执行，就很难被复制。“富有地生活”的理念在一个无法标新立异的行业里造就出有意义的差异化。一时间，花旗银行的市场营销成了文化讨论的话题。《新闻周刊》在它推行的3个月内就进行了报道，《福布斯》、《Money》和《商业周刊》等杂志也相继报道。

但是与用户反应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用户对花旗银行的整体兴趣提高了，关键品牌和业务度量也获得提高。“富有地生活”平台经过一年的建设，未提示知名度（unaided awareness）提高20%，品牌关联性提高17%，与其他银行的差异化提高14%。银行客流量和销售量大幅增加，其中房屋净值贷款申请增加189%，新支票账户增加150%。多年后，有评论家说我们为花旗银行设计的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屋净值贷款的迅速发展，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但是这一观点完全误读了历史，误解了广告传达的信息。那些广告都有坚实的消费者洞察基础，我们帮助花旗银行变得更人性化、更具竞争力、与消费者的关联度更强，同时，鼓励人们对金钱采取一种更健康、更现实的态度。



“恰到好处的荒唐”

另外一场被客户接纳的冒险广告活动发生在大都会酒店（Cosmopolitan），它是一家2009年在拉斯维加斯成立的酒店。大都会酒店希望吸引那些通常不会来拉斯维加斯的顾客。这座城市一向以邋遢形象和廉价食物著称，它的广告词就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都停留在拉斯维加斯”。在大都会酒店开张的前几个月，电影《宿醉》刚刚首映，所以拉斯维加斯的这种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商是一群愿意拥抱风险的客户，因为他们本身所处的行业极其动荡。但是房地产开发商受制于债权方，债权方本质上非常保守。德意志银行是大都会酒店的实际拥有者。我们在阐述广告创意时，成功赢得了大都会高管们的认同，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互吸引。对于我们的创意人员，他们抱有极大信心，对于我们的创意，他们很快就心领神会，当会议结束时，我们感觉已经被聘用了。对我们而言，更大的挑战是与大都会酒店紧密合作，说服德意志银行接受我们的创意。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电视广告增加了这一挑战的难度，广告里没穿裤子的侍者、捏别人屁股的老太太和捆绑场景，都让说服难上加难。

拉斯维加斯普通酒店面向大众市场，但是大都会酒店针对的是一个小众市场，它就像汽车市场的宝马一样。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客户群。我们称之为“好奇一族”，他们喜欢探索新事物，喜欢自在随性的精神，但是希望更加精致。最后，我们想到了一句广告词，“恰到好处的荒唐”（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Wrong），至今我依然对它钟爱有加。它调侃了拉斯维加斯调皮的城市形象，但是语气稍加缓和，凸显出大都会酒店的与众不同。大都会酒店拥有一家墨西哥与中国融合餐厅，大堂里的有着无与伦比的艺术收藏，电视广告虽然采用了幽默手法，但是强调了酒店极具挑逗性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特质。大都会酒店吸引着一群精力充沛和品味极高的顾客；它让顾客捉摸不透，让他们始终处于探索之中。这次广告活动给大都会酒店带来了很高的入住率和日均房价。所以，风险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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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

 采用很多不同的形式来诠释“富有地去生活”的广告理念，渗透进大市场，能够创造比电视广告更大的认知度。





“永远别退求其次”

第三个风险很大的广告活动发生在布洛克税务公司（H&R Block），目前该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2010年夏天，该公司的CEO辞职后，我们接到它的电话。该公司的首席营销官和广告副总裁在其他公司就职时就跟我们打过交道，所以很信任我们。当时公司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商业挑战，正在考虑寻找一家新的广告公司。他们希望能够采取快速行动，并希望在几个星期内制作出2011年报税季的整个广告活动。在过去，他们通常会花6－8个月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

布洛克税务公司的挑战在于吸引新客户。对于文件编档员来说，更换税务代理人非常麻烦，所以86%的人年复一年地使用相同的税务代理人（或者软件程序）。布洛克税务公司的新客户份额已经连续5年下滑，它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打破这种惯性。公司的关键卖点是其报税代理人能够帮人们争取到更多的退税，但是在过去的广告活动中，这一卖点一直没有成功传递给潜在客户，所以公司非常泄气。几年前，它曾发起一场“第二轮审查”的免费活动，它的报税代理人审查竞争对手操作的纳税申报单，从中找出那些被忽视的省钱方法。但是这一活动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过去几年里公司一直采用传统的、照本宣科、易被忽略的电视广告形式，这次我们想再做一次“第二次审查”活动，但是不在挑选出来的少数客户中进行，而是一次真实的负荷测试。我们建议在一个镇的范围内重新报税，并把这次活动拍摄下来，制作成一个纪录片。然后，我们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片段制作成一系列的广告，在报税季播出。我们仅仅做片段的展示，不会对此进行长篇大论。

这样做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完成这项活动耗资巨大，而且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它成功的前提是布洛克的税务代理人能够发现别人忽视的省钱方法。但是如果测试结果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麻烦。我们选择了田纳西州的一个名叫“美元”的小镇，邀请小镇所有居民参加这次测试，让布洛克税务公司的专业人士免费审查他们的纳税申报单。活动在高中体育馆中举行。一共有97个家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结果布洛克的税务代理人找出了近15000美元的额外退款。这次活动的录像为一系列的广告提供了背景资料，广告的标语就是“永远别退求其次”（Never Settle for Less）。接下来，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的Nickel Diner举办了一场类似的活动，布洛克的税务代理人为参与者找出近8000美元的退税。

这次报税季的努力让布洛克实现了10多年来最佳成绩。我们不仅扭转了连续5年的份额下滑，而且新增了37.5万新客户。我们还实现了现有客户的更高维系度，布洛克的整体份额从15.6%升至16.4%。“永远别退求其次”的活动延续至2012年，当年它为底特律的市民找出被忽略的近2.5万美元退款。一个全美范围的研究显示，不准确的纳税申报表会导致纳税人每年损失超过10亿美元。受此启发，我们在2014年推出了“美国，拿回你的10亿美元”创意活动。



风险是我们的朋友

风险是我们的朋友，无需害怕。我们客户的终极目标不是愉快地接受广告活动，而是购买广告以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

其实，并非每次创意兜售都会如此成功。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给客户做创意演示，但是不知所云。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够撬动市场的消费者洞察，因此无法开展成功的广告活动。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极好的创意，但是无法让客户接受。如果公司冒险一试，结果一败涂地，那么首席营销官就会下岗，当然，我们也就丢了饭碗。

与我刚入行时相比，现在这些风险更加透明化。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司如果选择极具挑衅性的广告，更容易遭到消费者抵制，一个博主也可以具有令人震惊的力量。社交媒体给广告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福音，它能让广告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出去，但是它也让这个行业更加复杂，远甚5年前的情景。现在，任何人想要跟公司CEO沟通，只需要一个邮箱地址。

当广告受到抨击时，公司必须时刻准备回击。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耐心等待结果了。公司与消费者的关系更趋脆弱。风险管理工作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获得客户的信任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培训公司年轻职员时，我们告诉他们：风险是我们的朋友，无需害怕。我们客户的终极目标不是愉快地接受广告活动，而是购买广告以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有时候我们需要说服客户接受那些看似冒险的创意，因为事实上这比固步自封更加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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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法伦
 于1981年联合创办了Fallon全球公司，如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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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不是战略，

只是未来教育形式之一


——专访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达斯·纳拉扬达斯

程明霞| 文　李剑 | 编辑










商学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线教育是否颠覆传统商学院教育？哈佛商学院将如何发展数字化战略？达斯教授不仅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还给中国的企业高管提了三点商业建议。






关
 于商学院的口水战从未停息。但交战的主题却在不断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商学院的口诛笔伐集中在：除了教华尔街精英们如何赚钱，商学院有没有教给他们商业道德？而最近，对商学院的冷嘲热讽更多在于，面对MOOCs等在线教育模式的兴起，传统名牌大学既放不下身段、又迈不开步子，在数字化浪潮面前显得迟缓且傲慢。此外，对商学院的怀疑与抨击还包括，在这个全球化不断深化、新兴市场崛起的时代，传统商学院课程以欧美企业在发达市场的实践与经验为主，能否培养出征战新兴市场的商业高管？以及，以硅谷为圣地的年青一代创业者，带着激情和新技术将一切既定规则都打破，商学院能教他们什么？

达斯·纳拉扬达斯（Das Narayandas，下称达斯）对这些问题并不讳言。作为全球最顶尖、也最老牌的哈佛商学院分管高层管理教育与出版业务的副院长，达斯不仅要思考这些问题，更要应对这些挑战。日前，在哈佛上海中心，达斯对本刊详细阐述了他对商学院目前处境的分析，以及哈佛商学院的应对之道。

作为战略学与营销学的教授，达斯对在线教育的免费模式仍持保留态度，而且他认为“在线”本身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制定战略的时候，依然必须回到教与学的本质与源头去思考教育的未来。而哈佛商学院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是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教学质量的承诺，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一切“在线化”。

达斯教授在波士顿、孟买、上海等世界各地的课堂给全球各个市场的资深高管授课。基于自己的观察与了解，他通过本刊给中国高管建言：中国企业必须超越之前的价格战，进入一个更具创新力与战略思维的新竞争时代。



“在线”并非战略，课堂不会消失


HBR中文版：
 目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商学院都面临很多非议。身为哈佛商学院的副院长，你认为商学院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达斯：
 挑战还真不少。

首先就是和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商学院教育必须直接对应商业世界的需求。当前商业环境变化之快前所未有，因此商学院必须持续进化，以确保自己时刻捕捉商业世界的最新实践，并将其提炼出来，放在某种合理的理论框架之中，成为很有价值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和领域，最佳的商业实践都是超越和领先于学术研究的，这是商学院的核心挑战之一。



第二个挑战，本质上是整个商业世界的困境，而且它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发生，那就是商业本身失信于民。因为某些行业近年来发生的丑闻，让原本想要在商界谋求发展的年轻精英憧憬幻灭，对商业世界非常失望。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商学院，导致年轻人对商学院的兴趣大不如前。要知道，在美国，两年制MBA的入学率曾持续增长了很多年，但是近几年开始放缓增长，甚至还有学校出现了衰退。所以，要恢复商业世界的信誉，整个商业世界应该合作，要比从前更加专业。

第三个挑战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化重新定义了“学习”。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学生们普遍无法就读完整的两年制MBA教育，他们都说：不行，我做不到读两年。所以很多商学院开设了一年制MBA项目。也就是说，商学院不得不调整从前的课程体系。

从更长远来看，我想商学院应该调整重心，从之前给年轻学生提供一次性的商业管理教育，变成给企业高管们提供持续的、不断进化的、终生的学习体验。所以商学院的高管培训项目普遍在增长。这就又回到了我说的第一点：对资深高管来说，商学院提供的教育内容更需要跟现实世界紧密同步，他们非常挑剔，理论对他们一点也不重要，他们要学的是立即能应用的东西。

所以，总得来说，商学院当下面临的挑战很多也很艰巨，但我认为这些挑战都是可以征服的，只要商学院更灵活、充满活力，不断自我革新，适应商业世界的变化和需求。




HBR中文版：
 你提到了新技术对传统教育的挑战，能否再具体谈谈，在线教育究竟怎样影响了传统教育？


达斯：
 在线教育对传统观教育的影响是很广泛的。从商学院教育来说，它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MBA学生第一学年的课程统统可以变成在线内容，不必坐在教室，跟教授呆在一起好几个小时学习那些最基础的经济学、金融、管理方面的概念。这就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挑战，对课堂内容和课堂教学质量提出了挑战。

其次，在线教育改变了“学习模式”（the model of learning）。之前商业教育的固定模式是，MBA学生用整整两年时间在商学院深入学习商业的全部知识，然后进入现实商业世界，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去运用和实践这些知识。而在线学习推翻了这一固有模式，它的模式是：我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今天我能学到这个问题的哪些知识；我能怎样立刻运用这些知识。所以它的要求是，立即能学到并应用和自己实际需求相关的知识，这也将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商学院需要重思到底应该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教什么、以怎样的形式教他们、如何满足他们个人化的需求。

第三，在线教育将催生很多来自个人非常独特的学习体验。课堂教育是为某个群体提供某种普遍经验，在同一时间、地点，为一大拨人提供相同的内容；而在线学习，将这一切都个人化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形式来学习。

第四，在线学习大大拓展了社交体验，尤其对商业教育而言，它有极强大的网络效应。商学院在课堂上一直强调“全球语境”，这个“全球语境”不是“全球市场战略”的概念，而是就某个具体问题所做的决定，在全球语境中也是正确的。以前要学习这种技能，需要管理者去某个市场，比如中国呆上两年，了解当地的情况。但是现在，在线工作就可以让你学到需要的一切，你不一定非得在中国生活两年不可。这也是在线教育带来的改变。

所以，在线教育让商业教育更加贴合需求、更加个性化、定制化，也大大拓展了学习的方式。从前，学习意味着研读那几本核心教科书，而现在，商业教育的学习形式绝不仅仅局限于在课堂上读教科书。

这些改变正在发生中。当我反观自身，我知道自己过去十几年来轻车熟路的教学方式已成历史，我也要转型，找到在这个新世界做一个好老师的方式。这可真是很大的挑战。




HBR中文版：
 MOOCs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横空出世、备受关注，你认为它目前为止的发展算得上在线教育的成功吗？


达斯：
 算是，它的成功在于确实带来了改变。它让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对每个人都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所有为MOOCs提供课程的大学其实都有一个共识：目前1.0阶段的MOOCs最根本的迷思在于，它将一切都免费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每个人都在谈论MOOCs带来的改变，这很好，但是，我认为大家对MOOCs下一步如何能持续发展思考得不够。最终，教学的质量决定一切。教学质量的保证一定是需要资金的。至于资金从何而来，是来自对课程直接收费，还是来自其他方的资助，都未尝不可。我认为MOOCs一定会存在下去，而且会是未来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它的下一代还是不是现在的模式？它是不是还叫MOOCs？这些都可能不断变化。

但是，MOOCs的存在是否意味着课堂的消失？当然不会。课堂仍然会存在。在线教育只是未来教育中的形式之一。

高管教育的教学方式因地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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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哈佛商学院2014年高管教育市场调查




HBR中文版：
 那么哈佛商学院呢？作为分管高管教育和出版业务的副院长，你能否告诉我们，哈佛商学院有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数字化战略？


达斯：
 是的，我们有。

哈佛商学院已有百余年历史，我们的使命是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这一点从未改变。这家机构一直以来的一大强项就是不断重塑自我，改变世界。今天你看到哈佛商学院的高管教育项目和出版业务觉得很正常，但是哈佛商学院并不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30年前我们根本没有高管培训，只有MBA一个项目，更没有现在这么多定制课程等等。但是为了持续满足市场需求，近些年来我们在课程项目上做了极大的改进。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从前根本没做过的。这些都是我们响应市场变化的举措。

还有，去年我们发布了HBX系统，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数字化战略（关于HBX详情，参见后文
 ——作者注
 ）。目前这个项目提供两类特定内容，一是把商业基本概念的那部分内容搬到线上，其二是把哈佛商学院最热门的一些课程，也是高管培训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些课程录制下来，变成在线内容。所以哈佛商学院现在有大量在线教育内容供不同层面和需求的学生选择。当然这些内容都不是免费的，因为都是高质量的教学内容。

但我想强调，在线课程本身算不上一种“战略”。我们之所以做在线课程，是为了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在课堂上传授的哪些内容是完全可以在线上实现的？”线上“只是一个传播介质而已，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你到底要传授哪些知识？你要怎样去传授知识？你要传授给哪些人？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的高管培训部门和出版部门推出了很多新的做法，比如现在很多高管项目既有课堂教学内容，也有离开校园之后在网上的互动，这是一种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方式。此外，除了针对资深高管的项目，我们的高管培训部门和出版部门还开发了针对高管团队之外，整个组织内其他管理者的在线学习项目。这些针对组织内高潜力人才、一线经理、中层管理者的培训是完全的在线学习项目。这些人分布在全球的各个组织中，不可能整个团队一起来波士顿上课，但是我们的在线课程给他们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内容。

再来看看我们出版的《哈佛商业评论》，几年前，它不过就是一本杂志而已，而现在的哈佛商业评论网（hbr.org
 ）已经是一个极其活跃的重要的社区，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发布最新的管理思想；阅读、讨论最新的管理实践和理念，和教授、作者们充分互动，而且还可以通过许多工具直接应用那些管理理念和工具。《哈佛商业评论》已经彻底重造自我，成功实现了在数字化时代和读者、作者的充分互动和深入联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教育还是出版，哈佛商学院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具备了显著的数字化元素。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利用技术力量，实现互动性的教学方式，将我们的MBA学生、高管学生、我们的读者、作者、全世界的经理人都紧密联接在一起。



跨国公司刚开始向中国学习


HBR中文版：
 让我们再谈谈中国吧。作为哈佛商学院战略学和营销学的教授，你既在波士顿课堂给大量西方高管上课，也在哈佛上海中心给很多中国高管上课，能否分享下你在课堂上的一些观察：中国企业高管和西方企业高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之处吗？


达斯：
 这个问题是个陷阱，答案很容易掉入窠臼。关于中西差异的陈词滥调有很多，比如美国企业更直接，把一切都放在桌面上，而中国企业在签订合同之时才意味着谈判真正开始，等等。但这些都是太简单化的区分，我就见过很多中国企业家远比我认识的一些西方CEO更为直接、坦率、投入。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中西企业家的种种差异，我并不认为完全真实。但是，就我自己深入合作过的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来看，我确实发现一些差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和投资要远远超过中国企业。面对同样激烈竞争的市场，同样紧俏的人才市场，跨国公司往往比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更愿意在人才上做更大、更长远的投资。




HBR中文版：
 如果让你给中国企业高管一些商业建议，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达斯：
 首先我得说，虽然我在中国上课，和很多中国人一起工作，但我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仍然很有限，我远不够了解整个中国以及中国企业高管的所有问题。但我认为确实有些问题值得中国企业家去认真思考：

首先，我认为仅仅凭借价格优势来赢得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企业习惯说：同样的事情我可以用更低价格帮你做到，跟我做生意吧！但是，要想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仅以更低价格做到那些别人也在做的事是远远不够的，企业需要更多创新的做法，需要更多战略性思考之下的先发动作。基于人力成本的价格优势已经远远不够了，挑战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不仅仅只是推出好产品，而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产品，以及应该在什么时间、向哪个人群推出这些产品。所以，挑战的核心在于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去实现这一点。我在中国市场看到的最令人激动的一点就是，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从创办公司第一天就在创新，他们在这个全新的、多变的、竞争更激烈的世界长大，天生就会创新。而老一代得益于价格优势而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还停留在价格战的旧模式中，难以转向新世界，这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

第二就是要对本土市场有更深刻的理解。我老是听到中国企业高管说，中国市场的特点是消费者对价格极度敏感，不喜欢付费服务，但是对产品和服务又非常苛求，很难伺候。我想说的是，这些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消费者的特点，这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特点，任何人都喜欢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中国企业家要意识到这些不过是正常的人性，不要抱怨这些，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要超越这种认识，跨越整个消费者层级去寻找那些垂直细分市场的核心用户，那些愿意为他们需要的服务而支付溢价的用户。所以，我第二个给中国企业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只想着如何理解全球市场，也要更深刻地理解本土市场。

第三，我希望中国企业家真正意识到人才的价值和力量。如果说企业有哪方面是绝对不可以忽略和搁置的话，那就是对人才的投资。企业的人才战略不仅在于招募到顶尖人才，而是要持续管理和发展人才。你在人才管理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越多，所获就越多。要知道在那些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永远有好机会向顶尖人才敞开，你要想留住这些人，就要投资于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他们的过去，这其实也是为你企业的未来而投资。




HBR中文版：
 你一再提到人才问题，也许中国企业家最需要向西方高管学习的地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和投资？


达斯：
 没错，绝对如此。




HBR中文版：
 那么，中国企业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跨国公司学习？


达斯：
 有很多，跨国公司可以从这个市场学到太多东西。如果你看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商业管理教育，都是向西方市场和西方公司学习。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的商业实践提炼成经验和理论之后，其他市场照搬就好了。但这一切现在都变了。现在大量的实践和创新都发生在这里，上海、苏州、成都、北京等等，关于产品质量、客户关系、全球物流等等，这里面有太多门道。跨国公司其实才刚刚开始学习中国企业的一些最佳实践。我一点都不怀疑，未来二三十年，全球商学院常规课程里的大量案例和理念，会来自中国市场的商业实践。

此外，我觉得西方企业家应该学习东方文化里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中国企业家身上那种能量和激情，这种能量和激情带来了极强的忠诚感，不仅是客户忠诚度，还包括雇员对企业的无比忠诚。这种忠诚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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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过去与未来

——关于HBX，以及哈佛商学院对在线教育的理解

在线教育已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想知道哈佛商学院如何看待在线教育，如何进行在线教育？不妨先回到我们的起点。

可以说，从创办之日至今，“案例教学”已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代名词。如今，这种由哈佛商学院发起并坚持的商业管理教育方式，已是全球范围内商学院教育的普遍做法。

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实操型学习。——哈佛商学院一整套研究、传授与学习的教学流程，根植于对现实世界的管理挑战的深刻理解。这一教学流程既要求严谨，又要求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二者缺一不可。教员们通过研究、撰写案例来深入探索管理难题，学生们则和教授们一起在课堂上探讨这些难题。

但是，仅仅阅读和聆听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学生们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积极参与者。所谓“案例教学”就是指学生们针对这些管理难题，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管理经验，从而找到管理理论并充分理解彼此的实践经验。这是一场对话，一场精心安排的对话。它远好于随意的对话。这种对话意味着分析、判断、沟通和倾听。

“案例教学”要求每个学生都积极投入其中。没人是旁观的旅客。它有时很恐怖、很不舒服也很挑战。它让你从错误中学习。这种体验充满能量。学生们绝不会忘记自己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而犯了错。他们也绝不会忘记自己启发其他同学有所收获的那个时刻。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哲学。我们已经坚持了100多年。这也是我们在想象和规划在线教育时的起点。数字化教育时代，我们仍然坚持：面对真实世界，实操型学习。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HBX。

欢迎来到HBX！这是一个由哈佛商学院教员主导的数字化学习平台。

开始设计HBX系统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很简单：通过技术力量撬动我们的教学潜力，继续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我们拥有100多年的商业教育经验。当我们把所有“材料”摆上桌面，最终，我们决定把所有重要元素都结合在一起，而成就这盘“大餐”的神秘作料就是哈佛商学院的教职员，这群对教学充满了毕生热忱的人。

在HBX，你会发现数字化学习工具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在线学习工具创意不够野心不足，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些学习工具的开发上耗时巨甚。我们聚焦于创造一种将商业管理带入日常生活的学习体验。在HBX，我们相信教育很耗神，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有趣的、活跃的、社交型的、充满脑力激荡的活动。它其实是充满一连串意外的发现之旅，它会改变你探索世界的能力。

具体来说，HBX会有不同的内容：首先上线的是CORe项目，它是商业的基础知识。随后是聚焦于具体商业话题的专业课程。最终，当HBX Live!上线，那将是一个连接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商业管理学习者的实时的、并行的在线课堂。

在线教育才刚刚起步，我们深知这一点。所以，HBX所做的一切也还在磨合中，难免起起伏伏。毕竟我们还处于学习数字化教育的阶段。但尽管蹒跚学步，我们仍希望你能在HBX窥见哈佛商学院在商业管理教育上的愿景：我们对在线教育的想象力；我们的“案例教学”在数字化时代大胆而全新的实验；我们对学习体验的承诺；以及，我们为在线教育加倍下注是为了实现哈佛商学院永恒的使命：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资料来源：哈佛商学院　编译：程明霞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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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纳拉扬达斯
 是哈佛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高级副院长&主席；哈佛商学院出版社高级副院长&主席；哈佛商学院James J. Hill工商管理学教席教授。程明霞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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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家族企业传承：


350年基业，5大基石

柯禄唯（Karl-Ludwig Kley）|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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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生活”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根植于默克的公司文化中，创新驱动了默克数世纪的成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做出调整和改变是默克立足市场的一个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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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默克集团（Merck KGaA，下称默克）是一家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制药与化工企业，算起来始创于中国清代的康熙年间，至今存续经营了近350年。这家公司能够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取得长期成功，似乎挑战了中国人关于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惯常思维。现在的默克，不仅依然是家族企业，并已传承至第13代，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仍在致力于不断创新。

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默克长期经营的各种特点，但是在我眼中，默克的成功来源于创始家族与管理层的默契、与时俱进的创新、拥有长期愿景、快速决策并及时反思、以及利用核心价值观驱动等5大基石。

默克集团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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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默克集团





1．创始家族与管理层的默契

首先，默克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它的创始家族默克家族。默克家族作为公司的创始者至今仍持有默克大部分的股份（约70%），它不仅仅是默克集团的所有人，还是掌控者。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全部投资到默克集团，年终红利和回报与其他股东并无差别，与默克其他股东的待遇也没有差别。一百年多年前，默克允许家族成员进入公司工作，但过去三十年来，默克的家族成员被要求先到外面的企业工作，才能进入家族企业，现在的规定则更为严格。

我是默克集团首位担任集团CEO的非默克家族成员，代理默克家族对集团进行管理。在我加入默克执行董事会时，我们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以个人名义从默克家族购买一定的股份，在离开公司的时候再把股份转售。这是默克家族对高管的政策，默克高管团队大多数都在公司超过2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相当于一个远房表亲，受邀参加默克家族的管理会议，这让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和联系，公司的整体利益与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成就息息相关。

默克家族与默克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完全是基于原则、专业和业务上的合作。默克执行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默克家族绝不会对董事会进行非制度方面的干预。董事会定期向默克家族汇报，按照一定的行动指南管理公司。在进行投资、收购或者其他重大商业决策时，董事会把方案提交默克家族审批。当然，我们每周还会有一些非正式会面，沟通公司的基本情况。



2．与时俱进的创新

这家有近350年发展历史的公司很明显已经不是一个初创企业，但是“创新引领生活”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公司文化中，创新驱动了默克数世纪的成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做出调整和改变是默克立足市场的一个根源所在。我们希望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总部，不仅仅是一个总部办公楼，而是成为默克的创新中心。

2013年，默克集团包括默克雪兰诺、健康消费、功能性材料和默克密理博在内的四个业务分支，创造了总计111亿欧元的营业收入。我们在一些标志化产品上，包括消费者产品和消费者保健，实现了一如既往的创新；在既有的主要产品线上，包括生殖和甲状腺、心血管、糖尿病和肿瘤产品、功能型材料等，都取得了良好发展。但是，满足于现状对默克而言是不够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才能推动业务不断演变，顺应时代潮流。

对于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我们始终保持开放和谨慎小心的态度。颠覆性创新技术本身是危险与机会共存，永远都不能低估它们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它们可能是公司现有模型的很好补充，但是如果运用不当，也极有可能摧毁公司现有格局。

默克首先以客户为中心，从客户需求出发，判断未来创新方向，然后会考虑整个默克集团现有产品线。比如在液晶材料领域，OLED在过去几年经历了起伏，有时候大家认为它前景很好，有时候它的表现又差强人意。我们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后才确定OLED在未来确实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成为世界上OLED最领先的厂商和供应商之一。但是，OLED之后是否还会出现其他创新技术或者革命性创新，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技术的后续研讨，才能把握住创新方向。



3．拥有长期愿景

默克作为家族企业，拥有很好的长期愿景。我们希望因创新、质量、业绩与效率而赢得声誉；我们希望因以客户为导向、提供良好的职业机会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广受欢迎；我们也希望因价值观、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和永续经营而受到尊重。这一战略愿景让默克关注未来持续的长期发展，而不是将目光局限于季度财报或者短期表现。

2014年，我们在中国南通投资6.5亿元人民币建立生产基地。从2017年起，南通制药厂将成为默克集团全球第二大制药厂。南通制药厂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生产在基药名单上的一些主要药品，我们想把这些主要药品作为默克在中国投资的基石以及发展基点。此前还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进行如此大的投资。大多数公司关注的是产品，我们则把产品作为组合来看，眼光放得非常长远，希望在2014年或者未来的2024年获得更好的发展。

默克－公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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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快速决策 及时反思

当然，重视长期发展并不意味着默克不关注短期表现。良好的财务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树立信心、面向未来。默克自2005年上市后，具备了双重拥有权，作为一家上市的家族企业，它集合了双重拥有权的优势。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它必须制定良好的财务目标，制定公开、透明的策略，共享企业的很多信息，它使得默克勇于创新，更好地变革。

公司一旦变大、历史变悠久，就很容易失去创新精神，机构变得臃肿，反应速度变慢。但是，默克恰恰相反。比如，南通制药厂的例子，从总部申请到最后批准只花了4个半月的时间，这是业界非常快的反应速度。如果考虑到这项投资总额达8000万欧元，绝非一个小的公司决策，但是默克依然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整个流程。

默克快速决策机制的核心之一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的管理，我们希望在中国市场能够快速接近客户，了解客户需求，这就需要默克减少管理上一些繁文缛节。默克的关注点永远都是客户和患者，能够给客户或者患者带来价值的管理流程，我们才会予以保留，否则就会清除它。这是一个持续不断、永不停止的过程。另外一点，就是增加对一线领导的信任。比如，对于默克雪兰诺，总部给了它绝对的信任，尊重它做出的任何决策。尽管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其实很复杂。默克在管理过程中，坚持实现自由与正常规范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将不必要的规范最小化。

即便如此，困难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任何事情都一帆风顺，董事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公司出现问题常常是因为把错误的领导者放在错误的职位上，或者对客户的理解不到位，又或者是组织架构出了问题。

这些挑战都需要我们在方案出台后，进行及时跟踪，执行阶段对细节保持谨慎。此外，我们还必须在与客户的沟通中，不断了解他们的需求，要像照镜子一样，随时进行自我反思。



5．核心价值观驱动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创始家族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着企业。默克家族的价值观——诚信、勇气、成就、责任、透明和尊重——在过去的300多年里不曾变化，这也是默克集团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引导着我们努力实现集团的使命愿景。

自1668年起，它就代表着创新、成功和企业责任。默克集团不像房地产行业，不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是能够真正推动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比如生命与健康。因此，我们致力于实现宏伟愿景，以研发驱动业务专长，帮助全球的患者、客户、合作伙伴和社区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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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禄唯
 是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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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接为基础的ICT技术，如云计算、5G、物联网等，正在成为撬动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杠杆。毋庸置疑，ICT基础设施和网络，已如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一样，对各个国家和产业的繁荣发展及竞争力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
 业如何创造价值？根据历史经验，这通常是经过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控制来实现的。但信息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基础设施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理念。ICT行业不仅开发了新的“产品”类型，还消除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物理界限，促进了创新、创业和新的商业模式的衍生。

在ICT基础设施的推动下，新旧行业正在从销售商品、货物和服务转变为销售体验。以保险行业为例：如果你可以为你的孩子购买一个保险套餐，其中包含GPS跟踪和移动驾驶应用，并能让孩子知道如何安全驾驶，难道你还需要为他购买一份传统的汽车保险吗？



推动数字化重构

ICT不仅仅是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和IT部门关注的问题。根据华为与专业机构一起对1000多位企业管理者进行的全球调查显示，90%的企业领导人认为ICT投资对业务至关重要。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领导人认为其所在企业正在使用最先进的ICT技术。

为了使用最先进的ICT技术，企业必须推动数字化重构，这样才能在企业运作和战略活动中最大程度地集成并利用ICT技术。企业需要通过使用ICT技术对企业思想和企业实体同时进行重构，从两者的相互影响中，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和收益。重构的最终状态是实现技术与战略之间的协同，企业可以更轻易获取所有的商业机会。许多企业认为，ICT的使用和经营业绩（包括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和提供极致客户体验）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但是缺乏关键行业的定量评估。

为了了解企业如何推动数字化重构，并展示真正的领导力，行业联接指数指标体系基于两个维度的8个指标进行研究分析。ICT战略认知维度从战略重要性及投资计划两个方面来测评；ICT价值对效率（生产及供应链领域）、创新（产品开发领域）、互动（客户服务领域）三个方面进行考量。该指标体系也适用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行业联接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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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联接四象限


资料来源：华为全球联接指数报告





通过对各个行业在ICT战略认知和ICT价值收益两方面的研究，行业联接指数采用了联接四象限模型的方法，将所调研的10个行业归纳为变革者、战略家、实干家、观望者四大象限：

1．变革者：这类企业认为ICT技术是所有业务活动（包括流程、产品生产和收入来源）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不断加大对ICT的投资，并积极地重新考虑其业务模式，他们最有可能发起并执行公司范围内的业务变革项目。

2．战略家：这类企业对ICT技术期望很高，致力于长期投资。但由于所在行业竞争压力相对小，起步晚，经验欠缺，故在价值获取方面有限。此类行业需持续提升ICT使能转化率。

3．实干家：这些企业使用ICT技术经验丰富，大力创新，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这些企业更有可能对ICT设施进行选择性投资，并且首选能够快速获得回报的ICT投资。

4．观望者：这些企业通常将ICT技术投资视作解决紧急问题的方式。对于这些企业来说，ICT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企业日常运作并降低成本。

联接四象限直观呈现不同行业在数字化变革中的不同地位，金融、教育、石油和天然气、制造等行业在ICT转型中表现突出，处于变革者象限。联接四象限有助于企业掌握ICT数字化重构的进程及未来的趋势变化，进而有效地进行策略调整。



成为变革者的5大要素

企业如果实施数字重构，在所有业务要素和活动（包括流程、产品生产和营销）中充分利用ICT技术，任何企业都可以成为变革者，不论他们处于什么行业，规模有多大，位于哪个区域，或者起点有多高。不过，变革者区别于同行通常都会有以下5个特点：

1．寻求开放创新：变革者拥抱外部（特别是行业）创新。变革者经常利用数字工具（比如社交网络），利用众包的模式从客户、员工和合作者处收集新创意。

硅谷不断推动着汽车业的创新，并取代底特律成为重要的颠覆性创新发源地。如今，雷诺日产联盟（Renault-NissanAlliance）在谷歌加利福尼亚州总部对面设立办公室，旨在与顶尖技术公司联手。日产屡获殊荣的聆风电动汽车反映了ICT技术对汽车行业的深远影响，该车配备了尖端触摸屏、车内互联网联接和车载资讯系统。日产的Carwings智行云控制中心能够实时跟踪电池性能、电量使用、车辆定位和速度。聆风现已成为最畅销的插电式电动汽车，让日产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

2．切实为客户提供便利：每个企业都在口头上表示要为客户提供便利，但是很少有企业做到这一点。对变革者来说，为客户提供便利并不仅仅是让实体店的位置更加接近客户。重要的是与客户进行互动的方式。企业现在大多通过数字化手段与客户互动，统一管理所有通信方式。变革者明白必须使用客户喜欢的方式，随时随地与他们保持互动。

成立于1987年的招商银行，其定位是聚焦客户体验。招商银行启动了中国第一个网上银行平台，其95%的业务都在网上完成（大部分用户通过智能电话接入）。招商银行的分行数量只占传统银行的10%，交易成本只占15%，这就是招商银行与强大竞争对手对抗的成功资本。如今，招商银行闯入全球财富500强，也成为世界银行100强之一。通过提供随时随地的服务，招商银行客户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5%。

3．服务即商品：变革者认为服务与其所销售的产品同等重要。变革者认为新兴的“订阅式经济”让他们能够使用新的方式在产品销售后与客户互动，履行对产品性能的承诺并不断接收客户反馈。

劳斯莱斯公司航空航天部利用ICT技术改变其业务模式，建立了新的KPI指标。利用联网传感器和云计算技术，劳斯莱斯公司不再简单地销售飞机引擎而是销售“按飞行小时包修合同”。客户购买的劳斯莱斯引擎，其性能可在全世界范围内远程跟踪和维护。劳斯莱斯公司现在一半的收入来自服务，这与传统的制造业务相比，所需的资产更少，利润率却更高。

4．行业先知：变革者依靠实时信息和服务交付区别于其竞争对手、取悦客户以及提高效率。变革者通过不断分析各种来源的（包括客户和远程资产）数据，获得新的洞察。

网上金融公司Kabbage认为，跟银行记录一样，客户的实时微博、Facebook记录以及网上发货数量可以反映一家公司的境况。过去3年，Kabbage成功地向创业型小公司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而传统银行和贷款公司通常不会向这些小型公司提供借贷。Kabbage使用大数据技术评估和了解申请人的情况，很快就能完成整个流程，这对小公司来说非常可贵，因为它们经常疲于管理现金流和存货。于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贷款即可获得批准，资金就能转给这些企业。

5．能更快地适应变化：变革者可以利用ICT加快并适应变化，在全联接世界中获得蓬勃发展。ICT帮助大企业利用新成立公司所擅长的方式，即进行小型试验，然后迅速迭代，成为变革者。

化工巨头道康宁公司发现其所在行业的利润率迅速下滑后，启动了Xiameter，一个销售道康宁公司有机硅产品的全球网上折扣平台，旨在赢回对价格敏感，会转而购买竞争对手低价产品的客户。道康宁公司不再对其高端产品搭售增值服务，而是利用ICT技术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提供多元化（包括低端）产品。3个月之内，道康宁公司收回了其对电子商务的投资，如今网上销售额占该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业界平均值的3倍。

全球联接指数国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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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为全球联接指数报告



联接：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把ICT投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统一规划充分释放ICT潜力，驱动国家经济的良性增长。华为基于25个国家（占全球78%的GDP和68%的人口）联接程度的研究，围绕联接现状和增长空间两个维度、共16项指标构建了国家联接指数。联接现状从渗透率、带宽、可支付性等方面来考量宽带业务现状，增长空间则面向未来，从国家层面是否有宽带计划，以及个人层面移动应用下载量增长率和活跃度预测评估。

我们研究发现，德国的联接指数全球排名第一，美国和英国紧随其后，发达国家正在借助投资ICT保持良好的竞争活力。

德国两大综合指标“联接现状”和“增长空间”分别位居全球第三和发达国家第二。德国的宽带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人均带宽达到24Mbps，在提供发达宽带基础设施的同时，德国的宽带可获得性也非常好，根据《全球联接指数》研究显示，德国的固定宽带可获得性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电信服务支出与人均可支配费用占比仅为1.16%。

在传统的制造行业，德国凭借雄厚的ICT基础优势正在推进工业4.0革命，这在业界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实现的工厂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使用电力来实现大规模化批量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凭借电气和信息技术实现制造业的自动化。工业4.0的本质就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智能工厂”，通过物联网将制造业的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形成一个“信息物理系统网络”，从而实现制造向智造的升级。德国电子电气工业协会预测，工业4.0将使工业生产效率提升30%。

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的ICT政策也获得了加速发展，智利、肯尼亚、埃及在国家联接指数的增长空间维度分列前三。

以智利为例，在本次调研的发展中国家中联接指数排名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四。这主要得益于其增长势头表现突出，“增长空间”指标高居全球首位。从联接现状来看，智利政府将GDP总量的0.9%投资到通信领域，在所调研的25个国家中排名第四。智利固定宽带平均下行速率为14Mbps，而在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分别是11Mbps和9Mbps。尤其是移动、固定宽带可获得性好，这三项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均排名第三。智利不断加强ICT技术投入以带动经济发展，通过“智利硅谷”项目，快速地建立起宽带基础设施，鼓励创新，聚集起全面的人才、技术、商业等资源。

根据《全球联接指数》对两个维度16个指标的研究分析得出，联接指数每提升1点，人均GDP增加1.4%－1.9%，发展中国家的提升会明显大于发达国家。这些分析为那些试图利用联接实现社会转型、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市场提供了指导。

在一个更加美好的全联接时代，ICT技术成为客户业务导向和制造文化的核心。数字重构是一种思维模式，积极促进使用技术来提高效率、促进创新并提升客户参与度。




华为全球联接指数（GCI）：共建全联接世界

9月16日，华为在HCC2014云计算大会上，发布了全球联接指数（GCI），这是业界首次对国家和行业联接水平进行全面、客观的量化评估。

其中，国家联接指数考量了占全球78%的GDP和68%的人口的25个国家的联接程度，进而反映ICT技术在推动创新、提供极致用户体验和培育创业方面的作用。

另外，行业联接指数考量了10个行业中ICT领域的投资和应用，以及其对企业效率、创新和与客户互动方面的影响。通过该指数，我们可以看出哪些行业正在积极拥抱ICT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这个指数也反映了ICT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进步如何帮助行业，进行创新及变革，以抓住全联接世界里的诸多机会。

行业联接指数从投入和产出共两个维度的8个指标进行量化，对各个行业在ICT数字化重构进行充分评估。行业联接指数研究显示，65%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加大对ICT的投资，金融行业的ICT战略认知度在10个行业里面排名最高，而金融也是联接指数调研总分最高的行业，71%的金融企业表示未来两年ICT投资增长将超过5%。

此外，73%的受访者反馈ICT帮助企业加快了产品上市时间；81%的企业通过ICT投资提供了新的服务或改进了现有的服务，7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几年数字渠道的销售收入比例将会显著提升，这表明，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拥抱ICT，缩短业务流程、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释放出产业创新的巨大潜能，其中交通物流行业是所有行业“ICT价值”得分最高的，其通过ICT在效率提升、创新、客户互动三方面的表现分别位列第二、第一和第三。

根据华为预测，到2020年，全球ICT支出将增长到接近5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今天，ICT已经由过去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支撑系统，向驱动价值创造的生产系统转变，联接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之后新的生产要素。调研显示，移动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是企业拥抱ICT转型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四大技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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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伟
 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Marketing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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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翻身，只需三步

Rebounding from Career Setbacks

米切尔·李·马克斯（Mitchell Lee Marks）

菲利普·莫维斯（Philip Mirvis）

罗恩·阿什克纳斯（Ron Ashkenas）|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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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难免会因公司兼并、重组、激烈升职竞争或自身能力欠缺而遭遇开除、解雇或升职无望等挫折。通过发现败因、看清方向和适时行动，你可以走出低谷，甚至反败为胜。






布
 莱恩是公司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接连晋升至多个高管职位，很快又被提拔到事业部担任负责人，直接向CEO汇报工作。然而，在任两年后，虽然他帮公司赚了不少钱，可还是给老板解雇了。布莱恩被告知，公司正向更开放、专业、全球性方向转型，而他过于凌厉的领导风格并不能体现这些价值理念。

像很多雄心勃勃却遭遇职场重创的经理人一样，布莱恩先后经历了震惊、拒绝接受现实和自我怀疑的感情阶段。毕竟，他从未遭遇过类似重创，因此很难接受自己没有想象中优秀这一事实。他的老板没有给他机会证明自己，这也让他感到愤怒和沮丧。最终，布莱恩认识到他不能改变公司这一决定，所以选择重新振作，继续前行。布莱恩手下的员工没有一人反对解雇他，因此他非常渴望知道将来该如何培养职员的忠诚度。

几个月后，一家大型工业零件制造公司十分认可布莱恩卓越的创收能力，于是雇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该职位与之前的职位相比，相当于降级，但布莱恩决定接受它，从而尝试不同的工作和领导方式，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及鼓舞员工士气。布莱恩得到了回报：不到3年，一家世界500强制造企业聘请他担任CEO。他在任的7年里，公司收入增加一倍。另外，他创建了新的企业文化，平衡了追求创新与恪守效率和业绩之间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遭到解雇后都能再领导一家大公司。但是我们从事企业管理人员方面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已有30多年，认为布莱恩的案例很有启发意义。如果你能正确应对职场挫折，失败就可以成为成功的跳板。要想像布莱恩一样华丽转身，你要做好这3件事：发现败因、看清方向、适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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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败因

我们采访了上百名因公司兼并、重组、激烈升职竞争或自身能力欠缺而被开除、解雇或升职无望的高管，结果发现他们会经历人在受挫后必经的经典情绪阶段（由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定义）。起初，他们会很震惊，拒绝接受现实，然后他们开始生公司或老板的气，跟上司讨价还价，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要舔舐自己的伤口，自问还能否再赢得团队或同辈的尊重。很多人都没有进入“接受现实”这一阶段。

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事业有成者通常会居功自傲，一旦失败，他们往往将结果主要归咎于他人。社会心理学家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已发现这一点，称之为归因偏向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归因偏向保护了落败者的自尊心，但并不利于其学习和成长，因为他们责备外因或公司政治，而不是检讨自己的不足。

有些人想得到坦诚的意见反馈，却多半是向心存同情的朋友、家人或同事倾诉，这些人只会强化落败者的自我定位（“你应该得到那份工作”），或者为他们打抱不平（“你确实该生气”）。这妨碍了他们反省自己的过失，且不会改变当初导致其职场滑铁卢的有害行为。此外，这还会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重蹈覆辙。

职场失意后还能咸鱼翻身的人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并没有陷入悲痛之中或不断发牢骚，而是积极探索怎样改进过去的不足，回想从前是否正确考量了经营状况并妥善应对。此外，他们还思考如果重来一次，做法会有何不同。他们也会从多个渠道（上司、同级和下属等）搜集反馈意见，并明确表示希望得到真诚建议，而不是安慰。

比如，布莱恩就同老板、几名下属以及一些信赖的同事多次坦诚沟通。虽然过程很痛苦，但他得知了自已出名的难相处又坏脾气的名声，这正是他职业发展受限的根源。

同样还有斯坦的例子。他是一家正考虑全球扩张的专业时尚精品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斯坦积极拥护扩张方案，并觊觎着公司伦敦分部主管一职。当得知另一合伙人当选后，他忿忿不平，接着自怨自艾地过了数周，但最终决心采取更富有成效的行动。他安排了与公司高管委员会成员一对一的会谈。每次谈话开始时，斯坦都会解释说他并不是要让高管改变决定，只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如此安排。他小心地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怨意或在指责他们。他努力保持一种积极向上又自信满满的语调，并表示他愿意吸取从前的教训。

结果，高管委员会成员的回复一致又实用：他们认为他的凌厉作风在美国非常可贵，但在英国，可能会影响公司吸收新客户，经营新业务。斯坦最初很排斥这一观点。他暗想，“我签下大单的时候怎么没人介意我手段强硬”。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并接纳了他们坦率的建议。“他们不是在逼我改变，”斯坦反思道，“而是让我明白是我的行事风格让我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看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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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失败中寻找机遇，就需要认真审视自己内心所求。

接下来，你要客观思考反败为胜的可能方案，是选择本公司内另一职位，还是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或转行。

要想在失败中寻找机遇，你要认真审视自己及内心所求。研究表明很多人职场受挫后会选择逃避现实，有人去旅游解忧，有人则通过疯狂工作、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还有人拒绝与亲友探讨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尽管这些做法可以让他们情感上有所宣泄，但并不利于自我提升与转变。积极寻找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才能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机会通常不会从天而降，而那些刚刚折戟、正处在悲愤交织状态下的人就更难看到机遇。

变革管理专家威廉姆·布里奇（William Bridge）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痛苦抉择是维持现状和既定方法还是放弃眼前的一切时，承受着巨大压力。我们提供过咨询的领导者将此称为“曙光期”，指人们处在被彻底打败，不知未来如何才能成功的阶段。

这也就是我们何以要花时间试验一些之后的职业发展方案。你可以咨询职业规划师或参加心理治疗，来确定目标并实现自我提升；也可以暂时离开岗位回学校深造，或在初创公司或非盈利组织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看能否继续发展下去。冷静一下可以让落败者在挫折中找到新思路。

我们来回顾一下布莱恩被解雇时是如何应对的：他选择了职位更低的工作，因此得到改进领导方式的空间。或者以宝拉为例，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正在研究在线广告公司高管在公司重组后该如何自保。当宝拉所在高科技公司的新任CEO宣布公司改制时，她觉得自己相对安全，因为她带领的欧洲事业部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业绩达标甚至超标，她本人更是5年内晋职3次。但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的职位将被撤销。

刚开始宝拉怨声载道，从公司政治到未能保护她及其团队的老板都在她的指责之列。收到离职通告3个月后，她迎来在任的最后一天。宝拉对之后的日子没有任何计划也不想立刻做规划。不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与事业，又联系朋友和工作伙伴，用她的话说“并不是为了拉帮结派”，而是要征求人生未来方向的思路和建议。

宝拉会反思与友人的每一段对话，并做笔记，最后总结出她所谓的“我下一份工作的4要素”，即向市场投放新产品（而不是把美国产品换个地区销售）、与客户更直接地交流、效力于一家有独特价值主张的公司，以及与喜欢并信任的同事共事。其后，宝拉根据这些条件展开了工作搜索。



适时行动

在制定几个方案后，你就可以选出一个具体实施了。这其中风险很高，特别是对要进入另一未知职业领域的人来说。重新定位职业方向是一回事，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另一回事。但是记住，你在上一份工作中学到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都还有用，而且从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也能令你受益。此外，你或许也反复修改过成功的定义，并有了答案。

我们同职业规划师道格拉斯·霍尔（Douglas (Tim) Hall）合作的研究表明，需求和侧重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很大改变。比如人出生以后，会长大，离开家，经历离异或亲人辞世等。儿时的梦想随着人步入中年而渐渐消失，新的理想逐渐抬头。从前的想法和技能过时了，新的人生挑战又开始了。所以正确的职业选择要契合人们当下的所思所想。

宝拉的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必有”清单帮她成功面试并赢得一个更高级别的职位——在同行业的一家规模略小的公司担任国际销售副总裁。工作地点为一个欧洲城市。宝拉就住在那里并甘之如饴。

相比之下，布莱恩采取了降级的做法，但他利用职位变动的机会学到了如何成为更好的管理者。他明白了过去让他管理低效和战略不佳的诱因。比如，过去如果下属有任何过失，他会立即揪出来批评。但现在他学会与相关负责人做线下沟通。通过多次使用这种方法，他已经习惯成自然，能够平和地解决问题。

布鲁斯的案例也可供参考。他是纽约一家银行的高级IT经理。该银行刚刚与其他公司合并。他在合并后保留原职，却在新公司首席技术官一职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尽管他继续留任原职，但经过一年的再三思量，考虑到个人和事业抱负，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他选择举家搬到田纳西州奥斯汀市，并加入当地一家小型科技公司，该公司后来取得巨大成功。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有时间指导两个孩子所在的足球队训练，并在当地一个乐队当吉他手，重燃了自己的音乐热情。

像宝拉和布莱恩一样，布鲁斯也在失败后认真反思，进而采取了坚定行动。他搬到一个新城市，进入一个新行业，从事了一份让他重新振作并获得长足发展的工作。

对于那些想留在公司与员工并肩作战的高管而言，他们要做出的最大改变在于转换思维模式或在心理上接受结果。这是斯坦在专业时尚精品公司工作时的经验：他更为清楚地知道同事如何看待自己，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此对所领薪水、职位以及补贴开始感到满意。他还找到提升自己满意度和成就感的新来源，即教导下一代人才怎样赢得新商机。

改变视角像换公司或换工作一样费心费力，如果你不能像斯坦一样在现任工作中找到新乐趣，那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或更多融入家庭生活，或做志愿活动，或培养爱好，从而通过更丰富的个人生活来补偿事业上无法独占鳌头的挫败感。

我们都知道要想事业有成，韧性与适应力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拥有或天生就具备这些素质。因此在受挫后，做清晰的步骤规划就显得格外实用。本文提供的思路可以帮助落败者不再愤懑与自我怀疑，而对未来充满期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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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李·马克斯
 是旧金山州立大学商学院领导力学教授，及JoiningForces.org公司总裁。菲利普·莫维斯
 是组织心理学家及顾问。罗恩·阿什克纳斯
 是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谢弗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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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董事就该低调吗

Should a Female Director "Tone It Down"?

鲍里斯·格罗伊斯堡（Boris Groysberg）

黛博拉·贝尔（Deborah Bell）| 文

牛文静 | 译　康欣叶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公司的女董事多次在董事会议上质疑CFO提交的财务报告缺乏重要细节，结果引起其他董事不满。后者认为，她太固执，索要的细节并不重要。是该顶住压力继续履行董事职责，还是该接受CEO的劝告而放弃质疑，她陷入了两难。






终
 于，萨拉觉得她必须和 J.P. 奥法特约个时间谈谈了。两人都是佛罗里达州一家购物地产开发集团的高管，J.P. 是CEO，萨拉则是该公司的董事。萨拉对公司和 J.P. 都尽心尽力。但随着最近董事会议变得密集，J.P. 和她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

萨拉认为，问题的关键一目了然，在于他们对公司CFO锡德·耶比的看法上。尽管萨拉反复要求锡德为她提供详尽的财务报表，他却置若罔闻，继续带着两页没有注解的简单财务分析出席董事会。如果无法掌握公司运营或会计方面细节，萨拉和公司其他董事该如何进行财务监督？

但是，萨拉的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她逐渐感到孤立。几个月前，J.P. 曾私下告诉她自己很感谢她在财务问题上对锡德的认真要求。这位年轻又缺乏经验的CEO坦言，自己不太敢向锡德提出强硬问题，毕竟锡德比他早入行10年，经验丰富。而且 J.P. 的父亲、公司创始人兼现任董事会主席比尔·奥法特似乎并不在意细节文件的缺失，令此事更加难办。

萨拉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房地产行业顾问，总是热心帮助他人。但是来自锡德和其他董事对她的异见开始甚嚣尘上。而且其中一名董事还指责她有私心，企图杀CFO的威风。另一位董事则当面指责她话太多，就像自己青春期的女儿。萨拉表面上不为所动，但作为董事会惟一的女性，内心已经倍感畏惧。甚至连曾经夸她坚韧不拔充满进取心、并提拔她做董事的比尔，也说其他人认为她“太固执”。萨拉认为，是时候让 J.P. 为她出头了。



上一季度

萨拉举手时，能听到周围人的叹气声。董事会主席示意众人安静称：“我们不能为每份财务报告争吵一番。”

锡德加了一页陈述流动资产的PPT，萨拉稍微得意了一下。这是个小胜利，但本质上无足轻重。两周前，J.P. 将她拉到一边，让她停止和CFO争论。起初她吓了一跳。争论？她只是提出问题而已。此外，她以为 J.P. 希望自己挑战和质疑锡德。于是，她决定尝试一种新方法：在召开董事会前，她给锡德打了电话，建议他在PPT陈述中加入一些关键细节，比如流动资产的介绍。

萨拉认为，锡德必须明白自己不能用一张幻灯片敷衍了事。在他的陈述结束后，萨拉举起了手。她甚至听到了周围人的叹气声。她说：“锡德，感谢你给出的附加信息，但正如我们几周前讨论过的，如果你能提供更多信息会更有帮助。比如，和同行业其他公司相比，我们的财务比率情况如何？最好的、最基本的以及最差的流动资产项目分别是什么？”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锡德向比尔耸了一下肩，好像在说：“你看到我要应付什么麻烦了吗？”比尔用笔敲了敲桌子，示意众人安静。“我们不能为每份财务报告争吵一番，在座的都是资深的公司领导，”他用笔指了指在座的人，“阿韦里是货车运输公司CEO，路易斯管理着一家银行等等。他们常看财务总结报告，不想在无用的细节上浪费时间。”

“但研究细节是我们身为董事的职责，”萨拉说，“即使公司股价在稳定增长，但是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利用浮动利率债券购入表现不佳的资产，然后假设这些资产价格会继续稳定，公司还能以较低的利率再融资。但这个假设太大胆了，董事会有权知道更多细节，以便判断我们是否要继续执行这一战略。”

比尔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而是转移了话题，结束了这段讨论。这让萨拉感到愤怒。她当即闭嘴，但当晚她就给 J.P. 写了一封信，首次正式以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公司战略和锡德汇报方式的担忧，她认为锡德的方式对一家大型地产投资信托机构（REIT）来说太过随意。在信中她还要求在自己与家人休假一周后，与J.P进行一次一对一的会谈。



姐姐的建议

萨拉在出发度假前，和姐姐贝琪共进晚餐。贝琪是一位生物技术领域的创业者。尽管她们都忙于应付各自的工作和大家庭，但彼此关系亲密，经常交流。

萨拉在她们最喜爱的餐厅等姐姐的时候，收到 J.P. 同意见面的回复，但 J.P. 的邮件很简洁，令她略感不安。

萨拉见到贝琪的时候，脸上的忧虑挥之不去。“怎么了？”贝琪立刻问。“是我所在的董事会——那家地产公司，”萨拉长叹了一口气，“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国内第二大REIT吗？我们手握数百个房产，赚了很多钱。但我们的管理团队仍然觉得公司应该按照几年前家族作坊式的做法运营。我简直无法容忍。特别是无法容忍CFO锡德·耶比对数字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知道，你提过他。”贝琪说。

“他自信心爆棚，像个牌品不好的人，拿着一手不怎么样的牌还敢下大赌注。除了我没人提醒他。我好多次就数字问题质问过锡德，这也是 J.P. 让我这么做的。J.P. 曾经还说公司不能没我，但现在看来他对我很冷淡，反而对锡德大开方便之门。”

“锡德到底做错了什么？”贝琪问。

“2011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好多桩大型收购，购置了很多物业，同时也负债累累，很多融资都是靠短期借债。如今，公司的杠杆比率比任何一家竞争对手的都要高。锡德说资产价值稳定，消费者回归市场，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如果我们再经历一场经济下滑怎么办？没人关心这个。”

萨拉叹了口气：“其他董事都讨厌看到我质问锡德，他们觉得我有私心，但我真没有，完全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在你质问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做了任何道德败坏或非法的事？”贝琪问道。

“没有。”萨拉答道。

“发现他不称职、愚蠢或者粗心大意？”

“没有，但是——”

“被误导、冲动、可疑？”

“呃，我的确觉得他的很多决策值得质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资金杠杆。”萨拉说。

“但他的确帮助公司安然度过了次贷危机和经济低迷期，不是吗？”贝琪反问。

“是的。”

“这大概就是你在董事会没有任何同盟的原因了。”



J.P. 办公室内

萨拉和 J.P. 在真皮沙发上相对而坐，J.P. 看上去有些紧张。“萨拉，你知道我能力有限，”他说，“我不可能知道所有和商业有关的东西。我以前也和你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没有——”他犹豫了一下。

萨拉接道：“没有我，我知道，对此我很感激。”

“不——我说的是锡德，对不起。”

萨拉盯着他，一时语塞。

“萨拉，你的才华非常了得，”J.P. 继续说，“你对问题的质疑，特别是针对财务的质疑，非常有帮助有见地。你的话总是很重要。”

“但是？”

“但是锡德表示，他对董事会的状况很沮丧，而且他准备要递辞呈了。”

“真的？”那太好了，萨拉心想。

“但是如果你能，如他所说‘缓和一些，别管这事’，他就不走了。”

萨拉惊呆了，震惊的程度让她一时缓不过神来，好一会才恢复。她意识到 J.P. 的表达有着前所未见的坚决。他真的是在给自己下最后通牒吗：闭嘴或者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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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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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格罗伊斯堡
 是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学教授，合著有Talk, inc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黛博拉·贝尔
 是研究组织行为学的学者，关注组织动态和效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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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他们该不会是来和我们抢市场份额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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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内部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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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戈登
 是宜瑞安公司总裁、CEO兼董事长，同时也是国际纸业和几家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宜瑞安是一家为食品和医药等行业提供原材料的全球供应商。






如果萨拉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和其他董事谈谈，想必他们会很欢迎。


萨
 拉和其他董事的关系近乎决裂，但她也许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并且让自己更高效地履行职责。

董事会每次开会时需要的不只是两页财务信息概述，这点她绝对没错。上市公司董事应代表股东的利益，对管理提出战略性建议，而不应随便批准CEO和CFO提出的动议。他们要明白公司如何赚钱以及潜在竞争威胁是什么。

据我的经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应该也确实想了解利润率和财务比率等账务状况。因此乍一看，萨拉作为董事貌似非常成功和称职，而且是惟一认真对待工作的人。但是退一步想，你会发现她彻底失败了。她没有对团队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她试图代表独立股东的努力也因此流于空谈。

萨拉也许会说其他董事才是问题所在。我不知道大多数董事是否长期效力于这家家族企业，他们对比尔和 J.P. 的忠诚或许掩盖了他们对其他问题的担忧。即使如此，萨拉的行为仍有待改进。她应认真做功课，了解其他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观点，知晓他们各自的专长，以及谁和她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一致。

我觉得她不可能是惟一想了解更多财务信息的人。如果她能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和其他董事谈谈，想必他们也一定很欢迎。一旦她打好基础，就可以用这些联盟来构建关系。她在正式成为董事之前应该多做些调研，这是我的做法，但萨拉现在着手其实也不晚。

我认为萨拉在董事会中拥有潜在同盟。她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与董事建立同盟关系，这样一来她的联盟就能巧妙而有力地坚持索要更多关于财务信息的细节，使管理层能针对债务和如何为扩张筹措资金的事进行周全的讨论。

董事会主席和治理及任命委员会当然也有责任：他们应该给予萨拉和其他董事一些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聆听及表达意见，那么董事会的讨论就会更富有成效，也不会白白浪费众人的时间。

作为宜瑞安董事会主席，我经常在会议间歇和董事会成员进行交流。董事会主席不应试图消除分歧——在董事会持有不同意见很重要。

当然也有可能这家公司的主席和治理委员会的领导者根本不想帮助萨拉。她也许无法找到任何潜在同盟，也无法用建设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无论哪种情况，萨拉和董事会都该分开行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但是这个董事会面对更深层的问题。公司CEO的领导力值得商榷。J.P. 开始鼓励萨拉在董事会议上质问锡德就是一个警示。这些强硬问题本该由CEO来质问，如果 J.P. 无法面对锡德，这家公司的问题要远比萨拉面对的冲突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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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内情，果断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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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德克尔
 是雅虎公司前总裁，也是受聘到哈佛商学院教学的企业家。她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好市多公司董事会成员。






如果有一位董事说我像他青春期的女儿，我会让他当场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董
 事会一旦滋生出这样机能失常的文化，那么除了主席，没有哪个董事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尽管萨拉的担心的确存在，要求也合理，但是她已经失去了带动改变的能力，她现在不得不决定是否要继续在这种文化中生存。我认为她不行，反正我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她将自己的担心公之于众并辞职。

但为了让自己将来不至于再次陷入类似境地，她必须尽可能从这次经历中吸取教训。下次萨拉加入董事会时，必须想清楚自己该如何更好地行使权力。她应该采用一种更有技巧的沟通方式，体现出对其他董事工作的感谢，并敏锐观察，不要踩到沟通中的底线。

一个运行良好的董事会下设各类委员会，履行特定职责，其中一些职责是由法律规定的。多数董事会的工作都是在委员会会议和一对一的互动中完成的，而非在董事会议上。比如，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理解并监督公司的债务等财务状况，并监督风险管理。因此萨拉在董事会议上提出的问题首先应由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师提出。有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担忧就会引起其他董事或外部专家的共鸣，说不定大家会达成共识。

萨拉几次三番在董事会议上要求讨论财务细节，这一行为已经越界。她还在同事和老板面前，逼问CFO锡德·耶比。结果，她和锡德进入了一种攻守模式，这让他们无法理解对方，也无法求同存异。问题本身被不当的沟通方式所掩盖。

董事会本身也存在越界问题：一位董事评价萨拉像自己青春期的女儿，这非常不合宜。萨拉本应立刻给出回应，弄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并通过交流指出这一评论有欠妥当。如果某人对我做出类似评论，我会让他当场解释清楚，逼迫他收回这话并道歉。萨拉事后应该和这位董事进行一场一对一谈话。

萨拉本该和所有其他董事分别进行面谈，找出大家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她本应借由这些对谈了解对方的立场。比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锡德为什么不愿意提供更多财务细节。是因为主席和CEO不想让他这样做，还是他试图隐藏什么？一旦萨拉理解了其他人的观点和动机，也许就能解决她的问题。说不定她能揭发一场需要向股东以及外部审计师举报的阴谋。

作为董事会中惟一的女性，萨拉的处境很艰难。其他董事虽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性别歧视，但他们所言所行已经表明，至少他们当中某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让她在选择沟通场合和方式上更需小心和敏感。她的个人风格并不利于高效沟通。看上去她很容易摆出攻击的架势，也很容易采取防守姿态。她也许并未意识到自己若能不这么咄咄逼人，放下戒心变得更平和，或许更能树立权威。

[image: ]

[image: ]


你会怎么做？

Indira公司 CEO

卡莉·曼莎 Carrie Mantha

财务细节的缺失妨碍了萨拉履行董事职责的能力。我认为她不该退让。如果CFO不愿提供财务信息细节，她必须要告知CEO自己要从董事会辞职，同时会给所有股东写一封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雷商学院营销顾问、职业学院成员


克里斯汀·瓦勒瑞恩 Christine R. Valeriann

萨拉应该立刻停止在董事会议上索要财务信息，并承诺不公开这些信息。针对自己在公开场合表达个人看法的行为，她应该向每位董事道歉，并为造成的误解承担责任。这样萨拉既遵循了“闭嘴或出局”的最后通牒，也能确保公司其他财务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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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克罗地亚分公司技术销售经理

阿伦·哥吉塔 Alen Gojceta

萨拉正处于“权力危机”中，她可以同意CEO的要求，并要求对方也让一步。她可以说：“我们从外部找一位独立审计师，这样你、我、董事会和锡德都可以安心了。”







杜克大学企业教育期刊《对话》主笔

莉兹·梅隆 Liz Mellon

对男人来说拥有某种观点和远见会被视为坦率或坚定，而女人则被冠以固执或情绪化。这是萨拉同事的问题，萨拉不应受此影响，该继续做正确的事。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经验 Experience / 杂谈 Synthesis



硅谷荣光不再？

Innovation, Then and Now

我们为何越来越喜欢赞颂科技业先驱，

而嘲笑和轻视如今的创业者呢？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文

康欣叶 |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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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C出品的新剧《奔腾年代》（Halt and Catch Fire
 ）第二季讲述了个人电脑诞生的故事。剧中主人公鼓励他的两位下属，不要在乎最近碰的钉子，继续开发新一代个人电脑。“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是非理性的一群人，”他继而引用萧伯纳的一句名言，“理性的人让自己适应社会，非理性的人总是坚持让社会适应自己，所以，所有的进步都得靠非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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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腾年代》


出版社：
 AMC


出版时间：
 2014年










这句话完美阐释了我们对“科技的过去”所持有的态度。回首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旧习终结者和超级天才。但是一旦将电视剧剧情快进30年，进入HBO连续剧《硅谷》中，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科技创业者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的形象。剧中的创业者更在意只用一个周末编代码就能实现的创意，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创意。其中一个创业者终于熬到把公司以两亿美元卖给谷歌的那天。他说：“我们通过最大程度重复使用和扩展代码，构建起优雅的层级体系，从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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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谷》


出版社：
 HBO


出版时间：
 2014年










这些电视剧确实存在虚构成份，尤其是刻意进行了拙劣模仿的《硅谷》。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创新心存景仰，但是对今天的许多科技产品表示不屑。这种差异真实存在，最近出版的几部非虚构作品对此也有体现。

让我们以两本书为例：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的新书《英特尔三杰》（The Intel Trinity
 ）记录了英特尔公司的历史。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创新者》（The Innovators
 ）描绘了那些一手开创计算机产业，从而改变世界的先驱者们。这两本书都讲述了英雄事迹，比如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在书中例举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的故事：1971年10月，这位传奇工程师兼创业者邀请亲戚到加州参加家庭聚会。在驶向旧金山湾区的一次大巴之旅中，他大胆预测自己公司的产品将产生的影响。他高举英特尔全新的4004微处理器说：“这个东西将改变世界。它将给你们的家庭带来巨变，你们每个人都将拥有电脑。你将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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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三杰》

迈克尔·马龙


出版社：
 HarperBusiness


出版时间：
 2014年










当然，诺伊斯的预言成真了。诺伊斯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还有马龙和艾萨克森笔下的其他人物确实创造了我们的未来。因此在回顾这些人物时，我们无疑心存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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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者》

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社：
 西蒙舒斯特出版


出版时间：
 2014年










然而，在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Gideon Lewis-Kraus）最新的电子书作品《无路可退》（No Exit
 ）中，作者以内行视角描绘了今天硅谷公司平淡无奇的创业历程，毫无任何鼓舞人心的情节。该书围绕一家名叫Boomtrain的初创公司展开。公司创始人不乏创业热情与能力，尽管公司成功机率很小，他们仍然坚持宣讲，不断颠覆自我。但是这本书的问题在于，这些创始人和他们的公司没有任何亮点。他们来自一个创业孵化器，而非实验室或车库。他们聚焦于可行的商业模式，而非科学研究或发展。他们显然没有要改变世界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喜欢赞颂科技产业的“前世”，而嘲笑和轻视它的“今生”？这种差异从何而来？一种解释是，历史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只留下伟人的印记。这也许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

尽管今天科技进步迅猛，我们仍然很难摆脱一种感觉，那就是与20年或30年前相比，今天的产品与服务显得渺小很多。公司的员工数量越来越少，企业很少能够在基础或应用科学范畴中实现突破。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创业的大规模平民化。今天，任何人都能开创一家技术公司，创业成本也低于从前。此外，蓬勃发展的风险投资产业、数不胜数的天使投资人以及类似Kickstarter这样的众筹网站都使公司更易于获得资金。

然而，这种现状是好是坏还不得而知。再过几十年，当我们回顾今天的科技界，尤其是硅谷时，我们可能视之为不成熟、只产出不实用甚至可笑创意的地方，与颠覆性技术没有丝毫干系。或者我们可能发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创业点子与当年微芯片或者个人电脑的发明不分伯仲。当今的技术英雄，比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彼得·泰尔（Peter Thiel）、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有一天可能会与英特尔的诺伊斯和摩尔齐名。差别在于，前者被一轮又一轮模仿者围绕，而这些模仿者不会也不想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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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路可退》

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


出版社：
 Wired Extra


出版时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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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弗里克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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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THE 21ST-CENTURY 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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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w possible to measure productivity— and also collaboration—no matter where work gets done, and that has numerous ramifications for workspace design. But one thing hasn't changed: It'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create spac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OPERATIONS


Balancing "We" and "Me"


Christine Congdon, Donna Flynn, and Melanie Redman



The open office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workspace design for good reason: It fosters collaboration, promotes learning, and nurtures strong culture. But what most companies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collaboration has a natural rhythm that requires both interaction and private contemplation.

Companies have been trying for decades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workspace that best supports collaboration. In 1980 52% of U.S. employees lacked workspaces where they could concentrate without distraction. In response, high-walled cubicles took over the corporate landscape. By the late 1990s, the tide had turned, and only 23% of employees wanted more privacy, and 50% wanted more access to other people. Ever since, firms have been beefing up spaces that support collaboration and shrinking areas for individual work. But the pendulum seems to have swung too far: Once again, people feel a pressing need for privacy, not only to do heads-down work but to cope with the intensity of work today.

To address these need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we have to rethink our assumptions about privacy. Traditionally defined in physical terms, privacy is now about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stimul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examine workspace design through the new lens of privacy and offer insights on how to foster teamwork and solitude.


HBR Reprint R1410C







ORGANIZATION & CULTURE


The Transparency Trap


Ethan Bernstein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productivity, and shared learning, many organizations create open work environments and gather reams of data on how individuals spend their time. A few years ago, HBS professor Ethan Bernstein set out to find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such approaches improv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hat he discovered is that this kind of transparency often h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It can leave employees feeling vulnerable and exposed. When that happens, they conceal any conduct that deviates from the norm so that they won't have to explain it. Unrehearsed, experimental behaviors sometimes stop altogether.

But Bernstein also discovered organizations that had established zones of privacy within open environments by setting four types of boundaries: around teams, between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between decision rights and improvement rights, and around periods of experimentation. Moreover, across several studies, the companies that had done all this were the ones that consistently got the most creative, efficient, and thoughtful work from their employees.

Bernstein's conclusion? Bybalancing transparency and privacy,organizations can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both, and encourage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positive deviance" needed to increase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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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 CREATIVITY


Workspaces That Move People


Ben Waber, Jennifer Magnolfi, and Greg Lindsay



Few companies measure whether the design of their workspaces helps or hurts performance, but they should. The authors have collected data that capture individuals' interactions, communications,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They've learned that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re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in an office; creating chance encounters between knowledge worke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improves performance.

The Norwegian telecom company Telenor was ahead of its time in 2003, when it incorporated "hot desking" (no assigned seats) and spaces that could easily be reconfigured for different tasks and evolving teams. The CEO credits the design of the offices with helping Telenor shift from a state-run monopoly to a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 carrier with 150 million subscribers.

In another example, data collected at one pharmaceuticals company showed that when a salesperson increased interactions with coworkers on other teams by 10%, his or her sales increased by 10%. To get the sales staff running into colleague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management shifted from one coffee machine for every six employees to one for every 120 and created a new large cafeteria for everyone. Sales rose by 20%, or $200 million, after just one quarter,

quickly justifying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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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and Likely Fall) of the Talent Economy


Roger L.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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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60 the U.S. eco nomy has moved from largely financing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making the most of talent. The rewards to executives and financiers have skyrocketed as a result. Bu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or so, the author argue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much of this talent is trading value rather than creating it: The fastest-growing group on the Forbes 400 list is hedge fund managers. What's more, stock-based incentives, which were intended to align the interests of top executives with those of long-term shareholders, are actually encouraging CEOs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short-term traders. The losers in this game are employeesengaged in routine work, whoserewards are shrinking or whose jobsare disappearing.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s created a growing and unsustainable inequality of income. Martin suggests that three things must happen if we are to avoid radical and talent-hostile steps imposed through the ballot box: (1) Talent must exert some self-discipline and lower its expectations. (2) Investors primarily pension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s must prioritize value creation. That means not voting in support of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and no longer supplying hedge funds with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or lending them stock. (3)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dge funds and pension funds (if the latter don't do so voluntarily), tax "carried interest" as ordinary income, tax trades, and revisit the overall tax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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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 Did It


LEADERSHIP


Fallon's Chairman on Getting Clients to Take Creative Risks


Pat F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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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has worked in advertising for four and a half decades, and during those years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persuading clients to run ads that feel risky maybe even dangerous when they're first pitched. A client's risk appetite depends on the emotional makeup of the decision makers, the state of the company, the industry it's in, and many other variables. Strategy is the rigorous, behind-the- scenes part of Fallon's process: Driven by research and consumer insights, it helps to precisely define what the company is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a campaign. Realizing that the agency has thought it through, the client becomes more comfortable taking the leap.

The author describes three highly successful campaigns: "Live Richly" saturated New York City and other big markets with provocative signs that proved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V ads and created meaningful differentiation for Citibank in a category that had defied differentiation.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Wrong" developed a niche market for the Cosmopolitan hotel of Las Vegas people who like the spirit of the Strip but want something more refined. "Never Settle for Less" helped H&R Block expand its customer base by offering a free second look at tax returns in various locations. The company's professionals discovered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additional refunds, and ads created from film footage of the event raised consumer awareness of a key sell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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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ing Yourself


Rebounding from Career Setbacks


Mitchell Lee Marks, Philip Mirvis, and Ron Ashke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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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ot easy to recover from a big career disappointment such as getting fired or being passed over for a promotion. Many people sink into anger or denial, blaming situational factors or company politics. Though that's a natural response, it can also prevent them from breaking free of the destructive behaviors thatmay have derailed them in thefirst place.

People who successfully rebound from career losses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y do the hard work of figuring out why they lost, identifying which new paths they could take, and then seizing the right opportunity whether that's a different role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a move to a new company, or a shift to a new industry or career. Drawing on in-depth research and the authors' consulting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ransforming anger and selfdoubt over what seems like a failure into focused exploration and excitement about the fresh possibilities the situation presents.

To gauge your ability to rebound from career setbacks, take the self-assessment at hbr.org/assessments /mirror-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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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做自己笃信的事

芭比·波朗　Bobbi Brown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康欣叶 | 译　熊静如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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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波朗
 因厌倦了市面上仅有的红色唇膏，于1991年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4年后，雅诗兰黛收购了这一以裸妆著称的品牌。除了现金，雅诗兰黛还授予波朗创意控制权。波朗不仅成功地引领品牌多年占据行业领先地位，还是一位善于兼顾多项任务的3个孩子的母亲。






HBR：
 当你开创自己的化妆品牌时，你学会的最重要一课是什么？


波朗：
 要跟随你的直觉。不要因为其他人都在卖某样产品就跟风。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我曾犯过许多错误（谁何尝没有过呢？），包括雇用看似完美的人，或者被别人说服去做了自己没想清楚的产品或品类。公司规模扩大后，我曾考虑过听取资深人士的意见。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我的公司来说，坚持做我自己笃信的事最明智。




HBR：
 起初你并没有经商的专业知识，你是怎样自学成才的？


波朗：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想说，什么是创业者？他们倾情投入，如果失败就尝试下一个新点子；没时间过多考虑或制定战略，想到什么就去做。我最初与合伙人一起开始做生意，包括我老公和另外一对夫妇。创立品牌4年后，我们就在最大的百货中心击败了雅诗兰黛。之后他们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要卖掉公司，我们欣然接受了。




HBR：
 其他公司也向你伸出过橄榄枝。为何选择了雅诗兰黛？


波朗：
 因为我对时任CEO的莱昂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一见倾心”，而且当时他说：“我希望你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我会弥补你的不足，但我保证你拥有创意控制权。”我相信他，之后也从未遇到过问题。




HBR：
 在这么大的组织里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是否困难？


波朗：
 当然有困难，你需要克服或避开这些麻烦。当别人向你表达强烈意见时，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主意很不错，谢谢”，然后回过头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大公司里事务繁杂，没有人会纠缠于会上讨论的每个细节。由于品牌发展势头良好，持不同看法的人不会再跑回来向我争论、坚持他们的观点，而只是提出建议罢了。




HBR：
 前不久你搬离了公司总部。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何做出这一决定？


波朗：
 是的，我之前一直处于大公司的环境中，办公室在45层。就像所有的大公司员工一样，我要穿着不舒服的套装和高跟鞋上班。当我在办公室里透过封闭式窗户向外看时，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有段时间我们的生意遭遇瓶颈，我于是对CEO说：“我做不了想做的事。”CEO问：“那你想怎么办？”我说：“我想搬到市中心去。我想让员工穿牛仔裤，营造一个有创意的、开放式的、人人向往的空间。此外我会任命一位新主席。”之后我这么做了，并且获得成效。




HBR：
 你是首席创意官。这一职位包含什么职责？


波朗：
 事关我们品牌旗下艺术家和消费者的各个方面，我都要负责，包括开发新产品、为产品命名以及市场营销。我很少参加财务或运营方面的会议。我会向财务或运营部门的人员打招呼，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们的工作，仅此而已。我只做我擅长且热爱的工作。




HBR：
 当你错过某一季化妆品潮流时，你会怎么办？


波朗：
 我会倾听市场诉求，但如果我不喜欢市场流行的产品形态，我绝不会把它放进产品线中。我不争第一，只努力将产品做到最好。




HBR：
 你是哪种老板？


波朗：
 我认为我是幽默且直接的那种。我实在太忙了，因此我喜欢直奔主题，实话实说。我的一位员工曾笑话我说，如果我对什么事不满，就会以“我无意冒犯，但是……”开头。即便如此我仍与员工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员工要么跟着我干很久，要么根本干不长。




HBR：
 你在雇用新员工时最看重什么？


波朗：
 我需要身上散发正能量、与我的审美一致、有趣、有才、真诚且透明的员工。我无法与言行不一的人共事。想要通过一次面试了解一个人的创造力很难，因此我会通过兼职的方式试用他。




HBR：
 你做过哪些鼓舞员工士气的事？


波朗：
 讲实话以及对员工的贡献表示感激。如果谁想出一个好颜色或配方，我会第一个拥抱他。我绝对会表示鼓励并给予肯定，因为除了面试，没有哪件事是凭我一己之力完成的。此外，我认为我们的办公环境很棒。办公室内配有美甲师、提供鲜榨果汁和健康食品的厨房，以及每周一的瑜伽课……我尽力为员工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HBR：
 你在哪种环境下工作效率最高？


波朗：
 在车上。我每天坐车上下班，所以每天早晚我各有一小时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我的8本书都是在车后座上完成的，在车上我总能想出新点子。与团队合作当然重要，但是我发现在办公室很难集中注意力。为了独立完成工作，我必须在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上，比如汽车。我坐飞机时工作也很高效。




HBR：
 为什么女性高管应该在意妆容？


波朗：
 经验当然是成功的基础，但自信同样重要。你要争取做最美、最优秀的自己。如果你不用化妆就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你真的很幸运。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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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好奇、冒险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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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故伟大管理学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总结出领导者必备的两大特质：情商和持续学习的能力。2001年接受《常春商业期刊》（Ivey Business Journal
 ）采访时，他说：“不会被赶走的高管，总是那些眉毛高挑，充满好奇心和冒险冲动的人，而且他们总在学习之中。” 两年前驾鹤西行的本尼斯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哈佛商学院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克南-弗拉格勒商学院布莱德雷·斯塔茨（Bradley Staats），于2015年11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再造学习型组织》（Why Organizations Don't Learn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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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分析了公司很难成为或保持“学习型组织”的原因。他们发现一些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使员工过于关注成功、过于迅速采取行动、为了适应环境用力过猛以及过度依赖专家。他们还给出克服这些偏差的建议，以便“释放学习潜力”。

我很荣幸地宣布，《再造学习型组织》一文荣获“2016年沃伦·本尼斯奖”。该奖项是专授上一年度《哈佛商业评论》上有关领导力领域的最佳文章。

这一奖项由《哈佛商业评论》联合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颁发。本尼斯先生在南加州大学任教多年，并成立了领导力研究院。

让我们铭记本尼斯的遗志，也希望我们的读者永远拥有一颗好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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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求变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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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上空的彩虹






春
 末夏初，北京偶现的彩虹与晚霞让人惊艳。虽然科技日益发达，天气变化仍然难以精确预料。

面对更加复杂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掌舵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努力洞悉大趋势，争取抓住新机遇，敢于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进行变革和调整。无数公司成败经历表明，变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决策者浑然不知、墨守成规或盲目躁动。

当今世界正是多变快变的竞争动荡时期，互联网、数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引领了新一轮产业革命，不断诞生新的商业模式，新锐企业也层出不穷，传统巨头难以高枕无忧。这些变化都给公司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在动荡时期进行组织创新、团队管理，本期《哈佛商业评论》的相关内容，对公司决策者应当有所启发。

5月，我们经历的一个大事件是，颠覆性创新理论之父、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18日来到北京，为《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精心打造的“超级公开课”做了开场讲座。老先生沉稳、专注而耐心，就颠覆性创新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完整阐述，并与现场300多位精英听众互动，此次公开课内容和本刊的专访文章值得细读。



[image: ]



这是另一个备选封面，尊重读者投票，只作为专题刊发。





本期“聚光灯”栏目四篇文章聚焦了在大变化下的团队管理，我们一度试图作为封面专题，最终我们尊重读者的选择。当前许多团队呈现更多元化、更分散、更数字化和更多变等四大特点，具体表现是跨行业团队成为常态，管理者须经常接管其他团队，转型团队中的合作问题以及团队冲突日益显现。多位商学院教授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分别以《跨行业团队成功4要诀》《三步重振新接管的团队》 《4D团队合作秘诀》 和 《用沟通预防冲突》，提供了团队管理的新解决之道。

成功管理跨行业团队的四种方法是：构建灵活愿景、增强心理安全感、促进知识分享和鼓励“以执行为学习”。顺利接管其他团队的三步是：评估团队、改造团队和加快团队发展。团队合作的关键还要遵循过去的基本原则，包括激发兴趣的方向、强大的团队结构、支持性环境和共同的思维倾向。团队冲突不可避免，正确的做法是领导者采取主动预防的方式应对破坏性冲突，通过在开始工作前的多次交流，为高效合作打下基础。

在管理中求新求变，是公司永续经营的基础。《新一代员工欢迎“游戏化管理”》一文揭秘了游戏化概念在公司内部管理中的应用——将游戏的乐趣、成就和奖励等要素与商业流程、体系或系统相结合，从而吸引和激励员工，以驱动理想行为达到商业目的。来自科尔尼公司的作者认为，“游戏化”管理孕育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代表着管理理念的重大革新，这将是我们带给新商业世界最赏心悦目的礼物。

说到从公司整体层面成功应对未来，本期原创特写文章《张小龙造微信：腾讯内生的颠覆性创新》给出了答案。在PC端的互联网时代，腾讯QQ是即时通信领域的霸主，在向智能手机端的移动互联时代迁移过程中，过去的“大象”很快成为明日黄花。面对颠覆，腾讯没有被动应对，而是以小项目创新团队模式，主动从内部颠覆，成功推出了微信，变成移动社交世界的王者，继续引领潮流。

变则通，通则达。这既是社会进化的逻辑，也是公司成功的法则，更是《哈佛商业评论》一以贯之的商业管理哲学。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hbrchina.org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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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迈克尔·沃特金斯（Michael D. Watkins）
 对新上任领导者面临的挑战产生兴趣时，他不顾同事劝阻，放弃了在谈判与人际交往手段方面的研究，转而追求新兴趣。他相继出版了4本书，其中包括《最初的90天》（The First 90 Days
 ）和《你的下一步行动》（Your Next Move
 ）。直到很久以后，沃特金斯才将自己对转型的迷恋与3到12岁期间在6座城市中辗转，以及上过7所学校的经历联系起来。他的文章与接管新团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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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
 研究公司团队已久，但促成她进入下一前沿领域的是5年前一个可持续城市项目；从那之后，她开始帮助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协作。听到该项目的建筑工人抱怨软件工程师后，她意识到职业文化的碰撞可以很精彩，而打破刻板印象能部分缓解冲突。她的研究和其他解决方案见于本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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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本期聚光灯
 中的大多数画作都由实线构成，其创作者为杰夫·佩罗特（Jeff Perrott）
 。“对我来说，”这位在波士顿工作的艺术家说，“实线让眼睛考虑更深层次的动作。眼神游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瞥见不确定性、可能性和流体交汇处的形状（也许可以这样定义）——自由可能性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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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长时间工作会对职业女性造成困扰，于是艾琳·里德（Erin Reid）
 开始研究高压工作环境。她想知道男人如何能够长时间工作，但很快了解到，这种工作文化往往给每个人都造成困扰。她与拉克希米·拉马拉杰（Lakshmi Ramarajan）合著的文章发表在本期杂志上。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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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责怪企业文化


杰伊·洛尔施和艾米莉·麦克塔格，《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4月刊《问题没出在文化上》一文






组织遇到麻烦时，人们往往归咎于文化。但对成功改革者的采访表明，文化不是你集中精力要修复的东西。相反，文化改革是你实行新流程，应对业务挑战后得到的成果。本文作者阐释了4家公司如何通过新流程实现转型。




这些CEO将决策权、绩效评估和薪酬系统视为成功改革的基础，这一点我很喜欢。但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办事方式，所以文化不能脱离战略。战略像是自行车前轮和把手，文化则是车链、齿轮和后轮。只有让两者协作，领导者才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丹尼尔·帕特里克·福雷斯特

Thruue公司创始人兼CEO



人不是机器。你不能给他们一套新系统，就期望他们能接受。他们须转变思维和行为，否则你手上只有一些没人用的流程。

领导者应给员工创造机会，让他们反思公司需要什么才能成功，以及他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帮助公司成功。对大多数员工来说，这都是思维模式的巨大转变，换句话说，是文化的巨大转变。


——布莱尔·帕尔默

That People Thing公司创始人兼CEO






作者回应：
 我们并不想指出，领导者可以简单改善一些流程，使文化更强大。只是太多评论者谈到文化时，都将之诠释为组织中独立的一部分，好像即使领导者不改变业务核心和运营模式，也可以左右文化。文化改革需要时间，而且不能一刀切。我们的目标是，鼓励企业领导者用对待业务流程和目标的严谨和务实态度来思考文化。

关于文化是问题的原因还是结果的辩论尚未能达成一致。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和组织绩效有联系，无数研究都证明过这一点。此外，文化需要组织中所有领导者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关注。


——博丹·扎巴斯基

Mercatus Technologies公司CTO





这篇文章真是一针见血。我曾经工作的公司存在很大的沟通问题。每个部门都相互独立，而且对自己的业务讳莫如深。我们曾开过一次员工大会，会上CEO滔滔不绝地讲述将如何改革文化，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安装了Yammer。然而，仅仅说“我们将改革文化”并没什么用。所有部门只不过从见面不说话变成了在Yammer上不说话而已。


——大卫·杰拉德

Duetto Research 公司部署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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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近期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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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对比你权势大的人》

How to Disagree with Someone More Powerful Than You



《低油价意味着什么》

What Low Oil Prices Really Mean



《女性和少数群体正为提倡多样性而受到惩罚》

Women and Minorities Are Penalized for Promoting Diversity



《未来工作将分成4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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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战略

正改变竞争内核


马歇尔·范阿尔斯丁、杰弗里·帕克和桑杰特·保罗·乔达利，《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4月刊《平台时代战略新规则》一文






很久以来，五力竞争模型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理论。但它只描述了传统“渠道型”公司间的竞争，而这些公司通过优化价值链中的活动（多数由它们拥有并控制）取得成功。“平台型”公司则用另一种方式将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结起来，比如Uber、阿里巴巴和Airbnb采取的做法。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是分配，而非生产。这是一篇好文章，因为它解释了多边交易市场的崛起。


——伊克巴尔·阿什拉夫

Guild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





文章和案例都很好。苹果选择平台是正确的。但安卓几乎逼着人们转向为保护用户不停更新硬件的iOS系统。安卓用户容易面临网络安全问题，而且没办法让手机制造商更新旧产品。


——迈克尔·布罗德斯基

拉夫·劳伦公司产品管理高级主管







众说 | Interaction



另一种颠覆


约书亚·甘斯，《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4月刊《另一种颠覆》一文






针对用户需求端的颠覆式创新，管理者已有了应对之法，但面对供给侧的颠覆，还没有完全之策。




大型企业最大的问题并非认识不到根据现实整合核心任务和职能的必要性。而是放任自流，它们接受产品和服务行将就木的事实，也知道现在市场需要创新。在文章结尾，作者用自然中的模式进行了类比，这种情况就像哺乳动物只要能找到食物，就很难改变行为，直到食物耗尽才意识到为时已晚。


——克里斯蒂安·施魏策尔

读者





关于“整合的好处”：也许需要补充一点，就是优质贴牌代工企业会开发整合产品，并为新产品研发产品设计。


——海因茨-彼得·赛布雷贡地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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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混蛋你怎么办？


克里斯汀·波拉斯，《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4月刊《同事混蛋你怎么办？》一文






人们对不文明行为的应对能力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因此，减少工作场合不文明行为带来的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也许就是建立起一种拒绝它的文化：即“零混蛋原则”。




在伐木业，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意外，甚至死亡。作为作家和演讲家，我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为以粗重活儿为主的行业环境带来改变。从事这项职业的男女往往选择的是一种避免和人类互动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当我向大家展示不文明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根本性危害时，大家能有所重视。在缺乏信任的文化氛围中，一些领导难以发掘的小问题会逐渐腐蚀整个机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让企业损失数千美元，可能还会让员工丧命或者落下残疾。

很多行业都分信徒和非信徒。对于信徒来说，员工参与度更强，离职率低，无论男女都在努力提高领导力技巧，成为最好的自己。我很喜欢你的这篇文章，绝对会和公司的非信徒分享。


——温迪·法兰德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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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计划性，

“机会主义”就是最好战略

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Coxe教席杰出教授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文



微弱信号只有激发出有助于填补当前市场缺口或建立全新市场的想法，才算得上是重要的。要将想法转化为实际机会，必须解决几个不确定因素，并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视为一种假设。为进一步完善这些假设，你可以组建一个跨部门团队，请该团队仔细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些假设一定能将想法转化为巨额财富？



既擅长战略又懂得执行的企业，只做了5件事

阿特·克莱纳｜文

三分钟让你拥有战略视野

马丁·瑞夫斯｜文

初创公司需要“精益战略”

戴维·科利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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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稳定，才是你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转行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因为它比换工作更难以界定。对于个人来讲，如果你已达到某个高峰，并且你怀疑自己将不会因爬上顶峰而高兴的时候，你也该颠覆自己了。



克里斯坦森：经济增长减速问题出在哪

“效率性创新”总是比“持续性创新”更具吸引力，“颠覆性创新”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最没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如何建立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社交是当今职场人士的必选项。大量研究证实，职业人际网络能带来更多工作和商业机会，拓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创新能力，让你更快得到职业提升，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威。建立和培养职场人际关系，也可以提升工作质量和工作满意度。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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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员工

不能聘用

克里斯汀·波拉斯（Christine Porath）|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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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员工的成本


直接成本：
 每年约为1.2万美元（相当两名以上明星员工的效益）；


潜在成本：
 不良风气的扩散、诉讼费用、员工士气的降低和消费者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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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其他任何因素相比，不良员工对公司文化的破坏力往往是最大的。研究表明，粗鲁无礼就像是感冒，具有传染性，传播速度快而且可以感染任何人。

哈佛商学院访问助理教授迪兰·麦诺（Dylan Minor）和Cornerstone OnDemand首席分析官迈克·豪斯曼（Michael Housman）研究了涵盖多个行业11家公司近6万名员工的大型数据组，对不良员工的破坏力进行了调查。这些行业包括通信、客户服务、金融服务、医疗、保险和零售。

聘用不良员工与明星员工之间有什么区别？麦诺和豪斯曼发现，一名不良员工能够让两名以上明星员工的效益化为泡影。事实上，一名明星员工（即生产率排名前1%的员工）每年为公司额外带来约5000美元的利润，而一名不良员工的代价每年约为1.2万美元。如果考虑其他潜在成本，例如不良风气的扩散、诉讼费用、员工士气的降低和消费者的不满，这一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我在自己有关工作修养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粗鲁无礼的员工比有修养的员工对机构的影响更大。这也表明，公司应在不良员工加入公司之前就将其拒之门外，这一点尤为重要。方法如下：



考察修养水平

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注意修养方面的一些细节。相对于询问诸如“你如何处理……”或“一旦发生……，你会怎么做”这种问题，询问求职者“以前曾如何成功应对某个特定情况”这类问题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求职者讲述他们过去的哪些行为能够与公司期望的价值相吻合（在面试时须对这一价值进行详尽的解释）。别满足于第一个答案，让求职者列举2-3个案例。

最好使用结构化面试，也就是以同样的顺序询问每位求职者同样的问题。研究表明，这种面试能够更好地揭示求职者的表现，即便对于非结构化的工作岗位来说亦是如此。

考虑在面试时询问以下问题：

你的前任雇主对你有怎样的评价——正面还是负面？

你以前的下属对你有怎样的评价——正面还是负面？

就自身而言，你最希望改善的都有哪些？其次是什么？第三位呢？

讲述一下当你在面临工作压力或冲突时，你会怎么做？

当压力过大时，你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都有过哪些失败？描述一下具体情形，自己是如何应对的，以及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有哪些案例能说明你具有管理和督导他人的能力？何时具有的这种能力？

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最难共事？说一说当你遇到这种人时的具体情况，你是如何处理的？

此外，注意观察以下行为：

求职者是否按时赶到面试现场？

求职者是否对前任雇主或其他人提出了负面意见？

求职者是否会为自己的行为、结果和成绩承担责任，或是否将其归咎于其他人？

跟进调查每位与求职者打过交道的雇员，不仅仅是那些出现在其面试过程中的雇员。她如何对待停车场员工，你的接待员，你的行政助理？求职者是心地善良、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还是粗鲁和狂妄自大？很多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曾对我说，一些最有价值的反馈来自在机场接送求职者的司机或在前台迎接求职者的接待员。



让你的团队参与其中

让你的团队与求职者外出共进午餐或晚餐，或带着他们看一场球赛。你不妨为求职者提供亲身感受团队和公司价值主张的机会。此举将有助于求职者思考是否愿意接受这些价值。如果她不愿意，双方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也能够避免失望和失落情绪，当然也会节省公司的开支。



询问有关其修养的推荐材料

了解求职者的过去有助于评估他们是否会在今后为公司效力时以礼待人。询问有关求职者性格的具体行为案例的推荐材料。询问与修养有关的核心问题：“与他共事有什么样的感觉”或“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通过案例来分享公司的核心价值，并让求职者列举能够体现这些价值的案例。求职者的行为是否曾为公司带来负面影响？

你还可以询问：

员工对于在他手下工作有什么看法？

她的情商如何？她是否会察言观色，并做出相应调整？

他是否在各种场合下都能应对自如，并与不同类型的人共事？

她的合作意识如何？她是否具有团队精神。

他如何对待上级？

你是否会再次聘用这样的人？

相对于信件，通过电话交谈来揭示具体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资深招聘人士表示，在参考信息中，最有用的数据来源于跟进问题，而且主要体现在推荐者的语调、行为和节奏，而不一定是其话语。仔细倾听，并跟踪有问题的地方。

不要仅仅局限于推荐人列表，还要通过自身的渠道进行沟通。美国劳动部副秘书长克里斯·路易（Chris Lui）曾对我说，在每次招聘时，他只是打电话给那些熟悉求职者的人。克里斯说，此举可谓是屡试不爽。他从自己的信赖渠道获得了有关几乎所有求职者的有用信息。

与求职者的底层同事交流是值得的，此举能够确保求职者不是那种讨好上司，欺压下级的人。同时，还应与求职者所负责的工作圈之外的其他人核对推荐材料，例如董事会、社区组织、教授或教练。

我曾工作过的一家医院在招聘一名新放射科医师时差点犯了上述错误。医院把工作机会给了“德克”这位才华横溢的医学博士，他拥有诸多可靠的推荐材料。德克通过了面试，但是该部门的一名助手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她给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熟人打了电话，调查了德克的工作史，随后发现德克在任职期间让诸多下属苦不堪言。她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部门负责人。虽然该部门已将工作机会给了德克，但该部门负责人拒绝其加入医院，他警告德克，如果德克接受工作，医院会立即将其开除，而开除势必会引起潜在未来雇主的注意。

另一家医院发生的事情与这个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家医院的首要负责人告诉我，一位才高八斗但却缺乏修养的医生给医院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如果聘用委员会做足功课的话，他们理应能够发现这位不良医生的历史问题，包括上一个医院对他的正式控告。结果，这位新聘用的医学博士对护士和技师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而此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法律诉讼，给医院带来了金钱和情感方面的损失。



审视自身的修养水平

关于职业修养，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那么也难以去要求别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或无论求职者在你眼中有多么好或多么差，我们仍应对其表示尊重。在谷歌，内部调查显示，求职者经常会在向公司提交的反馈中提及他们与面试人员的互动，同时，内部调查还显示，在评估整个招聘体验时，这一点比工作种类、福利或他们与招聘者的互动更为重要。我们应教导所有的面试人员要做到以礼待人。

技能和才干也无法弥补不良员工对机构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最好在求职者加入公司之前便了解其品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使用基于行为的结构化面试，对推荐材料进行彻底核查，并对自身的猜想进行彻底调查，然后全力以赴。毕竟，我们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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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波拉斯是乔治城大学的管理学副教授，他是《培养职业修养：职场的个性宣言》（A Manifesto for the Workplace
 ）（出版商Grand Central，即将出版）一书的联席作者，也是《不良行为的代价》（The Cost of Bad Behavior
 ）（Portfolio，2009年）一书的联席作者。





博客 @HBR




不同文化中的领导力

托马斯·查莫洛-普雷谬齐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

迈克尔·桑格（Michael Sanger）| 文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image: ]



是
 什么造就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虽然领导力的核心成分都普遍一致（例如良好的判断力、诚实正直和人际交往能力），但构成成功领导力的完整“配方”却因文化不同而各有千秋。其主要原因在于，每一种文化所隐含的领导力理论大相径庭（即在世俗观念中，要想成为广受尊敬的领导者，个人须展示出的品质）。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你的典型风格和行为倾向可能成为优势或弱点。换言之，良好的领导力主要是因地制宜地展现品性。

研究表明，领导者的决策、沟通方式和阴暗面倾向受到其管辖地区的影响。下面我们将探讨6大领导力类型，以展示其中一些研究成果。



决策


同步型领导者。
 在东北亚（如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印尼、泰国和阿联酋，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如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懂得跟进被视为领导力的关键品质。为了在组织层级中获得升迁，这样的领导人必须在决策上寻求一致，通过敏锐的过程取向推动他人。因此，商业周期会更长。但是，一旦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就须快速完成交易，否则，可能危及合作。同步型领导者倾向于谨小慎微，相对于回报而言，他们对潜在威胁更为关注。

机会型领导者。在北欧日耳曼语系国家（如德国、荷兰、丹麦和挪威）、英国、以及受英式文化显著影响的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制度以英国模式为基础的亚洲国家及地区（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那些自发驱动性强，并乐于在达成目标过程中展示灵活性的领导者更受欢迎。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个人主义，但能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不断进取。不过，我们建议这种领导者经常与团队成员沟通，以确保其他人能跟得上不断变动的计划。机会型领导者往往是雄心勃勃的冒险者。



沟通方式


直言型领导者。
 在一些地区，员工希望他们的领导者直截了当面对问题。在东北亚地区或荷兰等国，领导层不喜欢过度沟通——人们只想让你直奔主题。因此，以任务为导向的领导者更受青睐。在这些地区，与直接下属间的即兴绩效评估会议更为常见，领导者只要观察到团队成员表现不良，就会马上处理。直言不讳的领导者往往对人际关系不太敏感。

外交型领导者。在某些国家，沟通技巧和出言谨慎不仅在人际相处中非常重要，还关系到能否更进一步。在新西兰、瑞典、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如果老板能够使业务谈话愉快而友好，员工更愿意为之效力。处理建设性的冲突须应用同理心。在谈判和会议期间，这些地区的领导者理应不断评估参与者的反应。这些类型的管理者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以便保持融洽的气氛；直接沟通被视为过分苛刻。外交型领导者往往彬彬有礼，和蔼可亲。



阴暗面倾向


媚上欺下型领导者。
 在强调等级的组织中，那些脱颖而出的领导者趋于形成一些独特的应对技能。领导者的工作是自上而下管辖下属落实指令。如果滥用，就会导致媚上欺下的领导风格，其特点是，对上级汇报时唯命是从，或突然关注细枝末节；向下属发布指令时颐指气使，拒绝妥协。尽管有弊无利，但在西亚（如土耳其、印度、阿联酋）、塞尔维亚、希腊、肯尼亚和韩国等一些国家，这种有偏差的领导风格更易被默许和容忍。媚上欺下型领导者往往十分勤勉，对老板恭谨有加，对下属严厉苛刻，不容违抗。

被动攻击型领导者。一些领导者会变得愤世嫉俗、疑神疑鬼，并最终开始暗中抵制，尤其是遇到压力时。这种反应通常发生在一个人没有被说服或缺乏良好的理论基础时，却被迫去追求某个目标或执行某项任务。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但还是公然表现出合作态度，这种行为虽然对小组环境有益，但却会妨碍到执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种风格的领导者更为广泛接受，在那里，他们的发展似乎并未受到阻碍。被动攻击型领导者喜欢挑刺和怨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冲突的厌恶往往引发了大量冲突。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以适应相关环境。然而，这需要极大的努力，因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偏好及习惯是难以改变的。同样重要的是要把企业文化纳入考虑之中，这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以便识别出促进和阻碍成功的因素。当高级领导者取得成功时，他们经常以一种直接反映其自身人格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文化。因此，所谓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去有影响力的领导者的价值观和信仰之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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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查莫洛-普雷谬齐克是Hogan测评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伦敦大学学院商业心理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教员。迈克尔·桑格是一位组织行为心理学家，同时也是霍格评价体系全球联盟的资深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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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云平台

未来商业新规

刘铮筝|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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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的关键价值：

1.极大缩短多方交易结算的时间；

2.减少因中介产生的各种日常开支；

3.减少因篡改和共谋违法产生的风险和危害。



面临的最大问题：

仅靠技术宅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有商业头脑的“伯乐”战略家来领导、研究这一或将重写商业和契约规则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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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区块链”这一炙手可热的技术让IBM、因特尔、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科技巨头和金融机构纷纷慷慨解囊。为什么？如果你对这个名词依然感到陌生，那么不妨想一想比特币。区块链正是比特币等加密网络货币的“幕后奠基人”，目前能找到对它最明白的定义或许是：“通过端到端网络共享的分布式账簿”。这意味着该网络中的每一位参与者能共享账簿中的所有数据，如果要修改任何数据，须经所有参与者同意，而且所有修改都会被永久记录并留在账簿中。

区块链的关键价值有三：1.极大缩短多方交易结算的时间；2.减少因中介产生的各种日常开支；3.减少因篡改和共谋违法产生的风险和危害。区块链这三大价值蕴藏潜力无限，使其可能应用于任何行业。除了金融保险行业这些探索区块链应用的先锋之外，在供应链方面区块链也大有潜力可挖。试想，某飞机制造商如能利用区块链打造管理系统，就可保证计划、设计、组织、交付和维修每一环节所有的信息被忠实记录下来，并分享给所有供应商。同时飞机制造商还能利用区块链系统管理与供应链财务以及交易相关的所有步骤。现在这些步骤都是独立的，造成时间延误，生成了大量成本，中间产生错误的风险也很高。有了区块链，任何数据无法随意被篡改；敏感信息得到有效监控；时间、成本和精准度都将大幅改善，甚至可在几秒之内完成交易。

在过去20余年里，互联网为商业的方方面面带来变革，极大提高了组织和个人的效率，然而交易的基本机制始终没有改变，区块链带来的透明和效率，或将颠覆交易本质，也让很多互联网巨头看到了新契机。

互联网带来的网络效应与建立平台成本的降低，让平台经济大行其道，很多在位企业也纷纷跳上这条大船，精心管理平台成员带来的资源，不断扩展生态系统，力求最大化平台价值。IBM就是一例。在今年2月召开的IBM InterConnect创新应用大会上，这家百年老店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云平台战略转型举措，其中就包括对区块链的重点投入。由于区块链的技术开发尚处于萌芽阶段，利用IBM搭建的云平台Bluemix，对区块链感兴趣的开发者和公司无须巨额投入，就能在云端对区块链进行各种探索、实践和测试。

根据IBM院士、区块链业务副总裁Jerry Cuomo介绍，云是颠覆性的创新平台，能够加速开发并降低成本。尤其是结合公有云与私有云两者之长的混合云模式，将成为未来应用最广的云战略，企业无须重写编码，就能充分利用现有IT技术在云平台上创造新概念，为创新过程节约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今年2月，IBM与摩根大通和思科等企业一起加入了Linux 基金会的开源超级账簿项目（Hyperledger Project），并贡献了超过44000行代码投入开发开源区块链服务。该项目旨在探索的区块链的应用没有止于贸易贷款等金融体系，还包括体育游戏、假药侦测、连接物联网以及音乐出版等各行各业的可能性。

在比特币的例子中，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挖矿”过程，生成这类虚拟货币。但这种完全开放式的区块链并不适合区块链的商业应用。比如在金融服务业，法规以及数据隐私是大多数区块链应用的主要障碍。将区块链放在云端的安全性是很多公司的担忧之一。为解决这一忧虑，IBM倡导的“许可制区块链（permissioned blockchain）”，利用数字技术颁发许可邀请，在平台上实名添加区块链成员。这样做，能让区块链技术专注于法治行业、保障隐私和可追责性、注重保密和合规，顺应商业应用的需求。

区块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从商业角度来看，就是不能仅仅把区块链当作一种技术。技术宅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拯救世界”，必须有商业头脑的“伯乐”战略家来领导、研究这一或将重写商业和契约规则的技术。但要是想提高区块链成功的几率，找到对的技术伙伴也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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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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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封面 “聚光灯”


如何建立真正的多元化组织


多元化管理的困境

所谓多元化管理，是组织因应劳动力多元化急剧变迁所采取的一种调整途径，在思想上以多元论的管理哲学为基础，重视年龄、身体状况 、价值、文化或性别的个别差异，透过组织策略，创造一种无障碍、公平及整合的组织文化，使组织所有成员皆能充分发展其固有能力与特长，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进而继续维持其生存与发展。

接连几起备受关注的法律诉讼，让各个企业开始更多地关心多元化问题。15年来，华尔街的公司花了几百万美元用来摆平歧视案件。因此，这些公司大力开展与多元化相关的培训和项目也不足为奇。但从总体上看，企业为此付出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并未使情况得以改善。

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哈佛大学的弗兰克·多宾（Frank Dobbin）和特拉维夫大学的亚历山德拉·卡列夫（Alexandra Kalev）开展研究，分析了800余家美国公司约30年的数据，访问了数百名管理者，发现在减少偏见方面，组织仍然采用着20世纪60年代的陈旧方法。多元化培训、招聘测试、工作表现评定和申诉体系等常见方式往往适得其反。这些方式是通过控制管理者的想法、决策和行动来避免法律诉讼，然而研究显示，这样试图强行消除偏见，反而会激发偏见。此外社会学家还发现，人们往往会反抗用来控制自己的规则，以维护自主权。

更有效的方法是，让管理者参与解决问题，多与女性和弱势群体员工接触，并推动社会责任的完善。本文作者深入挖掘数据、访谈和一些案例，阐明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




[实战复盘]


WPP集团CEO谈如何将汇总变为增长机器


1985年，马丁·索雷尔（Martin Sorrell）收购多家较小的代理机构，组建了广告业巨擘WPP，但他最终意识到，作为控股公司运营，没有连贯的战略或协同增效作用，这样意义不大。于是他寻求职能集中化的方法，以实现协同，降低成本。除了后端战略以外，WPP还设法跨机构利用自身优势，让客户接触更多资源。




[自管理]


谈判对象撒谎怎么办


社会心理学研究早有定论：人们经常撒谎。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每个人平均每天撒谎一到两次。谈判者也不例外。研究发现，在谈判中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在有动机、有机会的时候撒谎，原因一般是他们认为这样能获得优势。很多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须学会识破谎言，但人类原本就不擅长发现说谎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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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被投公司高管新标准：软实力

HOW PRIVATE EQUITY FIRMS HIRE CEOS

王晨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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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先前的工作履历、行业经验、担任CEO的经验以及智力水平，很多公司的管理者表示，他们学会了更关注其他一些品质。


公
 司董事会总说继任计划是最重要的工作，但上市公司董事很少说到做到：标普500公司CEO平均任期将近10年。这和私募股权（PE）投资圈子形成鲜明对照。PE投资公司通常会投几十家公司，每投一家，几乎总会换掉CEO。相比上市公司董事一辈子只参与几次CEO更替，PE投资公司高管可能每年都选聘好几名CEO，在职业生涯中参与聘用的CEO多达几十、上百位，因此，他们洞察趋势、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的能力比较强。

为更好地总结和利用PE投资人的这项技能，高管猎头公司DHR International的杰弗瑞·科恩（Jeffrey Cohn）和咨询公司Green Peak Partners的J·P·弗劳姆（J. P Flaum）调查和采访了32家PE投资公司（包括黑石集团、凯雷投资集团、KKR、银湖资本）的管理合伙人，了解他们以往和现在选聘CEO的流程。比较出人意料的一项发现是，投资人对履历和经验等传统指标的关注度降低，更加重视软技能。“PE投资公司和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理念、运作方式和流程有很大不同，”科恩说，“PE公司承受的风险更大，对选错人造成的损失感受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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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名或更多学生组成的工作小组中，将每名学生报告的个人工作量加总，得到的结果超过实际总工作量的140%。团队人数越多，虚报越严重。



朱莉安娜·施罗德（Juliana Schroeder）、尤金·卡鲁索（Eugene M. Caruso）、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团队规模越大，工作量水分越大》（“Many Hands Make Overlooked Work: Over-Claiming Of Responsibility Increases With Group Size
 ”，《应用实验心理学》（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016）





研究者得出五项结论：


履历和经验被高估。
 CEO职位空缺时，选择有职位经验和行业经验的人会比较安全，但第一个条件严重限制人选范围，满足第二个条件的候选人则可能因为对行业过于熟悉，容易墨守成规或重复之前公司的战略。同样，过于看重候选人履历中的量化指标，也可能误入歧途：有些成绩可能带有“正确时间正确地点”的偶然性，或来自团队共振而非个人能力。即便同在一个行业，企业所处竞争地位不同，需要的技能也可能大不相同，如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或商业模式变革等。研究者指出：“过往成绩很少适用于当下挑战。”很多受访者说他们逐渐愿意考虑“非主流”人选——没上过名校，也缺少传统上必备的职业履历。其中一位这样说：“我们需要能在陌生环境中快速学习的人，活力、敏捷和耐力比行业经验更重要。”


团队技能是重中之重。
 在13项理想CEO特质中，受访者最看重的是组建高绩效团队的能力。这并不意外，因为很多PE所投公司都面临转型，新CEO必须彻底重组高管团队；再者，由于这些公司通常比上市公司规模小，CEO会更多同下属一起参与一线工作，而非授权管理。PE投资人说，为找到善于建设团队的领导者，他们会排除两类人选，一是谈论成绩时总说“我”的人，二是因为“秀智商”显得傲慢，从而妨碍雇用和培养人才的人。一位PE投资公司高管告诉研究者：“我们会在面试时问‘你跳槽时有多少人跟着你’这类问题。其中一位CEO把31名同事带到了新公司，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更多关于团队管理的内容，见本期“聚光灯”
 栏目。
 ）


紧迫感比同理心重要。
 PE所投公司运营时间表很严格，业务改进、投资兑现都有期限（后者通过收购或IPO实现，周期一般为5年）。由于时间紧迫，标的公司CEO应准备好接受严格监督，以及对成本削减和收入增长速度的要求。研究者指出：“很多CEO候选人对PE的快节奏望而却步，习惯了优裕、资源充足环境的人尤其如此。”并不是说CEO 不应倾听客户、关心员工，但他必须果断行动，敢于承担后果。一位PE投资人说：“我不否认同理心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分清轻重缓急。有些领导者同理心太强，无法做出困难但必要的人事决策。”


韧性是必备条件。
 家长都知道韧性对孩子人格成长的重要性；PE投资人同样将韧性视为领导者的重要素质，并因此对一路走得太顺的候选人持保留态度。“PE投资公司希望所投公司CEO曾遇到挫折、犯错误和偏离正轨，但仍奋力生存下来。”研究者说。在公司转型关口，领导者可能遭遇不利局面，因此这项素质特别重要。“商业计划从来不会按预想的实现，”一位受访者说，“如果CEO不能做出调整，我们就有麻烦了。”


本真（坦诚）同样关键。
 和“韧性”一样，“本真”一词也被过度使用，有时含义模糊。研究者经过调查发现，PE投资人将本真理解为坦诚，包括及时、诚实地传达坏消息。考虑到股价波动，上市公司分享负面消息必须小心翼翼；而在PE所投公司，实时信息共享具有优先性。一位受访者说：“我希望所投公司CEO有信心对投资人保持透明，包括团队情况，以及所有坏消息。我绝不希望他‘管理老板’，或被恐惧控制。”

最后，PE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的CEO选聘还有一点不同：PE投资人在很短时间内（通常不超过9个月）判断新CEO能否胜任，和上市公司董事相比，他们会更快安排失败的CEO退场——而且在复盘时认为自己行动还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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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杰弗瑞·科恩（Jeffrey Cohn）、J.P 弗劳姆（J.P Flaum）：《PE投资公司如何选聘CEO》（“How to Avoid Mistakes When Selecting the CEO: Lessons from Titans of Private Equity
 ”，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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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我们需要‘能上场比赛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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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公司Welsh, Carson, Anderson & Stowe联席总裁托尼·德·尼古拉（Tony de Nicola）每年要参与标的公司12到20名高管（其中1/3为CEO）的选聘。他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介绍其评估管理人才的方法。




PE投资公司和上市公司对CEO选聘的态度有何异同？


上市公司CEO要给包括股东在内的不同利益群体讲故事，个人魅力和自信非常重要。他们管理很多员工，会更多地授权，参与日常运营较少。PE投资公司则希望所投公司领导者是“能上场比赛的教练”，能带领小规模团队与投资方紧密合作，创造价值。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招聘理念是否有过变化？


肯定有。25年来，我已经知道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我曾经过于关注候选人的技能和经验是否符合要求，通常倾向于选择名校毕业、在本行业成长起来的人——这样做其实选的是简历而不是人。现在我则不那么关注这些条件，而更多考量候选人的性格和领导力，包括发现人才、激励团队和构建卓越文化的能力。




数据是否在选聘过程发挥更大作用？


和商业世界中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招聘现在也更注重量化指标和数据分析。我们使用计分卡和评级方法，且面试人员和问题固定，使选聘流程更严谨。我认为我们做得很不错，但找对人还是很难——成功率仅有60%左右。




为什么失败概率这么高？


一些候选人缺乏紧迫感，这很难在面试中考察；或者团队无法形成良好化学反应——企业是一个团队，管理者单枪匹马无法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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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提前订票：性别差异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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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arlson Wagonlit Travel主持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分析640万项商务航班预订记录发现，女性平均比男性早两天订票。其他重要发现包括：

• “千禧一代”女性订票仍早于男性，但在所有女性中最晚。

• 总体上，出行者年龄越大订票越早，但在每个年龄段中，女性都比男性早订票。

• 出行越频繁，提前时间越短，对于年出行20次以上的人群，男性和女性的提前时间基本相同。

研究者无法为上述发现找到确切原因。一种可能性是，女性预期出行压力更高，因此会做更充分的准备。

无论原因为何，提前做计划会带来益处。研究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女性每次出行费用平均低17美元，相当于票价的2%。根据研究者的计算，对于一家拥有2.1万名员工的跨国公司，这意味着每年节省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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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档重提/1987


“电视已成为美国业界的一种新工具，它给一项古老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技术便利：企业和组织现在可‘远程’组织重要会议。”


维克多·拉特纳（Victor Ratner）：《电视如何用于商业会议》（“Television For Business Meetings”，《哈佛商业评论》1953年5-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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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老板一贯暴躁，好过喜怒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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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都听说过暴躁老板给人带来的伤害，而最新研究发现，还有更糟的：前一秒温文尔雅，后一秒丧失理智，这样的老板更可怕。相比一直很暴躁的老板，反复无常的老板让员工心理压力更大，影响到他们的整体利益和工作态度。

通过研究管理者的“人际公正度”（即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程度），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德尔·马塔（Fadel K. Matta）带领的研究团队得出了上述结论。在一项实验中，161名本科生要进行12轮股票估值练习，每轮结束后参与者收到导师反馈。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三组：一组总收到态度尊重的评论（“感谢你的努力”“很高兴与勤奋的人合作”），一组总收到缺乏尊重的评论（“你应该对你的表现感到惭愧”“和不努力人合作糟透了”），一组会收到这两种评论。研究者以评估该任务是否导致压力增大的名义，要求参与者每轮工作后测出心率。

[image: ]

[image: ]


苹果CEO蒂姆·库克公开声讨反同性恋立法者吸引很多人关注，同意其观点的人购买苹果产品意愿增强。



亚伦·夏特基（Aaron K. Chatterji）、迈克尔·托菲尔（Michael Toffel）：《CEO参与社会活动实证研究》（“Do CEO Activists Make A Differenc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





不出所料，一直收到友善评论的参与者心率最低，但其次是一直收到不友善评论的参与者，而压力最大的是收到好坏参半评论的参与者。随后进行的真实环境实验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一般认为，一定程度的公平总好过没有，这项发现表明未必如此。

研究者接下来考察管理者的行为如何影响员工感知工作中的不确定性。他们发现，对员工来说最重要的是公平度要保持稳定，即便低一点也可以。相比持续的恶言恶行，老板行为反复无常对员工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些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情绪能量都更低。

“对员工来说，老板一贯混蛋，要好过飘忽不定、随时翻脸。”马塔说。研究者提供了几种解决方法：企业应注重要求领导者的公平度，在360度评估中加入公平度相关的问题，评估潜在领导者的性格和品行，如自控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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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法德尔·马塔（Fadel K. Matta）、布伦特·斯科特（Brent A. Scott）、杰森·科尔奎特（Jason A. Colquitt）、乔尔·库普曼（Joel Koopman）、利亚纳·帕桑提诺（Liana G. Passantino）：《关于公平度稳定性与压力的研究》（Is Consistently Unfair Better than Sporadically Fair? An Investigation of Justice Variability and Stress
 ，《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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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上市公司高管

仍在玩“期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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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年前，学界就开始呼吁关注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先授予高管期权，紧接着发布利好推动股价上涨，让自家人获益。这种精心计算被称为“压弹簧”（spring loading）。研究者还发现公司通过倒签日期（backdating），在股价低点授予高管期权，使其获益。据估计，在21世纪初，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期权倒填日期平均每年获益50万美元。2003年至201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包括苹果在内的32家公司提起相关诉讼。

2002年生效的萨班斯法案规定，企业在授予期权后两日内须报告SEC（此前为两个月），从技术上禁止了倒填日期。2006年，SEC要求企业披露是否曾倒填日期或有此计划。但没有证据显示SEC严格执行了这两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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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跳槽通常能带来大幅涨薪，但根据一项对MBA学员的研究，内部晋升者承担责任更大、管理人数更多。



马修·彼得威尔（Matthew Bidwell）、伊森·莫利克（Ethan Mollick）：《跳槽和内部晋升对职业发展的影响》（“Shifts And Ladders: Comparing The Rol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bility In Managerial Careers
 ”，《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
 ），2015）





为调查上市公司是否仍在进行期权“内幕交易”，密歇根大学Ross商学院的三名研究者分析了2008年至2014年的140万宗期权授予，寻找倒填日期、“压弹簧”和“躲子弹”（bullet dodging，即先发布利空，股价下跌后立即授予期权）等行为的证据。

为考察公司有无倒填日期行为，研究者关注了公司上报期权授予的及时度，发现90%的公司遵守了两日内上报的规定，但仍有10%的公司逾期，有些甚至超过60日。研究者根据市场平均水平计算出正常回报范围，通过对比发现，在迟报期权授予的情形中，持有者更可能获得超额回报，且回报率与逾期时间成正比（逾期超过60天，回报高出正常范围8%）。尽管迟报期权授予和不正常股价走势间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上市公司仍有倒填日期行为，但揭示出很高的可能性。

为考察“压弹簧”和“躲子弹”行为，研究者则分析了期权授予前后的股价走势，发现在期权授予前，股价大多走平或下跌，消息公布后则很快上涨，回报超出正常范围6%，这表明公司在操纵期权授予的时机和信息披露。“压弹簧”和“躲子弹”是否合法仍在激烈讨论中，研究者则主张公司必须披露相关行为。

研究者同时给出一项简单的政策建议：公司不应一次性授予大量期权，而须参照平均股价分批授予。“这项规定的好处是，公司高管无法再通过操纵期权授予时间获益。”研究者称。



[image: ]


关于本研究：布尔库·阿弗奇（S. Burcu Avci）、辛迪·西帕尼（Cindy A. Schipani）、内贾特·塞罕（H. Nejat Seyhun）：《阻止上市公司操纵股权激励》（“Ending Executive Manipulations of Incentive Compensation
 ”，《公司法》（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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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

通才比专才更吃香

GENERALISTS GET BETTER JOB OFFERS THAN SPECIALISTS

妮可·托雷斯（Nicole Torres） | 访

齐菁 | 译　蒋荟蓉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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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杜兰大学助理教授珍妮弗·梅卢齐（Jennifer Merluzzi）和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达蒙·菲利普斯（Damon Phillips）合作，研究了美国顶尖MBA项目2008到2009年间近400名毕业生在投资银行业的求职情况。这两名研究者给每位学生建立了详细的个人档案，包括本科在校成绩和进入商学院学习前、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的工作经历。研究分析显示，与那些背景和经历较为多样化的学生相比，专注投资银行领域的学生得到多个工作机会的可能性较低。




挑战：
 人才市场中专才真的不如通才吗？我们是不是最好都成为多面手？梅卢齐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梅卢齐：
 专才在人才市场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更难得到多个工作机会，入职获得的签约奖金也更少。在一些案例中，专才得到的签约奖金比同学中的通才少4.8万美元。




HBR：你们如何定义专才和通才？


我们是看学生读MBA之前、在读期间以及实习时的活动和工作是不是一直专注于一个领域。一些学生进商学院之前就在投资银行工作，进了商学院也是学金融，然后又去投资银行实习，这些人是专才；另一部分人读商学院之前在不同的领域工作，比如广告业，然后读了金融专业，找个咨询公司实习，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业，这些人是通才。我们将学生分为两类，比较他们获得的工作机会和薪资。结果跟我们预测的一样，专才的待遇不如通才。




你觉得专才在待遇上不如通才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首先，在机构筛选机制很强的人力市场中，专业化的价值会降低。如果没有其他信息，专业化是一个证明能力的重要条件，但“顶尖MBA项目毕业生”这一身份本身就能证明求职者的实力。这时候，专精一门就不是优势了。其次，雇主可能会轻视这样的求职者，认为他们一直自我重复。




传统的职业建议是找到你的专长。这是错的吗？


现在都向MBA学生强调说要把自己打造成为金融人才或营销人才，打造有连贯性的个人简历。结果就是人才市场中充斥着很多相似的求职者。专才扎堆了，你的底气就没那么足了，因为很容易找到别人代替你。另外，如果企业习惯了雇用很多专才，就更容易计算出专才的价值比不上多面手。




鼓动MBA学生专业化的趋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过去5到10年中，助长了这个势头的可能有很多因素，比如经济衰退的冲击。我认为专业化让学生觉得自己好像理解了MBA项目带来的价值。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一年制的研究生项目激增。与MBA项目相比，这些专攻某一方向的项目费用较低，并且可以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到一个金融方面的硕士学位。但MBA的核心价值依旧在于广泛的商务培训，市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会不会是因为专才原本就不如通才优秀？


其实我们发现，专才往往是素质更高的求职者。他们更可能拥有多个硕士学位，本科时学习成绩更好，进商学院之前薪水也更高。




性格差异在这方面有影响吗？


专才可能更倾向于回避风险。我们目前的实验无法检验这一项，不过这个方向值得探讨。我们的确控制了一部分与性格相关的变量，比如求职者是否曾在课外活动中担任过领导者，实验结果没有变化。我们还控制了年龄、国籍、种族和性别变量。




你们发现性别差异了吗？


是的，虽然这并不是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样本中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赚得更少，也更难获得多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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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呢？你们有没有问过他们的想法？


问过的，有经验的人力资源主管说，他们更喜欢具备多种技能的人才。他们说：“有很多不同成就的人比专才更好，那些‘只会一招的小马驹’一直只做一件事情，并没有汲取到MBA项目的精华之所在。”在不同领域展现能力的人似乎更有优势。




现在社会上对人文学科的价值有争议，你的研究成果适用于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可以。现在及早专业化的压力增加了。我有一对8岁的双胞胎，他们刚一显示出运动方面的天赋，我就听说他们一周不得不贡献4天时间给棒球，而且还要参加棒球集训。他们才8岁！不过接触各种不同的事物有实际的价值。在本科阶段以及其他职业教育项目中，多样化的技能可能比专精一项更好。




这项研究还适用于什么领域？


一些研究发现，专精投三分球的篮球运动员比全能型选手赚得少，粉丝也更少。你的球队需要的可能不是在某个位置打得好的球员，而是可以安排在各个位置的球员。这样的人在不同的策略和情况下都能派上用场。这种全能型选手比只擅长某一个位置的球员难找得多。




总有一些职业更适合专才吧？


专才在许多领域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你生命垂危需要手术，你肯定想要一个做过同样手术千百遍的专家。如果你要更换家里的电线，你就需要专业的电工，而不是做杂活儿的工人。你擅长做什么，就会在那个领域越做越好。但是在商学院，转向专业化就不那么有好处了。




通才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


这方面有一些文献，我们也听说过领导者通常是通才。他们可以转变路线，管理不同的领域。他们更加灵活。




那我是不是应该设法让老板知道我是个通才？


进入组织之后，专才是否仍然处于不利位置，现在还不清楚。即便是咨询公司这样天然吸引通才的地方，也有对专才的需求，比如医疗健康方向。公司内部情况如何，有待将来探索。我的预测是通才依旧会更好，因为这样的人才更少见，他们具备多种技能，可以安排到各个岗位，而且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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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兹：携手新市场

共赢全球化

帕斯卡莱·苏睿思（Pascale Sourisse）| 口述

马雪梅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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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大的电子防务公司泰雷兹提出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全球化：一是以最大的诚意合资并购；二是扶持新兴国家合作伙伴；三是积极寻求逆向创新。






泰
 雷兹（Thales）公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过去的123年，它经历了所有权的多次更迭，直至形成今天的混合所有制。现在，法国政府和欧洲最大的战斗机生产商之一达索集团，分别持有公司26.4%、25.3%的股权。

作为一个拥有军工背景的超级巨擘，泰雷兹的产品与服务极其广泛，上至卫星制造、战斗机航电、空管系统，下至铁路、地铁信号系统与城市安防措施。不过，2013年以前的泰雷兹，营业收入大部分（约60%）来自军工产业。由于近年欧洲各国国防预算持续削减，泰雷兹从2013年开始,由此前的“多国本土化”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

如今，泰雷兹的军用业务和民用业务已经实现均衡，未来民用业务的比例还将继续不断扩大。

目前，全球超过40%的空域通过泰雷兹公司的技术进行管理，每天起降的飞机中有2/3都在使用泰雷兹设备。2015年，泰雷兹全球营收为140.6亿欧元。



为什么“全球化”？

泰雷兹采取“全球化”战略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业务方向调整的紧迫性。军用业务持续收缩、发展空间受限，因而泰雷兹必须将业务重点转向民用业务，而新兴市场是发展民用业务的核心着力点。二是组织架构调整的必要性。泰雷兹之前采用的“多国本土化”战略，由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业务的运营效率和质量，并不利于公司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泰雷兹若要长远发展，必须打通国家单元的界限，变成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业。

军工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大体以国家为组织形式。然而，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持续下降，2008年以来，欧盟国家每年削减的防务支出高达1700亿-2000亿欧元。外在环境的变化，给泰雷兹的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2009年-2012年，泰雷兹的营业额始终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滑。

另一方面，近年来对运输、公共安全和空中管制等业务需求的增加，民用市场空间越来越大。因此，将业务重点转向民用市场，是泰雷兹必须进行的转型调整。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13年，泰雷兹地面交通部门三笔超过1亿欧元的订单，全部来自新兴市场的民用需求。

2000年-2012年，因为业务扩张，泰雷兹决定采取“多国本土化”战略。这个战略主要是先在国内市场开发产品，然后把相应产品交给国外的子公司进行改造和销售。这样一来，企业就会基于国家单元，形成相对独立、封闭的组织架构。某种程度上，“多国本土化”战略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实质性的运营改善，反而造成内部大量的内耗以及全球资源的分散和转移，使得公司无法建立全球统一的竞争优势。

2012年，泰雷兹开始由“多国本土化”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它以业务区隔形成横轴，地理区隔形成纵轴，建立矩阵管理。由于每个交点上同时存在业务单元和国家单元，这就意味着每个项目的投标和竞标均须统一协作。更重要的是，这一组织架构调整为公司“全球化”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全球化”？

2013年，泰雷兹制定了名为“Ambition10”的战略愿景，主要包括新兴市场、增强竞争力和建立人才优势三方面内容。其中“10”有两层意思，既指未来10年，也指维持10%的年增长。基于这一战略愿景，泰雷兹提出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全球化：




1.合资并购


目前泰雷兹的主要业务还是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但考虑到未来业务增长，泰雷兹逐渐把业务重点转向新兴国家，并通过合资并购的方式，将新兴国家的业务发展壮大。

比如，泰雷兹在中国已经成立了15家合资公司。通过合作，合资双方都获得了更好的市场渠道资源、更快的业务发展。泰雷兹认为，创建合资企业的意义在于建立长期的战略关系，而不是赢得一份短期合同。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泰雷兹往往会基于三个标准，即文化契合，战略适合和能力互补。




2.扶持新兴国家合作伙伴


泰雷兹希望在新兴国家的经营活动，不仅有助于发展新兴国家的业务，而且能够推动其全球范围的集团战略。对此，泰雷兹采取的战略是，首先确保合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具备竞争力，然后再推动双方在全球市场的共同发展。目前，新兴市场占整个泰雷兹集团的业务比例是35%。

比如，自仪泰雷兹是由泰雷兹与上海电气合资成立的一家专门研制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公司。它获得了来自泰雷兹的完整技术转移和通力合作。2011 年，泰雷兹将Seltrac通信技术100%转让给这家合资公司，从源代码、技术文件直至相应的技术人员培训，泰雷兹均全部移交。

对泰雷兹而言，技术转移和通力合作并不意味着风险。泰雷兹认为，如果在新兴国家的定位是长期的，就要让合资公司有能力自己发展，从而再携手公司走向全球市场，实现更大的双赢。




3.积极进行“逆向创新”


未来几十年，新兴国家将至少占据2/3的全球生产总值增长量。可以说，如果企业要采取“全球化”战略，那么就一定要进行逆向创新。逆向创新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的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j Govindarajan）教授提出的创新战略，指的是在新兴市场中被开发、采用，而后引入成熟市场的创新。

对于这一点，泰雷兹有着清晰的认知。为了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自仪泰雷兹在泰雷兹的支持下，自主开发了TST-CBTC这一新信号系统。这项信号系统结合了泰雷兹对中国本土需求10多年的理解，并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了新功能。未来，泰雷兹将会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市场需求，把这一产品推广到全球市场。

2014年，泰雷兹还在香港成立了继新加坡之后的第二个亚洲创新中心。这表明，泰雷兹将继续通过创新中心，针对地区市场的特点和客户需求，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全球更多的业务增长。



[image: ]


帕斯卡莱·苏睿思是泰雷兹集团国际业务开发高级执行副总裁。马雪梅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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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爱普生集团CEO：

从技术极致到客户价值极致

Upwork's CEO on How an Introverted Engineer Learned to Lead

碓井稔 | 口述　时青靖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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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将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交付，与核心客户当前及未来需求相结合，为客户提供更高价值、超出期待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能实现公司长期经济价值最大化。






过
 去一个世纪中，很多公司都是用了同一套总体战略实现了盈利目标。这套战略可以被称为“产品中心化”。采用这种模式的组织自上而下都是围绕产品需求而建立的。这种商业手段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创造了可观利润，甚至还能让公司成为世界巨头。爱普生也不例外，就是遵循着这种模式——创造一件产品，营销一件产品，销售一件产品。重复这个过程——实现着增长和盈利。

2008年，我被任命为爱普生集团CEO。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中期，日元大幅升值。当时公司面临的整个状况非常糟糕。首先是我们的元器件业务失去了竞争力。打印机业务在新兴国家受到严峻的挑战，成长性很差。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当时的文化。我感觉过去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惠普和佳能，为了不输给他们，我们力求在技术性能上做到极致，没有特别去分析客户的诉求是什么。一直采用的产品为中心的模式虽然还未到崩塌的地步，但它的基石已经出现裂痕。公司的业务基本是在消费类领域，这个行业在当时的状况也很严峻，而且客户拥有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我开始思考和重新分析公司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优势有哪些，以及目前的战略和经营理念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基于分析，结合爱普生的既有优势，我决定重新调整战略，重塑公司核心经营理念；通过规划中长期发展战略，推动现有业务向新业务模式的转变，丰富创新产品线，使公司能够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改变公司核心经营理念

全球每个市场与行业中的每家公司都有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盈利，并且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多盈利。商业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会随着商业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当时爱普生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理念已经过时，依然延续着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这是当时商业环境所不能容忍的，我从以下两个方面重塑了战略和核心经营理念。


践行客户中心化战略。
 爱普生先前的模式——发明一件产品、生产一件产品、交付一件产品、再发明一件新产品，如此循环往复——必须完全改变。我们不能再一味生产或销售那些我们认为客户需要的产品，而是要生产或销售那些我们确定能满足客户需要，甚至超越客户期待的产品，这两种做生意的方法有根本上的不同，后者须要下大力气区分出我们的核心客户。

一旦找到了核心客户，接下来的做法就非常明显了。我们须从客户身上挖掘信息，弄清楚什么是他们需要的，什么是他们今后会要求的。还要弄清楚如何能找到和这些最佳客户属性相同的新客户。然后，从爱普生组织架构的各个层次着手并重新进行定位，使公司能够按这一套理念运作。

要想做到这些，不仅要转变公司的文化，还要改变支撑公司运作的架构与机能，重新调整研发工作、更改业绩指标、重新思考日常运营中的方方面面，从而集中打造产品的创造和交付过程。不得不说：客户中心化的确会耗费公司不小的财力，至少在短期是这样。变革不可能没有代价，任何一家进行这种规模战略调整的公司，短期内必然都会遭受冲击。

在采用以客户为中心的模式后，为了取得成功，爱普生的组织架构紧随战略调整进行重组。这就意味着必须在技术上进行投资，并投入必要的人力资本，收集归纳总结与客户有关的数据。同时，重组公司组织架构使其更敏捷、更灵活、对核心客户的响应更迅速。从根本上说，为了长远发展，我们必须准备好承担短期出现的亏损。季报或许不及预期，甚至年报也不及预期。墨仓式打印机的推出就是一例。


推动新业务模式，实现产品创新。
 2011年，激光打印机业务是市场的主导产品，如果只是为了股价表现，顺从激光打印机占据主流市场的趋势，我们不会放弃激光打印业务，但我们发现即便不放弃，也只是10%的成本消减或10%的增长，这不是爱普生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为用户创造出全新的体验，这要求我们必须顾及客户的需求。客户的要求是低成本、高质量的打印，同时具有环保性能。基于这些需求，我们的工程师进行了各种创新尝试，最终，我们创造了墨仓式打印机。这是一款符合客户需求，甚至超出他们期待的产品，而且极大地实现了能耗消减。然而，这款产品也改变了曾经的盈利模式。之前激光打印机的很多利润来自我们的耗材，如今我们改变了产品模式，我们必须以3倍的成本去销售这款产品，这对公司营销人员来说，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他们有很大的抵触，而且库存也很多，可以说最初销售并不顺利。

可以坦白地讲，当时管理层并不是100%同意这个想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想法契合爱普生的创新理念和长期发展规划，我们须逐渐渗透我们的理念，改善我们的产品性能，丰富我们的产品线，对销售数量不制定特别指标性的要求，慢慢地去推进这个做法。当时确实没有想到，凭借墨仓式的优势，现在爱普生喷墨打印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能到30%。这种转变也确定了我们的竞争优势，以墨仓式L455为例，因为墨仓式的打印头采用的是独特的微压电技术，有极强的耐久性，可以持续使用，用户只须更换墨水，而其他公司的产品喷头耐久性比较差，时间久了必须更换喷头。这是我们与其他竞争品的最大不同。

爱普生拥有很多独一无二的优势，比如我们的省、小、精技术。而且我们也在持续创新，不断地、彻底地改进制造出新产品，精心实施并不断细化垂直整合业务模式，实现从无到有利用我们的核心技术生产核心装置，然后将这些装置植入客户的最终产品中，满足和超越客户需求。我们也成功打造出很多竞争性产品：改变工业印刷架构的喷墨技术（比如纺织品和标签印刷）；可以让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取信息的微显示和投影技术；实现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融合的可穿戴产品；还有应用于生产制造领域的机器人技术等等。

德鲁克曾说：“创新者并不如同一般人的想象，是超人和圆桌骑士的混合化身……目标明确的创新源于周密的分析、严密的系统以及辛勤的工作，这可以说是创新实践的全部内容。”我非常认可这个观点，这也是爱普生创新实践的全部内容。



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爱普生是一家喜欢做长期战略的公司。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结构改革，同时在转换我们的业务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种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征。我们通常是先弄清楚客户需要怎样的价值，然后去开发出能产生独特价值的元器件，再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开发中去，所以整个研发过程是非常长的。无论是微压电技术还是高精度传感技术，研发所需的时间都比较长。

再者，我们通常是先看未来的方向，再看今后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的周期很长。当然我们的10年发展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战略只是一个方向，在明确发展方向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趋势、需求以及技术的改变，适当地进行调整，但整体大方向是不变的。

我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受爱普生“以原创技术开拓新领域的热情”所吸引，才选择加入爱普生的。因此我很明白公司价值观对员工的意义和推动力。所以，我们共享的这个价值观，无论是10年还是20年都不会变。我会希望爱普生所有员工都能理解公司是为客户而存在的。

今年爱普生发布了面向2025年的“Epson 25长期企业愿景”。爱普生的愿景是希望以“省、小、精技术”为基础，为顾客创造不受时空限制、简单、易用的产品，帮助顾客节约能源、减少浪费、省钱、省事、省时间并通过高性能的产品使顾客的生产力、准确性、创造性大幅提升。同时，通过爱普生的产品，可以改进顾客的业务流程，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2016财年将是该愿景实施的第一年，我希望公司每一名员工都立即专注于实施这一愿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家客户和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公司”。

我作为CEO的职责就是注重爱普生每一名员工的创造力并让他们的绩效最大化，从而产生新的价值，同时为造福社会进行创新。除了领导公司优化公司的实力外，我必须确保我们能够联合商业合作伙伴的能力，形成更大的能动力。其中，我的任务是通过建立一个适合创新的环境和公司文化，促进所有爱普生员工的创造力和绩效。

就任CEO以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爱普生擅长的技术和我们最好的企业文化进行融合，消灭了一些弊端，使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业务模式，从而将爱普生的业绩做到了最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对爱普生而言我是一位称职的CEO，很好地履行了CEO职责。我希望在我结束CEO任期时，以客户为中心，创造出满足和超越客户期待产品的这一理念能够继续被后继者传承下去。我们所说的创新，并不是为胜出竞争对手，而是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服务，为顾客提供超出客户预期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才是我们的创新理念。这也是我认为值得传承下去的理念。




爱普生最具创新性产品


3LCD激光工程投影机


新系列产品采用爱普生新开发的激光光源和3LCD核心技术，将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性能，包括4k兼容镜头和零偏移超短焦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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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面打印机


大幅面打印机突破了数码印刷技术瓶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张起印、无须制版、全彩图像一次完成，是传统印刷机的换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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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仓式打印机


墨仓式打印机为用户彻底解决了打印机购买后使用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免除了用户追求低成本改装连供而失去原厂保修服务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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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型双臂机器人


爱普生自律型双臂机器人具有“ 观摹，感知，思考并重现”的功能。在未来，企业用户只要指导爱普生自律型双臂机器人识别零件和操作规范，它们就可以简单地开始工作，而无须技术人员进行专业设置。爱普生期待通过自身的创新与努力，创造一个人与机器人共存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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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爱普生商用纸张再造系统


世界首创、名为PaperLab的办公室“造纸机”，可将搜集纸张、运送、再制加工等流程结合为一，在同一台机器就可以完成。只要置入废纸并按下启动钮，这台2.6米长的机器在3分钟后就可以将其变成A4或A3等不同大小和厚度的新纸，它每分钟可再造大约14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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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集团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1942年

总部：日本长野县诹访市

员工人数：67605

公司分布：90家

销售额：90.92亿美元

业务利润：7.06亿美元

资料来源：爱普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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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路 The Big Idea




成功并购必读

M&A: The One Thing You Need to Ge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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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文

刘铮筝 | 译　王晨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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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并购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收购方的索取姿态，本文给出了让并购成功的四条建议：做成长资本的明智提供者；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转移宝贵技能以及分享宝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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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尽管并购是促进成长的诱人战略，而且在心理上令CEO十分满足，但多数并购都以付出高昂成本的失败收场。




原因


公司往往将并购视作为自己获取价值的方法，比如进入新市场或获得能力的机会。但如果你在一家公司中发现了机遇，其他人也会发现，因此价值就会在竞标战中流失。




解答


寻找给予被收购企业价值的方法，而非从中攫取价值：成为明智的资本提供者；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转移技能；分享资源。这些方法正是为数不多成功并购案背后的功臣。






金
 融界在2015年又破并购纪录，其交易价值让2007年创下的前纪录相形见绌，再之前并购交易达到峰值出现在1999年。这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如同已故歌手普林斯（Prince）唱的那样，我们正像现在如同在1999年和2007年那样，寻欢作乐。但任性一场之后，无论是2000到2002年，还是2008到2009年，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断言这些新交易的成败为时尚早。但大溃败似乎还在迅速蔓延，而且其形式并未改变。2015年微软从账面上注销了手机业务96％的价值，这项业务在2014年刚从诺基亚手中以79亿美元收购而来。2014年，谷歌以29亿美元脱手了在2012年花125亿美元收购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惠普也从以111亿美元购得的软件公司Autonomy中，减记了88亿美元。2011年，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出手MySpace只得到了3500万美元，而6年前收购MySpace时足足花了5.8亿美元。

当然，确实也有成功的并购。1997年价值4.04亿美元（现在看来只是一笔小交易）的NeXT收购案，不仅拯救了苹果，也为企业发展史上最高的股东价值累积做好铺垫。2005年的5000万美元安卓收购案，让谷歌占据了世界上最重要产品市场之一——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最大份额。在1951年到1996年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滚动收购了保险公司GEICO，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资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以上成功只是例外，几乎所有研究证明了一条定律：并购是博傻游戏，70％到90％的并购都以惨败收场。

怎么会这样？答案简单得出奇：如果公司只关心自己能从收购中得到什么，而不关心在收购中可以给予什么，收购就很难成功。这一观点与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的见解不谋而合。在他的《奉献与和索取：通向成功的变革之路》（Give and Take
 ）一书中，格兰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更乐于付出而非索取的人，最终比那些一心最大限度巩固自己地位的人收获更多。

例如，当公司通过收购进入了诱人的市场，通常处于“索取”模式。上述所有失败收购就属于此类情况。微软和谷歌希望进入智能手机硬件市场；惠普希望进入企业搜索和数据分析领域；新闻集团希望进入社交网络。当买方处于索取模式，卖方就会抬价，从而从交易中提取所有未来的累积价值，当交易中还有另一位潜在买家时更是如此。

微软、谷歌、惠普和新闻集团花天价进行收购，以至于收购本身很难获得资本回报。更何况没有一家公司了解它们进入的新市场，导致收购最终失败。其他基于索取模式，旨在进入新市场的收购还有：微软斥资12亿美元收购社交网络平台Yammer（收购价是该网络平台营收的40倍）；雅虎斥资11亿美元收购Tumblr，（收购价是该社交网络营收的85倍）。尽管现在这些收购的结果还未见分晓，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在长期获得利好收益。

但如果你本身拥有能让被收购公司更具竞争力的要素，将会是另一番光景。只要收购本身或其他可能买主（理想情况）无法提供这一优势，从中获益的就将是你，而非卖方。买方可以利用4种方式提高收购目标的竞争力：做成长资本的明智提供者；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转移宝贵技能以及分享宝贵能力。



做成长资本的明智提供者

通过成为更好的投资方来创造价值，适用于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这也正是印度的塔塔（Tata）和马恒达（Mahindra）等大集团成功的部分原因。它们收购（或初创）更小的公司，然后资助其成长的方式，是印度的资本市场无法做到的。

然而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中，就很难以上述方式提供资本。比如美国的维权投资者通常强迫多元化企业进行拆分，因为它们的公司财务活动不再被证明，能为各业务构成增加竞争价值。ITT、摩托罗拉和Fortune Brands等大企业，以及Timken、Manitowoc等规模略小的企业，都因此被拆分；甚至通用电气也大幅精简。2015年最大的交易之一，就是合并杜邦和陶氏，并随后将其拆分成3家公司的计划（价值680亿美元），原因是维权投资者对杜邦的强硬施压。

而即便在发达国家，成为更好的投资者也能扩大创造价值的空间。快速成长的新兴行业充满了竞争的不确定性，那些有专长领域的投资者能够带来很多价值。以虚拟现实空间为例，应用开发者满怀信心，认为Oculus在2014年被Facebook收购后，能成为成功的新平台。因为他们确信Facebook会提供必需的资源，所以为Oculus开发应用，增加了该平台的成功几率。

另一个明智提供资本的方法是，为追求规模经济，促成无领导者产业的整合并购。私募股权公司十分喜爱这种工具，通过其进账达数十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资本提供者通常是行业中现存的最大参与者，因为其能最大化每次并购的规模，直到规模带来的回报达到极限。当然不是所有无领导者产业具有达成规模经济或范畴经济的潜力——洛文集团（Loewen Group，破产后重组为Alderwoods公司）通过惨痛教训明白了这点。

洛文整合并购了殡葬服务业，使其成为北美目前最大的行业参与者。但仅凭其规模，很难形成超越本地或区域竞争者的有意义竞争优势。

规模经济不一定来源于运营效率，而通常源自市场力量的累积。除掉竞争对手后，最大的参与者可以对提供的价值索取更高的价格。如果他们采取如此战略，免不了与反垄断监管者陷入“猫鼠”游戏。有时监管者是赢家，比如以下流产的并购计划：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Honeywell），康卡斯特（Comcast）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AT&T 和T-Mobile以及DirecTV和Dish Network。而2015年最大的并购计划中，有两起还悬而未决。陶氏和杜邦的合并，以及百威英博（AB InBev）与SABMiller的合并，都代表着这些公司在其关键产品市场中的重大联合。



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

增强收购竞争力的第二个方法是，为被并购方提供更好的战略方向、组织和流程指导，但知易行难。风光无限的欧洲高端汽车企业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信心满满，认为能为表现尚佳的美国中端车企克莱斯勒（Chrysler）带来更好的综合管理，结果却是付出了令人心痛的360亿美元“学费”。类似地，通用金融（GE Capital）也很确定，能为所收购的很多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更好的管理。金融服务从通用的副业，一度逐渐发展成其最大的业务部门。通用电气的判断看似正确——只要美国金融服务业相对国家总体经济依旧保持快速增长，那么对其收购的公司而言，通用电气的管理方式高人一筹，而且能够增加价值。但全球金融危机给整个行业的狂欢派对踩下一脚急刹车，通用金融几乎击垮了整个通用电气集团。

更好的管理较容易出自私募股权基金之手，比如3G Capital收购汉堡王（Burger King）和连锁咖啡店Tim Hortons；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促成的亨氏（Heinz）和卡夫（Kraft）合并。长期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就在于：收购公司，然后通过管理监督提高它们的业绩。但与之类似，具有说服力的公司并购案例并不多见，丹纳赫集团（Danaher）可能是最好的一例。自1984年成立以来，该集团完成了超过400起收购，成长为210亿美元资产的集团，市值超过600亿美元。观察家以及丹纳赫的高管都将其近乎完美的成功纪录归因为“丹纳赫商业系统（Danaher Business System）”；该体系以公司所谓的“4P”为核心——人才（People）、计划（Plan）、流程（Process）和绩效（Performance）；并且所有业务中都要实施、运行以及监督该系统，无一例外。为了确保该体系的成功，丹纳赫强调：不仅要以加强财务控制和组织为己任，还须提高被收购公司的竞争优势；不仅要说到，还要一以贯之坚持做到。尽管成长和业绩如此杰出，但在激进对冲基金Third Point的虎视眈眈下，丹纳赫正在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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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宝贵技能

通过重新布局相关人员，将某些技能、资产或能力直接转移，收购方也能从实质上改善被收购方的业绩。该技能应该攸关竞争优势，而且收购方对该技能的掌握程度应远高于被收购方。

年代有些久远的一个例子是：1965年合并后，百事可乐（Pepsi-Cola）传授菲多利（Frito－Lay）店铺直接配送（DSD）物流系统的运营技能——也是零食这一细分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竞争优势。不少百事的DSD经理被派到菲多利掌舵运营。然而，百事在2000年收购桂格麦片（Quaker Oats）就不那么成功了。因为桂格主要的商品销售都采取传统的库房配送，百事的技能无用武之地。

谷歌收购安卓是成功转移较新技能的例子。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软件公司之一，谷歌可以促进安卓系统的开发，并助其成为具主导地位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谷歌收购以硬件为中心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就以失败告终。

显然，这种价值增值的方法要求收购方知己知彼。如果收购方对新业务了解不够深，可能会在技能无用时，误判其具有价值。甚至在技能有价值时，也很难有效进行转移，在被收购方不太欢迎这些技能的时候尤为如此。




迪斯尼收购皮克斯（Pixar）成功吗？

与皮克斯成立的合资公司到期后，迪斯尼在2006年以74亿美元收购了皮克斯（实际上收购净成本是64亿美元，因为皮克斯带来了10亿美元的盈余现金）。这起收购通常被认为高度成功，而且被誉为让迪斯尼式微的动画电影产业起死回生。但通过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迄今为止，这起收购是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通常来说，鉴于收购仅公布作为更大业务单元的一部分，真正的回报很难计算。在迪斯尼的例子中，收购涉及影视娱乐业务，包括动画片和真人动作片。在收购皮克斯之前，该业务在2006年收入为7.29亿美元。迪斯尼相关的消费者业务（授权和出售迪斯尼影视人物相关商品）同年收入6.07亿美元。

让我们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从2007到2015年，影视娱乐业务和消费者业务100％的增量经营收入全部来自对皮克斯的收购。这就意味着，除其他方面外，2009年迪斯尼收购漫威娱乐（Marvel Entertainment）和2012年收购卢卡斯影业（Lucasfilm）对收入的贡献为零，两笔收购各花费40亿美元。此外，让我们忽略迪斯尼在进行这80亿收购时产生的资本支出。即便是在如此可笑、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下，收购皮克斯也会在2015年吞掉超过50亿美元的迪斯尼股东价值。

惟一能想到的收支平衡的可能性是，继续假设在没有皮克斯的情况下，迪斯尼的影视娱乐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在该时间段内缩水了25％。而更现实的估计是，到2015年，皮克斯、漫威和卢卡斯影业已经消耗了100亿美元的股东价值。

皮克斯不需要迪斯尼。皮克斯炙手可热，有很多其他潜在合资公司伙伴。但迪尼斯需要皮克斯：过去10年间，迪斯尼在动画上取得的最大成功都出自与皮克斯的合资项目。迪斯尼给予的少，索取的多，因此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





分享宝贵能力

第4种方法是，收购方分享而非转移某种能力或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收购方不会调动人员或重新分配资产，只是提供可以使用它们的机会。宝洁（Procter & Gamble）就和旗下收购的公司共享其多功能、同地顾客团队以及媒体采购能力。其中，媒体采购能力可能会降低大型被收购公司30％的广告成本。 对于其他一些被收购的公司，宝洁甚至还与其共享强大品牌，例如与SpinBrush和Glide牙线共享佳洁士（Crest）这一品牌（这种方法在1982年宝洁收购Norwich Eaton制药公司时并不奏效，因为Norwich Eaton的分销渠道和产品宣传与宝洁存在差异）。

微软在2000年以14亿美元收购Visio软件公司，并将之纳入Office套装，通过这种方式分享了向PC用户出售Office套装的强大能力。但当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时，就没有可供分享的宝贵能力了。

在这一“给予”模式中，成功取决于对潜在战略动态的理解，并保证分享能真正落实。 2001年美国在线（AOL）以164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被称为史上最失败的并购案。有人模糊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时代华纳应该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AOL共享其创造内容的能力。但共享经济在这里不适用。内容创造是对规模高度敏感的产业，内容的传播范围越广，其创作者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就越多。如果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 （当时AOL拥有约30％的ISP市场份额）独家共享内容，虽然帮到了美国在线，但却因为失去了另外70％而损害到自身利益。即便时代华纳甘愿牺牲自己，给予美国在线优惠，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可能也会通过抵制时代华纳的内容予以反击。




为何并购的派对永不散场？

CEO运作的体系出现了偏差，其中有两个原因支持他们购买并购这张“彩票”。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股权激励呈上升趋势，对CEO而言，下注成功并购的价值大大增加。如果并购让股价升高，那么CEO个人将获利巨大。此外，高管薪酬包与公司规模紧密相关，并购能使其更加丰厚。哪怕是失败的并购，对个人而言也有利可图。在近期人们能想到的最惨烈并购案中，美泰（Mattel）收购Learning Company，以及惠普收购Autonomy，确实让当时的美泰CEO吉尔·巴拉德（Jill Barad）和惠普CEO李艾科（Léo Apotheker）丢了官，但巴拉德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遣散费，李艾科也拿到了2500万美元。

第二个原因（至少在美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其始作俑者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科网泡沫破灭之前，在2001年，无形资产在40年内被注销。泡沫破灭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变得一文不值。因此FASB决定，以后公司的审计须宣布无形资产是否受损，如果答案肯定，须将受损的无形资产立即注销。

这一变化带来的意外后果是，让并购更具吸引力，因为发起收购公司的利润每年不再受到自动注销的限制。在当代收购中，CEO要做的就是，说服审计机构购得的资产没有受损，而且收购对利润没有负面影响，哪怕是天价收购。通常来说，只要公司的核心业务进展顺利，而且公司的市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理解这一点就不难做到。

有这两大原因助推，全球金融危机的记忆渐行渐远，并购派对则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WhatsAPP的背后逻辑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引人思考，Facebook收购通讯服务WhatApp的背后逻辑——这可能是近期价格最惊人的收购了。2014年2月，该收购最初的协议价是190亿美元，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Facebook股票支付，其价格在当年2月到10月交易最终完成时迅速提高，最终的成交价格是218亿美元。而这笔天价收购来的公司刚亏损了1.38亿美元，营收仅为1000万美元。

让我们用本文中的标准来分析这笔交易：


• Facebook是更好的资本提供者吗？
 或许吧。但WhatsApp已经通过风投巨头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获得了巨额资本。据报道，红杉资本通过3轮融资已向WhatsApp投入了6000万美元。尽管损失了1.38亿美元，但尚不清楚如果没有Facebook，WhatsApp会不会资金匮乏 。在收购Oculus时，Facebook从一干激烈竞争的虚拟现实竞争公司中选出一家，WhatsApp的情况则不同。当Facebook决定收购WhatsAPP时，这家企业已经是全球通讯服务业领头羊，拥有4.65亿名用户。


• Facebook是否提供了宝贵的管理监督或可转移技能？
 可能。当然Facebook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但据说Facebook选择让WhatsApp追寻自己的战略，与母公司战略大相径庭。WhatsApp刻意避开了广告模式，在用户第一年享受免费使用后，每年只收取1美元的订购费，维持不多的营收。


• Facebook是否分享了宝贵的能力？
 否。Facebook本应将WhatsApp和它自己的通信应用Messenger结合在一起，但事实是一直让两者各自保持独立。

那么这笔交易背后的逻辑何在？可能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愿景。事实是：WhatsApp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应用，最新统计的用户数量超过了10亿。愿景是：Facebook将会摸索出如何让这些用户变现的方法。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达到财务标准则难于登天。为了让Facebook的股东能从这起收购中取得回报，WhatsApp必须要在不到10年内成为地球上最能赚钱的软件公司之一。

让我们来看数据：Facebook的资本成本率只有9个多百分点，合218亿美元。这意味着WhatsApp必须每年创造出20亿美元的额外价值，或20亿美元的额外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但是一家在收购前一年亏损了1.38亿美元的公司，不可能立刻创造出如此多价值。Facebook的股东有权从一开始就期待每年获得20亿美元的价值；对他们而言，每年达不到的回报，就相当于最初收购价格增长了。他们也会期待价格增长的这部分每年也产生回报。因此，如果每一年WhatsApp无法创造20亿价值，对股东而言，收购WhatsApp的实际成本会连年增长。

让我们假设收购后WhatsApp的盈利能力增长速度和Facebook在成立后前8年中一样。Facebook在前5年亏损，然后到第8年营业利润攀升至20亿美元。如果WhatsApp在2015－2019年间实现盈亏平衡，然后达到和Facebook一样的盈利增长，那么Facebook的股东将在2022年首次获得可以接受的回报。然而若想实现这个目标，WhatsApp的EBITDA须名列世界软件公司前8位，紧随在微软、甲骨文（Oracle）、SAP、谷歌、IBM、Facebook和腾讯之后。

这还是乐观的情况。不乐观的是，从现在起到2022年，WhatsApp将因前7年的利润不足，积累了183亿美元的额外亏损——相当于Facebook在2022年花费401亿美元收购WhatsApp。这可是笔巨额投资。根据最新排名，世界上只有266家上市公司价值超过400亿美元。

现在 CEO 马克·扎克伯格被誉为商界奇才，Facebook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股东们喜孜孜地看着他将218亿美元砸向一家只有几个工程师和年营收1000万美元的公司。只要基础业务还红火，股价将继续攀升，收购并不一定要有清晰逻辑。但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基础业务出现问题——想想北电、美国银行、世通和泰科，股东就会更仔细地审视所收购的公司，“他们在想什么”？这就是理性收购对你有好处的原因，哪怕市场没有要求你这么做。而且，并购交易创造的价值取决于收购方为之进行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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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Roger L.Martin）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和前任院长。他与雷富礼（A.G. Lafley）合著有《赢在成功》（Playing to Wi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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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超级公开课：


零距离对话克里斯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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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场超级公开课圆满结束。“颠覆性创新”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作为公开课的第一位讲师，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炜教授同台对话，300余位企业家学员也参与了交流。

曾经预言商学院、咨询公司等要被颠覆的克里斯坦森，在此次HBRC超级公开课中，对世界经济进行了预测。

以下是克里斯坦森演讲全文摘编：






“颠
 覆性创新”是我在哈佛研究的第一个理论，是关于如何应对竞争。通常情况下，我们想知道竞争对手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是我们战胜他们还是他们打败我们。可以说，“颠覆性创新”这一理论的本质是帮助我们做预测，然后决定参与竞争还是逃避竞争。

今天，重点讲我的第二个理论“资本主义的窘境”。如今，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出现了问题。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后一共出现了九次衰退期。经济进入衰退后会触底，触底后再开始逐渐恢复。在反弹的过程中，企业慢慢地扩展自己的业务规模，雇用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在这几个衰退期，企业都是用多长时间来增加雇用人数的呢？1949年是6个月，1999年是16个月，而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则差不多用了6年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出现了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

回答问题之前，大家和我一起来看四种创新，它们分别是：潜力产品，颠覆性创新，持续性创新和效率性创新。

首先，是潜力产品。在消费者的个性和决定购买哪种产品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生产有潜力的产品？因为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产品往往是出乎企业预料的，我们一定要预判消费者的需求，知道他们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其次，是颠覆性创新。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更高的价格来获得成功，那么竞争对手将很容易打败你。大企业一定要明白那些小的颠覆型企业是如何做的，一味骄傲自大、固步自封，肯定会被淘汰掉。

我们都知道，最开始汽车只是富人的工具。然而，福特先生把汽车进行了改造，使得汽车的价格非常便宜，从而让更多的人开上了汽车。这就是所谓的颠覆性创新，也就是把曾经非常昂贵和复杂的产品，变得简单且便宜。

再次，是持续性创新。如今，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创新，都是持续性创新。持续性创新可以帮助公司长期赚取利润，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新产品是替代旧产品的，所以它本身不会创造成长。

最后，是效率性创新。效率创新，让我们用更少的资源去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产品。它会创造更多的现金流，让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不会被淘汰，但是会减少工作岗位。

好了，四种类型的创新讲完了。接着我们来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高管，我应该把我的钱怎么花？”

现实就是，许多怀揣着巨额现金储备的企业不愿投资到那些会促进发展的颠覆性创新。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商学院。因为我们在金融和财务上的教育有以下两个信条：第一个是“稀缺”理论，资本是稀缺昂贵的资源，要让每一美元资本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最大化；第二是获得利润的能力，指的是我们经常使用比率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考虑整体数字。

如果你想知道中国现在怎么样，看看20世纪的日本就知道了。在60、70、80年代，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为什么？是因为在当时，丰田、本田让车很便宜，索尼让青少年都能买得起电子产品，佳能让打印机很便宜……它们进行了“颠覆性创新”，让数以十亿计的人都能够买得起之前买不起的昂贵产品。所以，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并促进了就业。

但是，到了90年代，它们的经济就停滞增长了，一直停滞了25年，为什么？因为它们开始把比率当作衡量成功的指标，不再对“颠覆性创新”进行投资了。

总结一下就是：“效率性创新”总是比“持续性创新”更具吸引力，“颠覆性创新”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最没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如今，美国企业正在走与日本同样的路，它们有非常多的钱，但就是不能通过投资来实现成长。虽然，目前中国还属于“持续型经济”，但是也越来越向“效率型经济”转变了。我很担心中国会出现与美国同样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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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环节精彩回顾：


张炜教授：
 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中，颠覆性创新理论的适用性是不是有一定的区别？


克里斯坦森：
 是的！在这些经济体当中，尤其是比较穷困的经济体当中，一些简单的产品必须降低成本才能够让大家买得起，然后慢慢的这种创新才会变成体系性的创新和系统性的创新，变成娱乐创新，变成医疗创新，或者是在教育系统当中的创新。

在发展快速的新兴市场中，尤其在传统产品中创新更如此。在比较成熟的市场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有市场存在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和消费。但我们要做的，是开发一个还没有被消费的领域，这很可能是就是市场上可以潜在发展的地方。所以说在成熟市场中这一点非常关键。虽然在两种市场当中我们都可以做大量的投资，但是投资的策略有所不同。


观众1：
 您提到越南是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您觉得越南会颠覆中国吗？


克里斯坦森：
 如果你看看历史，你会发现很多的细节：美国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曾经一度被日本摧毁，日本通过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颠覆了美国的产品。再后来，台湾地区、韩国以及新加坡颠覆了日本，它们用更简洁的产品代替了复杂的产品。中国则是后起之秀，中国生产的东西不仅更加精简，而且质量越来越好。

但是，当你开始追求产品的极致时，底部市场就会出现真空，自然就会有其他国家进入到这个真空地带当中，越南就是这样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则是另外一个会占领真空地带的国家。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亚洲进行投资的话，我觉得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我肯定是看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我并不太看好。


观众2：
 您觉得苹果属于什么类型的创新？


克里斯坦森：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们只有在拥有其他参照物作对比的时候才能谈到颠覆式创新，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比如说iPhone，相对于诺基亚来说就是一个持续性创新。但是如果和另外一个东西比，比如和按键手机比的话，它就是一个颠覆式创新。它和翻盖手机比的话也是颠覆式创新，所以其实智能手机颠覆的是传统手机。当然，如果谈到这种翻盖手机的话，是具有模块效应的，比如说三星采取的就是模块化策略，我觉得，三星如果走持续性创新之路有可能会颠覆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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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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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克里斯坦森：


“创新不会超越人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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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坦森对于其理论进行了拓展，但其核心并没有改变：需求恒定不变，技术只是发现需求的手段，创新永远无法超越人类自身。






20
 15年末，《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重思颠覆性理论之作：《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自问世以来，该理论受到颇多质疑。特别是在新技术层出不穷、行业边界日渐模糊、商业世界飞速变化的今天，不少现象并不能被颠覆性创新理论所覆盖。《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从该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克里斯坦森从未停止过对该理论的打磨。2016年5月，克里斯坦森访问北京参加《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举办的“超级公开课”，借此机会，本刊对克里斯坦森进行了4年以来的第二次专访。

尽管被外界赋予无数管理大师和思想家的光环，但克里斯坦森本人一点都不“高冷”。与其理论相比，他谦和乐观的性格以及高度的敬业和自省，更具感染力。虽然饱受疾病困扰，甚至因中风一度丧失语言功能，但无论采访、演讲还是座谈交流，克里斯坦森始终耐心地和每一个人互动。本刊的年轻同事昵称他为“克叔”，他还主动要求加入大家的工作午餐，试图帮我们用颠覆理论分析中国的“剩女”问题。

正如已故管理学家沃伦·本尼斯所说，领导力的两大核心是情商和不断学习的能力。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病魔缠身的克里斯坦森扩大了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外沿，增加了创新的种类，重新定义了技术和创新的关系。但面对技术对商业的挑战，他对自己理论的内核充满信心：需求恒定不变，技术只是发现需求的手段，创新永远无法超越人类自身。此外，在访谈中，克里斯坦对于诸多热门企业（苹果、三星、Uber、Airbnb）均进行了点评。在谈论中国企业时，他着重提到了华为和阿里，而曾被他认为是颠覆者的海尔，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颠覆的企业。



颠覆创新并非攸关技术

克里斯坦森笃信理论，也热爱谈论理论。他多次表示过，对于任何问题他都不会给出具体答案，但可以为你指明通向答案的思路。他引用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说,当你发现了某些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时，就到了改善理论的时候了。在哈佛商学院时，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随时准备发现理论无法解释的案例，从中不断完善、丰富自己的研究。

几年前，有学生告诉他，颠覆性创新理论不适用于酒店业。20世纪50年代，假日酒店 （Holiday Inn）从底端进入市场，却没有向市场上端移动。因为酒店行业并没有任何可以向上移动的核心技术。但 Airbnb通过改变商业模式颠覆了酒店业，万豪对其无计可施。

克里斯坦森坦陈，在第一部著作中，他讨论的颠覆性创新更多是技术层面的， 但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还包括兼具商业模式和技术的创新。“我们一直在思考优步是不是颠覆，从提供更好产品这点看，优步是持续性创新。但后来我们也看到了优步的商业模式创新，出租车行业大都由大公司运营，具有大量固定资产，维护成本高昂，所以必须不分昼夜运营。但优步没有固定资产，传统出租车行业无法企及。现在不少颠覆性创新是由商业模式主导的，比如Air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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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无法超越人类

对公司而言，颠覆性创新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预测竞争对手会如何做。然而在技术民主化、跨界竞争和快变成为常态的今天，竞争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颠覆性创新理论是否部分失效？克里斯坦森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基础没变，即他所谓的JTBD模型（“Job-to-be-done”，即待办任务）。从古罗马到互联网时代，“运输”这一任务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技术手段可能从马车变成了火车，再到飞机。技术无法预测，但待办任务可以预测。只要企业始终聚焦于发现顾客的待办任务，就能预测技术将来自哪里。

但如果你认为公司的生意是火车或飞机等技术本身，就会永远对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新技术感到吃惊。待办任务永远存在，之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产生了“新任务”，只是之前没有发现罢了。今年夏天克里斯坦森计划出版一部详细阐述JTBD模型的著作，告诉读者如何预测待办任务。“当你读了那本书，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我们大可不必因追赶不上层出不穷的创新感到焦虑。” 他说。

克里斯坦森还从另一个维度解释这一问题——“相互联系和模块性” （interdependence and modularity）。产品可按照结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相互联系的结构，想改变其中一个部分，就必须改变其他部分；另一类是模块化结构，改变其中一个部分不会对其他部分造成影响。在任何行业的早期，产品结构总是相互依赖，从相互联系的结构转变到模块化结构需要很长时间，但模块形成之后，开发速度就会大幅提高。就智能手机行业来说，黑莓的系统相互依赖程度极高，以至于无法开发任何应用。苹果提高了产品的模块化程度，加快了开发应用程序的速度，但iPhone设计本身的相互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其平台开发就耗时3年。到了三星手机，安卓系统实现了高度模块化，开发应用的时长缩短到仅3个月。“硅谷有很多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创新，其本质上是越来越多的模块和越来越少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从不认为，创新会超越人类本身。”

以下是我们与克里斯坦森教授对话的精编版：




HBRC：很多年前你就坚称，苹果的商业模式并不理想，但现在苹果的表现超出了预期，为什么你对iPhone的预测没有应验？



克：
 苹果很聪明，他们希望通过营销找到人们脑中的待办任务，但实际上他们的脑中还没有任何能完成待办任务的产品。苹果处于相互联系的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之间，其产品的内核是相互联系的，但苹果开创了智能手机的模块化先河，让人们能够开始在苹果手机上添加应用。就好比IBM开启了PC机的模块化时代，谷歌带来了模块化的安卓系统。尽管现在苹果获得了大部分利润，但安卓占据90％的手机操作系统。如果苹果继续采取高价战略，其市场份额会降低（截止发稿时，苹果公司全球总裁库克发表演讲，认为iPhone售价过高——译者注
 ）。最终趋势是苹果以高价出售少量手机，而三星出售大量手机但利润极薄。两种情况听起来都很糟糕，但这就是我预测苹果不会赢的原因，最终获胜的总是模块化产品。




HBRC：不久前，《哈佛商业评论》有文章详细讨论过当代中国缺乏突破创新的原因，你如何看待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的说法？



克：
 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关键是企业能否根据自己的处境，进行恰当的创新。可以用以前的日本，作为中国现状的参考。20世纪60、70年代，丰田汽车的新车设计总是落后于欧美品牌。但丰田汽车发明了现在为人熟知的“丰田生产系统”——车辆没有瑕疵、不需要库存、成本极低。美国人要花60天生产汽车，丰田汽车2天就能完成。难道因为丰田的产品设计不如美国，就说丰田汽车不具创新性吗？最早颠覆性创新理论只有两种创新，但现在发展到了4种创新。第一种是潜力产品（发现任务在哪里和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第二种是颠覆性创新：（让你以更简单、便宜的方式完成任务）；第三种是持续性创新（让产品变的更好）；第四种是利用更少创造更多的效率创新，这就是丰田的现状。所以虽然丰田汽车的产品创新已经终结，但其持续性创新和效率创新还在继续。




HBRC：你如何评价现在中国创新的现状？



克：
 让我说说华为吧。华为经历过可以忽略产品创新的模仿时期，但是他们在模仿和流程创新方面越做越好，现在产品性能和思科不相上下。我猜测华为一定读懂了颠覆性创新理论，但他们在迟疑要不要创建一个独立的创新部门。阿里巴巴也是这样，支付宝现在和商业银行形成了直接竞争。




HBRC：听说你也关注海尔？



克：
 是的，我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在用海尔的冰箱。海尔是典型的从低端开始向市场高端移动的颠覆者。但现在印度企业Godrej正从市场低端开始颠覆海尔。海尔和其他传统电器行业使用的是压缩机制冷，而Godrej利用珀尔帖（Peltier effect）效应，在电极两端产生温差致冷。Godrej的冰箱体积更小、成本更低，只须49美元。虽然最低温度只有4摄氏度左右，但足可用来保存食物。海尔面临的选择是，是回到市场低端与Godrej这类对手竞争，还是进行持续性创新移向市场上端。如果他们要回到低端，就需要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和价值观。




HBRC：这样看来，我们街头上的电动摩托是典型的颠覆性创新，但监管和法规等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创新。比如面对“禁摩令”这样的法规，企业将如何应对？



克：
 很多情况下，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在位企业，而不是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在历史上，哪座城市曾因自行车造成了拥堵？并没有人关注自行车的安全问题。各行各业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一旦新进者开始和在位者正面较量，就往往会有法规出台。作为创新者，你只能采取迂回策略，可以从农村开始，就不会引起太多安全的顾虑；或者与监管者合作制定规则，比如规定摩的不能走机动车道，限速多少等等。




HBRC：你还预测传统媒体将被颠覆，但新媒体的内容依旧来源于传统媒体，如果传统媒体被颠覆，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从哪里来？



克：
 观察很准确，但颠覆就是如此，颠覆者几乎不具有任何高级的经验和技术， 颠覆和技术本身没关系。晶体管的应用始于军方，然后价格逐渐降低，被Sony用于生产随身听，Sony的成功持续了20年，但其成功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模式和分销渠道创新。新媒体利用技术获取传统媒体的内容，可以说是一种犯罪，必须清晰地分开管理新旧两种媒体。管理新媒体的关键在于创造越来越便捷的传播渠道，来促进增长。正因为传播渠道越来越多，阅读商业新闻的时间也急速增长。




HBRC：随着创业热潮，美国西岸靠近硅谷的商学院大有赶超哈佛、沃顿等老牌东岸管理名校之势，你如何看待？



克：
 哈佛和斯坦福可以说是这两大类商学院的代表。当哈佛大学创造管理教育时，商学院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相当于我们提到的相互联系的结构，必须要进行大量扎实研究，才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哈佛商学院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无人能及，通过案例教学告诉学生商业世界发生的一切。现在技术让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哈佛商学院的案例，诚实的人愿意为此付款，不诚实的人则不会，HBR的文章也是如此。 这种内容的传播让商学院教学形成了模块。而斯坦福进行研究的教学人员，其研究题材没有相关性和逻辑可循。但斯坦福有充足的资金让教师能够随心所欲地研究任何内容。长此以往，教学的传授不再由学者进行，而是变成了一周来学校教一天课的硅谷高管。斯坦福是模块，而哈佛是相互联系的。

哈佛商学院正在做的，是将传统的商学院教育和新开发的网上教学项目HBX区别开，HBX进行模块化，让实践者进行教学，让研究者可以按兴趣进行研究。我认为哈佛商学院应该继续进行研究，发展最优秀管理理论，没人觉得斯坦福在进行真正的管理学理论研究，在管理学领域影响最大的25人中6人来自哈佛，没有人来自斯坦福。斯坦福是用来获得资本，遇到有趣的人，一起创业的地方，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商学院。去斯坦福的人对研究本身不感兴趣，在哈佛你才真正能学到管理学如何奏效。




HBRC：时势造英雄，还会有第二个克里斯坦森吗？



克：
 我希望没有（笑），和其他被广受推崇的管理学者相比，我不是最聪明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具有独特的思考方式：什么是理论？为什么它很重要？如何构建并应用一个理论？因为理论是对因果关系的阐述： 从某个角度来看，管理者和所有人都是理论的消费者。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因为相信，做了A，所以能导致B的过程。每次我们进行计划，都是因为相信这个计划能让我们成功。向Christine （克里斯坦森的结发妻子）求婚时，我也在使用理论：如果我问的方式对了，她就会说yes。所以我发现前两个理论都失败了，第三个理论成功了。我坚信，如果每个人都认真对待理论，他们就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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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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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团队日益成为常态，如何管理颇具挑战性。4种方法能帮跨行业团队释放潜力：构建灵活愿景、增强心理安全感、促进知识分享和鼓励“以执行为学习”。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跨行业团队由相去甚远的参与者组成，他们往往来自常规商业生态圈以外。跨行业团队是变革创新的必要元素。但管理如此多元化的团队颇具挑战。




原因


影响团队表现的原因有很多种：角色不确定；专业知识、职业价值观和组织文化各异；参与者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经验也会引起冲突，甚至造成敌意。




解答


4种领导力实践可以帮助跨行业团队释放潜力：构建灵活愿景；增强心理安全感；促进知识分享以及鼓励“以执行为学习”。






长
 久以来，公司合作的范围仅限于特定生态圈：供应商、合伙人、顾客、甚至竞争对手。但随着创新的溢价不断增加，尤其是为了解决那些不完整、自相矛盾以及需求不断变化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组织在探索利用跨行业新伙伴的能力。显然，此类跨行业合作能够开创出全新天地，但如何构建并管理这片新天地，则是另外一回事。

跨行业团队涉及广泛的专业知识，挑战由此而生。团队成员平时生活在不同的知识圈子里，使用的专业语言也相去甚远。而不同行业和职场中的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之间，存在更深的鸿沟。例如，无论是对任务本身，不同职级的人们如何互动，还是项目不同阶段须追求的质量等等，同行往往具有相同的预设。这些预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如果预设出现偏差，就会让人不舒服。因此，当跨行业团队在一起工作时，往往会产生文化冲突。德国一家数字初创公司和美国的健康医疗巨头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如果这样两支队伍在一起合作创新，必须要学会步调一致。

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捕捉到了跨行业合作的精髓。每个盲人触摸大象的一部分，从中得出了不同结论。正如诗人约翰·戈弗雷·萨克斯（John Godfrey Saxe）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部分正确，但加在一起就是错的！”同理，跨行业团队的成员往往陷入意见不合的漩涡，令他们倍感困惑、心力交瘁，意识不到自己有限视野之外的价值所在。领导者需要做的，就是让多元的团队成员能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并有效分享自己的洞见。

为了发现跨行业团队领导者或成或败的原因。我和同事对超过12个成败不一的跨行业创新项目进行了研究，包括创造新城市、重塑芒果供应链，以及设计建造两座前沿建筑。有些项目十分成功，有些则不成功。

其中一大引人注目的成就，是诺娜湖医学城（Lake Nona Medical City）项目。该项目启动于1999年，愿景激动人心：将佛罗里达中部7000英亩的未开发土地改造成生机勃勃的医疗创新可持续城市。该城市以650英亩的研发园区（拥有LEED国际绿色建筑认证的科研楼）为经济支柱，还包括一座崭新的医学院和一所新的退伍军人医院。城市的其他特色还包括：节能的住宅、LED街灯、商店、饭馆以及周围社区的种种节能设施。科学家、医生、商人和技术专家将齐聚诺娜湖畔，从事并创造新工作，居住在依托最新科技的住宅中，投身从基础科学到提供医疗服务的全面创新活动。

这个雄心勃勃计划的开发商是国际私人投资公司Tavistock Group。为了落实极其紧张的时间表（10年之内完成），Tavistock公司创立了名为诺娜湖研究院的自治组织，来管理技术和人际间的种种挑战：城市规划者、建筑师、房地产开发商、教育界领导、政府官员、医疗机构和企业伙伴都涉及其中。今天诺娜湖项目已经竣工并投入运营，拥有几百户居民、人口在不断增加，还有一座研发中心也蓬勃发展——锚机钩（anchor institution：指大学和医院等具有使命，通过投资或顾客、雇主等关系，立足于当地社区的机构——译者注
 ）之间进行跨行业合作的地点。今年还有10个项目在进行中。

诺娜湖研究院如何实现目标？和我们研究过的所有成功项目类似，该计划以4大关键实践为指导：构建灵活愿景；增强心理安全感；促进专业知识分享以及推进“以执行为学习”。这些实践较为宏观，可能对任何研究团队的人而言都不陌生，但其在跨行业场景中的应用具有特殊的挑战和解决之道，之后我们会进行详述。

尽管我们按顺序介绍这些实践，但现实中它们并非相互孤立，不是先执行再完成的活动，而是随着实施不断进化，不断互相优化，前一步的经验被应用于下一步。例如，从项目执行中学习通常会导致对最初愿景的调整。现在让我们逐一来看这4种实践。



1.构建灵活愿景

项目领导者很清楚，振奋人心的愿景能激励团队成员努力工作与合作。按照传统观点，愿景应坚定不移，让员工倍受鼓舞，确保员工不会偏离方向。如果团队的目标总在变动，人心涣散，成员就会变得自私自利、意志消沉。具有明确业绩目标的稳定长期团队，受影响尤为严重。但在跨行业组建团队时，创新项目往往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设计愿景时必须特意留出改进空间，原因有三。第一，团队的能力通常在一开始没有确定，随着所有成员的专长被整合到一起，新的可能性会成为重点。第二，可调整的愿景让多元化的项目参与者从一开始就能塑造愿景，并随工作展开对其施加影响，这两点对保持成员高度参与至关重要。最后，随着新项目的开展，终端用户的需求还可能生变。

此种情况下，领导者面临特别挑战，必须精心管理明确的目标和可能改变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必须对项目的潜在价值观稔熟于心，然后向团队成员解释清楚，征集他们的意见，并鼓励大家调整愿景。


让项目价值观显而易见。
 尽管项目愿景可能改变，但愿景背后的价值观，即支撑愿景的原则，则是不变的基石。在我们研究的项目中，成功的领导者不遗余力向参与者传达完成目标的重要性，通常从个人、社会或环境价值观等角度进行阐述，以及攸关成败的风险。以2010年对33名智利被困矿工的救援为例， 在痛苦不堪的70天里，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专家通力合作，解决技术带来的艰巨挑战。团队领导者最初阐明的目标是：让矿工活着回家，但也明确留有空间，如形势所迫，目标则转变为：将矿工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人。尽管项目愿景留出了转变余地，但支撑该项目的价值观：责任感、同理心和大胆创新，则从未改变。尽管成功的希望随时间一点点流逝，但救援小组领导安德烈·苏加瑞（André Sougarret）始终在强调小组的目标——拯救生命，同时也让组员做好应对新目标的两手准备，两者同等重要。

如果不能让团队做好准备适应愿景变化，以及无法利用共享价值观促进变化发生，由此导致的风险显而易见。初创软件公司Living PlanIT的经验就是明证。该公司在葡萄牙有一个为期5年的智慧城市项目。Living PlanIT 的凝聚力源于公司成立之初的愿景。对来自软件开发、房地产开发到市政府的各行业参与者而言，一座闪闪发光的高科技绿色实验城足以令人干劲十足。正是因为热爱该项目的技术创新和带来全新可能大胆实践的独特组合，他们聚在一起，求同存异，具有了共同的身份。

但随着时间推移，对总计划达成共识的复杂性日益凸显，更不要说创造一座城市了。随着项目领导者对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的情况了解越来越深入，愿景发生了变化。而新的愿景——开发和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智慧城市软件，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尽管新目标可能同样激动人心，但领导层没有让团队成员做好准备，也没有说清楚新目标和项目价值观之间的联系。由于缺乏对于使命改变原因以及如何改变的明确讨论，参与者之间产生了嫌隙。如果能够提醒团队成员项目蕴涵的潜在价值观——倡导可持续性，都市宜居性和创新，就可能重聚涣散的人心。但该团队却分裂为支持新目标和坚守老目标的两派。


鼓励献言、倡导改变。
 如Living PlanIT的例子所示，鼓励来自不同行业的团队成员参与制定和修改项目的愿景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领导者应该拿出诚意，让所有的参与者必须献言献策。

诺娜湖医学城项目的领导者则开始与潜在合作伙伴明确沟通项目愿景。领导者不会给出每名成员参与的具体计划，而是进行对话，探讨各种可能性，以及不同合作方如何丰富并调整愿景。参与者的讨论越深入，愿景的改进就越充分。例如，今天诺娜湖愿景的关键元素之一：包括在居民社区的大规模健康研究，就是在强生公司参与项目之后，在合作伙伴间激起的相关讨论中产生的。

同理，领导者仅仅让参与者对变化做好准备并积极迎接变化，还远远不够。在任何不确定且充满风险的项目中，尤其是当人们来自不同的组织文化、拥有迥异的专业技能时，变化会令人困惑。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改变是积极的，就会有人开始指指点点。因此，领导者须充分解释清楚变化背后的逻辑，应允许对变化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然后积极接纳和支持变化。在诺娜湖参与者提议进行居民健康研究后，研究院和Tavistock公司领导者积极支持计划，进行研究。



2.增强心理安全感

营造令人们感到“安全”的团队氛围，让他们能主动说出疯狂的想法，承认错误，公开表达反对意见而不必担心遭遇嘲笑或惩罚。为了营建让人们能开诚布公的氛围，领导者往往要在行动上率先垂范：表现出好奇心，承认不确定性以及自己也会犯错。这些和其他增强心理安全感的策略对于跨行业创新团队尤为重要，原因如下。第一，人们通常不愿意在其他领域的专家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某领域中显而易见的常识，对其他领域的人们而言可能玄之又玄，这就增加了合理问题变成蠢问题的几率。

第二，团队成员可能对来自其他领域的同事有成见，因此不便直接提出问题。例如一家软件初创公司成员觉得他们在房地产行业的同事守旧且贪婪；而房地产行业的同事则觉得软件公司的人浮躁且不脚踏实地。文化差异让双方很难敞开交流。人们很少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或是满怀好奇彼此接近，往往会受固有印象束缚。

为了防止对过失的焦虑以及增强好奇心，成功项目的领导者会强调工作的全新性质，阐明保护性法律语境，并能把团队多元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文化转变为丰富资源，从中挖掘价值。


承认实验。
 在开展工作前，承认工作具有的实验性质，能在人际交流和技术层面让团队对承担风险做好准备。这点十分重要。当人们理解了背景状况，就更容易抱着开放、好奇的心态接近合作者，而且不会太过担心在社交上犯错或自曝其短。当IT服务巨头富士通（Fujitsu）发现“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指以DIY代替购买产品和终端用户创新趋势）”这一潜在新市场时，就与创客空间TechShop（为个人提供使用专业工具、软件和其他素材的连锁创客空间）展开合作。项目领导者请团队成员对合作机会展开畅想，收获了很多合作方无法单独完成的构思。然后他们强调，参与者实验的成功标准是创新性和潜力，而非立竿见影的商业成果。如此一来，团队成员拥有了创新思考和试错的权力，主动挑战了很多颇具风险的想法，比如将设计和原型测试技术带到学校里的移动创客空间。最终项目研发出了成果——TechShop Inside！，24英尺长的房车，其中配备有富士通电脑工具，具有3-D打印、激光切割、CAD设计和焊接等功能。TechShop Inside！如今在旧金山湾区的各大高校间巡游，助力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事业。


减少法规忧虑。
 为构建安全环境，有时有必要澄清项目的法律背景。我们研究的跨行业案例之一，是欧特克（Autodesk）位于波士顿总部的建设。这一先进的LEED认证建筑项目是典型的多元参与者通力合作产物，涉及建筑师、总承包商、建筑工程师、可持续顾问等等。为了让参与者的兴趣保持一致，并从开始就能通力合作，欧特克利用了“集成项目交付（IPD，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办法。IPD是所有共担项目风险和共享利益各方间的合约协议，与加剧行业间紧张关系（尤其是设计方和建筑方）的行业规范形成了鲜明对比。IPD协议规定，尽管隶属于不同雇主，但项目参与者需要像一支队伍一样团结协作，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欧特克项目合作方把IPD作为成功的重要助力。尤其是该合约禁止发起诉讼（玩忽职守除外），彻底改变了局面。由于建筑工程中错误的高昂成本，跨行业参与者之间互相指责甚至闹上法庭，都是家常便饭。因为有了IPD合约，参与各方必须找到互信方式，将对方视作富有创意的伙伴，而非潜在的诉讼当事人——团队领导者也强调了这种心态。富士通经过很多教训，才懂得须提前营造友好法律环境的重要价值。先前富士通的创新计划被公司律师终止，因为律师担心会对公司知识产权造成潜在危害。有了前车之鉴，富士通的管理者与法务部门提前合作，设计出既鼓励知识分享，又保护知识产权的合作条款，第二次尝试才获得成功。


鼓励社交联系。
 在行业间互信程度偏低的项目中，新的创新团队开始合作时信任值往往为负。这就是领导者为何要明确地将参与者多元的专业技能作为解决方案的来源，而非矛盾之源。韩国一项名为“新松岛”的1500英亩都市绿地项目，采用了“专家研讨会（charrette）”的合作流程。该流程在创新设计项目中的应用日益广泛。60名建筑师、工程师、规划师和环境专家从一开始就整合他们的专业知识。为鼓励社交联系，持续一周的专家研讨会从晚餐和非正式社交活动开始，然后才进入正式报告环节。随着研讨会的深入，专家开始做简单的技术报告，客户讨论项目的目标和挑战。讨论过程中，其他所需的专业经验逐渐浮出水面。在接下来的头脑风暴环节中，创新想法不断涌现，承诺和互信也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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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知识分享

对专家而言，源于对某行业深入理解的洞见显而易见，因此他们不觉得需要对其思考过程作出解释。这就容易造成误解和矛盾。项目领导者应坚持让参与成员分享他们的思考过程，并帮助他们做到。当然通过主持会议确保大家都能理解清楚，需要花很多时间，看似可能有点浪费。而更诱人的选择是：直接开始工作，默认每个团队都会各司其职项目就会成功。但预先投资跨领域学习能够防患未然——避免从拖延这样的小事到严重失败等大事。

如同新松岛专家研讨会所示，知识分享从项目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成员间也开始建立联系。但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也不是单纯的机械过程，比如定期安排例会和提供数字平台等交流工具。领导者还必须让团队紧密团结在专业价值周围，并鼓励面对面互动。


强调职业价值观。
 如我们所讨论，阐明项目价值观对形成凝聚力举足轻重，这能让跨行业团队平稳过渡到不同目标。类似地，跨行业项目领导者必须清晰呈现描述不同学科的职业价值观并找到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共性。

例如，建筑商通常十分看重可靠性和“一步到位”；软件开发者则重视实验和问世速度。我的研究表明，这种冲突的职业价值观会危及跨行业项目，看看Living PlanIT发生的一切就知道了。因为领导层没能清晰地凸显行业价值观，来自不同行业团队的参与者发现，自己在和同伴因项目进展缓慢而互相指责。软件工程师为政府官员和建筑商规避风险的行为而扼腕；而房地产商和建筑商则紧盯工程师不现实的时间计划，等等。

暴露截然不同的职业价值观是很重要的起点，但进一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差异构建成团队强项或优势的来源。如建筑工程师与软件开发商同时一起探索可能兼得实验和可靠性的方法，就能激发知识分享，并增进彼此理解。


必须面对面互动。
 在自行其是的情况下，多数人会向同行靠拢。一位房地产财务专员不会自然而然坐下和软件开发工程师分享洞察。当地理、语言和国界上有隔阂时，这种联系就更难建立。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之一，是鼓励团队成员间面对面地互动。2008年惊艳北京奥运会的半透明膜建筑游泳和跳水场馆“水立方”，就是这种跨界交流的例证。

水立方项目组由来自不同大洲的企业联合组成（包括悉尼的国际工程集团奥雅纳和PTW Architects以及上海的中建国际），最终因建筑、美学和环保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获得嘉奖。当时为缩短（专业及其他方面上的）差距，几大公司让来自不同工作地点的双语专家同地办公。这种方式保证了面对面交流时间，克服了语言障碍，缩小了澳中专业人员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例如，某次头脑风暴会议目的是寻找声学办法，解决水立方大面积玻璃结构反弹声音的问题。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跨学科（材料学、建筑学、消防安全和声学）团队研究出方法，使用了之前从未应用于大型建筑项目的航天工业材料。

类似地，欧特克项目的领导者使用同地办公来帮助建立联系和促进知识分享——和设计与建筑专业人员之间通常存在的对抗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设计过程中，一位建筑经理搬到了设计办公室里；在建设过程中，一位建筑师搬到了建筑现场。拉近的距离帮助人们理解了彼此的挑战，以及他们解决方案背后的逻辑。正如一位建筑师所说：“同地办公让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开始能以他人视角看待问题。”



4.鼓励“以执行为学习”

在处理任何复杂项目时，人们很容易倾向于以“蓝图式”的方法进行项目管理。因为当任务和相互关系有明确定义时，这种方法相当奏效。即使是相当复杂的项目，如果现有团队跨越的领域相对熟悉，蓝图式方法也能奏效。但如果跨行业创新项目使用这种方法，就会自取灭亡，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蓝图”。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秀的领导者倡导“以执行为学习”的心态，能使实验增值。


测试和学习。
 让我们来看Haiti Hope计划，其目标是改善海地种植芒果农民的商业实践和收入。来自非营利组织TechnoServe的项目领导者让农业、经济发展、财务、营销和供应链管理等各方专家齐聚一堂。他们一起为当地芒果果农合作社制定了传播新农业实践和商业方法的战略。然而随着项目开展，显然合作社领导班子（类似工会）相比培训果农而言，对获得补助款更感兴趣。Haiti Hope作为中介，改善了出口交易结果，但合作社不愿把利润分给果农。

基于这个战略测试的教训，项目领导者发明了一种名为“生产者商业小组（PBG）”的全新体系。PBG与合作社没有联系。为了避免之前与合作社产生的问题，项目领导者与果农密切合作，限制每个PBG的规模，并创建了可以提高参与度和减少腐败的共享治理结构。很快，超过10％的海地果农加入了PBG，测试该新体系，对收入、利润、产品质量和出口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正如Haiti Hope计划所示，在过程中的某些节点上，诸如利用更佳商业途径减贫等大目标必须要通过小行动实现，比如为个人提供实际商业培训。实验必须有具体针对且经过深思熟虑，以便获得洞察，了解在陌生领域什么措施能奏效。


欢迎“可论证的”变化。
 任何跨行业项目都会遇到范围变化。在欧特克总部项目中，副总裁费尔·伯恩斯坦（Phil Bernstein）本人就是一名建筑师，他用类型学方法分析这一问题：可避免的、不可预见的和可论证的（变化）。可避免范围变化的原因是分享不足或计划不周；不可预见的变化是随项目展开，有了更多了解后产生的新需求。可论证的变化也是新变化，源于意料之外出现，有待辩论的新偏好。

欧特克项目遇到了大量不可预见的变化，和一个可论证的主要变化。在设计和建造快要完工时，项目参与者在伯恩斯坦带领下，对他们创造的结果进行反思。项目看起来不错，也可行，但还是缺了点什么。为了寻找“火花”，跨行业团队花了5天时间进行头脑风暴，并重思建筑概念，最终发现，问题出在风格夸张的中厅和中央楼梯上。该设计在纸上很吸引人，但可能会使成本更高昂。一面是成本，一面是美学，孰重孰轻让团队左右为难。然后团队决定对该项目进行3D建模，这在当时是全新的技术，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对新空间有了“走心”体验，从360度对其进行审视。3D模型建好后，人们利用虚拟现实体验了该设计，每个人都同意，该设计物有所值，随即全体通过了决定。

尽管设计和建筑项目总是涉及多个行业，但上述的实时、面对面团队合作极其少见。正因如此，测试和学习的方法通常冗繁且耗时。但根据伯恩斯坦介绍，如果没有跨行业团队合作，耗时5天的重新设计工作可能会拖至5周。最终，新总部提前一个月竣工，而且没有超出（新）预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欧特克的员工都喜欢这幢新的办公建筑。

诸如发展智慧绿色的宜居城市这样的大胆创新，绝非公司或行业单打独斗可以达成。但即便是执行更小一些的项目，领导者们也越来越觉得他们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十分复杂，跨行业团队合作对创新十分必要。为在这样的世界上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艰难地保持平衡：让视野超然于自身行业以外，让可能成为对手的、具有独特行业思维的专家参与进来。他们必须灵活、开放，既要虚心也要有决心。这样的领导方式无疑极富挑战，但确实是能够学会的技巧。随着跨行业合作成为常态，这样的领导技巧绝不容任何领导者公司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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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埃德蒙森是哈佛商学院领导力和管理学Novartis荣誉教授。她还是《构建未来：团队协作大胆创新》（Building the Future: Big Teaming for Audacious Innovation
 ，Berrett-Koehler出版社，2016）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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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普遍会遇到一个难题：接管前任留下的团队。他们对该团队成员一无所知，也很难在短期内迅速进行成员大换血。如何在实行转型的同时提升绩效，直接考验着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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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多数团建的理论都假设你可以择优挑选成员，并从团队成立第一天起就设定方向和基调。但领导者往往没有这种待遇；他们必须接管前任的团队。




需要


领导者接管并改革团队时，在如何实行转型并提升绩效的问题上需要指导。




有效方法


本文提供的行之有效的模型分3步：首先评估团队中既有成员和团体动力。之后根据你面临的商业挑战，改变人员结构、目标和方向感、运营模式和行为。最后，取得初步成果，使团队加快发展。






当
 大卫·本奈特（本文中所有名字皆为化名）接管某大型医疗设备公司增长最快的部门时，他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公司去年推出的两款产品拉动了销售额，但数字仍低于预期，因为多种迹象表明，市场潜力仍然很大。

公司未来有赖于这两款产品的成功，其中一款产品是将支架植入堵塞动脉的工具，另一款是稳定心律的电子植入物。所以公司面临极大的长期风险，而且团队并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关于错失良机和暗示文化有问题的流言已经传到了高层管理者的耳中。

在这些因素促使下，公司决定聘请外部人员，撤换部门执行副总裁，而大卫正好符合要求。他曾立下赫赫战功：为一家竞争对手公司盘活一个事业部，并加快另一事业部的发展。但他走马上任后，面临一个新领导普遍会遇到的挑战：无法亲自挑选与自己共事的人。他接管了前任留下的团队——而正是这个团队造成了大卫亟待解决的困局。

的确，多数新上任的领导者一开始都不了解其团队，不能为业务发展或转型立即起用新人。有时他们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力或资源，或企业文化不允许他们迅速对现有员工大换血。在短期内对公司运营起关键作用的人往往是现有团队成员，而非适合带领公司走向未来的人。

以上因素都说明，弄清如何与新接管的团队有效合作有多重要。这一过程像修理飞行中的飞机一样，你要不停作出权衡。你不能在修理时关闭飞机引擎，否则会造成坠机。你须保持稳定，同时向前推进。

帮助领导者建立新团队的理论有很多，比如布鲁斯·塔克曼（Bruce Tuckman）在1965年创建的著名团队发展阶段模型，即“组建期－激荡期－规范期－执行期”（forming, storming, norming, and performing）。根据塔克曼的理论和近期出现的相似模型，在正确干预下，团队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速度会加快。问题在于，这些模型适用于领导者创建的团队——他们从一开始就能仔细甄选成员并指定方向。但我在帮助领导者进行重大转型时发现，多数人都像大卫一样，需要一套接管并改革既有团队的理论，而本文则提供了这样的思路。

首先，领导者必须在接管团队后对人力资本和团体动力进行评估，了解清楚团队现状。之后，领导者必须根据需要改造团队——从全新视角审视团队成员、目标感和方向、运营模式和行为模式。最后，他们要发掘取得初步成果的机会，同时制定计划巩固成果，从而加快团队发展并提高绩效。



第一步：评估团队

你在领导一个新团队时，必须快速确定是否由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来推动组织前进。从第一天开始，团队就对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提出诸多要求，而且要求还会越来越多，所以高效的团队评估就是关键。

系统化也十分重要。虽然多数领导者在职业生涯中接管并评估过很多团队，但很少人仔细考虑过他们对员工有什么期望。他们凭借经验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仅适用于自己熟悉的情况，用于其他情况时会问题百出。为什么呢？因为高效团队成员的特点在不同情况下差别极大。

如果你把标准说清楚，评估就会既快又准。你的团队成员要有什么特质才能应对当前挑战？团队中多元化或互补性的技能有多重要？你认为，作为领导，你能培养出什么特质？比如你也许能提高成员参与度和专注力，却不能提升其可信度。（见《你在寻找何种人才特质？》
 ）

你对团队成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现状。在转型过程中，你寻找的是对公司了如指掌的人才，因为在业务趋于稳定前，你没有时间专注于技能培养。但如果你正努力维持团队的成功，也许培养高潜力人才算是合理的策略，而且时间也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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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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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团队成员的期望也取决于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该成员的职责有多重要。评估职责重要的员工时，你要带着紧迫感并采用更高标准。大卫·本奈特手下有两个职责都很重要的销售主管——他们所在小组负责向心脏病专家推销新产品。他们必须与意见领袖就产品功效进行有效沟通。HR主管的作用也很重要——如果销售和市场部中层员工出现严重问题，必须尽快加以纠正。但公关主管的职责并不关键；通过审核他的工作并与其同事聊天，大卫得知，这位主管的创新意识可以再强一些，但还是决定暂时不调动他的岗位。

另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你的下属要在哪些项目上进行何种程度的紧密合作？问你自己：“我监管的员工必须紧密合作，还是独立办公也可以？答案能助你判断是否有必要加强团队合作。以通常向公司财务总监汇报的税务、现金管理和并购分析主管为例。他们在独立、高效运营各自部门的同时，还要组成一个高绩效小组。但要将这个小组转化成团队，不能采用构建共同愿景、绩效目标和指标的传统方法，这些只会让成员更困惑，因为他们之间很少或者说没有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和管理应较多关注个人业绩，较少关注合作能力。但大卫的团队中，高管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很高。比如，销售、市场和公关副总裁须展开紧密合作，改进并执行两款产品的市场战略。所以他必须衡量团队成员的关系和协作能力。

为进行有效评估，你既要安排一对一会谈，也要组织团队会议，同时收集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团队的同事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信息。（
见《一对一评估法》

 ）你还要查看团队成员的个人履历和绩效评估。大卫认为以上评估结果并没有表明团队正面临重大风险，但他清楚，团队表现不尽如人意。通过开会，他确定了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大卫很快便发觉自己面临两个至关重要的人事问题。一个问题与外科产品销售副总裁卡洛斯有关。卡洛斯在公司任职时间最长，似乎与CEO关系紧密。但他的新外科产品销售业绩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他的同级和直接下属称其管理方式过于关注细节，削弱了团队士气，并凸显出他与其他成员之间缺乏协作。例如，他会隐瞒可能对介入医疗产品销售组和营销人员有用的信息，破坏团队协作。

另一问题与人力资源副总裁亨利有关。他擅长处理招聘、绩效管理和薪酬福利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可靠的HR主管。但他不太适合处理高增长环境下的需求。大卫审核了亨利在人才评估和接班人计划方面的工作，认为他顶多能得B。

大卫完成评估后，决定留下多数团队成员——这些人在公司工作的时间从5年到25年以上不等。但他知道，成员的态度还须调整，特别是不同职能的员工之间缺乏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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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评估法


早期一对一会谈是评估新团队成员的重要工具。会议内容视情况而定，可以是非正式讨论、正式审核或两者都包括，但都要用标准方法进行会谈。





准备。
 审核现有人事档案、绩效数据和考核结果。了解每个成员的技能，这样你就可以评估他在团队、所属职能部门或小组中的表现。观察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他们的关系友好且富有成效吗，还是紧张的竞争关系？告诉每个成员，你将以会议形式评估整体团队和个体成员。




创建会谈模版。
 问所有人同样的问题，观察他们的观点有何不同。比如，我们的既有战略优势和不足是什么？我们短期内最大的挑战和机会是什么？中期内呢？我们能更高效地利用什么资源？我们怎么改进团队协作方式？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




寻找言语和非言语线索。
 留意人们说出口的信息和没说出口的信息。他们是主动提供信息，还是你要设法打探？他们会为错误承担责任、找借口，还是指责别人？你还要找出他们言语与肢体语言的不一致之处。这些不匹配的地方都说明管理中存在不诚实或不信任问题，而不管是哪种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你还要注意那些能够引发强烈情绪的话题。敏感话题告诉你什么能激励成员，以及做何改变能激发成员的活力。




总结并分享你的心得。
 与每个人都面谈后，你就可以和团队讨论你的发现了。这表明你正在快速熟悉这个团队。你给成员反馈时，如果强调不同观点的重要性并提出敏感话题，就有机会在适度压力的情况下观察团队。察看成员的反应也许能让你洞见团队文化和成员间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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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改造团队

下一步是后期评价，旨在在组织的文化框架、领导者任期和可用人才范围内，改造团队。新领导希望员工最终能表现出高绩效行为，如乐于分享信息、迅速确定并处理冲突、另辟蹊径解决问题、互相支持以及作出决定后保证贯彻实施。要鼓励以上行为，领导者须聚焦4大因素：团队构成、对共同愿景的认同感、运营模式、对新规则与新期望的整合。


团队构成。
 改造团队最明显的方式是，换下业绩不佳和能力不符合当前工作要求的成员。但进行员工换血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都很困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领导者必须与自己接管的团队合作。即使领导者能引进新人换掉老臣，替换过程也会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除非公司面临严峻挑战，比如职责重要的员工能力明显不足，或者有些动机不纯的人影响到企业运营，否则无须在最初的几个月内就开始换血。

你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改变团队构成，比如等待员工正常离职，留出空间给你想要招纳的人才。这样做通常需要时间，但你可以通过暗示对更高绩效的期望来激励无所事事的成员选择其他职位，从而加快人才流动，空出位置。如果某些团队成员很有价值，但并不适合留在本团队，你也可以留意组织内其他部门的职位，也许会比较适合这些人。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或其他资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培养高潜能人才承担新职责。若没有这些条件，你可能要调整个人职责，让员工的工作内容与能力更匹配。这个方法能有效改造团队，却未受到足够重视——你要调整现有岗位职责范围，让员工互换工作，或通过重新划分职务来创建新职位。以上策略都能使对工作已经麻木的员工重新焕发活力，但几乎没有领导者想要尝试用不同方式分派工作。

为改变所在团队的构成，大卫综合使用了上述方法。他认为外科产品销售副总裁卡洛斯降低了团队工作效率，必须离开公司。大卫在咨询了高管和HR总监之后，给了卡洛斯一笔丰厚的提前退休金，并取消其职位。大卫还重组了销售团队，只由一名副总裁监管，而这个人就是卡洛斯在介入医疗产品销售组的平级洛伊斯。为帮助洛伊斯承担更大的职务，大卫让HR为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包含高管教练的领导力发展计划。

大卫作出的人事调整还包括为人力资源副总裁亨利物色公司内的其他职位。幸好公司薪酬福利组有一个空缺适合亨利，而由于在大卫的部门肩负巨大压力，亨利正觉得疲惫不堪，所以欣然接受了新职务。于是大卫有机会寻找一位具备人才规划、招聘和开发能力的新副总裁，来提高销售和营销部门基层员工的水平。


认同感。
 你还须确保，团队中每个人都有清晰的目标感和方向感。有的团队须调整方向，有的团队方向大致上是正确的，但成员不能团结一致。要让成员认同同一方向，团队必须在以下4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将实现什么？
 你可以在使命、目标和关键指标中作具体阐释。


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
 在这里列出公司愿景宣言和激励政策。


我们怎样做？
 这包括定义团队战略（要与组织战略挂钩）并拟定执行计划和活动。


谁来做？
 团队成员的职务和责任必须能支持以上目标和策略。

总的来说，领导者更愿意从认同感方面改造团队，因为有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流程。但他们往往会在“为什么”的问题上犯错。如果团队缺乏清晰、有吸引力、能够激励员工的愿景，而且如果成员没有动力，可能就不会向正确的方向奋力前行。仅凭薪酬福利激励成员远远不够。你须提供一系列奖励，包括有趣的工作、地位和上升空间。

改进激励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困难重重，原因如下：你往往很难断定是否有一些隐性激励（如为其他团队工作获得的利益）妨碍到你的激励政策实施。此外，你可能在一些特定奖励（比如薪酬）上影响力有限。

大卫在一对一会谈和小组讨论中发现，员工对目标、指标和激励政策的认同感没有达到公司要求的高度。特别是两组销售人员没有帮助彼此的意愿，而且两款产品的营销团队缺乏资源，只能用非正常手段争夺现有经费。

为了让团队成员为同一目标奋斗，大卫与他们共同制定了一整套可以定期查看的指标。他还将绩效标准提高到执行委员会期望的水准，使团队和公司其他部门保持统一。在业务规划过程中，大卫责成团队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还处理了导致两支销售队伍冲突不断的激励政策不统一问题。现在，部门已经整合，他和洛伊斯以地理位置为基准重组销售队伍，让每个销售人员同时代理两款新产品并按绩效给予他们相应奖励。


运营模式。
 改造团队还要反思成员合作共事的方式和时间。这可能包括增加或减少“核心”成员的数量，创建小团队，调整会议类型、频率和开会方式，并为后续跟进设计新流程。

以上改革是提升团队绩效的有力杠杆。但很多新领导不是以前任的方式继续运营，就是仅对过去的模式作出微小调整。你对团队运营模式的思考要更富创意，还要找出当前工作流程（如公司业务规划和预算流程）的限制因素，接下来问自己：团队如何在受约束的情况下更高产、高效地运营。此外，你还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创建正式或非正式的小团队来加强成员之间的协作，以及一些特定活动是否应得到更多关注。这有助于你设定对整个团队和所有小团队都有效的会议节奏。

大卫在确定销售、营销和公关部门之间关键的依存关系后，从这些职能部门中挑选一些领导者，组成一个小团队。为了让团队投入更多注意力并更快获取他们的反馈，他决定每周与他们会谈，而全组会议每两个月才召开一次，用来作信息分享和战略议题讨论。新组建的小团队负责监管两款产品市场战略的改进和执行——这正是大卫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由跨部门团队（包括销售、营销和公关部门主管的直接下属）完成。精简流程、增加协作、加快反应时间，再加上重组销售队伍、增加营销团队经费，使销售额迅速增长。

反思会议频率和议程有助于你进一步了解领导团队普遍使用的3种会议类型——战略型、运营型和学习型，促使你合理分配用于不同会议类型的时间。战略型会议关乎于你需要作出的最重大决定，比如商业模式、愿景、战略和组织配置等。团队不太经常举行须进行深度讨论的战略型会议。运营型会议要求成员回顾曾作出的预测并衡量短期绩效，之后根据结果调整活动和计划。这类会议通常比战略型会议短，而且更频繁。学习型会议聚焦于团队建设，召开的时间视需求而定，往往出现在危机之后或处理新问题时。

当团队试图将所有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定期会议中时，来自运营方面的压力会侵占战略和学习型讨论的空间。防止这一问题你须统筹所有类型的会议并安排不同类型会议的例会时间。最好的做法通常是，先设定运营型会议的节奏，确定会议的频率和与会者。接下来你还有大量讨论时间，可以安排不常召开的战略型例会的时间。最后，你要明确在什么事件后，团队会召开临时的学习型会议。你召开这类会议的契机可能在某个重大事件后，如竞争产品进入市场，或公司出现类似产品回收的重大内部失误。


整合。
 改造团队须关注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整合。这包括为巩固和维持理想行为建立基本原则和流程，并以此作为团队成员学习的标杆。当然，团队的构成、认同感和运营模式也会影响到成员的行为。但聚焦于这些因素还不够，尤其是在领导者接管的团队内部关系紧张的时候。这时候你须做一些修补工作：改进危害性极强的行为模式并加强共同目标感。

大卫的团队就采取了以上做法。市场营销和销售副总裁明争暗斗，再加上大卫前任领导者没能限制卡洛斯的不良行为并保住资源，导致成员信任感渐失。大卫重组销售队伍后，给团队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个果决、直言不讳的领导者，和前任截然不同。他还因精简人员并为营销部门争取到经费，赢得团队成员的尊重。于是大卫迎来了重建信任的有利时机。考虑到他担任职务已经有一段时间，还赢得了团队成员的信任，现在他可以更精准、深入地考查团体动力。这次独立且专业的评估流程是匿名调查团队成员，随后就与团队信任感有关的关键问题展开采访：

• 确信所有团队成员都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 信息分享透明化

• 相信认真工作会得到尊重

• 表述不同观点时有心理安全感，不害怕被小看、批评或惩罚

• 相信秘密不会被泄漏

• 达成一致后齐心协力执行决定

评估显示，不够透明、缺乏心理安全感和不齐心协力是破坏团队信任感的最关键因素。为通知成员评估结果，大卫带领所有人外出开会。他指出，如果信任问题不解决，团队就永远不能成功。他还分享了自己找出的结构性诱因（激励政策不统一、经费不足、卡洛斯的影响）和现已实施的补救措施。最重要的是，他还表示对本部门成为高绩效团队充满信心，并承诺自己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大卫接下来阐释了改善团体动力的流程。首先，所有人就一些行为准则达成一致，如分享信息、以礼待人，以及一旦作出决定，就要在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团队之后着手提高决策透明度。大卫表示，以后在做任何决定时，都会开诚布公地说明是由他独自决定，还是部分小组成员讨论，或者征求全体同意。

外出会议结束后，大卫从自己开始，专注“落实”以上新准则和流程。他还努力倡导理想行为，比如看到没有建设性的行为出现时，他会立即制止——或在团队会议中警告，或在私人谈话中责令对方改正。积习难除，改革耗费了一段时间，但团体动力确实得到改善。

新HR副总裁加入团队后，大卫认真回顾了上述准则和流程。每次团队成员或使命发生变动时，都要回顾和巩固行为准则，这应当是一项标准流程。定期回顾（季度或半年度）团队运营状况和准则实行情况，对团队也大有裨益。



第三步：加快团队发展

领导者应基于评估和改造工作，用一些初步成果鼓励团队成员。大卫根据经验得知，这样做会增强成员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并增加新规则和流程的价值。他和团队先设定未来3个月极具挑战性的销售目标，接下来着手实施。他们明确工作职责并指定负责人，确定哪些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至关重要，为建立关系分配工作，并策划将成果与组织中其他人分享的信息和方式。最终，他们获利远超原定目标。

团队取得一定成功后，成果会继续扩大，最终形成成功与自信的良性循环。大卫上任一年后，销售增长远超既定目标。实际上，预测的数字已经颇具野心，但还被修改了3次以上。执行委员会当然为团队的进步感到欣慰，而大卫也得以保住更多资源，扩大销售队伍，并打破薪酬限制，雇用杰出人才。团队的增长轨迹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一直延伸，直到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给他们带来挑战。但那时，大卫的团队已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准备好推出自己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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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沃特金斯是创世纪顾问公司（Genesis Advisers）主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教授，著有《最初的90天》（增订版）（the first 90 Days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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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团队更多元化、更分散、更数字化和更多变（4D），但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基本原则——激发兴趣的方向、强大的团队结构、支持性环境和共同的思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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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团队的多样化、分散性、数字化依赖程度和多变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特质让合作变得异常困难。




分析


组织行为学先锋理查德·哈克曼教授提出了影响团队效力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最新研究发现，提出管理者应当努力创造条件，让团队取得成功。




解决方案


适宜的条件是：

• 激发兴趣的方向

• 强大的团队结构

• 支持性环境

• 共同的思维倾向

这些方面的不足会导致团队合作容易出现问题。






如
 今的团队和过去相比，更加多元化（diverse）、地理位置更分散（dispersed）、合作的数字化程度更高（digital）、更充满变数（dynamic，成员频繁更换），我们称之为4D团队。但是当团队遇到新阻碍时，能否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合作的基本原则。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哈克曼（J. Richard Hackman）发现了高效团队合作的基本原则。理查德是组织行为学先驱，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研究团队。经过40多年的研究，他取得了突破性发现：团队合作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并非成员性格、态度或行事风格，而是取决于某些“诱发条件”。本文作者在研究中（
见《关于本研究》

 ）发现，哈克曼的三个条件——激发兴趣的方向、强大的团队结构和支持性环境——对今天的团队成功仍然至关重要，并且比以前更须格外关注。但是我们也发现，现代团队最易受到两个问题的困扰：“我们VS他们”的思维模式以及信息缺失。避开这些陷阱须第四个条件：共同的思维倾向。

领导者须牢记：尽管团队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影响成功的主要因素却相对较少。如果管理者了解这些因素，并知道如何正确把握，就能获得巨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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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过去15年间，我们研究了当代各种环境下的团队。我们在全球化机构中进行了9个大型研究项目，对团队领导者以及管理者进行了300多次采访和4200次调研。研究的团队涉及不同项目，包括产品开发、销售、运营、金融、研发和高层管理等，涉及的行业也十分广泛，包括软件、专业服务、制造业、天然资源和消费品。

另外我们为数千名团队领导者和成员进行了针对团队效力的主管培训，并参考了他们的经历。



（返回原文阅读）








诱发条件

我们先来详细探究一下，应当如何为4D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实现高绩效。


激发兴趣的方向。
 团队成功的基础是方向明确，员工的活力也因此而激发出来，知道工作目标并能参与其中。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方向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员工则没有工作动力。目标要有挑战性（普通的目标难以激励员工），但不能让员工望而却步。这些目标还要有影响力，员工在实现目标之后可以得到认可、升职加薪等外部奖励，或者获得内心的满足感和意义感。

在4D团队中，方向特别关键。如果团队成员身在不同的地方，环境不同，就很可能对团队目标有不同意见。我们所研究的一个全球化团队就是如此。大家都同意要服务好客户，但由于地点不同，服务的内涵也不同。挪威的员工认为，服务好客户的要义是为其提供质量绝对顶级的产品，不必考虑价格因素。而在英国的同事则觉得，如果客户只须准确率75%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就是最适合客户的。解决这样的分歧须坦诚沟通，就整个公司的目标达成共识。


强大的团队结构。
 此外，团队必须有适宜的人数和结构，精心设计任务和流程，公司的行为规范要能够打击破坏性行为，鼓励积极的变化。

高绩效团队要在技能上达成平衡。员工不必都具备最优秀的技术和社交技能，但从团队总体上来说这两种技能缺一不可。多样化不仅体现在知识、观念和见解上，还包括年龄、性别和种族构成。这样的团队会更具创意，避免陷入群体迷思。

在这个领域，4D团队通常很有优势。我们针对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同时拥有国际化员工和本地员工的团队将会从中获益。国际化员工是指在多个国家工作生活过的人，会说多种语言。本地员工指在工作所在国家有丰富经验的人。国际化员工拥有的技术知识和技能专长适用于多种情形；本地员工则很了解本地区的政治、文化和风俗，拥有本土知识和见解。世界银行的一个团队由于同时具备这两类员工，成功完成了在西非地区一个城市贫民区的升级计划。本地员工指出，小额信贷计划也许能让当地居民拥有支付能力，购买由该团队提供的清洁用水和卫生服务，国际化员工则分享了他们在其他国家执行类似项目时出现的问题。综合两方面的信息，该团队最终提出了更加可持续的设计方案。

招人当然是确保团队拥有必备技能和多样化的一种方法，但成本也会因此增加。规模较大的团队更容易出现沟通不良、四分五裂和投机取巧的现象（由于责任没能落实到人）。在我们的主管培训项目中，经常有管理者惋惜地表示，当国际化专家加入团队，公司也储备了更多来自不同地区、部门或岗位的人才，团队就逐渐变得臃肿。领导者一定要警惕，若非必要，不要轻易招人。应当将员工数量控制在最精简的范围内。一位管理者告诉我们，每次有人让她招人时，她都会询问这个人能给团队带来什么独特价值；如果当时已经满员，需要解聘哪位在职员工。

分配团队工作时同样要用心。并非每项任务都有创造性或者鼓舞人心，很多工作并无乐趣可言。但领导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调动员工积极性，比如确保该团队负责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从头做到尾，确保团队成员对这项工作有自主权，并能及时收到工作反馈。

在4D团队中，不同地点的员工通常负责不同的工作，这也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的软件设计团队，把大量代码发给印度班加罗尔的同事通宵修改。这种情况常见于利用时差优势，全天候进行项目开发的公司。但在我们调研的一家企业中，这种人员的区域划分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印度的团队成员很难理解代码原理，对整个编程过程缺乏掌控；而班加罗尔的开发人员只有在代码出错的情况下才会收到工作反馈。如果重新分配工作，给予他们对整个模块的掌控权，就能够大幅增加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并提高工作质量、数量以及效率。

破坏性行为也会损害团队成果。我们都遇到过团队成员隐瞒消息、强迫他人、推卸责任、对别人横加指责等问题。团队可以通过构建清晰的行为规范降低此类失职行为出现的可能性——清晰简明地列出员工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例如按时开会，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等）以及一些大家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例如打断他人）。如果团队成员在不同国家、地区或企业文化中工作（因此也许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一致，比如准时的重要性），慢慢渗透这些规范非常重要。而对于流动性大的团队来说，要定期反复阐明这些规范。


支持性环境。
 成就高效团队的第三个条件是获得恰当支持。包括拥有鼓励优秀表现的奖惩机制，为工作提供所需数据和信息，给员工适当的培训和教育，确保工作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等物质资源。没有团队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但如果领导者能在开始时花时间为其提供关键性支持，可以省不少麻烦。

对分散在各地或数字化依赖程度较强的团队来说，创建这种支持性环境尤为困难，因为员工可用资源的差别很大。以吉姆的经历为例，他是通用磨坊公司一个新产品开发团队的经理，团队主要关注墨西哥市场的消费品。吉姆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工作，而团队中几位成员身在墨西哥的全资子公司。由于工期很赶，团队产生了一些摩擦。但是等到吉姆有机会到墨西哥拜访这些员工，才意识到后者的IT条件有多差，资金和人力短缺情况有多严重——特别是和总部员工相比。在那次拜访过后，吉姆的挫败感变为钦佩。他对墨西哥的同事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的成绩表示敬佩，意识到曾经以为的文化冲突其实是由资源的不同导致的。


共同的思维倾向。
 正如哈克曼和同事所展示的，前三个条件为团队成功铺就了道路。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今天的团队须更多的条件。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成员构成多样化，数字化沟通以及流动性大，员工可能会遇到“我们VS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信息缺失的问题。解决之道是在团队成员之间培养共同的思维倾向——团队领导者可以通过打造共同的身份和创造共识来实现这点。

过去的团队构成相对同质化且稳定，大家面对面工作，比较容易拥有类似的思维方式。现在情况变了，团队通常将自己视为独立小集团而非整体的一部分。这是人类的自然反应：我们的大脑会通过认知捷径来理解日益复杂的世界，理解4D团队复杂性的方法之一就是给大家归类。但是我们也倾向于觉得自己的小集团在职能、部门、区域乃至文化方面比其他团体更好。这一习惯往往引起矛盾，也会损害合作。

ITT公司的工程团队经理亚历克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他的工作是为高端无线电通信提供软件解决方案。团队分属得克萨斯州和新泽西州，两组人在看待对方时都戴着怀疑和忧虑的有色眼镜。不同的时区、文化甚至口音都强化了双方的差异，亚历克努力让所有员工在战略、优先级和职责上保持一致。但情况逐渐恶化，以至于有一次团队拜访客户时，来自两个办公室的人选择入住不同的酒店。亚历克为了促进团队的团结，特意邀请所有人出去吃晚饭，结果两组人分别坐在桌子的两端。

信息缺失在4D团队中也很常见。某些员工常常拥有他人没有的重要信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某些专业领域的专家，或者大家所在地不同，有人是新加入这个团队。但信息如果不和大家共享，就没有太大价值。毕竟信息共享是团队高效合作的基石。它让团队有了参照系，能够正确理解情势和决策，更好地理解彼此，提升效率。

但是数字化的办公方式常常妨碍信息交换。在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团队中，员工能够通过非语言线索和语境线索判断当下情景并得出结论。比如当我们走进非数字化的会议室，可以立刻感受到房间里人们的情绪以及整体的氛围，我们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利用这些信息来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而数字化交流方式就会影响这种关键信息的传播。

前不久我们培训日本武田药品公司的主管，发现了信息缺失带来的影响。参加培训的高管在日本和在美国工作的差不多各占一半。其中一位美国管理者借机询问了长期困惑他的几个问题：武田公司为了处理时差问题，采用了“分担痛苦”的战略，分别在美国夜里和亚洲夜里交替安排电话会议。这位管理者很想知道，为什么他的日本同事晚上总在办公室接听电话会议，而美国同事则在家里。日本同事给出了很多解释，例如希望将工作和生活分开，在遇到语言问题时可以请教同事，典型的大阪公寓中没有办公空间等。但结果是一样的：尽管武田的高管本来想要“分担痛苦”，但却没有成功。美国人可以在正常时间下班，和家人晚餐，并在家里舒服地接听电话；而日本人则不得不待在办公室，无法陪伴家人，并祈祷在错过末班火车前结束会议。在这个案例中，缺失的信息和工作无关，而是另外一些同等重要的事情：日本团队的工作体验以及他们和其他地区员工的关系。

幸运的是，领导者有很多方法可以主动为员工建立共同的身份和共识，并拆除影响合作和信息交换的藩篱。一种有效的方法是，确保每个小集团都感到自己为团队的整体目标做出了贡献。

让我们再来看看前文提到的部下出差入住不同酒店的经理亚历克：尽管得克萨斯州的员工和新泽西州的员工晚餐时在桌子两端分别就坐，但通过这样的接触，双方僵化的关系有所缓和。接下来的几周里，亚历克强调，两所办公室的同事都在实现团队目标（也就是为远距离监控硬件设计新软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两个小团队都贡献了必不可少的技能，并指出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对方的支持。为了弥合鸿沟，亚历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次将大家聚在一起，创造共同经历。在亚历克的不懈努力下，团队成员开始转变观念，将整个团队视作“我们”，不再区分“自己人和外人”。

很多参与我们田野调查和高管培训的人都通过“结构非结构化时间”的实践，也就是在日程安排中预留一段时间，专门讨论和手头工作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么做促进了大家的共识。通常，大家会在团队会议的前10分钟进行公开讨论，目的是为员工创造机会，自由探讨工作或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问题，比如办公室政治或者家庭、个人生活等。这有利于员工更加全面地了解异地同事以及他们的工作和所处环境。但是，团队领导要明确讨论目的和规范，否则这10分钟大家就会在尴尬中面面相觑，等待别人开口。

我们遇到过一个团队采用了这样的战略：员工先在电脑视频上互相“见面”，通过摄像头带对方参观自己的工作环境。仅仅通过移动摄像头，大家就能够向异地的同事展示自己的工作环境——包括那些影响和打断他们的事情，例如在开放办公空间中坐得很近的同事，或者旁边的复印机。参观过后，团队成员会发现自己更容易理解异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评估团队

这四个诱发条件是从零构建高效团队的秘诀。即使你接手的是既有团队，也可以使用这些基本原则为团队成功奠定基础。

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起作用了呢？

哈克曼提出了评估团队效力的三个标准：产出、协作能力和个人发展。我们发现这三个条件如今依然适用，领导者可以通过它们矫正团队行为。理想的方法是平时定期检查，不要在出现问题时突然增加检查频次，但要进一步深化检查。

我们推荐一种在监控状态下的便捷自测方法：每隔几个月，为团队的诱发条件以及三种效力标准打分（见《你的团队合格吗》
 ），特别关注得分最低的条件和效力标准，考虑它们之间的联系。结果会揭示你的团队现状，以及可能会发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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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深层次的诊断——也许在面对较差的绩效或危机时，找出至少一小时进行干预评估。管理者要仔细检查得分最低的条件和团队效力标准之间的关系，通常能够得出清晰的答案，找到未来的方向。

你可以同时进行快速检查和深度干预，或者让团队成员分别打分后再进行整体校准。如果是团队检查，你要比较所有小组的结果。如果是团队干预，你可以通过召开全体研讨会的方式增加影响力，所有员工聚在一起讨论并比较结果。这种方式不但能够让你获得更完整的数据，从而抓住潜在盲点，而且能揭示冲突的观点，并有机会公开讨论。我们发现，领导和团队间、团队成员间的对照评估，通常会产生最深刻的洞见。

团队合作一直都不简单，但这几年变得更加复杂了。由于团队更加全球化、虚拟化和项目导向，合作的复杂程度还将继续增加。如果你能采用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团队是否为成功做好了准备，找出须改进的地方，一切将会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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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见分歧，而是成员行事风格的差异。正确的做法是领导者采取主动式预防应对破坏性冲突，通过在开始工作前的多次谈话，为高效合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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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团队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见不同，而在于团队成员各自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同，互不相容。如果差异无法调和，就会发生冲突，大大影响工作效率，扼杀创新。




另一种观点


团队成员各自视角和经历不同，可以产生极大的价值。本文提供一套新的方法，帮助领导者引导团队在开始工作前开展5次谈话，构建共识，为高效合作打下基础。




实践


这种方式关注工作过程而非工作内容。领导者推动目的明确的讨论，探讨团队成员在外在、举止、言辞、思维和情感方面的不同，在工作压力袭来之前预先把可能影响效率的冲突化解于无形。






团
 队中的冲突可以增加价值，也可能损毁价值。良性冲突能够催生不失尊重的辩论，得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往往比一开始的解决办法要好得多。而团队成员若无法消除分歧，则会产生恶性冲突，影响工作效率，扼杀创新。

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意见分歧。具有破坏性的冲突大多源自更深层次：不同团队成员的行事风格互不相容，而这种不同又是缘于性格、行业、种族、性别和年龄等诸多因素。应对这类冲突的常规做法是，真正发生争执时再行调解，抑或等到真正出现问题时再去解决。但这种做法经常失败，因为采取措施前负面情绪积累太久，积怨已深，难以消除，也很难再重建信任。

25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动力学，为《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做团队培训，并在杜克大学、伦敦商学院和IMD为数千名高管授课，在此过程中发现，采取主动式预防应对破坏性冲突更为有效。在团队开始工作前，即使表面上一派和睦，也要将差异摆上台面，预防破坏性冲突。

我们制定并测试了一套具体的方法，关注团队成员的外在、举止、言辞、思维和情感这5方面。团队领导者要发起一系列20至30分钟的对话，鼓励团队成员表达自己在每个方面的偏好和期待，找到最有可能发生分歧和摩擦的地方，设法让期待相异的人也能合作。团队成员互相交流想法和反馈，不带评判，以此打下建立信赖和理解的基础，并且能够为有效合作制定基本原则。

预先留出时间进行这样的对话交流似乎有些麻烦，但我们发现，无论是新组建的团队还是老团队，高管团队或一线团队，若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合作进行大量工作，这样的投入都是值得的。要发起这样的讨论，领导者不必接受特别训练。事实上我们发现，对于管理者而言，掌握这些预防冲突的技巧比事后调解冲突要容易得多。



5个方面的对话

我们提出的这5个方面的对话远远超过普通的“让别人了解你”性质的闲聊，所以必须有个恰当的开端。首先第一点似乎不言自明：确保全体团队成员参与，阐明发起讨论的原因。领导者可以说：“团队合作中，合作对象的行事风格可能与你不同。趁现在还没有工作压力，我们先来探讨这些差异，防止以后引起出乎意料的麻烦，在不合适的时候引发冲突，影响工作效率。”要解释清楚，这种讨论关注的是工作过程，不是工作内容。

领导者作为讨论的主导人，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舒适的节奏进行分享，并且指导参与者互相提出不含评判意味的追问。鼓励每个人用“对我来说……”句式开始自己的陈述，用“对你来说……？”的句式向别人提出问题。这样的措辞是从组织行为学学者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那里借鉴而来，强调了差异的根源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迄今所有个人经历和工作经历塑造出的态度和行为。比方说，你很有主见，这种风格可能与你的性格、性别或文化有关，但同事只须知道你倾向于直抒己见就够了。

开始时团队成员可能会迟疑，所以主导者要自愿首先分享，以使大家放松下来参与讨论。等到成员们讨论起来，就放手让其他人去引导谈话，但不要让一种声音主导整个讨论。最后团队成员会从粗浅的自我披露转向更深层次的讨论。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相互倾听和回应，这不仅能更好地相互理解，也能获得进一步的自我认知。

讨论的5个主题没有固定顺序，不过本文提供的顺序是最符合逻辑的，尤其对新组建的团队更有效。我们接触其他人，首先得到的信息是外表，然后是言辞和举止，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推断对方的思维或情感。换言之，主导者不必纠结于每个主题的讨论范畴，因为各主题之间难免重合。同样，如果参与者很难用“对我来说……”来表达自己，换用其他说法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依次展开这5种讨论。



外在：

排斥异己



提问



“对你来说……


……什么因素会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和糟糕的第一印象？

……你首先会注意到别人的什么（衣着、言谈、态度）？

……这会让你觉得对方怎么样（刻板、莽撞、懒惰）？

……你重视哪种无形的资本（教育、经验、人脉）？

……你如何看待身份差异？”





人们惯于根据短暂的接触对同事的性格、能力或状态作出草率评判（特别是负面评判）。纳里尼·安巴迪（Nalini Ambady）和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在哈佛开展的研究中，这种作为评判依据的短暂接触叫做行为的“薄片”。而作出草率评判这种反应，往往是由人与人展现自己的方式差异引起的。我们下意识地回应他人外表、动作、衣着、声调和自我表述中传达的信息。

讨论这个主题，目的是帮助团队成员思考：自己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以及别人实际上如何看待自己。一个很好的起点是，讨论团队成员各自认为“身份”是由何种因素决定。一些人非常重视与工作相关的特征，如经验、人脉和职业背景。另一些人则认为身份与人口统计学信息有关，如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如果某位团队成员强调不恰当的资质，选择不合适的人格面具，乃至穿着打扮不合文化，都会很快被同事疏远。比如说，一名高管从银行业（西服革履的穿着文化）转到广告公司，就碰到了这种冲突。一次团队讨论时，一位同事告诉他：“这儿平时的着装风格是商务休闲。你一直穿西装打领带，就好像你觉得自己很特别，这样就产生了距离感。”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家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的董事会来了一位女性设计师。她衣着艳丽，自我介绍时引用了两个典故，让其他崇尚务实的同事觉得她重视形式多于实质，所以她就会受到排斥。

某全球食品集团的例子可以说明预先讨论各自观念的价值。该集团为有前途的年轻高管开展了领导力发展轮岗项目，使较为年长的分公司高管感到不满，特别是澳大利亚分公司。这家分公司的当地团队已经形成了一种“埋头工作，不要张扬”的怪异风气，对待每位踌躇满志的MBA毕业的领导都是消极忍受，直到他/她任期结束。但有一位新来的管理者在任期开始时就组织团队进行了5次谈话，消除了团队中消极的先入之见，与团队成员建立了更为高效的关系，远胜前几任管理者。



举止：

行为误判



提问



“对你来说……


……迟到或没能按时完成任务，会有什么影响？

……工作场所互动，让你舒服的身体距离是怎样的？

……应该自愿承担任务还是等着被指派？

……你重视哪种团体行为（帮助他人、不抱怨）？”





多样化的团队中，行为习惯相冲突往往会引起麻烦。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个动作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加深刻板印象，使人们彼此疏远，并阻碍交流。

身体边界常常是问题多发区。例如法国退役足球选手蒂埃里·亨利（Thierry Henry）在电视节目中担当评论员，碰到一则惊人的突发新闻时用手拍了另一位英国男性同事的大腿，引发媒体热议。这种接触在法国文化中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英国足球这样的纯爷们儿世界，对于电视演播室的同事而言就太过分了。我们还遇到过一位性格内向、容易焦虑的管理者，他的一个同事外向合群，使他很不舒服：他们对恰当交际距离的期望相差甚远。“我跟他一起在站桌旁边喝咖啡，”这位内向的管理者回忆道，“我们真的是绕着桌子转起了圈。他要凑近我，而我总要尝试和他保持安全距离。”

时间观念不同也会引发矛盾。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部门，人们对守时的重视和对其他人日程安排的尊重程度也大相径庭。更广泛地讲，保持项目按计划进展，按时完成阶段性目标，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首要的，而另一部分人可能更看重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应对的能力。例如，北欧一家机械工业公司的顶级高管团队频现紧张气氛。非北欧裔高管认为北欧同事缺乏紧迫感，为此深感失望，并直白地表示不满，自然惹得北欧裔管理者不高兴。最后，团队就此展开了讨论，为会议时间设立了新规则。但若能预先沟通，他们原本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团队成员的自主性程度不同，也可能造成问题。例如男性或来自崇尚个人主义的企业和民族文化的高管，常常自然而然地主动接手特别任务或承担额外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责任、能力和自信的表现。但这种行为可能会被他人看作是高调、肤浅、有失体面的自我推销。与为团队做出个人贡献相对的是帮助同事，同事间应当互相帮助到何种程度，不同的人想法可能截然不同。例如一个软件工程师团队中，一部分成员在给予同伴帮助方面很有选择性，而其他人则是有求必应，由此出现了问题。花更多时间帮助别人的成员开始感到不满，而且觉得自己处于不利位置，因为帮助别人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工作。预先在团队中对这些方面设立行为规范，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对立情绪，是很重要的。



言谈：

语言区分人



提问



“对你来说……


……承诺是表达期望还是保证？

……直白与和睦，哪个最重要？

……反讽和挖苦可以接受吗？

……打断别人讲话，是表示有兴趣还是无礼？

……沉默是代表在思考还是不参与？

……反对意见应该当众提出还是私下讨论？

……是否接受未经要求的反馈？”





交流方式有多个维度——人们选择用来表达自己的话语，对直白、幽默、停顿和打断的容忍程度，诸如此类——误解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如果团队成员各自母语不同，来自这方面的挑战甚至更为严峻。但即使所有人都熟练掌握同一门语言，各自表达自己的方式也可能相去甚远。例如，语境、文化和其他因素不同，“是的、行”的意思可能是“大概吧”、“试试看”乃至“不可能”。我们合作过的一家欧洲软件公司中，两位高管吵得不可开交，用其中一人的话说，原因是“不守信用”。通过讨论，我们发现，一方认为是切实保证的言辞，对另一方而言只是表达期望而已。

有时候，即使是值得称道的组织目标也可能造成不良沟通。例如公司提倡积极文化，可能导致员工不愿意或害怕面对挑战和批评。某快速消费品公司的营销总监告诉我们：“你不能对别人的想法持否定态度。你心里想着‘我觉得没什么用’，嘴上说出来的却是‘对，这主意特别好’。”

预先讨论应当直白到何种程度为宜，可以就明确表态或否定别人这些方面制定准则。德国一家投资银行的顶级高管团队，一直由几个主见很强的顾问主导，后来采用了“四句话”原则，限制每个人在会议中的发言，以此鼓励大家轮流发言，并让较为矜持的成员有机会说话。美国喜力的董事会成员用玩具小马摆在会议桌上，实现同样的目的：如果你说话时有人把小马放倒，你就知道自己没必要再说了（原文“beating a dead horse”，字面意为抽打一匹死马，比喻白费口舌——译者注
 ），该继续下一件事了。



思考：

换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提问



“对你来说……


……不确定性是威胁还是机会？

……全局和细节，哪个更重要？

……可靠和可变动，怎样更好？

……如何看待失败？

……对偏离计划的容忍程度如何？”





团队冲突的最主要来源或许是成员对自己手头工作的想法。每个人性格与经历不同，留意的信号也不同，因此解决问题和作决定的方式各自不同，可能导致相互误解。美国一家服装公司的高管提到：“我们团队里有些人崇尚先做再说，有些人看重分析，双方之间常有矛盾。”

我们在荷兰某消费品公司发现一个新产品团队里出现了这种状况。团队成员的认知方式大为不同，特别是分析性思维和直觉性思维针锋相对。项目管理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发起了有关轮流领导项目的讨论，让团队需求与领导者思维方式相匹配。在偏重创意的概念设计阶段由思维自由的人担任领导者，注重细节的分析型成员则负责评估、组织和执行阶段。如此一来，全体成员都能明白不同思维方式的价值。

团队还需要就容忍风险和转移重点的程度达成一致。这里有个鲜明的例子：在一个由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生物技术团队里，科研人员乐于进行实验，将失败当作探索过程的一部分，认为不断追求技术突破是有价值的，不考虑时间跨度和商业应用的潜力。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由于他们受到的科研训练使然，但却招致了团队中其他受过MBA培训的同伴的不满。管理人员追求结果的可预测性，倾向于将无法达到预期的项目叫停。为了让团队成员在这个分歧上达成一致，讨论主导者让他们进行不同角色扮演，以便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



情感：

记录情绪



提问



“对你来说……


……在公司环境中表达哪些情绪（包括正面和负面情绪）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如何表达愤怒或热情？

……如果对一位同伴感到恼火，你会如何表现（沉默、肢体语言、幽默、通过第三方）？”





团队成员各自的情感强度、在团队中表达热情的方式，以及面对不同意见和冲突时控制情绪的方式，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有时候过度热情会让同事难以禁受，或者引起怀疑。我们遇到过一家物流公司里某位性格外向的CMO，她自认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得越热情，团队给出的反响就会越热烈。但她那种自卖自夸的方式对于性格内向务实的CEO而言太过头了。每次CMO一激动，CEO就批评她的提案。另一个极端则是强烈的负面情绪，尤其是明显地表露愤怒，会让同事感到苦恼或畏惧。

负面情感可能是个敏感话题，讨论时从团队成员习惯的语境开始逐渐深入到个人层面会比较容易。例如，我们在一家建筑公司发起的一次讨论中，一位高管告诉其他同事，在他以前的公司“大喊大叫很常见”，不过他想纠正这种习惯。他告诉我们，把这件事说出来是为了让自己“始终坦诚”地实现目的。

初期讨论不仅要谈及随意发泄情绪带来的风险，还要讨论保持缄默的危害。通过回避、讽刺和私下抱怨来间接表达愤怒或不满的倾向，与突然发脾气、威吓同样具有破坏性。要通过公开的询问和讨论，找到团队成员不愿参与的原因，并探讨可以有效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

预先化解可能具有破坏性的冲突，防患于未然，带来的益处无可估量。目前我们发现的好处有：团队成员参与度更高，创造力得以提升，最终实现更明智的决策。一位管理者说：“我们还是各自持有不同意见，但不再彼此敌对，而且能真正感受到其他人贡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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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卡·特格尔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组织行为学与领导力教授。

让-路易·巴苏是IMD高级研究员。





特写 Feature



新一代员工欢迎

“游戏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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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芸　吴江　高爽　杨博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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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游戏的乐趣、成就和奖励等要素与商业流程、体系或系统相结合，从而吸引和激励员工，以驱动理想行为达到商业目的。






“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如此，工作亦然。标准化管理时代的KPI和利益奖惩可以度量结果，但却难以真正触动人内心的意愿。管理须引导员工寻找初心，而不仅是考核结果；须激发员工的主动性，而不仅是监督过程；须赋予员工相应的能力，而不仅是优胜劣汰。

早在2010年，全球最大的体育运动品牌耐克就通过在运动鞋中的Nike+传感器，记录消费者的跑步距离、速度和热量消耗等信息，并与手持设备同步。消费者可以查看自己的数据和排名，并与其他人分享，也可选择进行挑战，任务达成后会收到额外“奖励”。时至今日，这一游戏化营销方案使Nike+逐渐成为一条独立的产品线，为耐克带来3000万忠诚用户。最近，“微信运动”更是将这种游戏化社区的概念在中国用户中发扬光大，并创新地将运动与慈善相结合，大大提升了用户参与的积极性。

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消费者需求更加多元化，企业面对外部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多变的市场，取胜更需要靠智慧而不是以往的规模。另一方面，80、90后员工逐渐占据职场，他们更趋向多元文化，更加看重工作的趣味性和价值感。企业如何有效地激励新生代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本文认为，游戏化管理(Gamification)正在开启一场管理变革，而日新月异的移动互联、大数据分析技术，让游戏化管理从理论走上前台。



游戏化管理革新

大家谈新常态，往往注意的是经济增速放缓、需求减弱带来的竞争压力。而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大众消费观的多元化，以往依靠规模、效率就能取胜的模式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创新化、多样化、时效化和趣味化的新“四化”要求。

同时，各行各业中传统的根据SOP（标准操作程序）、产品规格书来组织的工作正在被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等系统替代。20年前，谁能相信今天充斥着汽车组装的机器人？六七年前，谁又能想到没有调度员的Uber、滴滴打车，以及没有前台但有6000万房间的Airbnb？但是，那些依靠人的独特人格、知识、思维、领导及沟通能力的岗位比例也在扩大，而且对企业的经营和业绩显示出比以往都重大的影响。

过去企业以KPI为基准的考核体系，虽然量化了组织的效率、结果，以及员工的专业技能，却难以区分员工是“拼尽全力的普通人”，还是“保留潜力的聪明人”，抑或只是“运气爆棚”而与能力无关。基于奖惩的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局限于雇用和交换——用好绩效换取更高报酬，却无法激发员工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这种体系可以培养出高效专业的“执行”员工，却不能确保他们实现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的升华，也不能确保他们为企业在新“四化”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在“80、90后”新生代员工中，现有KPI管理体系遇到更大挑战。他们受过更高水平教育，成长在更加富足的家庭环境中。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满足于安于现状，追求新鲜与乐趣；同时他们更多地将工作视为自身价值实现，看重的是幸福感、自我实现和认可，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

面对这样的员工，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变革呢？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并适应当代的挑战？答案就在把“乐”融入管理，给员工乐于工作的理由。

近期，科尔尼帮助一家全球著名的消费品企业完成销售团队的绩效管理转型。该项目由这家公司的全球总部发起，视为未来销售管理卓越度提升的重要手段。该企业仅在中国就拥有近万名销售人员，管理着复杂的渠道和多种类型的客户，管理难度可见一斑。这家公司原本建立了完善的KPI体系，也依靠销售人员的手持客户端获取了大量销售数据，但他们的困惑是：“不确定销售人员是否尽了全力，还是仅仅与上级谈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并完成它；也难以确定在这样复杂渠道和地域的背景下，不同岗位的最佳工作方式是什么；希望找到方法更好地指引销售人员改善绩效”。

科尔尼从先期的商业需求梳理开始，结合销售绩效管理、大数据分析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采用“游戏化管理”的革新管理模式，为这家消费品企业设计了一套创新的管理机制，与KPI体系相辅相成。

这一游戏化机制包含从团队管理的目标、管理原则、跟踪、评价和激励机制，到用户体验、商业洞察分析体系和软件系统开发路线图等在内的一整套解决方案。通过对试点团队的实际数据分析显示，这一游戏化机制显著提升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产品最终销量，一举使中国区的销售绩效管理水平提升到了全球标杆水平，并已经开始在这家公司全面推行。

所谓“游戏化管理”，就是将游戏的乐趣、成就和奖励等要素与商业流程、体系或系统相结合，从而吸引和激励员工，以驱动理想行为达到商业目的。这里，我们用以上的案例进一步说明（考虑到为客户信息保密，我们已经对游戏化方案做了简化和变形）。

第一步，我们将商业管理问题放入特定的游戏场景中加以解决。比如，我们将销售人员、销售团队的日常客户拜访工作任务，模拟成为一个“武林少侠养成”游戏，销售人员的拜访频次、成功率，销售团队之间的竞争，团队内部的合作都将为游戏中玩家“张无忌”一步步成为武林至尊做出贡献。

同时，通过大量严谨的分析和演算，我们建立了科学的积分、等级、勋章和挑战等一整套公平和有趣的游戏机制。首先，这一机制增加了员工工作的乐趣和积极性，为销售人员日常大量重复的工作带来新的意义；其次，机制设计中融入了历史数据分析的结果，把一套“优秀实践”融入游戏机制，而员工仿佛拥有一份快速通关升级的游戏攻略，可以迅速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成效；最后，整套机制让员工感到公司不仅仅关注销量这样的结果，也在关注他们在工作中多方面的成就和自身的成长。

一个普通销售代表的成功不再仅仅取决于销量的单维指标，也包含他如何帮助其他员工，如何激励处于困境中的同事，如何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业务挑战，如何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更高的目标。在游戏化管理体系中，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身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肯定和释放——这也对企业绩效的长远表现带来深远影响。再结合当前热门的社交网络，员工在游戏中的成就可以轻松地进行分享，不仅仅满足了个人的成就感，也成为了企业最好的广告平台。

回想我们成长过程中各类游戏给我们带来的乐趣，你就不会怀疑商业环境能从游戏化当中获得额外的兴奋和激励。当前的数字化发展、人人可及的智能移动设备、全覆盖的网络以及便捷的地理定位等，这一切使工作场景游戏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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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管理应用前景

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显示，将积分、等级、勋章和即时反馈系统等游戏元素融入大学课程，学生的平均得分将有18.5%的增长。同样，经过行为研究和实践确认，我们相信游戏化在商业领域的应用也能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收益。

当前游戏化管理的商业实践，在销售绩效管理，企业创新管理，企业员工激励和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层出不穷。因为这些领域天然有更多参与对象，他们之间的互动和竞争更容易触发用户对更好表现的追求，以达成整个系统出乎意料的巨大收益。惠普为其网络安全、企业安全产品的经销商搭建游戏化学习和奖励平台，促使其80%经销商积极参与，并使销量增长达到50%以上。为了更好地寻找Windows系统不同语言版本翻译中的问题，微软设置了一个企业内部游戏机制，动员全球不同办公室不同职能的员工参与到“找茬”当中，900多个员工共完成了2.6万项任务，并额外找到了170多个语言翻译上的错误。三星为了增加其网上商城的访问量设计了专属游戏化方案，消费者浏览网站、观看视频和撰写评论，若满足一定条件即可获得勋章奖励。仅此一项小小的改变就为三星带来了500%的浏览量增长。据Gartner估计，截至2015年，财富1000强企业中的40%都会运用游戏化方案进行运营管理。

然而，通过更有效地调动更多人的需求，我们坚信游戏化管理将有更大作为，无论是与上游供应商的联合创新，或是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计划、质管和研发等部门提升既定业务流程，亦或建立更好的消费者忠诚关系。

首先，创新更容易从这种有趣的工作流程和环境中迸发出来。比如，Google和Facebook为了激励员工创新，让员工置身于充满自由和创意构思的办公环境中。游戏化也一样，它能为创新提供一个不那么“普通”的生长土壤。使用游戏化管理方案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形象，吸引高端人才加入。百威英博公司就在用游戏化的方法从全球顶尖商学院招募人才。未来游戏化管理的用途会愈发广泛。

其次，企业从游戏化管理体系中能找到独特的增长点和优势。一方面，企业从游戏中可以获取大量一手的工作数据，通过深入分析，很容易找到工作优化机会。比如，我们为客户设计的游戏化方案，通过分析最终销量和游戏玩家的活动，可以找到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渠道、地区，甚至客户时最有效的销售方式和促销策略，因此提升整体销售有效性。另一方面，未来智能移动设备，大数据分析，甚至将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都能在游戏化管理中得到充分地应用。运用游戏化使企业数字化战略不仅局限于网络投放或电子商务，它可能从根本上重构工作方式，充满想象空间——就像当今无纸化办公取代传统办公模式一样。



[image: ]




游戏化管理成功因素

那么，企业要如何设计成功的游戏化管理体系呢？我们认为，确保长远商业目标和“游戏般吸引力”完美融合是游戏化管理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实际设计中，游戏元素很容易淹没在大量的商业论证、数据分析和管理流程中，从而被削弱并得不到充分体现。用户最终看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个穿了游戏外衣的绩效管理系统。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游戏化最终目标仍然是解决商业和管理问题，只是“游戏”而没有达成商业目的，游戏化体系可能就是南辕北辙。因此在进行游戏化体系的设计时，如何平衡二者至关重要。

此外，游戏化管理体系设计者的跨界知识和能力，也要有相当高的要求。


1.职能专长：
 对企业相应职能部门进行游戏化转型时，若对该部门的价值定位和运营挑战没有深入的、第一手的经验和思考，就很难把游戏化嫁接到实际管理工作中并发挥游戏化管理的商业价值。


2.数据分析：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游戏化是不“严肃”但十分“认真”的管理体系。在游戏化的设计和后期运营中，需要大量的商业数据分析。比如识别绩效的主要驱动行为并加以强化和鼓励，在运营过程中不断调整机制，不断驱动绩效提升。


3.用户体验：
 “游戏元素”是这种新型管理体系的载体，如何吸引用户持续的热情与投入，如何获得更顺畅的用户体验，这些都是管理体系中的核心挑战。 因此，在进行设计时对用户交互界面、用户体验和游戏挑战性的考虑都应贯穿始终。

诚然，游戏化概念在真实商业环境和企业内部管理中的运用才刚刚起步，但其孕育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代表着管理理念的重大革新。工作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进步在改变生活方式，驱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很大程度地改造我们工作模式。试想一下，未来我们的工作都将以有趣的游戏化、数字化的形式展现，而工作效率和价值创造却呈现跨越式的增长，这将是我们带给新商业世界最赏心悦目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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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芸是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常驻亚特兰大办公室。吴江是科尔尼公司副总裁，常驻上海办公室。高爽是科尔尼公司经理，常驻上海办公室。杨博是科尔尼公司分析员，常驻上海办公室。本文作者同时感谢姚倩、叶桢等同事在文章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意见和帮助。





特写 Feature



改进全时工作

[image: ]




艾琳·里德（Erin Reid）

拉克希米·拉马拉杰（Lakshmi Ramarajan）|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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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公司不一定需要员工天天24小时待命。领导者可以通过鼓励员工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奖励工作产出而非工作超时，保护员工私生活等方式，来增强员工的复原力、创造力和工作满意度。



[image: ]

核心观点


背景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被要求必须全天候地投入工作，但即便在高压环境中，大多数人也无法完成这种要求。




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员工采用的手段通常会最终伤害自己及公司。




解决方案


是时候重新定义“理想员工”了。如果员工复杂而多重的身份没有遭到压抑，他们会更投入工作，也更有成效。组织也能更加成功。






在
 硅谷、华尔街、伦敦和香港的很多企业中，员工工作超时情况屡见不鲜。管理者压榨下属成为常态，他们在节假日联系员工，快下班时突然安排工作。为了满足上级要求，员工不得不早出晚归，熬夜加班，周末也不得休息，必须全天候盯着电子设备。那些做不到或者不愿及时回应这些要求的员工通常会受到责罚。

公司的这种运营方式迫使员工成为社会学家所描述的“理想员工”（ideal worker），即对工作百分百投入，随叫随到。职场和管理层中充斥着这种现象。我们能在初创技术公司、投资银行、医药企业等机构中找到很多针对此类情形的深度研究。这些工作环境中，员工对工作以外任何事的兴趣都会被视作不适合这份工作的信号。

卡拉·哈里斯在进入摩根士丹利工作之初非常担心这点，现在她是公司的高级主管。她同时也热爱演唱福音歌曲，出过3张CD，开过许多场演唱会。但在进入商界早期，她并没有对外公开这一兴趣，害怕别人会觉得她在演唱上花了太多时间，有损职业生涯。她的担心并非多余，很多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
参见“延伸阅读”

 ）

为了成为理想员工，人们必须反复在工作和生活间进行选择和排序。除了工作， 我们还有家长职责（无论已经是父母还是准父母）、个人需求和健康需求。针对这一现实，大家有苦难言，更无法讨论其中的挑战，因为尽管人们要为工作付出个人生活和健康的代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是他们和身边的人取得成功的不二法则。这种普遍的执念甚至会令员工拒绝变革，不愿缩短工作时长。比如，当百思买集团尝试以结果为导向评估员工，减少加班时，一些管理者犹豫了。他们坚信对工作的无私奉献是必要的。

成为理想员工的压力已经普遍存在，但很少有人探索如何应对这种压力以及压力导致的结果。在企业文化中宣传理想员工的行为准则是否有益？是否每个人都有必要达到这种要求？我们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人，其中包括咨询业、金融业、建筑业、创业公司、新闻业和教育业，得出的结论是：做一名理想员工既无必要也无益处。大多数员工，无论男女或是否为人父母，都觉得难以扼杀生活中的其他兴趣，一门心思专注工作。大家都在苦苦寻求平衡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一些现行的方法也许能转移压力，但人们往往需要承担严重后果。

接下来我们会总结一下员工通常是如何管理压力并随时待命的，这些策略对个人、下属以及公司又有什么影响。最后我们会推荐一种让企业文化更健康、更富有成效的路径，每位管理者只要对自己的行为稍做改变，就能合力打造这种企业文化。



3种应对方式

我们的研究发现，员工通常会选择以下3种策略来应对上述情况：接受并遵循高压工作的要求；绕过理想员工的行为规范，避免正面冲突；公开自己的业余生活并坦承不愿为工作放弃一切。


接受。
 很多人在应对高压工作时，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方式。我们研究的一家咨询公司中，有43%的人属于这种情况。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接受者”将职业身份放在首位，牺牲或严重压抑了其他重要身份。我们采访的员工们略带伤感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放弃参与社区活动和马拉松，以及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的经历。一位建筑师说：




“对我来说，设计是全天候的工作。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老板整晚都在给我发邮件
 ，包括半夜和早上6点。我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简直就是召之即来。”





如果你享受所做的工作并有所收获，“接受”策略也许有益，起码它能帮你在职场获得提升和成功。但如果工作成为你的一切，就会增加你的职业风险，因为从心理上说，你有些孤注一掷。接受者会不擅长处理失业或事业滑坡情况，因为他们的生活中缺乏其他的身份认同。在事业发展顺利时，视工作为全部也许会令人感到充实，但是从长远看来，它会令人变得脆弱。

进一步说，那些笃信“理想员工”、24小时待命文化的人，很难理解不认同这种文化的人。结果接受者便成为促进这种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面对那些工作之外还有其他事情的人，他们会觉得难以管理。一位高级顾问在描述他偏爱的一类员工时说：





“我希望他是那种整晚都醒着，
 思考明天开会时我们该做些什么的人，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





接受者通常不是好导师，即使对那些想遵守公司要求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点也许令人惊讶。接受者很少关心初级员工，也不会在他们身上花太多时间。部分原因是接受者太过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一位顾问总结道：“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初入职场时，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的那种压力了。”接受者通常希望初级职工在职场上能自力更生。


隐瞒。
 部分员工会采用这一策略，他们会留出一些时间给工作以外的活动，但这些活动都在企业监视之下。在咨询公司，27%的受访者属于这类。这些人选择了“隐瞒”策略——这一术语最初被社会学家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用于形容那些为了免受诬蔑和歧视，隐藏个人特征（比如精神缺陷或者种族）的人所用的方法。在针对咨询公司的研究中，这些选择隐瞒的“理想员工”获得的绩效评分和“工作狂”们一样高，而在同事眼中他们也是“随时待命”。

我们发现，尽管不同行业的人都有选择隐瞒的，但他们的策略各不相同。例如，一些顾问会选择专注于本地市场，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应酬客户所花的时间，从而有空余时间做其他事。顾问也向我们解释了他是如何在看上去是“理想员工”的同时，努力挤出时间维系感情并成为一名业余运动员的：





“差旅总是占用你的私人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为本地企业工作。它们正好在附近，我开车就行了。”





另一位顾问也通过专注于本地客户以及远距离工作的方式减少工作时长。他还使用了另一个关键方法：不轻易透露自己的去处。

这位顾问（略带开心地）说，自己上周其实每天都去滑雪，而且没有向公司汇报。但公司的前辈都视他为明日之星，认为他比多数人更努力工作。对其他隐瞒者来说，成功的原因并非待在本地，而是利用距离。我们采访的一位记者在一家著名的全国性报纸负责地区报道，他可以在家工作，和家人相处，并在孩子睡着后在夜里处理文章。他在别人眼中仍是理想员工。他笑着说：





“没人知道我在哪儿，
 因为我离大本营数百里远，是这个地区惟一的员工。”





尽管隐瞒让身处高压文化的员工不必为工作牺牲一切，但这样做须向同事、上级以及下属隐瞒自己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员工会为此付出心理代价。人类需要自我表达以及获得他人的理解。如果我们无法在工作中分享重要的个人身份，可能会因此缺乏安全感和真实感——更不必说参与感。这种感觉也确实会影响组织：我们的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隐瞒者的离职率较高。这说明尽管他们能暂时支撑，但长期向同事隐瞒生活的某些方面难以持久。

作为理想员工的隐瞒者很难管理他人。隐瞒者并不一定会鼓励大家遵守理想员工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建议下属同样采用隐瞒的方式，并找到有效的托词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建议他人公开拒绝随时待命的工作要求也不可取，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拒绝全天候工作的人很有可能受到惩罚。有时隐瞒者甚至认为公司多数人想要成为工作狂。一位自己选择隐瞒但是没有建议下属也这么做的资深领导者说：




“我希望员工开心，但是如果他们的快乐来源于超负荷工作，我也无权评判。”




由于没有公开挑战理想员工的文化，隐瞒也存在破坏性的一面，隐瞒者纵容了这种文化的存在。他们的工作经历表明，你不需要成为工作狂也能成功，但公司却继续以相反的理念设计制度和业绩指标。


公开。
 并非每个人都想要或者能够隐瞒，一些开始选择隐瞒的人逐渐变得力不从心。于是，他们公开分享生活中其他方面，并要求公司对其工作结构做出相应改变，例如减少日程安排以及要求上司对其工作做出调整。在咨询公司，30%的受访者采用了这种策略。虽然人们会以为那些拒绝成为理想员工的人主要是已婚女性，但在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发现巨大的性别差异。来自咨询公司的数据表明，女性选择公开的人数不到一半，而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会选择公开。

“公开”让员工可以在同事面前不必遮掩，这点是隐瞒者所没有的。但它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在咨询公司，绩效评估和晋升数据表明，公开的代价很大。比如，一名顾问在申请陪产假时，表示自己将家庭放在工作之前。他的妻子已经怀孕8个月，这位准父亲希望能暂时休息一下。但是他却必须面对关于自己是否对工作足够投入的质询：





“一位合伙人对我说：
 ‘你要做个选择：是想成为一名专业人士，
 还是想在自己的领域做个平庸的人？如果你要做专业人士，
 那么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如果你要做世界一流人才，就必须殚精竭虑。’”





渐渐地，由于违反公司规范而遭到惩罚的员工会产生怨恨情绪。公司不会因此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反而可能会导致员工离职，寻找更合适的工作。

选择公开自己业余生活并遭到责罚的人，也很难管理下属。和隐瞒者一样，公开者也不确定是否应当鼓励下属接受对理想员工的要求，但是因为知道拒绝的代价，他们也不建议同事效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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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更优的解决方案

如果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划分工作和生活界限，公司也能够从中获益：包括更高的员工参与度、更开放的人际关系和更多成功路径。我们为管理者推荐3步法，用以创造出不损害高绩效且含义更丰富的“理想员工”定义。这些改变无须由机构高层推动，在团队层面就可以有效施行。


建立个人多重身份。
 领导们可以通过主动营造非职业身份，避免因盲目接受理想员工信条所带来的职业脆弱性。非工作身份包括：公民身份、运动身份以及家庭身份。一位建筑师告诉我们，当他仅以职业身份定义自己时，工作中的起伏和困境让他很痛苦。讽刺的是，随着他将视野转向工作以外的事情后，反而获得了更高的职业满足感。随着管理者复原力的增强，他们也许会明白，生活各方面更平衡的员工能为机构创造价值。

管理者可以先指出员工业余生活为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由此逐渐改变组织规范。一位顾问所在的公司最近刚和另一家公司合并，他发现没有新同事会在下午5点半后还待在公司。当他问起这一模式时，有人告诉他：




“我们不想让员工从早工作到晚，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立体丰满的人：
 有好奇心、有眼界、并且有其他能应对工作的经验。”




那些在工作以外有所追求的员工——比如在当地政府做志愿者，或者在孩子学校做义工，都是增加经验、专业技能和增进人际关系的好机会，这是人们整天待在办公室所无法获得的。


谨慎奖励加班。
 那些选择隐瞒战略的人，部分是因为公司通常会根据员工实际（或看上去）的工作量来评估员工，而非工作成果和质量。

公司中显性和隐性的文化及实践会强化这一趋势。例如，一位高级顾问深信：成功的顾问必然有“击掌因素”（high-five factor）——他们长时间待在客户公司，以至于当他们进入客户办公室时，大家会互相击掌打招呼。一家和我们合作的公司奖励了全年飞行里程最长的员工。我们很容易掉入注重工作时长而非成果的陷阱，导致一些人在工作时长上作弊。由于知识型工作的绩效难以评估，这点对专业人士来说尤其突出。

我们建议管理者鼓励大家专注于目标，量化工作结果而非时间，以此减少对隐瞒者的激励，降低公开者所承担的代价。比如，管理者不应鼓励建立在和客户相处时间上的“击掌因素”，而应该奖励员工为客户提供的咨询以及续约次数。管理者还可以通过合理调整客户期待，免去那些基于工作时间的奖励。

其他政策更易执行。一位员工说她现在的老板认为熬夜加班是工作效率低下的表现，因此不予鼓励，这点与之前的老板很不一样。另一位员工说，老板让他自己制定更实际的截止日期。当高绩效员工拥有这类自主权时，本来可能选择隐瞒或者公开的高绩效员工更有可能全情投入地完成任务。


保护员工的私生活。
 多数机构出于良好的动机，让员工自己设定工作和生活界限。比如当Netflix为管理层提供不设限的休假时间时，员工认为公司将自己视作“成年人”。但是极端化的自由也会加剧员工的恐惧，害怕自己的选择会被视作缺乏责任心。很多员工在缺乏方向时，会默认公司期待自己成为理想员工，从而压抑平衡生活的需求。

要想改变这一现状，管理者可以调换角色，主动保护员工的非工作时间和其他身份。比如管理者可以将针对所有员工的临时请假、年假和合理的工作时间制度化。从公司角度避免超负荷工作和临时加班，而非仅仅允许员工申请休息时间，这样做可以帮他们投入到工作以外的事情。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因为要做理想员工，承受这么多压力，个人和公司也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而那些隐瞒者的经验表明，公司的成功不一定需要员工超乎寻常的付出。通过重视员工的各种身份，奖励工作产出而非工作超时，着手保护员工的个人生活，领导者可以破除组织内部关于理想员工的神话。这样做可以增强员工的复原力、创造力和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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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里德是波士顿大学Questrom商学院助理教授。拉克希米·拉马拉杰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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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以下是关于白领工作中“理想员工”规范的一小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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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选择：女高管的职业和家庭》


Competing Devotions: Career and Family Among Women Executives

玛丽·布莱尔-洛伊著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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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的挑战：外科医疗改革及其阻力》


Challenging Operations: Medical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Surgery

凯瑟琳·凯洛格著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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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成见：为满意高效的生活重塑工作》


Breaking the Mold: Redesigning Work for Productive and Satisfying Lives

洛特·贝林著

ILR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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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性别：为什么家庭和工作会冲突及其对策》


Unbending Gender: Why Family and Work Confli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琼·威廉姆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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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的事业：女性、男性、工作、家庭》


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

安妮-玛丽·斯劳特著

兰登书屋，2015年




“性别挑战和性别回应：对抗白领机构中的理想员工准则”


“Gendered Challenge,Gendered Response:Confronting the Ideal Worker Norm in a White Collar Organization”

艾琳·凯利、萨曼莎·安蒙斯、凯利·彻马克和菲利斯·莫恩｜文

《性别和社会》期刊，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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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张小龙造微信：


腾讯内生的颠覆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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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颠覆，许多公司都是被动应对，腾讯则选择以小项目创新团队模式，主动从内部颠覆，从而让张小龙的微信能够脱颖而出。






公
 司领导者最怕的是被颠覆，由于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自己原有的市场竞争门槛越来越低，新创企业不断冒出，许多行业领军者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领先地位。威胁来自技术引发的用户需求和商业模式的时代变迁，鲜有公司能够正确应对威胁和颠覆，大象级企业被拱倒是常事。

腾讯是个例外，这家1998年成立靠一款免费通信软件起家的公司，如今成为中国第一家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互联网企业。但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全面到来，互联网时代的巨头都需要从PC端向移动端迁移，这是一道难关。腾讯的做法是以内部创业的心态，成立小项目团队，远离大企业文化的影响，像初创公司一样开始创新，最终于2011年1月21日发布了微信这个移动互联产品。

微信这棵小芽刚冒出时，业内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生命力，当时以QQ为代表的通信工具如日中天。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5年后，微信变成移动社交世界的王者，目前拥有接近7亿的月活跃账户数，腾讯也靠微信继续在资本市场中增加价值。微信为什么能在腾讯诞生？微信如何商业化？未来谁能取代微信？2016年年初，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被称为微信之父的张小龙和他的核心团队，跟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DBA）班学员共同探讨了微信的秘密。



洞悉变化，有备而来

微信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备而来。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因为每时每刻都有新技术出现，所以公司要时刻保持警醒，并在全球范围内追踪最前沿的技术。互联网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行业，腾讯注意到，短短几年间，互联网迅速由PC端转向移动端，移动化的大潮将很快袭来，公司决定打造纯移动的社交工具。

移动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是一个加速的时代。张小龙说，这两三年里，各行各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超越以往。以前10年才能做成的事情，现在只需5年。像公司制定战略规划，过去一般是3年，现在只能做一年半计划。许多事情的实现速度提高了一倍。

市场需求的变化速度明显加快。以往企业做市场需求分析的是当下的用户习惯，今天要做的是半年后的用户需求，两者的思考出发点截然不同。张小龙说，“微信就是着眼用户未来需求的一款产品，我们更多的是去想象未来用户的场景，满足他们的未来需求。”

在微信上线时，许多人担心是否会对QQ有影响，腾讯的最高决策层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有一个共识，与其被竞争对手颠覆，不如由公司内部团队颠覆。腾讯的决策者知道，任何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更新换代是自然规律，这种大趋势谁也不可以扭转。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微信的研发在公司里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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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队创新模式

任何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管理流程会越来越完善，呈现一种科层级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有利有弊。腾讯公司的高级管理顾问杨国安教授说，企业采用科层级模式，可以管理更多员工，能够做到专业分工、高层集权、标准化作业和中层监督，但在移动互联时代，由于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层式组织的弊端比较明显。主要表现是，无法敏捷应对外部变化、内部创新或创业阻力大、员工缺乏积极主动性等。

从腾讯的业务特点看，也与传统企业有所不同。腾讯公司人力资源副总经理兼企业发展事业群人力资源总监陈菲说，传统企业的产出比较有形，是更容易衡量结果。而腾讯的产出相对无形，产品须不断在使用过程中去体验，衡量的是有效性，体现的是一种用户体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作用最重要，因此，腾讯的管理体现小项目团队，去中心化、扁平化管理和层层迭代，保证每位员工都得到充分尊重和授权，保障信息流通透明和畅通。

小项目团队也与快速变化的移动互联时代相符合，微信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张小龙回顾整个研发过程时说，一开始不是一个大团队在运作，而是十几个人的小团队在运作。这体现了腾讯团队管理的方法论。在一个万物互通互联的时代，人类的创造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团队的组织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工作不再靠一个庞大的组织来完成，而是由人数不多的精干小团队来解决。

组建小而灵的团队去完成研发项目即便不成功，企业损失也不大；一旦项目取得一定进展，企业自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传统大公司跟小公司竞争时，靠的是资金和资源，但最近几年这种资源优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主要原因是市场速度加快，小企业通过互联网很方便获得资源优势。张小龙说，“在微信团队，我们尽可能把团队分小，这样的效率反而更高。”

血性的创业精神，这点对微信的成功也很重要。张小龙后来复盘说，在研发过程中，微信研发团队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也会有一些激进做法，这些做法所幸都没有遇到不相容的问题，都做下去了，并取得了成功。

小项目团队，内部创新模式，解决了大企业缺乏创新激情问题。另外，为了加大竞争压力，腾讯当时有3个团队在研发类似产品，最后微信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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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用户的真实需求

在移动互联时代，一个叫得响的产品还需要有什么特点？张小龙说是产品文化。“我们研发微信时有一个理想，要让每个用户都可以发挥他的价值。比如在微信里，一位用户发布的文章受到欢迎，单篇文章一天打赏收入就有上万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些文章就是产品，产品有价值自然就会卖座。”

微信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希望用户尽快地离开微信界面。微信团队希望每一个用户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原因何在？也是产品文化的体现。张小龙曾在微信公开课pro版上说，“我们认为一个真正好的产品，是让用户觉得很舒服，而不是把他一直留在那里。”用户体验很爽，主要体现在他们觉得微信是一个高效的工具，不会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与许多互联网应用不同，微信不会推荐热门公众号，因为用户会觉得这种推荐是一种骚扰。用户想关注一些公众号须自己主动寻找。微信里没有公众号的排行榜，也没有公众号黄页。这种安排迫使所有的企业自己推广公众号，现在的结果是，用户关注公众号，大部分是从线下关注的。

微信的成功，除上面的做法外，还有两点：一是打造了一个平台，二是做到了连接一切。微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具有网络优势的社交平台。有了平台之后，连接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例如，微信支付是最重要的一个连接，有了支付连接，更多的商业连接才成为可能。

微信其他一些连接，比如扫一扫、摇一摇等也比较有意思。在一次讨论时，张小龙说他们准备推出公共平台，用二维码来承载它。结果“扫一扫”出现了。二维码早就存在，但大家很少把它用在一个地方，因为普通人不清楚二维码是什么，但通过在微信里扫描二维码，建立连接，所有人都明白它的妙处。同样，“摇一摇”也是在建立连接。最有趣的案例是2015年微信与央视春晚合作“摇一摇抢红包”活动，火遍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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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自然而然的商业化

在外人看来，微信已经很成功了，但缺乏商业化，张小龙不这么看。他说，“微信已经商业化了，只不过我们一直努力做到一点，让每一步商业化都比较合理。”合理指的是，微信既体现商业价值，又不损害用户的价值，并不是产品里到处看到商业化，就代表商业化做得好；真正商业化做得好是大象无形，是让用户看不到商业化的痕迹，但又在做赚钱之事。

新产品的商业化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许多互联网产品声誉不佳，充斥着严重的功利主义。张小龙的团队认为，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好的商业化，好的商业化是润物细无声，让用户觉得用得顺手和方便。一开始，微信的商业化主要有游戏和广告。游戏是最早推出的，张小龙先想到了“打飞机”小游戏，结果风靡一时。

微信公众号是微信商业化的一个环节，只是微信一直把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像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公众号，已经有超过1500万的关注者，其中80%都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以前用户每消费300元以上会收到提醒短信，而微信用户的每一笔消费都会有一个交易提醒。还有许多公司把公众号当成客服咨询，替代以前的咨询电话。招商银行每天基本上约有30%的客服问答，通过公众号来解决。公众号还能解决企业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及时了解用户需求。

用户在公众号里购买任何商品，包括用微信支付，他的所有消费记录和消费行为都存在商家公众号后台，这些用户数据非常有价值，可供商家分析和洞察。微信的公众平台永远不做某一行业，而是进行行业和用户的连接，这是一个开放连接的公众平台。

微信支付在微信的整个生态体系里面算是比较年轻的载体，从上线到现在，总共两年多时间。微信支付是2012年年底立项2013年8月5日正式上线。众所周知，在2014年春节时，微信支付第一次爆发，之后微信与滴滴打车，合作发起了一个打车优惠的社交活动。到了8月，转账和微信零钱两个重要的产品开始亮相，微信智慧生活战略随之推出。2015年春节，微信与春晚合作，“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活动为除夕增添了别样的味道，一共向全国人民发放5亿的现金红包。根据微信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10.1亿次，在20时到凌晨0：48时的时间里，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到110亿次。2015年10月，微信全国线下超过了20多万商户门店，能够支持微信支付。这是微信支付这两年发展史上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微信红包推出8个月之后，微信团队依照这个思路操作了微信转账。微信转账也跟红包一样，都属于金融范畴，红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支付场景。因为传统上，中国人不会一年到头都在发红包。至于转账虽然也是在微信里把钱转给好友，但它是一种需求，一种支付需求的转移。然后发展到今时今日，腾讯已经没有办法承担快捷支付带来的银行成本，所以开始对提现收取一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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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用户实现O2O的模式

微信的商业化是一个自然而然解决用户需求的问题，最终演变成帮助传统企业用户实现O2O的商业模式。

微信转账功能须加了好友才能进行操作，为方便大家的使用，微信团队推出了“收付款”功能。这个功能推出后，越来越多的小商户开始用它取代线下收款和POS机业务。还有些商户自发地推出微信支付打折活动，来吸引顾客。有了微信“收付款”后，每一个微信用户都成了一个收款机，很轻松完成支付，现金的用处越来越式微。

微信的支付产品，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已经发展3亿绑卡用户，而且增长势头还非常迅猛。现在，50%以上的微信活跃用户都已经有微信支付的能力。这种能力能让支付过程非常简单，很方便就促进一笔交易。腾讯正在把微信支付打造成各行各业的支付的绿色通道。

随后，微信团队敏锐地发现，支付并不是企业的一种最终需求。支付解决的是企业现金刷卡不方便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接触企业的核心痛点。于是微信团队推出了面对企业用户的微信支付解决方案，希望用微信支付＋公众号帮助商户打造一个O2O模式的闭环。在给企业用户沟通时，微信团队首先要了解，传统企业为什么要去做O2O，为什么要做互联网+？原因是传统企业希望深入准确地了解它的客户。比如，一家商店，消费者完成购物之后，就离开了，商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也对他的消费行为不了解。过去，有些商家采取会员制，但发放的会员卡也不能起到沟通目的，携带也不方便。

通过微信支付和公众号改造，微信团队希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线上客户识别，只要他们登录注册，商家就知道他是谁，之后也能通过发送信息等手段把他们拉回来。正因为这些能力，互联网行业的公司都踊跃去拉住新客户。这些公司知道，微信帮助它每拉住一个新客人就可能实现多次消费。

如果有方法让传统行业具备互联网企业的那种能力，所谓的O2O、互联网+就能落到实处。例如，周杰伦演唱会海报宣传是典型的广告模式，但在海报上面加一个二维码，大家只要微信扫一扫，就能打开相关网页，一站式完成购票。而这次消费会产生一个连接，下次再有周杰伦的演唱会，大家就不再看海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消息即可。组织方还能通过海报产生大数据进行分析，了解用户的地理位置、扫码转化率等信息，足以开展更精准的营销。

微信的商业化是一个解决用户问题的过程，随着微信上面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和实用，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商业化价值就会日益凸显。

既然任何产品都有生命周期，那么微信的最大危机是什么？谁会取代微信？张小龙一直认为这个团队包括他自己，是一个小团队在做内部创业。他十分不愿意团队变得很官僚且规模庞大。随着业务的发展，团队也会发展，如何应对大团队的问题，在张小龙看来是一种危机。

“谁会取代微信，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张小龙说。不妨以微信的诞生为例，如果在PC时代，腾讯做一个类似微信的产品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智能手机大行其道之后，大家才发现了新机会。正是移动互联时代诞生了微信，没有移动互联就没有微信。从这个道理上看，时代在不断更新，新产品也会随之涌现，这是不可阻挡的。当移动互联时代被下一个时代所替代时，自然会出现新王者，那时腾讯须再次做内部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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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伟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助理主编。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科沃斯机器人：


突围转型，智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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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工企业到自主研发企业，科沃斯的转型看起来依然是从技术到品牌再到市场的寻常路径。科沃斯能走通这条让众多代工企业折戟的转型之路的关键在于，它认识到了技术、品牌和市场的真正痛点，并做出了突围决策。






20
 16年3月11日，当科沃斯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东奇站在试运营的机器人博物馆面前，或许会想起18年前，他带领工人们在空旷的厂房布下第一条生产线，开始为国外客户代工生产吸尘器的那一幕。

18年后的今天，科沃斯已经完成了从一家产品代工企业，到自有品牌打造再到家庭服务机器人研发，最终进化为以机器人技术为驱动的高科技企业发展之路。2015年，科沃斯机器人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科沃斯已成为中国家庭服务机器人领域最具知名度的公司之一，市场占有率超过50%，机器人业务已经与原有吸尘器代工业务并驾齐驱。

苏州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镇。2015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30546亿元，其中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产值占比64%，经济结构仍以外商投资为主。而本土公司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弱。近年来，由于外需疲软，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苏州企业面临极大压力，不少外资工厂甚至停产倒闭。

科沃斯曾经是苏州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的代表，也面临着代工企业的集体转型瓶颈：依赖低成本制造创造利润、没有核心技术、难以找到利润增长点。事实上，科沃斯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而且看起来也是大多数有志转型的代工企业的“老路”——寻求自主研发技术，打造自有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进而赢得市场。而对于中国的代工企业总量来说，这也是一条鲜有成功的转型之路，那么科沃斯是如何从这条老路上突围，真正实现转型的呢？

首先，在寻求自主研发的过程中，创始人钱东奇认识到解决代工的真正痛点并非仅仅拥有专利技术，而是要拥有真正独立研发的创新产品，以及创新产品的承载物——自有品牌；其次，真正的产品创新必须基于壮士断腕的决心——斩断对既有模式的依赖。这意味着企业要做好新技术短期内无法盈利，研发可能一再失败的准备，这就要建立有效的创新管理；最后，理解甚至发掘市场需求，放大竞争优势，在红海中找到蓝海。



代工的痛点是没有真正的创新

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方向为天体物理与哲学相关专业。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着一股理科生的执拗。在科沃斯代工初期，钱东奇就想做出比同行更好的产品，生产更具技术含量的吸尘器，由OEM进入ODM。

1999年，科沃斯已经可以代工生产安全高效的“超音速离心吸尘器”，时任伊莱克斯地面清洁业务总裁汉斯伯格来访，在会议室看见这台吸尘器，忍不住回头看，还用笔在便笺上随手勾勒出了这台吸尘器的轮廓。钱东奇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意识到这是品牌商对自己生产能力的认可。于是，他立刻追问：“我和竞争对手之间，你如何选择？”。汉斯伯格的回答是，“We always play with winner！”（我们永远只和赢家玩）。言外之意，谁的产品好，谁的价格有竞争力，伊莱克斯就和谁合作。

这番对话让钱东奇更加确信，只是做低端吸尘器，难以寻求上升空间，吸引优秀合作伙伴，科沃斯应该向高端产品延伸。

当时的吸尘器行业领先者是英国的戴森公司，其一款“多级旋风吸尘器”，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喜爱。钱东奇想，如果能够破解“多级旋风吸尘器”的知识产权，公司就可以为其他品牌商生产类似产品，产品附加值提升了，订单量也会上去。当时的苏州是中国吸尘器产业集聚区，类似春花吸尘器总厂（日后改制为江苏春花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公司，很早就开始吸尘器对外贸易。不过，大多数厂商满足于简单的代工生产。

于是，钱东奇抽调专人组建专利破解小组，目标是破解“多级旋风吸尘器”460多项专利条款。首先要对专利布局进行解读，了解专利的法律保护状态，原创的专利有哪些，然后要破解后面申请的专利在最初专利基础上，都有哪些技术改进。这一系列解密工作带来的成果是，科沃斯终于制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级旋风吸尘器。为了免于知识产权纠纷，科沃斯还请美国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为其产品出具专利非侵权分析报告。专利技术一经面世就吸引了众多品牌商，首先下单的客户来自德国，产品面市大受欢迎。不出所料，戴森公司迅速发起诉讼，但从德国到法国，戴森的诉讼官司均以失败告终。

但自主技术的成功，并没有给科沃斯带来理想的转型成功，颇具讽刺的原因是，国外品牌商利用中国专利保护不力的制度环境，拿着多级旋风吸尘器的技术方案，寻找其他代工企业报价并委托生产。钱东奇本来以为凭借对戴森公司专利的破解，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可以为不同品牌厂商贴牌生产高端吸尘器，没想到又回到了传统的代工游戏。

这让钱东奇深刻认识到代工终究不能长久的原因，即便研发有所突破，只要给别人贴牌，就难逃低利润的泥沼。自主研发一役虽未带来理想的结果，却让公司内部一致同意，公司下一步要做的是研发符合市场需求，区别于现有产品的创新技术，以及为这种创新技术创立承载物——科沃斯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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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不看眼前不畏失败

许多企业用投入资金的大小来衡量对研发的重视，忽略了创新所需要的独立性，以及为短期不能盈利，长期面临失败所需要做好的准备。做到这三点企业须建立有效的创新管理。


组建创新别动队。
 回顾那些卓越的创新型公司，有不少组建过所谓的“创新别动队”。这些“创新别动队”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是为了不一样的目标存在，所做的事情可能与原有业务毫不相关。其次是受到企业领导者的充分重视，甚至由最高领导者亲自挂帅。最后，团队成员通常由组织内外的精英组成，工作有相当的独立性。

钱东奇成立了一个独立研发团队，研发项目是一款扫地机器人，自己全权负责，代号“HSR”，也即“Home Service Robot”（家庭服务机器人）英文首字母的缩写。“HSR”不在公司内部办公，而是在附近另寻了一处办公地点。这是一个新项目，一方面为了保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团队成员有一个潜心钻研的工作环境。一开始，“HSR”只是一个5人的项目组，成员包括机械工程师、电控工程师、专利工程师。这种隔离式研发，相当于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一个新的创业团队，独立于公司原有的组织体系，运转更有效率。

“HSR”遭遇了很多困难，有一段时间，可以说完全是在一片黑暗中摸索。2000年，第一台机器人雏形真空吸尘器诞生，看上去像一辆迷你车，有简单的结构，可以在家里自行移动；2001年，首台自动行走吸尘的机器人出炉，高度35厘米——当时，受到“机器人”的思维局限，科沃斯的研发方向，总是希望能打造一个真正像人一样的扫地工具，这让产品推向市场走上了漫漫长路。直到2006年，科沃斯受到相关产品的启发，机器人的形态被改为圆盘状，更加方便穿梭于低矮的家具之下，并增加了根据房间面积选择工作模式，自动识别楼梯、自动返回充电等功能之后，首个真正能推向市场的产品才成功。这离建立创新别动队，已经过去了6年。

这一年，“科沃斯”品牌创立，英文名“Ecovacs”，“Eco”是生态，“vac”是英文“vacuum”（真空吸尘器）的缩写。这个合成词的字面意思为“生态环保吸尘器”。2009年，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产品推向市场，刚刚试销时，市场部门担心消费者把产品买回去用一次就不再用了。调查发现，80%的消费者把这一产品当成了常用工具。洗衣和扫地是人类不愿意动手操作的两项家务劳动，洗衣机很好解决了前一个问题，扫地机器人解决的是后一个问题。2015年，新一代配装了Smart Navi系统的扫地机器人，能在清扫之前规划路线，令清扫工作更加智能高效。因为功能定位明确，科沃斯扫地机器人从推向市场开始，销售额就以每年两到三倍的速度增长。


在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满足客户需求是企业得以发展的真正前提。在满足需求之前，客户可能明确感觉到需求所在，也可能根本察觉不到。经营企业多年，钱东奇最大的感受，是必须在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求得平衡。创新活动可以提前布局，最终目的还是指向销售。其实内在逻辑很简单，最终检验经营管理的是绩效，只有满足了客户需求，才能带来利润。

科沃斯创新观的核心在于，好的创新是技术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了解技术的原理，了解人性的弱点，然后用技术弥补这些弱点，才是有价值的创新。在太阳能面板清洁机器人的研发决策过程中，这一观念得到充分体现。科沃斯一直有一个研发团队，在研发幕墙清洁机器人。许多现代高层建筑，外立面为玻璃幕墙，只能以吊绳悬挂保洁人员在外部清洗，既不安全也缺乏效率。

然而产品面世后引起的反响并不如公司期待的那么高，经过调研发现，由于成本原因，人工清理玻璃幕墙仍受到市场的欢迎。但调研也同时显示，市场上真正稀缺的是太阳能面板清洁机器人。不少太阳能发电厂坐落在戈壁与荒漠地区，一旦灰尘覆盖太阳能面板，发电效率就会下降，而人工清洁非常不现实。当然，太阳能板也可以用洒水车冲洗，只是风一吹，灰尘又上去了，加上戈壁与荒漠地区缺水，还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清洗太阳能面板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结合这个市场需求，2014年，科沃斯研发出太阳能面板清洁机器人，因为节水、省人工、清洁效率高，这款产品一经面世就获得了国外客户青睐。这款产品能够自主规划路线，从头至尾清洁一整条太阳能面板线，滚刷高速清扫，无刷电机吸走粉尘。即便太阳能面板之间存在缝隙，甚至高度差，太阳能面板清洁机器人都能轻松跨越。


倡导服务型研发文化。
 家庭服务机器人牵涉物联网、传感器、智能控制、信息网络、新材料、芯片算法等学科领域。最核心的一点，是对周围环境有感知，能够以运动方式，替用户完成某一项工作。科沃斯的研发工程师已经超过400人，以产品模块而非产品线规划组织架构，不同模块（控制、软硬件、互联网应用和机械结构）由不同项目组串联。

研发创新的最大障碍是害怕失败，好的研发管理者要容忍失败，因为这意味着企业有为创新付出代价的勇气。允许犯错误的文化相当重要，研发人员不能因为错误决策而遭受惩罚。为了让科研人员勇敢试错，钱东奇创建了一种“服务型研发文化”，也就是管理者服务于研发者。科沃斯的新产品，往往提前5年布局，漫长的研发过程，投入看不到产出，每一次开模，每一次样机制造，都是成本支出。但是研发工程师们常常与公司创始人一起工作，他们知道只要全力以赴，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得到理解。“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不能说工程师怎么这么笨，竟然做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这样说了，工程师信心何在？反过来，如果一个研发工程师每做一件事情，心里都在想领导怎么想，研发一定不会按照客观规律进行。”钱东奇说。

创新产品的开发过程，最佳状态是一种“有控制的自由”。要达到此种状态，研发管理工作的重心不在“控制”，而在“服务”上，一个好的研发管理者，首先是一个好的服务者，管理者要习惯更多地参与非正式交流，而不只是主持严肃的内部会议。要帮助员工解决难题，尤其是提供观点与信息支持。在钱东奇看来，管理者的行事方式，很多时候应该由下属的需求决定，下属有工作得不到支持，管理者须要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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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红海中的蓝海

中国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极易进入成本领先的固有竞争路径。一款产品刚刚面市时，可能因为设计新颖、功能独特获得高溢价，随着进入者日渐增多，就开始比拼价格。以单一家电或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主业的公司，通常面临很大压力。

扫地机器人投放市场取得成功以后，钱东奇做出了将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线引向深远的战略决策，确定了一系列新产品研发规划。钱东奇认为除了扫地机器人，科沃斯需要更多的机器人产品，构成一个完整品类，以确立科沃斯家庭服务机器人的领先地位。这些产品覆盖家居生活的主要方面，致力于把人类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这样，科沃斯的运营重心，就不再局限于扫地机器人这一个产品，产品升级的同时，还可以不断做大市场，找到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优势区域。

比如，基于扫地机器人的移动平台，科沃斯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过去几年，中国众多城市遭受雾霾困扰，空气净化产品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但传统空气净化器在一个固定地点工作，而科沃斯的空气净化机器人可以在各个房间移动，通过空气质量传感器捕捉空气污染源。在移动过程中实施净化，机器人还可以智能判断室内有害气体的分布状况，然后升降至最佳高度工作。空气净化机器人也可以自动识别障碍物，改变行走路线，返回充电座自动充电。接下来科沃斯推出的是全球首款擦窗机器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达47项，其中19项为发明专利。擦窗机器人吸附在光滑玻璃的表面，能够自动规划清洁，即使玻璃没有边框也不会越出。

“商用机器人”是另一条产品线，除太阳能面板清洁机器人，科沃斯还开发了导购机器人——旺宝。这一产品最初是为了解决科沃斯自身专卖店运营的痛点，轮式移动平台使其跟随顾客移动，与顾客进行语音互动。你可以将其理解为人工后台的前台界面，通过远程互联，客服人员统一管理着这些机器人（1位客服同时控制9台旺宝）。这是机器人与具体场景的有机结合，优化了传统导购模式，提升了线下效率。

回看过去的18年，从代工企业到自主研发企业，科沃斯的转型看起来依然是从技术到品牌再到市场的寻常路径。能走通这条让众多代工企业折戟的转型之路的关键在于，科沃斯认识到了技术、品牌和市场的真正痛点，并做出了突围决策。总结转型的成功，钱东奇自己的看法倒颇为感性：“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必须有一些梦想和坚持，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碰到的诱惑太多了……除了有一些梦想和坚持，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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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铮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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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性别多样：

财务表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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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营部门研究的数据显示，性别更为均衡的董事会结构能够提高公司价值，同时对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美
 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主党参选人、年近70岁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她入主白宫，未来其内阁成员的男女比例将同美国人口性别比例一致，这意味着将有一半的内阁成员为女性。此番豪言壮语一出，顿时四座哗然。不管希拉里能否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也不管她这样说是否有拉拢女性选票之嫌，值得肯定的是，在男性主导的政界，希拉里的这番表态至少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领导层的性别多样性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和政界一样，在男性主导的商界，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也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

2016年4月，光辉国际(Korn Ferry)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CGIO）共同撰写了《亚太区董事会多样性报告》（Building Diversity in Asia Pacific Boardrooms）。报告对10个亚太经济体的公司董事会结构进行了追踪分析，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报告数据基于每个经济体上市公司前100名的2014年财务报告。也就是说，该报告涵盖了10个亚太经济体的1000家上市公司——即每个经济体内总市值排名前100位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对私营部门进行研究时获得的数据显示，性别更为均衡的董事会结构能够提高公司价值，同时对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我们最近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公司3年期平均资产回报率为6.4%，平均股本回报率为14.3%。相比之下，比例低于10%的公司同一时期内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只有5.2%，平均股本回报率只有11.8%。



拥抱性别多样的董事会

伟大的公司不一定有伟大的领袖，但是伟大的公司一定都有一个伟大的董事会。比如花旗、福特等知名公司，经过百年商战的跌宕起伏之后，一直传承着的除了一个名字之外还有什么？股东已经换了，CEO已经换了，员工已经换了，产品也不知道换过多少代和多少种类了，组织的创建者和领袖们早已经不在了，但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一套制度、管理和运作规则体系依然在运转，这是所有伟大公司共有的特性。

董事会的精神实质是平等、合作、信赖与负责。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可以说是这种实质的最佳体现，并且能够给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价值回报。我们的研究显示，提高性别多样性能够让企业受益。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企业的财务表现优于比例低于10%的企业。2014年，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为14.9%，相比之下，女性董事比例较低或者没有女性董事的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只有12.6%（图1
 ）。此前3年时间，我们针对性别多样性和盈利能力的研究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此外，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全球性研究结果一致，都得出了“性别多样性程度越高，企业财务表现越理想”的结论。

增加女性董事能给公司的运营和财务表现带来正面影响，这个结论看上去让人觉得意外，但却在情理之中。女性会从不同的视角给董事会注入活力，有助于提高董事会团队决策的质量，避免“思维共振”的风险。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女性独有的亲和力和对员工的关爱是女性的天然优势，对于企业文化的塑造非常有帮助。因此，女性董事是对男性董事会的有效补充。

值得强调的是，性别多样性使得观念的多元化成为可能，而观念多元化是孕育创新最丰沃的土壤。董事会是连接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管理的桥梁。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董事会可以为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光辉合益（Korn Ferry Hay Group）2016年针对全球90多个国家5.5万名管理者的情商素质研究表明：同男性相比，45%的女性管理者在职场中更容易展现出同理心；特别是在情感的自我认知方面，86%的女性管理者在领导力和企业管理方面更倾向于展现这一情商素质。女性管理者通常采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速度扩张，对风险更敏感，这对保护股东投资至关重要。

女性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她们通常掌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拥有女性董事，她们能够在制定未来战略的时候更准确地表达消费者的想法，这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合理的决定，以及降低风险。

中国常被亚洲女性当作典范。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女性董事最年轻，平均年龄50.4岁（男性为53.3岁）。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略有下降，从13.2%降至12.9%，逆转了前两年的大幅增长趋势。在受调查的10个亚太经济体中，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排在第三位。我们的研究发现，能源业的女性董事比例最低，必需品消费行业的比例最高（图2
 ）。中国2014年的全男性董事会比例与上一年持平，仍旧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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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可以借鉴的做法

美国妇女取得选举权迄今已有90年了，但直到201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首次要求，企业必须公开其在挑选董事会成员时，如何贯彻性别多样化战略。女性成为商界领军人物，也不是由来已久。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发布《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排行榜，上榜的50人中仅有两位是《财富》美国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在2015年的榜单上，入榜者中已经有27位是首席执行官，超过了人数的一半，其中有19位执掌《财富》美国500强，创下了该榜单的纪录。

研究表明，更多女性董事的存在能改善企业治理水平，为公司盈利带来积极影响，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实是，多样性的差异仍然很大，消除差距的速度也较为缓慢，尤其是亚太地区。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虽然亚太区女性董事的比例逐年提高，从2013年的9.4%提高到了2014年的10.2%，但亚太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仍然有限并且不均衡，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例如英国的数据是26.1%、欧盟的是20.8%和美国的是18.7%（图3
 ）。进一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按照当前的速度，亚太地区需要10多年时间才能追赶上这些经济体。

我们还注意到，基于传统的家长制作风，亚洲董事会似乎集体性无视性别多样性的价值。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态度，多样性进程仍将遭遇障碍，才干出众的女性仍无法获得进入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机会。

为了鼓励企业让女性领导者进入董事会，亚太地区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立法。我们研究发现，2013年至2014年，只有少数几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在提高性别多样性方面进步明显，它们的共性是全部采取了提高性别多样性的政策。比如，澳大利亚推出了以“如果没有，为什么不”为口号的自我揭露和调查计划，最终大幅提高了女性董事的比例，从2009年的8.3%提高到2014年的21.9%。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还颁布政策，要求企业制定和公开多样性政策，其中要包括有关性别多样性的指导方针。印度的《公司法》要求每个董事会要有一名女性董事，马来西亚设定了女性董事比例达到30%的目标。总体上，从这三年的趋势来看，进步是有的，但速度较为缓慢，而且不同经济体或年份之间存在差异。根据我们的发现，我们认为亚太董事会继续提高性别多样性并非一个必然趋势，需要企业、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予以更大关注。令人备受鼓舞的是，亚太地区全男性董事会快速减少，比例从44.7%降至当前的39%。

在提高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方面，中国缺少制度方面的支持。企业董事会结构的指导方针只有公布董事会构成的要求，即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2011年通过的发展规划提出了性别多样性目标，希望能够“在2020年之前提高所有企业——公有或者私有——的女性董事比例”。然而，这一行动呼吁并不包括在企业治理准则之内。在中国，全男性董事会的比例达到23%，仍然普遍缺乏主动任命女性董事的动机。

中国女性董事的比例虽然在亚洲位居前列，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性别多样性的步伐仍然迟缓。对中国的监管部门与决策者来说，鼓励董事会性别多样性势在必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是一个明智之举。实践证明，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地促成董事会结构的积极变化，以实现在整个商业领域里的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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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如何成为女性董事

享誉全球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曾经要求其“战略合作伙伴”成员——无一不是世界级巨型公司，在其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五人代表团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可见，女性高管包括女性董事的相对稀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那么对女性高管来说，怎么成为董事会的一员呢？巴菲特挑选董事的标准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巴菲特认为，一个企业正常的运转，固然离不开优秀的企业管理层，但企业拥有一个优秀的董事会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优秀的董事会能够控制企业的经营风险，最大限度维护股东的权益。伯克希尔公司董事会的14名董事中有3名女性董事，6名董事年龄在80岁以上。伯克希尔对董事会成员只有三个挑选标准：具备商业头脑、以股东为导向以及对伯克希尔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对那种颇具威望的人士并不感兴趣。

让一批女性主管轻松并积极地转换为领导角色，商界肯定会从中受益。对女性而言，进入董事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但也不是无迹可寻。首先，她们须进入猎头公司的视野。据统计，在美国58%的董事候选人是由猎头公司推荐的。另外，还要了解董事会的运作情况。比如，标准普尔（S&P）500公司的董事会去年平均召开了9次会议，董事的平均薪酬为21.3万美元，平均任期为8.4年。优秀的董事应该愿意承担董事会服务所需的、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和时间投入。此外，参加商学院的相关课程也是必要的一步。比如，硅谷的董事会中就体现出了浓郁的人脉意味。硅谷所有的董事中，有五分之一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有超过十分之一毕业于哈佛大学。

拥有这些之后，距离成为女性董事，还有一步之遥：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乏服务董事会的经验，这时候你须从头开始，比如说，有些女性从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董事开始积累经验。

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实力雄厚的女性董事，比如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春花，华为公司董事长孙亚芳。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步入女性董事的行列，为董事会带来不同专长，构建一个真正战略性的董事会。

在汉语中，“董”有监督、修正、管理、深藏和资历老道的涵义。一个多样性的董事会能够以更广阔视野审视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制定出更为完善的创新解决方案，进而更有可能取得成果并实现目标。此外，一个更富有多样性的董事会也能够在出现市场波动和遭遇风险时为高级管理层提供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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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伟忠是光辉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高级合伙人。何江颖是光辉国际上海分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允贞是光辉国际董事会业务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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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行业特殊性，金融业一直游离于主流管理之外。但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现在中国金融企业都开始运用管理手段运营。招银金融租赁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它借助创新，开创新市场和新客户群，并像企业家那样布局未来。






规
 模经营不再是金融业惟一的经营真理，变化越来越快的商业环境，金融业的生存竞争早已白热化。该如何持续经营？要怎样才能不断成长？创新与变革，显然才是真正的途径。2016年1月21日，作为首批试点成立的5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之一的招银金融租赁凭借2015年发行的首单资产证券化项目（ABS），获得“最具创新精神项目发起人”奖项，这个奖项由专家评审小组、从业人员和公众历经3个月投票得出的。该项目是公司首单、也是银监会备案制下金融租赁行业首单ABS，整体发行利率创租赁行业的最低水平，并在保证金不入池的前提下，实现了资产完全出表，开创了国内金融租赁行业的先河，是租赁行业证券化实践的重大突破。

这是金融业成功践行创新理念推行管理手段的最佳实践。创新是惟一能造就一个持续和健康发展经济的工具。企业推出一项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流程，要满足客户未被满足的需求或潜在需求，创造出新的客户满意。客户有新的所得，才会愿意付出比过去更高的价格。这反映在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上，就是创造了新的财富。

作为一家追求专业性的金融租赁公司，招银金融租赁之所以在创新领域上有如此大的进展，是源于对其竞争优势发展的考虑。尽管该公司这几年发展很快，但比对全球租赁业，公司目前还处于初级向中级转变的阶段，主要还是以融资租赁为主，在全球租赁发展背景中还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因此，该公司开始推行“早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发展文化，力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快，以及人有我更优。再者，考虑到市场因素。随着租赁业的发展，吸引了很多投资进入这一市场，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因为国家对这个行业的重视，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这驱使该公司不得不早一点着手创新变革，寻找新的发展途径。

同时，招银金融租赁明确认识到创新是组织的一项基本功能，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实务工作，可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实施。该公司就是以这种方式渐进实现创新与转型：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次实施一项新政策，再下次改善一种服务。借助创新的推动力，招银金融租赁得以开创新市场和新客户群、将变化视为机遇，借机转换角色，提高资源的产出，并像企业家那样布局未来。这家公司的品牌性创新主要体现在业务结构、商业模式以及渠道等方面。



业务结构创新

全球的租赁业随着新经济的到来，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一年，中国租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租赁已经改变单纯融资的做法，创新租赁更适应知识经济的到来。这驱使金融租赁企业必须针对原来的租赁业务和经营理念做出改变。一旦应对措施开始推行，业务结构创新则势在必行。经营环境的变化让招银金融租赁公司意识到，一味沿袭以前的做法注定运转不良，而且会忽视增长最快的领域，错过重要的创新机遇，并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竞争对手。业务结构的转型要求企业具有企业家精神，做好角色转型的准备。


转换角色，提高资源的产出。
 租赁业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中，有两条明确的主线：一是经营性租赁占比会越来越多，二是专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此外，租赁企业还要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因此招银金融租赁力求早一点，着力推进业务结构转型，提高经营性租赁占比，从以融资为主转向以融物为主、从看重承租人的信用资质转到经营租赁物，相对缩减融资性租赁占比。该公司的飞机订购采用由租赁公司直接购买再租赁给客户的方式。对于银行系租赁公司，直接购买直升机、再租赁给运营人的这种业务模式，是极为罕见的。同时，在欧洲各大银行逐渐淡出航运融资服务的大背景下，公司挺进船舶订购业务，实现了从融资方到船舶持有者身份的转变，全面介入新造船经营性租赁。由此，招银金融租赁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从目前资金提供方角色，向资产管理人转型。这种角色转变极大地提高了资源产出，开创了新的租赁需求。



商业模式创新

在全球化冲击、技术变革加快以及商业环境变的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决定企业成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它的商业模式。而且业务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即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为了满足业务结构的优化。改革一个企业的基本经营方法，不仅能够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而且是创造可持续盈利的一种新模式。

为应对客户需求商机不断萎缩的这样一个商业环境，招银金融租赁在市场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持续增加增量的供给，优化效率、价格和服务体验，充分考虑到新客户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抢占市场竞争优势。


开创新市场和新客户群。
 从目前几大电力集团对新能源项目的并购扩张趋势中，招银金融租赁认识到未来该模式有较大市场扩展空间，因此开始助力电力集团新并购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快速获得国家绿电补贴，实现3亿元直租项目投放。考虑到民营中小型企业银行融资比较困难，招银金融租赁通过租赁易平台为一家较为典型的民营小物流公司获取3年期冷库融资租赁项目投放，下沉业务客户群，扩大客户基础。一改自推出以来只投放民营企业项目主体均为大型民营企业的模式。同时，采用创新法律结构，分割交船前/后融资，保证公司在不同风险情况下的选择权，开创境外航运业务，实现高收益。



渠道创新

商业模式的改变，会需要不同的渠道来支撑。相比于以往对渠道创新的认识，仅仅带来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衡量渠道创新的维度有很多，但是，渠道创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价值。渠道同时还有属性依存策略，一个元素发生变化，另一个元素也会随之改变。


将变化视为机遇，加以利用。
 依托招商银行整体分支行渠道，推进多元化渠道发展。针对不是招商银行的客户，原渠道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招银金融租赁认真分析内外部形势，通过流程优化解决了项目端、通道端和资金端之间彼此不了解不信任的问题，打通招行体系外的低成本资金的渠道，将变化转为发展机遇。政策导向和新的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对金融租赁业来说可谓一个很大的变量。设计出“基础设施经营性租赁业务”方案，配合政府采购服务模式，实现项目投放，同时很好地规避了平台公司风险，增加了投放渠道，展开与政府的直接合作方式。



像企业家那样布局未来

“企业家”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未来，大数据的运用无疑将会给金融租赁公司带来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进一步释放对实体企业、相关行业定制化服务能力，逐步从目前的单笔业务、单个项目的服务，拓展到参与企业及新兴行业从初创到成长发展的全生命周期，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服务。


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改变价值。
 这也是招银金融租赁制定出未来机器人租赁项目的主要原因。从发展趋势看，制造业将会成为融资租赁的一个目标行业,也是融资租赁的重点发展领域。基于专业人士对市场的全面分析调研，公司制定出提供产业升级的机器人租赁计划。招银金融租赁首席市场官史永赳在采访中表示，目前营销和物流方面的数据非常多，相比之下，制造业方面的数据却很少。未来通过机器人租赁，招银金融租赁可以实现与制造业生产商共享制造业领域的数据，充分发挥大数据在转变内部运作、客户关系及行业价值链方面的潜力，为公司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

与整个金融租赁行业普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不同，招银金融租赁在兼顾股东利益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借助创新，实现业务收益稳步增长并创造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赋予金融租赁更多的责任。因此，招银金融租赁决定摒弃曾经的综合型、粗放型发展，转为聚焦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精细化发展，不断开创新模式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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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青靖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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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寿命大大延长，精神和身体状况俱佳，将专业技能束之高阁、选择退休就不一定是好选择。这时你有机会去尝试和探索，追求你真正看重的事业，甚至留下一份全新的遗产。






在
 美国，每天都有超过1万人迈过65岁门槛——曾有几十年，这是标准退休年龄。一般认为，从50岁开始，最晚不超过70岁，人们就该结束职场生涯，开始享受生活了。但近20年来，这一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人口学家吉姆·奥本（Jim Oeppen）和詹姆斯·沃佩尔（James Vaupel）的研究，现在60岁的人中有一半将活到至少90岁。（参见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和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合著的《百年人生》（The 100-Year Life
 ）一书。
 ） 而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养老送终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这一变化，以及其他原因，管理者开始重新思考“退休”的含义。

研究者投入大量时间分析组织如何应对这一新趋势并从中获益。老龄化问题专家肯·迪赫瓦尔德（Ken Dychtwald）在2004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主张，企业应打破传统退休观念，在企业文化中强调经验的价值，并制定灵活的工作安排和离职方案，以保证高龄员工的投入度。

在与管理者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对当下人们的退休方式感兴趣。为了解各类人的不同选择，我们与约克大学的耶莱娜·基奇克（Jelena Zikic）合作，对100名新近退休或积极计划退休的企业管理者（包括高管）进行深入访谈。为更全面了解当下职场人士的退休状况，我们还采访了相关行业（包括金融服务、资源和高科技制造）24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专家。我们选择研究管理者，是因为他们的离开会给组织带来重要影响，还因为他们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能更自由地选择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与传统理论和成见不同，我们发现个人对于退休的观点和做法非常多元。我们将在下文中介绍这些发现，以及从中总结出的4项指导原则，希望帮助各年龄段人士规划好职业生涯“下半场”。这4项原则是：顺势而为；找到意义；转变角色和投身公益。



顺势而为

我们从管理者的讲述中发现，很少有人一到年龄或满足退休条件，就彻底从全职工作转变为退休状态。告别职业生涯的方式有很多，而且没有固定时间表。虽然有些管理者“遵从传统程序”，但其他人退休的原因包括：发现“合适的时间窗口”；由于健康等原因“顿悟”，将生活重心从工作上转移开；“兑现”，拿钱走人；由于组织的变化感到“幻灭”；受到“排挤”，被迫离开所在职位或公司。总之，很多因素影响受访者的退休方式。

路易斯（56岁）是一家跨国电信企业主要事业部的总经理，在公司工作了32年。由于不认同公司新任命的CEO，他决定提前退休。虽然为一项改组工作多留了两年，但他一找到机会就马上离开了。阿兰（49岁）是一家制造企业的区域销售经理，业绩卓著，评价很高，他的经历有些类似。经过资产重组，公司大股东变更，他有3个选择：平级调动到另一个工作地点；降职；提前退休，领取补偿。虽然一开始觉得退休还太早，阿兰最终认为提前退休最符合自己利益。

这里得出的经验是，很少有人能完全掌控自己职业生涯结束的时间和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准备顺势而为。公司的并购重组、高层人事变动、战略方向变化，甚至生活中的意外事件，都可能让你决定退休，或至少开始为此做准备。无论退休计划多么周全，事情的进程很可能和你预期的不同。



找到意义

管理者谈论退休时使用的词汇很多元（
见《“退休”对你意味着什么？》

 ）：退休可能是对工作压力的“治疗”，告别日常重负的“解放”，或远离高强度工作的“减速”。这些比喻都适用于吉姆。父亲40多岁去世，吉姆不想步其后尘。由于担心健康问题，他刚过50岁就从一家跨国公司CEO的职位上退休。也有人从退休中看到“重生”或“变革”的机会。玛格丽特曾在一家消费品公司负责营销和战略规划，工作压力很大。她选择离职，到一家著名商学院担任驻校导师。还有人将退休视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担心职业身份的“丧失”，希望“坚守”，继续发挥专长。比尔属于最后一种，他是地质学家，从工作25年的石油公司退休时还相当年轻，之后决定和同事一起创办一家采油公司。

但实际退休后，人们的想法通常会变化。有人一开始将退休视为解放，随心所欲地玩高尔夫、桥牌或游艇，但之后可能向“坚守”、“变革”或“新生”方向发展。继续看吉姆的故事。退休的头几年，他只求清静，想从工作压力中恢复过来，但也开始怀念之前荣光职业的某些方面。他先将精力转向家庭，但最后重回职场，开始为年轻管理者提供指导。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退休采取灵活态度、在不同“意义”间切换的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退休方式。所以，即将面临这一人生重大转变的人，尤其应该思考一下“退休”对自己的意义：你脑海中出现哪些情景？上述这些比喻是否符合你的梦想和愿望，或者你另有想法？重点在于，你必须更好地了解自己、你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你未来想成为的人，以及所有新机会和可能性。

同时要记住，你在退休后可以有多重身份。这种多元性对未来世代更加重要。据格拉顿和斯科特预测，现在20岁的人有50%可能活到100岁，40岁的人活到95岁的概率同样有50%。即便75岁退休，你也可以尝试不止一种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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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转变角色

很多职场人士不选择彻底退休，而是留在原公司承担新角色，工作时间安排和职责都有较大变化。丹尼尔是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管，和公司商定改为兼职工作。现在，他半个月在海边小屋钓鱼打猎，半个月在公司总部担任“思想领导者”，辅导新晋管理人才。我们采访的另一位资深管理者则提议与另外两位同事分担一份工作：他自己想退后一步，同时保持工作状态；另两位同事孩子还小，希望在工作之余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他们所在的高科技公司同意了这个方案。

很多高管采取逐步退休的方法，逐渐减少工作时间，同时将他们的知识和责任传递给后来者。马克是一家林业公司的高管，已经到退休年龄，公司同意他将工作时间减至原来的60%，让他可以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同时继续帮助公司，特别是指导两组管理者，以及参与制定继任计划。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与原雇主按合同制继续合作，这会使双方受益：员工能得到报酬和继续工作的机会，公司则留住了专业技能。彼得是银行高管，50多岁退休，而半年后公司又给了他一份短期合同，请他做擅长的小企业贷款业务。

亚当则走了另一条路：50岁出头时申请离开两年去做市议员，之后回公司工作一段时间，56岁正式退休，然后开始领导一个大型社区组织。

我们认为，任何考虑退休的人都应探索继续工作或离职的可能方式。仔细审视一下你的工作内容，你的独特经验、技能和知识，以及雇主对你的看法。回顾你承担过的不同角色，完成过的项目，以及你贡献最大、自我感觉最好的工作领域。

不是所有组织都能提供新颖、定制化的工作安排，但灵活处理的空间还是比想象的大。一旦你想清楚愿意做的工作以及期望的时间安排，就可以先和上司或人力部门非正式地沟通。如果他们不愿做灵活安排（无论是继续工作还是逐步退出），或无法提供你希望的条件，你可以考虑接触愿意提供这种灵活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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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约700名8至14岁儿童的调查中，80%受访者认为父母会把工作压力带回家
 ，近60%说父母曾因为工作错过戏剧表演、体育比赛、颁奖仪式等学校活动，甚至重要节日。



PROJECT: TIME OFF：《职场烈士的孩子》（"THE WORK MARTYR'S CHILDREN
 "）





投身公益

安德鲁·卡内基曾说，人生前三分之一应该学习，中间三分之一赚钱，最后三分之一用于给予。或许因此，退休一直被看作投身公益的起点。不过我们发现，现在退休者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止捐钱。来看几个例子：哈利从事造纸行业，从工程师做到工厂管理者，60岁出头时意外被解雇后，开始帮助高中辍学者学习一技之长；琳达是管理培训专家，在一家银行工作了28年，50岁退休后回到大学学习国际发展，准备为非洲艾滋孤儿建立孤儿院；西尔维娅是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因为厌倦了工作早早退休，义务担任一家大型文化机构的财务总监；加里是电信企业高管，离开公司后创办了一家帮助社会创业项目筹资的机构。

如果寿命大大延长，精神和身体状况俱佳，将专业技能束之高阁、选择退休就不一定是好选择。现在到退休年龄的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区以至整个世界，这个趋势将在未来世代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尤其是在社交方面非常活跃的千禧一代。即便你厌倦了一直从事的工作本身，你的领导力、团队合作和项目管理能力也可能大有用武之地。退休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现在有机会去尝试和探索，追求你真正看重的事业，甚至留下一份全新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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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瑟·沃夫是辛辛那提大学Lindner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汀·巴塔耶是伊萨卡商学院助理教授。莱莎·萨金特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教授。玛丽·李是麦吉尔大学Desautels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要不要增加新菜品？

Expand the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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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餐饮连锁店有意增加新菜品，增强吸引力，又不想失去原本的特色。






罗
 希特拿着鸡蛋玩杂耍。光滑的、褐色的蛋，在两手间丢来丢去，抛到空中再接住。先是3个蛋，然后是4个、5个——这些蛋是哪儿来的？他心中怀疑，手上抛接动作没停，面前的人群向他喝彩。我在哪里？这些是什么人？罗希特想看看四周，但他明白不能将目光从鸡蛋上移开。突然间，鸡蛋变成了别的东西：鸡腿、西葫芦、番茄、土豆，还有一包扁豆。他继续抛接，然而手指抓不牢滑腻的鸡皮，扁豆抛得太低，土豆又太高，结果全都掉到了地上。他低下头，看到的一片狼藉，却并非他所预料：地上只有打碎的蛋，十多个鸡蛋，蛋壳碎片间横流着蛋清蛋黄。

罗希特惊醒了，满身大汗，心怦怦直跳。他看看周围，左边他的妻子阿纳亚仍在酣睡，右边是床头柜和闹钟：时间接近午夜。罗希特重新躺好，深吸几口气，笑了起来——笑声很轻，不至于吵醒妻子。他是Yolk-ay创始人兼CEO，这家热门餐饮连锁店开在阿联酋，专做印度传统蛋类食品，但正在考虑增加新菜品。那个梦不难解释。



10年前

“爸，快来试试。”

“试什么，维克拉姆？”罗希特放下手上的《星期日报》。他刚才盯着自己担任侍者领班的那家酒店的一则广告，空想着“精品spa、五星级餐厅和屋顶泳池”之类的广告语旁边能否再加一条“一流服务”。他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团队不受重视。至少他上午不用去上班。阿纳亚在做早饭，加了鸡蛋和燕麦的麦粉糊，闻着就好吃。

“把蛋放在手里用力捏。”维克拉姆说。

“怎么，想搞得我一手蛋黄？”

“不会破的。我保证。”

罗希特半信半疑，但如今19岁的儿子维克拉姆主动跟他说话是件罕事，于是他照做了。他用尽全力捏着鸡蛋，可是捏不破。

“看到了吧？”维克拉姆说，“蛋壳的形状可以承压。”

“真有意思。”阿纳亚把早餐端上桌。

“的确。”罗希特微笑着，放下了鸡蛋。

“妈，我想死你做的饭了。”维克拉姆嘴巴塞得满满的。他去年秋天开始上大学，只有周末回家。“吃不着好吃的麦粉糊，简直要死，马萨拉蛋卷和鸡蛋咖喱就更没法吃了。你去我们宿舍旁边开个餐馆吧。或者像瓦多达拉市的那种小吃摊，就是去年去看爷爷奶奶时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去吃的那地方。那个新鲜的煎蛋卷有多好吃，你记得吗？我跟你讲啊，学校里印度人可多了。你要是去卖吃的，我和朋友肯定天天去吃，教授也会去的。”

“用鸡蛋做吃的很容易，”阿纳亚说，“你可以自己学着做。宿舍没有厨房吗？”

“没时间啊，”维克拉姆答道，“上课、打球、聚会……”听到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母亲皱了皱眉头，于是他赶忙加上一句：“马上还要去工作。我在申请索尼的暑假实习，在迪拜网络城。开餐馆真的可以。那儿有很多来自孟买、金奈、德里和班加罗尔的移民，都是二十几岁在外面漂，都是去打工的，就跟你和我爸以前一样。你们肯定能赚一大笔钱。”

罗希特顾不上吃蛋，只顾着听儿子口中的商业构想。这个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5年前

“爸，我们做到啦，3个月新开了3家分店。我知道当时提这个的时候你觉得我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Tikka House和Raja Cooks抢走这么红火的地段。明年会有几百个新的劳动力到那些地方去，我们真得加大供应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些你都是从商学院的课堂上学来的？”罗希特打趣道。

罗希特实在是太为儿子骄傲了。5年前他们开了第一家Yolk-ay餐厅，当时维克拉姆还是个干干瘦瘦的大学生，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分发在文印店印出来的宣传单。而后他在阿联酋酒店管理学院读MBA，其间历任餐厅收银员、厨师、经理以及供应商联络人，最后是首席运营官。如今拿到了MBA学位的维克拉姆已经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十分干练的商业合伙人。

现在他们在迪拜、阿布扎比和哈伊马角总共有5家店（其中3家是新开的），店址都设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移民密集的办公楼和住宅区附近。Yolk-ay餐厅在阿联酋以“最好的西奥卡风味蛋类食品”闻名，选用当地农场新鲜食材，价格公道，微笑服务，提供早、午、晚餐——这段广告语，罗希特和维克拉姆向资助者、顾客和记者说了无数次，在梦里都背得出来。维克拉姆还做了个电台广告，由他和罗希特两人历数鸡蛋对健康的好处，这个广告很红，让父子俩成了当地著名的“外出创业成功人士”。2010年，Yolk-ay营业额达到200万迪拉姆。今年开了新的分店，他们希望营业额能翻一倍。

阿尔巴沙区的阿联酋购物中心附近刚刚开的这家分店，终日顾客盈门。

“现在去哪儿？”维克拉姆问。

“回家，”罗希特说，“你妈妈在等我，格蕾琴肯定也在等你。”维克拉姆的德国妻子格蕾琴，刚刚结婚一年，怀上了双胞胎，预产期就是这几天。

“我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开分店？沙迦有巨大的增长，TikkaHouse刚在那边开了家店，要我说是有点儿太早了，不过我听传言说，印孚瑟斯（Infosys）和塔塔咨询公司在考虑明年把很多员工迁过去。我可以让阿兰达蒂去考察。”阿兰达蒂是维克拉姆大学时的好友，现在在Yolk-ay工作，主要负责新业务拓展。

“我欣赏你的热忱，维克拉姆，但我们要先确保目前这几家分店能经营下去。我们不希望力量太过分散。所有门店的质量必须保持一致，这是我们名声的根本所在，是我们对顾客的承诺。”

“能成，爸，我保证。交给我吧。”而在之后的5年里，他的确做到了。



当天

“爷爷，爷爷。”罗希特的一对双胞胎孙子扑到他怀里。今天是他们的5岁生日，之前就说要请学前班的小朋友在Yolk-ay最初开在迪拜阿尔卡拉马区的第一家餐厅一起庆祝。他们今年的生日是星期一，正赶上餐厅每周休息的日子，所以维克拉姆问过罗希特，罗希特当然答应了。两个孩子是罗希特的掌上明珠，而且不管Yolk-ay开了多少分店（一年前他们在沙迦开了第八家分店），他最喜欢的仍然是阿尔卡拉马这家。这家店就像家一样，特别是今天上午，阿纳亚在厨房忙碌。罗希特本来说要让员工来做，毕竟他的员工都跟家人一样，但阿纳亚坚持要亲自来。

“就算现如今阿联酋每二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吃过你的厨师做的东西，我孙子过生日也不能让他们下厨。”

维克拉姆在孩子们身后，把手里的礼物放在一张咖啡桌上。“等一下会有十多个小孩子在这里跑来跑去，准备好了吗？”他问罗希特。

“当然了，”罗希特回答，“他们可是下一代顾客！”

“至少还有一个钟头他们才过来。妈妈那边要帮忙吗？啊，没事了，格蕾琴已经过去了。”媳妇刚刚飞快地亲了一下罗希特的脸颊，然后跑进柜台后面，穿过双开门，进厨房去了，边跑边喊了一句：“孩子们，听话！”

“她在说我们还是他们啊？”罗希特开了个玩笑。

“我拿来了玩具火车让他们先玩着。”维克拉姆从背包里拿出玩具。

“太好了，来玩吧。”

“爸，其实我想跟你聊聊生意上的事。上周我们跟阿兰达蒂讨论的那件事，你考虑过了吗？”

“当然，是说我们的地理扩张已经走到头了吧。挺好的，眼下我们可以一心一意搞好现有的几家店了。”

“没错，但前几个月的营业额一直没有上涨，而且TikkaHouse和肯德基之类的西式快餐竞争对手似乎在抢占我们的市场份额。当然，我们还是有忠实顾客，因为熟悉所以喜欢Yolk-ay，但我们好像没办法再赢得新的顾客了。没有新鲜刺激的感觉了。所以我和阿兰达蒂觉得，我们应该以其他方式扩张。”

“你又想说外卖？我以为我们已经有共识了，我们的食物不能外送。没人爱吃冷掉的蛋。”

“说实在的，大家想要我们把食物送到公司和家里。我们做过顾客意见调查，顾客们十分希望我们能送外卖。其他竞争对手都提供外送服务。不过你说得对，也许顾客只图方便，没意识到食物品质会下降。厨师在这方面非常坚持，我不会再跟他们争了，也不会再跟你争。”

“那就好。”罗希特说。

“然后我们来说说菜单吧。能加点儿什么新鲜的东西？”

“实验厨房的几个厨师昨天在忙着做新品，一位厨师的姑婆提供了其中一个菜谱，还有一个菜式来自美国刚刚出版的一本烹饪书。”

“都是鸡蛋做的？”

“那还用说，”罗希特说，“Yolk-ay做的就是鸡蛋。我们的品牌，我们的营销，我们的起源，一切的核心都是鸡蛋。”

“只有鸡蛋，永远不变？我们就不能加点儿鸡肉和素食之类的吗？可以从供应鸡蛋的那几家农场拿一些鸡肉和别的食材。我们已经与供应商建立了稳固的关系，他们非常希望能跟我们做成更多的生意，都说了好几年了。”

“他们当然想这样了，这样他们能赚更多的钱嘛。”

“要我说，这样我们也能赚更多的钱。我和阿兰达蒂在上次顾客调查中问了几个这方面的问题。足有48%的调查对象表示，如果我们提供更多样的菜式，他们会来得更频繁，花更多的钱。”

“另外52%呢？”

维克拉姆不安地低下头，“另外52%对现在的菜单很满意，可能即使增加了新品也不会改变之前的习惯。可是爸爸，这些人是我们最忠诚的顾客，真心喜欢我们做的鸡蛋。假如我们面向所有快餐店顾客——去Tikka House、RajaCooks和肯德基的每一位顾客，做个覆盖面更广的调查，结果会怎样呢？问问他们，什么能让他们更常来Yolk-ay，你知道，答案肯定是菜单上更多的选择。”

“我们总说，如果你什么都想做，那么你什么都做不好。”

“我不是想让我们什么都做，只是再多做一点点事情，让大家重新谈起我们就够了，保证公司继续增长就够了，这是为了我，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孙子啊。”

“苏尼尔怎么说？”苏尼尔是Yolk-ay的主厨，是个传统的人。罗希特无法想象如何向他提出这样的改变，坚持让他照办就更别提了。这样扩充菜单，会给厨房员工带来巨大的影响：新食材、新设备、新岗位，新增的培训，全新的合作方式。

“其实周五的时候我们让他做了个小小的非正式的测试。别生气，只是个临时起意的小试验，所以没告诉你，是我和阿兰达蒂那天上午才想出来的点子。上季度公司聚会时他做了咖喱角，这次我们买来食材让他再做一次，一开始他不大乐意，但后来同意了，做了一些给当时店里吃午饭的顾客试吃。大家爱死他做的咖喱角了，根本停不下来。苏尼尔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就是说他也希望扩充菜单？”

“也不是。他唠叨个不停，说这样改变会严重破坏他的体系。不过我觉得，如果能有你的支持，我们就能说服他。”

“我没想好，维克拉姆。明天去公司谈，好吗？今天我们是来吃蛋糕、看杂耍的。”

“当然可以，爸爸。睡一觉再想吧。明天再说。”



当晚

罗希特梦见自己还在双胞胎的生日聚会上。双胞胎在拆最后一件礼物：两个一模一样的盒子，包着黄色的彩纸，扎着红色的绸带。盒子很大，是不是维克拉姆给他们买了那种怪物卡车？可是盒子一打开，里面只有白色的纸巾。孩子们把纸巾一张一张拽出来，摊了一桌子，最后同时找到了盒子最里面塞着的东西。列扎将手举过头顶，手里是个完美的棕色鸡蛋。沃尔夫冈手里则是一条鸡腿。两个孩子眉开眼笑。

罗希特又一次惊醒了，扭头看了看表：凌晨1点钟。这一夜的两个梦都与维克拉姆的提议有关。但这两个梦是什么意思？到底该不该坚持只做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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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 “RajuOmlet：在阿联酋扩张”（案例编号W15515-PDF-ENG），作者基尔提·坎佐德、桑迪普·普里，可访问HBR.org网站阅读原文。



访问hbr.org
 ，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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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普·普里是印度加兹阿巴德市管理技术学院副教授。基尔提·坎佐德是迪拜管理技术学院副教授。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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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不影响品牌形象的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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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麦荷里希

（Rajiv Meherish）


迪拜餐饮集团RajuOmlet创始人。






要保持品牌形象，Yolk-ay应该坚持做他们有名的鸡蛋食品。


维
 克拉姆有两点说得对：去餐厅吃饭的人确实想要新鲜感，而且用鸡蛋已经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了。但如果Yolk-ay想保持自己大获成功的独特品牌形象，就应该坚持做他们出了名的鸡蛋食品。

不是说不能扩充菜单。增加新品当然是可以的。我们Raju Omlet十分愿意尝试推出新品，只要符合餐厅名字（Raju Omlet意为“拉朱蛋饼”，“拉朱”是典型的印度人名——译者注
 ）暗示的“印度风味鸡蛋制品”这个意思就行。比方说，我们在菜单上增加了鸡肉，是跟鸡蛋一起包成鸡肉卷。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跟鸡蛋有关。虽然我们为了照顾西方人的口味而减少了一些菜里的香料，总体上调味也还是没变。

在迪拜这样文化多元、餐厅密集的城市，这种不会影响品牌形象的变通是非常重要的。Yolk-ay既然已经在南亚移民中建立了口碑，就该进一步精心计划，设法获得其他族裔顾客的青睐。

维克拉姆似乎十分看重顾客意见调查，这个的确很实用，不过我建议罗希特定期亲自去餐厅，特别是新开的分店，多去转转，这样可以直接接触到忠诚的老顾客和第一次来的新顾客。我自己每周五、六都这么做，去我们阿尔卡拉马区的第一家店，或者是前不久在朱美拉开张的更大的那家分店（沙迦马上要开第三家店）。你去跟顾客说话，问问题，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而你也能得到免费的信息。

在这样的交谈中，我发现顾客对新菜式感兴趣，比如鸡肉卷和鲜榨橙汁之类的，于是我们推出新品，但并不是立刻就加入菜单。我们在柜台的立牌上给新品打广告，卖4到5周，鼓励员工向顾客推荐新品，这段时间要卖得好，我们才把它加到菜单里。

维克拉姆和罗希特还可以再考虑一下外送服务。我们一开始也觉得没办法提供外送，因为鸡蛋会冷掉，面包会发软。但我们找出了大约15种口感不会受外送影响的食物，现在正在测试其他让食物外送时保持口感的技术。

在地域扩张和菜单变化上，Yolk-ay的发挥空间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停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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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允许范围内

尽可能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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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阿基尔

（Anthony Ackil）


休闲快餐连锁店b.good联合创始人之一。b.good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士拥有29家分店。






在休闲快餐行业，创新必不可少。


在
 休闲快餐行业，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建议罗希特在Yolk-ay品牌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尝试扩充菜单。

餐厅的名字和初始定位当然会产生局限。举个例子，我不会建议做墨西哥卷饼快餐的Chipotle在菜单里加上汉堡，也不会让主要卖汉堡薯条的Shake Shack开始卖沙拉。这些品牌的卖点就是菜品简单一致，不该舍本逐末。但Yolk-ay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大一点儿。就像维克拉姆说的，用供应鸡蛋的农场提供的鸡肉做一些新菜式，也不会太过分，强调一下鸡肉也是低脂高蛋白食物就可以了。

我与合作伙伴乔恩·奥林托（Jon Olinto）13年前开了第一家b.good，是想快速提供“真正的食物”，也就是让顾客吃得舒服的美食。这让我们在菜单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也利用了这份灵活性。4年前我们专门做牛肉、火鸡和素食汉堡，各种鸡肉三明治、沙拉和奶昔。之后我们增加了蔬菜谷物饭、鲜果冰沙和丰盛的健康早餐。

我们一直不断尝试对现有菜品做些变化，也试着开发新的种类。乔恩、我和主厨托尼·罗森菲尔德（Tony Rosenfeld）都会提出新的想法。我们也会倾听顾客和员工的意见，还会请外面的厨师给我们带来灵感。每次托尼做出新菜式，我们先在内部试吃，如果喜欢的话，就邀请一些加入了我们“家族”系统的顾客，在指定餐厅免费试吃：我们通过手机应用发送免费券，顾客在结账时出示条码就可以了。之后我们会跟进调查，做些调整，在几家餐厅（特别是要有一家在城区的，一家在郊区的）试卖，如果卖得好，就推广到所有店面。

当然，如果是要推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比如谷物饭和早餐，这个过程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6到8个月。假如罗希特要增加鸡肉或者素食之类的新菜品，也应该这样谨慎行事。

原地踏步绝不可取。如果阿联酋市场跟美国市场差不多，那么现在的竞争对手和新对手一定会把家常快餐推上新的高度，Yolk-ay将会长期承受竞争压力。若要立于不败之地，Yolk-ay必须向前发展。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来自hbr.org社区的评论


压力测试


这家人应该花点时间，拓宽思路，对新点子做压力测试，然后再排除不可行的选项。

马克·楚斯尔

Advanc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公司创始人




推出新品，速度要慢


Yolk-ay应该逐渐推出一些新品，密切关注消费者的反馈。顾客喜欢多样化和新鲜感。

高拉夫·萨万特

巴杰吉管理研究学院学生




提升顾客体验


Yolk-ay应该继续专注做好鸡蛋，多花点功夫提升一下顾客体验，比如推出“蛋类特色菜”之类的。如果罗希特想扩充菜单，应该另外创立一个品牌来搞。

尼迪·科塔里

KRV Financial Advisor公司会计




开创“超级Yolk-ay”


可以开一家“超级Yolk-ay”分店来扩充菜单，就像麦当劳的麦咖啡。这样Yolk-ay既能给品牌增加活力，又不会失去原本的核心。

米哈尔·阿尼迪达

提亚斯商学院学生




寻找新的销售渠道


出路不在于增加新品，而是要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比如公司食堂或者购物中心的美食城。

纳拉扬·克里希纳斯瓦米

MilliporeSigma公司战略发展副总监





杂谈 Synthesis



谁控制了互联网？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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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文

刘筱薇 | 译　齐菁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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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须进一步去中心化






斯
 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1986年接手了美国政府中一项名不见经传的工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网络监管部部长。他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当时还只是学术信息和文件分享渠道的互联网。但在接下来几年中，沃尔夫认识到，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好，他可能会因此失业。他认为，自己现在监管的网络最终可能并且必然会对所有人开放。到时，任何一个人或机构都无法监管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网络。

沃尔夫是对的。哈佛商学院的尚恩·格林斯坦（Shane Greenstein）在其著作《互联网的商业化过程》（How the Internet Became Commercial
 ）中详细记录了对互联网资源控制权的去中心化，如何迎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经济改革时期之一。

以NFS资助、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创建的Mosaic浏览器为例，该浏览器基于瑞士物理实验室CERN的技术开发，后被硅谷初创公司Netscape商业化，最终其使用权由有20年历史的技术公司微软获得。这就是格林斯坦所谓的“貌似从网络边缘开始的”创新。这种创新并非像一些科幻小说作家，比如哈尔（HAL）的创作者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预言的那样，由“单个、等级严格且深谋远虑的组织”引领，而是来源于分散、渐增且不可预测的工作，并需要有前瞻性的法律、规范和组织决策才能实现。

格林斯坦分析了过去，而另一些新书的作者则向前看，想象互联网在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将会变成什么样？《连线》（Wired
 ）联合创始人凯文·凯利撰写的《必然》（The Inevitable
 ）提供了一个未来学家的视角；美国在线（AOL）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提供了一个创业家的视角；原美国国务院官员亚力克·罗斯（Alec Ross）的《未来产业》（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则提供了一个政治家的视角。

这三本书有很多共同之处：1）都描述了大有改变社会之势的技术，其中包括机器学习、机器人学、虚拟现实和互联产品；2）都提及了以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表达了对技术发挥积极作用的殷切希望；3）都预测了创新将继续“从边缘开始”，不过每个作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凯利的书最含糊不清，而且猜想的成分最多。凯利认为，在网络化的世界，去中心化是必然的。凯斯设想，互联网将扩展到新产业并使“他者崛起”，即硅谷之外的城市将称霸一些领域。罗斯也预测到，产业和地理位置不同，创新也将不尽相同。但他的视角更全球化，比如非洲手机银行的发展将加快，而日本的机器人技术将发展迅速。

但如果格林斯坦总结的去中心化模型失去现实意义，又会怎样？毕竟现在的互联网明显由《纽约时报》的法哈德·曼约奥（FarhadManjoo）所谓的五大巨头（the Frightful Five，亚马逊、苹果、Facebook、现在是Alphabet一个部门的谷歌和微软）控制。相比以前的巨头，这些在位企业捍卫自己的地盘并维持集权控制的意愿会更强烈，并为此做更充足的准备吗？

一方面，五大巨头拥有多个能够深刻影响到下一浪潮的技术。Facebook收购了虚拟现实公司中的佼佼者Oculus。Alphabet收购了最近在围棋大赛中打败世界冠军，树立了新里程碑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与此同时，它还吞并了7家不同的机器人技术公司。亚马逊和Alphabet都在试验无人机送货。当然，Alphabet还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

数据是另一优势。五大巨头手上有海量数据，而且就是你创建机器学习应用软件所需的数据量。它们已在这一行业发展多年，收集了众多的客户信息，因此在该领域内有巨大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领先优势。如罗斯所问：“大数据会将企业权力集中化，将更多产业纳入硅谷的引力场吗？”

凯斯相信创业者和他们取代在位企业的能力。毕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在线成功抵御了微软的攻击，也许现在的初创公司可以对五大巨头作出同样的反击。但他承认，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并购失败的导火索是拒绝“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而采取的行动——译者注
 ）的公共政策决定，使有线电视公司不公正地对待内容提供商。“如果我们不能和有线电视公司建立伙伴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也许我们应该买下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凯斯写道。

这仅是一个可以说明控制权去中心化非常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例子。格林斯坦用另一个反垄断法的例子指出，虽然美国电信公司AT&T的瓦解促进了技术发展，但如今的市场规则仅关注竞争如何影响消费者价格，而非创新过程中对多个视角的需要。

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称呼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蒂姆·库克（Tim Cook）、拉里·佩奇（Larry Page）或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为“互联网管理者”。但这些人领导的公司的确代表权力集中化，而且每家公司对网络未来的决定权都过大。尽管创新从边缘开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并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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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罗斯（LISA ROTH）：

我在听什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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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年，我早上接收信息的渠道是《霍华德·斯特恩脱口秀》（The Howard Stern Show）。它像一门专业课，教你如何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成功（须有韧性并保持自律），以及如何做准备并付出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这个秀让我大笑、思考，有时还让我落泪。”




丽莎·罗斯
 是Rockabye Baby! 唱片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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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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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MANAGING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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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and more work gets done in a team setting—yet the context in which teamwork takes place is ever more challenging. This package updates the fundamentals, gets real about inherited teams, describes cross-industry teamwork, and tackles conflict management.











Managing Organizations


Wicked-Problem Solvers


Amy C. Edmondson



Companies today increasingly rely on teams that span many industries for radical innovation, especially to solve "wicked problems." So leaders have to understand how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when roles are uncertain, goals are shifting, expertis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re varied, and participants have clashing or even antagonistic perspectives.

HBS professor Amy Edmondson has studied more than a dozen cross-industry innovation projects, among them the creation of a new city, a mango supply-chai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eading-edge buildings. She has identified the leadership practices that make successful cross-industry teams work: fostering an adaptable vision,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safety, enabl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encourag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ough these practices are broadly familiar, their application within cross-industry teams calls for unique leadership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flexibility, open-mindedness, humility, and fierce re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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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s


Leading the Team You Inherit


Michael D. Watkins



Most leaders don't have the luxury of building their teams from scratch. Instead they're put in charge of an existing group, and they need guidance on the best way to take over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Watkins, an expert on transitions, suggests a three-step approach:

Assess. Act quickly to size up the personnel you've inherited,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data from one-on-one chats, team meetings, and other sources. Reflect, too, on the business challenges you face, the kinds of people you want in various role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need to collaborate.

Reshape. Adjust the makeup of the team by moving people to new positions, shift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r replacing them.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is aligned on goals and how to achieve them—you may need to change the team's stated direction. Consider also making changes in the way the team operates (reducing the frequency of meetings, for example, or creating new subteams). Then establish ground rules and processes to sustain desired behaviors, and revisit those periodically.

Accelerate team development. Set your people up for some early wins. Initial successes will boost everyone's confidence and reinforce the value of your new operating model,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ongoing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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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People


The Secrets of Great Teamwork


Martine Haas and Mark Mortensen



Over the years, as teams have grown more diverse, dispersed, digital, and dynamic, collabor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But though teams face new challenges, their success still depends on a core set of fundamentals. As J. Richard Hackman, who began researching teams in the 1970s, discovered, what matters most isn't the personalities or behavior of the team members; it's whether a team has a compelling direction, a strong structure, and a supportive context. In their own research, Haas and Mortensen have found that teams need those three "enabling conditions" now more than ever. But their work also revealed that today's teams are especially prone to two corrosive problems: "us versus them" thinking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vercoming those pitfalls requires a new enabling condition: a shared mindset.

This article details what team leaders should do to establish the four foundations for success. For instance, to promote a shared mindset, leaders should foster a common identity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among team members, with techniques such as "structured unstructured time." The authors also describe how to evaluate a team's effectiveness, providing an assessment leaders can take to see what's working and where there's room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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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How to Preempt Team Conflict


Ginka Toegel and Jean-Louis Barsoux



Team conflict can add value or destroy it. Good conflict fosters respectful debate and yields mutually agreed-upon solutions that are often far superior to those first offered. Bad conflict occurs when team members simply can't get past their differences, killing productivity and stifling innovation. Destructive conflict typically stems not from differences of opinion but from a perceived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way certain team members think and act.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working through such conflict is to respond to clashes as they arise. But this approach routinely fails because it allows frustrations to build for too long,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set negative impressions and restore trust.

In their research on team dynamics and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executive teams, Toegel and Barsoux have found a proactive approach to be much more effective. In this article, they introduce a methodology that focuses on how people look, act, speak, think, and feel. Team leaders facilitate five conversations—one focused on each category—before the team gets under way, to buil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of work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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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Mergers & Acquisitions


M&A: The One Thing You Need to Get Right


Roger L.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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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al world set a record in 2015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t's too soon to have data on how those deals will work out, but the signs are not promising. Last year Microsoft wrote off 96% of the value of the handset business it had acquired from Nokia in 2014 for $7.9 billion. The rule, confirmed by nearly all studies, remains true: M&A is a mug's game, in which some 70% to 90% of acquisitions are abysmal failures. The author has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persistent failure and offers a way forward. Acquirers, he notes, tend to look at acquisitions as a way of obtaining value for themselves—access to a new market or capability.

The trouble is, if you spot a valuable asset or capability in a company, others will too, and the value will be lost in a bidding war. But if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will make the acquisition more competitive, the picture changes. As long as the acquired company is incapable of making that enhancement on its own or (ideally) with any other company, the buyer, rather than the seller, will earn the rewards. Martin describes four way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target:

• Be a smarter provider of growth capital.

• Provide better managerial oversight.

• Transfer valuable skills to the acquisition.

• Share valuable capabilities with th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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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Culture


Managing the High-Intensity Workplace


Erin Reid and Lakshmi Ramarajan



If employees feel free to draw lines between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ves, the organizations they work for will benefit.

People today are under intense pressure to be "ideal workers"—totally committed to their jobs and always on call. But after interviewing hundreds of professionals in many fields, the authors have concluded that selfless dedication to work is often unnecessary and harmful. It has 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not only for individuals but also for their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s discuss three typical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demanding workplaces,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each:

Accepting involves prioritizing the job above all else and remaining available 24/7. Because accepters fail to cultivate outside interests, they're often slow to recover from professional setbacks. And they may be too focused on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to mentor others—

a drawback for their organizations.

Passing involves portraying oneself as an ideal worker while quietly pursuing a life beyond the office. But passers may feel isolated from their colleagues because they are hiding parts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perpetuation of the ideal-worker myth keeps the pressure on everyone.

Revealing involves openly embracing nonwork commitments. Revealers may unwittingly put their careers at risk, however, and bosses who penalize them may drive away talent.

So how can organizations build a healthier—and more productive—culture? Managers can act as role models by leading multifaceted lives themselves. They can reward employees for the quality and results of their work rather than the time put into it. And they can enforce reasonable work hours, require vacations, and take other steps to protect employees'personal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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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ing Yourself


Next-Gen Retirement


Heather C. Vough, Christine D. Bataille, Leisa Sargent, and Mary De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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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ongevity increasing and thousands of Baby Boomers turning 65 every day, the face of retirement is changing. Interviews with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show that very few people now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ditching the job and embracing a life of leisure in their midsixti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paths being taken and offers four principles that will help you navigate your late-career journey:

1. Prepare to go off-script. Careers end in many ways—often unpredictably. Most of us will have little control over our exit, so we must be ready to adapt.

2. Find your metaphor. Do you see retirement as liberation from the grind, the loss of your professional identity, or a chance for transformation? The language that resonates most with you can signal your best way forward.

3. Create a new deal. Many are stepping back gradually or staying on at their firms with redesigned schedu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r as contractors.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4. Make a difference. Shelving your expertise at retirement no longer makes sense. The new model is to apply your talents to improve your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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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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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美籍智利女作家 伊莎贝尔·阿连德：

从政？我又没疯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德鲁·凯利（Drew Kelly）| 摄影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
 出身于名门世家，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是其伯父。她的第一部小说《幽灵之家》（The House of the Spirits
 ）在全球大卖，并最终成就了她的写作之路。她热爱写作，对从政嗤之以鼻。






HBR：每次你开始写新书的日期都选在以前开始写《幽灵之家》的同一天，这是为什么？



阿连德：
 最开始是迷信，因为第一本书非常幸运。现在只是一条纪律。我平时很忙，所以须在一年里留出几个月来休养。我需要不受干扰的整块时间，否则无法写作。设置一个开始日期，对我和我周围的人都有好处。他们知道1月8日之后就别找我了。




你心里是不是总有小说创意？


经常有，但很模糊。我从来不会预先想好要怎么写。有时候我心里可能只有自己研究过的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比如说，我研究过200年前海地奴隶暴动，当时并没有构思角色、情节和结局，后来写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事件的故事。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其余时候我就只是坐在电脑前，敲出凭空想到的第一个句子，就成了一个故事的开篇，但这时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故事。




这之后如何进展？


进展很慢。最初几周很糟糕，因为还没找到叙述声音，没找到语调和节奏，所以写不动，而且我知道这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最后都得丢进垃圾桶。但这是训练，我需要以这种方式进入状态。几周之后，角色开始走出来，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时候我就觉得找对路了。




如果很长时间没进入状态，你会怎么办？


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现在写这个故事时机不对。但多数时候我只是继续往下写，迟早会找到状态。我已经学会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过也是用了很久才学会的。一开始我觉得每部小说都是上天恩赐的灵感，下次就没有了，可是到了现在，我已经写了35年，就知道只要给自己一个主题和足够的时间，我差不多什么都能写出来。这个想法给了我自信，让我可以放松下来享受写作过程。




你当过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学校行政人员，39岁时成为了作家。讲讲你重塑自身的这个过程好吗？


我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我没有说“我要当作家”，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之后，我以政治难民的身份住在委内瑞拉，找不到当记者的工作。当时我在学校上班，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故事找不到出口。1981年1月8日，我们接到电话，说身在智利的祖父快要去世，而我却无法回去向他道别。

于是我开始写信，想让他知道，他曾经告诉我的一切我都记得。他非常善于讲故事。他没收到信就去世了，但我每天下班后在厨房接着写，一年写了500页，显然已经不能算是一封信，就成了《幽灵之家》 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很成功，为我其他的书铺好了路，但我没有直接辞去全职工作，因为不觉得能把写作当成职业。当时感觉就像一个偶然降临的奇迹。




最后是什么让你放心去从事全职写作呢？


我赚到了钱。我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卖得热火朝天。这时候我意识到，如果能继续写，就能通过写作养家糊口。




你有没有觉得想超越自己最受好评的作品？


以前我的出版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Carmen Balcells）——她是我所有作品的教母，前不久不幸去世——在西班牙拿到《幽灵之家》的原稿，就给身在委内瑞拉的我打了个电话说：“每个人的第一本书都不错，因为会把自己的过去、回忆、期望等一切东西全都倾注其中。能检验作者的是第二本书。”于是第二年的1月8日我就开始写第二本书，想向这位素未谋面的代理人证明，我可以成为作家。《幽灵之家》在欧洲大获成功，我是写完第二本书之后才知道的。

还有，每本书都是一次不同的挑战，讲故事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写过回忆录、历史小说、幻想小说和青少年小说，甚至还写过一部犯罪小说。所以我不会做比较说，“这本有没有比《幽灵之家》更好？”每本书都是不同的邀约，只要放在桌上看谁会接受就可以了。




《保拉》（Paula
 ）是有关你女儿去世的回忆录，《幽灵之家》是写给临终祖父的信。写作是否帮助你走出这些伤痛？


写作有疗愈作用。《幽灵之家》是在尝试找回我在流亡中失去的那个世界——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过去和我的祖父——我觉得确实做到了，那个世界会永远留在那本书里。我女儿去世后，一切都黯然失色。我生命中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日子变得千篇一律。她昏迷一年，我在家照顾她。女儿去世后一个月，我母亲将那一年里我寄给她的180封信还给了我，于是我开始写作。非常痛苦，但也有疗愈作用，因为我能够将发生过的事情倾注进书里，而且写作也让我重新看到周围的一切。孙子出生了，丈夫很爱我，生生不息。




你似乎毫不排斥公开私生活。


我写《保拉》的时候，母亲说：“你写了这么多隐私，容易让自己受伤害。”我说：“妈，让我受伤的不会是我袒露的真实，只会是我保守的秘密。”我的生活与他人并无不同。我没有做过什么羞于启齿的坏事，我与别人分享，别人也与我分享。这是故事与情感的交流。




你提到自己的作品有很多外语版本。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为何能在不同文化中引起共鸣？


我们总是关注差异，肤色、文化、语言或国籍等这些方面的差异，但其实所有人都是很相似的。人们有着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渴望。我们的身体构造都一样，有同样的头脑，也有同样的梦想。所以一个发生在旧金山的关于衰老的故事也能在土耳其引起共鸣。




你说自己一直坚决要工作，为什么？


因为我想养活自己。塑造我人生观的一件事情是，看到我母亲成为受害者。她年轻漂亮却遇人不淑，4年生了3个孩子，又被那个男人抛弃，住在我祖父家里。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或培训，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父亲。我很爱我的母亲，而且我们一辈子都很亲近，但我不想变成她那样。还有，我不爱呆在家里。我也很爱我的两个孩子，但我相信婆婆和继祖母能帮我抚养他们长大，因为我需要离开家庭，走进社会。




你的家族在智利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你有没有考虑过从政？


没有。我有个侄女跟我同名，叫伊莎贝尔·阿连德·布西（Isabel Allende Bussi），我们家族的政治家是她不是我。我不是从政那块料。我是作家，喜欢一个人在头脑和心里安安静静地编织自己的故事。我不可能去跟政客打交道，搞那些磋商或妥协之类的事，我又没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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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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